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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系列•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绪论绪论

一、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谬误

（一）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



（二）二战后对非洲关注的三个原由





二、非洲文明：被人遗忘的历史

（一）非洲的古代文明



（二）欧洲人的早期记录





三、非洲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奴隶贸易

（一）“威廉斯论点”：有关奴隶贸易对西方工业化贡献的辩论



（二）奴隶贸易对西方工业化的作用



（三）奴隶贸易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四、非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一）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二）埃塞俄比亚的早期现代化



（三）马达加斯加的“前工业化”努力



（四）非洲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失败原因





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同一性与多样性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同一性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第一章 非洲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一、现代化噩梦的开始：殖民瓜分

（一）殖民瓜分的预备阶段



（二）殖民瓜分进程的加速



（三）推动殖民瓜分的三项科技成果



（四）瓜分非洲的方式与直接后果





二、不平等关系的制度化

（一）不等价交换与对本土工业的摧毁



（二）单一作物制的引进与确立



（三）三种经济区域的形成



（四）畸形的“现代化”因素





三、非洲独立后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 非洲政治发展：曲折与前行

一、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政治变迁

（一）初期的选择



（二）从分权到集权



（三）军事政变与军人干政



（四）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五）南部非洲的新生



（六）毛里求斯：多元民主政治发展的典范





二、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

（一）非洲一体化：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二）非洲统一组织：理想与现实的互动



（三）非洲联盟的成立





三、非洲发展的重要障碍：内部危机与外部干涉

（一）直接干涉



（二）间接干涉



（三）达尔富尔危机剖析





四、非洲政治变迁：成就与问题

（一）非洲一体化



（二）人权的促进



（三）相对稳定的边界



（四）良政与治理



（五）非政府组织



（六）人口与健康







第三章 非洲经济发展：波折与探索

一、现代化起步：模仿与工业化

（一）在模仿中前行：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



（二）工业化尝试与城市化



（三）单一经济作物的格局



（四）科特迪瓦的“奇迹”





二、非洲自主意识、国际金融机构的阻击与替代方案

（一）《拉各斯行动计划》：没有机会实践的纲领



（二）国际金融组织的干预：《伯格报告》与结构调整



（三）几内亚结构调整的实践：案例分析



（四）结构调整的效益分析



（五）联合国非洲经委会的替代框架





三、博茨瓦纳：成功典范

（一）博茨瓦纳的发展历程



（二）博茨瓦纳的幸运因素



（三）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





四、西方发展援助：规模与效益

（一）对发展援助的批判：历史回顾



（二）发展援助的统计



（三）援助者的态度：坦白、虚伪与自以为是



（四）发展援助的效益分析





五、长期困扰的粮食问题





第四章 非洲现代民族建构：理论探讨

一、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依据

（一）民族建构的6C理论



（二）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互相转化





二、国家民族建构的文化政策

（一）民族性建筑物



（二）地理名称的民族化



（三）民族文化运动



（四）国语与宗教的作用





三、国家民族建构的法律保证

（一）乌干达的法律



（二）尼日利亚法律





四、国家民族建构：意识形态与权力分配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非洲社会主义



（二）权力分配中的平衡原则



（三）权力分配与酋长制





五、国家政策的消极作用

（一）国家权力的滥用



（二）国家权力的削弱



（三）政治方面的权力分配



（四）经济方面的权力分配



（五）文化政策的消极面







第五章 非洲现代民族建构：个案分析

一、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



二、乌贾马运动在坦桑尼亚民族建构中的作用

（一）坦桑尼亚的客观条件



（二）坦桑尼亚的民族政策



（三）乌贾马政策对民族建构的作用





三、卢旺达的民族政策及对大屠杀的反思

（一）卢旺达事件的典型性



（二）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抑或“制造的共同体”



（三）民族政治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四）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五）联合国干预的局限性



（六）民族与政治





四、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比较

（一）南非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二）南非的民族政策



（三）津巴布韦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四）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



（五）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政策的得失比较







第六章互动中的非洲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

一、非洲一体化思想准备与现代化启蒙

（一）泛非主义思想与非洲现代化的主体意识



（二）非洲一体化与非洲区域合作组织



（三）非洲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互动



（四）非洲一体化政治上的成就——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





二、非洲一体化的机制建设与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一）非洲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二）非洲国家现代化的探索与一体化的建构



（三）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发展——非洲联盟的成立





三、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评析

（一）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良性互动的根本条件



（二）作为现代化内在组成部分的一体化战略



（三）政治上的挑战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第七章 埃塞俄比亚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一、埃塞俄比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早期努力

（一）19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基础



（二）19世纪构建和维护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三）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改革





二、德格集团的统治

（一）德格集团上台与政权合法性危机



（二）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影响



（三）德格集团实行的民族政策





三、族群民族主义在埃塞俄比亚政治嬗变中的作用

（一）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



（二）提格雷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



（三）奥罗莫人的族群民族主义





四、“族群联邦制”与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进程

（一）埃革阵的构成及其上台之路



（二）过渡政府统治时期的现代化改革



（三）1995年以来的政治形势及埃厄边境战争的影响



（四）埃厄战争后埃塞俄比亚的发展现状



五、结论







第八章 从传统走向现代：坦桑尼亚政治体制的嬗变

一、坦桑尼亚民主化的进程

（一）模式的选择



（二）宪政与法治



（三）党派的分化



（四）媒体的作用





二、民主化与民族一体化

（一）民主化带来的困境



（二）桑给巴尔的选举与社会分化



（三）反对党的策略



（四）族群政治与社会分裂





三、民主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



（二）民主化导致依从外国



（三）民主化导致否定社会主义





四、民主化与反腐败问题

（一）坦桑尼亚反腐败的历史回顾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反腐败措施与绩效



（三）单纯民主的手段无法控制腐败



（四）坦桑尼亚参与全球化的得与失





一、赞比亚酋长的传统地位与至高权力

（一）酋长的宗教神权



（二）酋长的政治军事权力



（三）酋长的司法和经济权力





二、赞比亚酋长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特征

（一）权力基础的神圣性



（二）权力结构的等级性



（三）权力性质的相对性



（四）权力机制的民主性





三、赞比亚酋长制度的适应性与现代生命力

（一）酋长制度受到现代化潮流的侵蚀



（二）酋长制度与现代性因素的融合



（三）现代化对酋长制度的影响





四、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

（一）酋长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二）酋长掌管着国家的土地管理和分配权



（三）酋长制度是赞比亚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



（四）酋长是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促进因素





五、酋长制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动与调适





第十章 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

一、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和农业，孰轻孰重？

（一）非洲法语国家经济发展概况



（二）国际贸易



（三）国际援助





二、政治发展道路：村议事会与多党选举，谁更民主？

（一）传统村社民主与当代民主困境



（二）多党民主选举浪潮



（三）全国会议：新的政治动员形式





三、城市化发展轨迹及其面临的困境

（一）非洲法语国家城市的分类



（二）非洲法语国家城市的发展轨迹



（三）城市化的性质与特点





四、多元文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一）黑人性文化运动：文化的交织与融合



（二）伊斯兰文化的觉醒



（三）非洲本土文化的复兴





五、余论：现代化对非洲法语国家意味着什么





第十一章 尼日利亚的现代化模式：石油资源支撑的“贫困”现代化

一、现代化兴起的背景

（一）本土文明与外来挑战



（三）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民主化进程

（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



（二）“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的表现形式与实质



（三）民主化进程





三、工业化历程

（一）“黄金时期”（1960—1970）



（二）石油繁荣期（1973—1981）



（三）结构调整期（1983—1994）



（四）改革发展期（1999—）







第十二章 军人政权与现代化：加纳罗林斯军政权的政策与实践

一、历史背景

（一）殖民主义统治遗产



（三）论点：问题与解答





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

（一）加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和公共法庭系统



（三）公共法庭系统的具体判例



（四）公共法庭与民众需求的契合





三、艰难的经济复兴

（一）加纳经济存在的问题



（二）农业的复兴



（三）多样化的努力



（四）汇率改革



（五）契合的力量





四、加纳式民主的理念与实践

（一）军政权的民主观念



（二）罗林斯的民主实践



（三）民众的反应



（四）罗林斯军政权的成功经验







第十三章 南非现代化历程：从片面工业化到包容性现代化

一、前工业化时期南非社会的演变

（一）非洲原住民的社会经济形态



（二）欧洲人的入侵和荷属开普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



（三）英国的入侵和开普殖民地社会





二、矿业引发的工业化与南非的统一

（一）矿业带动的南非工业革命



（二）矿业开发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与城市化的加速





三、种族主义制度下白人利益主导的片面工业化

（一）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二）英属南非联邦时期外需驱动的现代化



（四）种族主义制度下的黑人经济社会状态



（一）非国大对变革的思想和政策准备



（二）多党谈判确定统一、民主和平等原则



（三）政治现代化的起点：平等民主的宪政体制





五、新南非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与包容性现代化

（一）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



（二）经济改革与全面现代化



（三）政府财政政策和管理能力



（四）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十四章 从因资源“被诅咒”到以资源求繁荣：新世纪增速最快国家安哥拉发展研究720

一、出奇制胜：驾驭矿产资源之道

（一）勘探与开采同步进行



（二）大力吸引外资以公私合营模式勘探开发



（三）国有矿业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



（四）采掘业向下游转化、多面向提升整体产业优势



（五）资源换基础设施：“安哥拉模式”笔者曾专门讨论“安哥拉模式”，



（一）农业发展史



（二）政策层面：整体规划，全面发展



（三）粮食安全战略和资金投入



（四）积极促进农村商业化发展



（五）借助外部合作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





三、工商业多样化发展:建筑业为引擎

（一）减贫先修路



（三）益贫式商业系统——以人为本



（四）安哥拉化——不仅仅是劳动力



（五）行业多元、地区平衡的投资新方向







结论：非洲怎么了

一、自主自强的思想和政治稳定的环境为非洲发展提供保障



二、非洲区域一体化推进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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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三、纯粹哲学系列



四、宗教研究系列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七、历史研究系列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历史研究系列•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目录目录


作者的话

在学术界，“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语。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特有的意识形态内涵，从它开始出现就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从本书的章节内容即可看出，有的学者对“现代化”这一含有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用语的排斥心理。就我本人而言，80年代后期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做“第三世界的兴起”这门课程的助教时，大部分师生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声就不绝于耳。回国后，在发表的著述中我极少使用“现代化”一词；我在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三世界发展学”的本科生课程教学中，“现代化”理论一直是作为诸多发展理论之一且具有反面含义的概念而出现的。

同理，潘华琼博士在她负责的本书的“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一章中，明确指出了“现代化”概念的西方中心论含义。她认为：“西方的现代化论，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在实际运用中都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把本来仅仅是一种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视为其他国家通过努力也能到达的目标，西方的现代化由此成为衡量其他社会发展的标尺。……笔者倾向于把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视为现代化的内涵，这是合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因为现代化理论只局限于解释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不等于现代化，也不存在固定的发展模式，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再者，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由此可以避免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模式。所以，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甚至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不一致。”当然，参与“世界现代化历程”丛书的写作是一种选择，但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同意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使用。

如果将非洲历史纳入现代化研究框架的话，非洲与世界现代化历程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至少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1.从奴隶贸易起即为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英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作出了贡献。按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英国现代化“起飞”阶段是在1783—1802年。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阐述18世纪英国经营的非洲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奴隶买卖时明确指出：“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他还揭露：“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7—828页。

2.少数一些非洲国家如北非的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撒哈拉以南的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在与欧洲接触后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尝试。可想而知，它们这种充满希望和艰辛的早期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3.欧洲瓜分非洲后将其强行纳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轨道。诚如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学家所言：“到了1884年，非洲的殖民版图已经划定，欧洲的文化、学术、经济扩张已形成了世界性的规模，简而言之，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当时，地方社会的认同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落后社会组织已经让位于强大的世界性的工业文明。”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埃塞俄比亚史》（董小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7页。

4.殖民主义统治使非洲经历了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5.独立后的非洲开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与世界现代化历程紧密相联，它自身的发展历程深刻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这也是本书将要论及的重点。

“世界现代化历程”这套丛书开始设计时未将一个有49个国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纳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正如《世界现代化进程•东亚卷》的“作者的话”所言，“回过头来看本书，最明显的缺憾恐怕仍然在于对既有发展观念的反思不足”董正华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现在能将撒哈拉以南非洲补充进这套丛书，不啻为一种明智之举。

面对西方列强瓜分厄运的中国人，一直尝试着跟着世界潮流走，而近代以来的所谓“世界潮流”，只不过是“西方潮流”的代名词。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人家走在前面。建国后的十多年，中国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曾调整了方向，尝试着跟着苏联走。然而，历史再一次教训了国人。值得深思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明智的西方学者称之为“浸透着冷战高潮中美国人对自身的某种信念”的现代化理论，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序”，V。居然成为了中国政府有关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说，一种概念的运用并无专利。西方人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如“民主”、“人权”等概念。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赋予这些概念以符合自身条件和价值观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看，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所谓的“现代化”史。布雷默的新书《各自为政：“零国集团”世界的赢家与输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作者指出：二战以来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显然是由美国主导的。这一论点并不准确。一方面，美国企图主导这一进程；另一方面，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一些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其中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综合现代化理论各个流派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的编者在归纳早期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时提到现代化具有的一个特点：“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从欧洲开始，通过传播等途径扩散到全世界。所有的社会都曾经是传统社会，而所有的社会也都将转变成现代社会。”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页。如果说二战以后美国一直企图主导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一说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为了巩固核心国家的地位并从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上控制非洲，西方特别是美国企图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确确实实在非洲发生。然而，这种现代化进程并未为非洲带来西方学者所承诺的福祉。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直线型过程，各个社会循着自身的规律演进。作为一个生造的概念，“现代化”一旦被作为强者的西方世界赋予一种意识形态内涵，成为维护其权力地位而构建的一种知识体系，它便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当美国空军的李梅将军曾声称美国应该把越南人炸回“到石器时代去”时，亨廷顿这位政治现代化理论大家的想法是美国能将他们“炸进未来”，这种说法充分揭示了“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的”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35—236页。。这种强加的现代化已经不是一种学术，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

正是在这种以“力”和“利”为主导的现代化理论的构建、主导和实践中，非洲——这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大陆，不仅被这种统治着现代化进程的生杀予夺之权判定为“传统与落后的大陆”，也正是在世界现代化理论的绞杀声中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大陆”、“无望的大陆”。“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已日益明显。将一个复杂的世界按自己的思维习惯分为“先进和进步的西方国家”与物质和文化有缺陷的“欠发达”社会的理论，将社会强行撕裂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的观念，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农村也由此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这种理论是不可能持久的。

这些观点或理念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打下了深深的铬印，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也在各个国家留下了诸多弊病。中国人在不断对真理和谬误的认识中成长。看来，理论只能从自身历史的演变中总结，照搬他人的教条只会吃亏。

最后，有必要说明本书选择国家个案的问题。萨米尔•阿明将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老殖民地经济的非洲”、“拥有租借地的公司的非洲”和“劳动力后备军的非洲”及一个特殊地区。

1.以贸易经济为特点的“老殖民地经济的非洲”，由“传统的西非”（包括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多哥、前法属西非）、喀麦隆、乍得以及苏丹等国构成。

2.“拥有租借地的公司的非洲”主要指传统的刚果河流域地区，包括扎伊尔（即刚果（金））、刚果（布）、加蓬和中非共和国。

3.“劳动力后备军的非洲”主要指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马拉维、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南非等国。

4.特殊地区。他认为，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毛里求斯和佛得角群岛均不属于这三大地区。尽管这些国家（地区）可找到与以上三个部分相似之处，但这些地区却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即奴隶重商主义（佛得角群岛、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和拟封建主义（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71—272页。

萨米尔•阿明的地区分类并不能说准确反映了非洲各国的特点，但他从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世界角度作出的概括多少刻画了这些国家受到的世界现代体系的影响，并为我们的“现代化历程”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为了使个案国家更能代表上述这些地区，本书选择了加纳和尼日利亚作为第一个区域的代表，非洲法语国家代表了第二个区域（当然这些国家中也有属于第一区域的国家），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代表了第三部分的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代表了第四个部分。

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将从非洲大陆的宏观视角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现代化的虚拟起步”、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民族建构和非洲一体化进程等五个方面。第二篇从不同角度分析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非洲法语国家、尼日利亚、加纳、南非和安哥拉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遭遇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非洲研究虽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但经历了多种曲折和坎珂，至今研究水平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这是我们应该敢于承认的现实。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我们目前无法相比，早期苏联学者的研究我们也是望尘莫及。波铁辛和奥尔洛娃对非洲民族的研究、奥尔迭罗格对西非古代史及豪萨城邦的研究、马尔蒂诺夫对比属刚果的研究等，对照起来，我深深认识到中国非洲研究与世界学术界的差距。目前，虽然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大力推进了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的重视，但这种研究多集中于当代中非关系。值得庆幸的是，目前一批中青年学者正致力于非洲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既重视实地考察，也注重档案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实力的研究成果。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和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为本书的写作和完成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观点。在此，我们课题组向这些同行表示感谢和敬意。

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在多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的最初设计中未列入课题计划，本书是在没有经费的基础上起步的（后来拨划了很少一笔钱），这在目前物质主义盛行的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各位同仁以非洲研究为己任，克服了诸多困难，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本书的撰写。作为主编，我要向参与本课题的各位同仁（包括已故的李保平教授和他的妻子徐勤霞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可以说，是对非洲的热爱和对学术的敬畏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还将携手走下去。


历史研究系列•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绪论绪论

非洲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拉美国家是最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那么，非洲可以说是最早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贡献的大陆，然而它也是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的地区。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非洲大陆有过灿烂的文明，这一点就连早期接触非洲文明的欧洲人都承认。第二，非洲大陆为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诸多，这种贡献可以从奴隶贸易算起。在长达400多年的奴隶贸易里，对非洲青壮年的强迫迁徙为美洲的种植园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以奴隶贸易为基础的三角贸易为欧洲和北美工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一点随着研究的深入日益明显。本章将论述五个问题，一是对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谬误进行学理和实践的分析；二是对非洲灿烂文明史的简略勾勒；三是描述非洲在奴隶贸易中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的贡献；四是对非洲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尝试进行剖析；最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同一性与多样性作一概述。


一、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谬误

（一）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

现代化理论的谬误既可从学理层面上分析，也可从实践层面上解释。

从学理上看，现代化理论在运用过程中形成一种悖论。一方面，这种包罗万象的发展理论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另一方面，它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描述发展过程，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理论是一种建构在西方发展的经验和冷战时的实用理性基础上的概括。之所以说是西方发展的经验，因为以罗斯托、亨廷顿等为代表的诸位现代化理论大家均是从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相关的阶段、经验和理论，并力图将这种概括演化为一种一般性理论以指导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发展进程。之所以说它是冷战时的实用理性的概括，是因为这种理论概括与冷战时两个阵营对立的现实和西方为争夺新独立的国家的战略谋划紧密相关。

自然界与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其多样化。现代化理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制定者在特定的冷战历史环境中，力图用西方发展的理论和模式来分析、计划、规范和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这种意识形态又千方百计地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结合在一起。两者的结合过程在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的推动下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

罗斯托的职业背景表明了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教授。在美国战略活动局和国务院任过职，20世纪50年代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经济史并主持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60年代，他因深受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赏识，曾在两位总统的任期内先后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主要表达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这本著作中。从书名的副标题可看出其研究的倾向性。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既表达了关于经济成长的观点，又是一种关于整个现代化的一般性学说。罗斯托力图说明，西方特别是美国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关于对现代化理论作出论述的其他美国学者，参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一、二章，特别是第33—72页。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社会条件、生存理念以及国际环境等都大相径庭。除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内涵外，现代化理论试图用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和概念来解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预测甚至规划它们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已受到多方批判。这种理论忽略不同社会在发展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单纯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分析发展过程，并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传统与现代”对立这一假设上，将社会硬性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这一根本对立、互相排斥的二分体系。我们知道，外部环境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处的时期不同，奴隶贸易、瓜分世界、殖民统治已成为人类发展史的肮脏一页。双方发展的条件也不同。研究已经表明，人类不可能用发达国家已经消费的庞大资源来支撑整个世界走同样的现代化道路。关于现代化的各种理论及其批判，参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从实践上分析，非洲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悖论：现代化是一个使人过上好日子的历程；但现代化也是一个使人日益贫困的历程。从非洲近代史的演变来看，这是一个非洲民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剥夺的过程，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的过程和大规模贫困化形成的过程，这并非言过其实。这种被剥夺的过程在奴隶贸易这个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非洲失去了政治独立从而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经济上进入一种依附于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欠发展”状态；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稳稳地建立了自己在非洲大陆的强权。这种面向宗主国经济的“生产力被误导的发展”正是非洲经济结构畸形的一种真实写照。这种被误导的发展在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统治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二）二战后对非洲关注的三个原由

战后对非洲的关注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是战略谋划。二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在各方面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成为美国战略考量的主要目标。卷入越南战争后，“许多美国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都把越南战争看成是检验美国在‘新兴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的能力的一个非常显眼的‘试验场’，同时也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最有效的回应手段”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种现代化理论并将其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巩固核心国家的地位，从意识形态和发展进程上控制新独立的国家，并从全球范围内保护自身利益。从力图主宰战后世界发展进程的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关于“公平政策”的计划，到为现代化定调的罗斯托于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到世界银行为抗衡非洲寻求独立自主的《拉各斯行动计划》而制定的以结构调整为主轴的《伯格计划》，西方特别是美国企图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确确实实在非洲发生。非洲的现代化被描述为一种现代战胜传统的过程。在现代化的透视镜下，非洲人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成为一种过时的与现代性相悖的传统制度，非洲人对欧洲瓜分的反抗成为了一种“反动的”、“不合时宜”与现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举动；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统治成了理所当然在非洲实现现代化的捷径，存在了无数代的非洲人的生活习惯成为了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习俗……

其次，经济考量。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型市场。老牌殖民宗主国被逐出后并不甘心，美国则正在寻求为更高的海外利润率获得地缘政治上的保障，确保对世界各地重要原材料的控制，使美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得以拓展。第三，学术兴趣。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实际问题。它们中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形成不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而是非殖民化的结果，这种从殖民地到现代国家的“突变”转型造成了国家管理层面的一系列困境，包括国家建构的艰难、经济发展的难题、民族融合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等等。此外，由于这些国家的划分是从殖民地的边界因袭下来的，并不是以它们的文化、民族（种族）或历史传统为依据，有时一个民族被划分在多个国家，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地区研究以及各种跨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兴趣。这些因素使非洲落入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范围之内。

人们可能认为，用其他的名词如“发展”来代替“现代化”是一种可行的方式。然而，有关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批判早已开始。ArturoEscobar，EncounterDevelopment：TheMakingandUnmakingoftheThirdWorl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该书的中文翻译版已出。参见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我们大可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影响。毕竟人类的心智是在对自身的批判中不断促进的。


二、非洲文明：被人遗忘的历史

只有证明了一个地区、国家或大陆的落后，才能使它成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证明需要一种普世标准吗？如果需要，西方发展道路理所当然地被作为这种标准。非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一种历史的谬误。更准确地说，这是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前提的谬误。实际上，与其他地区一样，非洲曾在人类发展进程上扮演过适合自己的角色，有过辉煌的历史。


（一）非洲的古代文明

非洲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在这里产生了最古老的文明。它是世界上现存古老岩画最多的大陆之一，共有超过1000万幅岩画存在于广袤的大陆，也是拥有历史最早的岩画的大陆之一，南部非洲的有关动物的岩画已有27000年的历史。伟大的努比亚文明曾产生过打败古埃及王朝的国王佩耶，这位历史上被称为“黑人法老”的佩耶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建立了包括古埃及在内的库施帝国。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的阿克苏姆帝国于公元1世纪至7世纪统治非洲东北部和南部阿拉伯半岛，成为当时与古罗马和中华帝国齐名并立的三支世界性力量之一。古代的西苏丹（指西部非洲，与今苏丹无关）曾兴起过加纳、马里和桑海三个帝国。根据阿拉伯学者巴克里的记载，被法扎里于公元722年称为“黄金之国”的位于西非的古代加纳帝国可随时征集20万兵力的强大军队，并有4万名以上的弓箭手。

最早出现在欧洲人历史记录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君王是马里国王曼萨•穆萨（1312—1337年在位），他于1324年进行的麦加朝圣之旅因沿途挥金如土并大量施舍扰乱了开罗的金融秩序，导致金价下跌12%。穆哈默德•阿斯基亚大帝（1493—1528年在位）的伟大不在于使处于现今西非地区的桑海帝国的疆土扩张、军力强大，而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改革。他改组了帝国会议，确立了官阶和礼仪制度，给所有的穆斯林城市指派了卡迪（Kadi，行使穆斯林民事、法律和宗教职能的地方行政官），从而保证了阿斯基亚权力基础上政治与宗教的联盟；他鼓励贸易，引进精确的量具，依靠市场监督员以确保市场的秩序和稳定。东非古代的斯瓦希里城邦国家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曾使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过客流连忘返。姆塔帕王国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因其特有的构造和风格成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史前建筑”。刚果王国的丰饶及对整个地区的权威使1642年来访的荷兰外交团不得不跪地拜见刚果国王。统治着远比现今加纳版图更为广袤疆域的阿散蒂帝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当地的贸易，曾八次抵御英国人的入侵……


（二）欧洲人的早期记录

实际上，一些初次来到这一大陆探险的欧洲人或对非洲早期的文明有所认识的欧洲学者均被非洲诸古老王国的强大和富庶所震撼。

英国人在1897年曾洗劫了西非的贝宁王国（位于今尼日利亚境内）首府贝宁城，掠走了2500件精美的早期铜雕艺术品。欧洲探险者戴珀（O.Dapper）在谈到17世纪的贝宁王国居民时提到了该国的法律和警察：这些尼格罗人，比海岸边上的要文明得多，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组织完善的警察，他们与来到他们中间做生意的荷兰人以及其他的外国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并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友善。J.D.费奇：《西非简史》（于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3页。英国人芒戈•帕克（MungoPark）在18世纪末这样记录了他所见到的尼日尔河上的塞古（Segu，位于今马里）那种“文明壮丽的景象”：这个广大城市的情景，河上无数小船，拥挤的人群，附近农村的耕作情况，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文明壮丽的景象。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在非洲的腹地会看到这样的情况。BasilDavidson，AfricaHistoryofaContinent，London：SpringBooks，1972，p.245.巴尔特（HeinrichBarth）在19世纪中叶谈到位于今尼日利亚的卡诺城邦国的纺织工业时认为卡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工业并不像欧洲那样在一些使人们的生活堕落到最下贱的地步的巨大的公司中进行的，而是给许多家庭以职业和支持，并不牺牲他们的家庭生活习惯的话，我们必然会认为卡诺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葛屠译），三联书店，1973年，第189—190页。于1895—1896年在尼日尔河流域考察的法国殖民考察队队长乌尔斯特（Hourst）在参观桑海帝国首府加奥遗址后颇有感慨：“在当时，桑海帝国不仅是非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德蒙•塞雷•德里维埃：《尼日尔史》（上海师范大学《尼日尔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5页。

帕麦尔（H.R.Palmer）在评论12世纪的博尔努王国时认为，一些当地酋长的文明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一些欧洲国王：在这些世纪中，当基督教的西方还处于无敌、尚未开化和野蛮状态的时候，撒拉逊文化已把文明的火炬传给了后世。从加涅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生的博尔努国家从埃及和北非得到了启示。虽然它对于周围的非洲各族人民无情而且残暴，但是它的一些早期的酋长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看来比同时期的一些欧洲国王还要高一筹。W.E.B.DuBois，TheWorldandAfrica，AninquiryintothepartwhichAfricahasplayedinworldhistory，InternationalPublisher，1992，p.213.然而，非洲大陆的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却由于建立在种族主义观念之上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而被淹没。西方文明需要教化的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基督教需要传播的是落后的蛮荒之地。从近代史以来，世界上多个地区被建构成居住着“没有历史的人民”的“野蛮之地”。这是契合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模式。非洲大陆正是这样一块被欧洲列强建构的“落后”和“野蛮”的土地，从而为它们的殖民征服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三、非洲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奴隶贸易

（一）“威廉斯论点”：有关奴隶贸易对西方工业化贡献的辩论

非洲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联性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密切。为什么我们说非洲是最早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贡献的大陆？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与原始积累紧密相联的。作为奴隶贸易的主要受害者，非洲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的贡献不言而喻。

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如实地记载人类已发生的事情。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如果将使西方工业化革命成为可能的奴隶贸易置之不理，那是不客观的。具体分析非洲的奴隶贸易给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带来的重要贡献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有几点是必须认识的。一是西方奴隶贩子从奴隶贸易中所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艾里克•威廉斯认为，奴隶贸易和殖民地经济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谢里丹的研究表明，西印度群岛的大量资本源源流入英国，加速了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导致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扩张。他对牙买加的研究表明，虽然殖民地经济在形成阶段（1630—1680年）吸收了大量商业资本，但此地区资本很快达到自足并随后为英国提供了一百多年的资本回流。这种利润大于英国任何一个行业的资本积累。他的结论是在18世纪末宗主国的收入有8%—10%来自西印度群岛，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这个百分比更大。R.Sheridan，SugarandSlavery：AnEconomicHistoryoftheBritishWestIndies，16251775，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3.

奴隶问题专家英格曼和所罗分别探讨了奴隶贸易的利润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英国社会的投资水平。英格曼使用的是迪安和科尔所编英国国民资本形成的统计资料与柯廷和安斯蒂对奴隶贸易的统计数字。其研究表明，在1688—1800年间，奴隶贸易对英国国民收入的贡献任何时候都未超过0.5%，奴隶贸易对国民资本形成的贡献大约为2.4%到10.8%之间。他因此得出结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18世纪的奴隶贸易不可能成为英国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S.Engerman，“TheslavetradeandBritishcapitalformationintheeighteenthcentury：AcommentontheWilliansthesis”，BusinessHistoryReview，1972（46），pp.43043.尽管他的研究十分严密，方法无懈可击，但所罗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指出英格曼的计算结果恰恰证明了西印度群岛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不可低估。他通过比较英格曼的统计结果和1980年美国的几项经济指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将两个世纪前奴隶贸易利润占英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它占国民资本的比重和上述数字相比，那么，毫无理由说奴隶贸易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微不足。B.Solow，“CaribbeanslaveryandBritishgrowth：TheEricWilliamshypothesi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85（17），pp.99115.此外，非洲著名历史学家英里科利等人曾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西方从大西洋奴隶贸易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些利益为西方的崛起作出了部分贡献。JosephE.InikoriandStaneyL.Engerman，ed.，TheAtlanticSlaveTrade，EffectsonEconomics，Societies，andPeoplesinAfrica，TheAmericas，andEurope，DukeUniversityPress，1992.这种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贸易带来的利润如何推进了西欧和北美的工业现代化进程这一焦点上。这种讨论我们称之为“威廉斯论点”李安山：《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50年西方史学论争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76—84页。。


（二）奴隶贸易对西方工业化的作用

然而，更重要的是，奴隶贸易作为一种历史因素，刺激了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发展。换言之，持续了四百多年的奴隶贸易给当时正处于初始阶段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机会、改革和变化。

首先，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看，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抵达美洲的大量非洲奴隶的商品生产，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为大西洋经济圈的各个地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力分工的发展机会。这种劳动力分工使得原料的生产（甘蔗、烟草等）、粮食作物的生产、加工业（制糖业、烟草业）、运输业、销售业、金融业、船舶制造业等行业迅速发展。DavidEltis，TheRiseofAfricanSlaveryintheAmerica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aulE.LovejoyandNicholasRogers，UnfreeLabourintheDevelopmentoftheAtlanticWorld，FrankCass，1994.大量的人口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以及消费机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从而将欧洲和北美大量的自给自足的食物生产者转化为为市场需求和市场流动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大西洋沿岸的各个国家的农民和农业生产被卷入到这一场跨洋范围内的生产贸易体系之中，小型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逐渐被大规模生产所取代，各个人群被纳入庞大的“大西洋体系”之中。PhilipD.Curtin，TheRiseandFallofthePlantationComplex，EssayinAtalnticHistory，CambaridgeUniversityPress，1990；NicholasCannyandAnthonyPagden，ColonialIdentityintheAtlanticWorld，15001800，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应大量出口以及国内消费而生的制造品扩张为国内提供了不断增长的非农业行业的就业，从而刺激了国内的消费市场。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政府对这一贸易和生产结构的支配权力、殖民国家对利润流向的指导政策、欧洲国家之间为这一体系而产生的冲突与调和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权力和利润的结合更为紧密。这种世界现代化推进的大环境为生产技术的提升和改造、金融制度的完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而使现代化先后在北欧、西欧和北美得以实现。JohnThornton，AfricaandAfricansintheMakingoftheAtlanticWorld，14001800（Second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

从对英国这个在奴隶贸易中收益最大的国家而言，奴隶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三角贸易大大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对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似乎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奴隶贸易和奴隶种植园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并不明显。安德森和理查森则认为，由于奴隶贸易的风险很大，这种商业活动的利润不可能超出常规。B.L.AndersonandDavidRichardson，“MarketstructureandprofitsoftheBritishAfricantradeinthelatereighteenthcentury：Acomment”，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983（4），pp.71321.

罗斯托曾将英国现代化“起飞”的阶段定在1783—1802年。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比较诧异的是，罗斯托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只字未提。这不是无知，就是偏见。这一时期正是奴隶贸易走向成熟的后期。我们可以从以下史实看到，奴隶贸易带来的财富无疑加速了英国现代化的步伐。首先，17世纪中叶颁布的《航海法令》明确规定，英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必须是英国船舶，进口产品只准英国船只或生产国船只运送；出口产品必须由英国船只运送；运往殖民地或运往非洲换取奴隶的工业品必须全部或大部分由英国生产，而从殖民地运往英国的产品必须是原料和非制成品。这一法令以及随后造成的早期殖民贸易的垄断地位从各方面促进了英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大大刺激了自身的造船业和航运业。1707—1787年间，英国经营外贸船舶增加4倍，驶往非洲从事贩奴的船舶增加12倍，吨位增加11倍。与此相联系的是煤炭业、金属业、军工业、酿酒业、制糖业和纺织业的兴盛。此外，英国的一些大城市正是靠着奴隶贸易发达起来，如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中国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可参见郑家馨《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207页；高晋元《英国非洲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23页。利物浦奴隶贸易研究所的G.威廉斯对利物浦商人贩卖奴隶的情况进行过统计。他的计算结果表示，在1783—1793年短短十年间，利物浦商人可以从将奴隶卖给西印度群岛这一笔买卖中得到纯利润1229.4116万英镑。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陈士林、马惠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7—118页。然而，这还只是三角贸易中的一角所得的利润。如果再加上这些商人从利物浦将有关廉价货物运到非洲后所得的利润和他们将贩卖奴隶所得再在西印度群岛买一些棉花、糖和香料再运回英国出卖之后所得的利润，那将是一笔数额大得多的钱款。

在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皇家非洲公司一直扮演着负责非洲贸易的官方机构的角色。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他贸易公司的崛起和私人奴隶商人的日益活跃，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18世纪上叶，英国在非洲设立的要塞有7个在黄金海岸，一个在冈比亚，一个在维达。虽然有这种官方要塞作为支撑，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业务受到私人奴隶贩子“无形帝国”的冲击，“私商贩运到种植园的奴隶数量大大超过公司经营的奴隶数”。1750年，私人运营商最终打破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垄断。他们的胜利，结果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英国的奴隶贸易带来适应性和进取心，因为这时英国经济正在变得特别适应于给奴隶贸易提供价格合理的宜于出口非洲的商品。1750年以后，由于印度政治混乱而竞争衰落，兰开夏的纺织品就得到了机会。英国奴隶商人抓住时机，在1750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逐渐控制了整个非洲贸易。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把英国向非洲进口（和再出口）的商品价值额提高了400%；在北美战争以前，他们每年贩运奴隶的数量近5万人。他们在贸易中不受节制的性质有助于这种惊人的发展，因为正是那些离开旧有的奴隶买卖中心做生意的贸易行，才能买到大宗奴隶。J.O.林赛编：《新编世界近代史•旧制度1713—176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27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里克•威廉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这一时期英国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证实。英国最主要的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劳埃德银行在18世纪中叶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这一时期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这两所银行后来都成为英国工业贷款的重要提供者。威廉斯还特别指出了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和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对英国工业的推动作用。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8世纪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兴起的一大批银行都是通过三角贸易所获得的资金建立起来的。例如，建立于1773年的海伍德银行（利物浦），一个世纪后被利物浦银行兼并；托马斯•莱兰也是在18世纪后期通过买卖非洲黑人发迹后混身于银行业。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和伦敦。其次，重工业也受到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利润的推动。一些钢铁巨头的财富正是从奴隶贸易和与此相关的经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如英国巨富安东尼•培根和威廉•贝克福德等。保险业也是通过三角贸易发展起来的。EricWilliams，CapitalismandSlavey，NewYork：CapriconBooks，1966［1944］，pp.98107.


（三）奴隶贸易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是奴隶贸易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英国和北美的工业现代化带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这一牵涉到强迫迁徙的奴隶贸易为非洲带来的导致其在历史上倒退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

1526年，刚果国王阿丰索一世在写给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的信中抱怨葡萄牙商人的行径，并要求葡萄牙停止在他的国土上进行奴隶贸易：贵国代理商与官员放纵获准前来敝国的水手和商人，听任他们开设店铺，出售敝国禁售之多种商品杂货，使此种商品在敝国及各领地充斥于市，致令原本听命于我之诸侯多人自恃较我富足而抗命不遵。……损失之大，不可胜计，盖上述商人每日掳我臣民，内有本地人、敝国贵族、诸侯与亲戚之子弟。窃贼为丧心病狂之徒，其所以掳我臣民，乃欲窃据敝国财物。他们掳人以之出售。陛下，此辈胡作非为，放纵无度，已令敝国人口锐减。……为避免［此等行径］，此后舍教士与教习之外，舍圣餐所用酒类与面粉之外，不用贵国一人一物。为此，恳请陛下惠予协助，责成贵国经纪商等不得再遣商货前来此地，因我等但愿敝国此后不复再有奴隶买卖或奴隶市场。巴兹尔•戴维逊：《黑母亲：买卖非洲奴隶的年代》（何瑞丰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126—127页。刚果王国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然而，在与葡萄牙人交往以后，刚果王国日益陷入困境。当葡萄牙人将奴隶贸易引入刚果后，一切都变了。这是一部刚果王国兴衰的惨痛历史。加纳学者阿尔玛托这样评价刚果王国：16世纪初，它［刚果］成为了基督教国家，它的富庶繁华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刚果皇帝和宫廷官员的奢华足以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高级贵族相比；当地神甫的任职由罗马批准。今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非洲王国像它那样讲究文雅。根据古代编年史家的记载，在举止行为方面，在服饰、仪态和言谈技巧方面，刚果居民跟有教养的欧洲人没有任何区别。随着17世纪的到来，刚果宫廷的力量开始衰落，仅仅一个从欧洲来的教区神甫就可以提出废黜皇帝的威胁。到18世纪，刚果王国崩溃了，所有关于它过去的记忆甚至被新的一代忘记了。W.E.B.DuBois，TheWorldandAfrica，AninquiryintothepartwhichAfricahasplaayedinworldhistory（NewEnlargedEdition），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92，p.170.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奴隶贸易给非洲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厄运，从而阻碍了非洲的发展或“现代化进程”。这种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非洲人口的损失、社会政治制度的摧毁、对当地法律的冒犯、对人的生命和生命价值的漠视、种族主义的流行和欧美对非洲黑人的歧视。在这场持续了400年的三角贸易中，共有1200万至2000万的非洲人被运到了美洲大陆。JosephE.InikoriandStaneyL.Engerman，ed.，TheAtlanticSlaveTrade，EffectsonEconomics，Soceities，andPeoplesinAfrica，TheAmericas，andEurope，DukeUniversityPress，1992，pp.56.还可参见《十五至十九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专家会议报告和文件》（黎念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1984年，第60页。如果考虑到为了得到这些青壮年并将他们安全运到美洲，非洲大陆损失的人口不在1亿以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严重后果，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种族歧视的开始和非洲社会因劫掠奴隶而造成的各种悲惨后果。

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现代化的具体影响是什么？从经济上看，上面提到的非洲青壮年劳动力的损失是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此外，还有商品内容和交易形式的改变。以前的长途贸易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引入（如盐）和奢侈品（如黄金）的输出，现在则是人口贩卖。以前的贸易是非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平交易，商站也成为双方交往的联络点和休息站。奴隶贸易将抢掠和暴力引入了交易过程。由于这一过程牵涉到对人口的贩卖以及伴随着的偷袭与反抗，相当多的人口死于这一交易过程之前，从而使非洲人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例如，人们被迫迁移以躲避战乱而造成的生产的中断、技术的流失、恐惧的产生、对他人的不信任以及对生命的蔑视。PatrickManning，SlaveryandAfricanLife，Occidental，Oriental，andAfricanSlaveTrad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奴隶贸易的一个直接的经济后果是使非洲长途贸易重心从萨赫勒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海地区。在此之前的所谓前重商主义时期，非洲存在着具有独特系统的长途贸易——直通地中海沿岸和本部非洲的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也存在着为争夺跨撒哈拉贸易商道而引起的战争。在约公元前6世纪的早期撒哈拉沙漠岩画上，已经出现了驰骋疆场的战车，这说明了撒哈拉沙漠南北之间的某种交往。在传统的长途贸易体系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黄金、象牙、宝石、奴隶和其他商品通过位于萨赫勒地区的枢纽商站（如廷巴克图和杰内等城镇）直达地中海沿岸，然后通过这些城市销往亚洲和欧洲。与此同时，处于西部非洲的（古代称为“西苏丹”）王国或诸帝国也起着这种作用。例如，作为一个贸易和交通枢纽，加纳帝国（公元前8世纪至8世纪）所扮演的中介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王通过对北部输入的食盐和南部生产的黄金等贸易商品流通的控制不仅使加纳帝国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大大加强了国家的活力和国王的地位，赋予统治者以更高的威望、更大的权力和新的合法性。然而，这种贸易和交往的记录却只是随着后来伊斯兰教的传播才被阿拉伯人保留下来。萨米尔•阿明曾分析了对有关传统非洲社会的讨论存在混乱的四种原因：缺乏过去的文件记载和活资料，所有的资料几乎全部是阿拉伯人提及的有关情况；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社会形态的概念常有的混淆；非洲历史不同时期之间的混淆，特别是前重商时期与欧洲人到来后的重商主义时期的混淆；国际学术界存在的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有关的对非洲的思想偏见。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5—36页。

奴隶贸易推动了大西洋沿海城镇的兴起，加速了萨赫勒商业中心的衰落，最后导致了非洲内陆贸易联系的中断。有关奴隶贸易对非洲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恶果，还可参见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非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第8—9页。这是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这种转移也使非洲从一个自身掌握着以阿拉伯世界贸易为主的网络的主动者转为由欧洲人掌握的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网络的被动者。非洲就是这样被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我们从贸易中心的转移看到了欧洲对贸易中心的控制。在大约16—17世纪时，以前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由阿拉伯人控制的贸易系统转移到了北欧地区，“穆斯林地区原来担任的中转贸易地位也被取代”。这是第一次由以荷兰人为首的北欧人完成的转移。随后，以英国为首的其他欧洲国家将大西洋作为了重商资本主义的中心。“新生的欧洲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也引起了非洲的一场危机。”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页。

不可否认，大量的人口流失使非洲社会遭受了劳动力的损失，为了躲避奴隶贩子的浩劫，非洲村社不断的迁移使生产过程断裂和生产技术难以继承。奴隶贸易同样阻碍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和政治演进过程被破坏，一些传统的地区政治权威被摧毁，新的政治权威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被树立。这些都使非洲社会遭受到重大的创伤，或面临着新的变革。这种破坏集中在两个层次：一是王国内部。权力从国王手里逐渐转到处理涉外事务的大臣手里，从贵族转到中间商人；二是在王国之间，旧的王国对臣属的酋长国逐渐失去控制，一些新的王国以奴隶换回火药武器，勃然兴起。

当然，持续400年的奴隶贸易在非洲社会的影响绝不仅只是权力的转移和王国的兴衰。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地理与地缘政治的变化，掠奴战争的兴起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躲避战争和逃难，部落、民族文化的冲突，集体心态的改变，社会结构的演变等。由于奴隶贸易集中在一小部分非洲人手中，财富相对集中，靠贩奴富裕起来的少数非洲上层人士成为对欧洲势力的依附力量，他们在武器、奴隶输出和运输链等方面对欧洲商人的百般依赖形成了后来欧洲人控制非洲人的重要社会基础。非洲已经建立的工业基础（炼铁业和铁器制造、黄金冶炼、食盐业、纺织业）遭到破坏，社会制度因奴隶贸易而近乎摧毁，贩奴活动大大破坏了非洲社会的价值观，降低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PaulE.Lovejoy，TransformationsinSoavery，AHistoryofSlaveryinAfric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SuzanneMiersandRichardRoberts，eds，TheEndofAlaveryinAfrica，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88.在奴隶贸易以前开始的民族融合过程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之间的争斗、分裂和隔绝，这成为非洲发展过程中最严重障碍之一。


四、非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与亚洲和拉丁美洲一样，非洲的现代化可以说始于与欧洲人的接触。当非洲面临欧洲列强瓜分的危机时，一些早期的非洲政治家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们勇敢地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毅然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尝试。这些非洲国家包括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当然，非洲的这种早期现代化并非整个社会的一种全面改革，而只涉及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器物层面。正如《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的作者在分析埃及早期现代化时所言，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第二，“它还是现代化发展较早的时期，仍主要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很少涉及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尚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一）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埃及不属于本书范围，这里只稍带一笔。对于埃及在19世纪初开始的被称为“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这一运动，学界公认为它是一场现代化运动，有的学者将这种现代化定义为“埃及的早期现代化”，有的学者则将其直接定义为“现代化”。“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揭开了埃及近代史和埃及现代化的序幕。由于法国占领和统治埃及的时间很短（1798—1801年），对埃及影响不大。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出任埃及总督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启动了埃及的现代化。”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页。外国学者也坦然认可这场在世界历史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埃及改革，“对于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的埃及来说，哪怕是从西方意义上来看，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年代……那个时候，埃及政府在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和财产法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R.R.PalmerandJoelCollon，AHistoryoftheModernWorld，NewYork，1978，p.619.转引自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穆罕默德•阿里的最终目的是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穆罕黙德•阿里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农业。他通过镇压马姆留克并没收他们的土地，将部分土地分给一些农民，从而形成依附于他的社会基础，另一部分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并要求他们缴纳税收。第二，改革原有的税收制度，简化了税收项目和纳税手续。税收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给予一些优惠条件（如发放贷款和种子等）。第三，大规模兴修水利，革新农业技术。阿里通过维修水塘、修筑水坝和挖掘运河，大大改善了埃及的灌溉系统。他特别重视棉花生产以扩大出口，并建立了埃及的第一家纺织厂。第四，他一方面派出优秀人才到西方学习各种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从西方引进人才和技术，创办近代机器工业，从而大大加强了埃及的工业水平。早在19世纪的头20年，对欧洲工业革命进步极其羡慕的穆罕默德•阿里将埃及使者派往欧洲，希望将欧洲人的工业技术学以致用，这大大早于日本代表团或中国政府派出使者到欧美学习先进的技术。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学习欧洲人的各种先进做法和经验，翻译他们的著作和学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JanetAbuLughod，TheArabRediscovereyofEurope：Astudyinculturalencounter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3.最重要的是，穆罕默德•阿里实行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阿里对征兵制、军事训练、军种设置和武器装备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大大加强了埃及军队的战斗力，在抵御西方的殖民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捍卫了民族尊严。当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陆庭恩：《评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载陆庭恩：《非洲问题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7—48页。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因为英土联军的军事干预而失败，但埃及的现代化尝试并未停止。后来上台的赛义德和伊斯梅尔继续阿里的遗志，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进一步推向深入。“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三代改革是为实现埃及富国强兵而发动的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给埃及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萨米尔•阿明曾认为，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与日本的改革一起是19世纪这一期间在欧洲世界以外所进行的“唯一的现代化尝试”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8页。。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当时在亚洲还有泰国的拉玛五世改革和土耳其的坦志麦特改革以及其他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尝试，非洲大陆也有类似的改革。除北非的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改革外，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较明显的早期现代化尝试有埃塞俄比亚的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TewodrosⅡ，1855—1868）和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Ⅱ，1889—1914）在社会、军事和经济诸方面的改革，以及马达加斯加国王拉达马一世以及继任者的改革开放。


（二）埃塞俄比亚的早期现代化

被认为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先驱的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的功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他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全境。第二，他打破了埃塞俄比亚传统历史上分区而治的制度，剥夺了地方王子和封建首领对地方控制的权力，削弱了他们的权威，并从军队里挑选一批忠实的军官和皇室成员，任命他们作为地方的长官。通过引进新的行政制度，加强对封建贵族进行有效管理。第三，特沃德罗斯二世创建了一支装备有现代枪支和火炮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队，这也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支领有薪水、穿军装和装备常规武器的军队。为了加强军队的火器装备，他建立了自己的军工业，通过生产武器来补充提格雷的军械库。他还从欧洲和土耳其聘请了军事专家训练士兵。第四，积极拓展外交空间，注重发展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外交关系，既希望打破埃及人对红海上具有经济价值的马萨瓦港口的控制，也力图将先进的欧洲技术引进埃塞俄比亚。然而，英国人的势力扩张已经难以容忍特沃德罗斯二世的改革。英国派出的纳皮尔（Napier）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最后在提格雷首领卡萨（KasaMercha，即后来的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Ⅳ）的帮助下，打败了特沃德罗斯二世，这位致力于改革的皇帝以自杀殉国。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埃塞俄比亚史》（董小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2—43页。

继位的约翰尼斯四世（1827—1889）虽然在位期间也竭尽全力加强军事建设，巩固与欧洲的关系，将自己的统治范围从提格雷地区的首都向西推进，并先后打败过埃及军队和英国人支持下的军队，但后来在抵抗马赫迪入侵时身亡。他的继任者孟尼利克二世在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上谱写了更为华美的一章。他的现代化措施更为全面。首先，他以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而著名，并因此而打败了意大利侵略军。他先后通过从意大利和法国购买武器装备，大大加强了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战斗力。此时，欧洲对非洲的瓜分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些欧洲国家对埃塞俄比亚也垂涎欲滴。意大利希望利用孟尼利克的信任将埃塞俄比亚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双方于1889年签订《乌查利条约》（TreatyofWichale），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官方正式承认孟尼利克为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将一些地区对意大利开放，双方互有所得。然而，在处理外交事务的第17条上两种语言出现分歧。根据阿姆哈拉语文本，如果愿意，埃塞俄比亚可以在其外交关系中以意大利为自己的代言人；而意大利文本则宣称，埃塞俄比亚外交关系必须交意大利处理，这就意味着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关于条款的分歧，参见HaroldG.Marcus，TheLifeandTimesofMenelikⅡ，Ethiopia18441913，TheRedSeaPress，1995，pp.114115.关于双方签约以及后来就条款内容进行的谈判，可参见该书第111—160页。由于双方无法就这一涉及自身利益的条款达成一致，加之意大利一直蓄意吞并埃塞俄比亚，双方开战。开战前，孟尼利克二世在进行战争动员时表示：现在，敌人要来摧毁我们的国家，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敌人已经像鼠挖洞一样进入我国并挑起事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决不会将自己的祖国拱手让给他们……今天，请你们中的强者给我力量，你们中的弱者给我祈祷。HaroldG.Marcus，TheLifeandTimesofMenelikⅡ，Ethiopia18441913，TheRedSeaPress，1995，p.160.在这场1896年发生在阿杜瓦的被称为“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之一”的战役中，25000人的意大利军队被埃塞俄比亚军队打败。阿杜瓦战役不仅使意大利宣布放弃了《乌查利条约》，还通过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平条约》承认埃塞俄比亚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不得不支付1000万里拉的战争赔款。关于战争的动员、过程及其结果，参见HaroldG.Marcus，TheLifeandTimesofMenelikⅡ，Ethiopia18441913，TheRedSeaPress，1995，pp.160173.埃塞俄比亚不仅大扬国威，也使得自身免受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这种军事上的胜利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了巨大的外交胜利，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尊重。除了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外，埃塞俄比亚1897年和1903年又分别与英国和美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埃塞俄比亚还与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马赫迪素丹签订外交条约。

孟尼利克二世同时进行了行政改革。省级行政区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行政区，孟尼利克任命自己最信任的将军作为各省总督。他还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税收制度，被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称为“第一位实行税收上交到各级皇家税收机关的税收制度的君主”。1886年建立起来的亚的斯亚贝巴5年后成为国家首都。为了加速现代化，孟尼利克批准建造埃塞俄比亚的第一条铁路（1894），将亚的斯亚贝巴与法国在吉布提的港口连接在一起。这一工程得到了法国资金的支持，也使亚的斯亚贝巴成为了一座主要城市。

1890年代，埃塞俄比亚派出青年学生留学西欧国家、俄国和苏丹，学习各种先进技术。

1892年，埃塞俄比亚改革税收制度，并于两年后第一次发行全国流通货币。

1894年，埃塞俄比亚发行自己的货币；第一枚邮票在法国巴黎印刷成功并举行了庆祝仪式。

1903年埃塞俄比亚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制币厂。

1905年，埃塞俄比亚第一家现代银行——阿比西尼亚银行建立。

1907年，埃塞俄比亚第一家政府饭店建成。

1908年，第一所现代化学校——孟尼利克二世学校建立；埃塞俄比亚被国际邮政联盟接受为成员国。

孟尼利克的早期现代化措施还包括电话和电报系统的建立，供水管线的铺设，现代化医院的建设以及疫苗的引进。随着这些改革和发展措施，各种设施如旅馆、饭店和裁缝业等也在兴起，外国的投资也在增加。HaroldG.Marcus，TheLifeandTimesofMenelikⅡ，Ethiopia18441913，TheRedSeaPress，1995，pp.200213.“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化和现代的标志”。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埃塞俄比亚史》（董小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页。然而，随着1913年孟尼利克的去世，埃塞俄比亚开始步入了欧洲列强在非洲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的时期。

埃塞俄比亚于1896年在阿杜瓦战役中打败了入侵的意大利。这一结果使得世界开始重新认识现代非洲与欧洲的关系。此次胜利成为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非白人击败白人的战争，不仅确保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地位，也为世界上的黑人保留了希望，特别是在那些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地方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主张提高黑人种族地位的国际思想家认为，非洲人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将有助于减少种族偏见。具有名望的一些黑人学者和作家对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抗争史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非洲人格”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埃塞俄比亚史》（董小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8页。关于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现代化改革，参见本书第七章。。（关于埃塞俄比亚早期现代化的努力，第七章有所论及）.


（三）马达加斯加的“前工业化”努力

另一个有类似经历的国家是马达加斯加。1820—1895年间，马达加斯加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尝试。尽管有人将这一场早期现代化称为“前工业化”，但它在非洲大陆“现代化历程”中的历史意义不可忽略。在所谓“前工业化”的讨论中，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是因为这种工业化与欧洲的模式不合，因而总是被贴上非正统的标签。

马达加斯加的工业化正是这样一种典型。18世纪时，早年建立的梅里纳王国分裂为四。1791或1792年，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Andrianampoinimerina,1787—1810年在位）将塔那那利佛定为首都，并在国内划分了贵族、自由民和奴隶三个阶级。其子拉达马一世（1810—1828）继位后称“马达加斯加国王”，于1817年夺取了法国在东海岸的塔马塔夫，随后迅速将王国扩张到除西部一部分和南部以外的整个马岛。1825—1826年，拉达马一世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联盟的建议，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独立的贸易。他希望通过控制本地资源，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保证自主的工业化，特别是在纺织和军工工业方面。尽管他在多方面模仿西方，但其更长远的目标是为了生产纺织品、经济作物和林产品（如蜡和橡胶等）作为出口商品，同时加上阉牛、肉类和水稻以及兽皮等传统出口产品。GwynCampbell，“TheAdoptionofAutarkyinImperialMadagascar，18201935”，JournalofAfricanHistory，1987：28，p.400.

在1826—1837年间，马达加斯加的关税大致从5%增加到20%—25%，并先后与欧洲和马什克林群岛约20家公司和辛迪加签订了工业合同。面对外国纺织品的竞争，拉达马一世于1827年采取了两种措施以保护和促进国内的纺织业。第一，以前英国可以用布匹来支付马达加斯加出口到英国的牛，拉达马一世将布匹改成现金，从而阻止从英国（特别是兰开夏）和印度进口布匹的竞争。第二，为了加大生产规模，他建造了一座以水力为动力的纺织厂，加上从英国进口的机器，从而使年生产量达到5000匹棉布。拉达马一世还专门派人到英国学习最新的军工技术，阻止法国兵器的进口以用国产武器取代外国进口武器，甚至指定不同区域负责生产不同的军工武器或装备。他还通过修建运河和道路加强国家内部的交通运输能力。为了抵御法国人的进攻，拉达马一世还动员国内民众修建了各种工事和防御设施。1834年，马达加斯加第一个出版社建成。GwynCampbell，AnEconomicHistoryofImperialMadagascar，17501895，TheRiseandFallofanIslandEmpi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8283，92101.1830年代后，流行多年的奴隶贸易开始转向，奴隶职能由消遣开始转向为东部沿岸的种植园或制糖厂服务。尽管人数难以统计，但在19世纪后期可能达到6万人。GwynCampbell，“LabourandtheTransportProbleminImperialMadagascar，18101895”，JournalofAfricanHistory，1980：21，pp.341356.

拉达马一世特别重视向西方学习各种技术，并建立了多所现代教育设施。从1816年到1830年，拉达马一世选派了27名马达加斯加青年工匠，将他们分别派往英国和毛里求斯，学习火药和兵器制造，纺织技术和机械技术以及有关金、银和铁器制造，木工技术、制鞋技术和涂漆技术等，另外50名青年被送到英国军舰上接受水手训练。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些在伊梅里纳提供服务的20名外国工匠，他分配给每个外国工匠两名马达加斯加青年在他们手下当学徒，并要求这些青年在最短时间内学会技术。马达加斯加的现代教育是从来自威尔士的传教士1822年设置3所学校开始的，但拉达马一世于1824年决定将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开办了30所学校，招收了200多名学生。到1828年，马达加斯加已经开办了100所学校，学生人数已达5000人。1829年，贝齐利奥和安齐哈纳哈两地也开设了学校，首都塔那那利佛甚至准备为地方省份的学生建造寄宿宿舍。拉达马一世将学校建成国家培养和招募士兵、公职人员和技术专家的机构。从1827年到1835年，从学校毕业的识字者人数从4000人增加到15000人。GwynCampbell，AnEconomicHistoryofImperialMadagascar，17501895，TheRiseandFallofanIslandEmpi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8587.

拉达马一世的妻子拉纳瓦洛娜一世（1828—1861）继位后因袭其丈夫的政策，并于1845年在塔马塔夫击败了英国和法国远征军的军事干涉。拉达马二世于1861年继位后，曾一度实施与英、法妥协的政策，但遭到国内民众的不满。1863年，军事首领赖尼来亚里沃尼推翻了拉达马二世后登上了马达加斯加首相的职位。他上台后，先后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包括政府体制、法律、宗教和教育方面，这些改革被称为“现代化改革”。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马达加斯加黄金业的兴起。Ibid，pp.102111.然而，好景不长。1895年，法国再一次向马达加斯加发动侵略战争。法军于1895年1月在马任加登陆，9月30日攻占了塔那那利佛。马达加斯加的这场由国家主导的建立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园和开发矿业、林业资源的早期现代化尝试被迫中断。


（四）非洲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失败原因

实际上，在阿散蒂、苏丹等其他非洲早期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早期现代化尝试。这种“早期现代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些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都是一种驱动性的，都是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下被迫采取的行动。这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面临欧洲列强的入侵，认识到加强国力和改变旧有制度的迫切性，从而奋起改革。当然，这种所谓的“被迫”中却含有主动的因素，反映了非洲政治领袖的睿智和果断。第二，虽然这些改革涉及面较大，如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涉及经济、军事、政治等层面，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尝试也涉及多个领域，但这些早期现代化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特别是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包括军工业的建设和先进武器的引进）和战术的训练（包括军兵种的设立和外国军事教官及先进军事训练方法的引进）。由于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和军事力量的提升，埃塞俄比亚军队还战胜了来犯的意大利军队，取得了阿杜瓦战役的胜利，马达加斯加也曾击败过英法远征军的武装干涉。

这些早期现代化的第三个特点与非洲领导人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状态有关，即他们的改革都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推行的，特别是向欧洲学习的开放态度非常明显。为此，他们或是走出去，将有才干的本国年轻人士派到欧洲去学习技术，或是请进来，聘请西方各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军事和工业专家）来进行指导或培训。第四，这些早期现代化的尝试都具有国家指导的性质，均是由皇帝、国王、总督等封建国家元首领导的，他们往往力图用各种现代化的措施来加强自身的皇权或封建统治地位。因此，这种早期现代化有两面性，即往往将国家的改革（特别是器物层面）与巩固维持原有政权结合在一起。第五，他们的这种早期的现代化尝试（除日本外）的直接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留下的遗产被历史所继承。

这些早期现代化的尝试为何均以失败告终呢？萨米尔•阿明分析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失败的原因，认为有两点原因：“靠近欧洲，这使得他没有时间改革国家并使之现代化，加上本地的社会条件不够成熟。”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8页。经济学家伊萨维认为：“穆罕默德•阿里计划的失败，表明埃及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政治上的自主权，经济发展通常需要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帮助：关税保护、免税、减少运输费、提供廉价劳动力、对某些部门提供特别信贷便利、以及教育政策等等；唯独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政治和财政独立的国家才能提供这种帮助。”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2页。艾周昌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水土不服和先生打学生。所谓“水土不服”，是指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只适合于欧美国家，而不适合于绝大部分亚非国家，移植来的西方发展模式在亚非国家难以适用。所谓“先生打学生”，是指殖民主义者无法容忍亚非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强大，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入侵和统治打破了亚非人民向西方学习的迷梦。艾周昌：《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载艾周昌、李德清：《艾周昌李德清文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78—179页。有关19世纪亚非国家的改革，还可参见艾周昌《19世纪非洲国家改革散论》，第104—113页。

我们不妨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这一问题。除了这些国家本身的原因外，从三个角度即时间、空间和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些早期现代化失败的原因。

从时间上看，19世纪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欧洲已经完成早期的海外扩展及对拉丁美洲贵重金属的掠夺，在非洲大陆进行的奴隶掠夺和由此产生的三角贸易成就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也完成了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的发展进程的转移，再从荷兰转移到西欧大陆，欧洲列强的工业革命和国内的产业分工已初步完成，发展了一套在资本主义早期行之有效的竞争模式，并开始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海外的扩张，而其他大陆或是沉睡未醒（如中国），或是成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受害者（如非洲）。即使这些已经有所觉悟的国家这一时期也远非西方国家的对手。

从空间上看，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完成了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以探险为主的早期发展准备阶段。按照肖尼的说法，在1535—1540年5年中西班牙就实现了对西半球的控制。到1670—1680年，欧洲人控制的地区从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增到约700万平方公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尤来寅等译），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1页。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扩张，欧洲世界经济体系逐渐形成，资本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使得其海外扩张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殖民地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这种前景对西方而言极具吸引力，它们不容许这些有待拓展的空间有其他的打算，更不愿意这些空间成为它们未来扩张的障碍甚至是竞争对手。欧洲列强往往强行介入非洲事务，并已经形成了对一些国家的威胁，从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埃塞俄比亚史》（董小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5页。

从结构上看，欧洲这一世界现代体系的中心已经确立了对边缘地区的强势地位。经历了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发展相对停滞阶段后，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得以巩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亚非诸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或外围（边缘）结构，它们成为快速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原材料供应地、欧洲廉价商品市场和日益壮大的欧洲金融资本的理想投资地，从而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对西方国家而言，处于边缘地位的亚非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种外围地位是不允许改变的。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中心地区之间的斗争，随之而来的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

我将这种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发展称为“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同一性与多样性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同一性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经历相同。非洲诸多国家都经历了多种文明的交会，本土文化的璀璨、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奴隶贸易的冲击、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二是内部的现实挑战相同。各个国家目前大都面临三重挑战，即国家建构与管理的问题、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国家民族建构的特殊挑战。三是对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期盼相同。近代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极不合理，相当部分已经过时，非洲国家热切希望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改造，使自身的利益得到适当反映。当然，种族肤色相同，发展阶段相似以及自然资源丰富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共同特征。

非洲是国家最多的大陆，分为北部非洲、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五个部分。北部非洲包括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均属葡萄牙）。需要说明的是，2011年苏丹南部经过全民公决，一致同意脱离苏丹。7月9日，领土面积65万平方公里、人口826万的“南苏丹共和国”正式脱离非洲第一大国苏丹，宣布独立。北非部分已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中论及。东部非洲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塞舌尔。西部非洲包括毛里塔尼亚中国有的学者将其划为北非，如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西撒哈拉西撒哈拉原为西班牙“保护地”，1958年改为海外省。1973年，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成立，决定通过武装斗争争取独立。与西撒哈拉接壤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三国都反对西班牙对西撒哈拉的殖民统治。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于1976年2月27日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目前，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均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摩洛哥认为西撒哈拉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1984年，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首次作为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出席第20届非统首脑会议，摩洛哥为此退出非洲统一组织。中国政府目前尚未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以及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属地）。中部非洲包括乍得、中非、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刚果（金）、刚果（布）。南部非洲包括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马达加斯加、科摩罗、毛里求斯、留尼汪（法属）、圣赫勒拿（英属）等。表12009年非洲各国基本情况

人口

（百万）人口增

长率

（%）面积（千

平方千米）人均GDP

（2000年

美元价）2000—2009

年均GDP

增长率%人均寿

命（年）人均官

方援助

（美元）撒哈拉以

南非洲841.02.5236366182.652.553.2不包括南非

的撒哈拉

以南非洲791.62.6224224283.152.655.1安哥拉18.52.6124713139.947.612.9贝宁8.93.11113630.661.876.4博茨瓦纳1.91.556740823.055.0143.4布基纳法索15.83.42742641.953.368.8布隆迪8.32.8261120.250.966.1喀麦隆19.52.24736941.051.433.3佛得角0.51.4417634.871.3387.5中非4.41.9623233-1.047.353.6乍得11.22.612592656.748.950.1科摩罗0.72.42367-0.365.876.8刚果（金）66.02.72267972.147.835.6刚果（布）3.71.934212671.853.776.8科特迪瓦21.12.3318536-1.358.0112.3吉布提0.91.7239042.155.7187.7赤道几内亚0.72.628801113.650.646.7厄立特里亚5.12.9101133-3.459.928.5埃塞俄比亚82.82.610002015.755.746.1加蓬1.51.825840540.160.952.6冈比亚1.72.7103822.156.275.1加纳23.82.12283433.556.866.4续表

人口

（百万）人口增

长率

（%）面积（千

平方千米）人均GDP

（2000年

美元价）2000—2009

年均GDP

增长率%人均寿

命（年）人均官

方援助

（美元）几内亚10.12.42464001.058.321.3几内亚（比绍）1.62.228143-1.448.290.3肯尼亚39.82.65694521.754.944.7莱索托2.10.8304712.145.459.5利比里亚4.04.296148-3.558.7127.7马达加斯加19.62.75822550.860.822.7马拉维15.32.8941681.953.850.6马里13.02.412203042.848.875.7毛里塔尼亚3.32.310314622.057.087.1毛里求斯1.30.5249172.972.6122.0莫桑比克22.92.37863715.248.187.9纳米比亚2.21.982326733.361.6150.2尼日尔15.33.912671730.552.030.7尼日利亚154.72.39115064.048.110.7卢旺达10.02.8253345.150.693.5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0.21.61无无65.8188.7塞内加尔12.52.61935341.655.981.2塞舌尔0.11.20.4558*73890.973.7263.7塞拉利昂5.72.4722655.847.976.8索马里9.12.3627无无50.172.4南非49.31.1121436892.851.621.8苏丹42.32.223765375.058.554.1斯威士兰1.21.51715531.646.348.9坦桑尼亚43.72.98864264.256.367.1续表

人口

（百万）人口增

长率

（%）面积（千

平方千米）人均GDP

（2000年

美元价）2000—2009

年均GDP

增长率%人均寿

命（年）人均官

方援助

（美元）多哥6.62.454247-0.162.975.4乌干达32.73.31973664.353.454.6赞比亚12.92.57434013.046.398.1津巴布韦12.50.5387288-7.445.458.8北非166.71.6573821913.171.517.2阿尔及利亚34.91.5238221902.572.69.1埃及83.01.899518363.070.311.1利比亚6.42.0176076923.374.56.1摩洛哥32.01.244618093.871.628.5突尼斯10.41.015528053.974.545.4资料来源：TheWorldBank，Africa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WashingtonD.C.，2011.

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adi_2011web.pdf

*此为陆地面积，原表中无面积，此为作者所加。

1.南苏丹共和国于2011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

2.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一些属于英、法、西的岛屿未被列入。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情况各不相同，语言文化相当复杂，现代发展历程的情况也迥然相异。有的非洲国家人口已达到1.5亿以上（尼日利亚），有的只有10万人（塞舌尔）。有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刚果（金）），也有小到只有约2000平方公里以下的国家（毛里求斯、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

从语言来说，非洲大陆的语言远比拉美国家的语言复杂。有的国家用一种欧洲语言和一种（或多种）本地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有22个国家，用法语的有21个国家，用阿拉伯语的有12个国家，用葡萄牙语的有5个国家，用斯瓦希里语的有3个国家，用西班牙语的有1个国家。此外还有其他的官方语言如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提格瓦尼亚语（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语（索马里）、奇契瓦语（马拉维）、塞苏陀语（纳米比亚）、斯瓦提语（斯威士兰）等。在南非这个被称为“彩虹之邦”的国度，竟有11种官方语言，即英语、阿非里卡语、祖鲁语、科萨语、斯瓦提语、恩德贝莱语、南索托语、佩迪语（北索托语）、茨瓦纳语、聪加语和文达语。此外，豪萨语是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使用的通用语，斯瓦希里语是东非的通用语，还有多个国家用欧洲语言作为通用语，有6个国家通用法语，5个国家用英语作为通用语，1个国家用意大利语作为通用语。当然，还有用其他语言作为通用语的情况。

从文明的角度来看，非洲文化也是异彩纷呈。中国学者有关不同文化对非洲的影响的研究，参见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关于中国学者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参见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李保平《传统与现代：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首先，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非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土的文化哲学和宗教信仰数千年来一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关于非洲对世界文明源流贡献的研究，参见CheikhAntaDiop，TheAfricanOriginofCivilization：MithorReality，LawrenceHill，1974.非洲人对非洲文化哲学的近期研究，参见PaulinJ.Hourntondji，AfricanPhilosophy：MythandReality，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6.有关非洲宗教，可参见J.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即使在今天，一些基督教徒在生命的最重要的典礼中仍然采用传统的宗教仪式。我们知道，基督教在500—1500年期间逐渐传播给罗曼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等民族，并在欧洲建立起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然而，在早期基督教时期，非洲已经有人接受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古代王国阿克苏姆皇帝厄查拉（Ezana，320—356）统治时期，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督教，最后使基督教成为阿克苏姆王国统治地区的官方宗教。因此，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大大早于欧洲。当然，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西方列强将基督教强加给非洲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做法一方面破坏了非洲本土的文化积累，但欧洲文化的输入从另一个角度也大大丰富了非洲的文化。伊斯兰教创立后，开始随着长途贸易的线路逐渐渗入非洲。DavidRobinson，MuslimSocietiesinAfrican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中国学者有关伊斯兰教的研究，可参见李维建《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

近些年来，有些国家（如尼日利亚）不断发生宗教冲突。何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分配不公引发了不同宗教社区的矛盾激化。我们可以这样说，非洲人有很强的文化和宗教包容性。著名的西非加纳帝国曾经在首都建两个居住区，其中一个住的全部是穆斯林。两个不同的文化社区和谐相处。现代国家成立以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塞内加尔。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是一名天主教徒，他从1960年担任总统到1980年主动引退，而塞内加尔90%以上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统治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国民长达20年之久竟然相安无事。曼德拉的出现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奇迹。他是唯一一位既得到东方国家赞颂、又受到西方世界尊敬的政治家。这种事情出现在非洲绝非偶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全球文化研究所主任马兹鲁伊是非洲学者中的翘楚，被誉为“非洲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被选为历史上100位最伟大的非洲人之一。马兹鲁伊注重研究非洲政治与社会，认为非洲文明是本土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合，这一观点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AliA.Mazrui，TheAfricanCondition：Apoliticaldiagnosis，CambriadgeUniversityPress，1980；SeifudeinAdem，ed.，PublicIntellectualsandthePoliticsofGlobalAfrica：EssaysinhonourofAliA.Mazrui，Adonis&AbbeyPublishingLtd.，2011.实际上，非洲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与这块大陆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一章 非洲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奴隶贸易持续了400年，欧洲列强正是在这一阶段建立了工业化的重要基础。16—18世纪为原始积累阶级，欧洲列强先后侵占了整个美洲、亚洲的一部分和澳洲的一部分；而“三角贸易”则是以非洲为中间站的。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认为它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一阶段，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建立起第一批贸易商站据点，更有利于从事以奴隶贸易为主的对非洲的贸易活动。然而，正是这些商站为殖民瓜分提供了跳板。

随之而来的欧洲列强的殖民瓜分再次给非洲带来复杂的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西方学者对于瓜分非洲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诸如“精英说”、“外交说”、“声誉说”、“地区危机说”等等，但最有影响且最有代表性的则是英帝国史学家、英国学者罗宾逊和盖拉格提出的“战略说”。他们认为，1879—1882年埃及赫提夫倒台造成的危机和南非德兰士瓦的兴起影响到欧洲在非洲的战略关系，从而导致了瓜分浪潮；而对非洲的瓜分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英国）是由于官员们的失算、对埃及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埃及的危机引起了争夺”；因而，“对非洲的瓜分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将整个大陆抛入到剧烈变革的几个事件是如此偶然地造成的。”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应该从非洲内部不是从欧洲去寻找列强瓜分非洲的原因。RonaldRobinsonandJohnGallagher，withAliceDenny，AfricaandVictorians，TheOfficialMindofImperialism（SecondEdition），MacmillanPress，1981.

将瓜分非洲这一事实摆到世界历史的范畴去考察，并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而不是什么“失算”、“反常现象”。首先，我们认为，对非洲的瓜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也可以说是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活动在领土上的扩展。


一、现代化噩梦的开始：殖民瓜分

（一）殖民瓜分的预备阶段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各民族或地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能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关系上，而只能靠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展的民族压迫、剥削和奴役其他民族的不平等关系来实现。从原始积累到商品输出，从保证原料供应到占有劳动力资源，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占有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活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主要表现为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两个阶段。

如前所述，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认为它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阶段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建立的第一批贸易商站据点主要包括詹姆士岛（1618年英占）、荷兰西非据点（1637年，共16处）、开普（1652年荷占，1781年法占，1795年英占）、圣路易（1659年法占），还有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的一批商站。直到18世纪末，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只是占领了沿海一带几块小地方，目的是要建立商站、粮仓和军事据点。

在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列强继续进行殖民扩张，力争把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变为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附庸。到1870年代为止，英法等欧洲强国又攫取了不少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亚洲大多数国家先后遭到吞并或为外国殖民势力所控制；幸存下来的伊朗、中国和土耳其也沦为半殖民地，欧洲列强各自确定了自己在这些国家的势力范围。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沦为英国殖民地。在非洲，欧洲殖民强盗在沿海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建立起殖民地（或“保护制度”），作为向内陆渗入的基地，而这些殖民地大部分是打着“禁止奴隶贸易”的幌子建立的。主要的有：塞内冈比亚殖民地（1821年英建）、阿尔及利亚（1830年法占）、黄金海岸保护领（1844年英建）、几内亚沿海（1849年法建“保护制度”）、拉各斯（1861年英占）、加蓬沿海地区（1862年法占）、波多诺夫（1863年法占）、科托努（1869年法占）。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欧洲在非洲进行的领土扩张还是局限于沿海。虽然有几次侵占更大领土的企图（如英国对阿散蒂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及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战争），但都未能得逞。到1876年，欧洲列强在非洲所占的殖民地只有全部领土的10.8%。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仅以三个殖民地为例：1863—1872年拉各斯进口额为383255英镑，出口额为545433英镑；黄金海岸同期进口额为223578英镑，出口额为297910英镑；1868—1869年开普殖民地进口额为4635098英镑，出口额为4536906英镑。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和1873年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动摇；德国由于普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工业化；法国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持和物价上涨的刺激，在付清战争赔款后工业逐步恢复；美国在南北战争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后，工业开始突飞猛进；日本和俄国也随后相继进行工业革命。在欧洲，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列颠帝国相比，其发展速度惊人。国家的统一，普法战争结束后对法国矿产资源、工业基地和战争赔偿的掠夺，军火工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先进技术的采用，这一切使德国迅速成为与英国抗衡的头等工业强国。从1871年起，德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比英法两国快三倍。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室译），中册，三联书店，1976年，第423页。这种不平衡打破了旧的均势，引起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惊恐，一位英国学者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概括：英国在对德竞争关系方面“饱尝了由于惊讶而产生的苦恼”，这是80年代的特点，而到90年代这种苦恼却变成“惊惶失措”了。赫沃斯托夫：《外交史》（高长荣等译），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第354页。

这种不平衡在对殖民地的要求上也体现出来，“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高阶段》，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02—803页。德国在1884年7月到9月短短几个星期，就用缔约的方式侵占了多哥和喀麦隆，这种速度是前所未有的。1873年的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开始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危机首先在美国和中欧展开后，迅速波及欧洲大陆。虽然英法德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但这次危机的深刻程度是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所不能比拟的。此次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随后的两次危机连接得如此紧凑，加之中间高涨时期的短暂，以致很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将1873年至1896年统称为“大危机”时期。


（二）殖民瓜分进程的加速

垄断的进程加快了，同时也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过剩”商品开始寻求市场，资本在寻求新的出路。一方面，欧洲国家开始为保护国内市场实行关税，另一方面列强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非洲这块尚未瓜分的大陆。听听“国际非洲协会”的绅士们在1878年11月25日向刚从非洲探险回来的斯坦利提出的问题吧：“刚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使轻便船只实行通航？友好的土著酋长能对商业活动提供什么样的保护？刚果河沿岸的部落是不是十分明智地懂得为了他们的利益保持与白人的友好交往比限制交往要好些？若需要的话，土著酋长对于获得他们的通行权会征收什么样的贡品、税款或进口货？土著用来与欧洲纺织品交换的产品的特性是什么？假使将来在刚果河下游某处与斯坦利普尔之间修一条铁路，能够提供多少这种产品？”HenryM.Stanley，CongoRiverandtheEstablishmentofCongoState，Vol.1，London，1885，pp.2627.正是这些先生们在12月9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上刚果研究会”，协会资金为50万法郎，部分由利奥波德二世提供，部分由私人银行提供。由于这一时期在非洲，特别是西海岸的争夺逐渐加剧，欧洲列强不得不在1884年召开柏林会议来缓和冲突。从柏林会议最后议定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欧洲列强关心的主要是什么。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各国贸易在下列地区将享受绝对自由：（1）刚果河流域及其支流的各个地域……（2）从南纬2度30分纬度圈到罗格河口的大西洋沿海地带。（3）从刚果河流域上行……到印度洋地区……”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65页。。

比利时在瓜分非洲时采取了“进攻”姿态。这是因为它从1840年代起就靠着法国的投资稳步发展，首先是产煤业，随后纺织和其他行业也奋起直上。1848年至1884年，工业化出现了飞跃，动力从1845年的48000马力，上升到1885年的781000马力。让•东特：《比利时史》（南京大学外语系法文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0—131页。1839年起为大国所承认的中立地位使比利时国内经济发展得到保障。一方面是工业产量居于世界前列，生产的多是半成品，需要出口；另一方面，工人工资低微、国内市场狭小，这样，寻求国外市场的要求就更加急迫了。利奥波德早在1863年就跃跃欲试了，“为了国家的利益比利时应该有自己的殖民地”J.D.Hargreave，WestAfricaPartitioned，Vol.1，London，1974，p.26.。代表着国内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这时也纷纷为寻求商品市场、侵夺殖民地制造各种舆论。

翻开历史，我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听到这些声音：“在当前像飓风那样吹遍全世界的激烈的贸易竞争中，丢掉市场就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取得市场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收获。”（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寇松语）B．M．赫沃斯托夫：《外交史》（高长荣等译），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第354页。“殖民地问题，对于由工业性质本身所决定必须大量输出产品的国家来说，是个市场问题。在欧洲各项工业遭到危机的时候，开辟一个殖民地就是开辟一个市场。”（儒勒•费里在被称之为“第一篇提到议会论坛上的帝国主义的宣言”中这样说。）让•徐雷卡纳尔：《黑非洲：地理、文化、历史》（何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78—179页。“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德国的皮洛语）萨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页。“使我们地球上那唯一文明没有渗透的大陆向文明敞开，冲破那笼罩着当地全体居民的黑暗，我敢说，这是一场与我们这个进步的世纪相称的十字军东征。”（比利时国王语）J.HollandRose,TheDevelopmentofEuropeanNations,PartII,NewYork:Putnam,1916,p.268.这些都反映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对殖民地的渴望和要求。非洲被最后瓜分的历史命运就是在这阵喧嚣声中决定了。

1880年代前后，第一批掠夺非洲殖民地的欧洲垄断组织成立了。它们主要有1876年成立的“国际非洲协会”，1878年由利奥波德二世出资成立的比利时“上刚果研究会”，1878年柏林“德国非洲协会”作为“国际非洲协会”的一个分会宣告成立；1882年，“德国殖民协会”成立；1883年组成了“德国西南非洲公司”；1885年创立了“德国东非公司”。1880年，“法国赤道非洲公司”成立；1881年成立了“塞内加尔与法属西非海岸公司”。在英国，1849年为在今尼日利亚的通称“油河地区”的贸易而成立“联合非洲公司”，1881年改组为“国家非洲公司”，后又改名为“皇家尼日尔公司”；1886年特许成立了“英帝国东非公司”；1889年特许成立了“英国南非公司”。1891年葡萄牙人建立了“莫桑比克公司”。

商品输出和投资的增加是另一个特点。仅在19世纪最后20年内，英国输入西非地区的商品额增加了50%，往返于西非与英国之间的商船船队的吨位增加了三倍。1884年贝努河以北的包奇高原发现锡矿，10年之后，约70家英国公司从事锡矿开采，资本达4000万英镑。到1910年，英国在非洲的总投资额已达45500万英镑。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800—1918年》（顾以安、翁访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33，532，587页。法国对非洲市场也寄予很大希望，1880年代侵入西苏丹时，法国曾乐观地估计西苏丹将是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而后来发现仅有近1000万人，而且交道不便，发展落后的状态使得西苏丹对法国工业品的需求很少。德国虽然起步较慢，但到1860年代，它在东非的贸易已超过所有的欧洲国家，仅次于英籍印度人；在西非的商站已达60个。著名的黑人学者布莱顿1880年就明确指出，“现在，欧洲正被生产过剩搞得筋疲力尽，人们指望着非洲来提供新的市场。”J.D.Hargreave，WestAfricaPartitioned，Vol.1，London，1974，p.25.

再次，则是向非洲加紧榨取原料和资源。几内亚湾的棕榈油，沃尔特河地区的金矿资源，塞内冈比亚的橡胶、花生，南非的金刚石，包奇高原的锡矿，加上贵重木材、胡椒、可可等，这些都成了欧洲列强的囊中之物。19世纪最后25年，仅英国商行就在几内亚湾设立了近60个商站，从1870年到1890年的20年间，从油河地区输出的油增加了1倍；1890年到1900年，西非地区输出的原料增加了1倍。以1884年为例，从拉各斯输出棕榈油2382656加仑，从塞拉利昂输出橡胶810198磅，从冈比亚输出花生18396吨。Ibid，pp.25，253256.


（三）推动殖民瓜分的三项科技成果

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非洲内陆探险的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创造了前提条件。1860年代的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技术成果对后来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具有很大影响，即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奎宁的发明。

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了。虽然欧洲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兴建铁路，但横贯大陆的铁路却还是世界上第一条。这条铁路给人们以启示，非洲内陆的开发可以通过铁路来进行。70年代，这样的建议先后提出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业已使它尝到了甜头，有人提出要开辟一条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铁路，连接阿尔及利亚和西非内陆，以控制非洲的内陆贸易。这一计划得到了查里斯•费雷西内（后于1879年出任总理）的支持。1878年，当保罗•索内耶特为寻找合适的南方终点站到达塞内加尔时，布里埃尔总督又说服他将塞内加尔尼日尔线纳入他的铁路计划。J.D.Hargreave，WestAfricaPartitioned，Vol.1，London，1974，p.31.1879年，毛里斯•卢维尔成为专门报告这两条铁路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报告人。J.D.Hargreave，“TowardsahistoryofthepartitionofAfrica”，JournalofAfricaHistory，Vol.1：1（1960），p.105.虽然这些线路的计划后来被搁置，但非洲铁路的前景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和掠夺的野心。据统计，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投资修建的铁路在1855年只有140公里，1865年才有760公里，到1885年已达7030公里。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斯竹等译），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76年，第631页。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为世界经济的沟通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欧洲到亚洲和澳洲的贸易航程大大缩短。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7300公里，汉堡到孟买缩短了7400公里，马赛到孟买缩短了8600公里，这就相应缩短了航运时间，节省了运费。对于运河的开凿，英国人坚决反对，所以雷赛普先生筹集的资本中，英国人未出一便士。但运河修成后，英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1870年英国人就预言，它的成功“恐怕远远超过它最热心赞助人最乐观的希望”，这一预言很快得到证实。难怪1875年英国首相狄斯累利在没有经过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毅然决定通过罗德希尔德公司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买下了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握有的全部股票。约•阿•兰•马里欧特：《现代英国》（姚曾廙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43—145页；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中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78页。

英国人关心这条运河的控制权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这条运河位于通往印度的主要航线之上；二是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刺激而兴起的埃及植棉业大部分是英国资本掌握的。为此，英国不遗余力地控制埃及，首先从财政入手，最后实行了武装占领。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和货运量的增加，运河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更大了。以1879年为例，通过运河的船只已达2263300吨，其中1752400吨是英国船只，占总吨位的77.4%。这些船只来往于英国与远东（特别是印度）之间，而在1880年代，1/5的英国海外投资在印度，近1/5的英国出口商品在印度销售，这条运河对英国资本的利益关系太大了。而海底电缆把非洲与欧洲连到一起，钢铁暗轮的出现也使运输更为便利了。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中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78—282页。

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技术也不断提高，而对于在非洲活动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来说，最大的福音还是奎宁治疗热带病的效用。在此以前，热带病对欧洲人威胁之大可从以下一些数字看出来：在黄金海岸，1719—1760年欧洲人的死亡率是20%，其中最高的1720年为40.8%。柯廷对西非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欧洲人作了较详细的统计，其中包括传教士、探险家、官员和士兵，得出的数字是：1787—1850年到西非访问或定居的欧洲人死亡率为43.3%，其中，1804—1825年到塞拉利昂的传教士的死亡率高达60.5%；1830—1832年、1835年、1841—1842年到尼日尔河的三支探险队的死亡率平均为44.7%；1822—1825年，黄金海岸的政府官员的死亡率达45%。塔罗奇通过对英军医部门的记录和陆军部记录的整理，曾提出了一个报告，塞拉利昂（包括冈比亚）驻军1817—1836年的死亡率为48.3%；开普殖民地驻军1823—1826年死亡率高达66.8%。H.M.Feinburg，“NewdataonEuropeanmortalityinWestAfrica：TheDutchontheGoldCoast，17191760”，JournalofAfricanHistory，15：3（1974），pp.357371.1854年英国政府和商人莱尔德共同赞助的一支勘察队在拜基医生的率领下在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上航行了4个月。由于适当地服用奎宁，整个探险队无一人死亡。由于奎宁的普遍使用，放弃了用放血和水银治疗热带病的旧方法，欧洲人的死亡率下降了50%—100%。P.Curtin，etal.，AfricanHistory，FromEarliestTimestoIndependence，London，1978，p.445.

这些科技成果大大加快了瓜分的步伐。这样，在非洲内陆的探险陡然增加了。19世纪上半叶共进行了21次考察，1851—1860年进行了27次，1861年—1890年则进行了160次之多。苏斯曼诺维奇：《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文志玲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6页。

综上所述，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1873年深刻的经济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到来，对欧洲在非洲的商业资本瓜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技的进步和勘察非洲的完成则为瓜分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的内在原因。


（四）瓜分非洲的方式与直接后果

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主要有三种方式：采取武力实行占领，与非洲统治者签约（在大部分情况下以欺骗的手段），与其他列强协商瓜分。在很多情况下，武装占领后的政治条约和与非洲人签约所取得的土地未必得到其他欧洲列强的认可，这仍需要与其他欧洲国家用谈判的方式并通过双边条约来解决。这样，各种条约的合法性便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论及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各种政治条约的合法性时，非洲学者乌佐伊圭是这样评论的：这些条约有的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有的在道义上完全破产，有的是合法取得的，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实力支配下的法律。那些所谓的“合法条约”主要是指一些非洲统治者在情况紧急时（受到其他欧洲国家或毗邻非洲国家的威胁时）寻求与欧洲人联盟，而这种情况无疑是考虑到欧洲人的实力。其他的条约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以欺骗的手段获得，有的是以强迫方式签订，有的甚至是伪造的文件，还有的则是在曲解条约意义的基础上达成。对这些条约的合法性，即使在欧洲列强中间也未达成共识。至于欧洲国家的各种双边条约的合法性更成问题。这些条约基本上是在欧洲国家的首都签订的，与这些条约有直接关系的非洲人对这些条约的制定既无所知，也未曾同意。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第27—28页。

这些条约的直接后果是将人为的边界引入了非洲。由于非洲被强行分割，给这个大陆带来了四种严重的后果。第一，过去属于相同的种族、民族和部落的群体，现在分散居住在各个国家实体之间，从而使非洲许多国家边境地区出现了跨境民族问题。第二，非洲大陆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大的国家的国土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小的如冈比亚则只有1035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合理。第三，非洲边界一般是大体上划分的，这在当时是为了避免列强争夺的权宜之计，却为独立后的非洲留下了各种矛盾和隐患。第四，殖民列强通常按经、纬度来划分非洲。布特罗斯•加利：《非洲边界争端》，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5页。这种划法易于在地图上标出，但很难用地形测量图线表示，这就为独立后非洲国家的边界确定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政治地理布局在独立后的非洲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边界分割了原来早已存在的族体、酋邦、王国或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民族分离和流离失所，从而为独立后的国家冲突、民族矛盾和社会动乱埋下了祸根。这种人为的边界将一些文化语言各不相同、传统习俗迥然相异的人们糅合在一起，又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来促进民族的一体化，这一问题成为非洲国家民族一体化的主要困境，也为独立后的非洲发展设置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欧洲殖民列强对非洲的征服主要发生在1880年至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在短短的30多年里，非洲被瓜分完毕。


二、不平等关系的制度化

为了瓜分和统治，殖民宗主国必须从理论上证明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它们自称建立殖民地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使殖民地的“劣等民族朝着文明和平演进”；为了征服非洲，不惜付出“溅血的代价”；优等种族如法国，“有权利与劣等种族相对”，“有权利使劣等种族文明”。AliceL.Conklin，AMissiontoCivilize：TheRepublicanIdeaofEmpireinFranceandWestAfrica，18951930，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1213.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殖民话语］如同一台机器，设有承认或否认种族、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开关。它最显著的功能就是通过创造知识，为受他国支配的“臣民”构建一个空间。根据这些知识，这些臣民被监管着，他们愉悦或忧伤的复杂体验被刺激着……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根据种族起源，将被殖民者描述为一个不断退化的群体，从而证明征服他们是有道理的，证明建立管理和教导的体系是必要的……我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它划定“附属国”，窃取附属国的财富，指挥和统治着附属国在许多领域里的活动。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页。殖民主义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为了执行所谓优等种族的使命，为了使劣等种族“文明化”，他们不惜在殖民地使用强制和暴力。执行文明使命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做法发生在各个殖民地，这种文明的使命遭遇到了非洲人民的反抗。E.A.Brett，Coloni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EastAfrica，ThePoliticsofEconomicChange19191939，Heinemann，1973，pp.163234；T.O.Ranger，RevoltinSouthernRhodesia，18961897，Heinemann，1979；MichaelCrowder，WestAfricanResistance，TheMilitaryResopnsetoColonialOccupation，Hutchinson&Co.，1971；LiAnshan，BritishRuleandRuralProtestinSouthernGhana，PeterLang，2002.

殖民主义统治建立后，宗主国以各种方式榨取殖民地的财富，以满足殖民宗主国的利益，突出表现在包括商品市场、原料供应和金融投资方面的宗主国的经济利益。除赤裸裸的超经济手段外，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辅之以传播基督教为主要形式和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渗透。在殖民主义统治早期，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殖民宗主国贸易或生产商与殖民政府的联姻上。利物浦商会非洲贸易组在1917年6月26日致英国贸易大臣的信函中明确表示：“必须将当地人民的所有精力引导到原料的生产上来，从而鼓励他们生产品种广产量多的当地产品。”C.O.583/62No.3283.ToyinFalola，ed.，BritainandNigeria：ExpoitationorDevelopment?London：ZedBooks，1987，pp.8283.这种宗主国的殖民当局与贸易商或生产商的联姻是一种从商业利益上的联姻，从而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建立。


（一）不等价交换与对本土工业的摧毁

在殖民统治的早期，欧洲人曾用各种劣质商品和廉价小商品来换取非洲的原料，包括黄金、矿产品、木材、象牙等物产，然后带回本国出卖以获取高额利润。1856年，英国的棕榈油主要进口商约翰•托宾在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从前，白人习惯于想象无论什么东西对黑人来说都有是好的，所以就企图欺骗他们。现在，他们也像我们国家任何人一样，能够区分真假优劣。”尼日利亚的著名历史学家戴克根据托宾的证词，提出如下看法：回顾西非在同欧洲进行的长达400年的贸易中，没有得到多少含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他们为欧洲的工业化提供了优秀的劳动力、棕榈油、象牙、木材、黄金以及其他许多供应和支持正在兴起的工业主义的商品，得到的只是一些最低劣的杜松子酒和华而不实的东西。当旧卡拉巴尔的酋长们要求提供基本设备创办制糖厂和种植棉花时，据欧文说，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合法的要求”。K.OnwukaDike,TradeandPoliticsintheNigerDelta18301885,OxfordUniversityPress,1956,p.114.W.F.W.欧文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曾对马尔代夫和加拿大湖区进行过勘测调查。1822—1826年，他受英国海军部派遣对大西洋的非洲海岸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无疑，这种从非洲输出到欧洲的“供应和支持正在兴起的工业主义的商品”为欧洲的现代化提供了原料和资本。相反，加拉巴的老酋长意识到进行本土“现代化”的重要性，他提出的提供创办制糖厂和种植棉花的相应设备时，却被拒绝。

由于欧洲列强需要保持制造业的优势，殖民政府对殖民地的需求主要是原料和市场，它对殖民地的工业化采取一种忽略的态度甚至扼杀的举措。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欧洲列强通过压制殖民地的加工和制造业的发展，竭力限制殖民地内部的生产联系。在19世纪，法国禁止塞内加尔提炼石油。同样，英属东非也为了限制坦桑尼亚的剑麻生产而设置障碍，以防止非洲的生产商对英国的麻线工厂构成竞争。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非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第8—9页。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市场对剑麻的需求，英国资本向英属东非殖民地坦噶尼喀投资剑麻生产，建立了三座工厂以生产麻线出口。根据英帝国内的优惠制度，他们可以将剑麻制品自由出口到英国或英帝国内的其他市场。1934年，当500吨麻线运到英国市场出售后，立刻引起英国本土麻线生产商协会成员的警觉。他们向英国殖民部提出抗议，并威胁要采取行动。殖民部考虑到帝国内部的利益，要求坦噶尼喀的剑麻生产商与英国麻线生产商协会协商解决。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一致，坦噶尼喀可以任意出口麻线到英国，但价格需由英国生产商制定。可想而知，由于失去了价格优势，坦噶尼喀的这一新的工业很快失去了竞争力，1938年就倒闭了。由于那些英国投资者对这一结果十分不满，加之投资者康纳德•沃尔希很有背景，英国政府内部不得不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决定在肯尼亚新设立一家麻线厂，但主要是为殖民地内部服务。E.A.Brett，Coloni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EastAfrica，ThePoliticsofEconomicChange19191939，pp.270273.

在英属西非，英国的非洲榨油公司和利物浦商会反对鼓励当地建立棕榈榨油工业，原因是英国已经有了这类工厂。AnnePhillips，TheEnigmaofColonilaism，BritishPolicyinWestAfrica，London：JamesCurrey，1989，p.93.布莱特在他对东非殖民主义和欠发达状态的研究中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在题为“殖民主义与非工业化”一章中指出，殖民政府属下的殖民地发展咨询委员会（ColonialDevelopmentAdvisoryCommittee）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殖民地为宗主国服务，尽管并未特别制定限制工业化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上忽略了殖民地的工业化问题。“到1939年3月，它只花费了800万英镑，其中15.1万英镑用于工业项目。”E.A.Brett，Coloni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EastAfrica，ThePoliticsofEconomicChange19191939，p.268.在尼日利亚，本土工业化的问题也被长期忽略。有的殖民官员不得不承认尼日利亚的某些制造业（如纺织品）不论在质量上还是价格上都优于英国的产品。F.J.D.Lugard，TheDualMandateinBritishTropicalAfrica，London：FrankCass（Reprinted），1965，p.445，footnote.尽管如此，殖民政府对当地的制造业和工业化仍采取一种不鼓励政策。尼日利亚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工业化”被尼日利亚学者称为“表面文章”。A.A.Lawal，“IndustrilisationasTokenism”，inToyinFalola，ed.，BritainandNigeria：ExpoitationorDevelopment?pp.114123.为了保证殖民地对经济作物的稳定生产，殖民政府甚至限制英国企业在西非的投资举动，阻止它们在殖民地购买土地以建立种植园。虽然这种政策的制定部分是由于大公司的买地计划受到当地可可农或棕榈种植农的抵制，因此被批为“为了政策稳定牺牲经济利益”，但保持稳定的经济作物生产应是主要因素之一。AnnePhillips，TheEnigmaofColonilaism，BritishPolicyinWestAfrica，pp.85110.

殖民主义统治确实为非洲的现代化提供了某些先决条件。然而，不同的殖民宗主国有不同的工业政策。虽然殖民宗主国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但由于欧洲国家的自由资本远比殖民地的本土资本强大得多，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对欧洲资本有利，西方的企业资本在非洲殖民地占着支配地位。在英属殖民地，除了极个别地区（如南罗得西亚）外，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没有建立起现代工业的基础。英国政府在1929年殖民地开发法案的基础上，又于1940年通过了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案。法令规定了开发的范围，扩大了开发的规模。然而，这一开发计划却由于缺乏人员而不得不推迟实施。


（二）单一作物制的引进与确立

我们在讨论殖民主义时应该注意其统治方式与现代化进程的相关性。殖民统治与后来的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关联性是单一经济作物的引进。单一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生产是殖民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后果之一。这种现代经济方式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如货币的引进、廉价劳动力的产生、种植园的出现以及交通网络的建立等。这些因素将一些非洲殖民地直接引入世界市场，其中一些殖民地很快成为某种经济作物的主要生产地，如尼日利亚的棕榈油、黄金海岸的可可和塞内加尔的花生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因素。

首先，是宗主国的需要。例如，西非原来是奴隶贸易中奴隶的主要来源地之一。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棕榈（尼日利亚等地）和花生（塞内加尔等地）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出口商品。这种油料作物的大量出口主要产生于欧洲肥皂工业和各种机器润滑油对油料的需求。黄金海岸（即加纳）在引进可可20多年后即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地，也是由于巧克力生产的需要。此外，马里的棉花，赞比亚和比属刚果对黄金、铜、镁、铁、钻石和铀等矿产的开采，英属东非的剑麻，肯尼亚和科特迪瓦的咖啡等，都是为了满足殖民宗主国的需求。

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导致更多的非洲人参与到这种为出口而生产的交换经济之中。例如，在肯尼亚，一半以上的吉库尤人和附近的罗族人的强劳动力都在充当欧洲人的廉价劳动力。在1950年，中非和乍得至少有150万成年劳动力被卷入棉花生产，部分或全部地依靠生产和出售棉花为生。这意味着更多的非洲劳动力被转移到国际劳动分工链的低端。有的殖民地还实行强迫劳动制，或是以威胁的手段逼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或是以贩卖奴隶的手段为矿井或其他行业招募工人。比属刚果的强迫劳动制可谓臭名昭著。一份提交给比利时第二次殖民会议的报告中陈述：“一大批脖子套着绳索的黑人被送到建筑工地去。用拉夫式招募民工有功的酋长都得到奖赏。行政当局很和蔼地接待那些替它送来民工的人。”一位名叫皮埃尔•奥特斯的人直言不讳地表示：“由于行政当局和当地酋长的同谋，加紧招募民工使殖民地荒无人烟……建筑工地的死亡率，在某些地方竟达总人数的一半，整个说来，招来的民工大约死掉了30%。”马尔蒂诺夫：《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刚果》（何清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85—86页。

其次，殖民政府的强迫和鼓励政策所致。通过经济和超经济手段，使农民不得不参与到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过程之中。例如，人头税的设立是将传统农业生产者转移到经济作物生产中的最佳途径。塞拉利昂的茅屋税的设立、以现金方式收取税款等都是为了将农民驱赶到经济作物的生产过程中。此外，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来的原料供应地产生了问题。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以及美国自身纺织工业的崛起使欧洲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出现严重短缺。1899年，法属赤道非洲成立了“租让公司”，其目的是为了对殖民地的原料进行开发，主要是棉花及其他农产品。到1950年，法属赤道非洲提供的棉花占到法属殖民地棉花生产总量的80%，可满足法国对原棉需求的11%，每年替法国节省3000万美元。1902年，英国成立“棉花生产协会”，以鼓励坦噶尼喀生产棉花。1912年，从该地区输出棉花的价值已达50万美元。E.A.Brett，Coloni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EastAfrica，ThePoliticsofEconomicChange19191939，pp.121123；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非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第8—9页。1923年，英国专门成立了多个研究机构从事在殖民地开发经济作物的前景。表111920—1939年肯尼亚税收主要项目

单位：千英镑

1920—1923%1924—1929%1930—1934%1935—1939%关税和货物税33736788486724285047土著茅屋税

和人头税45850553345423552729其他税收128142851835823433总计923100162610015721001810100资料来源：E.A.Brett，Coloni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EastAfrica，ThePoliticsofEconomicChange19191939，TABLEXII，p.192.三是当地的自然条件，如尼日利亚的有利条件使棕榈制品（如棕榈油和棕榈仁）、花生、可可、棉花和橡胶等均成为尼日利亚的主要原料产品和出口商品，还有塞内加尔的花生、坦桑利亚的剑麻等。有的原是本地的产物，有的是引进的。需要说明的是，殖民政府并非鼓励所有的殖民地都从事单一经济，它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攫取当地的原料。例如，在马达加斯加，虽然咖啡占到出口农作物的近一半，但生物多样性使这一地区的出口农作物品种甚多。

1.粮食作物：大米、玉米、木著、豆类、花生、马铃薯、芋头、高梁、香蕉、糖；

2.植物油：干椰子核油、蓖麻油、烛核油、花生油、桐油；

3.纤维：剑麻、拉菲亚树叶纤维、锦葵属香草、棉花；

4.兴奋剂：咖啡、烟草；

5.香料和调味品等：伊兰香精、柠檬草、丁香、胡椒、香草。威廉•汉斯：《非洲经济发展》（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8页。表121938—1954年非洲单一出口经济

单位：百万当地货币，%

国家和产品193819501951195219531954埃塞俄比亚出口总值——109.7112.1147.8172.2咖啡出口值——56.658.883.1112.4咖啡占总出口的比例——51.552.456.265.2冈比亚出口总值—2.23.03.72.62.9花生出口值—2.12.73.62.52.2花生占总出口的比例—97.288.796.295.076.5加纳出口总值11.276.290.084.388.0113.3可可出口值4.554.660.352.556.184.6可可占总出口的比例40.271.767.062.363.874.7苏丹出口总值5.432.161.041.243.038.9原棉出口值3.422.946.529.026.821.7原棉占总出口的比例63.771.376.270.462.355.7资料来源：UnitedNations，EconomicSurveyofAfricasince1950，NewYork，1959，p.167.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殖民主义统治后期，各殖民地的单一经济作物占总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50%，在有的年份，这种比例甚至达到95%以上。在英国殖民地冈比亚，单一经济作物花生所占出口比例出奇的高，1950年达到97.2%，1952年和1953年也分别达到96.2%和95%。以加纳为例，1878年，一位名叫泰特•奎希的农民从费南多波岛引进了可可树和豆荚；1886年，黄金海岸总督威廉•布兰德福特•格里菲斯从圣多美引进了可可种植术。K.B.Dickson，“OriginofGhanasCocoaIndustry”，inGhanaNotesandQueries，5（1963），pp.49.1891年，从黄金海岸出口的精制可可豆为80磅。从1911年起，黄金海岸成了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其产量在1936—1937年达到顶点。可可出口占这个国家农产品出口量的90%。直到1950年代，可可的出口一直占加纳总出口量的2/3—3/4。InformationServiceDepartment，GoldenHarvest：TheStoryoftheGoldCoastCoaoaIndustry，Accra，1953.例如，在1950年，可可占到其整个出口收入的71.7%，到195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74.7%。从上表可以看出，可可一直是加纳的主要出口产品，也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独立前，它在加纳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表131938—1957年非洲国家和殖民地主要出口商品

单位：百万当地货币，%

国家和产品产品价值所占百分比1938ad1950—1957均值bc1938a1950—1957均值bc利比里亚总出口2.039.0100.0100.0橡胶1.030.250.876.3铁矿石4.813.2棕榈仁0.51.723.34.3以上各项总计1.536.741.193.9续表

国家和产品产品价值所占百分比1938ad1950—1957均值bc1938a1950—1957均值bc法属赤道几内亚总出口22811653100.0100.0咖啡106284.65.4原棉49429721.436.9木材和木材产品95383141.532.9钻石23980.83.4以上各项总计156915468.378.6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

联邦（中非联邦）f总出口145.8100.0100.0铜e80.154.1烟草104.216.9以上各项总计104.271.0塞拉利昂总出口2.110.2100.0100.0棕榈仁0.63.521.434.5铁矿石0.62.830.227.8钻石（未加工）0.91.540.214.4以上各项总计2.07.891.876.7*说明：a.利比里亚使用的是1937年的数据

b.利比里亚使用的是1951—1956年的平均数据

c.中非联邦使用的是1950—1958年的平均数

d.1938年的货币单位是法国法郎

e.包括其他矿石

f.1954年以前的数据是之后组成联邦三国（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独立后分别为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的总和

*原文为16.7，属计算错误，特更正为76.7。

资料来源：UnitedNations，EconomicSurveyofAfricasince1950，p.168.上述表格表明，单一经济作物在一些非洲国家或殖民地已经占到出口总值的50%以上，例如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和苏丹。在塞拉利昂，经济作物的出口在1938年占到总出口量的91.8%，到1950年代仍占总出口收入的76%。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些国家在独立后的经济发展中遭遇了极大的困境。然而，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宗主国的私人企业公司的利益可能危及殖民当局培育下的单一经济作物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殖民政府毫不手软，采用超经济手段对这些私人企业进行限制。诸多非洲殖民地正是通过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建立为西方社会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所必要的财富积累过程。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利比里亚生产的橡胶。在1951—1956年的出口均值中，橡胶的出口占到了76.3%。

作为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带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促成了一系列现象的产生，如人头税的设立、货币经济的引进、强迫劳动力的使用、土地的商品化、对当地工业和手工业的摧毁等，这些成为几乎每一个殖民地所经历的转变。在失去政治上的主权后，这种经济上的依附状态还伴随着殖民地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产生，如殖民宗主国的资本与非洲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政府的权力与非洲本土社会首领的矛盾、西方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与非洲文化的矛盾、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资本与农民的矛盾等。这些后果都成为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遗产”，也可以说构成了非洲现代化的“虚拟起步”。

在整个殖民统治过程中，非洲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场。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攫取最大的利润，殖民政府根据不同的需要将殖民地分化为不同的用途：有的气候适宜被作为殖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如肯尼亚的内罗毕；有的处于枢纽位置被作为殖民政府收集和发送经济作物的地点，如卡诺；有的靠近海岸则直接成为将经济作物运往宗主国的关键港口，如达累斯萨拉姆、蒙巴萨、拉各斯等地。这样，在非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将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收集、加工、运输这一整个流程汇成一体，直接为宗主国的经济服务。正是这种殖民宗主国掠夺的需要促使了一些基础建设的完成，如铁路运输线、水力供应、电信通讯、公路线路、欧式建筑等。


（三）三种经济区域的形成

正是在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生产的强化过程中，非洲形成了三个经济区域：沿海地区、单一经济产品区和粮食作物生产区。这种划分不仅是一种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的划分，而且促成了同一个殖民地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并形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

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由于以下三个因素很快成为殖民宗主国经济的附属体。第一，它具有早期商业的经历，如几内亚沿岸的一些城镇很早就有丰富的贸易经历。同时，持续400年的奴隶贸易也加深了这一地区的商业习惯，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一批对西方经济利益和运作规律相对较为熟悉的非洲人群体，这些人成为了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第二，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公司或商号在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各种商站和据点。这些商站有自己的仓储和运作方式，有的甚至形成了欧洲人的社区及其服务设施，欧洲人对沿海地区较为熟悉。第三，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地的政治中心都设在沿海城市，如法国西非殖民地的首府达喀尔、英属西非的主要据点拉各斯和阿克拉、葡属殖民地的首府卢安达和洛伦索马贵斯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将非洲殖民地与世界经济中心联系起来的关键枢纽。

单一经济产品生产区这包括经济作物生产区和矿物生产区。在一些内陆地区，经济作物的生产成为殖民地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些经济作物大部分是经过种植的，亦有天然作物。举其要者，埃及的棉花、加纳的可可、尼日利亚的棕榈产品、塞内加尔的花生、比属刚果的橡胶、坦桑尼亚的咖啡和棉花等。这些经济作物的唯一用途就是用于出口。以尼日利亚的棕榈产品为例。从1900年到1960年，棕榈油的出口增长了四倍；棕榈核从1900年的85000吨增至1960年的400000吨。棕榈产品的出口金额从1900年的1500000英镑到1960年的4000000英镑。概括而言，五种因素促成了这些经济作物的集中生产：税收、自然环境、交通贸易网、产品价格和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第一，如前所述，殖民政府根据自身的需要，以各种手段（包括强迫）迫使当地的大量居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最为常用的手段是通过税收。第二，当地较为适宜的自然环境为这些经济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可可是1878年引进的，到本世纪初，黄金海岸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可可生产地区。这与其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第三，殖民地的各种基础设施为经济作物的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交通与贸易网络的形成。第四，经济作物直接与世界市场相连，市场价格刺激了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第五，这些殖民地早在欧洲入侵前就以农业生产为主，对农作物的生产可谓是驾轻就熟。

矿产品的生产区一方面吸收了更多的投资，同时各种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也相对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在殖民统治时期并未为从事矿产品生产的非洲人带来什么好处，但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却为这些地区的民族带来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粮食作物生产区更多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出口经济作物生产对非洲传统生产方式的摧毁力是巨大的，一些非洲人纷纷从传统的农业耕作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然而，用于出口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越多，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就越少。这样，粮食作物的生产在有的地区被遗忘，有的地区在1930年代即出现了粮食短缺。从整个殖民经济体系而言，这一地区是投资最少的，基础建设最差的。可以说，欧洲人通过出口经济作物或矿产品摧毁了非洲人自然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漠视广大人民的生存。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的民族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

从现代经济结构的角度看，这种劳动力分工并非坏事。遗憾的是，由于对不同地区采取的厚此薄彼的差异经济政策，因此带来了以民族集团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如肯尼亚的基库尤族（虽然他们在殖民军队中不如坎巴人那样受到殖民当局的信任）和乌干达的巴干达族在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均优于当地其他非洲民族，这种优势也反映在殖民地公务员的职位方面。由于这种优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在独立后的国家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分配上，这两个民族都占有优势。NelsonKasfir，“CulturalSubNationalisminUganda”andDonaldRothchild，“EthnicInequalitiesinKenya”inVictorA.Olorunsola，ed.，ThePoliticsofCulturalSubNationalisminAfrica，pp.51148，289321.这种以民族集团为基础的不平等使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难题，亦为地方民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条件。关于非洲地方民族主义，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220—284页。

城市化的因素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非洲殖民地的城市化。殖民主义统治的基本目的是榨取殖民地的资源，社会后果之一是促进了城市化。殖民税收制度将从事农业或牧业的非洲人驱赶到城市。土地对非洲人的生存十分重要。来到城市后，他们的生存方式起了根本的变化。一般来说，他们希望找到与自己的故土有关系的人，这是一种共同的愿望。在都市环境没有根基的非洲人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成立了一些地区或族体组织，以联络故土的乡亲。这些组织最初成立时是一种福利组织，为自己的成员提供生活保障或就业机会，提供殖民地当局不能提供的福利条件和心理依靠。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有些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压力集团。有的在独立后成为地方民族主义的阵营，如约鲁巴的行动派。殖民统治下的一些措施也加强了各族体的自身意识。这些措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传统统治方式引进城市，使部落制度得以强化。1950年代，数万劳工来到卢安夏亚（Luanshaya）从事矿山工作。这些人作为契约劳工从事井下作业，分别来自英属、比属和葡属殖民地。如果他们签订几年的合同，矿山主提供食宿，并发给相应的工钱。为了对工人进行管理，矿山主决定建立一种与传统社会服务系统相适应的体系。他们在各个招工地区以优越条件雇用了一批当地的贵族或长老，由公司提供特别的住房和服装。这些人来自各个地区的皇室家族，是传统政权的代表者。公司要求他们代表矿山劳工，并通过他们来管理劳工。这些人在矿山仍保持着在农村地区的那种尊严和权威。这实际上是将“部落”制度移植到工业环境中来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运作。然而，当矿工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时，他们的管理毫无作用。工人向他们扔石头，并指责他们与欧洲人站在一边。参见A.L.Epstein，PoliticsinanUrbanAfricanCommunity，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8.


（四）畸形的“现代化”因素

在殖民主义时期，在诸多国家或多或少已经开始了铁路的建设。有的是为了对付竞争对手，有的则是为了掠夺当地自然资源。例如在法属几内亚，殖民政府于1900—1914年修建了科纳克里尼日尔铁路，即是为了阻止英国人从塞拉利昂到达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威廉•汉斯：《非洲经济发展》（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7页。对殖民地经济作物的掠夺可参考加纳。1900年，可可种植在黄金海岸东部省已经铺开，新朱阿本、阿基姆阿布阿夸、克罗波和阿夸平等地都种植了可可。可可很快又传到阿散蒂地区及其黄金海岸殖民地的中部省和西部省。随着这一经济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与之相配套的基础建议也随之开始建设。1906年，阿克拉到阿夸平的铁路建设开工。CensusReport，1921，Accra：GovernmentPress，1923，p.65.到1927年，塞康第库马西和阿克拉库马西的铁路线开通。此外，还有中部省的铁路连接上述两条铁路线，为阿基姆这一重要的可可生产区服务。李安山：《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8页。表141905年、1920年和1945年部分非洲国家的铁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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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R.Mitchell，InternationalHistoricalStatistics：AfricaandAsia（London：Macmillan），pp.498503.引自JohnSenderandSheilaSmith，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frica，（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6），p.14.然而，这种基础建设的畸形发展却十分明显。一切为经济作物开路，一切为经济作物输出到宗主国服务。这种畸形的经济造成了非洲国家对少数几种经济作物的依附、对国际市场的依附、对宗主国金融制度的依附、对宗主国财政的依附。ClaudeAke，APoliticalEconomyofAfrica，Longman，1981，pp.4387.这种运输系统的建立完全是为了殖民剥削。在刚果河一带进行过探险的欧洲探险家斯坦利曾公开表白：“没有铁路，刚果就一文不值。”转引自马尔蒂诺夫：《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刚果》（何清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84页。对非洲殖民地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建立交通运输网相联系的，这种运输网络除铁路之外，还包括港口、水路和公路。威廉•汉斯：《非洲经济发展》（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0—129页。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非洲不同的殖民地，学校的建立、通讯设备和电话网络的铺设也是从殖民统治的角度来考虑的。诚如罗德尼所言：殖民地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殖民地的管理培养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增强非洲青年人作为非洲人一员的自信和骄傲，而是树立他们对欧洲人和资本主义的崇敬和顺从。即使是将从非洲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的极少一部分用来教育，这种教育在分配上也是极不公平的。以1959年的乌干达为例，当地政府为每个非洲学生花费11英镑，为每个印度学生花费38英镑，为每个欧洲学生花费186英镑。在肯尼亚，这种歧视更为突出。WalterRodney，HowEuropeUnderdevelopedAfrica，TanzaniaPublishingHouse，1972，pp.261267.

殖民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对殖民地的工业化有所尝试，但主要是根据当地条件来进行的。例如，英国因国土遭到严重破坏，曾充分利用殖民地的工业原料，通过私人资本的运作，但这种资本运作主要发生在南罗得西亚，因为那里的白人移民一直在实业界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法国战后在殖民地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但这些努力很快由于宗主国自身的重建而停止。较为突出的是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属刚果的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发展很快，这一方面是因为海上交通在双方交战时被封锁，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比利时被希特勒占领，一些人力和财力资源转到比属刚果。1939年，刚果工业企业的数目只有2538家，1946年已达3701家，其中冶金企业从61家增到94家，造船厂和船舶修理厂从140家增到183家，森林工业和木材加工企业从357家增到642家，化工厂从10家增到15家，食品厂从422家增到628家。马尔蒂诺夫：《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刚果》（何清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92页。关于比属刚果的各种企业的情况，可参见比埃尔•约阿、萝西娜•勒纹《在刚果的托拉斯》（沙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50—106页。战后，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均快速增加。1945年，比属刚果各种工业企业（未包括农业企业）约3900家（原文如此），1950年有工业企业6800家，农业企业2800家；1955年有工业企业13600家，农业企业4600家。1957年，企业总数为22600家，其中农业企业占7400家。《比利时与比属刚果统计年鉴》第78卷，布鲁塞尔，1958年，第508—509页，转引自马尔蒂诺夫：《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刚果》（何清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97页。1945年数字似乎与前文1946年数据有出入。原文如此。这些企业主要与采矿业和农业加工有关系。随着殖民地工业的扩展，大批的农民成为廉价劳工。在比属刚果，1915年，黑人劳工人数为5289人，1945年增至36080人，1959年达112759人。参见比埃尔•约阿、萝西娜•勒纹《在刚果的托拉斯》（沙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107页。

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带来的经济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首先，非洲传统贸易中心的转移以及欧洲列强对贸易中心的控制。其次是对原材料的开发和单一经济作物制的形成。第三，传统的村社制度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土地被剥夺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迫成为经济作物的生产者或矿业公司和开采业的工人，还有的成为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廉价劳工，或流落城市的无业游民。第四，货币经济的引进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银行活动使非洲的一些城市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为了殖民统治的便利和保证处于世界生产链低端的非洲殖民地的原材料供应，一些基础设施和通讯设备也建立起来。尽管有布局不合理和主要为经济作物出口服务这些因素，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仍为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必须提到的是，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城市化相对应的是，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导致了非洲人口的增加。

确实，正是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非洲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会，而欧洲的工业革命的拓展和现代化条件的成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欧洲人的殖民主义统治打断了而非促进了非洲的技术进步。根据非洲学者的分析，“欧洲传给非洲书面和口头的技能充其量是传播方面的，而不是生产和发展方面的”A.A.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1935年以后的非洲》，第八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675页。。非洲为蓬勃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足够的作为工资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欧洲贸易公司的出现和对原材料的需求将广大的非洲农民变成了单一作物的生产者。随之而来的是航运业和银行业的兴盛。殖民机构也为这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夺过程提供了各种便利，如殖民政府制定的税收制度使历史上以物易物、自给自足的广大农民不得不走上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现金的道路。WalterRodney，HowEuropeUnderdevelopedAfrica，TanzaniaPublishingHouse，1972，pp.162222.有关中国学者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参见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非洲的经济在殖民主义时期产生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它成为殖民宗主国的工具。“非洲国家的经济（和通讯网络）的发展主要是为了配合殖民宗主国的需要。主要的产品——不管是如可可和咖啡等的经济作物，还是像铜和铝矾土等矿产品——都是未经加工就出口到了欧洲市场；而相对应地，殖民地则从国外，主要是‘母国’进口制成品。”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尽管非洲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以殖民宗主国的工业企业为主的外国资本开办的采矿业发达，却没有冶金工业；有大批的经济作物农场，却很少有本地加工工业。这些说明，垄断资本在这里需要的是殖民宗主国需要的原料，而不是将对自己的工业品构成竞争威胁的制成品；是可供随时调遣随时填补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能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殖民统治的后果之一，是使一部分非洲人从自给自足的状态转入到经济作物生产上，仅此而已。随后，最好的发展是量的扩展，而从未有过质的变化。用对东非殖民地经济素有研究的布雷特的话说，这是一种“殖民的非工业化”（colonialnonindustrialization）E.A.Brett，Coloni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EastAfrica，pp.266282.。


三、非洲独立后面临的挑战

1960年以非洲的“独立年”而载入史册。

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除了加纳（1957年）和几内亚（1958年）较早独立外，共有17个国家在1960年独立，它们是喀麦隆、多哥、刚果（金）、马达加斯加、索马里、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正因为如此，1960年被称为“非洲年”，以纪念众多的非洲国家赢得独立。

非洲独立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最好由非洲人自己来回答。

1974年几内亚比绍推翻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几内亚比绍的36岁的卡洛斯•米兰达是一位普通人，参加过反抗葡萄牙人的独立战争，并被葡萄牙人俘虏过。他在回答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戴维•拉姆时谈了自己的感受：你问我殖民主义和独立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好，我告诉你吧，差别大得很！现在夜里我可以放心地上床睡觉了，睡得很香。我不用害怕秘密警察。我也不用向葡萄牙人致敬了。现在，我可以毫无畏惧地同白人谈话。以前，白人与黑人从不交谈。但是，此刻我很愉快地同你这位白人坐在一起，以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同你谈话。这就是我们为之斗争的目的——受人尊敬的权利。我们并不恨葡萄牙人民，只恨葡萄牙政府。即使你是葡萄牙人，我也仍然乐于同你坐在一起，因为现在我们平等了。戴维•拉姆：《非洲人》（张理初、沈志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1页。戴维•拉姆的评论是“独立给了他一件无价之宝——自尊”。

就非洲大陆而言，从隶属于他国的殖民地转变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大事，也标志着从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演变为独立国家的政治体制。殖民主义被推翻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政治前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殖民主义的终结并不会导致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非洲国家才能真正发展。

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对非洲的关键影响之一是非洲大陆依附特征形成。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这一后果构成了我称之为“现代化虚拟起步”的重要特征。

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这种依附性严重影响了非洲大陆独立后的发展。1960—1980年，尽管非洲的发展一直在持续，并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就（后面将提及），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经济结构的完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非洲发展进程缓慢而曲折。萨米尔•阿明曾经在分析从1960—1980年这20年里非洲发展中的问题时特别指出了这种“依附性”，并认为这种依附性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边缘化。这种依附性表现在区域之间日趋不平等，非洲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在扩大；非洲社会内部的收益不增的情况更加恶化，占人口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占有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公共财政日益困难；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增长；在经济管理中“非洲化”程度极有限；农业生产的相对停滞。萨米尔•阿明：《非洲二十年来的经济变化》，《西亚非洲》，1980年第2期，第24页。

这种依附性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未完全克服，反之，非洲的贫困似乎在加深。如果我们取1981年到2004年这一段时间看，非洲生活在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非洲人口在1981年为1.6753亿，1984年为1.9978亿，1987年为2.228亿，到2004年，贫困人数已达2.983亿。WorldBankReport，2007.转引自李小云主编：《中国与非洲：发展、贫困和减贫》，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93页。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民并没有享受正当的政治权利，政治利益寡头集团往往与外国势力相勾结，使国内政治演变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从而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局面，甚至造成动乱或战乱。非洲人民的经济利益也受到跨国公司的掠夺和本国财团的盘剥。尽管传统社会在努力地调适自己的社会功能，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颇显无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带来各种消极后果。

独立后的非洲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处理民族和国家的基本挑战，这实际上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现代化”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如何管理现代国家的挑战、经济资源公平合理分配的挑战和国家民族建构的挑战。

现代国家的建构和管理对任何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如何通过加强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将一个毫无约束力的殖民地领土和体制接收过来并进行有效管理？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使国家能集合在一起并发挥最大的效率？这是政治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人民团结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和泛非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黏合剂。然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面临着新的任务：如何对国家疆域内的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参与到新的国家建设中来？非洲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局面。既有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各种遗产，也有前殖民宗主国为保持自身优势设置的各种障碍。本书第二章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

经济发展是目前国际社会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重要指标。本书第三章将探讨非洲经济发展历程。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是一个必须体现在各个公民身上的实在不过的问题。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实际问题。不言而喻，非洲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公平正义成为加纳等国家取得进步的动员口号，也成为广大人民从改革中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国家个案中有关罗林斯统治时期的加纳复兴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罗林斯政权的肯定。尼日利亚作为石油大国，虽然经历了发现蕴藏着巨大自然资源的欢愉，却也因为这一巨大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而饱受指责。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安哥拉。有关资源国家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研究给予人们一张清晰的图画，说明了资源分配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民族（下文简称为民族）建构的完成。民族建构的挑战对非洲国家而言更为严峻，因为相当多的国家是在以前没有联系的殖民地的框架中产生的，各种地方民族、部落、村社以及社会集团以前都聚集在殖民地政府之下。然而，推翻殖民主义统治以后，这些不同的民族、社会集团需要新的吸引力。如何整合这些人以形成现代民族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本书将在第四、五章中对有关现代民族建构的问题进行理论和个案的探讨。通过对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对国家民族的整合作用、新南非和津巴布韦民族政策的比较以及卢旺达民族政策的负面影响等方面的分析，力图分析非洲国家面临的现代民族建构的挑战。

非洲的一体化进程具有与其他大陆不同的特点。主要特点之一是非洲的大陆性与种族性，另一个特点是其历史进程的相似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合理性。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的非洲一体化进程既是对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泛非主义运动的具体落实，也大大激发了非洲人民的解放和发展意识，加强了他们对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虽然其发展曲折，但这一组织为非洲大陆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第二章 非洲政治发展：曲折与前行

殖民主义统治给非洲留下了各种历史遗产。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时期建立了相对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从而使人口增长成为一个典型特征。尽管在非洲之角和大湖地区存在着冲突，但绝大部分撒哈拉以南现代独立国家在地理上的形状基本是在殖民时期确定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在一些殖民地引进了各种新体制（文官制度、法律制度等）和职业军队。非洲大陆在这一时期遭受的最大伤害是失去了主权，这种状况使得非洲人民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诸多机会。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非洲形成了新型的民族主义，人们在借用“平等”和“自由”这些西方鼓吹的概念时提出了民族之间应追求平等和殖民地人民要赢得自由的理念。这些理想成为引导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主要精神动力。


一、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政治变迁

非洲独立后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管理国家，这是最重要的挑战。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由于与殖民宗主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任务的完成并非易事。从非洲大陆层面而言，模仿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一种战略，或是与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发展关系，或是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寻求不结盟道路是另一种战略，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是力图通过全大陆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维护独立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从国家层面而言，国家主权的巩固是非洲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进行政治方面的非殖民化，同时确定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管理体系。


（一）初期的选择

在20世纪60年代，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殖民宗主国的长期历史影响，相当多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与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继续留在英联邦或法兰西共同体内。这类国家在非洲占多数。另一种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既一方面继续与老殖民主义国家保持关系，同时又与美国等新殖民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以谋取援助。这种国家为数不多。第三类国家是比较激进的国家。它们中有的宣称社会主义，但它们并没有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非洲国家希望保持真正的独立地位，但殖民宗主国却极力维护自身的传统利益，美国则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在非洲建立自己的利益范围。西方国家对非洲独立意愿的恐惧导致了在60年代以及随后的日子里的一系列谋杀，如法国警察对摩洛哥独立运动领导人梅迪•本•巴尔卡和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人的暗杀，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对刚果（金）第一位独立选举的总统卢蒙巴的枪杀，还有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和蒙德拉纳的战友的被害等等。

在这一阶段，非洲国家的政治进程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第一，政治体制逐步确立，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体的政府成立，各种国家机构分头负责。由于非洲国家受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原英属殖民地多采取英国的议会内阁制，原法国殖民地多采用总统共和制，还有的国家学习美国的总统制。第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采取多党制。在撒哈拉以南独立的35个国家中，只有几内亚、马里和马拉维三个国家是一个政党，其余国家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这些政党参加竞选活动，或监督政府，或参与联合执政，大都活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后期，一党制日渐增多，一些国家很快转向专制主义。第三，相当多的政党以地方民族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缺乏感召力，并成为国家政局不稳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军事政变开始出现。除前面提到的卢蒙巴领导的刚果（金）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以外，刚果（布）（1963年、1968年）、贝宁（1963年、1965年11月、1965年12月、1967年、1969年）、坦桑尼亚（1964年）、布基纳法索（1966年）、中非共和国（1966年）、尼日利亚（1966年1月、1966年7月）、加纳（1966年）等多国政府相继被军人推翻，发生政变的还有苏丹（1958年、1964年）、多哥（1963年、1967年）、马里（1968年）、索马里（1969年）、乌干达（1966年）、布隆迪（1966年）、塞拉利昂（1967年、1968年）。这些军事政变或是直接推翻文官政府，或是推翻王室政权，或是推翻军人政权。由于独立后建国时间不长，政权并不稳固，加之政治利益分配存在不公的现象，各地方民族之间的角力加剧，致使矛盾激化，加上原殖民宗主国或美国的军事干预等因素促成了军事动乱和军事政变之风蔓延。当然，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非洲民众对独立的期望值很高，独立后的经济困难和一些政策的不得当使人民大众产生不满，加上军人在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从而促使军事政变频繁。吴期扬：《非洲国家军事政变的政治社会背景》，《西亚非洲》，1982年第3期，第1—11页。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74—181页。


（二）从分权到集权

1970—1980年代的非洲仍面临着严峻形势，三种现象比较突出，对非洲政治发展产生了冲击。一是地区冲突，如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欧加登之争、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冲突、埃塞俄比亚开始向厄立特里亚民族力量发起进攻。二是政权更替。如加纳总统阿昌庞被推翻后罗林斯上台；中非皇帝博卡萨被推翻后“中非共和国”名称恢复；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恩圭马被推翻。更多的军事政变带来了军人政权的上台。此外，《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确立了罗得西亚新政权产生的途径，伴随而来的是津巴布韦的诞生。这是英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又一次惨败。三是议会民主制向集权制转变。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认识到政府权力的分散难以控制局面，加之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助成了一种专制趋势，促使非洲政治体制开始从分权制向集权制过渡。

这种集权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除原来一直实行一党制的国家继续实行一党制外，在第一阶段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多数改为一党制，有的甚至实行禁党制，如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基本上都经历了多党制——一党制（或禁党制）的过程，且后者所经历的时间远远多于前者。一些在1970年代中期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前葡属殖民地）如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建国之初就直接采用一党制。第二，政治权力开始向个人集中。由于对独立初期模仿西方民主制的弊病深有体会，随着一党制的采用，执政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执政党领袖的专权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很多执政党主席（或总书记）的权力大大加强。他们或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有的将党政军大权控制在一个人手中。据统计，198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5个国家中，有36个国家的国家首脑直接兼任政府首脑或内阁部长，是政府当然成员。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还有的非洲国家首脑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借口犯下了滔天大罪。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称帝后的骄奢淫逸，乌干达的阿明上台后肆无忌惮地屠杀异己，刚果（金）的蒙博托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第三，军队政权开始流行，到1970年，已有19个非洲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各式各样的军人的手中。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到1980年代，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有增无减。第四，集权制的另一个表现是文官政权通过军人干政或军人直接干政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阶段的军事干政明显增多，这是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三）军事政变与军人干政

亨廷顿指出：军事制度和军人政治化的程度，是国家政治组织脆弱和文职政治领袖无力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政策的一个函数。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关于军人政权的详细分析，可参见该书第四章。从政治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应加上一句：军事政变的次数或军人干政的频繁程度与一个国家现代政治制度的成熟程度成反比，军人干政的可能性与文官政府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成反比。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愈成熟，政府的合法性愈大，军人干政的可能性愈小；而越是一个缺乏能力、缺乏民心的文官政府被军人政权取代的可能性愈大。当一个民族在内忧或外患的苦难中挣扎时，它往往需要一个鼓舞整个民族的理想，并希望看到可能实现这种理想的实力。军事领导人往往能提供这种理想和实力。这与军队的性质（暴力的工具）和组织特征（具有凝聚力和纪律性）有直接的关系。表21非洲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1952—1985年）此表转引自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76—178页。关于非洲军事政变与民族主义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参见该书第174—181页。

国名次数时间（年/月/日）政变领导者被推翻者埃及11952/7/23纳赛尔法鲁克国王利比亚11969/9/1卡扎菲伊德里斯国王阿尔及利亚11965/6/19布迈丁本•贝拉总统续表国名次数时间（年/月/日）政变领导者被推翻者埃塞俄比亚31974/9/12门格斯图塞拉西一世皇帝1974/11/23门格斯图安多姆主席1977/2/3门格斯图特费里•本蒂主席索马里11969/10/21西亚德舍马尔总统坦桑尼亚11964/1卡鲁姆詹希德素丹乌干达51966/5/22奥博特穆特萨总统1971/1/25阿明奥博特总统1979/4全国解放阵线流亡武装阿明总统1980/5/12穆万加比奈萨总统1985/7/27蒂托•奥凯洛奥博特总统塞舌尔11977/6/5勒内曼卡姆总统科摩罗21975/8/3萨利赫阿卜杜拉总统1978/5/12博布•德拉尔萨拉赫总统马达加斯加21972/5/18拉马南佐阿齐腊纳纳总统1975/2/12拉齐拉卡安德里马哈佐总统苏丹31958/11/17阿布德哈利勒总理1969/5/25尼迈里马哈古布总理1985/4/6达哈卜尼迈里总统乍得31975/4/13（14）马鲁姆托姆巴巴耶总统1979/3古库尼马鲁姆总统1982/6/7哈布雷古库尼主席布隆迪31966/7/10恩特泽姆瓦姆布扎国王1966/11/28米孔贝罗恩培尔五世国王1976/11/1巴加扎米孔贝罗总统卢旺达11973/7/5哈比亚利马纳卡伊班达总统续表国名次数时间（年/月/日）政变领导者被推翻者中非31966/1/1博卡萨达科总统1979/9/20达科博卡萨皇帝1981/9/1科林巴达科总统扎伊尔

即刚果（金）21960/9/14蒙博托卢蒙巴总理1965/11/25蒙博托卡萨武布总统刚果（布）41963/8/13（15）马桑巴代巴富•尤卢总统1968/7/13（8/4）恩古瓦比马桑巴代巴总统1977/3/18雍比奥庞戈恩古瓦比总统1979/2/5萨苏雍比奥庞戈总统赤道几内亚11979/8/3奥比昂马西埃总统加纳51966/2/24科托卡恩克鲁玛总统1972/1/13阿昌庞布西亚总统1978/7/5阿库福阿昌庞总统1979/6/4罗林斯阿库福总统1981/12/31罗林斯利曼总统贝宁61963/10/18（23）索格洛马加总统1965/11/29索格洛阿皮蒂总统1965/12/22索格洛贡加库总统1967/12/17库昂德特索格洛总统1969/12/10库昂德特津苏总统1972/10/26克雷库阿奥马德贝主席尼日利亚61966/1/15恩泽古巴勒瓦总理1966/7/29戈翁伊龙西总统1975/7/29奥巴桑乔戈翁总统1976/2/13奥巴桑乔穆里塔拉总统1983/12/31布哈里沙加里总统续表国名次数时间（年/月/日）政变领导者被推翻者尼日利亚61985/8/27巴班吉达布哈里总统多哥21963/1/13格鲁尼茨基奥林匹欧总统1967/4（1）/13埃亚德马格鲁尼茨基总统塞拉利昂21967/3/22（21，23）贾克森•史密斯史蒂文斯总统1968/4/18罗杰斯史密斯总理布基纳法索41966/1/4.

（1974/2/8）拉米扎纳亚梅奥果总统1980/11/25泽博拉米扎纳总统1982/11/7韦德拉奥果泽博总统1983/8/4桑卡拉韦德拉奥果总统利比里亚11980/4/12多伊托尔伯特总统几内亚11984/4/3孔戴贝阿沃吉总理几内亚比绍11980/11/15埃维拉卡布拉尔主席尼日尔11974/4/15孔切迪奥里总统马里11968/11/19特拉奥雷凯塔总统毛里塔尼亚41978/7/10萨莱克达达赫总统1979/4/6布塞夫萨莱克总理1981/4/25塔亚海德拉文官政府1984/12/12塔亚海德拉总统共计73军事力量进入政治领域的原因有多种。首先，从军队自身的性质而言。军队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纪律性的力量。军人特别是军官集团具有用暴力摧毁旧制度和创建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能力。政变成功后的下一步即是通过各种手段动员组织群众，其中使用得最多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军人政权希望适应人民的愿望或是打着这种招牌，对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国家在相对平稳的政局下平稳发展。曾萌华：《尼日利亚军人执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西亚非洲》，1987年第3期。

其次，政治生态和社会因素，即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产生的原因，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的分裂、领导权纠纷、领导集团的无能、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各种社会弊端等因素。也包括军队与社会的矛盾导致这种军人干政，既有军队内部矛盾也有社会与军队的矛盾。例如，由于集权制和个人集权化的加强，一些文官干预军方的事务，或是调动军队进行各种与国防无关的事务（如对游行活动或反对派活动的镇压等）；统治者利用属于自己政治派别的军事领袖来干预政治事务。这种政治家利用军事力量来达到个人或党派目的的做法引起军人的不满。还有一些军人内部如不同军种或军营之间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军人干政。

再次，非洲外部的因素。这主要是指在国际形势的不同因素影响下，国外力量通过本国的军队或利用非洲国家的军队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主要指前殖民宗主国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历史传统、培训军官和军事援助等手段进行干预。另外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其他非洲国家的军事政变也会对军人干政产生推动作用。从非洲发生的多次军事政变来看，外国势力的干涉是极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或是军事首脑对政府首脑的领导不满，或是政府领导人的能力有限导致民众呼声等其他因素。A.A.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1935年以后的非洲》，第八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28—336页。这种政治现象既是对非洲政治状况的一种自然校正，同时也对非洲国家政治进程形成一种反动。军事力量对政治事务的卷入导致了各种弊端，如军事预算的增加不是为了国防，而是为了加强镇压异己力量；军队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提高；政治家与军事力量的互相利用；等等。这些都使军事干预、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和军事政权的建立更为频繁。J.GusLiebelow，“ThemilitaryfactorinAfricanpolitics：Atwentyfiveyearperspective”，inG.M.CarterandP.O’MearaJ，ed.，AfricanIndependenceThefirsttwentyfiveyears，IndianaUniversityPress，pp.126159.

非洲国家为何会从所谓的西方民主制转向集权制？首先，殖民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集权制。殖民地总督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对殖民地的管理完全是一种专制制度，依靠具有警察、法院、税收和军队的一整套现代国家机器对殖民地实行高压统治，它既有驻本地的欧洲军队和本土军队的军事支撑，又有远在宗主国的殖民政府的政治支持，还有从殖民地榨取的经济资源。然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从长期习惯的殖民专制统治马上转为西方的所谓分权的“民主制”，既排除了传统制度的合理成分，又无西方民主制的内生传统、政治文化和过渡培训。当这种移植的制度不仅不能满足非洲本土的需要，还产生了诸多不满情绪时，易弦更张是很自然的事。其次，非洲国家的政治家如埃及的纳赛尔、坦桑尼亚的尼雷尔、马里的凯塔、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果总统恩克瓦比都对从西方引进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制度是“殖民主义的遗产”，是“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机器”。他们从多党选举和议会民主制带来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分裂的实践中认识到，引自西方的制度并不适合非洲；相反，一党制似乎与非洲的现实更为契合。陆庭恩还注意到，当时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以及苏联及东欧集团强调执政党作用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加强了非洲国家对一党制的认识，这也是从分权制转向集权制的另一个原因。陆庭恩：《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论述》，载陆庭恩：《非洲问题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77—278页。

葡属殖民地的独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经过长期的斗争，先后取得了独立。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70—441页。这个时期与非洲政治发展相关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一些国家明确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如取代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埃塞俄比亚政权；有的国家在口头上表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如马达加斯加、刚果、贝宁等。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也使一些前葡属殖民地明确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国家，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独立后的十年并未给非洲经济带来值得骄傲的成就，而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残酷统治和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将寻求民族独立的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们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四）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非洲的民主化从1990年代开始，至今仍在继续。非洲政治发展在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有三个：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非洲一体进程的加速以及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与经济稳步发展。

从20世纪末期起，非洲政治体制变革的钟摆再一次从一党制和禁党制摆向多党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民主化浪潮是由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促成的。一方面，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由国际金融组织在非洲强行推动的结构调整计划使诸多非洲国家经济受挫，民众不满情绪日增；另一方面，苏联崩溃为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1990年2月，贝宁政府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采取改革行动，召开有贝宁各党派的全国有生力量会议（NationalConferenceofActiveForcesoftheNation），并成立了具有民主特点的过渡政府。这种以“全国会议”（ConferenceNationale）的组织形式而闻名的“贝宁模式”成为后来非洲法语国家（如马里、尼日尔、刚果（布）、马达加斯加等）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榜样。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无条件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等反种族主义组织的禁令。这一决定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一年，喀麦隆、加蓬、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马里、刚果（布）、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国的总统或议会宣布实行多党制，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政府进行了为多党制选举作准备的立法改革；坦桑尼亚和加纳等国政府在全国发起对国家未来政治体制的讨论，为后来进行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参见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95—119页。目前，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在非洲已经确立。截至2005年底，除利比亚、斯威士兰和厄立特里亚三国外，非洲50个国家均已实行多党制。必须指出：非洲的民主化并非“西化”，而是非洲国家在社会条件并不充分的基础上探索政治发展的尝试，是在下层民众的要求和西方大国的压力之结合下促成的。民主化涉及意识形态取向、国家结构、宪制改革、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人事制度等，这一进程也涉及到民族问题。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319—358页。表22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类型

政体类型一次分类二次分类国家名称共和制总统制议会共和制半总统半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塞内加尔（1976—）等一党制总统制赞比亚（1973—1990）等党政合一的总统制加蓬等曾实行过索马里等曾实行过20多个博茨瓦纳等君主立宪制二元君主制斯威士兰议会制君主制莱索托军人执政制军人执政制救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革命复兴委员会全国解放委员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武装部队执政委员会多个非洲国家经历过

这一体制非洲一党制国家向多党制过渡或转变的途径与方法多种多样：由原执政党或政府宣布实行多党制，修改宪法或通过全民公决颁布新宪法，举行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及议会选举，组织新政府（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加纳、毛里塔尼亚等20余个国家）；由全国各党派及政治势力举行多党谈判及协商会议，建立过渡性质的国家机构，负责筹备及监督国家总统及全国立法机构的多党选举，组织新政府（贝宁、刚果（布）、刚果（金）、多哥、尼日尔、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国）；由反政府武装或军人以武力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一党制政权，成立过渡机构，组织多党参加的总统及立法选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马里、莱索托）。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第108—119页。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出正面例证是加纳于2008年年底举行的选举。在各党派竞选过程中，程序合法，秩序井然。第一阶段，竞选双方得票相近，需再次投票。在第二阶段，执政党并未利用手中特权进行暗箱操作，局面稳定。这充分体现了加纳民主选举制的逐步成熟。

非洲民主政体主要是以选举制和多党制为特征。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也集中在政党体制和作用的转变。一个重要现象是政党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20多年里，作为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的政党的地位一度衰落，官僚权力取而代之。政党或因国家机器的扩张而削弱，或为军政权所瓦解。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2］，第8、146页。关于非洲政治改革的定义和对政党制的理解，参见BennoJ.Ddulu，etal.，ThePoliticalEconomyofEconomicGrowthinAfrica，19602000，Volume1，CambridgeUnviersityPress，pp.348390.非洲民主化浪潮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政治多元化，即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存在。由于民主化是西方提供援助的条件，这一进程表现出急功近利和完成程序（主要是多党制和选举）两个特征。其积极后果表现为政治体制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建立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民主体制；政权更替逐步程序化；推动了良政和人权事业。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95—107页。同时，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益明显。

然而，民主化浪潮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一些非洲学者对其反应比较理性：有的认为不能夸大其作用，民主化效果从总体而言并不理想。对非洲民主化改革成果的个案研究和辩证分析，参见E.GyimahBoadi，ed.，DemocraticReforminAfrica—TheQualityofProgress，Boulder：LynneRiennerPublishers，2004.还有人指出，虽然民主化有内部要求，但主要由外部压力促成，这仍是一种精英游戏；民主化主要局限在选举制；随着选举而产生的多党制同时带来了自由和混乱。JuliusO.Ihonvbere，Nigerian：ThePoliticsofAdjustmentandDemocracy，NewBrunswick：TransactionPublishers，1994.在相当多的国家里，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加上政府功能较差，人们只能依靠其他社会网络（族群、村社、家庭、工会或非政府组织）来保护自己。目前，非洲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基础尚未具备，大部分政党不够成熟，其意识形态基础薄弱，缺乏基层基础，动员能力较差，外部压力促使仓促变革。在政府行政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往往将反对现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样，政府行政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因此，要客观看待民主化的作用，这一进程还有待完善。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些好的征兆。政治制度的改革一般都提高了议会的地位，加强了对政府的制衡和对国家总统权力的制约。由于采取选举制度，议会议员的广泛代表性有所体现，同时也加强了议会内部的互相制衡。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参与使地方民众的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当然，众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既为非洲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带来了活力，也给民主政治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五）南部非洲的新生

新南非的诞生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大事件。南非种族主义变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1994年新南非诞生的历史意义已经超出了南非和非洲。不言而喻，它是南非人民用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对饱受种族歧视之苦且经历了殖民主义统治的非洲人民而言，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有四点经验：领袖（曼德拉）、政党（非国大）、战略（以统一的南非为目标）和策略（以和平谈判为手段）的重要性。曼德拉具有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非国大在整个斗争中坚持从南非人民大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善于团结黑人和白人，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各党派组织，求同存异，在曼德拉的领导下以娴熟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统一和稳定的局面。在斗争中，尽管要推翻种族隔离制，但“统一的南非”这一目标始终不变，并成为非国大政策目标的重中之重。在策略上始终坚持和平谈判，只将暴力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无论曼德拉在狱中或出狱后，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非洲黑人领袖。

新南非的诞生具有三重意义。一种看来任何手段也难以解决的问题，竟然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不仅没有经历许多人所害怕的暴力，也没有导致痛苦的争执与分裂，反而激起了一种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这是南非人民的胜利。它通过和平手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保持南非统一的情况下摧毁了标志着种族压迫和歧视的隔离制，从而结束了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统治局面。这是非洲人民的胜利。南非人民通过长时期的斗争，摧毁了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并达成种族和解与建设新南非这一目标的共识，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类奇迹。这是人类正义力量的胜利。

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国家主权的确立是政治现代化起步的根本条件之一。对整个地区更具影响的是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等南部非洲国家进步力量的胜利标志着殖民主义的崩溃、白人政权的垮台和非洲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44—504页。它标志着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的完成（关于南非现代化的具体分析，参见后面专章）。

何以会发生这种变化？除了广大民众坚持不懈的斗争外，还有四个因素。首先，人类进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使然。殖民地已成为一种与人类发展不适应的现象，种族隔离制更遭到人类唾弃。西南非洲、津巴布韦和南非这三个殖民地（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白人政权对广大黑人的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社会隔离。这种统治方式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其次，非洲局势发展使然。1970年代葡属殖民地先后独立，南部非洲成为最后的殖民地；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以坦桑尼亚为首的前线国家加强了对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再次，这与南部非洲社会特点有关。这种社会的统治者为白人集团，他们作为移民，与黑人的矛盾有一种共生的特点。由于历史原因，他们最终不得不同意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以免自身利益受到更大侵害，这是一种历史的妥协。最后，南部非洲白人政权的崩溃得益于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领袖的作用，如罗得西亚的穆加贝、西南非洲的努乔马和南非的曼德拉。


（六）毛里求斯：多元民主政治发展的典范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现代政治发展中，也有一些成功典范。我们在此对毛里求斯作一剖析。自从独立以来，毛里求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改变了国家贫困状况，而且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毛里求斯不仅获得了“阳光国度”、“非洲经济的雄狮”和美名，也取得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模式。有关资料参见ShyamNath&YetiNishaMadhoo,“Asharedgrowthstoryofeconomicsuccess:thecaseofMaritius”，inBennoJ.Ndudu,etal.,eds.,ThePoliticalEconomyofEconomicGrowthinAfrica,19602000,Vol.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p.369400.有关中国学者对毛里求斯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参见刘金源《印度洋英联邦国家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海岛、小国、异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0—283页；蒋华栋《试析毛里求斯议会民主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第62—68页。还可参见余洵《毛里求斯民主政治解析》，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在这种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民主政治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独立后，毛里求斯仍然走的是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拉姆古兰领导的工党赢得大选，拉姆古兰成为毛里求斯总理，这意味着政治权力从毛里求斯法国人和克里奥精英份子手中转到毛里求斯印度中产阶级手中。拉姆古兰执政后，邀请竞选中获得44%选票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参加联合政府，从而形成了由工党、社会民主党和穆斯林行动委员会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这反映了拉姆古兰这位政治家了不起的勇气和智慧。

毛里求斯的政治民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制度民主、共识政治、权力共享。第一，在独立前，由于有一段时间的自治（1961—1967），几次宪政改革使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已经逐步确立，为后来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从而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框架。第二，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各种政党逐渐产生了一种政治共识：抽象的教条和主义没有意义，实用主义成为他们纲领的中心内涵。“左右两翼政党纷纷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向一种中间形式的政治原则靠拢。维护和发展毛里求斯现存的民主制度，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各政党的竞选纲领。”第三，由拉姆古兰开创的一种“权力分享”机制，使各派政治力量从竞争变为合作，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个政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机制也成为毛里求斯民主政治演变中一项重要的制度遗产。刘金源：《印度洋英联邦国家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海岛、小国、异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

当然，民主制度并非万能。蒋华栋分析了毛里求斯民主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尽管有学者认为毛里求斯自独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源自其民主政体的建立与完善，或民主政体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基础，蒋华栋通过三个案例分析后认为，议会民主制对国内经济发展确有影响，但利弊兼之。“一方面，由于各利益集团妥协于社会共识，这保证了毛里求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不可能较大地偏离发展这一政策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各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国家政策也不可能紧紧地扣住发展这一核心，而在一定时期会出现相对于核心的偏离。”民主制度既可以通过政党对于选民的要求来制约经济发展的潜力，也能通过保证国家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和可预见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蒋华栋：《试析毛里求斯议会民主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第62—68页。

毛里求斯的政治发展证明，制度的保证非常重要，但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概而言之，政治领导人的民主原则和妥协精神，使毛里求斯在制度选择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逐渐发展出一套并非完美却能较有效地解决毛里求斯实际问题的政策，从而完成了从“糖碗”到包括制造业、蔗糖业和旅游业三大支柱产业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二、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

（一）非洲一体化：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非洲一体化逐步推进是非洲大陆政治发展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非洲与其他大陆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它从整体上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政治上的殖民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文化上的种族歧视和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十分相似，独立后的发展也具有共同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在相当多的非洲领导人看来，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发展或非洲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非洲的一体化进程，我们应有两点基本认识。其一，强调种族性与大陆性是非洲国家独立前所产生的民族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其二，非洲民族主义具有四个层次，即大陆民族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陆性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的自然基础——地理要素；大陆民族主义则正是非洲一体化的心理情感、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的具体表现，它先后通过泛非主义运动、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以及向非洲联盟的转型来体现。

非洲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是非洲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非洲一体化的理想和现实的交错表现在多方面。非洲一体化的先驱布莱登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在美洲的圣托马斯岛，后来移民到利比里亚。这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和作者”、“19世纪黑人最伟大的战士”、“对西非命运有影响的政治家”是西非早期的教育家，后成为利比里亚的国务卿。令人诧异的是，他最早的一篇学术文章却发表在北美。他在题为“古代历史上的尼格罗人”的文章中提出，黑人应该回到非洲去建立一个“基督教非洲帝国”。这大概是最早设想非洲一体化的文字表达之一。EdwardW.Blyden，“TheNegroinAncientHistory，”MethodistQuaterlyReview，Vol.LI，fourthseires，vol.xxi（January1869），p.93.记得我在多伦多大学求学时，曾经从文献目录上发现了非洲民族主义之父（也可以说是“非洲一体化”之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WilmotBlyden）于1869年在北美宗教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由于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接触过布莱登的资料，读过霍利斯•林奇（HollisLynch）撰写的有关布莱登的论文和主编的《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泛尼格罗爱国者》，对他既敬仰又熟悉，决心一定要找到这篇文章。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在多伦多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找到了此文，如愿以偿。有关中国学者对布莱顿的研究，参见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9—349页。埃塞俄比亚1896年抗击意大利入侵所取得的胜利，也成为了非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在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与欧洲民族主义者在非洲经济、资源、市场控制方面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问题。欧洲列强介入非洲事务并已经形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包围之势，这也阻碍了埃塞俄比亚的现代进程。”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的胜利注入了非洲抵抗欧洲的典范，其历史意义在于埃塞俄比亚成为了“非洲独立和民族自治的唯一典范”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埃塞俄比亚史》（董小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5页。。

20世纪初开始的泛非主义运动曾激励非洲殖民地走向独立。在非洲独立运动中，一些著名的黑人领袖以泛非主义激励着世界各地的非洲人，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也多以非洲统一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如早期美国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MarcusGarvey）发起的“回到非洲去”运动，“泛非主义之父”杜波依斯（W.E.B.DuBois）关于黑人种族对人类历史作出贡献的观点，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阿齐克韦（NnamdiAzikiwe）提出的“复兴的非洲”这一口号，南非祖鲁哲学家伦贝迪（Lembede）提出的“非洲主义”的思想，反殖运动斗士帕德莫尔（Padmore）对泛非运动的鼓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关于“非洲统一”的提法，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对“黑人性”（Negritude）的推崇，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关于“非洲合众国”的设想，还有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马里民族主义领袖凯塔、几内亚首任总统塞古•杜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对非洲统一的向望。这些历史伟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今天非洲一体化的基石。


（二）非洲统一组织：理想与现实的互动

如果说，在非洲独立之前，非洲一体化只是一个理想，一个美丽的梦，那么，在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理想与现实开始互动。1958年4月，加纳独立后一年，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加纳首都阿克纳举行，会议提出了“非洲统一”的号召，并一致同意了四项原则：

1.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在不结盟和积极中立的基础上，为致力于非洲自由和世界和平建立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

2.致力于建立平等的社会经济政策，从而为全体公民提供民族繁荣和社会安全的协调的经济发展；

3.非洲独立国家为解放所有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领土而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

4.非洲独立国家为反对社会歧视和种族隔离制而采取一致行动。SomeEssentialFeaturesofNkrumaism，bytheEditorsofTheSparkandPanafBooks，PanafBooks，1975，pp.7273.

这可以说是非洲一体化最早的实践活动，也是独立国家的非洲领导人为实现统一的非洲所作的最早努力。在随后的岁月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非洲一体化的理想一直存在，为实现非洲一体化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从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到国际政治舞台上非洲国家的统一行动，再到充满希望的非洲联盟的诞生。

约瑟夫•奈在1970年代对地区性组织及其积极作用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五种。第一，地区性组织可防止权力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手中。第二，地区性组织可将具有主权地位的弱小国家组织起来，以制止外来的干涉和由此引起的冲突。第三，通过建立超越国家并限制国家主权的制度，地区性组织可以减轻主权国家体系所面临的传统威胁。第四，通过将国家纳入一个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地区性组织可阻止地区内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第五，由于成员国距离相近并在理解地区性冲突问题上比全球性组织更具优势，地区性组织可以控制地区内国家间的冲突。JosephNye，PeaceinParts：IntegrationandConflictinRegionalOrganization，Boston：Little，Brown&Co.，1974，chapter1.这一观点从强权政治的角度分析问题后的理化概括，主要是从防止过分集权、制止外来控制和冲突危机管理的方面考虑。

这些强调地区性组织正面作用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背景：强烈的冷战气息与传统的冲突论色彩。难道地区性组织只能为克服冲突阻止战争而存在吗？未必如此。非洲学界的泰斗安塔•迪奥普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历史意识统一、语言统一和政治统一的“非洲联邦”的理想，并从能源统一的角度进行了规划。CheikhAntaDiop，BlackAfrica：TheEconomicandCulturalBasisforaFederatedState，LawrenceHills，1987［1974］.从今天强调和平与发展的观点特别是从非洲一体化的现实看，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正面作用更加明显。同一地区的国家完全可以为增强互补优势而结合，从而使经济更为快速地发展；可以为加强地区的合作并更好地发挥优势而结合；可以为遏制地区内的非正常趋势而结合；也可以为促进地区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而结合。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正是为了促进非洲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姚桂梅：《非洲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原因分析》，《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第52—57页；姚桂梅：《全球化中的非洲地区一体化》，《西亚非洲》，1999年第5期，第11—16页。

非洲统一组织40年的工作主要包括引导非洲走向政治解放、促进非洲的团结和统一、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捍卫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及致力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詹世明：《非洲统一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其重大历史作用》，载杨光、温伯友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1—2002）》，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96页。一直致力于推动非洲一体化的南非前总统姆贝基表示：列强们打错了如意算盘，与他们的企图相反，“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惊涛骇浪从开罗一直汹涌奔腾到开普敦，非洲重新回到了非洲人民手中”。

自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以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75年）、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1978年）、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92年）、东非共同体（1999年）等次区域性组织的成立为非洲一体化作了前期准备。1991年通过的《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为经济一体化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目标。

1995年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八卷探讨的一个主题是“泛非主义及其非洲解放与统一的目标，还有为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不同途径”A.A.马兹鲁伊主编、C.旺齐助理主编：《非洲通史》（第八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第11页。。这一目标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非洲统一的广度，它应包括哪些地理范围，是否有阿拉伯国家与黑非洲的结合。其二是非洲统一的深度，它仅限于经济上的合作，还是包括军事、外交甚至政治制度上的统一？这两个问题是地区一体化在形成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非洲联盟的成立至少部分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其成立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非洲国家的共同发展。


（三）非洲联盟的成立

2001年7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37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与会非洲国家一致通过旨在促进非洲复兴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这是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非洲国家希望借助这一战略发展框架，共同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2002年7月，非洲联盟宣告成立，从而在非洲自立自强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成立之日起，非洲联盟就期待由非洲人主导，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非洲地区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为全面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创造条件。

从过去十年的实践中，从布隆迪到刚果（金），从利比里亚到索马里，从苏丹南北内战的结束到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非盟在平息战乱、阻止冲突、维持和平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令人鼓舞的是，非洲联盟在主导非洲内部事务的过程中，依靠次地区组织和地区大国，以推动解决索马里和多哥问题，向苏丹和刚果（金）派遣维和部队，其领导权威已得到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公认。这种在非盟框架内努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态势，为非洲国家保持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样，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的建立、泛非议会的成立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制度的确立，从制度上保证了非洲联盟作为一个大陆一体化的机制保障。从这一系列新制度的创建至少可以说明三点：非洲各国的领袖和人民迫切希望改革；非洲各国的领袖和人民十分乐意与其他非洲国家在互相合作、互相督促、互相促进的基础上一道前进；非洲各国的领袖和人民决心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来面对任何批评，只要能使非洲大陆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一些有影响力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在大力推进非洲一体化。利比亚原领导人卡扎菲和尼日利亚原总统奥巴桑乔都提出有必要建立统一的非洲政府或成立“非洲合众国”，非洲地区大国的领导人也大力推动非洲联盟的各种设想和行动。2006年1月23日，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开幕。非洲首脑会议主席、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讲话中表示，非洲的所有领导人为了非洲的团结、应对非洲的安全与和平事业、加强非洲在文明繁荣中的作用来到了喀土穆，并呼吁非洲领导人重新撰写非洲文明。《非洲首脑会议在喀土穆开幕》，《苏丹新闻》，2006年1月号。我们有理由相信，非洲大陆经过殖民主义统治的磨难和民族国家创建的阵痛，新一代领导人肩负着领导非洲大陆顺应历史潮流的重任，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非洲联盟以及一系列次地区级组织，将带领非洲人民走向新的胜利。

非洲联盟于2002年正式成立以取代非洲统一组织。正如非统组织前任主席萨利姆所言：“毫无疑问，非洲联盟的成立是这个大陆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政治承诺变成具体行动。”非洲以整体实力重回国际舞台是非洲独立自强的重要表现。近年来，欧、亚、美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要一改前些年对非洲的边缘化态度，先后访问非洲。虽然他们的目标不一，但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不言而喻。从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到维护非洲整体利益，从资源和市场潜力优势到促进南南合作的积极态度，从对苏丹问题、津巴布韦问题的一致态度到共同拒绝美国非洲司令部的选址，非洲自主和全方位外交日益走向成熟。有关中国对于非洲一体化的研究，参见罗建波《通向复兴之路：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这是在短短50年里一个曾经遭受奴隶贸易摧残、殖民主义肆虐并受制于当前各种有限的国际环境的大陆在一体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因利比亚问题而遭遇重创。新的非洲联盟主席的选出为非洲扮演更有力的角色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主题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专门论及。


三、非洲发展的重要障碍：内部危机与外部干涉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种环境包括国内和国际。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是一些大国的干涉，从而大大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环境。这种干涉可分为直接干涉和间接干涉两种。


（一）直接干涉

直接干涉指外国（或国家行为体，或其他势力）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对别国事务直接插手进行干预。由于这种对主权国家的干涉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这些干涉的主体只能通过某一载体或某种借口来进行。这些借口可以是阻止混乱局面或独裁政权，也可以是防止国家分裂或宗教冲突，还可以通过援助附加条件的方式来进行。近年来，“人道主义关切”和“反对恐怖主义”是两个使用率极高的干涉借口。1965年刚果（金）的所谓加丹加和开赛的分离是外国干涉导致民选政权倒台、非洲领导人被枪杀的例证。一直被我国学者作为“部族冲突”例证的乍得内战是外国干涉的另一个典型。有关外国对乍得进行干涉的分析，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8章。大国在非洲的冲突直接与乍得内战有关。一位英国学者对乍得的分析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解决乍得国内目前的民族冲突需要作大量的协调努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排除来自外部的插足者”［英］G•阿希沃兹：《当前乍得的民族冲突》，《民族译丛》，1986年第2期，第20页。。


（二）间接干涉

间接干涉是外国或外来势力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进行的干涉，或是外国势力通过各种手段达到影响其他国家政治局势的行为。这种干涉有的以经济援助为筹码，有的通过军火贩卖来实施，还有的则是通过新闻媒体来进行。这种干涉之所以称为“间接”，一是因为这种干涉行动并未由干涉国直接出手，而是通过其他个人或机构来进行，或是通过新闻媒体来进行宣传鼓动。在有些情况下，新闻记者的报道也助长了地方民族势力。这种报道虽然与事实不符，由于是现场报道，更具煽动性或说服力。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干涉他国内政是一些大国达到自身目的的另一种惯用手段。


（三）达尔富尔危机剖析

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是一个典型。这是21世纪前十年非洲发生的一起对国际政治颇具影响的事件，同时也使苏丹的发展进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引发了后来的南北分离。2003年达尔富尔冲突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2004年美国政府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认为这是苏丹政府和“金贾威德”民兵造成的，并推动国际社会对苏丹进行制裁。为了调查真实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4年10月派出五人调查委员会前往苏丹达尔富尔三个州进行实地调查。在与政府和军队高官、叛军和当地首领、国内难民和受害人等各方广泛接触后，委员会于2005年1月25日向安南秘书长提交了著名的《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报告并不否认在达尔富尔出现了某种类似灭绝种族的行为，但并不认为这是苏丹政府有意为之。委员会的结论认为，苏丹政府并没有奉行灭绝种族的政策。《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中文版，2005年2月1日，第4页、第126页。见联合国网站：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5/225/35/PDF/N0522535.pdf?OpenElement《报告》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美国的官方立场，同时指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报告发表后，非盟、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大多表示支持。美国等国家表示反对。达尔富尔冲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环境、民族、宗教和发展等方面。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指出，其主要根源是环境恶化。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SudanPostConflictEnvironmentalAssessment，2007，p.329.http://postconflict.unep.ch.还可参见AdamMohammed,“TheRezaigatCamelNodamdsoftheDarfurregionofWesternSudan:FromCooperationtoConfrontation”,NomadicPeoples,Vol.8,No.2,2004,pp.230240.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制裁和干涉只会使问题更复杂。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地区问题，对当地居民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然而，除美国外，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地区组织都未将其视为“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认为用“种族屠杀”定义达尔富尔危机法律上不准确，也于事无补。参见ArthurBright，“‘Elders’criticizewestsresponsetosituationinDarfur”，TheChristianScienceMonitor，October6，2007.http：//www.csmonitor.com/2007/1005/p99s01duts.html；JonathanSteele，“DarfurwasntagenocideandSudanisnotaterroriststate”，TheGuardian，October6，2005；GérardPrunier，DarfurtheAmbiguousGenocide，London，2005；DavidHoile，DarfurinPerspective，London：EuropeanSudanesePublicAffairsCouncil，2005.危机也反映出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

达尔富尔危机对非洲大陆的现代政治发展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达尔富尔处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即萨赫勒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在撒哈拉南缘地区是普遍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种资源缺乏引发的矛盾甚至冲突只能通过发展经济和加强基础设施来解决。同时也向处于萨赫勒地区的各国政府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只有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问题，协调解决好资源与发展的矛盾，一个国家才能巩固发展成果。第二，民族矛盾的影响。达尔富尔游牧民与定居者的矛盾牵涉到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在非洲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在达尔富尔的恶化以及随之带来的冲突一方面使非洲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民族政策与现代政治的密切相关性，另一方面也提醒了非洲人民，将民族矛盾政治化和国际化只会激化矛盾，破坏国家的稳定，从而为发展带来极大的障碍。第三，国家稳定与周边关系的互动。一个国家的不稳定会给周边国家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不仅使国家的发展出现阻碍，也会给地区一体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大国特别是美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不适当介入使问题复杂化。美国与部分西方国家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主要是基于两点：对苏丹的巴希尔政权的敌视和对中国在苏丹石油取得进展的妒忌。中国一直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由于中国的推动，苏丹后来原则上接受安南秘书长三阶段维和方案，从而大大缓和了苏丹局势。有关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由于本国民族政策和发展政策的不妥当以及大国的干涉，与达尔富尔局势有着密切关联的南苏丹问题开始出现重要转变。南部苏丹通过全民公决，于2011年宣布独立。目前，苏丹与南苏丹就石油的生产与运输及分成问题达成协议。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为苏丹和南苏丹的正常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情况而言，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热点问题开始缓和，苏丹南北和谈在2005年达成全面和平协议，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于2006年签署，南苏丹于2011年正式宣布独立。塞拉利昂、安哥拉、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布隆迪等国的政治局势趋于平稳；刚果（金）问题正朝有利方向发展；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冲突、津巴布韦的政治解决，都表现出一种地区合作和平解决冲突的态势。多党选举的成果逐步稳固。2006年的刚果（金）选举被称为“历史性”的选举；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在近年内顺利完成了选举。加纳2008年选举秩序井然，在因竞选双方得票相近而再次投票时，政治局面稳定，表现出加纳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2012年，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加纳总统米尔斯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因病去世后，三个国家的权力移交平稳实现。这种继任既维护了国家的团结、和平与稳定，也表现了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逐渐成熟，为其他非洲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作出了表率。

然而，科特迪瓦和马里因选举和利比亚事件引发的动荡值得高度关注。这两个国家的局势都充分说明了内部危机与外部干涉的互动关系。


四、非洲政治变迁：成就与问题

对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政治变迁进行概述，如果没有对这一地区政治发展的成就和影响未来发展诸因素的客观分析，那将是不完善的。

目前，非洲大陆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内乱肆虐（刚果（金）、索马里），民主化停滞（喀麦隆、几内亚、尼日尔等），受资源“诅咒”资源诅咒是一种病态经济，也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速度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的困扰（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家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广大民众难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等等。然而，从非洲大陆整体而言，独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基础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非洲教育概况》编写组：《非洲教育概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年。我们还应看到一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家自独立以来由于采取适合于本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尼日利亚近年来不仅偿还了外债，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苏丹一方面保持了经济较为稳定的发展，也偿还了所有外债；加纳、安哥拉等国从军政权统治或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保持着持续的发展势头。同时，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历史的观点来观察整个非洲，我们会看到一个硕果累累、生气勃勃的非洲。略举几例。


（一）非洲一体化

非洲大陆一体化是非洲现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方面。由于特有的历史，一体化在非洲表现为发展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互动。泛非主义一直是激励非洲一体化的崇高理想。非洲历史上有两种一体化。一种是在殖民体系下存在过的英属西非、英属东非、法属西非或法属赤道非洲等，这是殖民宗主国为有效管理殖民地而强加的“一体化”。另一种是独立后非洲自愿进行的一体化，它涉及三方面。一是非洲统一的广度，它应包括哪些地理范围，是仅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是阿拉伯北非国家与黑非洲的结合。二是非洲统一的深度，它仅限于经济合作，抑或包括军事、外交甚至政治上的统一？三是非洲统一的步骤。区域一体化是非洲一体化的必经之路。目前南部非洲的一体化进展较快，其次是西非区域，东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近年也在加速。

独立50多年来，非洲一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是非洲一体化的体现，也在制止边界纠纷和加强地区联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02年7月，非洲联盟宣告成立，从成立之日起，非洲联盟就期待由非洲人主导，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为全面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创造条件。

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欧洲经过近350年的努力，其一体化进程虽在政治上蹒跚不前，但欧盟的成立总算有所成果。同样，北美贸易协定的建立也表明美、加、墨建国约200年后达成了某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然而，非洲在短短50年即向非洲一体化方面迅速迈进。从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到向非洲联盟的成功过渡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次区域组织逐渐拓展，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等次区域性组织的成立既成为非洲一体化的有效网络基础，也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作了铺垫工作。这些一体化组织的机制建设不断推进。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是非洲一体化进程中一次质的转变。它不仅反映了非洲国家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的决心，也是非洲大陆力图通过联合自强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适时应变的举动。

作为继欧洲联盟之后成立的第二个重要的地区性组织，非洲联盟不仅承载着联合自强的历史使命，也肩负着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对外合作等多种实际责任。非洲联盟除了在机制上有各种保障外，也进一步确立战略目标和非洲共同价值观。2009—2012年非盟战略目标包括以下内容：

（1）减少冲突，实现非洲大陆安全和稳定；

（2）实现必要的全洲安全和稳定，为非洲发展和一体化提供前提条件；

（3）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4）促进社会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5）构建开发共享非洲统计数字、研发能力的平台；

（6）增强非洲一体化；

（7）建设和打造全洲性和全球性合作；

（8）促进良政、民主和人权；

（9）增强全非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反应和行动；

（10）推动非洲内部团结；

（11）推动非洲文化复兴，保护非洲文化遗产；

（12）促进非洲社会所有力量积极参与非洲的发展和一体化，并做出应有的贡献；

（13）推动各国批准和落实非盟大会所有法律条约；

（14）推进性别平等；

（15）增强非盟委员会的能力，强化非盟委员会的行动效率和效能；

（16）推动非盟下属各组织间的协调、联系和良好工作关系；

（17）推动非盟同各成员国、地区经济共同体的有效合作与协力；

（18）推进战略伙伴关系，以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和比较优势。AfricanUnionCommission，StrategicPlan20092012，AUC，May19，2009.

2012年1月召开的第16届非盟首脑会议将构建共同价值观确立为“加速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手段”，这也是非洲一体化进程有别于其他地区组织的独特之处。由于从根本上强调以非洲复兴、联合自强、民族和解、民主、法治、良政、尊重人权等理念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非洲联盟不仅增强了非洲各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增强了非洲联盟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从而加强了全大陆共同发展的能力。非盟还多次参与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自主维和能力得到增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是目前其他大陆所不能做到的。

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跨国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保持着强劲的动力，基础设施合作是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目前，在这方面比较活跃的次区域组织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等。这些次区域组织在努力推进地区间的合作。当然，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往往会促使成员国让渡一定的主权，同时也可能要求一些国家作出经济让步。坦桑尼亚由于担心自己的竞争力不够，对东非经济一体化有所犹豫，而肯尼亚政府对此非常积极。本人在2010年5月率领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评估小组对喀麦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访问过程中曾采访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政府负责地区一体化的官员。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小组评估小组对肯尼亚外交部东非司、经济司和中国司官员的采访，2010年5月20日，肯尼亚外交部；评估小组对坦桑尼亚财政部官员的采访，2010年5月23日，坦桑尼亚财政部。虽然这两个重要国家对东非一体化进度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双方都意识到在深化经济社会等相关领域合作的同时，有必要将建设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作为深化地区一体化的重中之重。

在非洲联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合作制定“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这一框架下，东非共同体制定了完善的区域公路、铁路、输电网线等的总体规划。目前在建工程包括非洲南北走廊项目（达累斯萨拉姆至德班）、非洲东西走廊项目（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设立西非交通和能源设施专项基金，大力推进西非电网和西非高速公路网建设。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在展开，博茨瓦纳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蕴藏量高达2000多亿吨。经济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是它瞄准的巨大市场。目前它正与莫桑比克磋商，希望借助东部沿海的港口作为自己煤炭出口的港口。2007年创立的南非的“泛非基础设施发展基金”（PAIDF）是由南非政府担保的。南非拥有的良好信誉有效地承担了整个大陆的风险。该基金在整个非洲大陆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如交通通讯、能源、水和卫生设施。由于有南非政府的信誉担保，加上前景广阔的投资预期，成立几个月就筹集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认为，非洲国家在通过债券发行来融资方面应该形成组织或地区联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发行债券和分配收益，通过使风险集中来减少风险，而不是单个国家独自涉足债券市场。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地区一体化可以提高非洲大陆在国际社会上的分量，加强国际关系中的交往能力和谈判能力，从而为整个大陆争取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有助于优势互补，加强非洲整体竞争力。有的国家缺乏出海口，但有丰富的资源；有的国家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却缺乏一个更大的发挥空间；有的国家具有充够的水利资源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通过区域整合，各个国家的优势将会得到效应的最大化。目前，区域之间的封闭现象和关税壁垒限制了非洲整体优势的发挥，也为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小的障碍。例如从日本进口一辆汽车到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要1500美元，但要将车运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要花费5000美元。丹比萨•莫约指出，从1970年代以来，非洲签署了诸多经贸合作协议，如特惠贸易协定、东南非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但这些协议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她认为，从整合地区优势和提高地区一体化而言，一个简便而有效的办法是从消除大陆内的关税做起。参见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不可否认，非洲一体化还有漫长的道路，也会有诸多挫折。然而，地区一体化进程可以加速非洲国家对人力资源、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运用，从而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中能够实现双赢，促进非洲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当然，这会出现多种困难，如适度放弃主权、对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地区领导权的归属等。（关于非洲一体化，第六章将专门论及）.


（二）人权的促进

非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一直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人权”是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批评非洲国家的根据，也是它们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重要条件。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西方国家对其人权问题的指责。不可否认，对人权的尊重确实是衡量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使用“人权”这一概念时应注意两点：其一，人权在内容和适应对象上有着不同理解。换言之，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权，只有具体的人权，如公民权利、妇女权利、移民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等。其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人权的要求和尊重有不同侧重点。

虽然非洲仍然存在着稳定与公正等问题，但非洲独立以来人权方面的成就不容置疑。社会发展是西方所强调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内容是性别平等，这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社会平等的标志之一。我们来看看人权问题中一个重要方面——妇女权问题。大家知道，欧洲的妇女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赢得了选举权，整个欧洲到1950年才普遍实行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其中德国1918年，英国1928年，法国1945年，意大利1946年，比利时1948年）。C.L.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页。美国妇女在独立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争得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

然而，非洲国家的妇女在独立后几十年内整体上享受到的权利远远超过欧洲和美国妇女。除了享有投票权外，她们中有的当上了联合国大会主席——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于1969—1970年当上了联合国大会主席；有的成为政府部长——伊丽莎白•巴加亚公主早在1970年代就任乌干达外交部长；有的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于200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有的成为总统——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2005年的大选中胜出，成为非洲第一位女总统。2012年4月5日，马拉维总统宾古•穆塔里卡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两天后副总统乔伊丝•班达女士宣誓就任该国总统，成为继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之后第二位在任的非洲国家女元首。

非洲学者曾于1990年提出这个有关妇女政治权利的问题：“将来，非洲统一组织一位女秘书长的产生，究竟会先于还是后于任何非洲国家的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拭目以待。”A.A.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1935年以后的非洲》，第八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663—664页。2012年7月1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19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南非内政部长德拉米尼•祖马被选为新一届非盟委员会主席，非盟委员会主席第一次由一位非洲妇女担任。现在，这个问题已被非洲的政治现实所回答。此外，非洲一些国家的妇女在就业方面也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以南非为例，目前在南非外交部任职的妇女甚至超过男人。截至2010年，南非外交部现有组成人员2382名，其中女性人数为1300人，男性人数为1082人。张伟杰：《南非外交战略中的非洲议程以南非非盟关系为重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论文，2012年，第44页。有关非洲妇女地位的改善，还可参见AiliMariTripp：《非洲的女性、冲突和冶理问题》，见邹恒甫、郝睿主编：《非洲冲突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58—194页；一些非洲国家还对女性在立法机构或政党中设有强制配额，参见该文第177—179页。这种性别平等程度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非洲妇女的这些权利与成就都是欧美妇女无法比拟的。

同样，在一个国家里不同族体享有的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也并非事事如意。它是全球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05年美国的暴力犯罪事件达520万起。白人种族歧视制度持续了200余年，至今仍阴魂不散。在种族隔离制度统治下的南非，黑人曾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然而，曼德拉赢得权力后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种族歧视。虽然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南非在短短十多年即已基本消灭了这种不人道的制度。ANationintheMaking：ADiscussionDocumentonMacroSocialTrendsinSouthAfrica，2006.这是一份南非总统办公室发表的关于南非民族建构的社会发展报告，可在南非政府网站下载。


（三）相对稳定的边界

边界战争成为近代主权国家之间为确立、变更或维护本国国界而进行的战争，与国家版图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边界战争的多少可以反映出近代国家的发展程度。从这一点上看，比较一下欧洲与非洲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的版图变更以及为改变边界而进行的战争，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欧洲现代独立国家体系的出现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为标志，至今已有350多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其中许多都是为更改国家版图而进行的惨烈战争，仅就法国与德国而言，两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就经历了多次攻城掠地以确定边界的战争。T.C.W.Blanning，TheEighteenthCentury，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178217.

非洲国家版图和边界的确立是殖民统治的产物。非洲边界问题专家、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出：研究非洲边界问题的学者均认可两种观点，非洲从没有过严格的边界概念，因为非洲地广人稀，游牧民族迁移和地形极为复杂；非洲的边界是人为造成的，是殖民主义列强强加的。根据原苏联专家阿•葛罗米柯的研究，非洲边界44%是按经纬线划的，30%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的，只有26%的边界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布特罗斯•加利：《非洲边界争端》，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5页。这种由殖民主义者划定的边界使非洲的一些民族或部落被分离。例如，巴刚果人被分割在安哥拉、比属刚果（今刚果金）、法属刚果（今刚果布）和加蓬；埃维人分开居住在加纳、多哥和贝宁；索马里人被分割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吉布提；塞努福人被分割在马里、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阿杜•博阿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出版办公室，1991年，第637页。这一殖民遗产按理说应该引起无数次边界冲突和战争。

然而，非洲的政治领袖从独立始就十分关注边界问题这一“严重的和永久性的不和因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明确规定：“尊重各个成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和独立生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成员国保证以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见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5，169页。“郑重宣布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它们取得民族独立时存在的边界”《关于非洲边界不得改变的决议》，见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第174页。。非洲独立至今50多年，虽然也有少数几个国家发生过边界冲突，但主要是因为跨界民族因素引起。迄今只有两个国家改变了版图——厄立特里亚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去，南苏丹通过全民公决取得独立。可以说，非洲人民以自己的智慧避免了现代国家为了边界冲突而经历过的灾难；非统组织的明智之举避免了因殖民时期留下的不合理边界可能引发的无数纷争。也有学者认为，不论是对殖民主义者还是独立后的非洲领袖而言，这些边界的划定和认可是理性的选择。参见JeffreyHerbst，“TheCreationandMaintenanceofNationalBoundariesinAfric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3，No.4（Autumn，1989），pp.673692.欧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大概无法与非洲国家相比。

当然，非洲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是以上三个方面，还包括现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现代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等。

不可否认，非洲大陆目前也存在着影响地区政治未来发展的一些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和曲折。


（四）良政与治理

这是目前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政权建设，但在有的国家效果不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衡量非洲国家的良政：政府的规模、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效率和政府的合法性。对民族和地区代表性的平衡考虑使政府官僚机构规模扩大，从而使公务员队伍日益臃肿。规模过大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并在规模、程序和效率关系上产生恶性循环。政府规模过小可能缺乏代表性，还会影响社会福利，难以提供职责范围内的服务。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否通过计划、指导和分配经济生活从而真正改善人民生活。这一任务须通过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来完成，将是非洲国家需要努力的方面。政府的效率往往与政府管理工作是否合理有直接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私有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政府状态的私有化，即人人可以随意争夺、浪费甚至侵吞国家权力与财富。

没有程序和章法的私有化带来腐败，可能形成权力与财富相结合并为私利服务的局面。这只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丹比萨•莫约认为，腐败与持续了数十年的援助有直接的关系。援助有时直接支持一些腐败国家，从而在资金和道义上支持了腐败，如美国对蒙博托政权的援助。援助助长了寻租行为，即政府或官员将援款分配和利用作为获取财富的额外手段。随着援助，腐败日益猖獗。非洲国家沦入援助的恶性循环。外援撑起了腐败的政府——为它们提供自由使用的资金。腐败的政府妨害了法律法规执行，阻碍了透明的市民机构的建立，不利于保护公民自由，使其本国及外国投资者都对这样贫穷的国家缺乏兴趣。严重的不透明、愈来愈少的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这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并增加了贫困的程度。贫困的加剧，又导致援助者们给予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则继续让贫困蔓延。这就是援助的恶性循环。”她的结论是：援助不仅助长腐败，而且滋生腐败。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5—38页。腐败是存在于非洲社会的一个痼疾，它也与政府的合法性相关。尼日利亚前总统阿布巴卡尔曾认识到尼日利亚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问题：“对尼日利亚来说，腐败问题并不特殊。任何地方都存在腐败现象。我们似乎在公然指责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他们都是腐败的。与腐败作斗争是尼日利亚人民的责任，以确保我们的工作态度真诚。……腐败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沐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96页。各级政府存在着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一个毒瘤。腐败已经成为侵蚀整个社会机体的社会痼疾，政府只有采取强硬手段，根除腐败现象，通过提高效率，取信于民，才能产生凝聚力。政府的合法性曾是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困境。如果不努力克服腐败问题，政府的合法性仍会存在问题。


（五）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民主化以来的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相当多的非洲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热衷于非政府组织。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计，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增长很快，1999年非洲有1896个非政府组织；2002年有2459个，2004年非洲的非政府组织达到3776个。“Networking：DirectoryofAfricanNGOs”，http：//www.un.org/africa/osaa/ngodirectory/index.htm.两年增长高于50%，这种速度令人惊异。然而，这种统计可能很不完善。例如，2001年埃塞俄比亚的公民社会组织已达910个，除35个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其余都是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和地区性自助组织。肖玉华：《公民社会在当代埃塞俄比亚的崛起及功能》，《西亚非洲》，2009年第7期，第44页。根据专门研究西方援助的罗杰•里德尔2007年出版的《外国援助真的有用吗？》中的统计，肯尼亚一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300个。RogerC.Riddell，DoesForeignAidReallyWork?OxfordUniversity，2007，pp.94106.

一般而言，非洲国家政府欢迎那些致力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但对那些独立的思想库以及媒体方面的组织则多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些组织不仅给施政带来困难，而且在接受援助方面成为政府的有力竞争者。一项近期调查显示：非洲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是政府的3倍多。法国大使馆曾与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乌干达签订了向卡拉莫加地区发放救援物资的协定；美国国际发展署对艾滋病的援助款也多是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放的；英国对乌干达的救援物资也是通过乐施会或拯救孩子等非政府组织发放的。

当然，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不仅是援助，它的政治作用特别是在民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如限制国家权力、防止滥用权威、监督选举、教育公民、扶持边缘集团、提供发展机会等。根据青年学者胡志方和肖玉华的研究，非洲的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提供减贫救灾等社会服务、参与国家民主进程以及调解冲突与稳定社会。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各种冲突的解决活动中，从事冲突预警、人道主义救济、促进冲突解决、冲突后的和平建设以及灾后或战后重建等活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胡志方：《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非洲冲突中的作用与影响》，《西亚非洲》，2007年第5期，第18—22页；肖玉华：《公民社会在当代埃塞俄比亚的崛起及功能》，《西亚非洲》，2009年第7期，第43—47页。实际上，非政府组织在非洲扮演的主要角色是西方援助款项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有助于政治经济改革的公民社会基础。

然而，非洲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发育不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的许多特点在非洲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加之适应能力较差，脆弱性较明显，其发展和完善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陈尧：《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公民社会》，《西亚非洲》，2009年第7期，第33—37页。更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国外，从而使其活动多受外国捐助者的影响。以肯尼亚为例，1993—1996年间建立的120个非政府组织中只有9个的资金来自肯尼亚。TheEconomist，January29，2000，p.25.这样，它们很容易被看做甚至当做国外干涉者或颠覆者的工具。由于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和西方援助者在目标上存在差异，双方关系不断出现紧张的情况。然而，作为援助资金的提供者和援助资金的接受者，西方国家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非洲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对外来资金的依附性，使得它们往往不得不接受西方资助者提出的条件，从而大大限制了它们自身的正面作用，即不利于发挥自己深入民间开展服务的长处，也不利于非洲非政府组织与本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并使西方捐助者掌控非洲相关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尽管非洲非政府组织在运作中想方设法减少来自国际资助者的影响，但从整体看，由于非洲非政府组织在资金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太强，这种依附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胡志方：《非洲非政府组织与国际资助者关系探析》，《西亚非洲》，2010年第12期，第63—68页。非洲政治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合理地将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引导到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良政治理、民族建构和经济建设）中来，并防止那些以“自由主义”为旗号的组织成为国外资金提供者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


（六）人口与健康

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口和健康问题。人口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非洲人口增长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生育率高、儿童比例高、低龄化等方面。非洲人口增长率约为3％左右，大大超过1.2％的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非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呈现低龄化趋势，1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的一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2／3。据最新统计，2008年非洲人口已达9.67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9亿。非洲妇女的生育率居全球之冠，其中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育8个孩子。在避孕措施普及较快的南部和北部非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已从1980年代初的近6个减少到2005年的3个左右，从而使当地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然而，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由于家庭较少采用节育措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仍维持在５—6个之间。在人口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许多非洲国家在减少贫困和提高入学率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有关中国学者的近期研究，参见张善余、彭际作《世纪之父的非洲人口形势》，《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15—20页。。

人口发展趋势是人们对历史和现存的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种理性反应。由于公共卫生系统不完善，全世界每年700万死亡婴儿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500万；截至2007年底，非洲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的67%，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人数的72%。非洲婴儿死亡率高，艾滋病肆虐，这些都成为非洲妇女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解决非洲人口和健康问题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教育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政策的导向等。有一点必须明确：人口是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将大大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不可否认，非洲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都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目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待建立，非洲政治变迁的内外条件有待完善。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不仅仅是非洲人的责任。从1960年代以来，西方大国在千方百计对非洲的发展过程施加影响，替非洲国家提出各种发展战略，制定各种发展计划，并以提供援助或技术支持为条件迫使非洲各国接受西方的发展设计。从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到各种发展战略，从“伯格报告”到“华盛顿共识”。为了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非洲国家不得不按西方国家的意志进行各种并不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改革”。然而，当这种尝试失败后，受到指责的却是非洲国家领袖。这是不公平的。在考察非洲政治与社会变迁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其一，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主要具备以下内在条件：或是民主制度相对完善（如南非和毛里求斯），或是政府权威相对稳固（如苏丹和安哥拉），或是资源丰富且政府行政能力较强（博茨瓦纳和尼日利亚）。其二，一些国家的发展困境主要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或是资源型国家受到外来干涉（如刚果金），或是过多地依赖外来援助（如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或是受到外来影响而导致国家行政能力的弱化（如索马里）。

自独立以来，非洲的政治发展经历了各种变化。有的国家逐步摆脱贫穷走上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如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等）；有的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后开始实践民主选举制并趋于平稳发展（如加纳和贝宁等），有的因政治、经济、民族或宗教矛盾仍陷入战乱之中（如索马里和刚果金），还有的正在经历经济起飞（如尼日利亚、苏丹和安哥拉等）。当然，非洲国家情况复杂，发展各异。虽然一些国家仍受到政局不稳、发展不平衡、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及民族宗教矛盾的影响，但非洲多数国家已开始进入政治发展的相对稳定期。第三章非洲经济发展：波折与探索第三章非洲经济发展：波折与探索


第三章 非洲经济发展：波折与探索

在经过殖民主义统治这一现代化的虚拟起步阶段以后，非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正是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非洲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经济上进入一种依附于殖民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稳稳地建立了自己在非洲大陆的强权，非洲进入了一种“欠发展”状态。所谓“欠发展”，指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发展进程中成为一种受害者，这种状态不同于传统的落后状态，也不是生产力未充分发展的结果。欠发展是“生产力被误导发展”的一种表现。更确切的说，“欠发展”与“发达”是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硬币的两面，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发展造就了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状态。

从历史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主要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形式，外在的形式直接影响到亚非拉地区，或是奴隶贸易，或是鸦片贸易，或是种植园经济。这些形式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有所改变，但不平等的关系却逐渐形成，从而在相关地区的发展历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独立后，这些地区的很多地区之所以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与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已经确立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将在这一章分析独立以来的非洲经济发展。


一、现代化起步：模仿与工业化

这种面向殖民宗主国经济的“生产力被误导发展”是非洲经济结构畸形的一种真实写照。这种误导发展正是在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统治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政治上的独立，非洲国家开始了自己艰难的经济非殖民化过程。

杜蒙教授是一位对非洲深有研究的法国人。他因发表批评非洲领导人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黑非洲步入歧途》（1969）曾经受到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等领导人的指责和抵制。然而，他后来却被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诚挚邀请，到他们国家进行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他指出，“西方的发展模式只有依靠输出通货膨胀和污染，依靠对第三世界的加紧掠夺——例如压低赞比亚的铜价，才能继续存在。”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我们知道，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一个世纪之前的英美两国处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英国和美国启动现代化时能够制定游戏规则，从而在发展道路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掌握了充分的主导权。同时，它们能够从各自的殖民地榨取财富，虽然并非永远都可以榨取，也不是从所有的殖民地都能榨取，但这种对殖民地的控制一方面保证了它们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也建立了它们对殖民地的优越地位，而这种地位在殖民地独立后仍然保持。独立的非洲国家则完全不同。它们不得不在逆境中求发展。

1960—1980期间，非洲的经济发展有以下特点。首先，非洲国家独立后都注重发展经济，并都进行了相应改革。通过“国有化”、“本地化”和“计划化”等措施将原殖民宗主国和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命脉和主导权收归国有，由本国政府经营和管理。此外，大力促进国家的工业化。然而，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因素影响甚至损害了非洲经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际市场的不稳定伤害了非洲经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的大幅涨价使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因进口石油而大受损失。一些农矿产品的价格下跌也造成非洲国家的损失，如1977年铜的价格下跌到20年来的最低点。第二，自然灾害严重。1968—1973年的旱灾使撒哈拉萨赫勒地区遭受严重损失，1981—1984年持续3年的特大旱灾致使非洲的受灾国达到21个。第三，西方国家的转嫁危机。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国家两次遭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为转嫁危机，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在这种较为艰难的情况下，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逐渐形成。然而，非洲国家经济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盲目照搬他国模式，一味强调工业化政策，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体制未得到改善以及过分重视城市化而忽略农村。


（一）在模仿中前行：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

什么是“发展”？对于相当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发展被解释为通过“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首先，它们要找出可以模仿的目标。由于它们长期在殖民宗主国的统治之下，第一代非洲领导人也多有在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留学的经历，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对他们颇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文明只能是英国式的、法国式的或美国式的，发展模式只能是西方式的，因为这是他们所了解的唯一模式。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并赢得独立后，非洲国家要更紧密地融入到西方市场中去。这样，大部分非洲国家根据西方热衷的现代化理论，盲目照搬原宗主国或美国的发展模式，从而一步步地融入了“现代化”的陷阱。当然，也有极少数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由于也是一种模仿或照搬，结果并不理想。

在非洲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突出。第一代执政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几乎都是民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西方受过教育，比较著名的有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加纳的恩克鲁玛、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肯尼亚的肯雅塔、尼日利亚的阿齐克韦等。他们亲眼见证了西方国家的发达状态，转而致力于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他们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做法渗透到每一个方面，即使在要求充分反映本土条件的农业上，也经常出现盲目照抄他人耕作方式和耕作模式的情况，包括作物的引进。例如，在赞比亚南部的土地适合玉米的生长。然而，北部的土地几乎全部都是受到淋蚀的酸性土，并不适宜种玉米。这里的传统作物是小米、木薯、高梁、甘薯、菜豆。全国农业销售局却不收购农民的传统作物。为了实现“现代化”，政府提供大笔肥料补贴，推行化肥的使用。这样，长期有效的有机肥被忽略，以豆类作物为主的轮作制或是用菜豆、花生和大豆等作物实行轮作的方法都得不到发展。一位赞比亚的年老酋长曾这样抱怨：“正是你们白人用自己现代化的农业把我们给毁了。过去我们还有自己世代相传的玉米。起码有饭吃。可是你们说化肥能解决一切问题……现在我们比从前更穷。”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62页。在一味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一些在非洲历史上长期行之有效的本土制度被破坏。实际上，西方的影响并没有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而停止。这种模仿并不局限于对西方的制度。

对社会主义的模仿也是一样。尼雷尔曾在坦桑尼亚实现社会主义。1967年，尼雷尔政府颁布了《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条例，主要原则是走以农村发展为基础的民粹派社会主义道路，即建立农村合作社或实行家庭承包，同时要求国家控制工业，防止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现，并使农业资源掌握在农民手中，反对通过大量工业投资特别是引进外资来促进发展，等等。这种实验并不成功。虽然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如农产品价格下降和石油价格飞涨，但尼雷尔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复制是对制定坦桑尼亚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性失误。尼日利亚著名学者克劳德•阿凯指出，非洲国家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有时这种目标还十分清晰，它们也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政策，有时也是可行的。然而，非洲国家缺乏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是这些国家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其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ClaudeAke，APoliticalEconomyofAfrica，Essex：Longman，1981，pp.143144.我们应该加上一句，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或“东方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模仿，这种削足适履的发展战略是难以奏效的。


（二）工业化尝试与城市化

工业化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成为独立后的首要目标。几乎所有的非洲政府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化进程之中，有的继承了殖民主义统治后期的一些工业化设施，有的则由于发现了新的出口资源产品而卷入了新兴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开发、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和博茨瓦纳的铜矿等，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工业化的新机会。然而，这些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出现了一些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种情况是因强调工业化而忽略农业。由于缺乏农业的相应支持，这种工业化有很大的缺陷。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有的是将重点投资方向放在资源产业，如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赞比亚的铜矿等，从而形成了产业的单一化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铜曾在赞比亚占到出口产品的90%。1977年，世界市场上铜的价格大幅下跌，实际价格下跌到20年的最低点。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下跌给赞比亚政府带来了极大困境。1975年以前，赞比亚政府的岁入一半来自铜，到1978年1月，铜所提供的收入等于零。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88页。有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兼顾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如肯尼亚和博茨瓦纳。独立前的肯尼亚需要从外国进口多种城市用的生活必需品。独立后，肯尼亚政府利用本国原料和从外国进口的原料与中间产品来生产这些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如纺织品、化学产品、纸张、油漆、肥皂、糖、塑料、汽车配件等。制造业发展迅速，1964—1970年间年增长率为7.7%，1970—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9%。加工工业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7—71页。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无疑对独立后非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其消极作用也非常明显。第一，工业化发展战略片面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根本改善。第二，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忽视农业，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促使一种恶性循环的产生。农业落后不仅使粮食短缺，也大大降低了农村的购买力，影响了国内工业产品的销路，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发展的后劲。第三，与重视工业相联系的城市化使城乡差距迅速扩大，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也促使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一种畸形的城市化。第四，一些国家选择的工业项目，规模和技术水平与本国现有的经济水平相差太大。由于缺乏资金，政府过度依靠借债和外来投资，从而加强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1970年的债务为60亿美元，1980年达到843亿美元，1993年为2004亿美元，1994年达到2107亿美元。参见WorldBank,AfricasAdjustmentandGrowthinthe1980s，Washington,DC.:WorldBank,1989,p.20;WorldBank,WorldDebtTables,19941995,Washington,Dc.:WorldBank,1994,p.216.有关中国学者关于非洲债务的研究，参见安春英和杨宝荣的著作，但两位学者关于非洲外债的数目说法不尽相同。一种说法是1970年为60亿美元，1980年达到500亿美元。参见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另一种说法是1970年非洲外债为110亿美元，1980年初达到1200亿美元。参见杨宝荣《债务与发展：国际关系中的非洲债务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页。第五，在以资源工业为重点的国家，过于依赖石油或矿产使国民经济围绕资源产业发展。用托因•法洛拉的话来说，在尼日利亚，“来自石油的收入形成了国家发展的‘单一经济’模式。石油成为经济的中心，来自石油的收入确保了国家对进口的依赖”，这种形成中的资源依赖的格局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沐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34页。关于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可参见陈宗德、吴兆契主编：同上书，14—19页；安春英：同上书，第85—89页。

从独立以来，非洲人口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为粮食供应带来很大压力。虽然农业生产增长率有所增加，但非洲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却是全球各地区最低的。从1970年到1977年，非洲农业年增长率为1.3%。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将发展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以尼日利亚为例。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至关重要。然而，农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在1960年为63%，到1976年，下降到23%。吴慎娴、吴兆契：《非洲的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西亚非洲》，1981年第1期，第44—49页；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由于忽视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逐年下降，农产品出口值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60年占80%，1970年占30%，到80年代初，出口值仅占5%左右，主要是可可出口。独立后人口不断增长（增长率2.5%），而粮食增长率却只有1.8%。由于粮食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率，其结果只能是通过进口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进口费用快速增长。1962年为1698万奈拉，1971年为8791万奈拉，1975年达到2.78亿奈拉，1981年已超过20亿奈拉。食品进口费用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大，1971年占10%，1979年占20%，1982年进口粮食300万吨，其中谷物进口量比1974年增加了近6倍。虽然尼日利亚政府意识到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并先后于1972年实行过“促进全国粮食生产计划”，1976年开展过“养活国家运动”，但因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收效不大。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2—186页。这种过份依赖石油工业的发展战略既给尼日利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也使其经济陷入了危机（参见第十一章）。表31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单位：%

工业制造业1960198219601982埃塞俄比亚1216611马拉维1020a513坦桑尼亚111559续表

工业制造业1960198219601982加纳1082b5肯尼亚1822913塞内加尔17251215赞比亚6336419津巴布韦35351725尼日利亚113956科特迪瓦1423712a1980

b1959—1961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JohnSenderandSheilaSmith，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frica，（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6），p.96.在工业化过程中，一些非洲政府采取的政策实际上鼓励了跨国资本的渗透，而对本国的民族资本并未提供多少机会。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喀麦隆和塞内加尔为例。从1959年到1970年，埃塞俄比亚工业实收资本中，外国资本占43%，由外国控制的股份还不断增长。肯尼亚工业产品中外国公司的也占多数。据统计，1971年肯尼亚的工业产品中，外国分公司生产的至少占43%。喀麦隆的情况更为严重。从1974年到1975年，喀麦隆的工业公司中有71%属于外国所有。在1970年代初期，塞内加尔85%的现代工业属于外国所有。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非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第13页。《非洲秘闻》在1979年8月1日的报道中引用的一项资料认为，法国资本控制了科特迪瓦现代经济中企业资金的45%，法国资本攫取了科特迪瓦全部工业利润的81%。转引自杨劲：《在象牙海岸经济“奇迹”的背后》，《西亚非洲》，1982年，第28页。表321969年和1984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公路长度

单位：千公里

1969年1984年总长度铺设的道路长度总长度铺设的道路长度埃塞俄比亚23.41.7644.33.9加纳33.273.9432.26.08科特迪瓦34.951.346.63.46肯尼亚41.863.0355.356.75马拉维10.50.5610.781.94塞内加尔15.422.0413.93.46坦桑尼亚33.971.8934.223.58赞比亚34.082.4336.845.6资料来源：JohnSenderandSheilaSmith，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frica，（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6），p.92.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试图规范或降低外国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尼日利亚在1973—1977年曾多次发布旨在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的修正案。特别是1977年的补充法案将尼日利亚的工业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种包括技术含量比较低、要求资本也不多的门类，这一类共有40种行业，全部留给尼日利亚人。第二种57种行业，外国人可以作为经营伙伴，但尼日利亚人至少要占到股份的60%。第三种属于高技术类型，共有39种，如造船业和机动车制造，这些行业容许外国人经营，但40%的股份需由尼日利亚人掌握。在一些关键的行业如石油开采和银行业，尼日利亚股份必须占到60%以上。ClaudeAke，APoliticalEconomyofAfrica，Essex：Longman，1981，p.115.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寻求经济独立的努力并不十分奏效，主要因为外国人掌握着技术，这种对技术的垄断使得尼日利亚的经济独立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表33196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公共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及1960—1970年和1970—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的年均增长率

单位：%

公共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a年均增长率196019821960—19701970—1982埃塞俄比亚8168.17.7加纳1077.25.7科特迪瓦41810.08.4肯尼亚111911.89.8马拉维16164.68.0b尼日利亚61310.011.7塞内加尔1320-0.26.4坦桑尼亚922--赞比亚113011.01.0津巴布韦1120-9.9a公共消费包括所有各级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用于国防安全的投入。

b1970—1981

资料来源：WorldBank1978and1984.JohnSenderandSheilaSmith，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frica，（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6），p.83.上述表格说明各非洲国家政府在公共开支方面的扩大。根据实际情况，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在独立后掌握了各个方面的权力，它们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支持相关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与国家有关的机构，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本国企业的投资，如补助、保护或是某种刺激手段。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公共开支在1982年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这从某个角度说明了政府对垄断权力的运用程度。

独立给非洲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关于非洲人口史的研究，参见DennisD.CordellandJoelW.Gregory，ed.，AfricanPopulationandCapitalismHistoricalPerspectives，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87.关于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舒运国《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章专门论及高速增长的当代非洲人口，第20—56页。据联合国的统计，1950年非洲的人口为2.19亿，198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6亿，非洲人口在30年内增长了一倍多。人口增长导致了城市化的膨胀。这种情况在独立后的非洲尤其突出。在同一时期，非洲城市人口从3200万增加到1980年的1.33亿，相当于1950年的5倍。表341950—1980年城市人口在非洲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19501960197019751980东非5.57.5410.6913.2016.14中非14.5718.1025.1629.6634.37北非24.5129.7736.6140.1243.83南部非洲37.2741.7043.7644.8146.49西非10.1513.4817.2719.5822.29非洲14.5418.1522.8525.6728.85资料来源：UnitedNations，“Patternsofurbanandruralpopulationgrowth”，PopulationStudies，1981：68，p.159.从上表可以看出，非洲城市人口呈膨胀趋势。南部非洲的城市化最为突出，但这一情况早在1950年代即已存在。虽然后来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比较平缓，其主要原因是从19世纪末发现了钻石和黄金以来，矿业的开发将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廉价矿工。白人农场主对土地的占有和流动劳工的形成是城市化的另外两个原因。北非的城市化有历史的原因并受生态的影响，因为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绿洲地区。中非的城市化主要也是因为铜矿及其他矿业开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西非的城市化集中在拉各斯、达喀尔和阿克拉等几个重要城市。东非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因此它的城市化人口比率相对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的首都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例如，从1960年到1970年，金沙萨的人口每年递增12%，阿比让每年递增11%，蒙罗维亚每年递增10%，达累斯萨拉姆每年递增9%，内罗毕、拉各斯和洛美每年递增8%。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65页。整个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到1980年大约增加了一倍。


（三）单一经济作物的格局

从殖民主义统治继承下来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种直接影响到非洲经济发展的遗产。独立后的国家政权能否存在下去，非洲社会能否稳定发展，非洲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能否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这些问题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紧密相联。发达国家对原料和热带产品的要求，使得一些具有特有产品的国家能得到由外国公司提供的大量资金，从而在短期内刺激了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单一商品（主要是矿物和农作物）的出口可以从以下表格中看出来。表351970—1975年非洲国家*的20种出口商品

单位：百万美元

197019711972197319741975原油39254828600687882260019300铜147310691155168022901250咖啡828793895119313341200可可69659256374011001150磷酸盐16217020626212701150棉花780848851103912401000木材256265340647654560铁矿石299316331408491560糖153174214288532480花生和花生油230175228248250270钻石270236252295321260烟草82102119154188230棕榈油和棕榈仁12413189115280190柑橘类水果125128132190156180葡萄酒1967089198146150茶叶8486108109123135续表

197019711972197319741975橡胶857363108158100剑麻4436447818895橄榄油23511248520690大米9268617511280总计99271021111870167003363928430*包括阿尔及利亚、贝宁、博茨瓦纳、布隆迪、中非、乍得、刚果、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喀麦隆、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刚果（金）、赞比亚和东非共同体。

资料来源：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SurveyofEconomicandSocialConditionsinAfrica，1976，p.92.引自ClaudeAke，APoliticalEconomyofAfrica（Essex：LongmanHouse，1981），p.98.在上述出口产品中，相当多的国家的出口产品集中在一两种产品上。例如，1970年代中期，乍得出口产品的2/3是棉花，可可占加纳出口产品的2/3，利比里亚3/4的出口商品是铁矿石，毛里求斯出口商品的9/10是食糖，铜占到刚果（金）出口物资的2/5，咖啡占卢旺达43%的出口，埃塞俄比亚的48%，乌干达的61%和布隆迪的84%的出口总值。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86页。表36法郎区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

单位：%

国家年份产品占总出口的百分比贝宁1977棕榈油及其产品22.0棉花20.6可可10.8科特迪瓦1978可可及其产品33.0咖啡25.0木材13.6续表

国家年份产品占总出口的百分比布基纳法索1977棉花39.7家畜29.0尼日尔1976铀64.0家畜15.0塞内加尔1977花生及其产品48.1磷酸盐9.4多哥1977磷酸盐48.7可可25.8咖啡14.1马里1976棉花50.4家畜12.6花生16.4喀麦隆1978咖啡28.7可可34.2木材12.3中非1978钻石37.5咖啡29.6木材16.4刚果（布）1977石油53.3木材16.5加蓬1977石油73.5锰17.4木材7.8乍得1978棉花68.6家畜10.1资料来源：节选自WestAfrica，No.3295，15September，1980，p.1751.ClaudeAke，APoliticalEconomyofAfrica（Essex：LongmanHouse，1981），p.90.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所有国家的出口商品的主要种类都由三个种类构成：主要经济作物、资源产品和家禽。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农产品）包括咖啡、花生、可可、棉花和棕榈油及其相关产品。资源产品有油矿产品，如石油、铀、锰、钻石、木材、磷矿盐等。第二，在这12个非洲法语国家中，11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占到了出口产品的1/3或1/3以上，只有贝宁例外。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的特点在加蓬最为显著，石油输出占到总出口的73.5%，乍得第二，其棉花出口占到出口的68.6%，刚果（布）位居第三位，它的石油占到总出口的53.3%。第三，2/3的国家（8个）都有一种或多种资源产品出口，只有4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乍得）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家禽。加蓬情况最为突出，其三种主要出口商品均为资源产品（石油、锰和木材），占到出口的98.7%之多。刚果（布）的两种也是资源产品，石油和木材占总出口的69.8%。表371961—1970年和1970—198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商品的

数量与价格的年均增长

单位：%

数量价格1961—19701970—19821961—19701970—1982铜2.7-0.39.5-7.2咖啡4.31.00.31.8可可-0.4-1.24.93.0茶9.54.0-4.5-2.8花生油5.4-7.10.1-4.0棕榈油-9.7-6.7-2.3-3.2资料来源：WorldBank，TowardsSustainedDevelopmentinSubSaharanAfrica：AJointProgrammeofAction，Washington：WorldBank，1984，p.68.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初期，国际市场的原材料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大跌，其中铜的跌幅最大，而这正是赞比亚和刚果（金）的主要出口产品；花生油和棕榈油的跌幅也相当大，这两种油料作物都是西非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这种变化给非洲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其结果可想而知。首先是许多矿产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用外汇购买所需进口物资导致赞比亚的国际收支出现巨大赤字。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在预算中对政府开支进行削减，人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食品补贴也被取消。为了应付时局和偿还贷款，赞比亚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债，而条件是赞比亚的货币必须大幅度贬值。哈里斯指出，赞比亚的问题并非是自身的问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喜怒无常才是真正的原因”保罗•哈里斯：《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88页。。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四）科特迪瓦的“奇迹”

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国家为了使发展相对平衡，鼓励产品的多元化，以缓和国际市场突变的冲击。科特迪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科特迪瓦的出口农产品主要有咖啡、可可和木材。独立后，由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领导的科特迪瓦政府先后提出了1960—1970年、1970—1980年两个十年经济发展目标，并相应制定了1960—1965年、1967—1970年、1971—1975年、1976—1980年和1981—1985年的5个发展计划。在第一个十年，政府提出的总目标是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并特别突出了农业的地位，强调要利用土地资源，优先发展农业，即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和鼓励农产品就地加工。这种因地制宜的政策不仅发挥了自身的特长和优势，还解决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大大保证了就业人口。科特迪瓦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强调大力发展出口作物，除了传统的咖啡、可可和木材外，还大力发展了油棕、甘蔗、椰子、香蕉、菠萝和橡胶。它还努力发展加工工业，重视发展民族资本，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2—164页。

在建立进口替代工业方面，科特迪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独立以前，科特迪瓦没有工业，到1968年，科特迪瓦已经建立了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加工工业，如仪器、油脂、纺织、橡胶和木材等加工厂。1960年，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4%，1979年增至12%。工业企业在1960年只有50家，1979年增至619家。1960年至1970年，科特迪瓦的工业产值增加了9倍，1970年至1979年又增长3倍。然而，科特迪瓦并未因为重视工业化而忽略农业。1960年至1979年，科特迪瓦农业产值增加了4倍多。以1977年同1961年相比，咖啡的产量增加了1.5倍，可可增加了4倍。粮食产量也增加不少。1965年稻米产量6.2万吨，1976年达到46万吨。正因为有这种统筹规划，科特迪瓦的经济发展良好，成为非洲的奇迹。1960年，科特迪瓦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407亿非洲法郎，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3美元，1979年增至19420亿非洲法郎，19年增长了11.9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169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4%。陈宗德：《非洲国家三种经济发展类型的比较》，《西亚非洲》，1981年第2期，第19—26页。

这些成就的取得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局稳定和以农为本。然而，科特迪瓦的经济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愈来愈依赖前殖民宗主国——法国。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多样化并未改变出口商品的构成，约3/4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4。传统的殖民宗主关系使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科特迪瓦的经济命脉，这表现在科特迪瓦对法国资金、市场和人员的依赖。科特迪瓦经济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是外来投资，而相当部分来自法国。1980年，法国投资占科特迪瓦工业资本的40%以上，科特迪瓦欠法国财政部的债款高达1200亿法郎。由于科特迪瓦的出口主要是农产品或农业加工品，其主要市场仍是法国。科特迪瓦进口物资的1/3—2/3来自法国，出口商品的1/4输往法国。法国资本控制了科特迪瓦对外贸易的50%。由于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极大地影响了科特迪瓦的经济。

对法国人员的依赖更为突出。独立后在科特迪瓦的法国人甚至多于独立前。据美国报纸1981年的统计，独立后居住在科特迪瓦的法国人比独立前增长了6倍。1980年代初在科特迪瓦的法国人数达52000人，其中30000—35000在私人企业工作，主要担任经理、工程师、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此外，6000人在科特迪瓦政府任职，他们占据了重要的计划、技术、管理等职位。他们的工资远远高于科特迪瓦人。杨劲：《在象牙海岸经济“奇迹”的背后》，《西亚非洲》，1982年第2期，第23—28页。尽管有的西方媒体将科特迪瓦的发展称为“奇迹”，但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不仅不是非殖民化，“反而已经超殖民化”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62页。。科特迪瓦经济的脆弱性已经被中国学者注意，并被后来的发展所证明。杨德贞：《象牙海岸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特点》，《西亚非洲》，1982年第2期，第17—22页。杨劲：《在象牙海岸经济“奇迹”的背后》，《西亚非洲》，1982年，第23—28页。

从1970年代后期始，非洲经济遇到困难。一是一些非洲国家的前期政策开始产生负面影响。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有的逐渐蜕变为独裁体制；EarlContehMorgan，DemocratizationinAfrica：TheTheoryandDynamicsofPoliticalTransitions，Praeger，1997，pp.5372.加之照搬西方（或东方）的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经济发展遭遇困难。二是多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自1968—1973年连续5年非同寻常的旱灾对非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农作物枯死、牲口饿死和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萨赫勒地区受灾特别严重。三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由于1973年阿以战争的爆发，原油价格从年初的每桶3美元涨到1974年的12美元。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使一些非洲的石油进口国雪上加霜，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进口石油金额在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4.4%增加到1980年的23.2%。四是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为转嫁危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和石油价格，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非洲农产品与西方工业品之间的差价日益拉大。1972年非洲用38吨剑麻或7吨棉花可换回一辆卡车；1980年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才能换回一辆卡车。非洲领导人不得不承受这种经济震荡。

二、非洲自主意识、国际金融机构的阻击与替代方案


（一）《拉各斯行动计划》：没有机会实践的纲领

在1970年代末，非洲领导人开始认识到非洲发展的困境，提出了自力更生的观念。在《蒙罗维亚宣言》中，他们明确表示：共同承担义务，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以不断增强自力更生和自足能力；促进和加强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流；建立国家的、区域的组织和机构，以便有助于达到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目标，并致力于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各国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自主能力；实现粮食生产和供应的自给自足，区域的和地区内部的工业发展，在自然资源的管理、勘探、开采和利用方面进行合作，并为此目的而建立适当的机构；发展本地企业、技术力量和工艺能力；在保持、维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方面进行合作；确保发展政策充分地反映非洲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一宣言强调了两点：自力更生和地区合作，依靠非洲自身的力量渡过难关。《蒙罗维亚宣言》（1979年7月），转引自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74—775页。

1980年，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发展战略上取得一致意见：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在非洲实现粮食自给的基础上朝内向性发展转型。非统组织与联合国非洲经委会在强调自力更生方面达成一致，于1980年4月在拉各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首脑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切合非洲本土实际的《1980—2000年非洲经济发展拉各斯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拉各斯行动计划》），全面阐述了非洲未来20年的发展计划，包括粮食与农业、工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科学技术、交通运输、贸易与金融、建立与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措施、环境与发展、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能源、妇女与发展以及发展规划、统计与人口等13个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提出代表非洲自我意识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呢？主要有内在因素与外来推力两个方面的原因。1970年代下半期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下跌的结果可想而知。首先，这些受到伤害的国家必须面对大量公司和农民巨额亏损甚至破产的局面。其次，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岁入一直靠着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下跌使得政府往往要大幅度削减开支，在公共开支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参见下表），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文化、教育和卫生方面，或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涨价。为了应付局面，政府不得不向国际金融组织举债，而条件往往是本国货币的贬值。这种处理方式往往预示着潜在的新危机。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政策的失误、自然灾害的损失和1970年代后期原材料价格的下跌，非洲的粮食和农业形势急剧恶化，人均粮食的生产和供应难以自给，而大量进口粮食使非洲国家的财政陷入困境。表381970年和1982年部分非洲国家对外公共债务

及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美元，%

对外公共债务对外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970198219701982埃塞俄比亚1698759.519.8马拉维12269243.248.8坦桑尼亚248165919.432.7加纳489111622.63.6肯尼亚316235920.539.2塞内加尔98132911.655.0赞比亚623238137.066.3续表

对外公共债务对外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970198219701982津巴布韦233122115.719.1尼日利亚48060854.88.7科特迪瓦256486118.374.3资料来源：JohnSenderandSheilaSmith，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frica，（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6），p.89.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联合国。1979年8月27日至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新的发展观念。与会者提出了三个概念，即整体的发展、内源的发展和综合的发展。非洲人对这些概念有自己的认识。所谓“内源”，实际上代表多层意思。首先，发展应是内源的，不能指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东西来满足自己。西方过度消费已经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其次，非洲人在发展的规划制定上也应该是内源的，自己制定的规划才是最好的规划，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本地的情况。再次，内源的发展还意味着发展的动力和解决方式也要来自内部。如果一味照搬他人的模式，只会走弯路。最后，非洲人而不是国际机构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非洲国家既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扭转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也是在接受了新的理念后力争创造自身的发展模式，《拉各斯行动计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难而可贵的是，非洲摆脱了西方灌输的那种“昂贵的现代化”计划，开始认识到农业在非洲发展中的重要性。非洲粮食问题的根源是非洲国家通常没有把农业置于必须优先考虑的地位，没有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时给予足够的重视，缺乏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和改善农村生活的具体措施。在这一划时代的战略制定中，农业被摆到了首位。《拉各斯行动计划》要求成员国进行制度更新，采取新的农业政策，从而引导小农和农业合作社提高生产率；减少粮食的浪费，强调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促进粮食生产。《拉各斯行动计划》还要求在1980—1985年间应迅速改善粮食形势并为实现谷物、畜产品及渔业生产的自给奠定基础。“优先的行动应该是保证真正减少粮食的浪费，实现明显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强调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促进粮食生产，特别是热带谷物大量的和持续的增长。”行动计划对各成员国提出了要求。各成员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贯彻执行非洲农业部长们制定的非洲地区性粮食计划。近期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在数量和质量上改进粮食作物的生产（谷物、水果、块茎作物、油籽、蔬菜等等）以便替代当前占相当比例的进口产品。同时，这些粮食品种的生产应该在这些作物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受到鼓励。玉米、小米和高粱的种植应受到特别的注意，以便代替对小麦和大麦日益增长的需求。除了对粮食作物的要求外，行动计划还对家畜生产、渔业生产和林业生产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并就收入与价格政策、研究工作、推广工作、农业服务工作、资金来源和实施和监督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规定。

这一行动计划最核心的内容是强调用适合本土的办法解决自身粮食问题以及在工业、交通运输、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科学技术方面寻求自力更生的办法。《1980—2000年非洲经济发展拉各斯行动计划》（徐济明译），引自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76—779页。有关这一计划的内容均引自此处。然而，由于西方集团的阻击和其他历史原因，《拉各斯行动计划》成了一个没有机会实践的行动纲领。关于《拉各斯行动计划》没能实施的其他原因，可参见朱重贵《八十年代非洲经济的调整与改革》，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


（二）国际金融组织的干预：《伯格报告》与结构调整

非洲国家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对现成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早在1979年秋，当时《拉各斯行动计划》正在起草的最后阶段，作为世界银行非洲部门主管人员的非洲财政部长们将一份备忘录送给世界银行行长，他们要求世行准备一份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问题的特别报告，报告应同时包括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办法。一份题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速发展：行动议程》的报告应运而生。WorldBank，AccelaratedDevelopmentinSubSaharanAfrica：AnAgendaforAction，Washington，D.C.：WorldBank，1981.这份报告实际上代表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西方国家的观点，也是后来非洲国家结构调整的指导性文件，因艾略特•伯格（ElliotBerg）受命负责组织和起草这份报告而得名，被称为《伯格报告》。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非洲经济发展所遇困难的看法与非洲国家不同。它们认为，必须从非洲国家内部找原因，即非洲国家必须放弃对经济的控制，对外开放经济，并对国家体制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伯格报告》要求非洲政府进行结构调整，鼓励非洲经济外向发展，并将重点放在扩大非洲经济作物出口上。A.A.Gordon&D.Gordon，ed.，UnderstandingContemporaryAfrica，London，1996，pp.100101.迫于经济危机的威胁和财政的需要，30多个非洲国家为获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不得不接受《伯格报告》，开始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AdjustmentProgram，简称SAP）。

国际金融组织提出的短期稳定经济政策包括改革汇率，实行货币贬值，紧缩信贷，取消物价补贴和控制，撤消最低工资法，税制改革和外债重组。在非洲国家执行了短期稳定经济政策后，世界银行才进一步推出结构调整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受援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恢复还债能力，“明显地改进公私投资和支出的质量”，“通过发展人力资源和组织、机构、制度等，尽快提高非洲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能力”，“为健全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基础”，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减缩和公共开支的削减；国营企业私有化；汇率和价格体制的改革；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KidaneMengisteabandB•IkubolajehLogan，ed.，BeyondEconomicLiberalizationinAfrica：StructuralAdjustmentandtheAlternatives，ZedBooksLtd.，1995，pp.288295；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4—132页。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是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取消国家垄断，推行自由经济；汇率和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加强市场化，其结果是取消消费补贴和价格控制，本地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这一计划虽然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还涉及到对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经费的大量削减，严重影响了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几内亚结构调整的实践：案例分析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几内亚的情况相对较好。然而，这一调整的结果也给几内亚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后果。几内亚在独立后一直奉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根据第一任总统塞古•杜尔的政策，几内亚政府期望建立一个重视人民利益和使人民在各方面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政策包括实行国有化，确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畜产品宣征购制；限制私人经济的发展；同外国资本建立合营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几内亚不仅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除铝土开采业和一些矿业取得一定进展外，几内亚还兴建了纺织、榨油、制糖、制茶、卷烟、火柴、肥皂、印刷、家具、砖瓦等一批企业，运输业也得到发展。然而，几内亚的经济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十分缓慢，国营企业长期亏损，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通货膨胀，财政困难。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几内亚政府也在试图进行改革。陈宗德、吴兆契主编：《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3—141页。然而，塞古•杜尔总统于1984年3月26日猝然去世，一周内，军人政变上台。由于经济状况不佳，军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几内亚开始了世界银行主导下的结构调整。

以孔戴总统为首的军政权经过与世行的几轮谈判后，达成了结构调整的最终方案，并于1985年底分三个阶段开始实行结构调整计划。主要内容涉及价格政策的调整、金融体系的改革、自由市场的规范、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法规的制定，行政改革还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和削减公共开支等。几内亚结构调整进行了币制改革并颁布了汇率政策。汇率贬值是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几内亚货币名称由西里改为几内亚法郎。汇率改革虽然在反映实际价值、平抑私下交易和引进外汇来源方面有所成效，但贬值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对几内亚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金融改革虽然使中央和专业银行的分工明确并因信誉提高而大大增加了储蓄额，但同样产生了信贷不振和贷款走向不合理等问题。农业改革虽然使农产品价格大大提高，市场机制逐步活跃，但导致了物价大幅上扬，从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私营化的进程的最大恶果是使一批国营公司被清理或整顿，主要骨干企业和经济要害部门均被外国资本渗透和控制。行政改革一方面裁减了冗员，公职部门的人数从1985年的9万余人减至5.2万人，但政府功能的削弱和数万名被裁减的公职人员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社会基础。

在世行主导下的几内亚结构调整使经济有所恢复，国力有所增强。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和外贸保持增长势头。结构调整也带来了西方官方援助的增加。然而，结构调整方案带来的负责影响不能小视。债务负担在这一阶段不断加重。1985年几内亚的外债为12.9亿美元，1992年增至19亿美元，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80%。债务成为几内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和严重障碍。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1985年的收支逆差只有1500亿美元，1991年增至6700亿美元。财政状况也没有好转，财政赤字巨大。1993年，虽然几内亚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但财政赤字仍达2878亿几内亚法郎。货币贬值仍在继续，通货膨胀仍高居两位数，对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对生产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张宏明：《几内亚经济结构调整及其效果评估》，《西亚非洲》，1994年第1期，第31—37页。几内亚后来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结构调整带来的不良影响。


（四）结构调整的效益分析

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困难在整个非洲大陆随处可见。尼日利亚的遭遇更为悲惨。货币贬值，价格飞涨，内债与外债攀升，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教育水平下滑，腐败增加，从而导致了政局动荡。尼日利亚历史学家托因•法洛拉指出：“结构调整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与本国政府的计划结合了起来。这是自独立以来，经济改革中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尝试。它导致经济上出现无法想象的灾难、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抗议与暴力活动盛行。尼日利亚与债权国的关系虽因此得到了改善，但结构调整计划削弱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增加了外债，允许资本外流。”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当时不断吹捧结构调整计划所取得的收益，但“这些政策在医治国家严重的经济病症上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最终失败，尽管政府拒绝承认”。托因•法洛拉：《尼日利亚史》（沐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72—176页。

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非洲发展中非常关键的减贫方面，它的影响也主要是负面的。结构调整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贫困人数的增加。以日均生活在1.08美元以下的国际贫困线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人口总数1981年为1.68亿，1987年达到2.17亿，1998年增加到2.98亿。第二，人民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由于结构调整取消了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救济、价格补贴等，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加剧。1980—199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学净入学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第三，就业机会减少，贫困民众生计更加艰难。在1975—1995年间，失业率大幅上升，从10%升至20%—22%。在1980—1986年间，非洲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3.6%。婴儿成活率（即每千例成活率）有所下降。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3—96页；李小云主编：《中国和非洲的发展与缓贫：多元视角的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13—15页。坦桑尼亚中央银行行长恩杜鲁的研究发现，1980年代中期，非洲人的寿命增长过程有所减缓。BennoJ.Ddulu，etal.，ThePoliticalEconomyofEconomicGrowthinAfrica，19602000，Volume1，CambridgeUnviersityPress，p.34.

第四是债务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非洲国家的外债不断增加，特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实施的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洲的外债形势严重恶化。1980年代初，非洲的外债为1200亿美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3400亿美元。《非洲发展报告》的统计数字有所出入，但也反映出非洲外债的严峻形势。1980年非洲外债总额为1233.39亿美元，1990年达到2887.73亿美元，1996年上升到3385.10美元。1980年外债还本付息额为189.77亿美元，1990年为277.38亿美元，1997年上升至325.30亿美元。1980年代，非洲外债总额平均年度上升9.1个百分点，债务本息支付额平均年度上升14个百分点。UNCTAD，“Debtsustainability：Oasisormirage?”，EconomicDevelopmentinAfrica2004，p.6；AfDB，AfricaDevelopmentReport2000，pp.225226.转引自杨宝荣：《债务与发展：国际关系中的非洲债务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35页。虽然美国在1989年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后减去了1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0亿美元债务（占其撒哈拉以南非洲债务43亿美元的小部分），法国也在会前宣布1990年代减免35个国家近24亿美元的债务，但1993年非洲外债仍然高达2004亿美元，1994年为2107亿美元，是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2.8%，相当于当年非洲出口总额的254.5%。根据1995年世行报告，1994年底，28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出口之比高于200∶1。A.A.Gordon&D.Gordon，ed.，UnderstandingContemporaryAfrica，p.116.非洲局势恶化使粮食危机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参见P.Lawrence，ed.，WorldRecessionandtheFoodCrisisinAfrica，WestviewPress，1986.有关数据还可参见《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60页。

在进行结构调整的30多个非洲国家中，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状况不佳。从理论上说，经济自由化应该为那些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带来好的效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在那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如刚果（布）、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调整和改革的效果也不理想。JoAnnPaulson，ed.，AfricanEconomiesinTransitionVolume2：ReformExperience，Macmillan，1999.关于坦桑尼亚的情况，还可参见本书第八章。结构调整要求深化经济自由化和加快私有化进程，加上中央政府简缩编制和下放权利，因而出现了政府职能萎缩、非政府组织涌现和民众参与政治等现象。经济自由化破坏了国家控制（垄断）资源的基础，也刺激了重新分配资源的要求；精简机构和放权可以减少公共开支，但却使政府工作效率降低，加之政府自主能力逐渐丧失，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和相应的公信度。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滑坡使得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贫困化，不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能者加入贫困化队伍。这些累积的社会不满既成为了非洲经济改革和寻求非洲自我解决办法的动力，也成为非洲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之一。

结构调整给非洲带来的诸多恶果可以通过1990年1月15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德德吉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大厦的讲话中看出。他指出公共开支的削减导致非洲的社会发展方面受到各种影响。教育与卫生费用在1980年占总开支的25.2%，到198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1.9%。1960年，非洲文盲人数约1.24亿，到1985年为1.62亿。独立以来，非洲曾在儿童入学和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成就“在80年代几乎丧失殆尽”。他也通过各种数据抨击了结构调整在经济方面造成的负面效应。1980年非洲经常项目赤字为39亿美元，8年结构调整之后，赤字已达成203亿美元。在1980年代，非洲出口额和出口单位价值每年平均下降1.6%和2.3%，进口额年均下降2%，后半期年平均下降3.5%，进口单位价值则年均上涨2%。贸易条件年均下降4.1%，相当于出口收入每年损失10%。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5.1%上升到1988年的21.9%。“‘正统’结构调整方案据称能够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是非洲经验证明恰恰相反。”《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62页。关于结构调整计划在塞拉利昂、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效果，可参见RukhsanaA.Siddiqui，ed.，SubsaharanAfricainthe1990sChallengestoDemocracyandDevelopment，Westport：Praeger，1997，pp15787，168171.

尽管世界银行不承认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并尽一切努力来补救，但这一计划的结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世界银行在1983年、1984年和1989年先后发表了三个有关结构调整的报告后，又于1994年发表了《非洲的调整：改革、结果和前进道路》，以挽回名誉。参见WorldBank，AdjustmentinAfricaReforms，Results，andtheRoadAhead，OxfordUnviersityPress，1994.结构调整计划为何会失败？首先，这是一个出自世界银行的报告，由熟悉西方改革并持有“西方中心论”的学者完成。由于没有考虑非洲的实际情况，加之存在各种偏见，这一计划的失败不可避免。第二，结构调整计划设想非洲的改革可在真空中完成，即它丝毫未考虑非洲的现实如持续内战、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缺失等内在条件的存在。第三，非洲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经济改革在没有政治改革（包括多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第四，这一计划将复杂的经济改革等同于一种典型的技术改革，似乎只要完成一些可计量的指标即可。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因此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阿伊特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医生”和“错误的护士”通过“错误的方法”用“正确的”药品去治疗非洲的病症。GeorgeB.N.Ayittey，AfricainChaos，Macmillan，1999，pp.246259.不管他的分析是否完全正确，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非洲在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时，却经历着边缘化过程。这突出表现在投资减少和债务增加两个方面。在1980—1990年间，外资减少或投资撤出。以英国为例，139家公司中的43家开始从非洲撤资；日本对非洲经济也持悲观态度，1980年代驻肯尼亚的日本公司从15家降到2家。美国也减少了它在肯尼亚的投资。JohnW.Harbeson&DonaldRothchild,ed.,AfricainWorldPolitics,WestviewPress,1995,pp.4445.正如阿德德吉指出的：“1989年非洲所获资金注入继续减少，主要是商业银行借贷、私人直接投资和出口信贷逐年减少。虽然各种官方发展援助略有增加，但无论在实际价值和名义额上都不足以扭转资金流入净额下降之势力。”他在综合了国际金融组织的净流出、资本抽逃、实际还本付息额和贸易盈亏的总数并与官方援助净额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1989年非洲的资金损失总额为55亿美元。《阿德德吉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经济》，《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第61页。私人贷款和出口信贷严重下降。私人贷款占非洲资金流量的比例从1980年的24.6%下降到1989年的6.8%。唐宇华：《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第49页。

对结构调整计划的间接影响须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认识。虽然结构调整计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但它对后来出现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却有所推动。研究表明，尽管新自由主义学派曾预言结构调整将促进非洲的经济增长，实践证明这一预言并未落实。然而，它对非洲的政治发展有所促进，主要表现在那些欢迎结构调整计划的独裁国家或军人统治政权。这些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政治气氛的变化与结构调整直接有关。结构调整对非洲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由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势力要求放松国家控制的压力，非洲国家权力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大削弱。这种国家权力的削弱既表现在政府公共开支的减少，也有政府管理人员的削减，还有相应政府部门的删减。这种削弱不仅大大削弱了本来就不强的政府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减少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在多方面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或方式寻求帮助，从而造成了地方民族主义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扩展。结构调整计划对动员公民社会这一方面的影响也相当明显。ObiomaM.Iheduru，ThePoliticsofEconomicRestructuringandDemocracyinAfrica，Westport：GreenwoodPress，1999，pp.105144.


（五）联合国非洲经委会的替代框架

十年的结构调整并未为非洲带来国际金融组织所承诺的美好愿景，反而将非洲经济推向更困难的境地。为了纠正结构调整带来的不良后果，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于1989年制定了《替代结构调整计划的非洲方案：变革和复兴的框架》（以下简称《替代框架》），提出了以人为中心平衡发展的战略原则，强调非洲国家自己在经济中应起主要作用，以取代结构调整计划。这一《替代框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认识到非洲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环境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因此“不对非洲的政治经济条件进行结构分析，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根深蒂固办法。”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和进出口贸易占据了非洲经济的主导地位；生产基础狭窄导致资金、人才和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环境不断恶化；畸形发展并存在二元现象；经济存在分割性；开放性与对外依赖的矛盾；缺乏制度化能力。

《替代框架》认为非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持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来保障他们的各种福利。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实现具有自我持续能力的发展，这由三个分目标相互联系：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改造非洲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和保持一个持久的资源基础。非洲认识到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制定出的结构调整计划与非洲的现实脱节，其结果证明：“传统的结构调整计划不足以消除非洲经济、财政与社会问题的真正根源，这就急需在非洲有一种替代当前的稳定计划和高速计划的方针。”《替代框架》认为，新的变革性调整应尽量同时加强收入来源、分配和国民收入支出这三个过程，并就加强非洲的生产能力及生产率投资并使其多样化、要素收入分配的类型与水平以及开支格局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的方向。《替代结构调整计划的非洲方案：变革和复兴的框架》（谢健译），引自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84—788页。

冷战的结束使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降低，加之苏联崩溃后东欧国家的转型大大吸引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西方国家对非洲大陆曾一度有所漠视。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弗兰克等人对二战中欧洲国家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的研究表明：一旦摆脱与西方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降低，这种情况反而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我们需要继续研究这一时期非洲的发展与西方的注意力转移（对东欧的重视）有何关系。不容忽略的是，这种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计划开始从宏观上促进了非洲人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新兴经济体的刺激和带动效应，特别是对原材料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非洲的出口，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和重视从另一个方面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这些为非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1995年开始，非洲的整体形势开始有所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经济呈增长趋势。自1995年起，非洲经济开始步入持续增长阶段，1995—2005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3.9%，非洲人均收入也从1995年的674美元增至2004年的805美元。2005年全非经济增长率由2004年的5.3%升至5.4%，2006年增长率与2005年持平，2007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5.9%。200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由2004年的5.3%增至5.8%；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预计为5.2%，2007年将回升至6.3%。IMF，WorldEconomicOutlook，September2006，p.65.

不容忽略的是，非洲的经济增长是否落实到了普通民众的身上？在相当多的国家，民众的生活质量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新的形势下，非洲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挑战，例如发展援助问题、资金缺乏问题、投资环境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经济一体化问题以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等。由于篇幅的问题，这里只想探讨最引起争论的发展援助问题和最为迫切的粮食安全问题。

三、博茨瓦纳：成功典范


（一）博茨瓦纳的发展历程

博茨瓦纳经历了英国80年的殖民统治后，在1966年独立时是一个百孔千疮的贫穷国家，当时位居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位，人均收入只有50美元，被一些西方人士称为“无发展希望”的国家。然而，到1974年，博茨瓦纳就摘掉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并逐渐走上小康之路的国家。1975—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5%，1985—1989年为10.6%，1994—1998年为6.2%。2006年，博茨瓦纳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0.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459美元。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3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833美元。经过40多年的努力，博茨瓦纳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近年来，其经济自由度、国际竞争力和经商环境等方面位于非洲国家前列。主要资料来源为GervaseS.Maipose&ThapeloC.Masheka,“TheindigenousdevelopmentalstateandgrowthinBotswana”,inBennoJ.Ndudu,etal.,eds.,ThePoliticalEconomyofEconomicGrowthinAfrica,19602000,Vol.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p.512546.

博茨瓦纳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1975年。在这一过渡阶段，博茨瓦纳完成了机构的设立，并确定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方向，并奉行一种开放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以尽力获得外援。

第二阶段是1975—1989年，以市场为导向和国家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得以巩固，多党制的政府使博茨瓦纳避免了转向一党制和军事独裁统治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模仿。博茨瓦纳在这一阶段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投资，特别在采矿业方面。这时期见证了博茨瓦纳国家主导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但经济多样化方面做得不够。

第三阶段起于1990年，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政策转型期，即从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到私营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一阶段由于快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诸多问题和因政策转型带来的新问题，博茨瓦纳将面临新的挑战。E.GyimahBoadi,ed.,DemocraticReforminAfrica:TheQualityofProgress,Boulder:LynneRiennerPublisher,2004,p.168.


（二）博茨瓦纳的幸运因素

从博茨瓦纳的发展经历看，三个关键因素对其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幸运因素、政治体制与发展战略。

所谓“幸运因素”是指博茨瓦纳有英明的领袖、民族的同一性和丰富的矿产资源。首任总统塞雷茨•卡马总统是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他不仅作为民主党的领袖领导了博茨瓦纳的独立运动，也对国家制度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民主党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民主、发展、自力更生和团结”的原则，并成为执政党。他于1980年因病去世后，他的好友、副总统马西雷继任总统。马西雷曾任民主党总书记，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他在1998年退休后，由当时的副总统莫哈埃继任。这三位领袖不仅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且保持了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延续性。

博茨瓦纳的人口构成中95%是茨瓦纳族，民族同一性增强了博茨瓦纳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情况在非洲很少见，从而使博茨瓦纳独立后的现代民族建构过程颇为顺利。博茨瓦纳得天独厚，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钻石矿、煤矿、铜矿、镍矿以及苏打灰和盐矿等）为国家独立后的迅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矿产业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柱产业。


（三）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

就政治制度的选择而言，博茨瓦纳建立了基本适合本国国情的多党制民主议会制度。为什么说是适合本国国情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博茨瓦纳除了制定了多种与切合自己国情的法律，如《地方政府法》、《酋长法》、《部落土地法》等，在采纳现代制度的同时也将传统的酋长制度和民众参与政治的制度（Kgotla）很好地结合进国家政治制度之中。在制定区域与国家发展计划时，规定的程序之一即必须通过民众参与政治的制度获得基层民众的意见。这种通过与地方民众沟通和协商的制度设计不仅使各种合理化意见得以表达，还使国家的建设避免了计划与现实脱节。关于中国学者对博茨瓦纳的研究，参见刘乃亚《博茨瓦纳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长期稳定原因分析》，《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第22—27，38页；朱重贵：“非洲四个小国独立后的发展记录给人们的启示”，李保平、马锐敏主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2—56页；徐人龙《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29—33页。从经济方面而言，政府设立了一个具有相当权威的专门指导经济发展的部门——财政发展计划部（MinistryofFinanceandDevelopmentPlanning），对全国的经济规划和发展进行全面指导。它的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广大的私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

第二，它的多党议会制度既有民主成分，也有中央集权的成分。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的制衡是制度中的民主成分。这种制度设计使执政党在支持率下降时能调整政策。1994年，博茨瓦纳民主党的支持率从1989年的67%下降到55%。民主党不得不进行适当改革，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如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成立、总统任期限制为两届等）。这种适时应变不仅减轻了反对党和市民社会的压力，还加强了自身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集权成分指博茨瓦纳民主党一党独大，从独立至今一直执政。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的席位一直在60%以上，1965年、1979年和1989年都在90%以上，最低的1994年也获得了67%的席位。GervaseS.Maipose&ThapeloC.Masheka,“TheindigenousdevelopmentalstateandgrowthinBotswana”,inBennoJ.Ndudu,etal.,eds.,ThePoliticalEconomyofEconomicGrowthinAfrica,19602000,Vol.2，p.517.其次，中央政府掌握着地方官员的任命，这些都是中央集权制的表现。1974年前，地方权力机构在任用公职人员方面曾有过很大的权力。然而，当中央政府发现这种制度为裙带关系和滥用权力提供了各种方便后便收回了权力。除了产业类的雇员外，地方权力机构人员的录用、定岗、调动、提升和培训成为中央政府的统一地方政府服务部（ULGS）的责任。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政府还设立了各种制度以利于管理和防治各种弊病。例如，为了打击经济犯罪和防止腐败，博茨瓦纳成立了专门机构，从而为争取国外投资和合理利用外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博茨瓦纳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和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并存，从而保持了经济的活力。


四、西方发展援助：规模与效益

援助有多种形式，主要有贷款、借款和捐款，也有多种目的，如政治、外交、经济、人道主义援助等。由于现代国际体系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每一个民族国家为自己的利益与他国打交道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日益增多的人认识到，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并未使非洲摆脱贫困，反而使这个丰饶的大陆越来越穷。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2007年9月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明确指出：现在，摆在我们的捐赠者和伙伴面前的问题是：已经花了这么多钱，结果有什么不同呢？过去的50年，你们已经花费了4000亿美元援助非洲。但是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捐赠者应该问问：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我们正在帮助的人做错了什么？显然，有些人没有做对。否则，你花了钱应该有东西拿出来展示。捐赠者也犯了许多错。他们多次假定他们知道非洲国家需要什么。他们想成为那些可以选择在哪里投钱并经营它的人，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只是简单地与错误的人选合作。结果，钱丢了，最后落进了这些人的口袋。我们应该纠正这些情况。转引自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2009年，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发表了《援助的死亡》，对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她顿时成为非洲之星。丹比萨•莫约出生在赞比亚，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她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教育，获得经济学博士，并先后在巴克莱银行、世界银行和高盛集团工作。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对援助进行批判的前人。


（一）对发展援助的批判：历史回顾

早在殖民主义时期，一些欧洲国家即以促进殖民地发展的名义对殖民地进行各方面的投资，英国为此还多次颁布法令，如1929年的《殖民发展法》，1940年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以及1945年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关于英国的殖民地发展与殖民撤退的问题，参见张顺洪等著《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7—67页。法国也有类似举动。从196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对援助体系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例如，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在《新殖民主义》一书中将援助看作是殖民宗主国控制新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他不仅批判了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援助”，还指责这种援助成为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他还指出：“这些就是最新采用的阻挠新兴国家真正发展的一些方法。这些就是新殖民主义的随身法宝，它表面上说是要提供援助和指导，骨子里却是以新老各种办法使有关的援助集团和它们所属的国家取得实惠。”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26—46，60页。保罗•巴兰的批评直接将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与发展援助挂上钩。他认为，“发展援助”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私人资本流动，私人和官方信贷，包括不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筹措的借款。经济援助是帝国主义控制的一种武器。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7—70页。

1981年的两部著作奠定了对发展援助进行批判的基础。一部是《平等、第三世界与经济幻想》，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自由贸易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鲍尔。虽然他的“欧洲中心论”观点非常明显，但他对发展援助的批判值得注意。他有关援助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首先，作为一名崇尚自由贸易的学者，他认为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有意去缩小或消除经济差异的政治行动会导致普遍的强迫行为，从而社会的自由和开放将会停止。第二，第三世界有其发展的优势，西方世界刚发展时甚至没有这种优势；第三世界应该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和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官方援助并非是进步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三，援助会带来各种弊病，援助带来依赖，给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危害。援助本身就是物质增长的障碍。P.T.Bauer，Equality，theThirldWorld，andEconomicDelus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另一部著作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的激进主义的态度。作者海特本人曾在世界银行管辖的一个援助机构工作，由于她揭露的情况非常有杀伤力，欧洲共同体的海外开发署曾拒绝发表她提交给该组织的关于1960年代拉丁美洲援助经费发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因为这个报告对援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海特指出，作为一种手段，援助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方针施加很大影响，使发展方针最大限度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强迫受援者接受的条件看上去是为了振兴受援国的经济，实际上却是为了使其长期保持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是帝国主义的媒介。TeresaHayter，AidasImperialism，Middlesex，1971.此书可从谷歌书库里找到。http：//books.google.co.uk/books?id=LXdeAAAAI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这两位先行者一位是理论家，一位是实践者；一位认为援助是资本的无效使用，另一位认为援助是西方资本主义攫取第三世界的一种方式。两派意见在一点上相同：援助是第三世界发展的障碍。

21世纪以来，发展援助一方面几乎成为过街老鼠，学术界几乎人人喊打；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对非洲的援助虽有起有落，但兴趣未减。那么，为什么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原因似乎在于莫约的双重身份：既在非洲出生，又在美国成长；既有在非洲独立后的1970年代的童年亲身感受，又有在西方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接受的一流高等教育；既有在受援国的成长经历，又有在受西方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和援助国的工作经验。这表明了一个事实：终于有一位熟谙国际援助体系的非洲女性挺身而出，脱去了援助这一长期以来迷惑非洲民众和国际舆论的“皇帝的新衣”。虽然莫约无情地鞭挞了援助给非洲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她对西方援助的意图这一点却是手下留情。然而，只有清楚地认识到非洲在援助过程中的遭遇，才能更好地说明为何援助往往在非洲无效，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二）发展援助的统计

虽然西方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始于独立初期，但援助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则是在1970年代。在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非洲对外来援助的依赖开始出现。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这种现象日益严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70年的债务为60亿美元，1980年增至843亿美元，1989年增至250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5%。非洲的战略地位因冷战结束受到重大影响，加剧了其边缘化进程。表391974—1975年和1979年部分非洲国家官方发展

援助占进口和投资的百分比

单位：%

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的比重官方发展援助占投资的比重1974—197519791974—19751979撒哈拉以南非洲22403154埃塞俄比亚44344766加纳10181524肯尼亚12231824莫桑比克349--塞内加尔25384261坦桑尼亚30574473资料来源：JohnSenderandSheilaSmith，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frica，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6，p.91.从总的趋势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1970年代对外来援助的依赖性提高了，不论是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的比重，还是官方发展援助占投资的比重。在以上6个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的比重在1979年比1974—1975年有所下降。坦桑尼亚在依赖外来援助方面特别明显。它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占进口的比重在1974—1975年为30%，1979年为57%，均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值（22%和40%）；它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占投资的比重在1974—1975年和1979年分别为44%和73%，也大大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值（31%和54%）。根据法国学者卡特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的观点，这种对西方的依附关系是现代非洲的主要特点。

这种趋势在1980年代后日益恶化。仅官方援助一项，1975—1984年间年均增长2.7%，1985—1989年间年均增长6.2%。进入1990年代后，外部对非洲的援助呈下降趋势。这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冷战结束导致非洲地缘政治地位丧失；国际社会的援助大量流向前苏联、东欧地区。舒运国：《外援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亚非洲》，2001年第2期，第36页。然而，这种下降的趋势又很快回升。以1994年和2002年为例，埃塞俄比亚的外来援助占国民收入的22.2%和21.7%，援助分别占总资本的144.4%和105.2%；在几内亚比绍，这两年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7.7%和30.5%，援助占总资本的比例分别为335.5%和198.7%；在马拉维，这两组数字的增长非常快，前一组数字分别为40.0%和120.2%，后一组数字分别为135.7%和160.0%；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塞拉利昂，两个年度的援助占国民收入分别为33.9%和47.0%，援助占总资本的比例分别为348.6%和514.7%，这与塞拉利昂国内局势不稳，经济生产陷入困境有很大关系。然而，卢旺达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在卡加梅总统的领导下，各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经济状况大大好转。1994年，卢旺达的外来援助占其国民收入的95.3%，到2002年，这一数字下降至20.8%，1994年援助占卢旺达总资本的809.8%，到2002年下降到109.5%。WorldBank，WorldDevlopmentIndicators，2004；OECA∕DACStatistics，2011.转引自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援助非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1年，第34页。

一些非洲国家近年来接受外援的情况仍然非常明显。有关中国学者的近期研究，参见严启发《非洲资金流入：现状、评估与展望》，《西亚非洲》，2007年第9期，第35—40页。以布隆迪为例，在2005—2008年这四年中，它接受的经合组织（OECD）官方发展援助分别占到国民收入的46.9%，47.3%，48.8%和43.7%。在利比里亚，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由于前些年的战乱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民选政府的任务非常繁重。资金严重不足一方面影响了恢复稳定的工作，也使依赖外国援助的程度大大增加。虽然相当多的非洲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但利比里亚却不降反升。在2005—2008年这四年里，经济组织提供的官方援助已经分别占到其国民收入的53.3%，58.7%，125.2%和185.8%。WorldBank，WorldDevlopmentIndicators，2004；OECA∕DACStatistics，2011.转引自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援助非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1年，第34页。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援助已经在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成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表3102000—2008年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

单位：10亿美元，时价

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官方发展援助净支付15.616.821.827.329.735.543.539.144.0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除外债）14.515.318.620.525.326.628.335.442.0资料来源：EconomicCommissionforAfrica，AfricanUnion，EconomicReportonAfrica2010：PromotinghighlevelsustainablegrowthtoreduceunemploymentinAfrica，p.101.转引自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援助非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1年，第36页。表3112001—2008年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

单位：亿美元

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撒哈拉以南非洲137.15186.00245.10260.43321.94400.25344.78389.93非洲164.47213.62271.27297.10355.07435.02391.22440.05资料来源：DAC，DevelopmentCooperationReport2006，Table25；DAC，StatisticalAnnexofthe2010DevelopmentCooperationReport.转引自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上面两个不同的表格，一个是来自非洲联盟，一个是来自经合组织。虽然两个表格的类别稍有不同，但都说明一个问题：国际上对非洲的官方援助在逐年增加（2007年有所降低）。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21世纪的前9年里，流入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呈上升趋势，总额从2000年的14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20亿美元。这些援助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提供的。


（三）援助者的态度：坦白、虚伪与自以为是

早在援助体系逐步成型的冷战时期，一些西方领导人就明确表达了发展援助的用意。

肯尼迪在1961年宣布：“现有的外国援助远不能让人满意，我们要在下一个发展的十年中，改变世界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命运，使有朝一日，人类不再需要所谓的外国援助。”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1页。这种宣示冠冕堂皇。然而，在同一年，他也没有掩饰美国援助的真实意图：“对外援助是美国在全世界保持影响和控制、并且支持许多本来肯定要垮台或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的一种方法。”③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1页。尼克松总统在1968年竞选时也明确表示：“让我们记住，美国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别的国家，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科芬（Coffin）说得很明白：“我们基本的、广泛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上的目标，决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为受援国的私人企业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从而确保在国外的私人投资，特别是确保美国的投资受到欢迎和优待。……问题在于要估量用哪种方式可以使发展项目给美国的总体利益带来更大的贡献。”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

今天的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掠夺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极。其援助的目的也主要是政治、外交、经济和人道方面。这种充满着自身利益的目的往往在“援助”的光环下去争取达到。RogerC.Riddell，DoesForeignAidReallyWork?OxfordUniversity，2007，pp.94106.现今的西方领导人似乎更具有“道德”感。2005年7月在英格兰举行的八国峰会上，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将消除非洲贫困的议题列在议事日程的首位。戈登•布朗在向非洲人解释他的大推进援助计划时说：“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将帮助你们获得开展贸易的能力，这不仅是打开一扇门，更是让你们获得跨进大门的能力。’”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2页。这种表态很有意思。首先，他对非洲经济史一无所知。非洲人的贸易经验早于英国的诞生，穿越撒哈拉的商道早已存在。其次，他对早期英国与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史一无所知。早在英国占领尼日利亚前，尼日尔河河口的贾贾国王不仅控制了当地棕榈油贸易，而且要求英国商人要缴纳税款，并自行将大量棕榈油直接运到英国销售。当英国代理领事约翰斯顿命令贾贾停止向英国商人征税时，贾贾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英国外交部提出抗议。约翰斯顿在得到英国外交部关于放逐贾贾的批示后，决定用欺骗的方式和超经济手段将这位颇有头脑和能力的本土商业竞争者制服。1887年9月18日，这位代理领事致函贾贾，邀请他到哈里森兄弟公司的商站开会：我以友好的精神请你参加会议。因此我向你保证，无论你明天接受或拒绝我的建议，都不会对你施行监禁，你一听完英国政府的指示，就可以自由离开。如果你不来参加，那就要对你毫不客气，把你当作英国的敌人看待。我将宣布把你废黜，并把你的市场转交给博尼人。如果你明天参加会议，我立誓担保你能来去自由，决不食言，但如果你不来参加，我就要按照你被控的罪状给你判罪，并立即执行惩罚。艾伦•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上海师范大学《尼日利亚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8页，注释1。贾贾就这样上当受骗了。为了消灭这位强大的竞争者，英国人用阴谋将他骗到船上后送到黄金海岸的阿克拉进行审判后，被送往西印度群岛。MichealCrowder,ed.,WestAfricaunderColonialRule,London:Hutchinson&Co.,1968,pp.119-123;MichealCrowder,ed.,WestAfricanResistance,London:Hutchinson&Co.,1971,p.216.还可参见艾伦•伯恩斯《尼日利亚史》，第222—229页。再次，布朗有意忽略了援助给非洲人带来的各种弊端。用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首席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知道援助的胡话，但他们仍然如此兜售。”转引自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对外国援助的害处，一些理智的非洲人心知肚明。一位肯尼亚的议会议员曾尖锐地指出：外国援助给非洲带来的坏处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非洲无法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制定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今天，非洲的发展计划已经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回廊里划了数千英里。令人悲哀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制定这些发展计划的‘专家们’是那些与当地非洲现实毫无接触的人。NewAfrica，June1992，p.20.GeorgeB.N.Ayittey，AfricainChaos，Macmillan，1999，p.275.他的话一语中的。对援助理论进行过激烈批评的威廉•伊斯特利对制定发展援助或改革计划的人最精典的一句批评是：“计划者们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态度（通常是无意识的）。”这两位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

威廉•伊斯特利既是一位实践者，也是一位学者。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在世界银行工作了16年。作为熟谙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运作方式的学者，他近年来多次对国际援助体系提出批评。他发表的一部专著《白人的负担》的副标题是“为何西方援助他国的努力为害甚多而增益甚少”（中译本将副标题翻译为“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伊特利斯在这本书中对援助的计划者提出了各种批评，如援助者指手画脚的行为，援助供养着糟糕的政府，援助官员不能及时为穷人送去他们急需的东西，盛气凌人的态度和自以为是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问责制等，但他的批评读起来有点隔靴搔痒之感。他在探讨最有效的援助方式时提出了以下五点具体措施。

（1）让每一个援助者对单独的个人负责，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帮助贫困者发展。

（2）让援助机构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探索什么样的援助有效。

（3）根据探索的结果进行试验。

（4）根据从目标受益人群得来的反馈和科学的检测进行评估。

（5）奖惩分明。为有效的干预取得更多的资金，对无效的干预拨回资金。每一个援助者都要在所做的好的方向上进行不断的拓展和专业化。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崔新钰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2、308页。

能够对以往的经验进行反省当然很好，但为什么除了“从目标受益人群得来的反馈”这一条提到了受援助人的作用外（这还是一种被动的作用），其余都与受援者无关呢？为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受援者的主观能动性呢？这不还是援助者在自我设计吗？一个与援助者无关的计划是否会成功，我持怀疑态度。很显然，伊斯特里自己在同一本书中犯了西方国家存在的习惯性的“自以为是”的错误。


（四）发展援助的效益分析

首先，应该肯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形式上是将一些财富（资金和货物）从富国转移到了穷国。从上面的各种统计也可看出，以富国为成员的经合组织每年不断地援助非洲。

然而，受到西方半个多世纪援助的非洲情况如何呢？

对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安春英做了系统分析。通过介绍世界银行的《哥本哈根宣言》（1990）、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千年宣言》（2000）、联合国发展中国家筹资大会通过的《蒙特雷共识》（2002）、八国峰会的多个计划和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巴黎援助效益宣言》（2005）以及《阿克拉行动议程》（2008），她指出了国际社会对非洲减贫问题的关注，分析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她认为，国际援助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解决减贫问题的重要补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减贫资金压力；国际援助直接作用于减贫项目，从而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用于自然灾害、艾滋病、冲突的紧急援助或专项援助使处于困境中的民众及时受益。然而，国际援助也存在着诸多缺陷：首先是国际援助的不稳定性与承约的脆弱性，其次是国际援助的欠协调性与管理费用的高成本性，再次是援助机制的无约束性和政治偏向性，最后是国际援助的附带条件性。安春英：《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8—212页。

发达国家在1970年就公开承诺其官方发展援助将不低于国民总收入的0.7%，但2010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表的统计资料显示：22个成员国中只有5个国家（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主要援助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均未达标。美国和日本当时的官方援助只占国民收入比率的0.18%。有时，发达国家承诺的援助非洲的年度计划，也因种种原因而不能落实。其次，由于各个国家都宣称自己在援助非洲国家，也都有自己的议程和计划，致使非洲国家应接不暇，特别是自然风光和自然环境比较好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我们在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官员的交谈中，他们也提到这个问题。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小组评估小组对肯尼亚外交部东非司、经济司和中国司官员的采访，2010年5月20日，肯尼亚外交部；评估小组对坦桑尼亚财政部官员的采访，2010年5月23日，坦桑尼亚财政部。我平时与非洲一些大使的交谈中，他们也经常抱怨这一问题。韦伯斯特曾指出，相当一部分援助经费用于支付外国技术专家的薪金和为专家们配备高级住宅、交通工具及他们的饮食。“西方援助的25%耗费在专家们身上。除了工资以外，还有旅游费，子女的学费，各种津贴和高级住房等等，全部由受援国包下来。英国专家平均每人一年就得耗费15万美元。”《新国际主义者》杂志，1981年6月号，第9页。转引自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3页。这种高成本必须由受援国承担，也成为它们日前增多的债务的一部分。难怪，战后的西方国家很快形成了一门与发展援助紧密相连的学科领域——发展研究，学校纷纷成立有关院系，各部门成立相关机构，各种项目取得资助，这门学问很快成为一个显学，成为一个行业，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这样，西方的学术与政治有机地在发展援助的节点上结合起来。一批通过学校培养的所谓“发展问题专家”被各种发展机构或国际金融组织派到非洲去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和指导发展援助的实施。GeorgeB.N.Ayittey，AfricainChaos，Macmillan，1999，pp.269275.

由于多方卷入，对援助国、援助流量、援助项目、援助重点以及受益方等多种牵涉面缺乏一种协调机制。由于援助国的偏好和目的性，援助的领域甚至难以纳入受援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之中。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曾在她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位非洲国家前外长的话来说明了中国与其他捐助国的区别：“区别有，大着呢。他们想帮助你的，是你所确定的你自己的需要，而英国、美国，则是由他们来确定你的需要。他们说：‘瞧，我们认为这里有需要。’德国总统访问了，他们承诺1250万欧元的援助。卡巴总统说我们将会用于农村电气化。然而，几个月后，德国援助署说援款将用于他们的人身安全项目。”DeborahBrautigam，TheDragonsGift，TheRealStoryofChinainAfrica，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pp.139140.

国际援助附加各种条件也引发了非洲国家的诸多怨言。这种条件有的是经济上的，例如贷款时提出的附加条件通常是受援国用这些援助经费来购买援助国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援助国因为援助计划而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这种捆绑式援助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反对后，近年来有所收敛，但仍然存在。“接受援助的国家需要购买援助国的或援助国指定的某一团体的特定商品和服务。这种方式还扩展到工作人员的雇用；援助者雇用自己国家的人而不是符合条件的受助国家的穷人作为工作人员。”“援助者对他们想要援助的部门和项目享有优先选择权。”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7页。此外，援助国在援助监管、政策执行等方面也设立诸多条件，从而使受援国承受极大的财政负担。

当然，更具杀伤力的是随援助而来的诸多政治和社会条件。2004年初，布什政府设立了“千年挑战账户”，以加强与非洲的合作，由国会拨款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千年挑战集团对援助对象国有极苛刻的要求，受援国政府必须统治公正，致福人民并鼓励经济自由。该集团参照“自由之家”、世行、世卫、传统基金会等机构的统计数据制定了16项指标来确定受援国。这些指标分为三大类，“公正统治”包括政治权利、公民自由、腐败控制、有效治理、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予民福祉”包括免疫比率、医疗卫生、初级教育、女孩完成初级教育比率；“经济自由”包括监管质量、开办企业的成本、开办企业的时间、贸易政策、通货膨胀、财政政策。16项具体指标参见http：//www.mcc.gov/countries/index.php。很明显，处于发展中的非洲国家要达到由这些发达国家智库设计出来的指标并非易事。如果这些指标都能达到，非洲国家还需要外援吗？

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使受援国承受着各种经济负担和政治压力。然而，世界银行的非洲副行长在分析非洲的能力由于接受援助而受到影响时认为，捐助者和非洲政府事实上一起破坏了非洲的能力，他们破坏这种能力比他们建设这种能力还要快。RogerC.Riddell，DoesForeignAidReallyWork?OxfordUniversity，2007，p.206.

莫约在《援助的死亡》一书中对援助给非洲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她为所谓的发展援助列出了一系列负作用。

援助在非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援助导致腐败，助长腐败，最后摧毁希望。

援助阻碍一个国家正常的公民社会的建立。

援助摧毁了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基本面信任。

援助催生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并培养了一种军事文化。

援助从各方面限制了经济发展，减少储蓄和投资，引发通货膨胀，扼杀出口行业。

援助在非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援助支撑腐败的政府，妨害了法律法规的执行，阻碍了透明的市民机构的建立，不利于保护公民自由，从而也妨碍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所有上述不利因素均不利于经济增长，导致发展停滞，从而使贫困加剧。这种结果反过来导致对援助的更多要求和援助者们提供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进一步使贫困蔓延。援助的负作用不只如此，它还导致了腐败的增长，在缺乏监管的资金的侵蚀下，援助会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一个依赖援助的环境里，本可以建立繁荣经济基础的那些有才能、受过良好教育、有原则的人，逐渐会变得不讲原则、不再高效工作，最终侵蚀这个国家的成长希望。”她对现存的援助体系十分失望，将援助称为“发展的杀手”。她断然指出：“整个援助惨败中最令人沮丧的是：捐赠者、政策制定者、政府、学者、经济学家和研究发展的专家心里明白，援助现在没有效果，过去没有效果，将来也不会产生效果。”

西方对非洲提供援助已达半个多世纪。然而，结果如何呢？两组数字可说明问题：

1970—1998年，在对非洲的援助资金达到高峰时，非洲的贫困率从11%增长到66%，即非洲约10亿人口当中的6亿陷入贫困；

“1970年以来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援助流入非洲，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些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如是说）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5—45，34，33，22页。

为此，莫约提出了自己对削减援款以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办法：像亚洲一样进入国际债券市场；鼓励中国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呼吁发达国家停止各种补贴，以实现农产品方面真正的自由贸易；鼓励金融中介特别是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同上书，第56—104页。她期待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没有援助的世界”。（关于非洲法语国家的国际援助问题，第十章将专门论及）.


五、长期困扰的粮食问题

在非洲，粮食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非洲地域辽阔，是粮食生产的发源地之一。然而，农业一直是非洲大陆的棘手问题。虽然有的国家（如肯尼亚等）在独立后一段时期内曾解决了粮食问题，但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干扰，至今绝大部分国家粮食不能自给，需要援助或进口。非洲的粮食问题十分复杂，主要与高贫困率、农业发展水平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国家发展战略有着直接关系。参见陆庭恩主编《非洲农业发展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姚桂梅《非洲农业危机的根源》，《西亚非洲》，2002年第3期，第22—25页。一旦主要的农产品依赖进口或援助，不论是价格还是条件上都要受人控制。以加纳为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借贷条件上强迫加纳开放国内稻米市场，加上世贸组织施行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以致大量美国廉价米进入加纳。虽然加纳农民生产的糙米营养价值较高，但加纳人宁愿选择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进口廉价米。尽管布什政府表示要对非洲农民进行援助，但遭到拒绝，他们宁愿要公平贸易。非洲棉农的经历与此相同，他们几乎被享受美国补贴的棉花摧毁。非洲共有33个国家2000万棉农依靠种植棉花为生。自2003年以来，西非的棉花价格逐年下跌。在美国，每英亩棉花地享受政府补贴230美元；2004—2005年度，美国政府共补贴棉农42亿美元，同年，布基纳法索的棉花虽获得丰收，却遭受8100万美元的损失。LucyBannerman，“Thefarmersruinedbysubsidy，”TheTimes，April，9，2007.还可参见《乐施会年报》（2005—2006）上的有关报道。

2007年，根据粮农组织的资料，非洲大陆处于粮食危机境地而需要外部援助的国家共有20个。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严重和较严重两种。一些国家主要民众在获取粮食方面都有困难，这属于严重缺粮食的国家。这些国家有9个，即莱索托、索马里、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和塞拉利昂。这些国家有的是因为长期战乱而使农业生产限于停顿，如索马里；有的是处于战乱后的恢复期，如厄立特里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有的是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如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连年不断的干旱使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和毛里塔尼亚都处于严重缺粮的状态。另一类是局部地区处于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有11个，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金）、刚果（布）、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苏丹和乌干达。这些国家有的是因为难民很多，有的是因为内乱，还有的则是自然灾害所致。一方面是人口增长率高，另一方面是粮食生产不足，长期如此，必生内乱。

只有解决粮食的自给自足，非洲才有条件稳定发展。近年来，多种因素导致国际粮价飙升，如粮食需求增加、灾害导致减产、生物燃料的消耗、市场投机行为以及金融危机等，从而给非洲造成了极大困难。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发出警告：非洲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非洲降雨从1968年以来因全球变暖一直在减少，从1990—2000年，非洲森林面积减少了5000万公顷，因而在近30年内遭受了多次旱灾，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使这一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为了缓解困难，非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决定拨款10亿美元，以促进非洲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及农业研究等。

下一章将探讨非洲国家的民族整合这个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却又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问题。第四章非洲现代民族建构：理论探讨第四章非洲现代民族建构：理论探讨本章根据本人的《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第九章修改而成，特此说明。


第四章 非洲现代民族建构：理论探讨

为什么要将国家民族建构作为非洲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来分析，这是基于非洲的特殊情况。无论对非洲、西方还是国际学术界而言，非洲民族的多元化是一种公认的现象。在一次对尼日利亚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的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何者更为重要？（在下列两种回答中标出其一）”，两个选项分别为“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这意味着被调查的尼日利亚大学生要在经济问题与民族问题中选出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如下：在阿赫马杜•贝勒大学，选择经济发展的只有11.9%，而选择民族团结的占88.1%。这种情况在伊巴丹大学和恩苏卡大学也是一样。前者选择经济发展的只有14%，而选民族团结的为85.9%，后者对两种选项的百分比分别为12.3%和87.7%。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务馆，1993年，第759页。可见民族问题在尼日利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甚至大大超过经济发展。虽然我们不能将尼日利亚等同于整个非洲，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对一个曾被肆意瓜分的非洲大陆的国家而言，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识。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利特尔和另一位资深教授奥康奈尔在分析“非洲的机会与选择”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非洲社会具有不同于其他的地区的两个特点，其中之一是高度多元化的民族构成。他们认为另外一个特点是非洲社会倾向于专制制度。这一点肯定会引起不同意见。参见PaulCollierandStehenA.OConnell，“Opportunitiesandchoices”，inBennoJ.Nduluetal.，eds.，ThePolitcalEconomyofEconomicGrouwthinAfrica，19602000，Vol.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118.有鉴如此，我们将国家民族建构作为非洲现代发展过程中除政治演变、经济发展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来阐述。本章拟从非洲国家民族建构（也可简称为“民族建构”）的理论依据、文化措施、法律保证、意识形态与权力分配等方面进行分析，重点强调非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一、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依据

所谓国家民族建构（简称为“民族建构”），是指承认国家内存在多个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事实，致力于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的过程，它包括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一体化、国民性格的培养、国民心理的孕育等方面。在非洲，民族建构最主要的手段是民族整合政策（如坦桑尼亚和喀麦隆等国）和民族同化政策（如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有的国家也采取民族文化自治和多元文化政策（如南非和毛里求斯等国）。宁骚将各国的民族政策列为12种类型。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第377—407页。

非洲的独立国家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它既有非洲传统政治的成分，也包含着殖民主义的遗产；它既是非洲人民长期斗争的成就，又是殖民宗主国政策演变的结果。正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经历了十分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近50年独立后的过程即是国家民族建构的经历。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使非洲人民逐渐认识到民族冲突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也是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威胁。国家强盛需要统一的民族，民族建构成了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任务。


（一）民族建构的6C理论

当代非洲的四位著名学者基泽博、马兹鲁伊、翁吉和博亨在他们撰写的关于非洲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章节中认为，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生活于一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族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可经历六个层次或阶段：共处（coexistence）、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征服（conquest）、妥协（compromise）、聚合（coalescence）。由于在英文中这6个单词均以“C”字母开头，我们权且将这种理论称为“6C理论”。这种理论多少受到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克于1921年提出的“种族关系循环论”的影响；“种族关系循环论”（racerelationscycletheory）是一种种族同化理论，认为种族间的同化过程如下：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适应（accommodation）→同化（assimilation）。可参见RobertE.Park，RaceandCulture，NewYork，1950.然而，非洲学者却在非洲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理论成分。可以说，6C理论是对非洲一个国家内各种文化和不同地方民族关系的最好概括。AliA.Mazrui，ed.，GeneralHistoryofAfricanHistoryⅧ，Africasince1935，Oxford：Heinemann，1993，p.497.当然，提出这一理论的学者们为了追求首个字母相同不免影响了这种理论的完整性。我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加以补充，如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的“交流”，征服过程中必将产生的“反抗”等。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层次是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国家存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与族体互不了解，同时对与其他文化或民族进行接触及了解他人也持保守态度。在共处的环境下，各方都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和趋向保守的思维范式，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并乐于保持这种本土的文化和传统。这种互不了解有多种原因，或是一种刚抵达的迁移者与当地定居者的关系，或是受地理条件的各种限制而缺乏接触，或是由于历史上的交恶而长期保持敌对关系所致。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天的非洲国家，这种情况只能说是特例（如个别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民族）。

第二个层次是接触的关系。不同文化或民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接触，有的通过贸易交往，有的是不同民族的成员在一起工作或学习，有的参加同一政党，有的互相欣赏对方的音乐或艺术。在各种社会生活中，不同文化开始接触。这些接触包含各种内容，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包括宗教仪式和意识形态）的接触。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非洲人的价值观、处世哲学（如对最高神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崇拜）和文化传统（如长者和智者的观念、武士的习俗和圣人的道德等自古以来的共同传统）可以在各个文化之间的不同层面互动。值得提出的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不同民族或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必然导致交流，这种交流将促进相互了解。在有的情况下，这种交流将促进一体化，即双方的相互接受和融合；在有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取长补短或相互补充的过程。概而言之，民族的交流可以引发诸多良性互动。

族际关系的第三个层次为竞争。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在自然资源的分布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这种再分配与政治权力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从理论上说，独立为各个民族进入社会各种领域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由于殖民政策（如“分而治之”与“间接统治”制度）遗留的问题，各民族的机会在实际上并不平等。这样，对资源、权力或机会的竞争不可避免。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晦的。这种与分配方式紧密相联的竞争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种竞争往往带有过渡性，很快就会得出结果；而且由于有各种新的机会和各种因素，这也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第二，如果仅从民族或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忽略不同阶级或集团的需要，这种解释有简单化的倾向。

征服是不同族际关系的第四个阶段。在激烈的竞争中，某种文化或族体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占据优势时即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思想可能比其他思想更有影响力，或一种新的价值系统在对资源、权力和机会的分配过程中占有更为有利的地位。当某一个地方民族在整体上占据优势时，其成员的机会比处于劣势的民族更多。居于优势的民族在竞争甚至政治斗争中可能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特权可能产生，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可能盛行，从而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治霸权和个人专制。这种“征服”在一些国家导致了恶性循环，使原有的竞争机制（尽管不平等）和多元化逐渐消失。在所谓的“征服”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同一个民族集团中各成员由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同样存在着机会上的不平等。

征服的后果往往是引起反抗，因而“征服”的状态不可能持久。达到新的平衡的途径是各种不同民族、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妥协，这是不同文化或族际关系的第五个阶段。被征服的结果意味着失去权力，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资源和机会，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往往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以保持或夺回失去的权力，甚至不惜以“分离”为代价。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度里，因民族冲突而引发的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均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局。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文化传统在斗争中逐渐发现一种双方（或多方）均可接受的方式，族际关系乃至各种社会伙伴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多元体系取代了征服带来的专制，个人主义可以与集体主义并存，民族主义可以与多元文化共存。

第六个阶段是聚合。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不仅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经过妥协达到的平衡使各种文化和不同民族有机会重新去审视其他文化或其他民族。由于相互交流和相互妥协，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互相吸收的过程中趋于一种新的“非他非我”的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往往以一种更为宽阔的容量和空间及更大的认同感来容纳不同观点。“那种扩大的认同感可能将成为民族意识。族体性与民族意识融为一体。一种民族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当然，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


（二）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互相转化

我们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伊格博人感到自己在政治权力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要求分离。1966年7月底，伊龙西政权被推翻后，先后发生了两次屠杀伊格博人的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伊格博人被赶回东区。1967年3—4月，为了打击地方民族主义，戈翁将军的新政府制定了新的行政区划草案。这一计划将东区内盛产石油的地区划给以贾瓦族为主的东南州，伊格博人只分到一块资源贫乏的内陆地区——中东州。伊格博人除失去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石油资源和对石油的控制权外，还失去了出海口——哈科特港。5月30日东区军事长官伊格博人奥杜梅格伍•奥朱古宣布脱离尼日利亚联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国”。同年7月，政府军向比夫拉进攻，内战爆发。在内战持续的两年半里，“比夫拉共和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驻外代表，有代表国家的各种现代标识。最后，比夫拉战败，国家重新统一。

尼日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在内战爆发后一个月发表的题为《让我们想想这次战争的后果》的文章中一方面谴责奥朱古的分离行动是一种失算，同时也要求联邦政府拿出一种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目前的冲突中无人可以获胜，只有人力物力的不断浪费和一种表面的控制权，这种控制迟早必将在我们面前爆炸，将国家炸得粉碎。”WoleSoyinka，“Letusthinkoftheaftermathofthiswar”，DailySketch，August1967.引自RuthFirst，TheBarrelofaGun，London,1970,p.351.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虽然这是一次由军队首脑领导的分离事件，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东区伊格博人认同感的两次转变：从认同于尼日利亚人转变为认同于伊格博人；又从认同于伊格博人转变到认同于尼日利亚人。换言之，当伊格博人认为作为尼日利亚人所得到的利益小于作为伊格博人的利益时，或伊格博人从整体上感到在尼日利亚联邦中所受不公正待遇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们可能愿意作为伊格博人而放弃作为尼日利亚人。如果从思想上分析这种认同，这是从民族主义向地方民族主义的转变。比夫拉事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伊格博人重新接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重新对尼日利亚作为自己所属国家的合法性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同对某些人带有强制性的成分。

概而言之，国家民族与地方民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适当。国家的宪法往往规定人民的福利是政府的首要目的。例如，尼日利亚1976年宪法草案的第8条明确规定：“人民的福利应为政府的首要目的；政府必须对人民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ColinLegum，AfricaContemporaryRecord，AnnualSurveyandDocuments，197677，NewYork：AfricanaPublishingCompany，1977，C66.如果国家政权弱小，它就不能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和福利条件；有时公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能寻找其他的保护者，从而为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反之，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为各个民族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环境和资源，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创造条件，这将有助于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


二、国家民族建构的文化政策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现代国家的建立往往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统一的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为先导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全国市场的建立为现代国家创造了物质条件，统一的政治体系（包括政体、国体、政权和边界等）使现代国家有一个躯体，民族文化的一体化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精神。以德国民族为例。普鲁士确实是通过铁血政策和一系列的战争在关税同盟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然而，如果没有从18世纪就与渗透德意志骨髓的法兰西文化进行的斗争，没有在这种冲突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没有歌德、莱辛、赫尔德等一批致力于创立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德意志帝国能够诞生吗？推而广之，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民族文化一体化的推进者。

非洲的国家形成有所不同。在非洲，绝大部分国家是殖民统治的催生物；现代国家的产生虽然也有传统政治的成分，但殖民主义遗产是主要因素。换言之，非洲的现代国家是在缺乏现代经济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的母体上由殖民统治这一“助产婆”催生的“早产儿”。然而，独立国家的存在已是现实。非洲国家领导人只能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加速实现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独立后，非洲国家采取了旨在民族建构的多项文化措施。我们之所以强调这种政策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这些政策既代表了非洲政治领袖们促进民族一体化的意志，也在广大普通民众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民族性建筑物

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均修建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型建筑物，如索马里国家剧院（1967年11月竣工）、苏丹喀土穆友谊厅（1976年5月）、扎伊尔人民宫（1979年5月）、喀麦隆会议大厦（1981年10月）、刚果（布）会议大厦（1984年6月）、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等。由中国援建、帮助建成或承建的体育场就有塞拉利昂体育场（1978年10月峻工）、坦桑尼亚桑给巴尔阿曼尼体育场（1970年代末）、索马里摩加迪沙体育场（1970年代末）、贝宁友谊体育场（1982年6月）、摩洛哥综合体育设施（1983年6月）、毛里塔尼亚奥林匹克体育中心（1980年代初）、塞内加尔友谊体育场（80年代初）、肯尼亚莫伊国家体育中心（1987年4月）、扎伊尔体育场（1993年1月）、利比里亚综合体育场、布基纳法索体育场、塞舌尔国家游泳馆、卢旺达国家体育场、吉布提哈桑古莱德体育场、冈比亚国家独立体育场、津巴布韦国家体育场等。以上资料引自《中非友好合作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如果仅将这些举动看作非洲领导人好大喜功的表现，是十分肤浅的。这种做法具有更深层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它既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成就，也是非洲国家的独立标志，同时是新的民族象征物。更重要的是，这是文化上的非殖民化的重要表现，也是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具体行动。当外国人赞美索马里国家剧院时，他们绝不会说“瞧！英属（或意属）索马里的国家剧院多漂亮”，而是“索马里共和国的建筑多漂亮”。同样，当索马里人自己看到这一剧院时也绝不会说“这是萨马勒人的建筑”或“这是萨卜人的建筑”，而只会说，“这是我们索马里人的建筑”。同样，当全国各族人民来到塞拉利昂国家体育场参加比赛时，他们可能会想到要与其他民族的比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亲眼看到自己国家的体育场，从而感到作为塞拉利昂人的骄傲。这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建构的过程。


（二）地理名称的民族化

殖民者自称“发现”了非洲，殖民统治者自称“治理”了非洲。在这种“发现”和“治理”中，非洲地名的民族语称呼被抛弃，而代之以殖民宗主国的各种名称，如城市、街道、河流、湖泊、港口、瀑布等，均换上了非洲人陌生的殖民名称。有的是以殖民宗主国的统治者（国王、女王、王朝）的名称命名的，如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以英国女王命名）、萨达班代拉（以葡萄牙总理命名）、伊丽莎白港（以英国女王命名）、波旁岛（以法国王朝命名）等；有的是以殖民者或探险者的名字命名的，如纳米比亚的吕德里茨（以德国殖民商人命名）、安哥拉的席尔瓦波尔图镇（以葡萄牙殖民商人命名）、刚果的斯坦利瀑布（以英国探险者命名）、赞比亚的小镇利文斯敦（以英国探险者命名）；还有的是以殖民总督或行政官的名字命名的，如罗得西亚（以英国殖民主义者、开普殖民地总理命名）、木萨米迪什（以葡萄牙驻安哥拉总督命名）等。可参见孙恒忠《非洲地名的殖民起源》，《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田伯平《殖民侵略者与非洲地名》，《地名丛刊》，1987年第5期；周定国《纳米比亚地名的语言类型》，《地名知识》，1990年第2期。

这些非洲地名原来均有自己的名称，例如津巴布韦人将“维多利亚瀑布”称为“曼吉昂多尼亚”，赞比亚人将其称为“莫西奥图尼亚”，意思均为“声若雷鸣的雨雾”。用西方语言和殖民者命名的这些殖民统治遗产就像留在非洲独立国家脸上的疤痕，一些非洲国家独立后相继对这些地名进行了更改。以安哥拉为例。从1977年起，安哥拉政府开始逐步废除葡萄牙殖民主义留下的地名，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规范地名，以实现全国地名的“安哥拉化”。1977—1980年间，安哥拉更改了上百个地名，大部分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地名。沈世顺：《安哥拉主要地名的起源与更改》，《西亚非洲》，1983年第5期；周定国：《安哥拉地名的更改》，《地名知识》，1985年第4期。这种改变殖民统治遗产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比较普遍，如乍得的拉密堡被改成了恩贾梅纳，阿尚堡改为萨赫尔。这既是进行文化非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建构的具体措施。


（三）民族文化运动

在一些国家，民族文化运动即“民族化运动”，（也有的国家称为“文化革命运动”）成为很多国家独立后的一项主要运动。当然，这种运动有极强的政治含义，但这种政治含义却是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一运动中，殖民主义统治的各种象征物被摧毁，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各种象征。非洲各民族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被发扬光大，一直在非洲知识界中流行的西服和领带让位于被重新推崇的民族服装，一直在非洲人中间颇为引以自豪的西方姓名被非洲民族姓名所取代。一些国家组织各级宣传机构，建立新的音乐美术学校，利用民族歌舞和非洲美术进行民族感的培养。大学开设了研究本地文化的科目，一些国家开始修建国家博物院，以宏扬民族文化遗产。

非洲的民族服装是很有特色的。然而，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非洲人丧失了对自己民族服饰的自豪感。独立后的非洲领袖在这方面的表率作用相当重要。有的领导人认识到，非洲民族服装也可以成为民族文化一体化的工具。为了推动坦桑尼亚的民族建构进程，尼雷尔在衣着上煞费苦心。他喜欢经常戴一种桑给巴尔地区居民称为“科菲阿”的阿拉伯便帽。1966年他在塔波拉视察时戴着这种便帽，并自豪地称之为“坦桑尼亚便帽”。当时，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才两年，坦桑尼亚的民族整体意识并不强。很明显，尼雷尔戴“桑给巴尔便帽”既是为了对桑给巴尔的文化传统表示尊重，也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的坦桑尼亚民族将吸收各个地方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几乎所有在西方受过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都喜欢西装革履，他们一方面以西服为荣，一方面也以此作为地位的象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则与众不同，他喜欢穿一件无领的外套式衬衫，配上一条用自挺衣料裁剪的裤子。这是种制服穿着既方便又凉爽，很适合坦桑尼亚的气候条件。由于尼雷尔的亲自推广，达累斯萨拉姆有地位的人都学着自己总统的样子穿起了这种被称为“坦桑尼亚服装”的制服。威廉•埃杰特•史密斯著：《尼雷尔》（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页。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十分重视教育与文化事业对民族建构的作用。为了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政府每年度的预算支出中，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经常占据首位。同时，政府实施了“文化分散”政策，鼓励地方发展文教事业，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为了推动民族建构，发展非洲文化和艺术事业，先后创建了高等艺术师范学校、国立美术学校、音乐舞蹈戏剧学院和建筑城市规划学校等艺术院校，为国家造就了大批文化艺术人才。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注意收藏和保存有价值的文物和艺术品，积极发掘民族艺术宝库。这些政策对铸造民族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34—235页。

在推进民族化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在扎伊尔推行的“真实性运动”。这一运动于1970年代初由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发起。蒙博托在1972年3月欢迎罗马尼亚总统的宴会上曾对“真实性运动”作了说明：“我们采取真实性政策，绝不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并不仇视外国有价值的东西，而是经常研究我们自己的特点，以扎伊尔的方式探讨目前的问题。”马武业：《蒙博托评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无出版年代），第22页。“真实性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将所有用外国名字命名的人名和地名改为扎伊尔名称。蒙博托率先将自己的天主教名字“约瑟夫•德西雷”改为“蒙博托•塞塞•塞科•恩关杜•瓦•扎•邦加”，意为“扎伊尔河边一位不可战胜的勇士”。第二，拆除殖民主义者的铜像和纪念碑，代之以民族主义者的铜像和纪念碑。第三，打击教会势力，将教会学校的领导权收归政府；大力扶持民族宗教金班古教。第四，禁止西方黄色文艺，提倡民族文艺，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第五，禁止西方服装，提倡民族服装。关于蒙博托及其“真实性运动”，可参见马武业《蒙博托评述》；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第116—54页。

这种探讨非洲民族的自身文化价值的做法在非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称“真实性”是“非洲人民的一个重要原则”；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在乍得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并在服饰上效法蒙博托总统；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也以扎伊尔为样板，在自己国家开展名为“回归真实性”的文化革命运动。此外，布隆迪的总统米歇尔•米孔贝罗和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的总统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等人也采取了类似蒙博托“真实性”的制度。

客观地说，这一运动具有强化个人权力的实用主义因素，为蒙博托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对西方文化的否定，这一运动进一步刺激了扎伊尔的排外情绪。然而，这一运动的积极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第一，蒙博托总统在“真实性”学说的指导下，“树立了扎伊尔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扎伊尔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第二，这一思想在非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扎伊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因之大大提高。第三，这种对非洲文化价值观的重新探讨为非洲的文化非殖民化指出了一条道路。可以说，“真实性运动”在发掘民族文化遗产、整合民族精神意识、推进民族建构方面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四）国语与宗教的作用

语言和宗教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有些宣布原宗主国的语言为国语，有的使用本地语言（如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作为国语。这种确定一种（或两种）语言作为国语的做法无疑对民族的一体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有的国家，政府极其重视国语的作用，专门成立政府机构负责国语的研究、发展和推广。坦桑尼亚语言繁多，除外来的英语（还有德语）、阿拉伯语和南亚有关语言外，主要民族（占总人口的95%）说班图语，此外存在着120多种语言（分属尼罗特语、库希特语和科伊桑语）。RodgerYeager，Tanzania：AnAfricanExample，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35.坦噶尼喀于1961年独立后，在第二年即宣布斯瓦希里语为国语。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的桑给巴尔的母语也是斯瓦希里语。

这种以非洲语言为国语的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并不多见（主要有使用斯瓦西里语的东非国家、使用阿拉伯语的北非国家和使用各民族语言的新南非），并迅速成为团结各族人民的纽带。坦桑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使斯瓦希里语成为民族一体化的工具。文化部文化艺术司下属的“国语处”在各级政府均有相应机构。在教育文化部下设有“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简称BAKITA），负责斯瓦希里语的推广、发展和完善；该委员会还负责协调全国的斯瓦希里语科研机构，出版各种刊物，主办各种有关斯瓦希里语的会议。毫无疑问，斯瓦希里语成为国内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便利工具，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坦桑尼亚民族意识的形成，对消除地方民族主义，推动坦桑尼亚民族建构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斯瓦希里语成为国内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便利工具。参见葛公尚《初析坦桑尼亚的民族过程一体化政策》，《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以单一语言为国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一体化。换言之，使用地方语言会阻碍民族的统一。然而，强制性地在学校和其他部门（如司法部门）实行国语的政策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53年的报告中就针对那种要求一个民族无条件地使用非本民族语言的做法提出过警告：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地方集团将不参与民族生活”［苏］K.B.巴赫尼扬：《发展中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民族译丛》，1992年，第1期，第12页。。这只是消极后果之一，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拒绝认同于国家民族，从而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埃塞俄比亚的强制语言政策即成为厄立特里亚的分离原因之一。

在一些用英语或法语作为国语而某一本土语言又相对发达的国家，一些具有优势的本土语言有可能取代英语而成为国语。例如，加纳存在着47—62种语言，但国语却是英语，这与加纳一些语言使用中的客观情况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加纳教育中实行了有区别的语言教育政策。在民族成分较为复杂的地区，从一年级开始以英语作为教学工具，而在民族成分相对单纯的地区，开始的三个年级以当地语言作为教学工具。从一次调查的结果看，会讲阿肯语的人多于会讲英语的人，选择阿肯语作为未来国语的人大大多于选择英语的人。［苏］舍维亚科夫：《论加纳的语言政策》，《民族译丛》，1988年第6期，第31—33页。

在塞内加尔，虽然独立后的教学语言一直是法语，但迪乌夫执政后，开始在小学采用本国通用的民族语言授课。当然，用非洲本土语言取代原宗主国语言并非一件易事，特别在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由于各个文化民族并存这一客观事实，全国通用某一种语言往往意味着对说其他语言的民族的忽略或歧视，这很可能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因此，国家政策对于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在实施新的语言政策前，必须清楚用非洲语言取代英语（或法语）的优势及将产生的社会后果。

在非洲，宗教的作用不可忽略。诚如恩克鲁玛所言，“宗教是一切非洲文化的基础”。本土宗教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伊斯兰教从其创立起即在北非、东非和西非地区传播，基督教传教士早在奴隶贸易时期就开始向非洲大陆渗透。如前所述，宗教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极大，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立以来，由于宗教信仰而引发的民族矛盾导致不少国家政局动荡。尼日利亚之所以经常爆发较为激烈的冲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同样，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宗教因素也明显影响着民族一体化过程。反之，在有的国家，宗教则起着良性作用。

在赤道几内亚，绝大多数居民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比较接近，又都信仰天主教，其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较快。俄国学者普奇科夫认为，北非地区的宗教因素明显地影响同化速度。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在全国人口比例中逐渐减少。他排除了语言的作用，十分有把握地认为“柏柏尔人之所以能够较快地被阿拉伯人同化，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宗教信仰的同一性”［俄］普奇科夫：《宗教在民族过程中的结合与分解作用》，《民族译丛》，1993年第3期，第17页。。在坦桑尼亚，信奉本土宗教的占人口的37%，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占32%，信奉伊斯兰教的占30%。政府坚持“信仰自由、各教平等、教政互不干涉、教辅政和教为民”的政策，从不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使宗教活动和与宗教团体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已成为坦桑尼亚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成为有利于民族建构过程的一种工具。葛公尚：前引文，第50—51页。


三、国家民族建构的法律保证

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宪法均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977年8月通过的《贝宁人民共和国根本法》（宪法）中明确规定：“贝宁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族在权力和义务上一律平等。”“各族在权力和义务上一律平等。各族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以及发展自己的文化的自由。”转引自宁骚：《试论当代非洲的部族问题》，《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第47页。坦桑尼亚是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个地区合并而成的，两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有一定差异。为了防止一族专权，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总统和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一个地区，必须各出一人。葛公尚：前引文，第48页。关于坦桑尼亚宪法原件可参见，WilliamTordoff，GovernmentandPoliticsinTanzania，EastAfricanPublishingHouse，1967，pp.20535.根据宪法第24（D）条和（E）条，总统有权任命最多32名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20名其他非革命委员会成员的桑给巴尔人为议会成员。“TheInterimConstitutionofTanzania”，inWilliamTordoff，GovernmentandPoliticsinTanzania，p.214.在坦桑尼亚1300万人口中，桑给巴尔人只有35万人，桑给巴尔专区比大陆17个专区中的任何一个都小，但比1967年起，22名内阁成员中7名为桑给巴尔人；在183名议会成员中，有40名是桑给巴尔人。按尼雷尔的传记作家史密斯的说法：尼雷尔一直努力使桑给巴尔人深信他们正在从联合共和国中得到好处。威廉•埃杰特•史密斯：《尼雷尔》，第205页。坦桑尼亚长时期没有出现民族冲突，桑给巴尔没有提出过分离的要求，与尼雷尔制定的包括重要政治职务的分配等内容在内的优惠政策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一）乌干达的法律

在殖民统治下，有的地方民族曾受到殖民政府的某种优待。这些民族在独立后往往希望保持原来对其他地方民族的优势，这为国家民族的整合带来一定的困难。国家的宪法必须适当处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以乌干达为例。1966年出现的“布干达叛乱”1966年2月4日当奥博特在兰戈视察时，在首都发生了一场威胁到他的权力基础的“叛乱”。2月22日，奥博特在内阁开会时逮捕了5名部长。3月2日，他宣布已控制局势。使奥博特开始了对巴干达族的限制。1966年临时宪法从根本上限制了巴干达人的特权，加强了中央政府特别是总统的权力，对地方民族主义是一次打击。1966年宪法在对付地方民族主义方面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地区和各州政府的自治权力被大大削弱。第二，布干达政府失去了多项自独立以来拥有的特权——间接选举当地国民议会成员的特权、将官方土地作为赠品给予任职酋长和布干达各部长的特权，以及卡巴卡与其他国王不同的特权。第三，宪法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首脑的权力。1966年宪法继承了1962年宪法中关于总统权力的大部分条款，但通过赋予总统实权大大加强了其权力。以前仅具有立宪意义的总统现在开始与总理职权融为一体。同时，其可以在议会休会期间行使立法的权力。

可以看出，乌干达的1966年宪法对遏制巴干达人的地方民族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过渡性宪法，它也为1967年正式通过的宪法奠定了基础。这一宪法的公布激起了布干达政府的不满，他们拒绝了这一新宪法。卢基科（布干达王国议会）于5月20日命令中央政府撤出布干达。两天后，3名布干达酋长被中央政府的警察逮捕。巴干达人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开始攻击警察局。一些复员军人来到被乌干达军队和特别部队包围的卡巴卡的宫殿。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战斗于5月24日爆发。政府军很快击败了卡巴卡的手下，占领了王宫。卡巴卡逃到英国，直到1969年逝世。

1967年6月，乌干达政府针对新宪法草案在全国进行公开讨论。这场讨论本身即说明了乌干达政治力量的重心已从倾向地方民族的集团转到了赞成民族统一的集团。1967年通过的新宪法在限制地方民族主义，加速民族建构方面更进了一步。宪法规定，乌干达境内的王国全部废除，由政府向所有国王（除卡巴卡外）提供一笔养老金。布干达王国被划分为四个行政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属于地区行政部长（MinisterofRegionalAdministrations）管理。中央政府对地区行政管理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国民议会有权决定地区管理的形式。同时，以前的地区官员均由地区议会（DistrictCouncil）成员选举担任，现在由国民议会任命。此外，中央政府对地区的金融管理政策也变得更加严格，特别表现在对地区行政费用的控制上。废除对议会议员选区的要求可以说是清除地方民族主义滋生土壤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前的宪法规定，议员所属的选区边界由地区边界限定，这实际上为地方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这一规定废除后，如果议员要争取选票，他必须对两个以上的族体成员进行宣传鼓动。这样，在竞选活动中，他必须尽可能避免那些引起民族纠纷或民族矛盾的问题。

可以看出，乌干达的1967年宪法为消除地方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奥博特政府的政策很明确：乌干达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民族的建构是建立在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之上的。遗憾的是，奥博特的政权在1971年被陆军司令伊迪•阿明推翻，乌干达的民族一体化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NelsonKasfir，“CulturalSubnationalisminUganda”，pp.10919.


（二）尼日利亚法律

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制宪进行的行政区划、地方政府改革和经济改革则是对“分权原则”的落实，也为民族建构提供了保证。戈翁将军上台后，为了消除地方行政区对中央的威胁，宣布了新的行政区划。他将全国划分为12个州，北区分为6个州，南部地区的西区分为2个州，中西区分维持现状，东区分为3个州。接替戈翁上台的穆罕默德军政府又新增加7个州，其中4个在北部，3个在南部。这样，尼日利亚的州达到19个。巴班吉达军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实行改革措施，两次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最后，全国共划分为30个州，共辖地方政府500个。30个州分别为阿比亚、阿达玛瓦、阿夸•伊博姆、阿南布拉、包奇、贝努埃、博尔诺、十字河、代尔塔、埃多、埃努古、伊莫、吉加瓦、卡杜纳、卡诺、凯比、卡奇纳、科吉、夸拉、拉各斯、尼日尔、奥贡、翁多、奥雄、奥约、高原、河流、索科托、塔拉巴和约贝。这些行政区划的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遏制了各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为全国的平衡发展，进而促进尼日利亚的民族建构铺平了道路。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可参见曾萌华《尼日利亚军人执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西亚非洲》1987年第3期；李起陵《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初探》，《西亚非洲》1994年第3期；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当然，通过法律手段来促进民族建构的过程还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有的国家通过法律重新确立了酋长或地方首领的政治权力。有的国家以法律形式加强地方行政改革，以促进国家与地方各民族的关系，如上述乌干达60年代后期的改革即是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制度进行改革，其目的在于通过削减或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加强中央政权，改变殖民统治区划遗留下来的不合理因素，统一规划全国的行政管理，以便有利于民族一体化进程。当民主化浪潮在非洲引起冲突时，一些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政党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制定法律来确立政党的组建、竞选和行为规范，禁止那些以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为目的、以地方民族为基础的政党组织和地区协会，以防止各政党以地方民族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将在下一章论述。


四、国家民族建构：意识形态与权力分配

不言而喻，在绝大多数国家，总统的权力在民族建构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独立后的第一代非洲领导人多为具有崇高威望的民族主义领袖。他们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以所属殖民地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与殖民统治者进行了抗争。为了全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殖民政府的监狱里呆过，或受到殖民统治者的威胁和伤害。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可以声称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尽管这个“国家民族”与国家同时诞生。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非洲社会主义

我们注意到，独立后相当多的非洲政治领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有的国家还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以此来统一民众的思想，推动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建设，促进民族的一体化。在这一方面比较突出的有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卡翁达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塞古•杜尔的“能动的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实证社会主义”，凯塔的“现实社会主义”，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本•贝拉的“自管社会主义”，所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关于国内研究非洲社会主义的著作，参见唐大盾、张士智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

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非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为“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或“民族性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与非洲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现实相同步的。这种政治现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以来，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主要目标；（2）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上述目标结成长期同盟；（3）非洲工人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强大到足以成为人民大众的领导力量；（4）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一般掌握在一批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民族知识分子手中。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非洲人民向往平等生活、追求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希望有一种反映非洲社会特点、表达自身价值观点的思想意识。非洲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强调本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强调自己独特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理论”，强调对外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忽略内部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李安山：《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点》，《科学社会主义》，1986年第3期。

从198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性的‘私有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走向低潮的情况下，非洲社会主义普遍遇到挫折和失利，尤其是一些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全面陷入了危机。”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412页。然而，作为独立后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意识形态，非洲社会主义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它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说同时满足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精神需要。新兴的非洲国家不是一个虚体，它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构成的。随着民族独立这一目标的实现，民族主义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非洲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它既反映了政治领袖力图用一种具有非洲特点的意识形态来加速民族建构，整合民族精神的愿望，也迎合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因为民族认同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每一个公民所面临的问题。由其领袖创立的思想（如尼雷尔主义、恩克鲁玛主义等）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

其次，非洲社会主义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的思想理论基础。独立后的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着实际问题，既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又无民主政治的经历与经验。民族主义的理论的感召力不复存在。新领导人可以利用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这方面，强调一党制、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佳选择。无怪乎有24个非洲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7页。对于新领导人而言，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对全体国民的一种新的感召力，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有化经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可以说，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一体化的一面旗帜。

再次，非洲社会主义为新兴国家的中央政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进行干预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在殖民统治时期，行政管理从来就是自上而下，这种体制与传统的非洲政治和典型的西方政治均毫无共同之处。独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抵触情绪，而非洲社会主义的实用价值在于它“可以充任官方的政治学说而成为各国追求统一国民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它又便于各国领导人以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便于各国领导人运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4页。。

最后，几乎所有选择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外国资本控制的工厂矿山和其他重要的经济部门均实行所有权的国有化和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在这方面，津巴布韦是一个特例。津巴布韦独立后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种渐进的政策，未实行国有化，只实行国家干预。关于津巴布韦的社会主义，参见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379—409页。这对民族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这些国家绝大部分确立了比较激进的经济政策，如经济的非殖民化；政府全面控制国家经济并对经济发展进行各种干预；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平等化；对私有经济的作用进行适当限制。尽管这些经济政策有的未能全面实施，有的结果并不理想，但这些政策对整合全体公民的国家意识，促进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和推进民族建构的过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权力分配中的平衡原则

非洲国家独立后即面临着权力的分配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中，最重要的的是平衡原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算术原则。在各个非洲国家的权力分配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基本原则：“平衡原则”与“分权原则”。前者是指处理各个地方民族相互关系的原则，后者是指处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关系的原则。这两个原则一方面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同时也通过政府的具体政策来体现。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能力和信誉表现在既不强调各地方民族的利益，又不忽略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民族间的不平等状况。喀麦隆曾受过德、英、法三个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又有复杂的民族矛盾（共有236个地方民族），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东西”与“南北”的矛盾。所谓“东西”矛盾是指东喀麦隆是原来的法属托管地，西部为英属托管地。两地分别用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所谓“南北”矛盾是指法国殖民当局曾利用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富拉尼人来维持其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歧视较为发达的南部的杜阿拉族和芳族，从而形成了南北各族间的历史宿怨。值得注意的是，喀麦隆在独立后避免了大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动乱，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采取了平衡发展的政策。喀麦隆首任总统阿希乔的政策包括四个原则：有计划的自由主义、自主发展、社会正义和地区平衡。发展经济过程中更注意地区平衡，即让社会的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阶层均衡协调地发展。尽管从80年代后期以来多党民主化对喀麦隆造成了冲击，但独立后相对稳定的发展是不容否认的。

一些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权力的分配上注意各民族和地区的平衡。坦桑尼亚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总统和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一个地区，必须各出一人。在科特迪瓦，政局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领导集团中的民族成分平衡：乌弗埃博瓦尼总统是包勒人，执政党总书记是塞努福人，总理则是马宁克人。在喀麦隆，南部的杜阿拉人和芳人等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相对发展，北部的富拉尼人信仰伊斯兰教，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受到重视，而西部的巴米累克人在独立初期曾举行过反政府的起义，后来一直是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为了平衡各地方民族的利益，权力各方在分配总统、总理和议长等国家最高领导职位时均从均衡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南部、北部和西部这三个主要地区的地方民族的利益，特别注意不使总统与总理或议长出自同一族体。与此同时，在任免政府部长和各种高级管理人员时也注意从权力平衡的原则出发。甚至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也注意到平衡讲法、英两种语言的各个民族的利益。例如，喀麦隆政府在80年代末宣布正式参加法非首脑会议，不久又向英联邦提出加入的申请，并于1994年正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这种平衡政策无疑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关于中国学者对喀麦隆地区平衡政策的考察和研究，可参见杨荣甲《在神秘的酋长王国里》，时事出版社，1989年，第86—94页；庄慧君《喀麦隆的部族、地区发展矛盾与统一、平衡发展战略》，《西亚非洲》，1996年第5期；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8—228页。关于外国学者的近期研究，可参见M.Azevedo，“EthnicityandDemocratization：CameroonandGabon”，inH.Glickman，ed.，EthnicConflictandDemocratizationinAfrica，pp.25588；HenryA.Elonge，“VisionsofChangeinCameroonwithintheContestofaNewWorldOrder”，GeorgeAkeyaAgbango，ed.，IssuesandTrendsinContemporaryAfricanPolitics：Stability，Development，andDemocratization，NewYork：PeterLang，1997，pp.17389.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这种权力分配时注意民族平衡的政策。

津巴布韦的两大主体民族分别为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绍纳人占人口的75%，恩得别列人占19%。ChristineSylvester，Zimbabwe：TheTerrainofContradictoryDevelopment，Boulder：Westview，1991，p.138.恩德贝莱人是从祖鲁王国中分离出来后移民而来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对两个民族又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两个主要的民族解放组织“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又分别以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为主。因此，两个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关于两个组织的情况，参见MasipulaSithole，“EthnicityandDemocratizationinZimbabwe：FromConfrontationtoAccommodation，”inHarveyGlickman，ed.，EthnicConflictandDemocratizationinAfrica，pp.13245.“民盟”主席穆加贝于1980年出任总理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注意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在改组内阁时，注意保留一定的名额给代表恩德贝莱族的“人盟”；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民盟”和“人盟”的残废游击队员均可享受抚恤金；新政府甚至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努力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坚决打击少数极端的民族分裂者。何丽儿：《津巴布韦的部族矛盾和穆加贝的部族政策》，《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第9—13页。由于积怨甚深，两党的矛盾不断加剧。在1985年的选举中，在马塔贝莱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1987年12月，两党达成“合并协议”（UnityAccord），组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其政治局的12名成员中，有4名为前“人盟”党员，其中3名为恩得贝莱人。MasipulaSithole，“EthnicityandDemocratizationinZimbabwe：FromConfrontationtoAccommodation”，p.146.两党合并后，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加快。


（三）权力分配与酋长制

独立后非洲国家权力的分配还体现在对酋长制的处理上。事实表明，那些采取过激政策全面否定传统制度和酋长作用的国家和原封不动地保留或全面恢复旧制度的国家，一般效果都不佳。相反，那些保留酋长制但限制其政治权力的国家（如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喀麦隆、津巴布韦等国）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坦桑尼亚，所有的部落酋长都被解除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但允许他们保留头衔，还有的由政府安排在地方上工作。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独立后不久曾亲自召集主要民族的酋长开会，呼吁他们当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人民一起建设新津巴布韦。他还分别从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中各任命5名酋长担任政府参议员。独立后的喀麦隆对传统势力采取承认、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将酋长制度整合进行政制度之中。1977年的法令规定，一级酋长由总理任命，二级酋长由领土部长任命，三级酋长由州长任命。各级酋长的职责包括“向人民传达行政当局的批示并保证其贯彻执行”，“在维护公共秩序和保证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等方面起协助作用”，“为国家和其他公共单位征收税款”。《关于传统酋长领地的组织法》（1977年7月15日第77/245号），第15条，第20条。参见杨荣甲《在神秘的酋长王国里》，第98—104页。酋长制度是非洲的传统政治制度。保留酋长制是在尊重历史和传统以保持稳定的同时削弱传统势力以促进国家的统一。

几乎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希望本国的民族问题能得到较圆满的解决，并采取各种措施加速民族建构的进程。然而，他们往往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领导人无视地方民族的因素而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往往会引起各个地方民族（特别是较落后的地方民族）的不满；如果他一味强调公平竞争，只讲竞争的条件和资格，启用最合格的人选和地区，更会引发落后民族的不满，因为他们在殖民统治时期被剥夺了准备的机会。反过来，如果他们对不发达的地方民族采取简单的优惠政策，又会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因为后者往往具备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资格。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都采取了各种政策，如政体上的“联邦制”，分权上的“民族比例原则”，国家政府首脑的“分配制”或有利于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各种措施。这些政策或措施或是推进了民族建构的进程，或是为这一进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五、国家政策的消极作用

上面我们主要谈到国家民族建构政策的积极方面。然而，不恰当的国家政策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成为国家民族建构的障碍。不容否认，国家政权的不稳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民族国家的一个最大任务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存条件。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人们的起码的安全感就失去了。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公民失去对国家的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或巫术活动），有的则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十分活跃的移民社区或组织），有的则力图利用现代组织（如各种专业团体和待业组织），更多的则是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传统习惯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民族势力。换言之，在公民需要保护时，国家不能提供；民族建构需要加强时，政府不能提供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民族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向本民族的成员提供应有的保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地方民族主义确为非洲现代政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国家权力的滥用

人是社会性极强的群体，归属于各种血缘群体、民族集团、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家庭、氏族、民族、宗教（或学术）团体、政党、国家等。正是通过这种组织或团体，人们找到了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任何国家，政权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合法依据。政权通过各种国家机器维护公民正常的生活，并制定法律来保护公民的各种正当的活动。然而，在一些内聚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法律的非道德性使一些地方民族的基本权利遭到损害。

一个地方民族对另一个地方民族的歧视甚至仇杀不仅受到本族的支持，也丝毫未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例如在卢旺达或布隆迪；有时这种歧视或迫害还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例如在南非。这种在国家法律庇护下对本国公民实施伤害的行动必然为被伤害的民族所不容，他们有两种选择。力图推翻这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权，这是一种主动积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着现政权的支持者，民族冲突在所难免。还有一种消极的选择——退出国家的保护。既然国家不仅不能对我实施保护，反而支持对我的伤害行动，我还能指望什么？在后一种情况下，地方民族或以地方民族为基础的政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的替代者。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非，由于黑人民族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只能靠传统的自身保护机制来维系自己的利益。祖鲁民族意识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情况，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首要任务暂时掩盖了祖鲁人的民族主义，所以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在1993年后开始突出。


（二）国家权力的削弱

在非洲，国家是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已经达到，政治上的独立使非洲领导人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赢得独立后，非洲民族主义那种急功近利的缺陷性开始表现出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号召已经难以继续作为动员人民的工具，各民族集团开始以人们以前熟悉的组织方式重新整合政治力量。由于非洲社会的阶级关系并未成熟或处于不明显的状态，地区的利益或民族的利益（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可以重叠）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整合工具。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出现过这种情况。JohnMarkakis，NationalandClassConflictintheHornofAfrica，pp.237271.

然而，为什么在有的国家这种整合最终没有形成气候，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种整合却形成了国家政权难以控制的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呢？这里的根本原因是领导人（或集团）的品质、意识和能力。在一些国家，第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廉洁的个人品质、超越本民族的远见和卓越政治智慧将国家引上了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民族一体化也逐步进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政治机构的不成熟和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权力开始成为个人集敛财富的工具，贪污腐败成为一种具有传染力的时尚。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成为各种政客或野心家的政治目标。这种情况往往引起一些较有分量的社会集团的反感，为军人夺取政权提供了机会。这种军事力量的运用必然使国家的正常运作遭到破坏，“军人干政”也往往容易形成恶性循环。战争使国家政权短命，使地方民族意识增强。


（三）政治方面的权力分配

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由于权力和利益具有直接的关系，政治权力的分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掌握实权意味着占有资源和机会，占有利益和好处，占有获取财富或社会荣誉的手段。占据政治职位不仅可以为个人带来权力和利益，而且为其家庭、地区和民族也带来了荣誉和好处。这种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两者的关系是成正比的，即权力愈大，利益愈多；权力愈小，利益愈少。第二，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互相促进的。权力愈大，利益愈大，所能掌握的再分配的资源愈多，以此换取的权力也就愈大。反之亦然。第三，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政治领袖的权力为本民族获得更多利益，本民族可以支持他获得更多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对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是不利的。当然，在多民族存在的国家，这种互动也可能使政治家失去其他民族的支持和选票。

为何非洲的政治家会如此熟练地运用“部落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这块王牌呢？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统治者都会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权力；而达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将自己的对手在政治上置于死地。同时，只要存在别的途径，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公开镇压自己的政治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必须找到某种政治借口。“部落主义”成为了他们俯首可得的武器。我们注意到，所有对“部落主义”大加鞭挞的政权或地方民族主义十分盛行的国家几乎都是腐败透顶怨声载道的政权。在有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对政治局势的控制，有意激化甚至制造民族矛盾。以卢旺达为例。

经过20多年的统治，胡图人贵族政权日益腐败，并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1990年的卢旺达政局不稳。由于国内经济情况恶化，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哈比亚利马纳政府面临危险的境地。当时，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RPF，RwandaPatrioticFront）正在准备打回国内以夺取他们失去的权力。卢旺达负责东北边境的军事负责人曾在爱国阵线进攻发生两个星期前向中央政府提出过警告：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部队马上会从东北边境入侵。然而，他却没有从政府方面得到要求的增援部队。哈比亚利马纳似乎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重组自己的权力基础。可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不惜用民族冲突的代价来达到目的。

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对国内反对他的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进行了清洗，他们全成了暗地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帮凶”。在爱国阵线发起进攻后的48小时内，卢旺达政府拘捕了约1万人，罪名是“帮凶”和“同谋”，并在没有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将他们囚禁数月。AlisonL.DesForges，“GenocideinRwandaandtheInternationalResponse，”inHarryG.West，ed.，ConflictandItsResolutioninContemporaryAfrica，Maryland：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97，pp.1256.作者艾莉森•德斯•福吉斯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历史系。她曾分别担任过布隆迪侵犯人权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和卢旺达侵犯人权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联合担任）。美国非洲史学家艾莉森•德斯•福吉斯曾在卢旺达收集口头史料，后来卷入人权组织的活动。她在与卢旺达难民谈话时发现，一些谴责杀人行为的人自己也参与了这种犯罪行为——因为那是政府分配的任务。实际上，卢旺达政府在这次入侵后的两个星期内发动了对图西族人的清洗。这种屠杀是由地方政府负责，镇长（burgomaster）告诉自己社区的人：他们在1990年10月份的杂役（corvee）就是杀图西人。换言之，一个组织有效的政府组织了一场有效地杀害自己公民的行动。这一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挑起民族仇恨以转移公民对政府的视线。

由于国家是人为的国家，力图维护本族体或本地区的利益成为国家政权内部各个政治领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在那些国家民族的内聚力尚未达到足以整合地方民族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尽可能地争得中央级和地区级的各种政治权力。每个地方民族都力图控制各级行政管理或国营企业中的各种职务。在某个主体民族占优势的地区（以尼日利亚为例，如北部的豪萨族富拉尼族、西部的约鲁巴族和东部的伊格博族），本族人往往控制着绝大部分官僚职位。


（四）经济方面的权力分配

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一个国家各民族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这些地方民族的分歧应该比较容易消除。只有在那些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同时财富的再分配又极不平等的国家，民族问题才会变得格外突出，并转而成为用来增强本民族经济利益的保护主义。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之间可以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领袖的权力可以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直接的影响。这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计划（发展的重点和主要目标）、国家的投资方向及对国外投资的利用、国家的基本建设（国有企业的项目及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国家经济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等。以国外投资（包括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为例，包括资金如何利用，由哪个部门在哪个地区利用，投资比例如何安排，在哪个民族地区安排多少，劳动力如何解决等。

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有两种情况。在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权力持有者总是竭尽全力争取本民族的利益。除了在国家计划上尽可能满足本民族的需要外，他们还力图将本族的亲信安置在各个重要的公共企业的董事会，将贷款或契约给予本族人，并尽可能地掌握如铁路、航空和港口等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在尼日利亚，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曾经在1964—1965年间就尼日利亚铁路公司等问题出现争执。各个民族对政府有限的发展项目和年金分配也经常展开争夺，如在1962—1968年的尼日利亚国家发展计划中，各地方民族在尼日利亚钢铁联合企业厂址的选择问题上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还有一种情况。从中央政府来看，它力图综合全国计划的需要和地方民族的特点，加上纯技术性因素，对一些大的项目进行整体规划。然而，地方民族主义者不满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力图争取本民族的自身利益。1964年，苏联决定对乌干达进行援助，同意借款为其建造一个纺织厂。在选取厂址的可行性调查过程中，阿乔利和兰戈两个地区均在考虑之列。后来，兰戈的首府利拉被最后选定。政府的选择主要是从技术方面考虑。第一，利拉有充足的水利资源和其他可供使用的设施。第二，兰戈生产的棉花大约是阿乔利的两倍，这样，可以减少运输费用。

阿乔利人对政府的这一决定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本来属于阿乔利的东西被兰吉人（兰戈地区的人）占去，这主要是因为奥博特总统来自兰戈。为争取这一项目，阿乔利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据理力争。代表团成员包括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成员和一名民主党成员。政府对阿乔利人的请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方面在考虑阿乔利人的利益时已经超过了对其他地方民族的平均标准。当时准备在此地区修建一个新的机场、一所中学和一个农业学院。政府方面同时认为，地区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绝不能形成自己的政策。阿乔利代表团的团员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职责，他们成了一个“部落”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成员。结果，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的成员（总书记）和他的助手被革职，由人民大会党的其他阿乔利人领袖取代。NelsonKasfir，“CulturalSubnationalisminUganda”，inVictorA.Olorunsola，ed.，ThePoliticsofCulturalSubNationalism，pp.117119.

一般而言，对权力的控制可以影响到各种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利益，这包括本族人对行政和企业职位的占有、制定对本族有利的法律以及各种社会职务和社会荣誉的获得。而这一切往往最后都要从经济利益上体现出来。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民族间的不平等也在独立后的经济方面体现出来。以肯尼亚为例。吉库尤人男性占全国男性的20%，但在肯尼亚工商发展公司（ICDC）对各种贷款的发放中却占有远远超过此数的比例。到1966年为止，吉库尤男性得到的工业贷款为64%，商业贷款为44%。这种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自然也在收入上反映出来。在其他非洲国家里，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


（五）文化政策的消极面

由于地方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即以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为其主要标志，因此，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至关重要。学校使用何种语言教学，学校教材和课程设置以什么为主，学校招生的各民族比例等等，这些因素对国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是十分关键的。在尼日利亚，1964—1965年间，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曾经就伊巴丹和拉各斯各个大学的民族构成的比例问题出现争执。在奥博特时期，乌干达的兰吉民族主义者（Langinationalists，兰吉人是居住在兰戈地区的人）曾经对在兰戈地区的小学使用阿乔利语表示不满。

语言对民族一体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90年12月28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报道了阿尔及利亚国家新的立法规定：“以阿拉伯语为阿尔及利亚国语，与官方接洽时若使用其他语言，将处以巨额罚款。”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早已规定为阿拉伯语，而法语是通用语。因此，不排除这一立法含有非殖民化的因素；然而，这一立法对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大民族柏柏尔人来说，却是一个明显的歧视政策，民族矛盾的产生或加剧由此而生。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教训。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短暂占领过外，埃塞俄比亚没有成为殖民地的经历。这在非洲是非常特殊的。为了推行民族沙文主义路线，埃塞俄比亚当局曾在学校规定只能使用阿姆哈拉语，而禁止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一位埃塞俄比亚老人在1976年追忆以前的情况：很多年前，我是用提格雷语接受教育的。我们提格雷的学校还以盖兹语、阿姆哈拉语和英语作为教学科目。因此，上学的提格雷人可以掌握本民族语言和其他三种对他们有用的语言。后来，埃塞俄比亚教育部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也未征得公众同意，就下令必须用阿姆哈拉语授课，除此之外只有英语作为语言课程教授。我们的母语提格雷语，还有盖兹语都是具有书写文字的丰富的埃塞俄比亚语言，却被彻底抛弃了。教育部长到我们学校视察，当听到学生们在课堂外用提格雷语谈话时，他气急败坏，命令我们不得讲提格雷语，只准讲阿姆哈拉语。后来，厄立特里亚也尝到了这种帝国政策的苦头。这种压制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讲提格雷语民族的文化以及埃塞俄比亚南部如盖拉人文化的行为，是不断引起民族冲突的根源。BasilDavidson，AfricainModernHistory，London：PenguinBooks，1978，pp.37778.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成分相对比较复杂，其中奥莫罗人占总人口的40%。阿姆哈拉人占30%，提格雷人约占18%，此外还有索马里人、阿法尔人和锡达莫人等民族。三个主要民族各有特点：奥莫罗族人数最多，提格雷族曾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领导地位，而阿姆哈拉民族则可以说是现代的强势民族。从上面叙述中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政府曾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不适当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只许使用阿姆哈拉语言这一强制措施来遏制地方民族的分离倾向，促进民族一体化的进程。然而，这种强制措施带来了两个消极后果。

第一，强制用阿姆哈拉语进行学校教育的政策已经极大地伤害了使用其他语言的民族，特别是使用提格雷语和奥莫罗语的一些民族，而官员们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学生们在课外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也遭到训斥，这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可以说，这一政策加剧了本来存在的民族矛盾，成为后来各种民族冲突（如厄立特里亚的分离）的原因之一。第二，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实际上摧残了埃塞俄比亚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既是一个无视历史发展和国家存在的民族基础的历史虚无主义，又从根本上削弱了正在形成的埃塞俄比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挫伤了各地方民族建设一种埃塞俄比亚文化的创造力。

利用各种文化工具特别是新闻设施来推行民族歧视也是一些政客常用的手法。在民族冲突中，占强势地位的民族利用掌握的宣传手段对“敌对”民族进行攻击成为动员本民族的强有力的工具。在1990年，卢旺达的胡图族政权掌握的宣传工具对图西族进行了“妖魔化”。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将图西人形容为“蟑螂”（Inyensi），或是“英科坦尼”（Inkotanyi）。“英科坦尼”是一个专用名词，表示19世纪图西人的民兵组织，正是这些图西人军事组织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用暴力将胡图人置于被压迫的地位。这种宣传的目的十分明显，它要说明的是：今天的图西人与19世纪压迫胡图人的图西人是同一个民族，毫无区别。当时广播的基调是图西人正在打算打回来，夺取胡图人的土地，杀害胡图人，重建封建主义。这种手法在1994年又一次使用。在民族屠杀愈演愈烈的6月份，广播反复地强化图西人的威胁，不断重复比利时人与图西人封建统治下胡图人的苦难，以挑起胡图人对殖民时期受压迫的回忆和对图西人的仇恨。广播员坦率地表明：他是在对“那些能听懂他的话的人”进行广播。谁是“那些能听懂他的话的人”呢？他指的是“农耕者之子”，在早期，胡图人主要以农耕为生，而图西人主要以游牧为生。并警告：对游牧者之子要当心，“保卫你们的权力，起来”，“保卫你们的权力，起来反对那些想压迫你们的人”。HarryG.West，ed.，ConflictandItsResolutioninContemporaryAfrica，pp.1011，129.

这种利用媒介进行强化宣传的手段有多种形式，如对“敌对”民族进行恶意诋毁，这种手法有时被称为“妖魔化”，这是第一种。对冲突双方的紧张关系肆意夸大，以激起本民族人民的警惕，这是第二种。反复回顾历史上冲突双方的仇恨和敌对，对本民族进行动员或煽动。这是第三种。对对方的领导人进行攻击，或揭阴私，或造谣惑众。这是第四种。凡此种种，难以计数。在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冲突中，胡图族在广播中反复地使用各种办法，对民族冲突的激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非洲的领导人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有意识地消除地方民族主义因素，致力于民族建构。这种领导人在独立后从各方面致力于国民文化的建构。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可说是典型之一。第二种以巩固国家政权为主要目标，对民族问题以维持现状为主。科特迪瓦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可列为这一种。第三种是充分利用任何一种可以利用的条件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为此不惜对反对派实行报复、排挤、打击、镇压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攻击对方有“部落主义”倾向是常用的手法。在那些民族矛盾最为突出的独立非洲国家，其统治者以“部落主义”的借口来打击对手可谓司空见惯。这种做法不仅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同时也为用“部落主义”解释非洲政治提供了条件。第四，掌权者在自己的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惜激发甚至挑起民族矛盾以坐收渔翁之利。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可谓“双刃剑”，它既可促进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也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下面我们对非洲现代民族建构的三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五章 非洲现代民族建构：个案分析

一、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

如前所述，非洲各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不容置疑，如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多样性（或一个主体民族与多个少数民族，或几个主要民族，或跨界民族，或迁移民族与定居民族共存等），民族问题与阶级关系的交叉与重叠，民族、部落、种族等多种人民共同体的共存等。唯其如此，非洲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研究更显重要。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非洲这一具有民族多样性特点的大陆，相当多的国家既无特有的处理民族事务的政府行政部门，也无具体的民族政策。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具体分析大致有四种情况。

其一，有的国家一个主体民族占有绝大多数，如博茨瓦纳的民族主要为茨瓦纳族，民族问题并不构成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是例外。

其二，有的国家的政治文化趋向于弱化而非强化民族问题。例如，南非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剥夺了黑人的权利，黑人与白人这两大民族的矛盾处于极尖锐的状况。1994年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制的恶劣影响，注重从保障平等权利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层面来解决民族问题。

其三，有的国家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更多体现为地域和政治权力分配问题。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族（西部）、豪萨富拉尼族（北部）和伊格博族（东部）等三个主体民族之间及与其他小民族的关系问题往往反映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这样，民族问题的解决逐渐融入到政治问题之中。

其四，有的国家的民族问题的症结在经济问题。例如，在津巴布韦，黑人与白人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土地占有方面，可以这样说，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突出反映在土地问题上，并逐渐转化为城市与农村的矛盾。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对国家民族建构问题进行了分析。下面通过分析坦桑尼亚的社会运动“乌贾马”对国家民族建构的作用、南非和津巴布韦的相关民族政策的比较，以及在卢旺达发生的因民族政策不当而引发的惨案来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认识到：由于殖民主义统治与种族和民族歧视政策，民族问题成为非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有利于国家发展，合理明智的国家民族一体化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各民族间的和谐与团结，利用各种办法和途径加速国家民族的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应充分利用本地健康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加强对民族的整合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国家民族的建构，并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


二、乌贾马运动在坦桑尼亚民族建构中的作用

本个案根据以下文章修改而成，李安山：《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兼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建构的作用》，《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特此说明。

有的学者认为：在坦桑尼亚，“部落主义不是问题”EsmondBradleyMartin,Zanzibar:TraditionandRevolution,London:Hamilton,1978,p.133.。这与坦桑尼亚在民族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为了向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一个范例，同时有利于我们研究非洲领导人及其发起的运动在非洲民族建构进程中的作用，我将在考察坦桑尼亚各种政策的同时，重点分析一下乌贾马运动在民族建构中的重大作用。我国学者虽然对乌贾马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参见南文渊《坦桑尼亚乌贾马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西亚非洲》，1987年第1期；张士智、蔡临祥《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西亚非洲》，1981年第5期；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第158—79页。刘鸿武注意到这一点，“虽然坦桑尼亚的‘村社社会主义’、‘乌贾马精神’在推进这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方面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但是从它对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国家的精神与文化方面的影响来看，情况似乎要复杂得多。……需要从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进程大背景上来加以考察评价的。”参见刘鸿武《论当代黑非洲的部族文化整合与国民文化重构：兼论“非洲社会主义”的评价问题》，《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第30—31页。


（一）坦桑尼亚的客观条件

坦桑尼亚有两个较为突出的客观条件。第一是统一的语言。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第二个因素是尼雷尔的领袖作用。坦桑尼亚之所以没有出现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频繁出现的现象如政治动乱、军事政变或民族冲突，尼雷尔的个人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首先，他来自一个小的族体（其父为扎纳基族的酋长），由他担任坦桑尼亚的总统对其他几个大的民族并未构成威胁；他“用人唯能”的政策也可因此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指责和猜疑。早在60年代末，坦桑尼亚有人提出“部落主义”的问题。尼雷尔在庆祝坦桑尼亚独立9周年的广播讲话中说到：“我已经开始听到关于部落主义的流言；刚独立时我们听到一些抱怨，认为被任命到政府工作的人是以部落为依据的。我们立即委任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一传言。委员会毫无疑问地证明在政府职位的任命上不存在部落主义。”有的人对很多瓦哈亚人（Wahaya）、瓦查加人（Wachagga）和瓦尼亚丘萨人（Wanyakyusa）担任需要较高文化的职务有看法，尼雷尔毫无忌讳地回答：“他们是那些在殖民早期受过较高教育的人。”ColinLegum&JohnDrysdale，ed.，AfricanContemporaryRecords：AnnualSurveyandDocuments196869，London：RexCollings，Reprint1975［1969］，pp.21617.

其次，他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卓越表现（最突出的是他在独立前两次前往联合国为坦噶尼喀的独立争取国际进步力量支持的举动）、独立后领导坦桑尼亚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也是他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领袖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以其辉煌的施政业绩表明了他的价值，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成为每个坦桑尼亚人的骄傲。尼雷尔在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大大促进了坦桑尼亚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培养。


（二）坦桑尼亚的民族政策

坦桑尼亚自从建国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强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从自然条件、历史经历和文化民族的角度看，桑给巴尔地区（包括桑给巴尔和奔巴两个岛屿）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共同体，确实具有成为一个单独政体的潜力。从自然条件看，两个岛都有足够的降雨量和肥沃的土地，适合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从历史上看，桑给巴尔一直享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很早以前，阿拉伯人和欧洲商人就在这一岛屿进行贸易。1890年，阿曼素丹将此岛置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英属桑给巴尔保护国包括桑给巴尔和奔巴岛）。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桑给巴尔的阿拉伯政治家在传播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里众多的来自非洲各地的劳工又构成了民族主义的良好群众基础。从文化上看，95%以上的桑给巴尔人是穆斯林，从文化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RodgerYeager，Tanzania：AnAfricanExample，pp.5253.

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后，尼雷尔并不急于从各方面进行民族一体化。直到1977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使用的还是两部不同的宪法。在国民议会中对桑给巴尔席位采取的是非选举的方式。为了推进民族建构的进程，坦桑尼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一体化的政策，如前面提到的国家总统与内阁总理不能同时来自坦噶尼喀或桑给巴尔，必须各出一人；议会席位的“平衡”和“周全”原则；在县级以上实行“他族主政”（即县长和省长避免用当地民族的人来担任）的干部政策；对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传统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有助于民族团结的宗教政策。葛公尚：《初析坦桑尼亚的民族过程一体化政策》，《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还可参见周泓《坦桑尼亚民族过程及其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大的民族集团并未构成一种分离因素，这与尼雷尔领导下的坦桑尼亚政府明智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三）乌贾马政策对民族建构的作用

我国学者指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的发展有以下重要影响。第一，乌贾马运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本国经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强、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信念。第二，乌贾马运动消灭了传统的部落制度，使广大的农民摆脱了部落酋长的统治；使广大农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私有观念受到冲击，程度不同地受到集体化思想的影响。第三，乌贾马缓和了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第四，它建立了一批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民族工业企业。第五，它在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参见南文渊：前引文；张士智、蔡临祥：前引文。这些结论固然不错。然而，乌贾马运动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首先，促进民族经济和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作为乌贾马运动政策纲领的《阿鲁沙宣言》可以说是一个坦桑尼亚民族国家的全面发展计划，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TheArushaDeclaration”，inJuliusK.Nyerere，Ujamaa—Essayson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pp.1337.此宣言于1967年2月5日用斯瓦西里语正式发表。宣言对坦桑尼亚的经济作了全面规划：对土地、自然资源、工矿、外贸、金融、交通、运输等实行国有化，建立由国家掌握的经济体系；对城镇的小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合作化；逐渐消灭外国资本的势力；限制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一个由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对于在一个以家庭和村社为经济单位的社会消灭传统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农村有公田和私田两种，而且私田在农民生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乌贾马村的建立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行为（在1984年的统计有9230个村庄）。各级政府对乌贾马村的建立和发展（从低级村向高级村发展）的关注，以村庄为单位从国家贷款以购买农具，村民根据计划指标种植农作物，这一切表明：乌贾马运动对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长兴：《坦桑尼亚乌贾马村纪实》，《西亚非洲》，1987年第3期。

其次，在政治上有助于消除地方民族意识。“乌贾马”（ujamaa，斯瓦西里语）的原意是指非洲社会中集体劳动、共同生活的家族关系。尼雷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关心人，“首先，也是所有事物中最为中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目的。为人服务，对人性的促进事实上是社会本身的目的。”JuliusK.Nyerere，Nyerereon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p.30.“家族主义是我们非洲人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实行乌贾马的社会将照顾到每一个人，“只要他乐意工作，就不必为明天发愁，也不必去积累钱财……这是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也是今天的社会主义。”Nyerere，“Ujamaa—TheBasisofAfricanSocialism”，inNyerere，Ujamaa—EssaysonSocialism，pp.34.从其本质而言，乌贾马运动的目的是在非洲传统的村社制度中加上新的内容，来实行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从而大大促进坦桑尼亚的社会发展。虽然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单位是村社，但它已大大超越了村社的范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尼雷尔反复强调，他所谓的“家庭（或家族）”，是扩大了的“家庭（或家族）”，它可以超越“部落”、“共同体”、“民族”，甚至非洲大陆。第二，运动的规模、范围、动员和组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通过在广泛的宣传和讨论以及在各级领导中层层传达和落实，乌贾马成为一个尽人皆知和广泛投入的运动。一个乡政府主席说：“我们乡有9个乌贾马村，查尼卡是搞得最好的一个，现在它是省里挂号的模范村。”转引自李长兴：前引文，第62页。当这位乡主席考虑如何增加乌贾马村时，他并不是以自己所属的氏族、部落或地方民族为参照系，而是在以坦桑尼亚全国范围内其他的省作为自己的参照系。

再次，从文化层面上激发了坦桑尼亚人民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奴隶贸易使非洲人的心理受到严重摧残，殖民主义几乎将非洲文化贬低到一无是处的地步。非洲的重新崛起必须首先对自己的传统重新认识。乌贾马运动力图将非洲传统的平等和民主的成分利用起来，在坦桑尼亚实行非洲人理解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非洲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肯定。尼雷尔多次在《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中表示：“我们非洲人既不再需要被说服去‘皈依’社会主义，也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民主。这两者都起源于我们的过去，起源于我们的传统社会。”他还一再指出，坦桑尼亚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启发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并强调建设非洲社会主义可以也完全应该从传统的遗产中吸取营养。Nyerere，“Ujamaa—TheBasisofAfricanSocialism”，inNyerere，Ujamaa—EssaysonSocialism，p.12.这种重新认识非洲文化价值观的思想对加强坦桑尼亚民族自豪感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作为一场涉及整个国家的社会运动，乌贾马进一步加强了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剥削现象；基本的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有；人人必须参加劳动，按劳分配；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成员之间发扬民主互助的精神。乌贾马村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村民自治的方式，“村管理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但主席和书记由坦盟任命。国家对乌贾马村的资助包括兴建学校、医疗站、俱乐部和商店等社会福利设施。关于坦桑尼亚农村发展的基本政策，可参见1967年9月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政策文件。参见Nyerere，“SocialismandRuralDevelopment”，inNyerere，Ujamaa—EssaysonSocialism，pp.106144.一位在乌贾马村教书的青年教师说：“我们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学生不缴任何学杂费，教师从国家领取工资，校舍也是政府资助建的，……”一位从省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谈到自己在乌贾马村的工作时说：“我是唯一的医生，已来这时八年，另有四名助产士、两名护士和一名看护，负责全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近几年来药物缺乏，现在已大为缓解，因为从7月起我们成为卫生部实行‘常用药物计划’的试验点，县里从优分配常用药物。”转引自李长兴：前引文，第63页。通过乌贾马运动，坦桑尼亚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有了切身感受，对国家和政府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清楚。这一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民族文化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

乌贾马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自力更生”并非以个体或以村社为单位的自力更生，而是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下由国家政权统一组织全国公民立足于本国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基础上的自力更生。即使在最超脱的文化教育界，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十分明确的。尼雷尔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对它所在的国家最为迫切的科目上。它必须致力于那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人道主义目标上。……发展中国家大学的作用作出以下贡献：为促进人类的平等、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发展提供思想、人力和服务。”Nyerere，“TheRoleofUniversities”，inJuliusK.Nyerere，FreedomandSocialism，Nairobi：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pp.183，186.当时，坦桑尼亚缺乏国家建设的思想和规划，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与现实社会和劳动界脱节的现象，同时也缺少有知识的技术人才，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各种思想和服务，还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民族建构的推动者，在自力更生精神指导下的大学教育也培养了全体公民的民族意识。LeslieS.Block，“NationalDevelopmentPolicyandOutcomesattheUniversityofDaresSalaam”，AfricanStudiesReview，27：1，pp.97115.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以乌贾马运动来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尝试并不十分成功，但对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一运动从非洲本土的文化传统出发，自上而下调动了坦桑尼亚的民族热情，将全民族各个层次的积极性引导到一场试图创立一个符合坦桑尼亚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之中。乌贾马运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对坦桑尼亚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国家范围内调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管理资源，对全国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福利进行统一管理，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进程。正如长期从事坦桑尼亚研究的学者马丁指出的：通过强调打破族体界线的各种非洲人的象征，坦桑尼亚在进行民族一体化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转引自JoelD.Barkan，ed.，BeyondCapitalismvs.SocialisminKenyaandTanzania，Boulder：LynneRienner，1994，p.83。


三、卢旺达的民族政策及对大屠杀的反思

本个案根据以下文章修改而成，李安山：《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2期，第7—15页。特此说明。

如果说，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的民族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话，卢旺达的民族政策则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卢旺达民族大屠杀是1994年4—6月发生在卢旺达的一场约100万图西人被由胡图人主导的政府杀害的民族大屠杀。在卢旺达历史上，从未有过持续一贯的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定义。这种定义随着卢旺达主权的变更以及权力的转移而变化。独立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被新政权继承下来。胡图人政府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将图西人“妖魔化”，从而为自身统治和政治行为提供合法依据。民族身份被当权者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大屠杀是这种政治运作的极端表现。这是一次由国家机器策划、资助和操控的针对本国公民的恐怖行动，也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的一种反动。作为大湖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民族问题影响到周边国家。国际政治诸因素的参与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局势的干预直接影响到大屠杀的产生、演变及其结果。


（一）卢旺达事件的典型性

卢旺达事件在三个方面具有典型性。其一，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现代民族的形成，民族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的建立，这是与西方过程的最大不同点。MostafaRejaiandCynthiaH.Enloe，“NationstatesandStatena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13，No.2，1969，pp.140158.其二，近30年来，不少非洲国家经历了民族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与宗教矛盾纠合在一起），卢旺达政府利用民族矛盾来维持自身统治的做法颇有代表性。其三，由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是大湖地区的特点，这一从民族矛盾演化成民族屠杀的事件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相影响，至今仍对地缘政治留下后遗症。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都卷入冲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冲突的直接影响；布隆迪曾多次出现民族冲突，其中两次对卢旺达影响至深。1972年，10—20万胡图人被杀害，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胡图人逃离布隆迪。1993年，胡图人恩达达耶在当选为布隆迪总统4个月后被图西人掌握的军队杀害，40万胡图人逃到卢旺达。RéneLemarchand，“GenocideintheGreatLakes：WhichGenocide?WhoseGenocide?”，AfricanStudiesReview，Vol.41，No.1，1998，pp.316；LéonceNdikumana，“InstitutinalFailureandEthnicConflictsinBurundi”，AfricanStudiesReview，Vol.41，No.1，1998，pp.2947.难民问题；大部分图西人难民于1959—1964年间逃至邻国。1983年卢旺达与乌干达签订协议，双方同意为安置难民采取措施。1993年，乌干达居民有100万为卢旺达人，多为图西人难民及后裔。CatharineNewbury，“BackgroundtoGenocide：Rwanda”，Issue：AJournalofOpinion，Vol.23：2，1995，p.13；CharlesDavidSmith，“TheGeopoliticsofRwandanResettlement：UgandaandTanzania”，Issue：AJournalofOpinion，Vol.23：2，1995，p.54.非洲国家的调解。民族问题与政治关系密切。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殖民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民族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民族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这一事件也从多方面影响到国际政治。非洲国家的反思更为具体：民族国家应如何应对因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自身矛盾。

当《民族主义与族体政治》创刊时，威廉•萨福兰提出有关民族、族体和族体政治的56个论点，或是关于政治独立与民族建构的关系，或是民族与族体的异同，或是国家建构对民族存在的影响，或是关于族体意识的产生等，并提出了28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从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WilliamSafran,“Nations,EthnicGroups,StatesandPolitics:APrefaceandanAgenda”,NationalismandEthnicPolitics,Vol.1,No.1.1995,pp.110.本章拟通过个案来解释民族问题、国家权力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看作是对萨福兰先生的一个回应。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回国途中在基加利上空被击落。当晚，总统卫队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开始。在三个月内，约100万卢旺达人惨遭杀害。卢旺达政府的报告提出，共有1074017人在1994年大屠杀中丧生。NewYorkTimes，February14，2002.民族冲突已过去十多年，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会消失。学者对卢旺达事件的反应从愤怒、谴责到冷静后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类的悲剧？民族问题何以转化为互相屠杀？民族与国家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又如何？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导致这一惨案发生的历史、思想、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力图找出其主要原因。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外因论”与“内因论”。“外因论”认为殖民时期的相关政策是根源，198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西方强加的“民主化”进程、军火的蔓延和对屠杀计划无动于衷是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M.Chossudovsky，“EconomicshocktherapyinRwanda”，AfricanAgenda，Vol.1，No.2，1994，pp.2426；G.Prunier，TheRwandaCrisis：HistoryofaGenocide，19591994，London：Hurst，1995，p.157；RobertI.RotbergandThomasG.Weiss，ed.，MassacrestoGenocide，TheMedia，PublicPolicy，andHumanitarianCrises，Massachusetts：TheWorldPeaceFoundation，1996，p.98.有的记者也认为西方对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参见LindaMelvern，APeopleBetrayed：TheRoleoftheWestinRwandasGenocide，NewYork：Palgrave，2000；WayneMadsen，GenocideandCovertOperationsinAfrica，19931999，Lewiston：TheEdwinMellenPress，1999.“内因论”则主要从卢旺达国内的各种因素入手，如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两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卢旺达人民的屈从心理、国家权力的强化等。PeterUvin，“Prejudice，Crisis，andGenocideinRwanda”，AfricanStudiesReview，Vol.40，No.2，1997，pp.91115；HelenM.Hintjens，“Explainingthe1994GenocideinRwanda”，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Vol.37，No.2，1999，pp.24186；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Colonialism，Nativism，andtheGenocideinRwand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我认为，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问题，它与国家权力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之间将产生重要的互动关系。


（二）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抑或“制造的共同体”

1994年，与西方媒体用“部落战争”形容卢旺达大屠杀一样，中国报刊也多以“部族大仇杀”、“种族仇杀”、“部族大灾难”为标题。齐林：《卢旺达：种族仇杀何时休》，《新世纪》，1994年第9期，第27—29页；才林：《卢旺达部族大灾难》，《民族》，1994年第11期，第11—14页；李敬臣：《卢旺达：罕见的部族大屠杀》，《半月谈》，1994年第12期，第62—64页；郭铭：《种族仇杀无休时》，《瞭望》，1996年第43期，第43—44页。对“部族”一词的误用且不论，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84—219页。用“部族”或“种族”来形容大屠杀是否反映惨案的实质？看看卢旺达的历史与现实。

在定义“民族”时，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特征均为重要标志。卢旺达主要由两个民族构成，胡图族（占人口85%）和图西族（占人口的14%）。VirginiaMorrisandMichaelP.Schar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forRwanda，NewYork：TransnationalPublishers，1998，Vol.1，p.48.另外还有一个特瓦族（Twa），仅占全国人口的约1%。这两个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们属于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抑或政治共同体？卢旺达王国建立于16世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两个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创造了单一的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即卢旺达语，Kinyarwanda），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乌布维鲁，Ubwiru）。两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通婚，不断交流。概言之，他们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表明，胡图人早于图西人定居卢旺达，图西人何时到达此地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图西人的上层在卢旺达国家建立过程中曾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有人认为这是种族差别所致。早期殖民官员建构了一种印象：卢旺达存在两个主要共同体：从东北部迁来的图西人与属班图人的胡图人。HelenM.Hintjens，“Explainingthe1994GenocideinRwanda”，p.252.作为种族主义解释非洲文明现象的通则，此观点的理论根据是“含米特理论”。关于含米特理论的经典论述，参见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9—114页。对这一理论批判最有力的是塞内加尔学者安塔•迪奥普。关于中国学者的观点，参见宁骚《西非古代文明与“含米特假设”》，载《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7—154页；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载《亚非研究》，第4辑，1994年，第66—86页。为使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他们将两者外表差别夸大，用褐色/黑色皮肤，高大/中等身材，优美/粗笨体态来强调图西人与胡图人的体质特征。然而，两个民族的差别并不明显。有的胡图人因具有所谓图西人特征（高个头、高额头、直鼻子）受到迫害，尽管持有胡图人的身份证。VilliaJefremovas，“ActsofHumanKindness：Tutsi，HutuandtheGenocide”，Issue：AJournalofOpinion，Vol.23，No.2，1995，p.28.一位参加国际会议的尼日利亚学者曾表示，他可以闭上眼睛通过聆听对方对图西人与胡图人是否存在差别的表述来判断其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认为两者无差别的是图西人；声称两者有差别的是胡图人。这种表述虽有些极端，但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两者体质特征差别并不明显。这与双方普遍通婚也有关系。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p.41；DavidNewbury，“UnderstandingGenocide”，AfricanStudiesReview，Vol.41，No.1，1998，pp.8388.两个明显的例证是，独立后很多图西人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重新登记为胡图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难以确定，因为图西人与胡图人的尸体难以从体质特征上区分。

有的则认为图西人确立其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是游牧者，拥有牲畜，胡图人是农耕者；图西人富有，胡图人贫穷。然而，以游牧者与农耕者来划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胡图人早在图西人出现前已拥有牲畜；胡图人与图西人同时占有牲畜和土地的现象确实存在。DavidLeeSchoenbrun，“CattleHerdsandBananaGardens：TheHistoricalGeographyoftheWesternGreatLakesRegion”，AfricanArchaeologyReview，Vol.11，1993，pp.3972.在殖民统治初期，两个民族的劳动分工并非一种永恒的、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职业，而是在卢旺达国家形成过程中由政治权力强加的分工。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p.51.就经济地位而言，有的胡图人富裕程度并不比图西人差，而图西人中也有穷人。一旦富裕或有权势的胡图人威胁到图西人酋长的权力，其家族便被吸收到统治集团，其胡图族身份则被“遗忘”，他们就成了图西人。勒内•勒马尔尚：《卢旺达和布隆迪》（钟槐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0页。此过程称为“奎胡图拉”（kwihutura，即抛弃“胡图族性”），指那些胡图人通过积敛财富（主要是牛群）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最后取得图西人的政治身份。相反的社会演变也存在于图西人中间，失去财产也会失去图西人地位而成为胡图人，这一反向社会过程称为“古普皮拉”（gupupira）。在卢旺达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图西人上层占有了统治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占有财富资源的统治集团成为了图西人，而非因为是图西人才成为统治者。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且享有主权”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NewYork：Verso，1983，p.15.此书对民族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已有中译本。。国家政权的集权化与社会演进过程相同步，图西人和胡图人成为一种政治身份，“想象的共同体”逐步形成。图西人占有统治权；胡图人是被统治者。殖民主义的到来不仅认可了这种权力分配，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使这种政治身份制度化。当德国人建立殖民统治时，他们利用已形成的卢旺达国家体制和官僚结构，借助图西人酋长进行统治，而白人殖民者的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固了图西人原有的政治身份。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后，于1933年进行人口统计，决定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以确定卢旺达人的“部落”身份。由于缺乏任何标准，殖民当局以占有牛群数量来决定身份，该方法被称为“10头牛标准”，即占有10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其余的人再根据其职业分为胡图人和特瓦人。殖民政府确定身份的根据有三：教堂提供的口头情报、体质特征和拥有牛群的数量。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pp.9899.有的卢旺达人认为这种标准是一种历史的虚构。“10头牛标准”虽十分牵强，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体质特征上难以区分图西人与胡图人。然而，正是这种划分强化了因传统政治身份带来的经济差别：相对富有的图西人和相对贫困的胡图人。为了培养忠于比利时政府的统治地精英，殖民当局将酋长几乎全部换成图西人。这样，民族身份（按殖民政府的说法是“部落身份”或“种族身份”）的凝固使“奎胡图拉”和“古普皮拉”的现象不可能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身份的政治化。

当时酋长职位绝大多数由图西人担任。根据1959年的统计，图西人在45个酋长管辖区中占有43个，其余两个空缺。在559个小酋长辖区里，图西人占有549个，胡图人仅占10个。大部分殖民政府辅助人员也由图西人担任。勒马尔尚著：《卢旺达与布隆迪》（钟槐译），第223页。图西人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一直维持到1959年的“社会革命”。指1959年11月爆发的反对殖民统治和图西人的胡图人农民暴动。具体情况可参见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pp.103131；勒马尔尚著《卢旺达与布隆迪》（钟槐译），第164—209页。在殖民统治后期，比利时殖民政策有所改变。殖民政府开始倾向于支持胡图人及其反对图西人统治的斗争。有学者将这一政策变化归于比利时殖民官员地区身份的改变。韩特琼斯（其父为比利时驻卢旺达外交官）认为二战后派驻卢旺达的殖民官员多为比利时的少数民族弗莱明人，他们对胡图人的处境有同感，因而支持“社会革命”。HelenM.Hintjens，“Explainingthe1994GenocideinRwanda”，p.254.我们认为，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是胡图人独立运动势不可当，比利时力图通过制造民族矛盾为以后的调解角色留下余地，从而保留自己的影响力。

将殖民地人民分为“受重用民族”和“受歧视民族”分而治之是惯用的殖民统治方式，这在非洲表现得特别明显。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226—235页。殖民政府通过殖民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使“种族集团”（这一用词在官方文件中正式采用）的界线进一步明确：它包括“种族”身份的法律化、政治地位的制度化和经济地位的标准化。民族身份的转变再也不可能出现，占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划分成为殖民制度的有机部分，两者在经济上的区别日益明显。自我“想象的共同体”在这里变成了他人“制造的共同体”。


（三）民族政治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非殖民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参见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卢旺达的非殖民化有其特征，它包括了两个内容：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和摆脱图西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可以从1957年的《胡图人宣言》（请注意，并非《卢旺达宣言》）表现出来。虽然宣言的立场温和，但它认定胡图人与图西人的冲突是卢旺达问题的核心。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pp.103，116.宣言承认贫穷的图西人和特瓦人的权利，但坚持在身份证上标明族体，以此作为独立后的一种保护措施。占人口85%的胡图人的这种反图西人的观点来自于现实体验：图西人酋长在胡图人眼里成了殖民统治者的帮凶。1959年的“社会革命”加快了第一目标的实现，也为后来的冲突留下祸根：图西人遭到迫害，一部分被迫逃到邻国，正是这些人及其后裔后来成为入侵卢旺达的主力。

卢旺达于1960年取得自治地位，并于1962年独立。胡图人成为新国家的主导力量。随着胡图族精英登上统治舞台，民族问题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国家权力有意识地将民族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这是通过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来实现的——在否定殖民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继承了殖民主义“种族”划分的意识形态。从1959年持续到独立的革命推翻了比利时殖民统治。卢旺达成为主权国家，赢得了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胡图人的掌权可以说是从少数人统治转到多数人统治；进行了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废除强迫劳动制、土地分配等。然而，在处理民族问题这个重要方面，新政权却继承了殖民遗产：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对种族主义的继承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通过确立胡图人的统治地位，卢旺达政权承认了殖民政府确定的图西人/胡图人这种二元体制，即卢旺达社会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种族”集团组成的。这是对种族主义划分标准的继承。在对胡图族/图西族关系的处理上，胡图人集团将政权建立在对图西人的统治之上，这种模式并未彻底否定殖民主义制度，而只是将其倒置过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地位互换。这是对种族主义统治理念的继承。

对国家主义的继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胡图人对图西人的统治继承了殖民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而这种压迫正是建立在有效的国家机器之上的。国家政权从统治到镇压，再到直接策划、制造、操控大屠杀。第二，任何人都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连教堂都成为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卢旺达的大主教竟然成为执政党的中央委员。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p.232.第三，培养对国家权力的崇拜成为胡图人上层集团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也使政府将图西人作为替罪羊的策略得以实现。从胡图人大众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再由图西人掌握，他们可通过国家权力体会到种族优越感。领导者体会到权力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从统治图西人到屠杀图西人这一演变过程主要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理论与实践。

作为权力的意识形态。一个政权必须具备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民认可的价值，政权能对民众进行有效、持久和稳定的统治。马克斯•韦伯将合法统治概括为三种：合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与魅力型统治。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8—283页。政权要确立其合法性，一个重要途径是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在这里，意识形态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源于三方面：认知体系的定义、价值观的确定和宗教或思想的实践。这一观点受到麦凯尔•曼的启发。他提出意识形态权力是从社会学中的三个概念中洐生出来的，即意思（meaning）、规范（norms）和美学/仪式的实践（aesthetic/ritualpractice）。MichaelMann，TheSourcesofSocialPower，VolumeI，AHistoryofPowerfromtheBeginningtoA.D.176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22.

在卢旺达，意识形态权力的实施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如何理解和定义“图西人”和“胡图人”？如前所述，“图西人”与“胡图人”在前殖民主义时期与殖民主义时期有不同的定义；卢旺达的新政权对两者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殖民统治时期“制造的共同体”概念。

第二，价值观的定位。殖民主义者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定者，而“含米特理论”是殖民政府的主要理论支柱：与外来的白人相似，图西人也是外来者，他们高人一等。这是殖民主义者为了重用图西人和维护其世袭地位的一种虚构的合法性。独立后，这种殖民遗产正好成为将图西人赶走的理由：胡图人是大湖地区的原住民，是真正的主人；图西人是外来者，应该回到埃塞俄比亚去。由欧洲人制造的神话成了胡图人新政权建立“种族”压迫的理论依据。在国家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演变同步进行。胡图人掌握政权后导致了一些图西妇女与胡图族男子结婚，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约有1/3的图西人妇女与胡图人结婚。AryehNeier，WarCrimes：Brutality，Genocide，Terror，andtheStruggleforJustice，NewYork：TimesBooks，1998，p.219.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胡西人（Hutsi），指胡图人和图西人通婚产生的后代。然而，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却被用作攻击图西人的证据。胡图人报纸《坎古拉》（Kangura）在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0年第6期发表的“胡图人十诫”将图西人的妻子们比喻为胡图人伊甸园里的“含米特”夏娃，指责图西人利用妇女引诱胡图族精英为奴。“十诫”要求胡图人与图西人划清界线，不要怜惜图西人；胡图人争取全面解放可得到大湖地区所有胡图人的帮助；任何不同意“十诫”的胡图人都会被作为内奸。HelenM.Hintjens，“Explainingthe1994GenocideinRwanda”，p.265.国家的卢旺达电台也竭力传播民族仇恨。1993年，胡图人极端派的“米勒•科林斯解放电台电视台”开播，它与政府关系密切，在大屠杀前后起了极重要的宣传和煽动作用。

意识形态的灌输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在历史上，卢旺达人通过举行类似宗教仪式的活动来表达对神圣王权的敬仰。这种方式也被运用到卢旺达的现实生活中。为了加强国家精神和忠诚意识，人们组成各种小团体，通过歌舞形式来颂扬国家、哈比亚利马纳和执政党发展革命运动（1973—1989年间的唯一政党）的成就。比较流行的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激励”（animation）活动，国家工作人员和私营企业职工以脱产方式参加这种文娱活动以表达忠诚。ChristopherTaylor，“TheCulturalPhaseofTerrorintheRwandaGenocideof1994”，inAlexanderLabanHinton，ed.，AnnihilatingDifference：TheAnthropologyofGenocid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143.将图西人“妖魔化”是官方广播的惯用手法。1990年，卢旺达电台不断将图西人形容为“蟑螂”（Inyensi）或“英科坦尼”（Inkotanyi），即在殖民统治时期协助比利时人用暴力将胡图人置于被压迫地位的图西人民兵组织。这种手法在1994年再次使用，对图西人的攻击愈演愈烈。HarryG.West，ed.，ConflictanditsResolutioninContemporaryAfrica，Maryland：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97，pp.1011，129；AryehNeier，WarCrimes，pp.216217.谣言也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武器。卢旺达电台曾报道：一个总部设在内罗毕的人道主义组织发现了图西人流亡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阴谋杀害胡图人著名政治家并准备对胡图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证据。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一消息与所谓的人道主义组织都是捏造的。HelenM.Hintjens，“Explainingthe1994GenocideinRwanda”，p.266.这种通过杜撰、捏造和人身攻击将图西人“妖魔化”的手法在宣传中不断使用。

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有多种意图。以此来加强执政者的合法性，表明政府行动的正义性；增加胡图人的信心，从而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通过宣传对图西人产生震撼力，使对手从心理上处于劣势；向国际社会传达信息：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它具有社会基础。它也反映出执政者的肆无忌惮，对国际社会的干预毫不顾忌。

作为实践的国家行动。思想或学说通过国家政策转化为物质力量。独立后，新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开始显现。在第一共和国时期（1962—1973年），图西人被作为一个外来的“种族”；1963—1964年图西人流亡者的入侵为政府的歧视政策提供了依据，图西人被迫退出政治领域。总统卡伊班达警告图西族难民：如果他们还想寻求政治权力，那么，“整个图西人种族将被消灭”PeterUvin，“Prejudice，Crisis，andGenocideinRwanda”，p.99.。胡图人认为卡伊班达政权对图西人在教育、工商、宗教等方面保持优势未采取有效政策进行遏制，政权内部的南北矛盾和贫富悬殊，以及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胡图人找不到工作，这些危机引发了军事政变，第一共和国于1973年被哈比亚利马纳推翻。1972年邻国布隆迪发生的胡图人大屠杀也是促成政变的因素之一。第二共和国对图西人的限制政策从政治延伸到公务员领域，一系列政策打着“公正”的幌子，在侵犯图西人权利的基础上实施对胡图人的优待。当然，军队的介入为卢旺达带来了暂时的稳定。在1980年代中期，卢旺达有“非洲的瑞士”之称。然而，1980年代世界市场上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世界金融组织对卢旺达结构调整的不合理要求使各方面矛盾激化。1980年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带来了新闻自由和多个政党的出现。哈比亚利马纳政府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

1990年，乌干达的图西人难民已达20万。鉴于卢旺达已向多党制发展，卢旺达爱国阵线（1986年成立）决定向国内进军。虽然卢旺达政府军很快击败了入侵者，但爱国阵线在北部建立了基地。入侵为现政权提供了更好的借口，它不惜以制造假象来动员群众。10月4日晚，政府军在基加利导演了一场“开枪进攻”的闹剧，从而在国民中制造一种对潜伏敌人的极度恐惧，并乘机逮捕了近万名图西人。PeterUvin，“Prejudice，Crisis，andGenocideinRwanda”，pp.109110.“图西人威胁”成为动员胡图人的口号。在哈比亚利马纳夫人阿加斯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阿卡祖”（akazu）的小团体，主要由西北部胡图人高级干部和军官组成。他们在1990年代初期已占据中央和地方绝大部分关键职位。各地先后发生极端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清洗惨案。1990年10月在基比里拉，1991年1月在鲁亨盖里，1992年3月在布盖塞拉，1992年8月在基布耶，1992年12月在基塞尼。GuyMartin，“ReadingsoftheRwandaGenocide”，AfricanStudiesReview，Vol.45，No.3，p.19.这些是政府策划冲突行动的步步升级，也是1994年大屠杀的预演。

民主化带来的局势变化、爱国阵线的步步逼近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促使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于1993年8月4日签署了《阿鲁沙协议》。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爱国阵线占有内阁21个席位中的5个，70个过渡性国民议会席位中的11个；爱国阵线在军队人数中占40%，军官人数中占50%；哈比亚利马纳同意将所有的难民遣返回国，多余的胡图族士兵复员，并许诺在签署协议22个月后举行多党选举。AlisonDesForges，“LeaveNonetoTelltheStory”，GenocideinRwanda，NewYork：HumanRightsWatch，1999，pp.123126.这一协议激起了极端派胡图人特别是以阿卡祖为代表的核心集团的极度不满。他们将协议看作是对军队权力集团的致命打击。1993年，布隆迪胡图人总统恩达达耶的当选意味着掌握政权28年之久的图西人统治的结束。然而，这位民选总统4个月后即图西族军人杀害。RéneLemarchand，“Rwanda：TheRationalityofGenocide”，Issue：AJournalofOpinion，Vol.23，No.2，1995，pp.811.这一事件为卢旺达的极端派胡图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成为他们拒绝与图西人合作的理由，也为“图西人威胁”的提法提供了例证，更为大屠杀创造了适宜的气氛。极端主义组织“胡图人权力”应运而生。

除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和国家的直接行动外，国家政权在大屠杀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还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民族身份的认定。这既是歧视政策的表现，也是大屠杀的依据。通过身份证来辨别民族身份，所有胡图人必须依此对大屠杀做出道德选择。第二，屠杀一旦成为国家行为，则不许任何人提出疑问。在短短100天杀害约百万国家公民，这既需要中央政权的领导，也需要地方政权的效率。第三，在整个过程中，现政权的批评者和人权运动者都受到攻击，不论属何族体。国际调查委员会在1993年发现，针对政权反对者的迫害是由总统属下的保安机构领导的。屠杀开始后，反对种族清洗的胡图族官员遭到迫害。军队参谋长被撤换，反对大屠杀的地方干部或被替代，或被处死，或全家被谋杀。AlisonDesForges，“LeaveNonetoTelltheStory”，GenocideinRwanda，p.7.可以看出，大屠杀并非民族冲突，一切以所谓的“国家利益”即执政集团的利益划线。

“国家政权的滥用和国家政权的削弱均可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加强。”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9页。卢旺达民族冲突的爆发正是国家权力的滥用所致。这种滥用是就权力的合法性而言，并非无理性的滥用。胡图人领导人穆杰塞拉指出，必须将所有图西人送回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家”HelenM.Hintjens，“Explainingthe1994GenocideinRwanda”，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Vol.37，No.2，1999，p.255.。尽管大屠杀的执行者大部分是普通农民，但无论在城乡、首都或内地，任务都是由“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即县长、乡长和地方议员控制和指导的”AryehNeier，WarCrimes，1998，p.220.。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事件的可悲之处在于“它是理性计划的一部分，而非一次非理性事件”DavidNewbury，“UnderstandingGenocide”，p.96.。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国家权力的“滥用”。

不可否认，胡图人与图西人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关键在于强调哪一面。我们发现一个矛盾的现实：两个民族既共生共存又互相对抗。这是与国家权力的运作分不开的。将卢旺达大屠杀说成是一场因历史形成的“种族”或“部落”冲突的延续，这如果不是蓄意掩盖真相，就是无知。有的胡图人中因公开反对或不愿意执行命令而被处决，有的帮助图西人脱离危险，还有与图西人和特瓦人联合抵抗政府行动。参见MahmoodMamdani，WhenVictimsBecomeKillers，pp.220221.这是一次由国家机器策划、资助和操控的针对本国公民的恐怖行动。


（四）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它们的民族形成过程，民族的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主权的建立，这是与西方国家很大的不同点。MostafaRejaiandCynthiaH.Enloe，“NationstatesandStatena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13，No.2，1969，pp.140158.然而，民族问题仍是一个棘手的世界性问题，大致分为三类。在比利时、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塞浦路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黎巴嫩、尼日利亚等国，因文化、宗教、资源或民主化引发的民族问题困扰着国家的团结统一，民族冲突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RitaJalaliandSeymourMartinLipset，“RacialandEthnicConflicts：AGlobalPerspective”，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107，No.4，199293，pp.585606.东欧、中欧国家也属此类；RayTaras，ed.，NationalIdentitiesandEthnicMinoritiesinEasternEurope，London：MacmillanPress，1998.有的国家虽以民族凝聚和政治稳定引为自豪，但移民的大量涌入产生了民族认同的困惑，亨廷顿在新著中质疑美国的民族认同并对此提出严厉警告；他认为美国公民的他国身份、亚民族身份和跨国身份正在威胁着美国特性和民族身份。塞缪尔•亨廷顿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民族认同问题同样存在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在一些热点地区，由于外国军队的占领引发了新问题，旧的民族矛盾激化，支持或反对外来势力成为冲突的新聚焦点，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从某种意义上看，民族问题成为国际政治问题。这些民族问题都从某个角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有的本身即国际问题，有的从国内影响到国际，有的是某民族本身就遍布世界。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只有犹太人的16%，44%的犹太人住在美国。同样，阿拉伯人至少分布于37个国家，马来人分布于7个以上、库尔德人分布于6个以上的国家。RitaJalaliandSeymourMartinLipset，“RacialandEthnicConflicts：AGlobalPerspective”，p.586.当然，并非所有的民族问题都演变为暴力冲突，亦非所有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都需要国际干预。然而，全球化的趋势使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日显突出。

卢旺达大屠杀如何牵涉到国际政治呢？需要从三个层次理解这一问题。

地区政治的角度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胡图族/图西族问题是大湖地区的突出问题。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等国都卷入冲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族冲突的直接影响。布隆迪曾多次出现民族冲突，其中两次对卢旺达影响至深。1972年，10—20万胡图人被杀害，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胡图人逃离布隆迪。1993年，胡图人恩达达耶在当选为布隆迪总统4个月后被图西人掌握的军队杀害，40万胡图人逃到卢旺达。RéneLemarchand，“GenocideintheGreatLakes：WhichGenocide?WhoseGenocide?”，AfricanStudiesReview，Vol.41，No.1，1998，pp.316；LéonceNdikumana，“InstitutinalFailureandEthnicConflictsinBurundi”，AfricanStudiesReview，Vol.41，No.1，1998，pp.2947.布隆迪政府对胡图人的迫害成为卢旺达政权进行反图西人宣传的最好范例。

第二，难民问题。从卢旺达“社会革命”开始，图西族难民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周边国家，大致有三次高潮（1959—1961年，1963—1964年，1973年）。大部分图西人难民在1959—1964年间逃离卢旺达。1961—1966年间，难民游击队不断从邻国发动袭击，1972—1973年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另一次难民潮。1983年，卢旺达与乌干达签定协议，前者同意安置3万难民，后者同意再建一个难民营。1990年代初，卢旺达难民已达50万。CatharineNewbury，“BackgroundtoGenocide：Rwanda”，Issue：AJournalofOpinion，Vol.23：2，1995，p.13.在乌干达，图西人成为穆塞维尼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1993年，乌干达居民有100万为卢旺达人，多为1960年代的难民及后裔。CharlesDavidSmith，“TheGeopoliticsofRwandanResettlement：UgandaandTanzania”，Issue：AJournalofOpinion，Vol.23：2，1995，p.54.1960年代和1990年对卢旺达的入侵都是由图西族难民发动的。由于卢旺达政府不容许难民回国以造成资源紧张，它与邻国的关系比较紧张。

第三，非洲国家的互动。在胡图人/图西人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介入。伊迪•阿明于1972年通过政变上台，他将卢旺达已废黜的国王带到乌干达，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刚果（金））总统蒙博托也卷入了两者的冲突。穆塞维尼于1986年通过武装斗争成为乌干达总统，图西人难民大受鼓舞，将原来的难民组织“卢旺达民族团结联盟”改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以扩大社会基础。1990年，爱国阵线向卢旺达发动进攻后，乌干达、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出于对大湖地区安全的考虑，均对卢旺达政府表示支持。在调解矛盾的过程中，布隆迪、扎伊尔、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积极参与，坦桑尼亚大使姆蓬格维在阿鲁沙谈判中贡献良多，尼日利亚驻联合国大使甘巴里在惨案发生后竭力制止大屠杀。1994年5月底，7个非洲国家出兵1200人听从联合国援卢使团的派遣，由于资金缺乏，未能及时行动。

大国因素的介入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国的介入。法国对非政策的重要特征有两点：保护亲法政权和追求大国地位。DenielBourmaud，“FranceinAfrica：AfricanPoliticsandFrenchForeignPolicy”，Issue：AJournalofOpinion，Vol.23：2，1995，pp.5862.它一直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府。1993年，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逼近基加利时，它立即派遣伞兵部队以保护卢旺达政权，并力劝哈比亚利马纳与爱国阵线谈判。然而，法国在大屠杀发生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只到6月底才开始“绿松石行动”，2500名执行任务的法国干预部队开进卢旺达西部，将吉孔戈罗周围占卢旺达约1/5面积的地区划为“人道主义和平区”，禁止任何武装力量进入。AlisonDesForges，“LeaveNonetoTelltheStory”，GenocideinRwanda，pp.1724，116122.

最令人深思的是美国的行动。美国应是得到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情报最早的国家，却也是一直不愿意干预并极力阻止联合国进行干预的国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舆论的漠视、定调与控制显而易见。大屠杀发生后，美国难民委员会主任罗杰•温特的一篇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专稿被美国各大媒体拒绝，最后在1994年4月14日的《多伦多全球邮报》上登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决定不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来形容卢旺达大屠杀，理由很简单：如果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美国和国际社会即有责任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和处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采取援救行动，而美国并不准备这样做。1994年5月3日，克林顿签发了第25号总统令，对维和行动的范围、人数、期限、资金及危险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参议员西蒙和杰福兹于5月13日与联合国负责卢旺达事务的官员通话讨论卢旺达局势，随后要求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派兵阻止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克林顿总统竟然在27天后才正式回函，此时大屠杀已近尾声。联合国曾要求美国提供装甲运兵车帮助援卢使团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国可用400万美元租用美国存放在德国的48部运兵车，但须先签约再运输；美国将运兵车送到乌干达机场，再向联合国追加600万美元运费。GuyMartin，“ReadingsoftheRwandaGenocide”，p.22.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重型武器和电台，加上没有卡车运送，直到1994年8月，这些运兵车仍停在乌干达的恩特贝。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不出兵干预是害怕索马里事件重演。AlisonDesForges，“LeaveNonetoTelltheStory”，GenocideinRwanda，p.623.也有中国学者持这种看法。参见刘海方《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36页。我们并不想排除这种因素，但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需要始终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行动，特别在维和事务上。该国的紧急情况是否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有重大影响？它是否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是否控制着美国海上运输线的通道？它是否在一个欠稳定地区是美国的重要伙伴？这些都是美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卢旺达缺乏可利用之处的战略考虑对解释美国的行动似乎更有说服力，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何美国在同年9月19日出兵海地。


（五）联合国干预的局限性

很多学者责备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大屠杀没有进行干预。可真如此吗？不对。只是干预的方式不同。国际社会的干预可分为负面干预与正面处理。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368—373页。凯瑟林•纽伯利在指出卢旺达大屠杀的四个教训中，三个与国际因素有关：军火在非洲的蔓延；“民主化”进程的危害；出现类似事件威胁时国际社会应采取坚决行动。CatharineNewbury，“BackgroundtoGenocide：Rwanda”，pp.1217.军火的大量流入使卢旺达局势更趋严重。一方面，卢旺达政府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军火，另一方面，军火在其邻国难民营蔓延，这不仅加剧了胡图族/图西族冲突，而且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琳达•默文认为，国际社会不仅未能及时制止大屠杀，它向卢旺达提供的援助资金虽意在帮助其经济，实际上为大屠杀创造了条件。“在种族灭绝的计划过程中，整个国际社会也参与其中。”GuyMartin，“ReadingsoftheRwandaGenocide”，p.19.然而，在调动资源或出兵维和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态度十分消极。

实际上，不论是主权国或联合国，都不愿国际干预发生。换言之，国际干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不容否认，在处理卢旺达危机时，联合国未尽到责任。关于卢旺达维和失败已有多项研究。参见AlanJ.Kuperman，TheLimitsofHumanitarianIntervention：GenocideinRwanda，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00；BruceD.Jones，PeacemakinginRwanda：TheDynamicsofFailure，Boulder：LynneRienner，2001；MichaelBarnett，EyewitnessofaGenocide：TheUnitedNationsandRwanda，Ithaca：CornelUniversityPress，2002.首先，得到情报后，联合国未采取行动。《阿鲁沙协议》签订后，联合国于1993年10月成立了援卢使团，负责人是达莱尔将军。他于1994年1月11日向联合国报告了胡图族在囤积武器准备大屠杀的情报，要求授权收缴这些武器，但维和部队以超出权限为由拒绝。达莱尔又将情报通告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然而，没有一方采取行动以制止惨案发生。其次，大屠杀开始后，各国使馆忙于撤走侨民。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912号决议，将原驻卢旺达的1500名士兵减少到217名，并授权他们调解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912（1994）”，VirginiaMorrisandMichaelP.Schar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forRwanda，NewYork：TransnationalPublishers，1998，Vol.2，pp.238244.再次，5月17日，安理会通过918号决议，将援卢使团兵力增至5500人。“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918（1994）”，VirginiaMorrisandMichaelP.Schar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forRwanda，Vol.2，pp.247262.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这一计划始终未能落实。

可以说，联合国在处理民族冲突问题上存在五大局限。第一，名称的局限。联合国虽被称为“UnitedNations”，但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states）联合体，维护各成员国的利益成为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从组织的名称与实质看，联合国存在“亲国家”和“排民族”的倾向。第二，宪章的局限。《联合国宪章》一方面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其宗旨之一，但它也明确指出：宪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这些约束使联合国在其成员国发生民族冲突时实施干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

第三是方式的局限。如何选择？何种方式？这是对联合国的严峻考验。一般认为，联合国在介入民族冲突时有四种方式：维持和平、调解和平、建构和平、避免冲突。斯蒂芬•瑞安：《民族冲突与联合国》，《民族译丛》，1992年，第6期，第1—14页。实际上还存在一种方式：惩罚暴力，“在有的国家发生的民族冲突中，一方实施的行动明显地违背了人类良知和基本道德，引起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带有鲜明的立场。为谴责和制止种族隔离制而对南非实施的制裁禁运和为伸张正义设立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属于这种方式。这可以说是联合国介入民族冲突的第五种方式。”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371—372页。为审判大屠杀的罪犯，联合国在坦桑尼亚设立了国际法庭，法官来自多个国家；比利时、喀麦隆、赞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已将逃到自己国家避难的已被起诉的大屠杀组织者交给国际法庭。AryehNeier，WarCrimes，1998，pp.220.然而，这一法庭的局限性显而易见。VirginiaMorrisandMichaelP.Schar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forRwanda，Vol.1，pp.117157.第四，组织结构的局限。联合国组织复杂，事务繁多，各部门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和行动重点。如无特殊命令，各部门难以对其他事务发挥作用。卢旺达危机是联合国面对的一种新范式，遏制骚乱成为紧迫任务，既要维和，又要调解；既要军事支持，又要人道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的作用在无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的地区尤显重要，因为大国对这种地区不感兴趣。第五，资金的局限。维和行动除了需要各成员国的良知和共识外，还需要经费（每年维和经费约30亿美元）。经费的缺乏使联合国很难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受到美国的阻挠。参见LindaMelvern，APeopleBetrayed；WayneMadsen，GenocideandCovertOperationsinAfrica，19931999.还可参见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著：《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张敏、钟天祥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45页。


（六）民族与政治

在卢旺达历史上，从未有过持续一贯的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定义。这种定义随着卢旺达主权的变更以及权力的转移而变化。独立后，胡图人/图西人的矛盾被新政权继承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互换及政治地位的变化引起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民族身份被当权者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大屠杀是这种政治运作的极端表现。作为大湖地区的一个地缘政治特点，民族问题也影响到周边国家，而国际政治诸因素的参与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局势的负面干预与正面解决直接影响到大屠杀的产生、演变及其结果。

民族与政治关系密切，民族问题可以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帝国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族际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移民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20世纪的人类历史目睹了各种类型的大屠杀，如对原住民的绞杀、对犹太人的灭绝、南京大屠杀、柬埔寨的惨案、波黑战争中的种族清洗。不管行凶者冠之以何种借口，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罪，受害者总是处于弱势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旺达大屠杀不是一个国家的惨剧，也非大湖地区或非洲的悲哀，它是人类的耻辱。

可以说，卢旺达大屠杀不仅中断了卢旺达的发展进程，而且使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出现倒退现象。虽然大屠杀发生后，卢旺达人民以惊人的勇气面对自己国家的困境，国际社会在事后也对卢旺达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发展的道路还需要卢旺达人民自己来走。


四、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比较

本个案根据以下文章修改而成，李安山：《新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比较》，《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特此说明。

之所以将南非和津巴布韦为个案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两国在黑人掌权后出现的情况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文中的“南非”主要是指新南非，即1994年成立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由于新南非实行相对稳定温和的政策，在转型过程中并未出现政治动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的黑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津巴布韦的情况有所不同。自津巴布韦1979年独立后，穆加贝较合理地处理了种族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津巴布韦一度被称为“非洲奇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积累下来的矛盾未能及时化解，加上英国政府拒绝兑现曾经做出的许诺，津巴布韦政府难以应对各种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和政治困境。这样，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相对激进的土改政策使一部分白人的利益受到威胁，黑人的根本利益也未得到相应提高。政策的失误致使民族问题逐渐转为政治问题。津巴布韦与西方的关系日益恶化，穆加贝总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一）南非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根据2006年南非政府的统计，南非共有4740万人，包括四大民族，即非洲黑人（约3770万，占79.5%）、白人（440万，占9.2%）、有色人（420万，占8.9%）和亚裔/印度人（120万，占2.5%）。南非政府网站http：//www.southafrica.info/ess_info/sa_glance/demographics/population.htm。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数字略有不同。其中黑人又包括多个民族。

南非的黑人主要包括科伊桑人和班图尼格罗人。南非最早的土著居民为科伊桑人（Koisan），分为科伊人（Koikoi，亦称霍屯督人，其东界为乌姆齐姆布河）和桑人（San）（亦称布须曼人，分布在奥兰治河以北）两个支系，已不构成单独族体。布须曼人（Bushmen，“丛林人”之意）是欧洲早期殖民者对桑人的蔑称。关于科伊桑人，参见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非洲古代文明》，第3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第500—521页。班图尼格罗人从非洲中部移民到南部非洲，经过长期融合、演化，形成以下9个主要族群。参见“非洲国家网”，http：//www.allafrica.net/Get/nanfei/gaikuang/230317357.htm。祖鲁族（Zulu）系恩古尼人的北支，是南非第一大族，人口约920万（1996年普查数，下同），操恩古尼语系的祖鲁语。现主要分布于夸祖鲁/纳塔尔省、姆普马兰加省及豪登省。科萨族（Xhosa）系恩古尼人的南支，为南非第二大族，人口约720万，操恩古尼语系的科萨语。现主要分布于东、西开普两省。索陀族（Sotho）又分北部的佩迪人（Sepedi）和南部的索陀人，操佩迪语和索陀语，人口680万。佩迪人主要分布于北方省和姆普马兰加省，索陀人与莱索托王国的巴苏陀人同族，现主要分布于自由州省和豪登省。茨瓦纳族（Tswana）是索托人南迁的西支，人口330万，操茨瓦纳语，现主要分布于西北省和北开普省。聪加族（Tsonga）是恩古尼人的北支，操聪加语，与莫桑比克境内的聪加人同族，人口176万，现主要分布于北方省。斯威士人（Swazi）为恩古尼人的北支，与斯威士兰王国的斯瓦茨人同族，操恩古尼语系的瓦提语，人口101万，现主要分布于姆普马兰加省。恩德贝莱族（Ndebele）属祖鲁人支系，人口59万，现主要分布于姆普马兰加省。文达族（Venda），人口88万，操文达语，近似津巴布韦的绍纳语，文化传统与索托人相通，现主要分布于北方省。

白人主要包括阿非里卡人（Afrikaners，占白人人口约57%）和英裔非洲人（AngloAfricans，约占白人的39%）。现今阿非里卡人中，荷裔占40%、德裔40%、法裔7.5%，英裔7.5%，其他欧裔5%，操阿非里卡语（以古荷兰语为基础），信奉基督教，传统上多事农牧业。现大都居住在北方、姆普马兰加、豪登、西北及自由州五省。英裔非洲人操英语，信奉英国国教（圣公会），经营矿业和工商业为主，现主要分布于西、北和东开普三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此外，南非白人还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犹太人等。

有色人主要分为格里夸人（Griquas）和开普马来人（CapeMalays）。前者为早期布尔人与霍屯督人的混血后裔；后者系霍屯督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马达加斯加、爪哇岛等地运来的奴隶（印度人、华人、僧加罗人、印尼人、马尔加什人）的混血后裔。现多分布于开普三省，是西开普省第一大族。此外，还有纳塔尔有色人（欧非混血人、圣赫勒拿人和毛里求斯人）。有色人87%集中于开普半岛，75%居住在城市，80%讲阿非里卡语，其余操英语，90%以上信奉基督教，7%为穆斯林（多为开普马来人）。

亚裔绝大多数为印度人，故南非人一般将两者互用。南非印度人85%聚居于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地区，10%居住在比陀约堡地区。印度教徒约占68%，20%为穆斯林，大都操英语，老一代用印地语、泰米尔语、泰鲁固语、古吉拉特语和乌尔都语等。还有少数华人。关于南非的民族与宗教，参见杨立华《南非》，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31页。图51南非人口的种族比例

资料来源：http：//www.southafrica.info/ess_info/sa_glance/demographics/population.htm（2006年的统计数据）。官方语言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宪法规定了11种官方语言：阿非里卡语、英语、恩德贝莱语、科萨语、祖鲁语、佩迪语、索陀语、茨瓦纳语、瓦提语、文达语、聪加语。

图52南非人口的语言比例

资料来源http：//www.southafrica.info/ess_info/sa_glance/demographics/population.htm（此表格为南非政府网站提供，系2001年的统计数据）。在新南非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时，在黑人中间曾一度出现祖鲁族要求独立的情况；黑人与白人在历史上存在的统治与被统治、占有者与无产者以及富裕与贫困的关系在现实中也表现出来。尽管南非存在多种民族（种族和部落），但从政府的构成以及相应的政策文件看，南非官方对多民族这一事实采取的是低调处理的方式。首先，从政府部门的设置看。政府并未设置主管民族事务的部门，有关民族事务由文化艺术部（MinistryofArtsandCulture）处理。其次，官方一般避免使用“多民族”这一提法，在政策文件中也较少提及这种现象。再次，针对多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政府文件或网站一般用“文化多元性”（culturaldiversity）或“多语言”（multilinguistics）来描述或解释多民族或各民族的相关现象。用“彩虹之国”来形容南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二）南非的民族政策

白人种族隔离制在南非存在了300多年，这种制度以排斥和剥夺原住民族及其他“非白人”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来维护欧洲移民后裔对南非土地与资源的控制。这种排他性的制度是以不平等为特征，以“白人是上帝的选民”为价值判断的种族歧视制度，它建立在压制人口的多数这一基础上，因而是不可能持续的。新南非成立后，政府在保证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从各个方面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制的影响，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源于曼德拉的民族和解思想。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经历了形成、成熟和充实三个阶段。这一演变过程有两次飞跃：从非洲主义即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转变到吸收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亚裔/印度人）的非洲民族主义；从仅容纳黑人的非洲民族主义转变到吸收所有南非人（包括白人）的南非民族主义。关于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参见李安山《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缘起与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曼德拉在1989年3月从监狱中写给白人总统博塔的信中要求政府和非国大在谈判中须重视两个中心问题：在一个统一国家实行多数统治的要求；白人对这一要求的关注和多数统治不意味黑人对白人施加统治的结构保证。GregMcCartan，NelsonMandela：Speeches1990，NewYork，1990，pp.918.在与博塔会见时，曼德拉表示，黑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可看作是“一场不同肤色的兄弟之间的斗争”。N.Mandela，LongWalktoFreedom，Boston：LittleBrown，1994，p.480.此时的曼德拉已开始考虑政治解决的前景。他希望看到一个统一而非分裂的南非，黑人摆脱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而当家作主，白人与黑人并肩参与国家管理。他明确表示，“当我从监狱走出的时候，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成为我的使命。”Ibid，p.544.对日益临近的以非国大为代表的黑人的胜利，白人政府忧心忡忡。

20多年来新南非的发展从根本上解除了白人的忧虑，使南非的民族和解政策得到落实。在民族问题上，南非过渡政府的主要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因卡塔自由党代表的祖鲁族传统势力要求实行联邦制关于因卡塔自由党及其领袖布特莱齐的要求，参见韦袆红《南非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布特莱齐》，《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4期，第72—74页。与阿非里卡人中的白人保守势力要求建立“民族国家”。面对这些复杂的局面，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通过谈判和合理的权力分配，逐渐化解了因卡塔自由党的强硬要求，并使白人极端派的力量日渐削弱。

在国家政策层面，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法令、规定或措施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种族隔离制时期的罪行持揭露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1995年11月29日，根据曼德拉总统签署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1995年34号法令），南非政府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简称TRC），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图图任主席，由各界著名的中立人士17人组成。委员会被赋予的历史性任务包括：（1）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以理解的精神超越过去的冲突和分裂，通过调查与听政，对1960年3月1日至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期间发生的粗暴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认定。（2）对于彻底坦白全部相关犯罪事实者给予赦免，但其行为必须是出于政治动机，其坦白符合法令要求。（3）确认并公布受害者的下落，通过给予受害者机会讲述自己受害的情节以恢复其人格和公民尊严，并对给予他们的赔偿措施提出建议。（4）编写一部报告，记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履行上述三项职责时的活动和结论，包括对今后避免发生侵犯人权问题的措施建议。这一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于2003年出版。参见VolumeSix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ofSouthAfricaReport，Formeset，CapeTown，2003.

我们注意到，尽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是种族问题，但委员会在审理过程中是以人性、人权和人格为原则的，并未刻意强调种族或民族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始于1995年12月16日（南非和解日），报告完成于2003年3月21日（南非人权日）。从1996年到2003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共审理212万多个案例。到2003年3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时，共有1200人获得大赦，当时大赦的申请与审定仍在继续。VolumeSix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ofSouthAfricaReport.该报告共分6个部分，长788页，是对种族隔离制下的反人道行为的控诉。

各族语言的使用受宪法保护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由于地方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即以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为其主要标志，因此，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至关重要。学校使用何种语言教学，学校教材和课程设置以什么为主，学校招生的各民族比例等等，这些因素对国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是十分关键的。”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根据1996年的统计数据，占全国人口22.9%的人的母语是祖鲁语，说科萨语的有17.9%，说阿非里卡语的14.4%，说佩迪语的有9.2%，说英语的8.6%。SouthAfricaYearbook，2000/01，（Originallypublishedas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Formeset，CapeTown，onbehalfoftheGovernmentPrinter，Pretoria，p.1.到2001年，说祖鲁语的已达23.8%，科萨语的比例下降为17.6%，阿非里卡语的有13.3%，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说佩迪语的有9.4%，说英语的有8.2%。http：//www.southafrica.info/ess_info/sa_glance/demographics/population.htm此表格为2001年的统计数据，系南非政府网站提供。为了尊重南非公民的权利，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宪法规定了11种官方语言。对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有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语言的使用受到宪法保障。南非宪法（ACT108，1996年）规定，每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说某种语言或参加某种文化生活，但任何人都不许在行使这些权利时违背《权利法案》的有关规定。政府专门为保持多种语言成立的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可根据自己的创议或收到的书面投诉对任何违反语言权利、语言政策或语言实践的行为进行调查。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可以传唤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组织来提供证据。到2000年2月，泛南非语言委员会收到了70件违反语言权利的投诉，其中5件已经审结。

第二，教学语言受到宪法保障。宪法规定，每一个人都有权在任何可实施的条件下自己选择用某种语言教学。使用某种特定教学语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持多元文化的政策。

第三，政府部门使用语言受到宪法保障。宪法规定，国家和省份可使用任何官方语言来进行工作，但必须考虑到使用情况、可行性、成本、地区环境以及整个民族或特有省份人民喜好与需要的平衡。政府至少必须使用两种官方语言。所有的官方语言都应该享有同等地位，受到尊重，并在使用中受到平等待遇。

然而，一些当地语言由于长期缺乏行政上的支持已呈现出消亡的迹象。为了保护这些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可行的政策以加强这些语言的使用度，同时也力求平等和公正的政策。尽管存在着关于多种语言的规定，但在公共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转向一种语言的趋势。在多个政府部门，英语开始成为交流的主要工具。南非政府在改革法规中还将英语列入优先考虑的课程之列，各校先后将英文教学作为与今后工作相联系的重点课程来抓。参见常永才、李红记《试论新南非语言政策的演变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1：1（2006年3月），第110页。这种趋势也出现在政府发行的对全国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出版物和文件中。记录南非议会每场辩论并定期出版的《议会议事录》（HANSARD）保持着议员发言使用的即时语言，但在必要处往往附有英文翻译。议会也准备以其他语言发行《议会议事录》，并正在考虑有关语言的各种政策取向。

不同宗教信仰受到宪法保护南非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南非约3/4的人（3250万）信仰基督教，约占总人口的75.49%，其中又分为十余个教派。其他宗教的信仰者约有148.1万，占总人口的3.44%。其中穆斯林约有59.8万人，占1.39%，印度教徒有58.1万，约占1.35%，犹太教徒有7.3万，占0.17%，持非洲传统信仰者约有1.7万人，占0.04%，还有其他信仰者20.7万。无宗教信仰者和不确定者共有907万人，所占比例相当大，约为21.07%。从南非不同民族看，白人、大多数有色人和60％的黑人信奉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亚裔中约60％信奉印度教，20％信奉伊斯兰教；部分黑人信奉原始宗教。概言之，多于3/4的南非人口信仰基督教。其他主要的宗教人口为印度教信徒、穆斯林和犹太教信徒。其他很少一部分人不属于任何主要宗教，他们将自己界定为传统主义者或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SouthAfricaYearbook2000/01，p.5.

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矛盾既不可能避免，也不可能永远消除；只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矛盾，才能构建和谐宗教关系，促进国家民族建构。否则，很容易引起政局动荡、族际关系紧张甚至导致内乱。南非宪法在第一章基本权利第15款保证宗教、信仰和主张的自由，但是规定宗教活动必须遵循自由和自愿的原则，必须符合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这样，信仰自由受到宪法保护，官方政策不干涉宗教实践。

对白人极端主义者采取宽容政策对于一些白人极端主义者的做法，新政府并未一味抵制，而是采取宽容的政策。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些坚持白人种族高于黑人种族的阿非里卡人根据临时宪法成立了阿非里卡人“民族国家理事会”（VolkstaatCouncil），为以后建立所谓的“阿非里卡人家园”作准备。新政府建立后，为保障这些白人的权利，专门制定了《民族国家理事会法》（1994年30号法令），使按照临时宪法成立的“民族国家理事会”成为正式的法定机构，其职责是向政府提供有关“阿非里卡人家园”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该理事会在1996年初也未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第43页。尽管如此，1996年南非新宪法仍然保留了有关阿非里卡人对“民族国家”问题继续探求的条款。

阿非里卡人保守势力并未放弃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企图。一些白人极端主义者甚至买下北开普省的一块不毛之地，建立一个排斥黑人的阿非里卡人“敖兰尼亚村”（Orania），600多村民（包括妇女儿童）在铁丝网围绕的村庄生产、生活、学习。这些人的目的是保存阿非里卡人的文化和特征，并打算将敖兰尼亚扩大和发展为一个“民族国家”。这种试验虽然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它成为一些固守阿非里卡民族主义的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南非政府采取宽容的态度，容许敖兰尼亚存在，并鼓励它参与地方政府的选举。同上文，第46页。

旨在全面消除种族隔离制遗产的社会政策新南非政府在1994年接收的是一个经过种族隔离制长期统治的现实，种族歧视在各方面均有所表现。为了根治这些社会痼疾，提高受压迫民族的社会地位，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先，给予长期受压迫的黑人各种新的机会。新宪法对公民财产权利有如下规定（第一章第25条）：除非依据普遍适用的法律，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并给予赔偿之外，任何人的财产不可被剥夺，任何法律不可强制剥夺财产。“公共利益”是指国家对土地改革的承诺，以及为平等获取南非所有自然资源而进行的改革。该条款特别规定对1913年6月19日《土著土地法》颁布后被剥夺土地的个人和团体有权恢复对该土地的财产权或达到合理的解决。《土著土地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广大黑人土地权的丧失，该条款是对这一种族歧视法令的否定，是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其次，增加黑人的就业机会。政府规定，单位（主要是公共部门）雇员比例要逐渐反映南非的种族构成。这使非洲人在寻找工作时处于某种优势地位，而白人中缺乏专业技能的人失去种族隔离制度的保护，处在就业竞争的弱势地位。当然，长期遗留的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黑人和白人对失业等问题都有失望和抱怨。黑人认为就业的机会不多，白人的不满主要针对新的就业政策，即政府鼓励雇用黑人和妇女的照顾性计划。虽然黑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黑人与白人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以就业为例。据2005年9月的统计，失业率在黑人中为31.5%，亚裔/印度人为22.4%，白人仅为5.1%。住房、用电及其他各种生活指数的差别也很大。ANationintheMaking：ADiscussionDocumentonMacrosocialTrendsinSouthAfrica，ThePresidency，2006，pp.2829.

再次，针对黑人城镇各方面远远落后于白人的局面，新政府对黑人城镇地区在住房、电力供应、供水、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同时，新政府取消了对白人农场主的补贴，社会救济也面向全体人民。仅养老保险和贫苦儿童救济金等社会救济款项，10年间南非政府支出增加315倍，受益人口从260万增加到680万。

新政府就业政策的受益者并非只有黑人。依照政府规定，旧政府白人公务员的权益得到保护，不能随便辞退。他们如果提前退休，可有两个选择，领取退休金或一次性补偿。亚裔/印度人因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在政府部门的职位也有所增加，在各种高层的任职比率也在增加。ANationintheMaking：ADiscussionDocumentonMacroSocialTrendsinSouthAfrica，pp.2930.南非总统办公室（thePresidency）于200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关于南非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讨论文件》的报告。这份109页的报告使用了广泛的资料，对各种调查、统计资料和许多独立机构的研究进行了综合。它关注不带倾向性的事实与数字，用一种清晰和不带偏见的方式来阐述这个国家的现实。Ibid，pp.34.这一报告描绘了南非社会动态变化的图景，提示了迅速的社会流动以及生活条件和种族关系的巨大改善。报告并未一味赞扬南非现状，而是强调南非经济的分化依然同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断层线保持着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的国家民族意识正在提高。53%受调查的人认为自己是南非人，18%的人认为自己是非洲人，14%的人按照他们的母语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只有4%的人按种族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另一项研究显示，57%的南非人相信种族关系已经得到了改善，虽然这集中于南非最穷的省份。西北省和林波波省认为种族关系已改善的人比例最高，豪登省和西开普最低。导致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因为较穷的省份发展的基础较差，种族间的互动较少；而较富裕省份由于人口的高密度和更高程度的种族互动导致了人们更为消极的看法。Figure12“Opinionsonracerelationsbyprovince”，ANationintheMaking：ADiscussionDocumentonMacrosocialTrendsinSouthAfrica，p.31.

1999年的调查表明，大部分黑人和亚裔/印度人对种族关系改善持肯定态度，33.4%的白人和19.9%的有色人认为种族关系有所恶化。2003年的调查表明，有色人（61%）、黑人（59%）、印度人/亚裔（58%）和白人（42%）对种族关系的改善均持肯定态度。可以看出，新南非政府实行的民族和解政策不仅加强了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南非的实践证明了多民族国家的活力。（关于南非的情况，第十三章将专门论及）.


（三）津巴布韦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津巴布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约为1310万。此数据是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资料。全国约有15个民族。非洲人占98%，主要有绍纳族（占79%）和恩德贝莱族（占17%）。白人不足10万，有色人2.5万，亚洲人1万，各民族的比例依年份不同而不同。根据1980年代末的统计，绍纳人当时占75%，恩德贝莱人占19%；小民族通加人、文达人和尚加尼人共占人口的4%。ChristineSylvester，Zimbabwe：TheTerrainofContradictoryDevelopment，Westview，1991，p.138.

官方语言为英语，属于班图语系的绍纳语（Shona）和恩德贝莱语（Ndebele）是广泛使用的当地语。绍纳人分为6大支系，都有自己的方言，但各自均可听懂。

津巴布韦的宗教也呈多样化。混合宗教（即基督教与本土宗教的融合）信仰者占50%，基督徒为25%，信奉本土宗教的为24%，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占1%。

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矛盾，二是广大黑人与占人口极少部分的白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多民族共存，另一方面是长期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统治，这些在津出巴布韦的民族历史和当代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

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均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绍纳人建立的津巴布韦晚铁器文明有各种解释，但其影响力不言而喻。绍纳人曾建立过高原南部的津巴布韦国家（12—15世纪）、北方的穆塔帕国家（约1420—1884年）、高原西南部的托尔瓦国家（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和继托尔瓦存在到1860年的昌加米腊国。1866年，从南非迁来的恩德贝莱人灭亡了昌加米腊国，征服了其他绍纳人。恩德贝莱人沿用祖鲁王国的军团体制，战斗力大大超过其他以政治团体为单位的非洲人，其统治维持了约50年。19世纪后期白人移民至此，占领了非洲黑人的土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英国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史密斯白人政权1969年制定的宪法提案规定，占当时罗得西亚非洲人口不到20%的恩德贝莱人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同绍纳人相同，企图将黑人对白人统治的不满转化为黑人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恩德贝莱人在独立后仍因袭殖民时期的分权原则。白人政权还将非洲人禁锢在部落保留地里以维持原有部落关系，经济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使非洲人的部落意识保持原有的社会基础，从而阻碍了独立后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非洲人先成立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后来从这一组织又分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这两个组织一直不和。虽然两个政党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但民族矛盾是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恩科莫领导的人盟的主要成员为恩德贝莱人，穆加贝领导的民盟的主要支持者为绍纳人。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两个非洲黑人民族的矛盾也在加深。在1980年的第一次大选中，恩德贝莱人的三个政党中，有两个政党提出了实行联邦制、建立马绍纳兰和马塔贝莱兰两个国家的主张。主张联邦制的两个政党分别为“统一民族联邦党”和“马塔贝莱统一人民协会”。关于民盟和人盟两个组织的情况，参见MasipulaSithole，“EthnicityandDemocratizationinZimbabwe：FromConfrontationtoAccommodation”，inHarveyGlickman，ed.，EthnicConflictandDemocratizationinAfrica，AfricanStudiesAssociationPress，1995，pp.13245.

恩德贝莱人集中在南马塔贝莱兰和北马塔贝莱兰，绍纳人集中在中部和东部的5个省。绍纳人又分为6大支系。卡兰加人占21%，分布在津巴布韦的中南部；泽祖鲁人占17%，分布在中部；马尼卡人约占13%，分布在东部；科雷科雷人占12%，主要集中在津巴布韦的北部；恩达乌人占3%，分布在东南部；罗兹维人占人口的9%，分布在中部与他族混杂居住。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大选中，恩德贝莱人与绍纳人基本上都投了本族政治领袖的票。这一点引起了津巴布韦政治家的惊讶。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津巴布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也比较普遍。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第252—276页。


（四）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

独立后的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与其政治发展紧密相连。津巴布韦独立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80—1990年），津巴布韦新政府面临着各种困难：种族歧视制度带来的种族不和，长期战乱留下的废墟，面临崩溃的经济等。《兰开斯特大厦协定》对穆加贝政府有各种限制。《兰开斯特大厦协定》是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谈的结果，于1979年12月21日签署。会谈（1979年9月10日至12月15日）由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主持，津巴布韦各派政治力量代表参加了会谈。会谈就三个问题达成协议：独立宪法大纲、独立前期的安排以及各方停火协议。具体参见“LancasterHouseAgreement”，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caster_House_Agreement。根据协定，英国同意在“愿买愿卖”原则的基础上为土地改革提供资金支持，那些不愿意留在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其土地将通过津巴布韦政府由英国出资购买。同时，津巴布韦政府承诺在独立后10年内不进行大规模土改，因而土地问题为后来的各种矛盾留下隐患。BloodandSoil：Land，PoliticsandConflictPreventioninZimbabweandSouthAfrica，ICGAfricaReportNo.85，InternationalCrisisGroup，2004，pp.2629，4445.1981年，英国在召开津巴布韦重建与发展会议时曾承诺提供6.3亿英镑的资助。然而，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拒绝向津巴布韦政府提供资助。民族分歧主要表现为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分歧和非洲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歧。在1980年选举中，穆加贝领导的民盟获得多数票。白人对新政府十分担心，认为穆加贝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实践中通过剥夺白人财产表现出来。恩德贝莱人的政治领袖恩科莫及其领导的人盟则担心被边缘化。然而，穆加贝领导的新政府奉行民族团结与种族和解政策，注意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1987年，民盟与人盟合并为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民盟爱国阵线”）。独立后十年，政治相对稳定，据非洲发展银行的发展报告，津巴布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980—1990年间为3.5%。

在第二个时期（1990—2000年），民盟爱国阵线在1990年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获得120个议席中的116个席位，穆加贝赢得78%的选票。1990年，政府不再受《兰开斯特大厦协定》的约束，进行了修宪，规定土地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分配。同时，津巴布韦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以偿还1980年代的借债和进一步引进外资。这两家机构提出的贷款条件是放宽国家干预，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福利补贴，裁减冗员。根据农业改革非洲研究院主任萨姆•莫约的研究，许多津巴布韦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是导致粮食价格增高和失业的原因。随着不满增加，这种情绪被民盟爱国阵线中更激进的派别所利用。SamMoyo，“TheLandOccupationMovementandDemocratisationinZimbabwe：ContradictionsofNeoliberalism”，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30：2（2001）.由于放宽政府的控制，失业人数增加，物价急剧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放开，反对党应运而生，对民盟爱国阵线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1992年，南部非洲发生大旱，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的津巴布韦不得不进口粮食。1998年，民盟爱国阵线坚持还地于民政策，召开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国际捐助会议，启动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计划，赢得农民的支持，但引起反对党、工会和右翼势力及西方大国的不满。1999年9月，以工会为依托的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ovementforDemocraticChange，简称“民革运”）成立。该党利用选民求变心理和土改等问题，逐渐扩大影响，成为第一支对民盟爱国阵线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共同体的支持下出兵刚果（金），这在国内引起反对，在国外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不满。这十年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据非洲发展银行的1999年发展报告，1991—1998年的经济发展为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2.6%。

第三个时期（2000—2007年），1998年，对津土改进行过金融支持的国际捐助国召开了一个有关津巴布韦政府征用土地的会议。这些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原则以指导津巴布韦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这些原则包括尊重法律、透明、减贫、连贯性以及确保能征到土地并分配补偿金。然而，津巴布韦政府与国际捐助国的关系并不稳定，津巴布韦指责后者试图维持殖民时期的财富分配状态。2000年，政府就无偿征用白人农场土地的修宪条款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未过半数。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以高出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险胜民革运。政府开始实行“快速土改计划”（FastTrackLandReform，FTLRP），强行征收白人土地，引发冲突。大批白人出走或撤资，使作为津巴布韦经济支柱和主要外汇来源的烟草业以及玉米生产遭到重创。经济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在2002年的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再次推举穆加贝为候选人，遭到国内反对派和西方的指责。穆加贝获胜后，西方国家纷纷指责大选不公。2005年，穆加贝从治安和卫生角度对哈拉雷的棚户区进行整顿（一些人认为是为了清除反对派）。由于措施不到位，一些贫困户无处居住，在国际上再次引起批评。关于这一行动，参见ZimbabweCatholicBishopsConference，EvangelicalFellowshipofZimbabwe&ZimbabweCouncilofChurches，TheZimbabweWeWant：“TowardsaNationalVisionforZimbabwe”，September18，2006，p.50。由于土改、出兵刚果（金）和对国内政治反对派采取压制手段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大国对穆加贝极为不满。它们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措施，国际组织又停止经援，津巴布韦陷入政治、经济和外交的严重危机。

第一次选举胜利后，穆加贝曾发表电视讲话，声明将在新的津巴布韦实现平静、团结与和解，呼吁津巴布韦的白人与黑人一起重建国家，并让原来领导过镇压游击队的种族战争的白人将军沃尔斯中将继续留任。他明确表示：“我们不想把任何人赶出这个国家去。”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概括起来，独立后，特别是在第一个阶段，津巴布韦采取了以下政策来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津巴布韦国家民族的凝聚力。

保障各民族的基本权利，尊重各族传统领袖和保护各民族语言1979年宪法用《权利宣言》的形式规定，不分种族、部落和性别，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代表了在白人统治下所有弱势群体的共同期望。尽管存在资金问题，它还是向农村地区的选民提出土地改革的前景。穆加贝在独立后不久即召集主要民族的酋长开会，呼吁他们当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起建设津巴布韦。他还分别从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中各任命5名酋长担任政府参议员。宪法规定，按《酋长与首领法》，部落酋长和首领保留一定的行政权力，在省级酋长议会以咨询者资格行事。维克托•纳普主编：《各国法律制度概况》，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708页。酋长制度是非洲的传统政治制度。这种保留酋长制是在尊重历史传统以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国家统一。

近年来，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实行一些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津巴布韦教育体育文化部和津巴布韦土著语言促进会正致力于制定少数民族土著语言课程大纲，以便将这些语言纳入学校的考试计划。津巴布韦土著语言促进会成立于2000年，一直致力于游说政府将6种地方少数民族语言纳入本国的教育体系中。土著语言促进会秘书长伊弗里姆•马可瓦提表示，此课程纲要涵盖6种土著语言，即文达语、卡兰加语、通加语、索托语、纳姆比亚语和尚加尼语。通过不同地区的酋长、地方社区、议员以及教育体育文化部官员的合作，政府已通过决议，同意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地方小学里教授这些语言。这无疑是一种建设性政策，既可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也可维护多元文化。“Zimbabwe：PromoteMinorityLanguages”，TheHerald（Harare），OPINION，March7，2007，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703070130.html；“Ministryworksonindigenouslanguagessyllabus”，http：//www.chronicle.co.zw/inside.aspx?sectid=1368&cat=12009年，政府通过《本土语言法案》（IndigenousLanguageBill），以保障土著语言的存在和津巴布韦的文化多元性。

对恩德贝莱族采取合作态度穆加贝自己出生于一个绍纳族家庭，并一直担任曾以绍纳人为主体的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在组建内阁时，他安排了5名人盟成员担任部长职务。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民盟和人盟的残废游击队员均可享受抚恤金；新政府甚至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坚决打击少数极端的民族分裂者。何丽儿：《津巴布韦的部族矛盾和穆加贝的部族政策》，《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第9—13页。在1985年的选举中，民盟在绍纳人占统治地位的5个省的得票率都在90%以上，而在恩德贝莱族居住的南北马塔贝莱兰，民盟只获得12.9%和14%的选票。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第121页。同时，在马塔贝莱兰地区还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冲突之后，津巴布韦决定成立民族联合政府。这一明智之举将恩德贝莱人纳入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社会契约中。实际上，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在有关民族发展等核心问题上的政策与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是一致的。1987年12月，两党达成“合并协议”（UnityAccord），组成“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其政治局的12名成员中，有4名为前“人盟”党员，其中3名为恩德贝莱人。MasipulaSithole，“EthnicityandDemocratizationinZimbabwe：FromConfrontationtoAccommodation”，p.146.人盟的原领导人恩科莫曾表示：“我们以两党合并作为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基础。”ElsieB.Washington&ValerieVaz，“ZimbabweBuildingaNation”，Essence，October，1989.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264/is_n6_v20/ai_7943681两党合并后，民族建构的过程明显加快。

对白人实行了“宽恕和不咎既往”的政策新政府对白人实族的“宽恕和不咎既往”和“赎买”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宪法在保障白人的权利上有特殊规定（这些规定在兰开斯特开会协商期间确定）。议会分众议院和参议院，众院共100个议席，其中80%经普选产生，20%由白人单独选举。参院共40个席位，其中10个由白人选举产生。其次，吸收原罗得西亚政府总理史密斯参加议会工作，穆加贝与史密斯保持工作联系。此外，政府还保留原白人政府军队司令沃斯特的职务。津巴布韦政府后来发现沃尔特将军策划政变，将他驱逐出境。再次，白人农场主一直享受着大笔低息贷款的优待，这种补助多达6905万罗得西亚元，“而且还允许他们当中的钱以后拖欠不还”。根据农业资金公司1979年的报告，倒账和令人怀疑的债务达到其收入的24.6%。如果按照正常的经营规则，相当多的白人农场主会因为经营不善而陷入破产的境地。最后，穆加贝的新政府还包括两名白人领袖：作为工商部长的罗得西亚阵线党的戴维•史密斯和农业部长的丹尼斯•诺曼（经济作物农场主联合会主席）。内阁的这种人员安排保证了白人的利益，使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白人集团松了一口气。TheTimes（London），March13，1980.1987年9月，津巴布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白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享有保留席位的规定。政府在1988年又增补了白人部长，致使政府内共有3名白人正副部长。这种制度安排的意图十分明显：津巴布韦既需要白人的管理技能、科学技术和私人资本，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还需要以此来吸引西方政府的援助。

在土地问题上对白人采取权宜之计土地问题是独立时的津巴布韦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1920年代初，平均每个白人占有的土地是黑人的30倍，1940年代是37倍，1970年代是19倍。根据统计，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时，黑人与白人的比例是20∶1，到1980年，两者的比例是25∶1。在人口比例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将总数为9640万英亩的土地划给白人和黑人各4500万英亩。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并非出于经济考量，但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安排。当时的白人农场主约6000名，他们占有的土地则是黑人的数十倍。更有甚者，这些农场主有的根本不在津巴布韦，只是挂名的土地所有者。这些土地包括大批外国拥有的庄园，属于英美公司、伦敦罗得西亚公司和利比格斯公司之类的英国和南非的公司。兰开斯特谈判历时3个月，在土地问题上几乎失败了。英国最后同意在“愿买愿卖”原则的基础上为土地改革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政策安排为后来的矛盾与动乱埋下了种子。

尽管白人控制了经济命脉，种族矛盾尖锐，由于新政府采取相对宽容的民族协调政策，不仅避免了国家经济的崩溃，也未出现莫桑比克独立时大量白人外逃的局面。然而，正确的分配土地对新政府来说是重要的。这一工作只能留待以后来做。由于“愿买愿卖”这一条规定的约束，政府无力面对白人农场主的抵抗。在1980—1990年间，只有71000户家庭分到了土地，而计划目标是162000户。

不容置疑，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民族政策带来种族和谐、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教皇也对津巴布韦的政策大加赞赏。他指出，津巴布韦制订种族协调政策，既让白人参与政治，制止了种族冲突的发生，又给予白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些都堪称非洲楷模。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第119页。

土地问题：从民族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进入1990年代后，政治开放带来不稳定状态，经济进入困难时期，民盟爱国阵线执政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土地问题。1990年代初，大批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黑人老战士已届退休年龄，纷纷向政府提出“分地”要求，解决大部分黑人的土地问题成为政府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1992年，津巴布韦议会通过《土地征购法》，废除了“愿买愿卖”这一条款，以加速土改进程。该法授权政府可以强制征购土地，以用于再分配；同时对被征购的土地给予公平的补偿。土地所有者如果不同意征购当局提出的价格，他们有权向法院提出上诉。政府计划通过“自愿”的原则赎买白人的土地，安置16.2万户黑人家庭。然而，白人农场主援引法律条文拒绝出让土地，在1992—1997年间，土地所有者的反抗加强。英国政府也不兑现提供资助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出面干预，土改进程远未达到既定目标，黑人群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中的不满逐渐滋长。1980—1995年间，津巴布韦政府仅购得白人农场土地330万公顷，安置了7.3万户黑人农民。

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开始对民盟爱国阵线的长期统治产生厌倦情绪。1996年选举投票率只有31.7%，这说明了民众对穆加贝政府的支持已趋冷淡。国外的批评也在增多。针对国外的不满，穆加贝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我发现我的人民将我看作是压迫者或暴君，我会恨死我自己。我们的制度尽可能地允许个人享受自由。我们不仅仅是容忍白人，我们接受他们。”FinancialTimes（London），24October，1996.1997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断然否认保守党以前在《兰开斯特大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1997年10月，穆加贝在会见布莱尔时满怀希望能得到英国政府曾答应的用来买地的2.5亿英镑。然而，布莱尔以津巴布韦的买地计划不能使穷人受惠为由拒绝提供这批钱。关于双方的分歧，参见BloodandSoil：Land，PoliticsandConflictPreventioninZimbabweandSouthAfrica，p.57.伦敦声称已经提供了4400万英镑的资助，而津巴布韦的卫生部长提姆希•斯坦普斯称英国提供的资助仅为1700万英镑。穆加贝对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气愤，他表示：“我们将拿走这些土地，同时我们不会为此付款。我们的这些土地从未出卖过，我们何以能将它们买回来？如果英国政府想要赔偿的话，请她给我们钱，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些钱转给她的孩子。”TheGuardian（London），October15，1997.

1998年，民盟爱国阵线坚持还地于民政策，召开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国际捐助会议，启动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计划，赢得农村黑人的支持，但引起反对党、工会和右翼势力及西方大国的不满。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于1999年成立后，很快就开始挑战民盟爱国阵线的统治地位，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民盟爱国阵线仅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险胜民革运。“一个动员起来了的农民阶级和一个拥有解放斗争历史的民族主义政党将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局面：4500名白人农场主控制了42%的农业用地，而120万户黑人家庭靠41%的土地维生。”YusufBangura，“Governmentofnationalunityshouldberejected”，TheHeraldZimbabweNewsOnline，http：//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newsview.nsf/0/455776F48F8CD19EC1256C1C003F2BBE?OpenDocument这是津巴布韦进入21世纪时面临的现实。

2000年，津巴布韦政府就无偿征用白人农场土地的修宪条款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未过半数。民盟爱国阵线在随后的议会选举险胜后，穆加贝将土地修宪案交给议会表决并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上万名老战士强行占领了1200个白人农场，因此发生多起冲突事件，相当多的白人离开了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国内事务部长要求老战士从占领的农场撤走，最高法院也通过裁决：命令占地者在一天时间内离开所占农场，并指示警察帮助将占地者撤离。穆加贝却对黑人老兵的做法表示支持：“我们要让白人知道，土地属于津巴布韦人。”TheChristianScienceMonitor，March30，2000.这种态度引起英国政府极大的不满。英国政府甚至准备了飞机，以在必要情况下将白人农场主撤离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政府在所谓“快速土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征用了约980多万公顷土地，安置了26万农户，因而对安抚无地黑人农民、稳定局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BloodandSoil：Land，PoliticsandConflictPreventioninZimbabweandSouthAfrica，pp.7594.

然而，这种强行征收白人土地而不付赔偿的方式以及过激求快的手段使白人农场主受到伤害，大批白人离开了津巴布韦。这些白人的撤资或出走不仅损害了津巴布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同时使作为津巴布韦经济支柱和主要外汇来源的烟草业和玉米生产受到严重损失。与此同时，由于白人的农场分到农民手上，这种化整为零的转变使农业生产力受到很大影响。更为复杂的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农业生产的下降引起了大量农业工人的失业，西方国家大肆抨击津巴布韦的土改政策，一些国际组织也对津巴布韦停止了经济援助。

2002年津巴布韦大选前，欧盟派观察员监督津巴布韦大选的建议遭到穆加贝总统的拒绝。2002年2月，欧盟和美国宣布对津巴布韦实施制裁：对穆加贝总统及他的19位亲信实行制裁，一年内不许他们到欧洲旅行；冻结了他们的财产；停止出售或供应武器及相关商品给津巴布韦。2002年9月，被制裁的津巴布韦官员增加到79名。2003年和2004年，美国政府分别对违犯制裁规定的美国公司实施处罚，并列出实施制裁的津巴布韦公司名单。BloodandSoil：Land，PoliticsandConflictPreventioninZimbabweandSouthAfrica，pp.96100.

2005年9月12日，由民盟爱国阵线控制的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国有化并剥夺土地所有者的上诉权利。这一行动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并损害了一部分津巴布韦人的生活条件。穆加贝表示，这一重大决定是为了履行执政党民盟爱国阵线上台时的诺言，这是一项关键性的改革，目的是为了矫正前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种族主义结构；不能允许白人农场主在津占据所有肥沃土地。2006年11月，政府给予黑人农民99年的土地租赁期，并指出白人农场主不要指望得到政府的补偿。尽管有500名白人农场主仍然决定留在津巴布韦，数千名白人移往邻国甚至尼日利亚。2006年11月，津政府宣布了一项针对被剥夺土地的白人农场主的赔偿方案。白人农场主的商业组织号召其成员不要理睬这一方案。afroNews，“WhitefarmerssnubZimbabwecompensation”，November16，2006.http：//www.afrol.com/articles/2269.

土地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问题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津巴布韦的稳定和发展。土改对津巴布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抗不能解决问题，强制或能暂时解决问题，却后患无穷；合理、合法、有效和有序的土改才能真正促进津巴布韦全民的利益。津巴布韦政府已经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afroNews，“Zimbabwerivalsopentalks”，June19，2007，http：//www.afrol.com/articles/25792.民联爱国阵线与民革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获得了对政权分享的一致看法，最后以组建联合政府渡过危机。


（五）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政策的得失比较

从南非和津巴布韦两国的民族问题的产生以及新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实施情况和实际效果看，两者有以下相同点和不同点。首先，让我们来看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相同点。

历史经历相似南非和津巴布韦都经历了种族歧视时期，白人政权实施的各种歧视或隔离政策造成了深刻的民族隔阂和尖锐的民族矛盾，这种隔阂和矛盾遗留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新政府建立后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阻碍着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两国都通过长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或武装斗争取得胜利，最后迫使白人种族政权不得不同意通过民主选举来决定新政权。南非的非国大和津巴布韦的非洲民族联盟都是在第一次民族选举中赢得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黑人为主体的民族团结政府。

机构的设置和对与民族问题有关事件的处理上态度相同两国政府都未在政府机构设置上过分强调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南非是由文化艺术部主管，在津巴布韦则由教育体育文化部处理（当然还有其他部门协助）。官方一般避免使用“多民族”这一提法，而是用“多元文化”或“多种语言”来解释这种现象。津巴布韦在独立后废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普遍做法——用“族体”来辨别人们的身份，希望以此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努力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这种政策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上，两国都尽量采取低调方式。曼德拉对“大猩猩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里的一间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类似大猩猩的曼德拉头像。当曼德拉得知此事后并不“过分在意”，因为他认为他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他认为，此事反映的是应该整顿警察总署的纪律问题。参见李新锋《非凡洲游：我在非洲当记者》，晨光出版社，2006年，第502—503页。

对黑人种族主义进行抵制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是一面旗帜，在独立后往往成为一项选举原则。新南非诞生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选举，废除了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制；津巴布韦首次选举是对白人种族统治的一次全民公决。在独立初期，主导民族试图扮演单一（政治）实体的倾向十分强烈。YusufBangura，“Governmentofnationalunityshouldberejected”，TheHeraldZimbabweNewsOnline.然而，曼德拉和穆加贝极力避免这种情况，且非常成功。当时，白人对日益临近的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南非黑人的胜利忧心忡忡。当时面临着失去统治优势的白人国民党政府上层十分担忧白人在南非的前途。以总统德克勒克和立宪部长维尔容为代表的开明派认为：“白人占人口比例不断缩小，在陷于绝境之前，如果进行谈判，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结果。”阿非里卡人的“生存决定于有秩序的变革”。分享权力对阿非里卡人来说是一个比多数人统治更好的选择。参见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第42页。曼德拉明确表示：“我们新的民族将包括黑人和白人，祖鲁人和阿非里卡人，以及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达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和地方主义。”GregMcCartan，NelsonMandela：Speeches1990，NewYork，1990，p.34.穆加贝从开始即实行和解政策。白人被允许保留公民身份；那些参与零星暴力行动的反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得到赦免，并且可以重新参与公民生活；前总理史密斯甚至赢得了议会席位并担任了一届任期。虽然成千上万的白人带着恐惧离开了这个国家，但他们后来又回到津巴布韦。穆加贝在1980年5月20日的一次针对白人农场主的讲话中表示：如果白人接受改革并准备为共同的利益作出贡献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一位白人农场主在听完他的讲话以后说：“我原想离开这个国家，但听了穆加贝的讲话后，我和许多像我这样的人都准备留下来了，看看事情的究竟。穆加贝先生对我们的问题很通情达理，也很敏感，他的保证也非常真诚。”TheTimes（London），May21，1980.

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经过10—20多年的国家民族建构过程，民族问题在两国都逐渐失去了独立时的重要性，开始被政治问题取代。换言之，随着对国家民族认同感的加深，民族问题——即因为种族、地方民族或部落等不同属性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人们开始对政治问题或政策层面的内容更感兴趣。通过一个政党来代表某个民族的要求已经不可能。

南非与津巴布韦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外部势力干预的程度——政策制定过程不同津巴布韦的大部分白人都持有英国护照，津巴布韦又曾是英国殖民地（后来是英联邦国家），因此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各方的谈判也在英国进行。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也是在英国政府的主导和积极参与下完成。《兰开斯特大厦宪法》通过后的25年中进行了17次修改，这说明津巴布韦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在诸多方面很不完善。《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对土地问题有照顾白人农场主利益的特殊规定，津巴布韦政府制定政策时往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目前，西方国家对穆加贝必欲除之而后快，给津巴布韦摆脱困境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南非，有关民族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在执政党非国大的主导下进行。由于曼德拉的崇高威望，加之新政府保证土地政策将遵循1993年的各政党会谈通过的基本原则和市场规则，非国大在国内外的反对者较少，政策制定过程较少外国势力的干预。

内部势力的分化与整合——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不同在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的以绍纳人为主的非洲民族联盟与恩科莫领导的以恩德贝莱人为主的非洲人民联盟曾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各自为政；在选举中又以所代表的民族为主要力量。白人农场主由于有英国作后盾，对穆加贝政府并非采取配合的态度。大部分白人对自己通过种族歧视制度所取得的财产毫无愧疚之心，反而在《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的支持下有恃无恐，有的静观其变或伺机反扑（如沃斯特策划政变），有的直接加入到反对派行列（如史密斯的保守派联盟）。不同民族对权力的不同诉求，加之英国的干预，民盟爱国阵线制定政策的政治基础不稳。从1990年代以来制定的有利于黑人农民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过激倾向引起白人农场主的反抗。民革阵的崛起对民盟爱国阵线的执政地位形成有力挑战。而在南非，曼德拉可谓众望所归，他领导的非国大在选举中赢得巨大胜利。除绝大多数黑人外，一些白人积极参与到反对种族隔离制的斗争之中，他们对曼德拉表示支持，或成为非国大党员。虽然布特莱齐曾在独立前期表示过祖鲁族独立的倾向，但这只是权力谈判过程中的一种姿态。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264—265页；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62页。这种坚实的政治基础使执政党得以独立制定各种政策，并通过姆贝基的权力继承使政策保持了一种连贯性。

清算种族主义——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遗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在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的民盟曾在1978年宣布史密斯为战犯，并要在独立后对他宣判定罪。新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对白人政权的首要人物不但没有进行惩处，反而将他们作为合法的反对党领导人对待。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在政策上处理从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种族主义也未彻底清算。南非则不同。1995年11月29日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1960年至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期间发生的粗暴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与认定，提出处理意见。从1996年到2003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共审理212万多个案例。该委员会下设大赦和赦免委员会、侵犯人权委员会、受害者补偿与恢复名誉委员会。8年的工作可以说是南非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对种族隔离制的罪恶和造成的灾难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图图主教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后感慨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功，“确保我们避免了众多生命遭受涂炭的种族冲突的灾难”。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第44页。这一独特的清算方式可谓重证据、重教育、轻处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也为南非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奠定了价值基础。

族际分野与政治分化的敏感性——两国面临的政局不同在新政府成立之初，非国大代表的主要是南非黑人的利益，民盟的支持者主要是绍纳人。然而，这种民族属性逐渐被政治代表性所取代。从投票看，政党已经不能直接反映某一民族的要求。从选举结果看，人们对政党的选择是根据其政策取向，而非其民族属性。南非非国大成员中已经包括了大量的白人，非国大在三次大选时的得票率稳步上升，2004年大选则超过修改宪法所需的多数，达到近70%。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第47页。津巴布韦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族际分野的重要性在减退，另一方面，这种分化在政治利益的感召下重新组合。从2000年的土地修正案公决和后来的议会选举看，选民开始根据自己的政治意愿投票，各民族的选票大大分化。首先，津政府在2000年的全民公决中失败，投票结果表明：大多数城市居民投票反对政府，而农村地区的民众则支持政府。在2001年的议会选举和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恩德贝莱人的选票开始分化。马塔贝莱兰地区的城市支持民革阵，但穆加贝在该地区农村选区取得重大突破。津巴布韦媒体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些趋势表明，族际分野在津巴布韦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现在主要的政治分界线是城市和农村，两大主要政党反映的正是这种分野。”YusufBangura，“Governmentofnationalunityshouldberejected”，TheHeraldZimbabweNewsOnline.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

反对派力量的消长——政策导致的政治后果不同大凡多民族国家发生族群纠纷和对抗，根本上是对生存资源占有权的争夺，其他诉求都是派生的。土地以及附着于土地的资源是争夺的基本内容。津巴布韦和南非都经历了白人种族主义的长期统治，这一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对黑人财产的剥夺之上的。这样一种制度被推翻后，土地的占有者白人与土地的需要者黑人之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南非政府较平稳地逐渐解决了这一问题。截至2001年，政府为贫困黑人新建120万套住房，向失地和无地民众重新分配100万公顷土地。陆苖耕：《结束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一代伟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曼德拉》，载陆庭恩、黄舍骄、陆苖耕主编：《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陆苖耕先生曾任中国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这样，非国大获得了广大南非人民的认可，原来代表白人利益的国民党分化后成立的新国民党，2004年大选后竟然提出与非国大合并。SundayTimes（Johannesburg），June6，2004.津巴布韦的情况则迥然相异。政府在处理白人土地等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土地问题逐渐演变为政治问题。政府的快速土改计划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黑人农民的问题，但作为后果之一，大量白人的出走或撤资却导致了相当一部分黑人农业工人的失业。修改宪法、出兵刚果（金）、土改的快车道政策，加上对反对派的过激措施等引起了国内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的制裁。政策的直接政治后果之一是反对派力量的聚集。

1999年9月，莫根•茨万吉拉伊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宣告成立，成员主要来自津巴布韦最大的工会组织津巴布韦工会大会（ZimbabweCongressofTradeUnions），莫根•茨万吉拉伊则是原该工会的领袖。关于莫根•茨万吉拉伊成立民革运的背景资料，参见AndrewMeldrum，WhereWeHaveHopeAMemoirofZimbabwe，NewYork，2004，pp.127152.该书作者是《卫报》驻津巴布韦记者安德鲁•梅尔德罗姆，他于2003年5月被驱逐出境。本书有的内容明显带有偏见。2000年，穆加贝的土改公决未获通过，城市居民以及民革运等反对力量的整合是一个重要因素。在2001年的议会选举中，民革运作为反对党赢得57个席位，而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只赢得62个席位。目前民革运约有120万党员，成员除工会会员和城镇居民外，还得到一些白人的支持。在2002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其候选人获得42％的选票。2005年下半年，民革运在是否参加参议院选举问题上陷入内部纷争，并于2006年初分裂为“参选派”和“抵制派”。两派均自称民革运正统，分别选举各自的组织机构。目前，“抵制派”总裁为莫根•茨万吉拉伊，“参选派”总裁为亚瑟•穆坦巴拉（ArthurMutambara）。目前，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也有所恶化，2007年1月，津通货膨胀率已达1593.6%。CountryReportZimbabw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Kent，March2007，p.3.最后，穆加贝政府与民革阵通过谈判，组成联合政府，通过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来解决津巴布韦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afroNews，“Zimbabwerivalsopentalks”，June19，2007，http：//www.afrol.com/articles/25792.

南非和津巴布韦在历史经历和民族问题上有所相似，两国的民族政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点。通过对两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

第一，民族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对一国的政治稳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民族问题上的失策可以引起经济上的损失甚至倒退；民族政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和互动作用。

第二，在两国的政治舞台上，民族主义的鼓动性在下降。这既体现在国家民族的诉求上，也体现在次民族的诉求上。由于国家民族的建构已经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作用：一方面，人民要求实实在在的好处即与他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好处；另一方面，两国人民都愿意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中解决问题。换言之，是政策而不是族际分野或民族情感在驱动南非或津巴布韦的政党竞争，民族问题仅仅是影响政治行为的诸因素之一。

第三，学者在解释非洲发展问题时往往过于强调多民族的消极作用。在学术界和政策圈子内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病态现象看待。发展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和罗斯•列文（RossLevine）甚至将民族分裂作为“非洲发展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并非千篇一律，各国民族分化和离散的情况并不相同，对多民族社会政治的这种传统解读未必有效。我们可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一些个案分析来看，如果一国之内最大的民族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该国的小民族容易离散，即社会容许来自较小民族的成员在主体民族建立的政党中发挥积极作用，尼雷尔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与那些人口由两个或三个民族构成的国家相比，这种社会的民族问题成为消极因素的可能性较少。代表南非多数的非国大以其符合南非发展的政治和解与经济稳定政策，必然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政治选择，并吸引一部分白人选民的支持。南非将多民族的现实变成一种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它也获得了“彩虹之邦”的称呼。同样具有多民族的津巴布韦虽然在独立后十多年获得了“非洲奇迹”的赞誉，但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其民族问题正在转变为政治问题。这种差异为探讨多民族共生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课题。


第六章互动中的非洲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是不同文明互动加深、彼此借鉴，走向一体化的过程。现代化进程加速了这种广义一体化趋势。就狭义而言，一体化是指：现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行为主体，即国家之

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逐渐密切与加深，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了全面的互动，以至于出现主权让渡与共享的状况及进程。这种超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既是世界经济全

球化导致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各个主权实体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反映。狭义一体化的核心是国家主权的让渡与共享。唯有国家主权的让渡与共享，才能有各个社会

、各个国家和各种经济体超越现存的各种界限而互相接近。显然，两种意义上的一体化都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促进，这在非洲大陆尤为突出，正是非洲一体化的思想启动了非洲现代化的

进程。


一、非洲一体化思想准备与现代化启蒙

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非洲一体化，即非洲整个大陆的一体化，或者说是超区域一体化，非洲大陆内的五大地理区域即东非、西非、中非、北非和南部非洲的区域一体化，还有五大区域内的次区域一体化

。


（一）泛非主义思想与非洲现代化的主体意识

启动非洲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是泛非主义。起源于19末的泛非主义运动是一场黑色人种的思想启蒙运动，是黑色人种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种思想表达，构成非洲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泛非主义为非洲认同、非洲人治理非洲提供了合法依据，也向世界展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存在的意义，表达了非洲的一体化思想。泛非主义思想为非洲人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主动参与者进行

了精神的准备，其本质内涵是非洲民族主义。人们普遍认为泛非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又是一种政治运动，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主张非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摆脱殖民帝国主义的统

治，达到‘非洲由非洲人统治’的目的；第二，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之后，非洲国家需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改造，最终建立一个泛非联邦或非洲合众国；第三，在承认非洲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

出了特殊贡献的同时，恢复和发展非洲的语言和文化。”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泛非主义不仅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培养了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为非洲大陆争取独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凭借资本积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而后发达国家，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现代化启动时的被动性和反抗性是显而易见的。西欧

资本主义通过奴隶贸易将非洲纳入全球资本的一体化，非洲大陆和人民遭受了最深重的屈辱，因而对自己主导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道路的渴望与需求也更为迫切，改变被动地位的迫切性令非洲民族主义集

种族局限性与泛非主义于一身，分别体现为“种族性和大陆性特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3，45页。。尤其泛非主义兴起早期借助种族性表达反抗性

的特征更为突出，故有学者指出“从泛非主义诞生至20世纪的前45年，泛非主义运动基本上属于‘泛黑人运动’（pannegromovement）或泛黑人主义运动（pannegroistmovement）范畴。泛黑人

主义者宣扬全世界的黑人同源同种，其要旨是联合全世界的黑人，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捍卫黑人的种族特性和尊严，争取黑人的一切平等权。”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8年第1版，第42页。

奴隶贸易、西方人对非洲探险与瓜分将非洲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布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1930年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加剧了泛非主

义思想的传播和运动的扩展与深入，并使非洲一体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起来。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推动了联合国的非殖民化机制张莉清：《联合国非殖民化机制与南部非洲独立研

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作者试图从不偏不倚的立场看待“非殖民化”，认为“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和文化自治的辩证统一是构成非殖民化不可或缺的内容，继而肯定了国际组织——联

合国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非洲的一体化发展。

泛非主义的基础源于非洲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遭遇，其凝聚人心的动力在于其对非洲未来前景的描绘，即非洲现代化的实现。泛非主义构成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指导思想，从而成为“非

洲一体化的心理情感、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的具体表现”李安山：《理想与现实的互动：从泛非主义到非洲一体化》，引自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的序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页

。。同时为非洲一体化进行了思想动员，启动了非洲现代化进程。每到非洲发展呈现危机时，一体化思想就成为化解危机，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动力。

作为一体化思想基础的泛非主义，是非洲民族主义先驱留给非洲大陆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指导了非洲现代化实践，促进非洲大陆和世界各地黑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无论是散居世界各地

的非洲人，还是被殖民者分割为英语非洲、法语非洲和葡语非洲的非洲大陆，都拥抱了泛非主义。泛非主义是非洲人寻求成为非洲大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宰者的一种表现，旨在动员非洲人民及散居于世

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争取黑人的自由与平等，进而争取非洲大陆的独立与统一。泛非主义思想的传播为非洲的民族解放和独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影响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第一次泛非大会决

议在管理非洲土著居民和非洲裔的各族人民的国家原则中提出“按照非洲人的意愿来治理非洲……”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7页。。

1920年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有关教育的决议富有远见地意识到了非洲发展道路的民族属性问题，提出了培养非洲民族意识的教育规划。同上书，第12—13页。

泛非主义表现了非洲人民的理想。“泛非主义是所有在非洲本土以及移居在世界各地黑人的愿望，他们通过黑非洲文明的属性在文化上得到体现，竭尽全力投入到黑人几个世纪抵抗奴隶制和殖民化的运

动中去，这种愿望在非洲合众国的形式下形成了大陆的政治统一”［塞内加尔］阿卜杜拉耶•瓦德：《非洲之命运》（丁喜刚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56页。。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总统

看来，泛非主义包括了三项内容：启发了非洲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构筑了非洲不同地区和整个大陆的经济基础；规划了非洲大陆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蓝图。同上书，第59页。

泛非主义是非洲人为改变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从属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思想与哲学，这种思想与哲学的历史使命是培养非洲人的自尊，使非洲人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完成非洲现代化的历史

任务。这种思想表面上是模仿西方的民族主义，是黑人的种族主义，但实质上是非洲人的创新，是非洲的民族主义，根据沃森的定义，“民族主义运动实质是争取民族独立或民族统一的政治运动，或者

在毫无政治意识的民众中建立民族意识的政策”。参见［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91页。李安山指出，“非洲民族主义思想是近

代资本主义将非洲拉入世界经济体系和近代世界关系这一过程的产物”。参见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1页。因为它试图塑造非洲认同感，把对整个非洲的忠诚放在第一位，并促成非洲大陆的独

立与统一。

泛非主义的先驱们意识到非洲历史上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非洲大陆因几百年的奴隶贸易而被摧残的精神，被不同殖民者所分割而治的现状，从反白人种族主义这一形式出发，把非洲大陆及散居于世界

各地的非洲后裔联系起来，从而使泛非主义成为非洲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资源，成为非洲独立运动的思想武器。

泛非主义思想是非洲大陆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思想，为20世纪下半叶非洲独立与解放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思想的武器。泛非主义运动及其五次大会的召开，成为联结非洲大陆精英分子的平台，其中的优秀

分子成为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成为这个思想的传播者与运用者，是泛非主义运动初期的主力。

非洲对西方的模仿是显而易见的，尤其体现在言辞与价值观上。1920年加维所领导的世界黑人促进会通过的《世界黑人权利宣言》是仿照美国独立宣言的非洲独立宣言。宣言提出“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瞭

，一切人类都是生来平等，并享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模仿不仅是形式的，更是内容的，内容是对现代化理念“民主与民族原则”的认同，尽管对民族的理解更多地与种族性相关。宣

言明确宣布“全世界凡属于我们血统的男女老少都是自由公民，并要求将他们视为非洲这个全体黑人祖国的自由公民”，“按照欧洲人的欧洲和亚洲人的亚洲的原则，我们也要求非洲应成为所有非洲人

的非洲”。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第17，18页。但“从表面形式的模仿到实际内容的借鉴，这是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学习先进文明的必由之路，而时机的把握和觉悟的迟

早却要由一个民族的先进分子决定。”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页。也参见张宏明，“近代早期非洲思想连同它的主体——黑人知识分子都是非洲社会

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欧洲交往的产物。近代非洲思想实际上是黑人知识分子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在它孕育、生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当时流行于欧美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其中种族主义和废奴主

义这两股思潮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明显。”“殖民化虽然给非洲社会带来了诸多灾难性的后果，不过，非洲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伴随殖民化而起步的。”参见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社科文献出

版社，2008年第1版，第16、89页。


（二）非洲一体化与非洲区域合作组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非洲一体化思想的体现也各不相同。非洲一体化思想表现了非洲人民和非洲大陆之梦，即实现非洲团结并建立非洲合众国。这个梦想实现之日，就是非洲现代化实现之日，也是非洲

彻底清除殖民主义恶果之日。这个梦想首先来自散居于美洲的黑人觉醒，其历史根源是非洲大陆共同的历史遭遇，是对奴隶制和白人种族剥削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

加纳共和国领导人恩克鲁玛关于非洲合众国的设想，是非洲人民对政治自主与经济依附现象的一种理想化的解决模式。这一设想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为非洲国家解决政治与经济二者之间的矛盾指明了

一种方向，即非洲独立国家需要相互合作与团结。恩克鲁玛指出了非洲大陆彻底摆脱殖民统治“分而治之”的途径就是非洲国家之间的联合，直至实现统一。

理想的非洲合众国模式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的挫折，促使非洲国家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即区域层面和次区域层面的合作，非洲五大地理区域都建立了各种层次的区域与次区域组织，如北非的马格里

布联盟、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等。这是非洲国家学习运用国家主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尝试，是

一种更为务实的方式。非洲国家试图借助这种方式协调本国民族主义冲动与区域合作的关系。

全球化虽然不是区域性共同体兴起的唯一动力，但无疑促进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伴随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深化，不同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开始兴起。选择区域一体化的目的是促进本国的发展，改

变经济上的弱小和被边缘化。非洲大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阿桑特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实际上应该被称作“发展的区域主义，或者说，集体改善的工具”，因为这种

区域一体化“不仅是为了扩大贸易，而且也要提倡新产业，有助于国民经济多元化，提高区域同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S.K.B.Asante，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inAfrica

，NewYork：PraegerPublishers，1986，p.13.这种发展的区域主义从目标上看是经济的，但是政治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非洲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高级政治”S.K.B.Asante，

RegionalismandAfricasDevelopment：Expectations，RealityandChallenges，London：MacmillanPressLtd.，NewYork：St.Martin，sPress，Inc.1997，

p.27.。用瑟德鲍姆的话，发展的区域主义实际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政治反应，团结起来的凝聚力量是后发赶超者能够成功追赶强者的有效手段。FredrickSderbaum，“TheNew

RegionalisminSouthAfrica”，Politeia，Vol.17，No.31998，p.91.非洲的区域主义主张更强调政治的作用，故一体化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或互动，其发展动力源于“参与各方所认识

到的共同需要”［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48页。，是一种主观的合作性安排，

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人民有能力把一体化变成一种观念或信仰，并把这种观念贯彻到实践中。尽管有人把这种区域一体化称作是“国家主导的精英工程”DavidJ.Francis，ThePoliticsof

EconomicRegionalismSierraLeoneinECOWAS，Aldershot，UK，Burlington，USA：AshgatePublishingLtd.，2001，p.23.。但是在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大陆的非

洲，如果不以区域主义为指导国家政策的核心，就无法改变经济上的依附与政治冲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无法应对日益深入的全球化挑战和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态势，更无法把握全球化所提供的

机遇。


（三）非洲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互动

非洲一体化的发展以泛非主义兴起、非统成立、非盟取代非统为标志，经历了思想准备、政治共识建立与制度建设探索、一体化深化三个阶段。对应这种一体化发展过程的是非洲现代化主体意识的确立

、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一体化和现代化共同突破。一体化成为非洲现代化过程中应对危机克服现代化障碍的选择，为非洲现代化起飞做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如影随形。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已经并必将进一步迫使每一个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时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两种

趋势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概莫能外。非洲作为世界不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已经意识到非洲大陆一体化的迫切性。非盟取代非统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1990年代初非洲人认为，区

域一体化将决定非洲的未来生存，“区域一体化不是备选之一，而是有关生存的必须”AfricanDevelopmentBank，EconomicIntegrationinSouthernAfrica，London：Biddles，

1993，p.1.。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泛非思想的一种理性回归，就如当初以泛非思想引领非洲走向独立。近一个世纪后，非洲人认识到非洲的发展同样需要泛非思想的引领，泛非主义的机制成为“记忆、

资源和半永久居住之地”WilliamAckah，“BacktoBlackorDiversityintheDiaspora?ReimaginingPanAfricanChristianIdentityinthetwentyfirstCentury”

，BT8.3（2010）341356，London：EquinoxPublishingLtd2010，p.1.，仍然是“今天非洲一体化的基石”李安山：《理想与现实的互动：从泛非主义到非洲一体化》，第3页。。

非洲大陆一体化与大陆内的各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是要促进现代化在非洲大陆的实现，是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种现代化战略选择，或者说是非洲国家寻求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罗建波：《通向复兴之路：非

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用非洲方法解决非洲问题，是非洲探索非洲发展道路的简单概括。非洲首先通过政治的解放、主权的获得为发展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政治前提。非

洲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就是非洲现代化的实现方式问题，就是非洲如何实现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和文化包容开放的问题。就此而言，人们对何为现代化，或者说发展的目标是有愿景的

，这种愿景来自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对先期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由最初注重单一经济增长，到注重多层面的综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贫困的消除、不平等的减少，还包括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和国家体制的变化，GeorgeAkeya

Agbango，“PoliticalInstabilit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SubSaharanAfrica”，inAgbango，GeorgeAkeya，ed.，IssuesandTrendsinContemporary

AfricanPolitics，NewYork：PeterlangPublishing，Inc.，1997，p.15.与此同时，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逐渐被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现代文化价值观。无论是单一的经济增长

还是全面的发展都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罗荣渠指出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他说，“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

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

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

如果说，先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目标还不明确的话，那么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则是确定的，因而主要是如何实施、采取何种措施，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因而是一种追赶型的现

代化。既要追赶发达国家，又要同其他后发型国家进行竞争，从而赶超成为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轨迹”侯若石：《第二章赶超：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轨迹》，载谈世中主编：《历史拐点：21世界第

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版，第63—87页。。

追赶远非易事，更不用说超过先期出发的那些领先者了。自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以来，非洲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进展，然而问题是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其他大陆与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

工业化竞赛越来越激烈，以至于1960年代被联合国称为“发展的10年”。有非洲学者认为，非洲要获得发展，需要“优秀的领导，好的经济计划和稳定的政治环境”GeorgeAkeyaAgbango，ed.，

“IssuesandTrendsinContemporaryAfricanPolitics”，p.1.，这种观点有些强人所难，如果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话，更可能是现代化实现的结果，而非原因。在亨廷顿看来，现代化的

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稳定化的过程，只有在现代化基本完成，“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造成不安定”。［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年。

另一些现代化理论研究者认为缺乏有力的领导是导致第三世界工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如果这里的领导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精英群体，一个对国家发展道路有着共识的领导阶层的话，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

。后发赶超国家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因而对领导层的要求更高。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难以靠单个天才人物取得成功，必须靠群体的力量，才能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现代化的

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工业化似乎已势在必行，因此它们越来越需要进行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已开始的过程也许直接介入，加以管制，也许是对之进行调节。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历

史所提供的工业化先决条件来分析国家介入的作用和动机”［瑞典］克里斯特•冈纳森，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39页。。国家对工业化无论

是介入还是管制或调节，都需要具备很强的领导力，这远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需要一批在非洲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领导者。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有资格代表全体黑人，有能力且有责任领导非洲现代化进程。《世界黑人权利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接受并承认黑人选派的代表。这些代表将派往上述政府以代表世

界黑人的基本利益”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第23页。。第二次泛非大会伦敦宣言，“应承认维护正义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群体的天然领袖”同上书，第28页。。他们在争取非洲

大陆独立的过程中，团结在泛非主义的旗帜下，赢得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独立。非洲在寻求独立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优秀领导者。

然而，非洲大陆独立前后，在寻求各国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冷战背景以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优先发展目标的不同，还受制于意识形态分歧，尤其是各国领导者价值导向上的

个体差异，最终在如何实现非洲团结及其团结的形式上产生分歧，这种分歧源于非洲大陆自19世纪开始设计非洲未来的发展愿景时就存在的“‘文化西化’、‘文化非洲化’和‘文化融合’等几种不同

的理论或倾向”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第162，163页。也参见张宏明《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兼论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第38—43页。。其经济现代化程度

有限，社会阶层分化不明显，没有形成稳定的代表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精英集团，换句话说，非洲国家“缺乏既了解本国国情、有丰富治国经验，又能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领导核心”陆庭恩、彭坤元主编

：《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后，泛非主义作为反帝反殖的非洲大陆民族主义，对于非洲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的指导意义明显降低，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试图创造一种指导本国民族一体化、经济工业化发

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各种思想意识形态仍然交互存在，在非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似乎都在发挥作用，似乎又都没有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充

满着激烈的冲突、暴力，甚至内战”同上书，总论第15页。。基于部族、种族或地方的传统更有号召力，故大多数国家的政党均以部族为基础，加上外部势力的插手，国家政权反复更迭，政局动荡。也

可以说，这是非洲现代化道路上必然经历的一个摸索的过程。


（四）非洲一体化政治上的成就——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

二战结束后，1945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泛非大会，距离第四次泛非大会已间隔18年。这次大会与以往四次会议的不同在于非洲人起了主要作用，其中有来自西非的恩克鲁玛、东非的肯雅塔等，有着比较

广泛的代表性。会议讨论的内容反映了非洲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要求，体现了非洲人的意志，提升了泛非运动的目标，确立了非洲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斗争纲领，推动了非洲独立

运动走向高潮，并在泛非运动史上“首次提出了非洲统一、非洲殖民地人民联合进行反殖斗争的问题”陆霆恩、艾周昌编著：《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03页。。

第五次泛非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作为现代化主体的非洲人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并将运动“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起到了加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历史进程的作用”。张宏明：《泛非运动的

理论脉络和发展轨迹》，载杨光、温伯友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52001—2002），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页。泛非主义影响下的非洲大陆的民族独立运动在1960年达到了高潮，该

年有17个非洲国家独立，使“非洲年”载入史册。尽管非洲大陆的发展及一体化进展遭遇了重重波折，但泛非主义运动确立的目标在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心中扎下根，在非洲大陆，非洲特性

（Africanness）已经深入人心RichardRathbone，“PanAfricanism：50yearson”，HistoryToday，Vol.45，October1995，pp.69.。

伴随非洲独立运动的高潮，非洲统一问题也摆上议事日程。非洲大陆的政治独立是非洲自身推动现代化的新起点，非洲独立国家第一代优秀的领导者清醒地意识到，要借助各国的独立推动非洲一体化的

发展。1950年代后期，泛非运动发展为全非人民运动，连续三次召开全非人民大会（AllAfricanPeoplesConference）。三次会议的决议，均谴责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

斗争，要求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对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全非人民大会的召开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同时，非洲的劳工运动也体现了超族群

性和非洲团结的思想。1949年第一个东非工会联盟诞生，它是东非区域的超族群组织，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会与公民/政治议题和政党存在密切关系。GeorgeM，Gona，“Towardsa

ConcreteEastAfricanTradeUnionFederation：History，ProspectsandConstraints”，AfricanStudies，66，23，AugustDecember2007，pp.273294.东非的劳工运

动显示了第五次泛非大会以来非洲社会在致力于团结的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1950年代，泛非运动的目标是克服殖民统治分而治之造成的恶果，把非洲整个大陆凝聚在一起，来确保非洲的安全与和平，这得到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赞同。虽在非洲统一的实现方式与步骤上产生了

分歧，但最终非洲国家克服了分歧，1963年5月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ofAfricanUnity,简称“非统”或“非统组织”），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宪章签署的5月25日被定为“非

洲解放日”。明确了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协调与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保卫非洲独立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同

时促进国际合作。非统组织的成立意味着泛非主义思想落实在了行动上，是泛非主义广泛传播的结果，也顺应了非洲人民渴望非洲统一的要求。

非统的成立是泛非主义思想影响下的非洲一体化的重大成就，也是非洲现代化的政治进步。在非洲国家边界问题上，非统为避免非洲大陆的战争，维护大陆的和平，承认了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非洲边界

的划分，接受了这一殖民地遗产，并在1964年非统第一届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该决议提出了解决非洲边界争端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非洲范围内解决边界冲突，反对

外来干涉。非统为解决非洲边界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1977年和1978年，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外来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和《反对一切外来干涉》的决议，显示了非洲国家的决

心。泛非主义促使非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联盟成为非殖民化的主体。

非洲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1973年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非洲宣言》，首次明确提出非洲国家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1979年初，

非洲国家参加七十七国集团的部长会议，通过了《阿鲁沙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领》，强调实现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关键是要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同年，第十六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著名

的《蒙罗维亚宣言》，提出了非洲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二、非洲一体化的机制建设与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一）非洲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非洲大陆的独立由非洲一体化思想即泛非主义的指导而获得，但收获的果实是各个国家在原殖民帝国的行政划界上的分别独立。殖民前，非洲大陆的族群与文化还没有开始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如科林所指出的，“同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非洲形成民族的过程也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更加混乱”科林•勒古姆等著：《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22页。。几百年奴隶贸易阻断了非洲大陆自身的一体化演进过程，且加剧原有的族际矛盾，并制造出新的矛盾。郑家馨：《关于非洲一些国家现代化中断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42页。殖民化摧毁了非洲自身的经济基础，重构了非洲社会，为非洲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殖民遗产对独立后的非洲的消极影响无处不在，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都与这种消极影响密切相关。CrawfordYoung，“TheHeritageofColonialism”，inHarbeson，JohnW.andRothchild，Donald，eds.，AfricainWorldPolitics，Boulder，Colorado：WestviewPress，1995，pp.2340.也参见陆庭恩《非洲国家的殖民主义历史遗留》，《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第49—57页。殖民政权的本质是服务于殖民宗主国的需要，“至二战前夕，非洲已完成了向殖民地化的过渡，非洲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沦为西方经济的附庸”舒运国：《试析非洲经济的殖民地化进程》，《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52页。。殖民宗主国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改变了非洲各地区和人民的联系。

1.经济依附性

最突出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非洲经济不是服务于非洲本地人民的经济，而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殖民地经济。殖民地经济的结构是畸形的，殖民地经济与宗主国经济的交换基础显然是不平等的。这种殖民地经济表现为：各殖民地经济片面发展少数几种供出口的农作物或矿产品，从而瓦解了那些地方早已存在的经济结构，改变了非洲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型经济；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广大的农村经济却趋向衰退破产。殖民地经济的性质是依附的，宗主国决定着经济政策的导向；输出的是农矿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口的是这些原料的制成品;对外贸易的主导权完全在宗主国，难以发挥贸易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难以形成社会化大生产。参见A.G.Hopkins，AnEconomicHistoryofWestAfrica，London：LongmanGroupLTD，1973，Ch.6.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2—200页；Tordoff指出非洲国家独立时的经济是依附性经济，欧洲投资（包括私人投资和公共贷款）主要流向了经济以采矿业为主的殖民地，其次是进行购销活动的贸易公司，对种植园农业的投资也集中在供出口的被引进的经济作物上，而不是非洲当地人需要的粮食作物。WilliamTordoff，GovernmentandPoliticsinAfrica，the4thedition，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2，pp.3141.郑家馨：《关于非洲一些国家现代化中断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39—45页。且各个殖民地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其宗主国，这种殖民地经济使得非洲地区原有的横向交流与联系减少，直至消失。殖民依附经济结构与外向联系机制的单一性成为制约非洲现代化的根本因素，也是非洲国家一体化的巨大障碍。

2.半独立的政治和未完成的社会整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所依赖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与机制必须加以改变，这是所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后迫切想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但这种改变需要政治上的真正自主，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

然而非洲多数国家的政治自主是有缺陷的，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是半独立的，因为它们“继续维持同宗主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还有少数国家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页。非洲国家这样一种非完全自主的政治主权必定影响着国家发展道路和政策的选择，也使其改变经济依附性的努力受到制约。这就是说非洲独立国家仍然带有殖民性质，这种殖民性质很难与非洲社会相协调，从而也成为独立后非洲大陆动荡不安、各种冲突不断的一个根源，JeremiahO.Arowosegbe，“ClaudeE.Ake：PoliticalIntegrationandtheChallengesofNationhoodinAfrica”，DevelopmentandChange，42（1）：pp.349365.同时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的彼此团结合作、促进一体化的努力。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时间短暂，无论在民众动员，还是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和政党深入了解社会以取得社会的共识方面，做得还不充分，乃至对于独立后的国家框架设想都还没有，使得非洲国家不得不在独立后进行“补课”，张象：《当代非洲国家发展阶段探析》，《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45—47页，第47页。完成民族独立运动未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非洲传统社会中的部族意识和酋长制度，在非洲争取大陆解放与独立过程中，发展为非洲地方民族意识，参见陆庭恩《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一些看法》，《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18—23页；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4—49页；李安山《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第7—13页，第9页；［英］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0—92页；李文刚《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缘起与演化》，《西亚非洲》，2009年第9期，第25—31页。对国家统一与政权合法性构成威胁，“建立民族国家的主观愿望和努力与族体和文化的多元性这一社会现实，每每构成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张宏明：《部族主义因素对黑非洲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第48—56页。。

政变与政权的频繁更迭破坏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使得非洲国家无暇顾及区域合作。“国家政权对迟发展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形成，扭转欠发达的恶性循环，抗拒和分解国际资本压力，以及实现民族整合和政治发展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李继东：《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政治的动荡必然影响各国政府推动一体化的政治决心与履行承诺，使得各国领导人更多关注国内政治，难以对国家乃至区域的长远利益进行战略谋划。

3.殖民遗产的危害

泛非主义从思想上武装了非洲人，使非洲人成为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自觉者，开始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推动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进程，但第五次泛非大会召开以后，泛非运动的特征逐渐体现为各个殖民领地争取独立的领地性民族主义，以往的非洲大陆性民族主义色彩淡化。领地性民族主义在获得独立后，转化为各国民族性特征，在独立前后泛非主义的影响力显然下降了。肖宏宇：《西非区域主义、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西亚非洲》，2009年第1期，第16—21页。该文以西非为例，论述了非洲大陆在争取独立过程中，泛非主义中的大陆性非洲民族主义趋于淡化，而领地性特征趋于加强。

民族独立运动思想准备、民众动员的不足导致非洲独立国家政治的“非殖民化”不彻底，殖民体制被“解放的”非洲继承下来，MichaelCrowder，“WhoseDreamwasitAnyway?TwentyfiveyearsofAfricanIndependence”，AfricanAffairs，342（Jan.，1987），pp.724.进而影响到非洲国家在经济、历史和文化心理上的非殖民化。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第9、10页。“‘非殖民化’具有两层意义。从狭义上说，它指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这一历史过程。这是政治层面上的意义。……从广义上说，它指从各方面摆脱殖民主义的遗产。这主要是指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必须在经济、历史和文化心理上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如果认同非洲学者马兹鲁伊对“非殖民化”所下的定义“非殖民化系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和殖民价值观与殖民方式摒弃的过程”阿里•A．马兹鲁伊、C．翁吉主编：《非洲通史》（第8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第7页。，那么可以说，殖民统治仅仅是在形式上终结了，权力的掌控者变成了非洲人，但掌控权力的非洲人依然靠的是殖民时期形成的权力运作机制控制社会。参见李安山《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2期，第10页，“新政权却继承了殖民遗产：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因此在克服殖民统治“分而治之”对非洲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推进非殖民化进程上步履维艰，进而影响到非洲现代化和大陆一体化发展。

经济的严重依附，政治的半独立状态，独立过程中社会动员的不充分，尚待完成的非殖民化是非洲现代化要克服的障碍，也是非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摆脱了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面临的本国政权巩固与建设和社会整合问题妨碍了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独立前期在泛非主义感召下的一致对外的团结合作明显减弱。然而非洲现代化的实现与非洲一体化又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互动的，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是非洲大陆的共识，也是非洲统一组织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表明了非洲人认同恩克鲁玛的观点，“如果脱离了整个非洲大陆，加纳的自由与独立，就是毫无意义的”Nkrumah，IＳpeakofFreedom，London：Panaf，1961，p.167.。


（二）非洲国家现代化的探索与一体化的建构

虽然非洲人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及非洲各国的密切合作与协调是应对非洲国内市场狭小，改变不发达状况，革新不合理经济结构的出路所在，但将这种意识落实到行动上，则面临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障碍。有形障碍可能体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同、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关税水平的不同、生产结构与产品的相似、彼此进行联系与交流所需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有形的障碍基本是可以克服的，但无形的障碍，如对涉及主权问题的过度敏感、原殖民宗主国的影响、彼此之间的竞争与猜忌、利益及代价的分摊、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等，Adibe归纳了影响西非社会经济交流的两个原因：一是自然障碍，与原始性（primitivity）相关的通信和交通设施的缺乏；二是人为障碍，与现代性（modernity）相关的诸如海关和移民局。Adibe所指出的这两个障碍的危害在于法属西非国家为英属西非国家设置的关税高于法属西非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税，法属西非国家从欧洲进口的货物要比从英属西非邻国进口的便宜，反之，英属西非各国也如此。ClementEmenikeAdibe，“ECOWASinComparativePerspective，”inTimothyM.ShawandJuliusEmekaOkolo，eds.，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PolicyinECOWAS，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94，pp.187217.多数西非一体化的研究者都把法国因素作为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干扰因素。克服起来则有着相当的难度。独立建国后的10多年里，非洲各国都致力于改变不发达的状况，但主要侧重的是国家自身的发展，在彼此合作促进一体化方面比较消极，且刚赢得主权，各国领导人都有一番雄心与计划，想不受约束地自我做主实现国家的发展计划。再者，1960年代初期处于冷战相持下的国际形势有利于非洲国家获取大国相争的好处。

但不久19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基础薄弱、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非洲各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使非洲国家切身感受到自身经济结构上的弱点。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同呼吁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同时，非洲国家开始反思本国发展与邻国发展的关系，把本国的发展与区域合作及区域一体化相联系，非洲各种区域组织开始活跃发展起来。直到冷战结束前，非洲国家不仅自身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而且构建起非洲一体化的体制框架和愿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非洲大陆自身的变化，尤其是非洲人逐渐在西非稳定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新南非的诞生，为非洲现代化道路和一体化实践展现出美好的前景，这是非盟取代非统的背景。总体说来，非洲国家探索合作和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与其探索非洲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模式是相辅相成的，可从三个阶段上看待这种探索过程。

1.现代化的探索时期与一体化合作的酝酿阶段

这个阶段是非洲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呈现生机的阶段。这一时期正是经济上推崇赶超工业化战略，大国冷战处于相持，亚非拉不结盟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有利于非洲独立国家的发展。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工业化得到迅速发展，构建了大陆一体化的组织框架和合作原则，开始了区域与次区域一体化的初步探索。

世界各国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都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都推崇经济计划。非洲国家也不例外，实现经济独立，成为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之后的首要任务。1961年3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决议，强调“享有完全政治独立的国家，必须以获得经济独立来保卫和巩固它”。对于现代化的后起追赶者即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国家工业化的国内外历史条件和环境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内的垄断还是国际垄断都在加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再单纯地取决于市场力量的自然进化，而越来越借助于政府的发展意识和外部的推动力”谈世中主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383页。。

独立初期的国家和社会都处于期盼与希望之中，各国立足于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政权基本保持了稳定。非洲独立各国在巩固政权、加强国家认同感和构建社会共识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新的秩序、体制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还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和战略步骤，非洲国家的能力都尚待发展。

非洲多数国家都制订了国家发展计划，将原本由外国资本控制的金融、贸易、工矿业、交通运输、种植园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等成为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选择。“历史的遭遇、现实的基础和未来的任务，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都集中在实现工业化上，形成以赶超为特征，以进口替代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陈宗德：《非洲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再认识》，载谈世中主编：《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2页。因为工业化对现代化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影响着城市化、社会变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MehranKamrava，PoliticsandSocietyintheThirdWorld，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93，p.65.。

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致力于赶超过程中忽视本国的经济及历史现实，不是从本国发展的需要出发而制订发展计划，且匆促拥抱并试错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制定具体的现代化步骤时，他们往往过于强调精神的力量，过多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作法，从而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城市是社会和文化价值产生及传播的中心，国家偏重城市的政策，使得非洲城市化过度发展，城市的文明与乡村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非洲农村家庭移居城市主要是由于干旱、饥馑、内战，及初级农产品出口条件恶化所致”MehranKamrava，p.80.同时参见李肇忠《当代西非国家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广西社会科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11—115页。。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非洲国家没有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与经济基础。

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同为一体的民族情感和政府权威。非洲多数国家建立在族体界限与政治疆界不相吻合的领土范围内。这个阶段非洲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凝聚力的培养，无暇也无心顾及彼此之间的合作。在这一阶段，泛非主义强调彼此团结的立场弱化了，正如伊赞维对西非一体化在独立初期阶段的遭遇所评述的，“独立不是西非解体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所在”UkaEzenwe，ECOWASandtheEconomicIntegrationofWestAfrica，NewYork：StMartinsPress，1983，p.7.。独立后的非洲各国都有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内政成为优先事务，而区域合作和非洲大陆的团结成为次要事务。成立于1967年的东非共同体在成立10年后的解体，反映出非洲一体化的艰难曲折进程。曾愿意为非洲大陆的统一解放而表示可以延迟坦桑尼亚独立的尼雷尔，在评述东非共同体的解体时说，“我们每一个政府都要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负责……。区域忠诚有时不得不让位于我们的国家责任”JuliusNyerere，“ProblemsofEastAfricancooperation”，inFreedomandSocialism，Nairobi，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p.3.。尼雷尔的话反映出国家利益高于区域利益的现实。因而非统的成立是从超国家的层面来维护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稳定，故非统组织是一个把领土完整作为基本原则的国家卡特尔组织，不是要超越而是要巩固国家制度。CrawfordYoung，“TheHeritageofColonialism”，p.26.这是因为非洲国家社会基础的脆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之缘故，用阿克（Ake）的话就是，非洲国家要在没有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同时还要进行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建设，推动本国政治一体化。ClaudeAke，“WhyHumanitarianEmergenciesOccur：InsightsfromtheInterfaceofState，DemocracyandCivilSociety”，Helsinki：UNUWIDER，1997.

一体化进展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现实，受制于各国政治的动荡，各国在自身政治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其致力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政治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动荡基本没有造成非洲国家的解体，甚至内战也没有导致西非大国尼日利亚的分裂，这本身就是年轻的非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成就。

虽然这个阶段非洲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自身的发展，但对于自身经济上的弱点和联合自强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忘记泛非主义的理想，且开始尝试各个层面的合作。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是这个阶段一体化最大的成就。此外，北非、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相继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区域合作组织，从功能性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政治外交合作组织到致力于建立邦联的合作，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环境、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如1960年成立的非洲国家咖啡组织（InterAfricanCoffeeOrganization），1962年建立的西非货币联盟（UnionMontaireOuestAfricaine），1964成立的中非关税和经济联盟（CustomsandEconomicUnionofCentralAfrica），1964年9月建立的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DevelopmentBank），1967年成立的东非共同体（EastAfricanCommunity），1973年建立的萨赫勒地区国家间常设抗旱委员会（PermanentInterStateCommitteeforDroughtControlintheSahel），从而开始了非洲一体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合作尝试既有对过去殖民统治时期旧有组织的改造与继承，也有克服殖民统治影响跨英法不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的尝试，如加纳几内亚马里三国联盟等。虽然有些组织最终解体，多数实践效果有限，但这些尝试为非洲一体化积累了实践经验，且展现出非洲一体化思想的基础与活力。

在这一阶段，恩克鲁玛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他的影响下，西非国家的区域合作探索与实践成为非洲一体化实践的先驱。西非国家在努力进行各自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也在努力进行着区域合作的实践与探索，西非各种性质的区域组织，尤其是1975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TheEconomicCommunityofWestAfricanStates,简称“西共体”）的成立，就是这种区域合作的尝试。西非国家领导人各自克服了诸多障碍与困难，显示了联合起来的勇气与决心，在区域合作上达成了共识，加纳领导人罗林斯的看法就是代表，“我们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的唯一道路是某种形式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在西共体的框架下实现这样的一体化”BarbaraCullahornHolecek，“PayingthePiper”，Transition，1993（62），pp.158174.。

2.非洲一体化框架形成与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这个时期先是各种区域与次区域组织相继成立，且一体化目标进行宏观设计的欣欣向荣阶段，接着是一体化努力遭遇挫折阶段，但两个阶段实质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组织框架的形成阶段。

1970年代是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主要是因为非洲各国经济受到1974—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在外部条件日益不利的情况下，非洲各种区域组织活跃发展起来。非洲国家开始反思本国经济发展同邻国发展的密切关系，反思1960年代早期孤立地进行工业化的实践。这种反思体现在1973年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届首脑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非洲宣言》中，这是非洲第一次明确提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开始把各国的发展与非洲各个区域合作及大陆一体化相结合。非洲国家开始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成立了许多各类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在打破独立前的殖民地结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如西共体打破了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的界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覆盖整个西非区域的区域组织，收获了西非区域一体化的最大成果，为西非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区域合作的体制性基础。

不止国家政府层面加强了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且社会层面的一体化也在加深。197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素质有了明显提高。1973年，全非工会联合会、非洲工会联合会和泛非工人大会三大工会组织联合成立了非洲工会统一组织（TheOrganizationofAfricanTradeUnion，简称“非工统”），成为全非性的唯一工会组织，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工会组织都成为其分支机构。“非工统成为唯一的全非性工会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301页。

“非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兴起与发展，有主客观双重因素，既有人民的主观愿望，也有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迫于形势，不得不实行穷国互助的客观因素。”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0—431页。主观因素来自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寻求摆脱经济依附，加强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泛非主义不仅推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同时也构成了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思想，促成了《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该计划拉开了非洲经济改革的序幕。舒运国：《非洲经济改革的走向》，《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第52—58页。

非洲一体化理想一直是非洲国家加强合作的潜在思想源泉，《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是非洲一体化思想实践的成果。非洲国家相继通过1968年阿尔及尔会议、1970和1973年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1976年关于在15—25年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金沙萨宣言》、1977年的利伯维尔会议、1979年第16届非统首脑会议讨论了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会后发表了关于进行集体自力更生的《蒙罗维亚宣言》。1980年特别首脑会议通过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就是为了具体贯彻和落实《蒙罗维亚宣言》所制订的战略，是非洲国家诉诸区域主义的宏伟规划。1985年第21届首脑会议通过《亚的斯亚贝巴经济宣言》、《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方案》。1987年7月第23届首脑会议着重讨论非洲经济和债务问题；同年11月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专门讨论非洲外债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1990年第26届首脑会议，通过关于非洲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以及世界形势变化的宣言；还通过了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决议。1991年6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第27届首脑会议，签署《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也称《阿布贾条约》）。条约在非统组织2/3成员国批准30天后即生效。从条约生效之日起，非洲经济共同体将在34年中分六个阶段逐步建立。《阿布贾条约》的重要性堪比非统宪章。如果说非统宪章是非洲一体化的政治宪章的话，《阿布贾条约》就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的经济宪章，此条约强调通过社会、文化、经济一体化促进非洲经济发展，但缺陷是忽视了政治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作用。RichardS.Mukisa，andBankoleThompson，“PrerequisitesforeconomicintegrationinAfrica：AnAnalysisoftheAbujaTreaty”，AfricaToday，Vol.42Issue4（19954thQuarter），p56，25p，5Diagrams.自此非洲一体化的组织框架与合作原则基本形成。

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形成共识，且逐步将共识诉诸计划。然而，共识本身不能保证有利于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首先发展中国家试图改善南北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世界经济危机的恶果在非洲继续发酵，加上连年自然灾害，非洲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空前危机。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靠举借外债弥补本国资金的不足，使非洲国家的债务逐年递增。在债务危机之下，许多非洲国家放弃了非洲联合发展经济的思路，陆续开始接受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外部援助，并被迫实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其次，非洲国家被迫放弃了自主制订的一体化发展计划。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使得非洲国家放弃了《拉各斯行动计划》。而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西方国家意愿的《伯格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所确立的经济结构调整却成为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纲领并被付诸实施。在结构调整计划中，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更多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换取外汇以抵付国家的外债，而不是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经济的依附性，这种自由主义原则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最终使西方金融垄断资本获利，而非洲的经济依附性和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趋势却在加深。非洲国家没有因为自由化而实现经济增长，许多国家独立以来的工业化成果遭到破坏，出口的增长并非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是获得资助的结果。NsonguruajUdombana，“BacktoBasics：TheACPEUCotonouTradeAgreementandChallengesfortheAfricanUnion”，TexasInternationalLawJournal，Vol.40，pp.59111.《伯格计划》实际上挫伤了非洲国家一体化的努力。该计划不仅削弱了非洲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政府权力，使非洲国家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而且使得非洲各国经济对外部的依附性加深，及非洲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进一步被边缘化。JuliusO.Ihonvbere，“DemocratizationinAfrica：ChallengesandProspects”，inGeorgeAkeyaAgbango，ed.，IssuesandTrendsinContemporaryAfricanPolitics，NewYork：PeterlangPublishing，Inc.，1997，pp.287320.

任何有意义的经济合作都要求成员国对其经济政策加以调整，无法想象经济政策不做任何有助于区域内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改革，一体化会自我实现。1980年代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自主性受制于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府未能也无力制订与区域一体化经济目标相适应的政策，故非洲一体化的计划与目标止于言辞与文件。同时，非洲各国进行合作，推动一体化的政治决心不足。如从西非区域一体化实践来看，西共体成员国没有把加深彼此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当做国家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没有从国家政策层面向区域合作倾斜。肖宏宇，《影响西部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内外因素分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2007年博士论文。

非洲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领导者能够理性把握国家的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年轻的非洲独立国家还处在一个寻求构建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国家处在政治制度化和合法化的艰难探索过程中，政变频繁发生，“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制度化和合法性的努力。……只有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能够发挥权威作用，制度化才能出现”MehranKamrava，p.1，p.3.。故独立后的二三十年中，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受挫源于“独立后建立的有缺陷的经济及政治制度”GeorgeAyittey，“ObstaclestoAfricanDevelopment”，inGeorgeAkeyaAgbango，ed.，IssuesandTrendsinContemporaryAfricanPolitics，p.322.。

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得非洲一体化组织非统的实际作用有限。冷战时期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环境受着两级政治格局的控制，无论是和平还是非洲的动乱都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

3.一体化实践与现代化探索的双重突破时期

20世纪最后10年，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影响开始发酵，破坏了非洲社会的稳定。接受调整方案的非洲国家实质上是把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交给了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结构调整方案是处理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的一种应急措施，而并非致力于调整接受方案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尤其没有触动非洲经济的单一性特征。

让市场自行解决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可能会使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平衡，并且产生迅速破坏国家经济的全球性资金流。实际上，是用缩小国家的管辖范围、削弱其管制能力的方法，来增加市场在社会的作用。结构调整的严苛条件，使得国家减少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进而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加大了非洲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国内动荡加剧。从这方面看，结构调整方案对非洲国家来说是负面的。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222页。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非洲失去了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的机会，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转型，增强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吸引力，政治自由化、多党民主制成为1990年代非洲大陆政治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选择不是出于非洲各国统治者“善意的给予，也不是出于民主的治理考虑”BaffourAgyemanDuah，“GlobalTransformationandPoliticalReformsinAfrica：TheCaseofAfrica”，inGeorgeAkeyaAgbango，ed.，IssuesandTrendsinContemporaryAfricanPolitics，p.138.，而是在面临内外压力下为寻求执政合法性而不得已为之的结果。发端于南欧的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多数非洲国家卷入这种民主化变革。虽然这种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带有西方意图对非洲再次殖民化的阴谋，这种图谋借助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洲国家实施附加条件的贷款政策，逐渐蚕食接受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制订政策的自主性；但是非洲政治民主化趋势更多地还是反映了非洲人民的觉醒且顺应了非洲人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其中城市贫民的参政意识参见JohnWiseman，“UrbanRiotsinWestAfrica，1977—1985”，TheJournalofodernAfricanStudies，Vol.20，No.3（Sept.，1986），pp.509518.１９90年代前，城市暴乱除少数情况外，几乎对非洲政治没有影响，非洲政府多采取镇压手段。和“工会和宗教势力这两支比较独立而有组织的力量在民主化浪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281页。。“民主化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内部的一种民主气氛，猛烈地冲击着那些专制腐朽的统治，对新老当权派都起着某种监督和遏制的作用”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495页。。甚至有学者认为，这股民主化浪潮是非洲大陆独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变革运动”，其在“促进非洲国家的法治化建设、扩大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以及“加强反对党、舆论对执政党的监督等方面均有力地推动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贺文萍：《全球化与非洲政治发展》，《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26卷第4期，第59页。

非洲国家的政治转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利比里亚为代表的拒绝型，最终导致自己下台，国家几近毁灭，这类国家还有马里、索马里、卢旺达；二是以贝宁为代表的顺应型，统治者与国家都收获了良好的结局，这类国家还有赞比亚、中非共和国、佛得角和南非GeorgeAyittey，p.329.；第三类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掌权者设法使政治的变化有利于继续控制政权的同时，实行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如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刚果（金）和津巴布韦等国。除了主动顺应型的国家外，整个1990年代政治动荡乃至战乱成为非洲多数国家的经历，西非利比里亚的内战引发的区域动荡、中非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东非的索马里内战，成为非洲呈现给世界的画面，这是因为“当社会大众仍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已经受到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的压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才能采取集体行动呢?以种族或宗教动员民众比起以社会和经济计划动员民众要容易得多”［加拿大］约翰•索尔和科林•利斯：《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下撒哈拉非洲》（刘文旋编写），《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3期，第10—12页。。民主化不仅激发了人们参政的热情，而且激活了这些基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宗教与部族因素，导致了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族群仇杀。

民主化造成许多非洲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甚至西方媒体都这样评价非洲民主化的后果：“伴随民主化的到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多非洲人是比以前更自由，但同时也比以前更贫困。”RachelL.Swarns，andNorimitsu，Onishi，“AfricaCreepsAlongPathtoDemocracy”，http：//www.nytimes.com/2002/06/02/international/africa/02DEMO.htm?pagewanted=all.June，22，2002.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都在加快，欧洲、北美、亚太区域一体化深化。世界范围的区域一体化同现代化一样都构成了一幅你追我赶的场景。快速变化的科技，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确立，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非洲的边缘化趋势愈发突出。冷战结束虽然使非洲获得了自身独立发展的机会，但非洲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在人口增长率成为世界最高的同时，人均粮食产量却在下降，工业化水平降至世界最低，外债负担日益严重。

相比独立初期，非洲国家选择的余地、与外部力量博弈的空间都大大缩小。冷战的结束，东欧剧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超级大国对非洲的关注减弱，非洲大陆的地缘战略地位下降。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国际社会对发生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事件、索马里内战无动于衷。而在非洲，由于各个成员国缺乏集体安全责任，非统组织对发生于乌干达、安哥拉、乍得的内部冲突无所作为。缺乏集体共识与政治整合，也没有致力于长期合作的机制，非洲区域合作的成效有限，“没有集体安全、民主、和平、发展、稳定”，非洲对全球政治的作用，仅是“一种抱负而非事实”。舒艾布•艾哈迈德丹•富拉尼：《非洲的信任减少与区域安全外交》，《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4年第1期，第94页。

从另一个方面说，外部势力对非洲的影响减少了。正是这个时期，非统及非洲大陆的区域组织如西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AfricanDevelopmentCommunity,简称“南共体”）的作用才日益重要起来。非洲获得了自己解决非洲问题的一个难得机遇，一体化进程在维护非洲大陆和平和政治稳定上取得突破，表现在西共体维护西非和平的成功；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取得了突破，这就是新南非的诞生。

1994年南非结束300多年种族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对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进程，且经过10年的建设，多元一体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与监督机制基本建成，这为南非“依法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第41—48页。。新南非诞生为泛非主义和非洲团结清除了种族隔离的障碍。南非通过对旧体制的改造与继承、新原则的确立等很好地解决了国家统一与权力分享，多数统治与少数人利益保障的问题，使新南非成为“彩虹国”。新南非的诞生结束了南部非洲的两级安全结构，和平政治过渡向世界展示了南非人民的智慧和南非政治现代化的重大进展，向世人展示了南非宽容、合作与和解的多元文化魅力。新南非不仅为非洲而且为世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新南非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加上其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把其推上了引导非洲一体化的领导地位。1994年刚刚就任新南非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就开始倡导复兴非洲的思想，为非洲一体化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参见杨立华《以发展为导向的地区一体化：南部非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希望》，《西亚非洲》，1999年第1期，第19—24页。RichardA.Griggs，“GeopoliticalDiscourse，GlobalActorsandtheSpatialConstructionofAfricanUnion”，Geopolitics，Vol.8，No.2（summer2003），pp.6998.这种新元素与活力减少了非洲一体化思想的空想性，赋予了非洲一体化思想坚实的实践基础，这种实践基础就是新南非在政治与社会过渡上的成功经验。

新南非对非洲一体化的促进首先体现在南部非洲区域。冷战的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南部非洲国家摆脱了外部军事威胁与内战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有了保障，推动成立30年的南共体成为非洲最成功的区域组织。“SADCAfricasmostsuccessfulregionalcommunity”，SADCSpecialReport，NewAfrican，November2010，p.5154.该区域组织在政治问题上致力于用一个声音说话，不论是对于布隆迪和刚果（金）的维和、津巴布韦的政治改革，还是对破坏宪法法治通过政变上台的马达加斯加政权，都是如此。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工作报告，新南非诞生后，南非对南共体的投资在1994—2003年间占该区域接受的直接投资的1/4。UNCTADWorldReport2005.米勒（Miller），指出“南非多国公司成为新型区域主义的代理者，……这些有着区域主张的南非公司正在非南非国籍的工人头脑中构筑着区域愿景”DarleneMiller，“RegionalsolidarityandanewregionalmomentinpostapartheidSouthernAfricaretailworkersinMozambiqueandZambia”，Labour，CapitalandSociety38，1&2，2005，p.96.。世界杯在南非的成功举办，激发起南非以及全体非洲人民的自豪感，增强了非洲的团结和凝聚力。

新南非在现代化上的成就不是非洲大陆唯一的事例。在西非，21世纪的加纳政治民主制度化基本巩固肖宏宇：《加纳政治民主化实践及其启示》，《西亚非洲》，2007年第11期，第37—41页。且经济保持了良好增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09年年初访问加纳时说，近10年来加纳经济运行势头良好，经济增长强劲，属于非洲地区特别是西非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之一。，利比里亚2005年11月的选举赢得了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瑟里夫的胜出不仅标志着饱经内战的利比里亚民主进程的前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洲妇女在冲破传统习俗、追求自身解放历程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开创了非洲民主政治的又一先河”贺文萍：《近年来非洲政治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亚非纵横》，2006年第5期，第59页。。

4.西非区域一体化在区域安全与和平维护机制上的突破

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及一体化方面，西非一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践为非洲大陆一体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面对由利比里亚内战而引起的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的西非动荡局势，西非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区域合作取得突破。1991年西共体发表尊重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政治原则声明，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西共体组织对成员国内部的政治进行干预的权力，或者说西共体组织成员国开始在政治安全领域共享主权。1993年对西共体条约进行修正，尤其是有关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的条款，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非经济区域主义的性质、规模和层次，这个修正条约确认了西共体的超国家性，从而赋予了共同体机构以更大的权力，并设立了区域法庭。进而在1999年签署了《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及维护和平与安全条约》的执行议定书，从而为预防、管理、解决区域内冲突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体制的框架。

西非维和机制的创立是从战略高度思考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的相互关系。阿德勒克（Adeleke）指出西非维和机制的建立开创了国际政治关系上的一个先例，是联合国区域维和机制的首次实践。AdemolaAdeleke，“ThePoliticalandDiplomacyofPeacekeepinginWestAfrica：theECOWASOperationinLiberia”，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vol.33，no.4，Dec.，1995，pp.569593.西非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维和上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都做出了贡献。西共体干预任何成员国所产生的可能危及整个共同体安全与和平的内部武装冲突，是对神圣的不干涉内政条款的发展，也是对集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正确认知。

西共体先后于1990年、1999年和2003年在利比里亚，1997—2000年在塞拉利昂，1999年在几内亚比绍，2003年在科特迪瓦实施维和行动，在区域危机管理方面积累了经验，并具备了某种体制化的能力。西共体的维和在阻止冲突恶化、或者改变冲突的性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共体通过在塞拉利昂的维和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区域性”，尤其是“从国际政治的客体转变为能够表达非洲利益的国际政治的主体”DavidJ.Francis，ThePoliticsofEconomicRegionalismSierraLeoneinECOWAS，p.234.。为整个非洲大陆的一体化积累了经验，显示出非洲人掌控自身命运、摆脱盲目模仿、积极创新的尝试。

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对西共体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干预，是西非国家对西非区域政治环境与西非各国政治状况的关系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西非国家确认彼此之间共处于一个“安全综合体”根据Buzan的观点，地区冲突综合体是一个内涵很广的观念，其中国家间关系是主要的，他认为如果“一组国家的主要安全事务彼此紧密相关，以至于根本无法脱离彼此而实现自身安全”的话，这组国家就构成了一个安全综合体。BarryBuzan，StatesandFear，the2ndedition，Hertfordshire：HarvesterWheatsheaf，1991，p.190.。在这样一个安全综合体里，区域共同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域共同体的外交与国家的外交聚合在了一起。E.JohnInegbedion，“ECOMOGinComparativePerspective，”inTimothyM.ShawandJuliusEmekaOkolo，eds.，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PolicyinECOWAS，pp.218244.贝宁前总统索格洛的话最能反映这种认识，他说：“在此区域内的每个国家作为一个稳定链条中的一环，只要任何一环的稳定出现问题，立刻就会波及其余。我们任何国家的和平与稳定问题都不能仅仅被当作一国内部的主权问题”AfricaResearchBulletin（Economic，Financial，andTechnicalSeries）.Vol.30，July16August15，1993，p.1339.。

如果说诉诸区域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政治反应，那么西共体在区域安全上获得突破，是全球化环境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的区域政治状况的需要。西非集体安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针对某个假想的外敌的集体安全机制，因为它针对的是区域内国家间的争议与冲突，以及成员国的内战及其在区域内的影响，是一种积极的区域安全主义。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的出现正是西非各国领导人在发展问题上认识提高的表现，是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区域合作三者辩证关系的确认。

西共体1990年代以来的维和实践是非洲人试图探索出自身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安全与稳定问题的一条非洲路径。西共体维和成功的经验在于有一项保证交战各方实施有效的全面停火的协议，参与解决冲突各方在政治上达成的共识，维和部队的公正立场。各交战方都被解除了武装，区域大国领导人具有强烈的解决冲突的政治意志，不再依赖区域外力量的介入。PeterArthur，“ECOWASandRegionalPeacekeepingIntegrationinWestAfrica：LessonsfortheFuture”，AfricaToday,Vol.57Issue2，Winter2010,p224.西共体的维和实践是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的一大成就，展示了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信念与信心。非洲国家靠自身的资源与力量确保了自身的和平与稳定，在主权共享与灵活把握主权原则上积累了经验，并在集体安全机制的探索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非洲自主能力增强的表现，非洲的自信得到增强，表明非洲一体化进程实现重大突破。

虽然独立后的40年中，西非多数国家政局持续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西共体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即使是在共同体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刻，多数成员国也不愿脱离出去，除1999年毛里塔尼亚的主动离去外。西共体组织为了确保权力转移的宪法化原则，曾先后中止一些成员国资格，2005年中止多哥的成员国资格，迫使非宪法程序继任的福雷辞职，在多哥恢复了宪法；2009年先后中止发生军事政变的几内亚和总统寻求连任而强行推动制宪公投和立法选举的尼日尔的成员国资格；2010年中止了总统选举发生争议的科特迪瓦的成员国资格。中止成员国资格等制裁措施有助于遏制军事政变的发生，促进西非国家政权的平稳转移，对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西共体的区域安全实践推动了非洲大陆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与非统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互动。非统于1992年建立了“冲突预防与解决机制”，设立了应对冲突的“和平基金”。1993年向利比里亚派遣了非洲维和部队。1993年在埃及首都开罗非统召开第29届会议，着重讨论了非洲当时面临的和平、稳定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发表了《1993年非统成立30周年开罗宣言》，并通过了关于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等17项决议。


（三）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发展——非洲联盟的成立

非洲独立以来的发展在20世纪末越发严峻，独立后的前15年，横向比较来看，非洲的发展是世界最差的，但纵向比较而言，这15年竟然成了非洲发展的黄金期。因为后25年里，整个大陆的经济增长基本是负数，发展比前15年更糟。用非洲人自己的话说，就是非洲在新世纪面临着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数字化技术五大挑战。［塞内加尔］阿卜杜拉耶•瓦德：《非洲之命运》，第4—23页。非统变身为非洲联盟（AfricanUnion,简称“非盟”），颇有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1997年非统通过了关于非洲外债危机的共同立场，1999年9月非统特别首脑会议通过《苏尔特宣言》，决定于2001年正式成立非洲联盟。2002年非统组织第38届大会宣布成立非盟，非统组织完成了反帝反殖、争得非洲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对非洲国家的发展与非洲现代化进程构成了多重挑战，非洲大陆被边缘化的危险加大。非盟正是为了因应这些挑战而诞生的，与非统一脉相承，形成泛非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张宏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认为这是泛非主义思想的复兴，陆庭恩从泛非主义的实践发展过程看，指出这是泛非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参见张宏明《泛非运动的理论脉络和发展轨迹》，第34—60页；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的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3，104页；陆庭恩《经济全球化与非洲联盟》，《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页。泛非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复兴，即非洲复兴思想，是要通过经济一体化壮大非洲的力量，寻求非洲在全球化世界中应有的位置。

20世纪末，非洲重新审视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认真对待巴尔干化事实对非洲发展的制约，“非洲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重新激发了非洲人民之间大团结的感情，特别在青年人身上激发了支持恩克鲁玛提出的泛非主义的态度”［塞内加尔］阿卜杜拉耶•瓦德：《非洲之命运》，第58页。。

世纪之交的非洲确信只有区域主义才能使非洲大陆为新世纪做好准备。非洲各国政府为维护大陆和各国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从各个层面进行了合作，如就小型和轻武器的控制进行了成功协商，并建立了政府间执行机构，一些国家率先进行了武器收缴与销毁，一些国家进行了相关立法及改革，这些措施与行动“构建起非洲国家之间的彼此信任，促进了一体化和非洲大陆的安全”GuyLambandDominiqueDye，“AfricanSolutionstoanInternationalProblem：ArmsControlandDisarmamentinAfrica”，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62，No.2，Spring/Summer2009，pp.6983.。

非统的诞生促进了非洲国家摆脱殖民压迫的解放斗争，捍卫了非洲国家的主权，但仅解决了政治承认与生存权问题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382—388页；陆庭恩、艾周昌编著：《非洲史教程》，第458—463页。。非统在成员国国内出现冲突、成员国之间爆发冲突时无所作为，如索马里国内、苏丹国内、安哥拉国内、刚果（金）及利比里亚等国内的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在经济上通过的各项计划与声明对成员国缺乏约束力，从而无法落实RichardIlorah，“Nepad：‘TheNeedandObstacles’”，AfricanDevelopmentBank2004，UKandUSA：BlackwellPublishingLtd，pp.223251.；组织上对成员国的拖欠会费行为缺乏制裁措施，没有权威性。非统本质上是一个政府间组织，缺乏执行力，而非盟相比而言，有超国家机构的性质，力图纠正非统组织的缺陷，如非漠视原则的启用及互查机制的运行等。

非盟取代非统也是因为非统的原则与运作不再适应形势的要求，用前布隆迪总统布约亚的话PierreBuyoya，“TowardaStrongerAfricanUnion”，TheBrownJournalofWorldAffairs，Vol.XII，Issue2，Winter/Spring2006，pp.165175.，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世界确立非洲的位置，解决非洲的贫困和发展的挑战是非统必须改变的原因所在。故非盟既是“非洲从政治团结走向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客观驱动的结果，也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共识”。杨立华：《自主发展的里程碑》，引自杨光、温伯友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1—2002），第103页。

非盟取代非统是要促进非洲发展，解决经济主权问题，构成“非洲联合发展的新起点”杨立华：《非洲联盟：理想与现实》，《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第9—14页。，“是非洲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重大决策”陆庭恩：《经济全球化与非洲联盟》，第21页。。非盟是非洲对于发展问题重新思考后的选择，联合才能自强，区域和大陆的合作是非洲21世纪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要在非洲大陆缔造出和平、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促进非洲大陆一体化。非盟是非洲国家缔造可持续的非洲大陆发展环境，实施新的现代化战略的必备工具与机制。这种新的现代化战略的目的是要增强自主性，是在“探索一条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而又自觉地探求的发展导向”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9页。。

相比非统，非盟在处理成员国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非洲大陆同外部的关系上都更为积极与进取。首先推动成员国的关系由注重政治外交的合作转向经济一体化；其次开始将一体化建设与非洲人民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提供非洲社会和人民参与一体化设计与讨论的渠道；再者，积极主动寻求与非洲外部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以获得援助与投资。PierreBuyoya，“TowardaStrongerAfricanUnion”，p.169.

非洲独立后的现代化实践也为非盟取代非统奠定了客观基础，“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加速了非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从而消除了以往非洲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的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第102页。，促成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出台。2001年发起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wPartnershipforAfricanDevelopment，简称“新伙伴计划”），在推动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和争取外资及援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着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其中作为新伙伴计划一项重要内容的“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以下简称“互查机制”），致力于推动非洲国家采用正确的政策和标准，促进政治稳定，加快经济增长，深化地区和经济一体化。互查机制的自愿性显示了非洲国家的自信与非洲国家开始勇于正视自身的问题，并愿意彼此监督的勇气，有助于彼此加深信任；互查机制还展示了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大陆政治现代化的积极探索精神。近半数国家的自愿加入更展示出非洲大陆未来发展的良好前景。21世纪前10年，大部分非洲国家强劲增长，非洲人均收入增长率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超越发达国家。

在维护地区安全、调解地区战乱与冲突方面，非盟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非盟计划组建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非洲维和常备部队，以应对非洲大陆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使非洲大陆出现了“摒弃暴力，寻求和平”的良好势头。拉克索（Laakso）认为当卷入冲突的国家为该区域的主要领导角色时，或者区域内邻国之间对抗激烈时，非盟的作用就突显出来；而且非盟更能在全球层面上代表非洲安全利益，更有能力赢得国际机制的持续支持。LiisaLaakso，“BeyondtheNotionofSecurityCommunity：WhatRolefortheAfricanRegionalOrganizationsinPeaceandSecurity?”，TheRoundTable，Vol.94，No.381，Sept.，2005，pp.489502.Laakso的多层面治理理论，实际上是四种层面的治理，即大陆层面的非盟，区域层面的区域组织，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文章中他重点论述的是除国家以外的其他三个层面。就解决西非大国科特迪瓦的动乱来说，西共体组织的作用就赶不上非盟及联合国的作用。无论是对该国2005年10月的选举结果还是对2010年12月的选举结果的影响，联合国和非盟的表态都对局势的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2009年7月，非盟第13届首脑会议决定将目前非盟常设机构“非盟委员会”提升为“非盟权力机构”，并赋予更大、更广泛的权力，统一负责非盟的防务、外交和对外贸易谈判等重大问题，这标志着非洲朝着团结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国际合作和对外交往方面，非洲国家力图用一个声音说话。非盟为非洲复兴和新伙伴计划的实施寻求国际支持，展开全方位的自主外交活动，积极参加国际经济谈判，敢于发出与西方不同的声音。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国家领导人呼吁“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但这一体系不仅仅应包含新兴国家，而且应包括非洲”，强烈希望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针对国际刑事法院2009年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各项指控及此后不久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非盟成员国在支持苏丹方面的立场空前一致，认为这一指控对苏丹和平进程和地区稳定不利，呼吁国际刑事法院推迟诉讼程序，并决定集体抵制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一决定。

非盟在平息战乱、阻止冲突、维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主导非洲内部事务的过程中，非盟与非洲大陆内的区域组织和区域大国密切合作，并协调彼此的关系，非盟的领导权威已得到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可。这种在非盟框架内努力靠和平手段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态势，为非洲国家保持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陆一体化机制的强化相应地也促进了非洲大陆各个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如2009年10月西共体快速反应部队进行首次后勤保障军演，这意味着西共体将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区域集体防务已现雏形。这有利于西非地区共同打击贩毒、买卖人口、海盗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保证人员和货物流动的安全与顺畅。


三、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评析

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在一体化思想启蒙与现代化主体意识确立、非洲一体化框架构建与国家政权巩固和发展模式的探索、一体化实践与现代化实践共获突破这三个阶段上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没有一体化思想，便没有非洲现代化的启动；没有非洲国家的彼此合作与一体化的深化，非洲现代化进程就难以推动。作为一体化思想的泛非主义实际上是非洲争取政治独立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泛非主义思想对于凝聚非洲现代化共识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作为非洲一体化组织形式的非洲统一组织为巩固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与非洲大陆和平保驾护航。非洲一体化实践的成就，非洲人民的解放与国家独立，推动了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致力于集体安全与合作的各项一体化机制的逐步完善，促进了非洲认同感的形成和非洲意识的培养参见詹世明《非洲统一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其重大历史作用》，载杨光、温伯友：《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1—2002），第63—96页；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第168—169页。。西部非洲一体化在区域合作上获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位于非洲大陆南端的南非挣脱种族主义的枷锁后，一跃而为倡行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社会和谐的“彩虹之国”。

非洲一体化基础与非洲现代化实践相辅相成。检验一体化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看一体化是否能够促进非洲大陆经济从依附到自主的转变，是否能够促进非洲国家政治远离政变与动荡，使民主与法治逐渐成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否能够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所提供的发展机会，让非洲人民不再遭受贫困与饥饿。有规律、守秩序的理性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标准，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政治的逐步现代化，将促进非洲各国政局的稳定，权力的和平移转，减少外部势力的干涉，增强各国自主外交的机会，为各国政府制订长远的区域合作和大陆一体化战略与政策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非洲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非洲一体化的深入，巴尔干化的非洲大陆难以摆脱经济的依附与脆弱性，更难以保证政治上的自主。非洲国家互查机制就是非洲大陆对于现代化与一体化进程相互促进的确认。


（一）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良性互动的根本条件

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良性互动取决于非洲国家政权的稳定与非洲一体化机制作用的发挥。如果一体化是非洲现代化的必然路径，那么这种路径所需要的前提条件首先就是良好的政治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发展都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政策、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互动关系、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互动过程中，能够驾驭互动关系，使互动关系向着良性方面发展的国家或政府，总能创造出发展的奇迹。但驾驭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能力需要在反复试错的长期积累中才能逐渐获得。

非洲大陆独立之时，就有着以一体化促进现代化的共识，但是在把共识落实到国家的具体行动上，在经济、外交政策上向一体化倾斜方面，非洲国家还做得很不够。经济的依附性使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选择余地有限，在制订政策方面走的弯路多，缺乏自主性与自信心。自主性不强、自信心不够始终是非洲国家国家现代化实践的软肋。即使政策设计合理，但政权的频繁更迭又使得政府重点转移，难以保持持久的承诺，难以将良好的计划与政策真正落实。

泛非主义为基础的区域主义主张与维护非洲国家主权是相互依赖的。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主权意识与不干涉内政意识主导着非洲各国，也是非统捍卫的原则。这个阶段一体化进展受制于非洲各国的政治发展。各国在自身政治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其致力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政治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在这个阶段，非洲国家对非洲一体化前途信心不足，各国关注点在于自身民族国家构建与政权稳固。即使如此，非统没有解体，更有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克服了内战分裂的威胁，与其他西非国家一道促成了区域合作组织西共体的成立。

从国家的角度看，非洲一体化受阻的原因在于各国并没有将一体化导向政策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权合法性机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权宜之计。如果一体化发展促进了民主的发展、主权需要分享，那么新父权的国家特性将受到威胁，RichardGibb，“RegionalIntegrationandAfricasDevelopmentTrajectory：metatheories，expectationsandreality”，ThirdWorldQuarterly，Vol.30，No.4，2009，pp701721.这是国家政权掌控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摆脱殖民主义而独立的非洲国家在构建现代主权国家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走许多弯路，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用西方现代的标准看是落后的，但如果把非洲与17世纪新建立的专制君主制的西欧国家相比，二者存在某些共性，如对绝对主权的维护。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完成国家内部的政治一体化，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基本巩固、权力移转、去暴力化是国家能够进入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从西非来看，西非的区域一体化与西非各国的国家构建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西非不是在各国都完成了国家构建后，变得足够强大才成立区域组织，而是一体化与国家建构的相互促进，才促成了国内政治和区域局势二者都趋向稳定。区域合作与团结有助于减少乃至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进而也有助于成员国国内政治的稳定。

尽管“国家民族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尼日利亚不得不努力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李文刚：《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缘起与演化》，《西亚非洲》，2009年第9期，第31页。。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在独立后仅仅10多年的时间里就战胜国家分裂的挑战，构建起现代尼日利亚国家的认同感和国民意识，成为非洲国家克服基于族群、地域与宗教等冲突的成功实践，也克服了邻国企图趁火打劫的危险。因为内战中，尼日利亚的两个法语西非邻国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受法国影响，公开承认了比夫拉地区主义分离政府。这使尼日利亚意识到，本国政治的稳定同所在的西非区域各国有着密切关系，尼日利亚战胜内战威胁的信心转为塑造西非一体化的动力。

西非小国塞拉利昂正是在西共体组织的帮助下结束了内战，开始致力于非洲团结和地区合作；支持西共体在本地区发挥作用，以巩固国内和平以及与邻国的合作关系。西非一体化的深化就是西非各国都认同了一体化的追求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并能潜在地有助于本国政权的存在。参见DavidJ.Francis，ThePoliticsofEconomicRegionalismSierraLeoneinECOWAS，p.36.

非洲区域大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对于区域一体化乃至整个大陆一体化起着主导作用。西共体的成立是在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克服内战分裂的威胁之后，南共体的迅速发展是在新南非诞生之后。从权力分布与权力结构来看，西非和南部非洲这两个区域的权力更集中且有层次，促成了1990年代这两个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解决，并且这种权力架构也导致了解决这两个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洲化与多边主义倾向。StephenF.Burgess，“AfricanSecurityintheTwentyfirstCentury：theChallengesofIndigenizationandMultilateralism”，AfricanStudiesReview，Vol.41，No.2，Sept.，1998，pp.3761.正是西非大国尼日利亚有着强烈的对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冲突进行干预的意愿，以及西共体1990年代的维和部队在维和中秉持公正，才促成了西非地区冲突危机的解决。

非洲一体化进程必须考虑各国国家利益，使其同各国人民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保持一体化进程的可持续性，“未能让加纳人民看到理想同人民现实生活需求的关联，实施的对外政策也未使其他非洲国家领导者信服非洲大陆的团结所带来的实惠要大于各国坚持自己主权所带来的实惠”EvanWhite，“KwameNkrumah：ColdWarModernity，PanAfricanIdeologyandtheGeopoliticsofDevelopment”，Geopolitics，Vol.8，No.2，Summer2003，p.120.，是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理想在加纳遭遇失败和受到其他非洲国家冷落的原因所在。

哈里森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多数问题是由政府政策的歧视所造成的，原因是在国内复制了西方殖民主义。［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27页。正是这种内部化的殖民主义阻碍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这是西方主导的结构调整战胜《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原因所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调整维持并深化的是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削弱了本身就很脆弱的国家体制，从而打击了靠国家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和大陆一体化。结构调整计划使非洲国家制订本国发展政策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强化了非洲各个国家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依附。对政府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打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调的是自由市场、私有化、限制并减少国家的作用。非洲一体化的目标是要争取非洲各国、各个区域和大陆的共同发展，是要克服非洲经济依附性，要改变被边缘化的趋势，促进生产多样性，尤其是非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是想克服自由市场解决不了的非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作为现代化内在组成部分的一体化战略

非洲大陆要避免将一体化战略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的做法，而要将一体化战略作为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非洲一体化的思想源泉泛非主义虽然是团结非洲大陆和世界各地黑人的桥梁，但是共同的命运感和共有家园的特性无法掩饰泛非主义思想内容的贫乏，泛非主义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没有“对现存世界给以科学的解释，也未能提供一个行动的指南，更没有对未来的世界进行必要的思想与知识准备”Sharakiya，A.M.，“PanAfricanism：ACriticalAssessment”，TransAfricaForum，Vol.8，Issue4，Winter91/92，pp.3952.。这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泛非主义被“民族主义、独立时的妥协、新殖民主义、领导者的腐败无能、族群主义、地区主义、派系主义”TundeAdeleke，“AfricaandPanAfricanim：BetrayalofaHistoricalCause”，TheWesternJounalofBlackStudies，Vol.21，No.2，1997，pp.106116.所挫败的原因。不管怎样，20世纪60—70年代立足于各国的自主选择发展战略不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1980年代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结构调整战略未能挽救非洲被边缘化的命运，迫使非洲重视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1980年代《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还是21世纪初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制订，历史背景都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下，非洲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危机之时。参见舒运国《非洲经济改革的走向：〈拉各斯行动计划〉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比较》，《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第52—58页；也参见贺文萍《南非学者谈非洲发展计划和非洲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4月24日第003版。这使人们不由得想到，非洲一体化思想成了非洲应对危机的思想。但危机过后，一体化计划就被弃之一旁，或者说，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国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到万不得已，非洲国家不会求助于这个选择。非洲大陆要避免这种应急式的一体化历史的重演，每个国家都应把促进一体化作为一种长期的国策，使其不随领导人或政权的不同而改变或放弃，不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非洲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始终跟随的是不同时代流行的世界发展理论，无论是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和1970年代的依附论，还是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都未能引导非洲大陆在现代化实践上积累起飞的物质条件。同样受制于类似发展理论的一体化成果也都极其有限。RichardGibb，“RegionalIntegrationandAfricasDevelopmentTrajectory：metatheories，expectationsandreality”，pp701721.因为这些发展理论所针对的社会基础并非非洲社会，不是对于非洲现代化发展所立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分析与总结，故无法解决解决非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无法令非洲政府和人民认真思考大陆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不能认识到“任何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的工具”BenjaminW.Mkapa，“Dangersofthe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sandAlternativesforAfricanCountries”，http：//www.southcentr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02%3Asb60&catid=144%3Asouthbulletinindividualarticles&Itemid=287&lang=en。

相比以往的各种一体化方案，《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更多地考虑了非洲的现实，从而被当做了21世纪的非洲发展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集体的行动解决非洲发展问题，是非洲“第一次面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始审视“自独立以来，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在哪里出了错？我们应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腐败问题、冲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贫困问题、卫生问题、教育问题和农业问题”阿尔贝托•麦克里尼：《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载《尼日利亚总统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李福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9—10页。。这个计划是非盟试图吸取非洲以往的发展教训与经验，利用好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新机缘，借助一体化来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

非统成立之时，国际政治经济处于冷战的格局，作为整体的非统未能很好地利用冷战格局，未能将两大超级大国的影响挡在非洲大陆之外。非盟仍然存在卡萨布兰卡派和蒙罗维亚派的分歧，前者希望建立统一的非洲政府，后者提倡渐进主义的方式，从经济合作入手CarinaRay，“MakingPanAfricanismRelevantToday”，NewAfrican，Oct.2009，p.35.。

新伙伴计划的一个很大缺陷是把外部援助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援助作为计划实施的一个主要前提，因为如此一来，非洲追求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守的原则被破坏了，在全球化的水域中，非洲这艘小船就可能被西方发达国家绑缚在其新自由主义的大船上。AdebayAdedeji，“FromtheLagosofActiontotheNewPartnershipofAfricanDevelopmentandFromtheFinalActofLagostotheConstitutiveAct：WitherAfrica?”，KeynoteaddresspreparedforpresentationattheAfricanForumforEnvisioningAfricatobeheldinNairobi，Kenya，26—29April2002;http：//www.worldsummit2002.org/texts/AdebayoAdedeji2.pdf这四项原则是：非洲自身需求的增长、依赖自身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人民对发展的参与、注重发展的整体协调。非洲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边缘性地位、对外援的依赖和沉重的债务使得非洲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国家的政策和规则往往不得不在外部压力之下做出调整，缩小了非洲国家之间政策协调和合作的空间，加大了非洲一体化进程的难度。

外部的援助与承诺从来就不是可靠的，正如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所说，“解决南方普遍存在的、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脱贫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依赖于北方国家的仁爱之心。它首先依赖于我们的决心，我们是自己的发展进程的主人”《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3版。。2007年马里负责非洲债务和发展的联盟主席巴里阿米纳塔杜尔在西非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的最贫困国家论坛上指出，“由资本家控制的‘光做样子’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起作用”。八国集团未能兑现2005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上做出的援助承诺，她说，“这些富国说话不算数，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南半球国家要想掌握命运，必须靠自己”。《参考消息》，2007年6月5日，引自法新社巴马科6月3日电。非盟认识到外部力量只能是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辅助力量，必须增强非洲经济社会自主发展的能力。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并非是拒斥全球经济体系，而是要摆脱非洲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模式，“把建立自我中心的经济和社会与参与全球体系结合起来”萨米尔•阿明：《非洲沦为第四世界的根源》（何吉贤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2期，第26—30页。。

关键在于非洲是否自身能够承担起责任。非洲国家坚持解决本国事务的主导权，出现危机也以非洲大陆的调解为主。非盟驻苏丹维和使命防止了达尔富尔局势的恶化，但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用有限。PaulD.Williams，“MilitaryResponsestoMassKilling：TheAfricanUnionMissioninSudan”，InternationalPeacekeeping，Vol.13，No.2，June2006，pp.168183.仅仅军事维和而不处理造成问题的政治、经济及历史原因，难以确保长久的和平。

无论是一体化还是现代化，非洲国家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里，边缘资本主义不可能形成古典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DavidMoore，“NeoliberalGlobalisationandtheTripleCrisisof‘Modernisation’inAfrica：Zimbabwe，theDemocraticRepublicoftheCongoandSouthAfrica”，ThirdWorldQuarterly，Vol.22，No.6，2001，p.920.。非洲国家要想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原始积累过程，就必须加强合作、深化一体化，才能真正克服经济的依附性。首先一体化的合作有助于吸引投资，改善资金短缺的状况。参见JohnH.Dunning，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1993,p.498.邓宁指出了西共体外商投资少的原因是“共同体未能对区域内的行政机器和组织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非洲从不缺乏自力更生的发展蓝图，缺的是落实蓝图的实际行动。

非盟在制度构建、资金运作、泛非主义信念及其领导力方面都面临挑战。WafulaOkumu，“TheAfricanUnion：PitfallsandProspectsForUnitingAfrica”，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62，No.2，Spring/Summer2009，pp.93111.非洲一体化无法自动实现，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领导力是非洲国家发展的真正障碍”GeorgeAyittey，“ObstaclestoAfricanDevelopment”p.334.。但无论是就国家而言，还是就领导者素质而言，非洲一体化的进展受到质疑。布约亚指出非盟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能用一个声音说话，是否能够确保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PierreBuyoya，“TowardaStrongerAfricanUnion”，TheBrownJournalofWorldAffairs，Vol.XII，Issue2，Winter/Spring2006，p.172.非盟的五个有功之臣，四个未能履行其誓言，南非姆贝基、尼日利亚奥巴桑乔都试图继续第三任期，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里卡成功修宪使自己无限期连任，埃及穆巴拉克在国内抗议与西方双重压力下不光彩下台，使非盟遭受重挫。

在本质上，非洲的联合尤其是一体化的深入将削弱西方大国的影响，不利于西方控制非洲。非盟的成立及其新伙伴计划的制订并不自动保证非洲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作为非洲版马歇尔计划的新伙伴计划AdebayoAdedeji，FromtheLagosPlanofActiontotheNewPartnershipforAfricanDevelopmentandFromtheFinalActofLagostotheConstitutiveAct;WitherAfrica，KeynoteAddressattheAfricanForumforEnvisioningAfricaHeldinNairobi，Kenya9（Apr.2629，2002）.www.worldsummit2002.org/texts/AdebayoAdedeji2.pdf的关键是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性。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在冷战背景下实施的，美国为了争霸世界，对欧洲的支持能够尽力，但如今非洲大陆缺乏资金的保证，国际多边援助的附带条件就是例证。新自由主义构成非洲复兴思想的哲学基础，故向世界行销非洲是非洲新伙伴计划的实施战略，因而维护与北方富裕国家的关系是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北方国家在非洲重建计划中拥有了发言权，如接受了国际多边援助的附带条件，这与非盟极力要放大非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声音构成了一对矛盾。RichardA.Griggs，“GeopoliticalDiscourse，GlobalActorsandtheSpatialConstructionofAfricanUnion”，Geopolitics，Vol.8，No.2，Summer2003，pp.6998.

非盟的非漠视原则仍然受到主权原则的挑战；非盟的权威不足以解决成员国间的政治分歧、战争，成员国自身内部的政治动荡，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了机会。非盟对2010年底由突尼斯骚乱蔓延至埃及、利比亚的北非动荡局势显得无能为力，尤其在利比亚战争中，作用和姿态比不上欧盟与北约。

外援的流入构成许多非洲国家投资的来源，进而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以国家为重点的外援对于非洲的一体化起着负面的作用。无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还是各个援助大国的援助，都围绕国家进行。如1976—2000的25年中，世行针对西非区域进行的援助项目只有13个，仅占世行援助西非资金总额的1%。美国对非援助的“千年挑战账户”，强调援助的效用而强化了受援方为国家的倾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同样也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资助。SethKaplan，“WestAfricanIntegration：ANewDevelopmentParadigm?”，TheWashingtonQuarterly，29：4p.85.附加条件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外援加深了非洲国家的外部依附性，不利于非洲的一体化。

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两个方面对非洲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第一，来自这些机构的资金的使用受到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只注重推动市场化，不顾及国家在市场中的调节作用，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削弱了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权，进而影响了国家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承诺。第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援款并不着重于区域层面，而是以单个国家为对象，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缺乏区域范围的协调，客观上不利于非洲国家的合作，甚至还会加剧各国之间的竞争。


（三）政治上的挑战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1997年元旦，安南推动了一个新概念R2P（ResponsibilitytoProtect）——政府有责任保护平民，如果一国政府做不到，国际社会可以采取行动。非盟是第一个把R2P纳入地区组织指导原则的组织。国家对待主权原则的观念开始变化，主权不再仅仅是目的，而且是手段，是获取权威性分配的一种工具，正如基欧汉所观察到的“主权与其说是一个规范领土的屏障，不如说是在复杂的跨国网络政治中的一种讨价还价的资源”R.O.Keohane，“Hobbes’DilemmaandInstitutionalChangeinWorldPolitics：SovereigntyinInternationalSociety”，inHH.HolmandG.Sorensen，eds.，WhoseWorldOrder?UnevenGlobalisationandtheEndoftheColdWar，London：WestviewPress，1995，pp.16586.。世界变化所提供给非洲的机会也从来没有消失过。经济上客观的依附地位、边缘状态不是非洲人放弃努力、改变的借口。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未来发展与他们本国人民的福祉不仅依赖目前正在指导他们行动的竞争能力原则，而且依赖与本地区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协调与合作。而这种合作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灵活运用。为了确保成员国将权力移转置于宪政之下，非盟分别于2005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暂时中断了毛里塔尼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科特迪瓦的成员国资格。

在当今全球化新趋势下，国家的工具作用的局限性已经显现，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成为一种趋势就说明了这一点。区域一体化既是目的，又是一种工具，从宏观的意义上，是人类社会发展要借助的工具，从微观的意义上，也是国家要借用的工具。区域一体化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后，区域集团就成为处于相对衰落地位的国家的防御工具。“非洲要真正摆脱边缘化和碎片化危机，首先要强化区域认同意识，建立新型洲际经济合作”崔荻：《国际分工与非洲经济的“边缘化”、“碎片化”》，《开放导报》，2009年第6期，第91页。。

欧盟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防御工具。即使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在驾驭这种防御工具时也经历了种种曲折与考验，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真正的经济与政治一体化是费时费力、旷日持久的。它是几代人的政治意志与智慧不断努力的产物。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北非政局开始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先后出现政局不稳、领导人更迭，尤其是利比亚的局势更是前途未卜。非盟对北非局势的发展作用有限，且曾经倡导非洲一体化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离去，是非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不利因素，且在资金上少了一个有利的支持者。

北非动荡之际，西非国家科特迪瓦遭遇选举危机，马里、几内亚比绍先后出现军事政变。这些发生军事政变的西非国家都比较小，军人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衡，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军人政变事件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影响了非洲正在推行的民主化进程。21世纪初的十年中西共体的维和成就显然不如20世纪最后的十年：首先在本区域大国科特迪瓦的维和使命上遭遇挫折，2002年将维和任务交给联合国；其次几内亚比绍自2003年、几内亚自2008年以来直至2012年始终动荡不安。虽然西共体组织显示了行动的意愿和决心，以确保成员国履行有助于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体原则，但是因为西共体可用的资源有限，没有从长计议，从战略上合理分配资源，故未能确保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长久和平局面的出现GillesOlakounléYabi，（OriginalinFrench，translatedbyRogerAddah），“TheRoleofECOWASinManagingPoliticalCrisisandConflict：TheCasesofGuineaandGuineaBissau”，PublishedbyFriedrichEbertStiftung，RegionalOfficeAbuja，12MarrakeshStreet，WuseII，Abuja，Nigeria.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nigeria/07448.pdf。组织的缺陷及组织内部的政治分歧造成预防冲突爆发的早期预警和反应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HerbertWulfandTobiasDebiel，“SystemicDisconnects：WhyRegionalOrganizationsFailtoUseEarlyWarningandResponseMechanisms”，GlobalGovernance16（2010），525547.未能从法律和早期预警等方面采取措施，遏制非洲军人政变的重新抬头。

即便非洲出现了这些动乱，但这些动乱是非洲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这和七八十年代的政变、动乱情况已有所不同。总体趋势上看，非洲已实现了区域稳定，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无论是现代化还是一体化进程，非洲都在走向进步。

21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有利于非洲一体化的因素。首先非洲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市场开始吸引世界，世界银行认为2012年外国资本会大举投向非洲。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3040126.html.其次，新兴国家的兴起，既为非洲对外关系和国际市场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也为非洲现代化的资金来源提供了新的选择，增强了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博弈空间。“为了更快地实现千年目标，非洲当然应该充分发挥自主能力，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李安山：《千年目标的实现：非洲自主与国际合作》，《亚非纵横》，2010年第3期，第45页。再次，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待非洲的发展，非洲的边缘化和贫困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虽然政治一体化遭遇暂时挫折，但非洲经济一体化开始向前迈进，在西非，成立20周年的西非银行（ECOBANK）成为了非洲第一个真正的多国银行集团与泛非金融机构，拥有遍布22个国家的450个分支机构，业务遍及除北非和南非共和国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是非洲最成功的跨国银行。西非银行成为推动西非区域一体化及非洲大陆一体化的有效工具，其首席执行官艾克比（ArnoldEkpe）明确指出，西非银行肩负双重使命，商业的和促进非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使命。http：//www.africasia.com/uploads/ecobank0508.pdf，‘Africaspremierbankingmultinational20’.在东非，肯尼亚航空公司逐步扩展其在东非的业务。Maina，Wangui，“Kenyanairlinesspreadwingstoregion”，BusinessToday，PostedThursday，April5，2012at20：32，http://www.businessdailyafrica.com/Corporate+News/Kenyan+airlines+spread+wings+to+region//539550/1380900//yj8mcvz//index.html南共体在南非的引领之下，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性组织。2008年南共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东非共同体三个区域合作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非洲自由贸易区。


第七章 埃塞俄比亚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表现出与多数非洲国家不同的特征。作为非洲大陆唯一没有被瓜分和殖民过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又不断地开疆扩土，压缩着地区邻国的“势力范围”。构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与各民族间的矛盾一直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不管是封建帝制、德格时期的社会主义，还是当前的族群联邦制（EthnicFederalism），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威权的身影，这既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构成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巨大阻力。族群民族主义是埃塞俄比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此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界政府的合法性。本章论述的主要是埃塞俄比亚如何从古老的封建帝制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的过程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对当前埃革阵政府实行的族群联邦制做进一步探讨。


一、埃塞俄比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早期努力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开始得比较早，整个19世纪都是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出现了数位致力于国家统一和打击外部侵略的英明君主。当海尔•塞拉西在1974年的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时，作为一个统一政治体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已经得到了较大范围的认同。


（一）19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基础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有着辉煌古代文明的国家之一。繁荣于公元1—7世纪的阿克苏姆帝国是当时环印度洋世界体系的重要成员，其势力范围伸展到阿拉伯半岛南部。统治阿克苏姆帝国的所罗门系王朝所罗门系王朝在埃塞俄比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１０世纪。据《圣经》和埃塞俄比亚本国资料《众王的荣耀》（KebraNegast）记载：所罗门王在位期间（公元前970—前931年），示巴女王带着礼品前来拜访，因为她听说所罗门王智慧非常，想亲自加以试探。在女王回国之前，所罗门王设计使女王与自己同房。女王回国后在今厄立特里亚地区产下一子，此即孟尼利克一世，此人就是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系王朝的首位统治者，而这一系王朝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成为非洲甚至整个世界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久的封建王朝之一。关于此类具有传说性质的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学界广有争论，但却深植于普通埃塞俄比亚民众信仰体系之中。笔者录入，以资参考。，在历史过程中也逐步成为埃塞俄比亚封建帝制的正统。不过，从7世纪中叶起，阿克苏姆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她与埃及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联系还在继续，其对红海贸易的控制权却被力量不断强大的阿拉伯人所取代。自此之后，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在开疆扩土的过程之中就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沿海地区伊斯兰素丹国的挑战。

终结阿克苏姆帝国历史命运的扎格威王朝（公元1150—1270年）保留了许多其前身所尊崇的文化传统，如神圣血统的观念、基督教的信仰和建筑风格等。著名的拉里贝拉教堂群也是这一时期被建造起来的。所以，当扎格威王朝灭亡之后，原有的埃塞俄比亚文化和宗教传统并没有受到破坏，埃塞俄比亚国家又很快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在漫长的中古（1270—1632年）和贡德尔王朝（1632—1769年）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构建一直处在北部收缩和南部扩张的缓慢进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埃塞俄比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却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政治现代化的发生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推动。

首先，资本主义急剧上升的历史潮流迫使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必须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以迎接时代的挑战。在1755年伊雅苏二世去世以后，贡德尔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就结束了，埃塞俄比亚的政局进入了所谓的“列王时代”或“士师时代”（EraofthePrincesorJudges）。有的学者认为“列王时代”或“士师时代”是指从1769年到1855年这一段时期。参见DonaldCrummey，LandandSocietyintheChristianKingdomofEthiopia：FromtheThirteenthtotheTwentiethCentury，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0，p.144.虽然原来的地方统治者并没有寻求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去，地区性的权力中心却开始发展起来。贡德尔在名义上仍旧是国家的首都，但是地方首领却在背后操纵着皇帝的废立。埃塞俄比亚帝国留下来的仍旧可以感受得到的遗产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对阿克苏姆文化的认同，这些遗产成为埃塞俄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础。秘密的宗教争论震动了当时的教会，但是在政府中取得重要地位的奥罗莫族穆斯林不仅没有趁着“政出多门”的机会谋求将埃塞俄比亚国家伊斯兰化，相反，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其次，列王时代的埃塞俄比亚积累了国家整合和重新繁荣的条件。正当贡德尔陷于崩溃边缘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两块地区——提格雷和绍阿——的地位开始上升。绍阿成为19世纪埃塞俄比亚最为稳定、最有活力的地区。在一连串阿姆哈拉统治者的带领之下，绍阿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在绍阿发展的过程中，阿姆哈拉民族与奥罗莫民族之间的融合得到加强。与南部非阿姆哈拉民族的融合使绍阿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绍阿地区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他族群的包容和接纳。此外，绍阿地区的地方统治者因为外患较少，所以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政治统治。他们不仅扩展自己的领土，还积极建立商贸网点，争取西方世界的支持。


（二）19世纪构建和维护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撒赫勒•塞拉西（SahleSelassie，1813—1847年，孟尼利克二世的祖父，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曾祖父）在夺得王位后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扩土的战争：多次攻打阿瓦什低地地区，征服奥罗莫人和阿高巴人（Argobbas），在萨拉勒（Selale）和木格尔（Muger）巩固自己的地盘，对居住在阿瓦什以南地区的卡拉由人（Karayu）、阿希人（Arsi）、马查奥罗莫人（MachaOromo）和古拉格人（Gurage）也发动了战争。不过，撒赫勒•塞拉西并不仅仅依靠武力去扩大自己的统治。奥罗莫民族本身就有很多的支派，他巧妙地利用派别之争而坐收渔翁之利。他还通过与贡德尔和提格雷地区的贸易广聚财富。英国和法国也非常支持绍阿地区的贸易发展。1841—1843年由哈里斯（W.CornwallisHarris）少校为首的英国使团受到了塞拉西的热情接待，双方还签订了一份正式的条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北边的阿姆哈拉地区——如沃洛（Wollo）、戈贾姆（Gojjam）和贝格姆德尔（Begemder）——对未来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像中古时代那么显著。由于与奥罗莫首领及旧王朝政治势力内耗严重，北方地区的阿姆哈拉人的政治影响力在1820年代后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北方的提格雷地区也日渐跟不上南方绍阿地区的发展步伐。由于内患较少，绍阿地区的农业经济平稳发展，为后一阶段该地区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基础。这种情况是符合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趋势的。自阿克苏姆帝国衰败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就一直处于往南迁移的过程之中，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程度明显要高于相对因循守旧的北方地区。再者，北方强国埃及的多次进犯使提格雷地区不断受到威胁，这比起外部威胁较少的南部地区——尤其是处于上升阶段的绍阿地区——来说，又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然而，撒赫勒•塞拉西并不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的统治更多地表现出中古君主的特点：不断扩张国土，加强中央集权。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大任需要具有现代思想的统治者来实现。这个人就是特沃德罗斯二世。特沃德罗斯二世原名卡萨•海卢（KassaHailu），特沃德罗斯二世是他的帝号。有些学者以当代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评判特沃德罗斯二世，从而认为他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者。参见ShiferawBekele，“KassaandKassa：TheStateofTheirHistoriography”，inKassaandKassa：PapersontheLives，TimesandImagesofTewodrosⅡandYohannesⅣ（1855—1899），IES，AAU，1990，pp.289404.转引自PaulB.Henze，LayersofTime：AHistoryofEthiopia，London：Hurst&Company，2000，p.133.比克勒（Bekele）对特沃德罗斯二世的批判主要是：只想主宰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并没有建立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现代国家机器；不重视发展法治；听不进少数派的意见，不能包容不同政见者。这种看法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特沃德罗斯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他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却更像中世纪的君主。

特沃德罗斯二世（1855—1868）所处的时代是埃塞俄比亚列王时代的晚期，但是他的政治思想要比当时的地方贵族先进得多。他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改革行政和教会制度。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他设立总督，推行法官任命制和薪水制，建立常备军以代替战时向地方首领借兵的做法。特沃德罗斯还曾试图改革教会，因为他认为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是愚昧而且不道德的。但是，当他想要向教会征税以支持政府运作的时候，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他没收教会土地的做法使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上树敌太多。

特沃德罗斯在结束埃塞俄比亚的分裂状态、完成国家统一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人慷慨，足智多谋，在1845年时就已经建立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军队。他娶了阿里王公（RasAli）的女儿特瓦比克（Tewabech）为妻，并且担任科瓦拉（Qwara）的统治者。在经过1852年11月到1855年之间四次主要的战役后，他最终击败了过去25年间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的地方分裂势力，基本上完成了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为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他在1855年被加冕为埃塞俄比亚列王时代结束后新一任皇帝之时，特沃德罗斯意识到了埃塞俄比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需要。斯文•罗本森认为：“特沃德罗斯超越了其所有的前任（皇帝），……他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民在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道德的松懈和技术的落后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他所宣布的改革、他所努力推行的政策以及他处理问题的一心一意和坚定不移都表明他的目标是民族的复兴，并且将其祖国转变成现代国家。”SvenRubenson，TheSurvivalofEthiopianIndependence，London：Heinemann，1976，p.269.转引自PaulB.Henze，LayersofTime：AHistoryofEthiopia，London：Hurst&Company，2000，p.135.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沃德罗斯采取了一系列亲西方的政策，改善政治制度。特沃德罗斯清楚地认识到武力可以使他得天下，却不足以使他守天下。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特沃德罗斯利用了人们宗教信仰中有关即将出现的贤君将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一千年的幸福、充足和和平的预言，认为自己就是人们期待的担大任者。参见PaulB.Henze，LayersofTime：AHistoryofEthiopia，London：Hurst&Company，2000，p.132.他开始着手修缮与教会的关系，对西方传教士大开国门，以便实现传统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与西方世界体系的对接。但是刚刚登上皇位的特沃德罗斯缺少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他以为奥特曼土耳其是基督教的死敌，英国就会愿意与埃塞俄比亚联合攻打耶路撒冷。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theCrimeanWar）中与土耳其联手对抗俄罗斯的事实，使特沃德罗斯开始对西方世界心生芥蒂。更让他失望的是，虽然他优待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西方人，并希望他们成为拉近埃塞俄比亚与西方关系的桥梁，英国政府却对他三番五次的友好提议置之不顾，这极大地伤害了其作为一国之君的尊严。此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只是特沃德罗斯争取英国支持的一种更为失败的尝试，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为了逼迫英国政府支持其技术现代化的事业，失望的皇帝于1863年开始囚禁西方传教士和英国外交官，以此要挟英国政府。这种鲁莽的行动最终导致英国政府派出了那皮尔(RobertNapier)率领的远征军。1868年兵临城下时，提沃德罗斯自杀。英国军队在推翻特沃德罗斯、劫掠马格达拉（Magdala）之后撤离了埃塞俄比亚，为埃塞俄比亚从战争废墟上重新发展、独立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这种做法对于殖民国家来说是不常见的。

幸运的是，由特沃德罗斯开创的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事业并没有随着他个人的失败而终结。历史证明，有着特殊文化传统的埃塞俄比亚有着极强的自我恢复和重新崛起的能力。特沃德罗斯之后，继续推进埃塞俄比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人物是约翰尼斯四世和孟尼利克二世。

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后，埃塞俄比亚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不过，人们对和平与统一的向往以及特沃德罗斯时期奠定的国家统一的根基使得那些觊觎皇位的竞争者不敢也不能继续各自为政的统治方式。

在特克拉•吉尤尔吉斯皇帝（TeklaGiyorgis）吉尤尔吉斯皇帝原名瓦格叔姆•高毕兹（WagshumGobeze），1868年加冕称帝。他的部队在马格达拉战役的时候已经达到60000人。他的父亲于1858年被特沃德罗斯绞死。被卡萨•莫查（KassaMercha）消灭之后，后者于1872年年初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的新皇帝，帝号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Ⅳ）。1870—18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是很幸运的，国家南北两地各有一位充满远见和活力的统治者来完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业：孟尼利克在南方不断扩大地盘，凿通商道；而约翰尼斯四世则在北部抵抗埃及和意大利的侵略，防止苏丹东南部地区混乱局势的蔓延。虽然这两位统治者在埃塞俄比亚的中部地区有利益冲突，并且发生过正面战争，但是每当军事对抗升级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考虑到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大局而抛弃前嫌，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争议。约翰尼斯四世加冕后一直不能有效控制绍阿地区羽翼不断丰满的孟尼利克。孟尼利克在通信中称自己为绍阿的万王之王（negusnegast），并将自己的谱系追溯到所罗门系皇帝勒布那•丹吉尔（LebnaDengel）。在约翰尼斯集中力量对付外敌的时候，孟尼利克为了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赢得先进的武器装备，不断地保持着与外部侵略势力的联系。1878年3月，孟尼利克与约翰尼斯达成和解，被封为绍阿之王（NegusoffShoa），地位仅次于约翰尼斯。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从此才开始放手经营自己的事业而不用担心内部消耗。他们甚至还通力合作促进埃塞正教内部各派之间的和解，控制传教士和外国冒险家过于狂热的宗教活动。

约翰尼斯四世面临的挑战较之特沃德罗斯时代更为紧迫。特沃德罗斯时代的埃塞俄比亚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非常少，埃及虽然经常侵扰埃塞俄比亚北部边疆，但是地区外大国侵略的魔爪还未深入此地。摆在约翰尼斯面前的任务，一是要稳定其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二是要抵制野心不断膨胀的埃及、苏丹东南部的马赫迪武装力量（Mahdists）和刚刚走上民族国家行列的意大利的侵略。伊斯梅尔（Ismail）成为埃及总督（khedive）以后，积极推行往南扩张的政策。欧洲国家不愿意采取行动阻止埃及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伊丽莎白女王甚至写信跟约翰尼斯说，埃及总督只是在追捕劫掠财物的罪犯。但是，埃塞俄比亚在抗击外国侵略方面成绩非凡，埃塞军事上的胜利最终导致了伊斯梅尔1879年的下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约翰尼斯未能像孟尼利克一样成功地利用当时的国际局势，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1880年代的英国在非洲最为关心的是它在埃及的主导地位和对红海的控制，其次才是埃塞俄比亚的稳定。但是，英国也担心，在意大利的军事攻势下，埃塞俄比亚转而支持马赫迪武装会伤害到英国在非洲东北部的整体利益。1883年11月，一股由英国率领的部队在科尔多凡（Kordofan）被马赫迪武装歼灭，出于现实考虑，英国说服埃及完全放弃了苏丹。为了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英国积极斡旋，埃塞俄比亚最终与埃及达成和解，合作对付马赫迪武装。作为交换条件，埃塞俄比亚对博格斯（Bogos）的主权得到了埃及方面的承认。此后，埃塞俄比亚不得不花费更大的精力对付马赫迪分子和意大利的侵略，由此带来的巨大消耗给埃塞俄比亚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马赫迪主义者开始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看作其必然的敌人，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曾经特别提到埃塞俄比亚王对伊斯兰教发展初期的教士的庇护。参见P.M.Holt，TheMahdistStateoftheSudan，18811898，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0，p.150.

在约翰尼斯积极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孟尼利克却在绍阿地区积聚着自己的力量。在约翰尼斯抗击意大利侵略之时，孟尼利克拒绝直接支持任何一方，但是他也意识到了意大利的侵略野心。在与意大利的争议中，孟尼利克废除了《乌查利条约》，致函欧洲各国领导人告知其登基的消息。虽然主要的欧洲强国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的冲突中举棋不定，另外两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土耳其和俄罗斯——却给予埃塞俄比亚公开的支持，后者还给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在阿杜瓦战役中战胜了意大利侵略军后，孟尼利克巧妙地利用有利的局势取得了暂时的和平，为埃塞俄比亚的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1906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三方会谈基本解决了欧洲列强在非洲之角的利益分配问题，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也同意将马里布河（Mareb）作为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线。到海尔•塞拉西一世上台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的疆界已经基本确定。阿杜瓦战役后，孟尼利克着手建立了高效的政府体制，这代表了政治现代化的方向。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在非洲之角也存在着一种彼此牵制的关系，没有哪一方能够自由地争取更大的地盘。


（三）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改革

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的时代，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尔•塞拉西沿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力图突破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不利局面。1919年，他作为埃塞俄比亚的摄政王，派遣使团前往欧洲祝贺协约国的胜利，试图赢得欧洲强国的国际认同。针对西方世界对埃塞俄比亚奴隶制的批评，他还积极推动废除奴隶制度。1923年9月28日，埃塞俄比亚终于成为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的正式成员。由于早年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海尔•塞拉西当权后便频繁访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如何发展经济，以图摆脱国家的落后局面。

在国内建设方面，海尔•塞拉西大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的自传中记述了1916年至1935年所推行的主要政策：1920年开始推动行政管理的规范化，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专门的办公条件，聘请外国顾问；制定成文法，废除残酷的断手足的刑法，促进司法公正；发展教育、出版事业，建立出版机构；建设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建立军事院校，培养专业军官；以及其他各种旨在促进国家现代化的政策措施。SeeEdwardUllendorff，TheAutobiographyofEmperorHaileSellassieⅠ：“MyLifeandEthiopiasProgress，18921937”，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6，pp.6575.

海尔•塞拉西的另一个成就就是他颁布了埃塞俄比亚第一部成文的宪法，1931年和1955年宪法的颁布表明了埃塞俄比亚建设现代国家的决心。在成功镇压了阿巴•维考（AbbaWeqaw）的反叛之后，海尔•塞拉西最终于1930年11月称帝。在此之前，他被称为塔法里（Tafari）。

但是，海尔•塞拉西推进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意图却难以摆脱体制的局限，他所赖以为生的封建帝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埃塞俄比亚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况且，海尔•塞拉西改革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建立现代的民主政体，而是维护封建皇权。这正是他被历史淘汰的根本原因。统治晚期，尤其是1960年的未遂政变之后，维护政权稳定成为海尔•塞拉西的主要目标，政治统治日益僵化起来。


二、德格集团的统治

（一）德格集团上台与政权合法性危机

1974年，由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德格集团在阿姆哈拉语中，德格（Dergue或Derg）的意思就是委员会，它的全称是“武装力量、警察与陆军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CommitteeoftheArmedforces，PoliceandTerritorialArmy）。1974年，海尔•塞拉西皇帝在军事政变中被废黜，由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德格集团开始执掌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权，其领导人为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HaileMariam）。1987年，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PeoplesDemocraticRepublicofEthiopia，PDRE）成立，从名义上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事实上，德格集团的重要成员仍然把持着政府要职，门格斯图成为新政府的总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海尔•塞拉西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

德格集团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数千年来，埃塞俄比亚国家得以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对封建帝制——尤其是所罗门系王朝——有着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德格集团在革命的初期利用了人们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使得统一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发生了动摇。德格夺权过程中，政治自由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旧政权的批判导致那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被并入埃塞俄比亚版图的奥罗莫人、阿法尔人和索马里人开始觉醒，进而批判占主导地位的阿比西尼亚民族沙文主义，一些人甚至认为埃塞俄比亚国家本身的存在就没有合法性基础。EdmondJ.Keller，RevolutionaryEthiopia：FromEmpiretoPeoplesRepublic，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8，p.191.

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必须构建新的国家认同，以赢得社会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承认，并以此为依据推进社会政治改革。德格集团上台之初，保守主义在其领导层中占据主导位置，其领导人门格斯图在社会改造方面比较谨慎。他认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名义上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因而并不主张废除皇帝。可是，这种保守、温和的气氛在德格集团内部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面对国家发展诸方面的困难，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不断推动德格集团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1975年8月，海尔•塞拉西一世被秘密处死，传统的政治图腾退出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舞台。

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经历一样，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也强调平等、公正、自立、尊严、合作、文化自豪感以及民族团结。临时军政府在统治初期也注意照顾普通埃塞俄比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陌生感和怀疑情绪，因此特别保留了埃塞俄比亚的“村社体制”。临时军政府在其声明中指出：“政治哲学应该由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和土壤中、尤其是广大群众的愿望中生发出来，而不应像装饰性的商业品一样从国外进口。”EthiopiaTikdem，“DeclarationoftheProvisionalMilitaryGovernmentofEthiopia”，AddisAbaba，Dec.20，1974，EdmondJ.Keller，RevolutionaryEthiopia：FromEmpiretoPeoplesRepublic，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8，p.193.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村社体制表现为村社自治。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权力是不存在的。虽然认识到帝制统治时期政治边缘民族倍受压迫，但是在夺取政权后，德格集团并不承认各民族的分离权。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成为政治统治的第一要务。德格集团的上台延续了数千年封建帝制的专制传统，在这种传统的统治方式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1974年12月20日，德格集团宣布实行“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政府也更名为“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临时军政府”，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


（二）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影响

在经济方面，解决贫困成了新政权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格政府大举推行经济资源集体所有制化，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同时承认传统的宗教和民族文化。从1975年1月开始，德格集团宣布实行更为全面的经济改革方案。所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大部分的大型企业被收归国有。至1982年年底，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的比重上升到80%。

在农村，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是国有化的核心内容。1975年3月4日，临时军政府发布了《提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声明》，将所有农村土地收归国有，并且制定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具体条件及规定。为了进一步废除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声明》规定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不能超过其实际所能耕作的土地面积，雇佣劳力只允许在国有土地和丧失劳动力的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上使用。这一政策的实行废除了封建权力和依附关系的存在基础，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还鼓励农民组成各种农民协会，以推动改革的顺利实行。每个协会由200到250个拥有重新分配了的土地的家庭组成，拥有800公顷的耕地面积。海尔•塞拉西在位之时，他曾以埃塞俄比亚缺乏完善的土地登记制度为借口而推迟土地改革，但是秉行“社会主义”的德格政府却大刀阔斧地强制推行土地改革。虽然限于行政管理能力的不足，德格政府不能直接派出行政官员监督土地的重新分配，但是政府却推动建立了大量的农民协会。通过“泽马查运动”（Zemacha，即全国合作发展运动），有约6万名大中学生被派往农村向民众解释革命的目标，以便使全体埃塞俄比亚人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建立与革命精神相一致的基层组织（如农民协会）。PaulB.Henze，LayersofTime：AHistoryofEthiopia，London：Hurst&Company，2000，pp.290291.

德格集团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年轻的泽马查运动宣传者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要比政策制定者高得多。在政府缺乏足够的基层行政官员以保证土地改革有序进行的条件下，学生们往往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唤醒农民的权利意识当做首要任务。局势的发展背离了德格集团的预期。起初，德格集团只是想利用民族主义赢取民众认同，但是土地改革过程中，许多宣传者开始动员农民从事典型的大公社集体劳作方式，在南方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抢夺地主土地的暴力事件。参加泽马查运动的青年学生与德格集团的既定方针发生矛盾，一些学生与反对派联合起来，甚至回到首都，挑战德格集团的政治权威。BahruZewde，AHistoryofModernEthiopia：18851991，2ndedition，AddisAbabaUniversity，2002，p.240.由于冲突的加剧，政府不得不于1976年7月终止泽马查运动。整个泽马查运动成了德格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一出闹剧。ReneLefort，Ethiopia：AnHereticalRevolution，translatedbyA.M.Berrett，London：ZedPress，1983，p.116.

面对这种局势，德格集团又于1975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明确农民协会的职能，以适应农民运动的新要求。新规定承认了农民协会的合法地位，并确定进一步建立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农业的目标。生产性的合作社和集体公社逐步取代了服务性的农民协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埃塞俄比亚起步。

土地改革不仅在农村地区进行，城市中的闲置地也被重新划分成单个行政区，进入国有化的过程。城市居民协会（kebele）成为国有化土地的管理机构，充当国家权力的代表，同时负责社区的发展和安全事宜。有20000个最为重要的城市居民协会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不过，农村和城市土地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了实现向苏联式集体农庄的转变，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迫使许多农民拆掉原有住房，搬进规整的小块聚居地过集体生活。在新的环境中，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产需要。个体家庭缺乏饲养牲畜家禽的条件，而提供水井、学校和诊所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不仅如此，农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农民不得擅自离开聚居地。虽然大部分埃塞俄比亚人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教堂和清真寺在新的村庄内却并不多见。另一方面，为了开发低洼地区，德格集团还尝试进行人口迁徙。被迁徙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于北部地区的提格雷、沃洛等地。给土地改革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批评强制性人口迁徙，认为这种做法迫使许多家庭成员离散，浪费经济资源，因而拒绝提供经济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曾经为帕维（Pawe）地区125000人的迁徙项目提供过帮助。苏联虽然在军事方面积极援助埃塞俄比亚，但是对于门格斯图的做法却颇有微词。在1987年纪念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诞生13周年的庆典活动期间，苏联共产党莫斯科总书记勒夫•扎伊科夫（LevZaykov）在讲话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快是不明智的，并提醒埃塞俄比亚应该考虑到国家经济的客观条件，避免欲速不达。PaulB.Henze，LayersofTime：AHistoryofEthiopia，London：Hurst&Company，2000，p.309311.

对于掌握国家机器的德格集团来说，土地改革和人口迁徙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村社式的管理为政府收取税赋、组织政治活动、进行政治教育和惩戒反叛提供了方便。在安置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些反抗，但是严格的政治控制和安全检查在较长时期内有效地避免了叛乱的爆发。


（三）德格集团实行的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一直是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德格集团上台后，厄立特里亚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反抗已经非常严重。在阿克苏姆时代（公元1—10世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要高于其与南边边疆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经过意大利对厄立特里亚的殖民统治（1890—1941年）之后，厄立特里亚人的民族意识极大地增强，越来越视埃塞俄比亚统治者为外来殖民势力，认为厄立特里亚是这种关系中的受害者。厄立特里亚的多次反抗总是引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的残忍镇压，加深了厄立特里亚人民对埃塞俄比亚政权的排斥感。SimonWeldehaimonotandEmilyTaylor，“OurStruggleanditsGoals：acontroversialEritreanManefesto”，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Vol.38，No.130，December2011.

意大利殖民时期，厄立特里亚在文化教育方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埃塞俄比亚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步伐却缓慢得多。由于民众心里长期的被压迫感和殖民统治的经历，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情感与日俱增，建立独立的、拥有自我主权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厄立特里亚人的政治追求。

二战后的最初十年，厄立特里亚由英国接管。1952年，联合国做出裁决，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结成松散的联邦。但是，海尔•塞拉西于1962年解散了厄立特里亚议会，并宣布将厄立特里亚划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这与大部分厄立特里亚人的政治愿望是背道而驰的。海尔•塞拉西统治晚期，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渐高涨起来。

德格集团上台后，名义上承认埃塞俄比亚各民族的自决权。在《全国民主革命计划》（ProgramfortheNationalDemocraticRevolution）中，德格集团首次明确提出了具体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的自决权将被承认和完全尊重。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将得到同等的认可，任何民族不得主宰另一民族。埃塞俄比亚各民族的团结将以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为基础。这种联合斗争的愿望就是构建一个以平等、相爱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新生活和新社会。ProgramfortheNationalDemocraticRevolution，AddisAbaba：CommitteefortheOrganizationoftheWorkers’PartyofEthiopia，1976，seeEdmondJ.Keller，RevolutionaryEthiopia：FromEmpiretoPeoplesRepublic，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8，p.203.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给刚刚夺权的德格集团出了一道难题。以何种手段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德格集团的燃眉之急。德格集团主宰的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阿曼•安东姆主张和平谈判，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在1974年11月被害之前，安东姆曾两次亲临厄立特里亚考察当地情况。但是，由于其所奉行的政策迟迟不能解决当地的紧张局势，安东姆逐渐被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视为软弱无能的代表。11月24日，安东姆被秘密处死。BahruZewde，AHistoryofModernEthiopia：18851991，2ndedition，AddisAbabaUniversity，2002，p.238.“大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沙文主义开始主导政府的政策取向，军事征服的意见成为政府意志。

德格集团上台之后，在厄立特里亚的军事行动日渐频繁，而厄立特里亚的反抗力量也不断壮大。1982年年初，德格集团发起“红星运动”（RedStarCampaign），企图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赢得厄立特里亚普通民众的人心。根据该运动的指导意见，埃塞俄比亚政府将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食品和商品的配送渠道；训练工人和农民，并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政治和技术培训的机会，避免他们被反抗武装招募。至1983年9月，“红星运动”重修了15个主要的工业区，创造了11000个工作岗位，建设和修缮了11所学校，更多的梯田、造林工程、水坝、道路、水库、医院和政府设施也被修建起来。但是，这项运动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推行这项运动，政府总共投入了6600万美元的资金，这几乎占到了国家非军事支出的10%。另一方面，政府军加紧对“分裂主义暴徒”的战争。

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武装组织的游击战术让德格集团派出的军队损失惨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PeoplesLiberationFront，TPLF，简称“提人阵”）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PeoplesLiberationFront，EPLF，简称“厄人阵”）的合作使德格集团在北方地区的军事行动连连受阻。种种迹象表明，德格集团发动的“红星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北部提格雷地区和厄立特里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力量逐渐发展为推翻德格集团专制统治的核心武装组织。

激进的政治改革和穷兵黩武的镇压政策，使人民大众对革命的热情逐步转变成了对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革命不仅没有解决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滞后和饥荒频仍的问题，反而使原有的困难更加严重。各种形式的国内反抗正是在德格集团统治日渐衰微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三、族群民族主义在埃塞俄比亚政治嬗变中的作用

族群民族主义是现代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在推翻德格集团的专制统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埃塞俄比亚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更多地是以民族和宗教归属来看待自己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角色。在缺乏活跃的公民社会的现实条件下，民族认同成了人们彼此联合以追求共同政治目标的重要依据。封建帝制和德格集团统治时期，政府推行由上而下的统治模式，统治阶级的民族构成总体上比较单一。因此，在反抗中央政府统治的过程中，那些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民族运动领导人通常会利用跟随者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地域利益上的共同性或相近性，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化当地人对于专制政权的敌视情绪。在德格集团统治下，族群民族主义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是北方的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地区，以及南方的奥罗莫人地区。下文将分别讨论。


（一）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

德格集团统治初期，政府就特别注意照顾厄立特里亚人的民族情感，临时军事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阿曼•安东姆就是厄立特里亚人。但是，在北部地区叛乱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德格集团最终杀害了安东姆，并且发动了对厄立特里亚地区民族主义武装组织的残酷战争，这加深了厄立特里亚人心中长期以来积累的被压迫感。反抗组织较好地利用了普通厄立特里亚人的受害者心理，动员了更多的基层民众加入革命队伍。

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战争期间（1977—1978），厄立特里亚的反叛分子抓住时机，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包括克伦和德卡米尔）。至1977年底，厄立特里亚只有5%的地区处于德格政府控制之下，马萨瓦和阿斯马拉等地只是由于反抗武装力量的内斗和国际势力的反对才得以保存。而德格集团的反扑则是在苏联重型武器的支持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厄立特里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力量也没有减弱，德格集团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扑灭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武装反抗活动。

在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过程中，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ritreanLiberationFront，ELF，简称“厄解阵”）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简称“厄人阵”）走向分裂，经过1980—1983年的几次战斗，厄人阵最终取代厄解阵成为厄立特里亚地区反抗力量的绝对领导。GebruTareke，TheEthiopianRevolution：WarintheHornofAfrica，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9.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苏丹等国向厄立特里亚地区武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JohnH.Spencer，EthiopiaatBay：APersonalAccountoftheHaileSellassieYears，Algonac：ReferencePublications，Inc.，1984，p.351.到1987年底，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90%的地区都为反抗势力占领。在反抗战争的晚期，为了避免反德格势力的内部分裂，提人阵与各派达成共识，在推翻德格集团的专制统治之后，由厄立特里亚人民举行全国公投，决定厄立特里亚是否独立。


（二）提格雷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

在提格雷地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势力快速发展起来。提格雷地区是埃塞俄比亚古代文明的摇篮，辉煌的阿克苏姆文明就是在提格雷的高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确定为埃塞俄比亚国教，而提格雷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几个地区之一。直到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克苏姆帝国一直在红海地区的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主导地位。拉里贝拉曾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根据地。RobertL.Hess，Ethiopia：TheModernizationofAutocracy，Ithaca&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70，pp.3150.约翰尼斯四世皇帝（1872—1889）就是提格雷人，并将其行政首都建在默克莱（Makelle），而抗击意大利侵略的英雄皇帝孟尼利克二世（1889—1913）虽然身为阿姆哈拉人，却与提格雷人有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渊源。

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提格雷地区发生、成长的族群民族主义对普通埃塞俄比亚民众来说具有更广泛的感召力，该地区的反德格势力也逐步成为未来国家政权最有力的竞争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在早期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斗争过程中，他们不断修正政治目标，族群民族主义逐渐扩大为国家民族主义，争取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

德格政府也认识到“天下未乱此先乱”的提格雷地区的重要性，因此想用军事手段打击活跃在该地区的反叛分子。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展，德格政府不仅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游击武装作为打击目标，还严厉惩罚那些给反叛分子提供帮助的平民百姓。政府军在多次清剿行动中，极大地破坏了人口稠密的提格雷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加强了对盛产乳香、阿拉伯树胶和谷物的西部地区的控制，想以此切断反叛分子的经济和人力来源。这种坚壁清野的残酷战术迫使很多提格雷地区的居民在政府军到来的时候逃往森林加入游击队伍，在政府军撤离后又回到原来的村落建设被毁的家园。JamesFirebrace&GayleSmith，TheHiddenRevolution：AnAnalysisofSocialChangeinTigray（NorthernEthiopia）BasedonEyewitnessesAccounts，London：LithospherePrintingCooperativeLtd，pp.1116.德格政府军的残暴镇压刺激了提格雷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壮大。

另外，德格集团在北部地区陷入孤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推行的宗教政策。提格雷地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徒分别是这两种信仰最为忠实的信众，他们都异常看重其宗教的超世俗价值。德格集团对宗教的敌对态度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采取的宽松的宗教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加入游击队伍的宗教人士都视自己是为宗教而战，为其斗争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约翰•杨在考察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宗教的政策后总结道：由于受到在埃塞俄比亚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教条主义的限制，德格集团没能理解农民的宗教情感。像其在城镇中对受教育的年轻人的攻击一样，德格集团对教堂、清真寺和他们的农村代表的侵犯是引起农民疏远的主要原因。虽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农村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德格集团处理农民的价值和体制的方法不近人情，但是，如果德格集团没有先通过（攻击）宗教而触怒他们的话，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要想取得农民的支持是难以置信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提格雷这一为宗教所裱饰的社会中穿梭运作，证明了其对农民宗教情感的高度关注。JohnYoung，PeasantRevolutioninEthiopia，theTigrayPeoplesLiberationFront，19751991，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178.到了德格统治的后期，提格雷地区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政府军不可能通过武力镇压解决当地人民的反叛，而苏联对德格集团军事支持的减少则加快了其覆亡的进程。PaulB.Henze，EthiopiainMengistusFinalYears：TheDerginDecline，vol.1，p.37.


（三）奥罗莫人的族群民族主义

除了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之外，南方的奥罗莫民族主义在德格集团统治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奥罗莫民族主义问题代表了非洲民族主义中常见的一个悖论：在埃塞俄比亚人口总数中，他们超过40%，但是在政治上，奥罗莫人却一直是少数派。笔者做访问研究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主席MereraGudina是奥罗莫人，是奥罗莫人政党奥罗莫人民大会（OromoPeoplesCongress）和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埃塞俄比亚民主联合力量（UnitedEthiopianDemocraticForces）的主席。在多次讨论中，他对奥罗莫人在埃塞政治中的现实地位极为不满，时常批评政府打压反对党的做法。奥罗莫人居住的地区在19世纪后半叶才被大规模并入埃塞俄比亚版图。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奥罗莫人为了接受教育或是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来到城市。这些人有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学生、知识分子、官僚和小商人，拥有一定社会和经济地位，更多的人从事的是比较辛苦的职业，还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成为城市的流民。但是，城市生活使这些在故乡各自为政的奥罗莫人意识到了彼此命运的相关性，这种民族的自觉逐渐与奥罗莫人的本土意识结合起来，成为族群民族主义分子可资利用的精神纽带。

奥罗莫人的政治边缘地位使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到唤醒民族认同的事业中去。在1970年代奥罗莫人的政治运动中，许多宣传文章和文件被秘密印刷出来，广为流传。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的奥罗莫族学生积极组建奥罗莫人社团，并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埃塞俄比亚学生运动的大部人（包括一些奥罗莫人学生）都将奥罗莫人追求政治独立的主张看作“狭隘的民族主义”，因而对其在学生运动中的意图比较怀疑。AsafaJalata，“TheEmergenceofOromoNationalismandEthiopianReaction”，inAsafaJalata，ed.，OromoNationalismandtheEthiopianDiscourse：TheSearchforFreedomandDemocracy，Lawrenceville，NJ：TheRedSeaPress，Inc.，1998，p.10.在斗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着手将学生运动升级为革命运动，研究组织的构建和游击战术等问题。1973年，奥罗莫解放阵线（OromoLiberationFront，OLF，简称“奥解阵”）成立。这个组织为奥罗莫族群民族主义分子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组织支持。

奥解阵宣称斗争的目标就是使全体奥罗莫人通过公投决定他们的政治前途，认为不管是加入联邦或邦联国家，还是成立独立的奥罗米亚共和国，都应该是奥罗莫人自己的选择。外族人的殖民统治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奥解阵成立之后，多次发动军事行动，但是因为缺少外部援助，近年来，埃塞俄比亚的宿敌厄立特里亚加大了对奥罗莫人反叛势力的支持。他们的行动主要是袭击农村居民定居点、绑架外国人和劫掠政府驻军的据点，组织性一直比较差。1991年，在厄解阵的帮助下，奥解阵夺取了阿索沙（Asosa），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守住城池。1989年以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曾多次试图协调与奥解阵的地面行动，但是发现其内部纪律涣散，最终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

由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无法与奥解阵达成一致意见，提人阵组建了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romoPeoplesDemocraticOrganization，OPDO），以作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thiopianPeoplesRevolutionaryDemocraticFront，EPRDF，简称“埃革阵”）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德格集团倒台之日的临近，新建的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吸引了一部分德格政府的背叛者和南部的奥罗莫人。但是，该组织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奥解阵在奥罗莫普通民众中的地位，提人阵仍然不得不争取奥解阵的合作。有学者认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联合奥罗莫解放阵线加入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主要是为了防止后者仿效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寻求独立。SeePaulB.Henze，LayersofTime：AHistoryofEthiopia，London：Hurst&Company，2000，p.322.

在德格集团统治时期，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几个较为典型的族群民族主义运动外，埃塞俄比亚境内还出现了许多别的以地方性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反德格运动。如阿法尔地区和索马里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武装，不仅得到了本民族成员的支持，还引起了民族统一主义（如泛索马里主义）的发展。I.M.Lewis，“PanAfricanismandPanSomalism”，The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1，2（1963），pp．147161;AnnalisaUrbano．“PanSomalism：Unity，IrrendentismandSecession”，ECAS4，Uppsala，2011.

需要注意的是，零星的反抗运动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担当起推翻德格政权的历史重任。长期以来，反德格势力内部不和一直是阻碍斗争胜利的不利因素，德格集团经常利用这种情况分化反抗势力的联盟，进行反扑。在这一方面，提人阵起到了关键作用，埃革阵的建立为各股反抗势力的联合行动创造了必要的平台。也正是在它的领导下，地方民族武装最终于1991年推翻了统治埃塞俄比亚17年之久的德格集团。


四、“族群联邦制”与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进程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首的族群民族主义力量于1991年推翻了专制的德格集团，揭开了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作为族群民族主义的政党联盟，埃革阵开始执掌国家政权，主导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方向。

1994年埃塞俄比亚宪法确立的联邦民主制度因为对民族分离权的承认而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但是也为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上台之后，埃革阵的统治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分裂性的族群民族主义仍然有着较大的生存空间，并危及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埃厄冲突给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两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在与厄立特里亚交战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民族主义却得到了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增强。


（一）埃革阵的构成及其上台之路

在德格集团不断加强其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提格雷地区和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反叛势力急剧地成长起来。自然灾害刺激了地方反抗的发生。1983年埃塞俄比亚的降雨较之一般年份要少得多，到1984年，饥荒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但是，门格斯图等德格集团的领导人却忙于筹办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和埃塞俄比亚工人党的建立。相关部门并没有将农村地区严重的危机汇报给他们，因此拖延了领导层对该问题的及时关注和处理。在1983年后半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非政府救助组织、外交官员和外国使团了解到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消息，国际社会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批判不断增多。当全国1/6的人口由于受到饥荒威胁而流离失所之时，德格集团却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这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满。革命力量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发展壮大起来的。

1960—1970年代，埃塞俄比亚学生运动发展得非常迅速。接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一般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看作导致埃塞俄比亚落后的主要原因，将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和切•格瓦拉的国际主义看作埃塞俄比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革命的热情为德格集团夺取政权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种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主张并不能阻止埃塞俄比亚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相反，马克思有关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观点——英国无产阶级必须先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成为埃塞俄比亚各民族争取民族平等和自决权的理论依据。列宁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言论也被用来作为反对德格集团统治下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经常称埃塞俄比亚为“各民族的监狱”。

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刺激。首先，海尔•塞拉西时期封建王朝的统治使绍阿地区的阿姆哈拉人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这使处于政治边缘的诸民族形成了相同的奋斗目标，即改变单个民族独占国家政治权力的不公平局面。其次，帝制时期不断发生的各族叛乱打破了中央权力的神话。在德格集团上台之前，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反抗就时常发生，提格雷地区的沃亚内（Woyane，1942—1943）、戈贾姆（1967）、贝尔（Bale，1963—1968）和厄立特里亚（1960—１９70年代）的反中央政权的斗争尤其激励了受压迫民族反抗压迫的热情。在德格集团推翻了阿姆哈拉人为主体的海尔•塞拉西政权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阿姆哈拉人也开始宣扬民族自决的主张。

埃革阵的核心力量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是族群民族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该组织诞生于1975年2月。它开始只是北部提格雷人地区一支势力较小的游击队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早期的斗争纲领具有族群民族主义的特征，追求提格雷人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体中的自决权。其前身是于1974年9月14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建立的提格雷民族组织（TigrayanNationalOrganization，TNO）。成立大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里举行，参会的七位代表都是大学生。在该次会议上，发起者明确了对德格政府的意见，提出争取提格雷民族自决和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主张。该次会议还提出了斗争的具体方针：一、建立民主的埃塞俄比亚，以使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尊重；二、发动全国性的武力斗争，将提格雷农村地区的反抗发展到城市；三、在大规模的武力斗争开始之前，反德格集团的运动应该由位于城市的提格雷民族组织领导。

该组织与许多激进的提格雷民族主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与他们的联合，该组织于1975年2月成功地改组为武装斗争的组织，易名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受过教育、接受了各种现代政治思想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在提格雷民族组织早期的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们在唤醒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经过农村锻炼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成了族群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

提格雷民族组织在改组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过程中，加紧发展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反对德格政府的民族解放组织这主要是指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的合作关系。虽然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而提格雷民族组织是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框架内的政治斗争，但是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提格雷民族组织却不得不做出让步。由于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厄立特里亚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中已经有人开始宣传全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反专制运动，这使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提格雷民族主义者中也有了许多同情者。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提格雷民族组织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相当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埃塞俄比亚境内各股族群民族主义组织之间常常有着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当提格雷民族组织向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表示合作愿望之时，后者的反应并不积极，因为此时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已经与提格雷地区的另一支力量提格雷解放阵线（TigrayLiberationFront，TLF）建立了工作关系。在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看来，提格雷解放阵线追求的“提格雷独立”与它自身的政治诉求更加合拍，因而双方有着更为坚固的合作基础。不过，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并不是提格雷民族组织可以选择的唯一合作对象，与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争夺地盘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积极接受了与提格雷民族组织的合作。一些此前加入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提格雷人开始返回提格雷地区，加入本地民族解放组织的反压迫斗争。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也开始加紧训练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士兵。由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认为农民比学生更能承受较为恶劣的战斗环境，所以提格雷民族组织招募的新兵多为深受专制之苦的农民。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成立后，特别强调提格雷人的合法权利，以与德格集团所宣扬的“埃塞俄比亚至上”相区别，谋求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中建立提格雷人的“永久空间”。武装斗争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

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成立之初，“自决”指的是通过民主程序，在多民族埃塞俄比亚国家框架之内的提格雷自治。但是，随着武装斗争的加剧，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中的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将“自决”提升为与埃塞俄比亚政治体的分裂，建立独立的提格雷国家。这种主张并没有赢得太多提格雷人的认可，就连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也公开反对将提格雷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去的政治主张。此外，极左斯大林主义者提倡的激进革命的政治主张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中也曾引起不小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组织内部的分化。当代埃塞俄比亚宪法中保留了各民族的分离权和“革命民主”的原则，就是受到了反德格集团统治时期族群民族主义和极左革命思想的影响。

由于看到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逐渐放弃教条的社会主义，接受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多党制的民主理念，着手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为了增强反德格集团的力量，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将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EthiopianPeoplesDemocraticMovement，EPDM）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是阿姆哈拉地区的民族解放组织，成立于1980年。升格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成为联合更多反德格集团游击队伍的重要平台。

在1980年代末，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与门格斯图的战斗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1988年3月，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北部阿法贝特（Afabet）取得了打击德格集团军事进攻的重要胜利，没收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鼓舞了后一阶段的反抗斗争。1989年2、3月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帮助下，击败了德格政府派出的清剿部队，迫使德格势力退出除东南角外的提格雷全省。在这种情况下，德格政府派出的部队要想打击厄立特里亚的民族主义武装，就必须越过提格雷这一地理屏障。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同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还将其在提格雷地区实行的家庭自治推广到了新占领的阿姆哈拉地区，赢得了当地人普遍的支持。这种人心向背的变化对于德格政府是极为不利的。

在游击队伍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德格政府的内部危机日益严峻。1989年5月，为了取得更多的武器援助，门格斯图前往东德。在其访德期间，一些高级军官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门格斯图闻讯后马上回国，逮捕了许多参与此次事件的人员。这次政变动摇了很多前线作战的普通士兵，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叛逃。1990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占领马萨瓦港口，切断了德格政府与阿斯马拉的海上通道。为了报复，政府军发动空袭，将各种港口设施毁坏殆尽。此后，德格驻军和平民只能通过空运到达厄立特里亚。此外，苏联的武器援助也随着苏联国内局势的恶化而减少，大量的武器装备落入游击队伍手中。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势，门格斯图开始寻求自救之道。1990年5月在对议会的演讲中，门格斯图终于承认世界局势已经发生改变，埃塞俄比亚必须进行改革，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解决危及民众生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随后推行的改革措施中，计划经济的特点已经大大减弱：引进混合制经济形式，平衡国家、集体和私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地位；废除农民将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义务交纳给农业营销联合体的做法；停止集体化、村社化和重新安置居住地项目；在国有工业企业、贸易公司和国有农场中引进自负盈亏制度；吸引外国投资；建立有着更广泛代表性的埃塞俄比亚民主联合党（DemocraticUnityPartyofEthiopia，DUPE）以代替被指为政府附庸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却举步维艰。政府官员设置重重障碍限制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国有企业的改革迟迟不得推行，外国资本对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前景并不乐观。改革的失败加速了德格集团的败亡。

在斗争过程中，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避免与德格重装部队的正面交锋，逐步将德格集团控制的势力范围缩减到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加重了政府军后勤保障的困难。在游击队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加大了对埃塞俄比亚难民的救助，活跃在饥荒地区的国际援助组织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客观上提高了反德格集团的士气。1991年5月21日，在反抗势力层层推进、自救无望之时，门格斯图秘密逃离亚的斯亚贝巴，前往津巴布韦开始政治流亡的生活。

门格斯图的逃亡象征着政府军与游击队伍之间武装对抗的基本结束。残余的德格势力已经不能维持首都的政治稳定。5月28日，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反抗军进入亚的斯亚贝巴，接管国家政权，避免了首都的混乱局势和人员的伤亡。6月3日，德格集团的一部分残余分子点燃了亚的斯亚贝巴东南部的一个火药囤积地，导致1000多人伤亡，上万人离开家园，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小规模的抢掠和破坏事件也时有发生。这种局面在梅莱斯从伦敦会议回国后很快得到了遏制。为了给梅莱斯领导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重组政府的时间，避免反德格势力在斗争的最后关头内部分裂，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伊萨亚斯•阿费沃基（IsaiasAfwerki）同意推迟两年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厄立特里亚是否脱离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进驻阿斯马拉后成立了厄立特里亚临时政府，维护了该地区的社会稳定。

1991年7月1日，以组建临时政府为目的的国民大会如期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奥罗莫解放阵线和所有宣布放弃暴力的流亡组织都被邀请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建立新政府的相关问题。德格集团的国家机器至此已经完全分崩离析，埃塞俄比亚国家的政治进程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过渡政府统治时期的现代化改革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是作为德格专制统治的推翻者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对于饱受德格集团专制之苦的广大埃塞俄比亚民众来说，埃革阵的统治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有鉴于德格集团统治时期实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败，埃革阵在掌握了国家机器之后，接受民族建构主义（ethnicstructuralism）的主张，力图通过联邦制规避此前中央权力过于强大而倾轧地方民族利益的弊端，为各族群提供平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机会。

7月1日至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国民大会通过了指导过渡政府运作的国民宪章，并且成立了由不同派别参加的议会。在议会中，埃革阵及其支持者共占据44个席位，奥罗莫解放阵线占据了12个席位，其余的席位被参加会议的其他民族主义组织取得。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被选为国家总统，古拉格人（Gurage）菲卡达•葛达姆（FekaduGedamu）被选为议会副主席，科姆巴达人（Kembata）特斯法耶•哈比索（TesfayeHabbiso）当选为议会秘书，而阿姆哈拉人塔姆拉特•雷尼（TamratLayne）则被任命为国家总理。在内阁成员的分配上，国民大会也注意照顾到各个族群的政治要求。不过，埃革阵在新政府和议会中具有绝对的优势：总统、总理及国防、外交和内政部等关键部门的部长均为埃革阵的成员。在德格集团的军队瓦解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也顺理成章地落入埃革阵手中。

在厄立特里亚问题上，埃革阵承认厄立特里亚与其他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民族一样，享有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权力。不过在两年的过渡期内，厄立特里亚仍将在亚的斯亚贝巴派驻长期代表团，埃塞俄比亚将可以自由使用阿萨布港口。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多个委员会将负责安全、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并保证各项社会事业的正常进行。但是，厄立特里亚方面对于独立的诉求更为急切。伊萨亚斯•阿费沃基认为公投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国民大会后，他所领导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很快就开始在边境地区建立驻防点，并且在敏感地区驱逐非厄立特里亚籍的居民，埃塞俄比亚方面因为忙于国内政治重建而对这类事件的发生不加制止。

在过渡时期，奥罗莫人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起来。过渡政府将埃塞俄比亚划分为12个省。这12个省份的划分基本上是以语言和民族构成为依据的。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完全解决埃塞俄比亚境内复杂的民族问题。许多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族群只能生活在说另外一种语言的省份里面，这尤其以人口总数最多的奥罗莫人为最。对于许多激进的奥罗莫人来说，埃革阵为首的政府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消减奥罗米亚的地盘，将奥罗米亚分化到具有不同语言和族群的行政单位中去，以此加强对奥罗莫人的政治控制和压迫。在他们看来，埃革阵主导的政治统治就是对奥罗莫地区的国内殖民。

在奥罗莫人居住的地区，奥罗莫解放阵线与效忠于埃革阵的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前者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实行比较严厉的统治，压迫打击非奥罗莫人，禁止本族人与过渡政府合作；而后者则着力夺取基层的政府公职，禁止奥罗莫解放阵线登记参加预定于1992年6月21日举行的选举。双方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奥罗莫解放阵线退出即将举行的选举和过渡政府，埃革阵的人员很快进驻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两万多名奥罗莫人的战士、支持者和同情者被拘捕，该组织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上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与此同时，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则趁虚而入，在原来奥罗莫解放阵线的地盘上不断壮大着自己的力量。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6月21日的选举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奥罗莫解放阵线的退出使奥罗莫地区的选举缺乏了最为重要的群众基础，埃革阵及其支持者通过操纵选举取得了重要的实权部门。在新的政治体制下，族群分离主义倾向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愈加滋长起来了。

在多数情况下，对政治权力控制得越牢固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资源的垄断欲望也就越强烈。过渡政府在1991年11月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与世界银行商讨结构调整计划。但是，新上台的统治者的改革决心并不大。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过渡政府认为土地私人所有制会导致大规模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村人口会大量地涌进城市而加重城市的经济负担，因此延续了德格统治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度。《新经济政策》中提出政府的首要功能是提供足够的服务、熟练工人以及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基础设施，但是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业绩是不如人意的。许多原本想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资本家发现，当局更加热衷于保持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不愿意进行可能削弱其政治权力的现代化改革。参见HaroldG.Marcus，AHistoryofEthiop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2，p.238.

过渡政府在厄立特里亚问题上的态度引来了大部分埃塞俄比亚人的批评。1993年1月，亚的斯亚贝巴爆发的学生运动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参与这次学生示威运动的大学教授也被解职。这些被解职的学者大部分是阿姆哈拉人，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和国际社会的舆论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其实是想在学术界进行民族清洗。参见HaroldG.Marcus，AHistoryofEthiop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2，p.240.政府还采取措施控制新闻自由，在大选之前打击反对派。

在1994年6月5日举行的选举中，新的以民族联邦制为基础的宪法草案出台，并选举出了立宪委员会（ConstituentAssembly）。在反对派参选人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埃革阵及其支持者取得了立宪委员会547个席位中的484个，而另外一些赢得席位的独立参选人也与埃革阵关系紧密。10月28日，新选出的立宪委员会通过了此前制定的宪法草案。立宪委员会还确定于1995年5月7日举行选举，选出新的国民大会，成立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与之前的立宪委员会选举一样，主要的反对党没有参加，参加选举的59个政党多是与埃革阵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民族主义组织。最后埃革阵赢得了议会中的483个席位和超过90%的选票，并且控制了七个地区委员会。

新的宪法确定阿姆哈拉语为国家的日常用语，并承认其他民族语言的合法地位。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的土地都归“国家和埃塞俄比亚人民”所有，不得自由买卖和随意转让，并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总理将从人民代表院（HouseofPeoplesRepresentatives）的成员中选出，与议员一样，总理的任期为五年，在任期间有着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联邦政府实行名义上的三权分立。

1995年8月24日，人民代表院投票通过新的宪法，批准成立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过渡政府的总统梅莱斯•泽纳维成为共和国的新总理，尼加索•吉达达（NegasoGidada）此人是历史学家。由于相信奥罗米亚只有在统一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之内才能谋求真正的发展，他离开了奥罗莫解放阵线加入联邦政府。成为国家总统，埃革阵得到了部长委员会的八个职位。新政府还对国家的军队进行了改革，来自提格雷的许多军人加入到国家的警察力量中，以消除人们对于军队代表性的质疑。此外，新政府还开始恢复国家的空军部队。

经过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和平的政治环境使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在1992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埃革阵上台后，世界银行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40亿美元贷款，支持国家战后重建。其中1/3将用于支付贸易差额，其余的用于改善社会性服务、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受世界银行援助的激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开始向埃塞俄比亚提供贷款，支持该国经济重建。与各方面的援助相适应，过渡政府放宽了农业市场和装运的规定，并将国家的军事开支降到了财政预算的10%。过渡政府还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左右，并且较好地协调了政府各部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预算和开销。

到1995年，人员和物资在埃塞俄比亚已经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外国观察员和官员的考察不再受政府各部门的阻挠。埃塞俄比亚本国人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发展起来，并且在社区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独立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比较健康的发展状态，新闻自由得到一定的发展。新闻媒体对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内容明显减少了，国家公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了解到国家司法、反腐、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制和经济问题的真实情况。城市和农村的各种消费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埃革阵上台后，个人权利的保障得到比较明显的加强，政府的统治方式较之德格政府统治时期要温和得多。

不过，过渡政府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也存在一些与民主和宪政相背的地方，并且对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若是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埃塞俄比亚政治现代化的前途。人民代表院的席位主要由隶属于埃革阵的四个政党所把持，立法权实际已经为埃革阵所垄断。在埃革阵中，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占着主导地位，这也引来了其他民族的不满。提格雷人在过渡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尤其招致在封建帝制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阿姆哈拉人的憎恨。政府在选举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打击异己的做法使奥罗莫解放阵线最终离开了过渡政府，并拒绝参加1992年的选举，该组织的激进分子转而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使相关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


（三）1995年以来的政治形势及埃厄边境战争的影响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之时，埃革阵基本完成了政治上破旧立新的工作。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作为国家的执政党联盟，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AmharaNationalDemocraticMovement，ANDM）、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部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组织（SouthernEthiopiaPeoplesDemocraticOrganizaiton，SEPDO）四个政治派别组成。除了这四个主要的成员外，埃塞俄比亚还有几十个登记在册的政治党派，影响力较大的有阿法尔人民民主组织（AfarPeoplesDemocraticOrganization，APDO）、甘贝拉人民解放组织（GambelaPeoplesLiberationOrganization，GPLO）、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人民主联盟（EthiopianSomaliDemocraticLeague，ESDL）、哈拉里人民民主联盟（HarariPeoplesDemocraticLeague）、古姆兹人民解放运动（GumuzPeoplesLiberatinMovement，GPLM）和贝尼山古尔人民解放运动（BenishangulPeoplesLiberationMovement，BPLM）。新宪法确定联邦政府的职责为：国防、外交和制定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联邦政府由九个具有自治权的地方州组成，实行两院制，其中人民院是立法机关，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联邦院则代表各民族和族群的利益。两院的成员都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任期为五年。联邦国家的首脑为总统，而政府元首为国家总理，总理向人民院负责。每个拥有自治权的州都有由州议会选举出的州总统。

1995年以来，虽然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总体上比较顺利，但是与厄立特里亚的关系问题却不断给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带来麻烦，并使非洲之角的地区安全局势变得异常复杂。

通过1993年4月的投票，厄立特里亚最终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这次受到国际监督的公投中，98.5%的注册选民参加了选举，99.8%投票支持厄立特里亚的独立。但是，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问题迟迟未得解决，种下了两国交恶的种子。在反德格集团的斗争中，两国的执政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有过紧密的合作关系：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展早期为它提供过重要的军事训练和支持，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则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最为困难的时期提供大量的战斗人员。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一步步走向政治顶峰的过程中，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一直是它最重要的盟友。

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政治体中独立出来之后，力图通过进口埃塞俄比亚的原材料发展本国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从而返销到埃塞俄比亚市场。1992—1993年，厄立特里亚生产的66%的制造品被销往埃塞俄比亚，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商品主要有谷物、工业原材料、木材、棉花、糖、油菜籽、烟叶、铁及纱线等。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厄立特里亚食品消费的55%来自于埃塞俄比亚。参见HaroldG.Marcus，AHistoryofEthiop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2，p.2489.双边贸易中使用的都是埃塞俄比亚的货币，这为那些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从事转口贸易的商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厄立特里亚独立后，政府采取了发展转口贸易的战略。许多厄立特里亚人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中任职，并且参与到货物转运和流通行业中来。厄立特里亚商人可以平等地得到埃塞俄比亚的银行贷款，他们大量买进埃塞俄比亚的农产品（咖啡等），再利用厄立特里亚的销售网络，将商品卖到世界各地。他们还通过隐瞒收入或是将钱汇回厄立特里亚，躲过埃塞俄比亚政府规定的各种税收。埃塞俄比亚人在这种贸易关系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厄立特里亚人的贷款使银行资金流动性不足，利率上升。埃塞俄比亚本国人发现，取得银行贷款越来越困难了。有些埃塞俄比亚人认为，把持埃塞俄比亚政府职位的厄立特里亚人夺去了他们的从政机会，因而把厄立特里亚人看作外来的殖民主义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厄立特里亚的埃塞俄比亚人要想经营自己的生意、申请工作许可证或是进行投资，就必须花钱购买厄立特里亚代理人的名字才行。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厄立特里亚可以从阿萨布和马萨瓦港口攫取大量的利润，而埃塞俄比亚方面多次提出由联合经济委员会商谈价格变动的主张却一直没有得到厄立特里亚的回应。商业投机使得进出口货物运费不断上升。许多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埃塞俄比亚籍管理人员逐渐被对港口事务不熟悉的厄立特里亚人所取代，港口工作效率大幅下降，运输成本攀升，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各项消费品价格随之高涨。从1996年开始，许多的埃塞俄比亚商人为了节省转运成本，避免通过厄立特里亚境内的港口，逐渐选择吉布提作为转口贸易港，并从吉布提市先进的炼油厂进口大量的石油产品。厄立特里亚阿萨布炼油厂的生意大幅下降。这种做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商人所采纳。

在逐渐失去了转口贸易的经济优势之后，厄立特里亚于1997年开始发行纳克法（nakfa），将之作为与埃塞俄比亚比尔等值的本国货币。但是，埃塞俄比亚方面拒绝了厄方的提议，宣布此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将被纳入一般性国际贸易的范畴，进出口商品都将以硬通货的方式报关。1997年12月，在厄立特里亚正式宣布纳克法为国家唯一的合法货币时，埃塞俄比亚已经发行了新版货币，使得厄立特里亚政府手中持有的旧版比尔成为废纸，这种做法激怒了厄立特里亚政府。更加严重的是，新版比尔上的地图将厄立特里亚的一部分纳入了提格雷省的地域，这对于刚刚赢得独立的普通厄立特里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在边境地区，农牧民有关牧地和耕地的争执往往发展成严重的武斗。1997年8月，巴达（Bada）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边民冲突，引起了双边政府高层的重视。在伊萨亚斯的提议下，两国于当年11月13日在阿斯马拉举行了第一次联合边界委员会（JointBorderCommission）会议，决定成立由专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二级委员会到边境地区进行调查，并提交总结报告。

随着民间冲突的增多，两国政府对边境地区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明确。主要存在争议的地区有以下几块地区：巴德梅（Badme）及其周边，西部的胡米拉（Humera）地区，阿迪格拉特（Adigrat）以北的特索罗那（Tsorona）和扎勒姆比沙（Zalembessa），阿尔帖那（Altiena）和伊罗布（Irob），阿法尔洼地的巴达（Bada）以及布雷（Bure）。厄立特里亚方面强调，意大利统治时期的边界应该作为与埃塞俄比亚边界划分的依据，而埃塞俄比亚则坚持1900年和1908年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签订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在厄立特里亚人看来，1952年到1991年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的统治只是前者对其邻国的殖民，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和德格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没有合法依据。

虽然两国就边境划分的磋商一直在进行之中，但是厄立特里亚方面对于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却非常怀疑，认为埃塞俄比亚方面不可能作出让步。就在1998年5月8日联合边界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教育局公布的一份地图中将有争议的地区放入提格雷州的版图。加上此前埃塞俄比亚新版货币上同样的做法，厄立特里亚人越来越相信梅莱斯政权将延续专制时代的扩张主义政策。1998年5月12日，厄立特里亚的重装部队占领了巴德梅及其周边地区，和平谈判中断，两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边境战争。

战争爆发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清除在政府重要部门供职和参加埃塞俄比亚政治投票的厄立特里亚人，那些曾经把在埃塞俄比亚赚得的收入汇回厄立特里亚的人以及在运输、交通、教育、使馆、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工作的厄立特里亚籍人员被大批遣返回国，被迫离开他们的亲人，放弃他们的财产。在这些被遣返的人员中，有些人的父母分别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甚至他们的配偶也是埃塞俄比亚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认同远远超过对厄立特里亚的认同。但是在政府排斥厄立特里亚人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去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在厄立特里亚，许多埃塞俄比亚人也纷纷返回祖国。在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帮助下，22000名长期在厄立特里亚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于1999年年初回到埃塞俄比亚。

在与厄立特里亚交战的过程中，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民族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人力和财力方面，埃塞俄比亚各州积极支持政府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将厄立特里亚的进攻看作是意大利殖民主义侵略的延续。意大利殖民者两次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都是从厄立特里亚地区发起的。他们认为，二战后海尔•塞拉西将厄立特里亚纳入埃塞俄比亚的版图，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借此进攻或是控制埃塞俄比亚。从这个层面上说，埃塞俄比亚在此次战争中得到的国内支持显然要比厄立特里亚方面多。在埃塞俄比亚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双方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2000年6月10日，和平谈判在阿尔及尔召开，双方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总的说来，从1995年一直到埃厄战争结束是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建立后，普通民众期待国家的复兴和繁荣，对推翻德格集团专政统治的埃革阵政府比较认可。虽然有些族群对埃革阵的民族政策意见很大，但是这种不满往往是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框架内的政治诉求，民族分离主义的倾向并不强。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曾使很多埃塞俄比亚民众对政府当局的不满增多，但是当厄立特里亚挑起边界争端以后，这种不满转变成了反对厄立特里亚侵略的国家民族主义，埃革阵在与厄立特里亚战争中的表现为它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增强了其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国内民主化的要求也随着与厄立特里亚矛盾的平息而逐渐显露出来，这些都是后一阶段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埃厄战争后埃塞俄比亚的发展现状

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结束之后，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中的诸种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埃塞俄比亚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埃塞俄比亚在177个受调查国家中位列170位；在发展中国家人类贫困指数中，埃塞俄比亚列为103个受调查国的99位。多数关注非洲发展的专家认为，除了小学入学率外，埃塞俄比亚很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Andrews，D.，L.ErasmusandR.Powell，“Ethiopia：Scalingup”，FinanceandDevelopment，Vol.42，No.3，September2005.2000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也日益严峻起来。环境的恶化和大规模的贫困使相邻的民族为了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经常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竞争关系的民族之间的矛盾。许多平民在这种冲突中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数据显示：1998—2000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的平民中至今还有62000人没有得到安置；甘贝拉（Gambella）地区的民族冲突已经造成50000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在东南部与索马里相邻的奥罗米亚地区，也有大量背井离乡的难民。参见InternalDisplacementMonitoringCenter，“Ethiopia：GovernmentRecognitionofConflictIDPsCrucialtoAddressingTheirPlight”，Geneva，26April，2006，p.9，seehttp：//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accessedMay2006）.

战争的胜利使埃革阵领导的政党联盟在2000年以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大选，反对党只取得了区区12个席位。但是埃革阵在2000年大选后的统治却日益表现出威权主义特征。虽然反对党在埃塞俄比亚一直拥有合法地位，但是它们争取平等政治参与权力的努力却经常受到限制。新闻媒体播送的政治类栏目一旦与政府的立场相左，就可能受到打压。2006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列出的践踏新闻自由的国家名单中，埃塞俄比亚位列168个受调查国家的160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埃革阵政府在2005年大选后对反对派人士的镇压是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倒退，专制主义的影响在埃塞俄比亚当代政治发展中不时抬头，民主政治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

虽然埃革阵一直致力于将其所领导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描绘成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是其统治国家的具体做法却表明，在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埃革阵并不积极。埃革阵不愿意轻易地弱化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利益集团在争取更多的政治参与权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团结与民主联盟（CoalitionforUnityandDemocracy，CUD）的多位领导人在2005年大选后遭到逮捕，这种做法是与民主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埃革阵直到2007年7月才将其中的38人释放。在这期间，该组织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公民社会的成长受到严重的压制而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2005年5月举行的大选虽然存在种种不民主的做法，但它却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选举。埃革阵在选举后保住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反对党没能夺取国家政权。选举之前媒体的自由度显然要高过其他时期，较高的投票率和反对派赢得席位的增多也反映了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和进步。反对党在这次选举中总共赢得了172个席位，其中团结与民主联盟赢得109个席位，埃塞俄比亚联合民主力量（UnitedEthiopianDemocraticForeces，UEDF）赢得52个席位，奥罗莫联邦民主运动（OromoFederalDemocraticMovement，OFDM）赢得11个席位。卡特中心提交的最终报告称：“以5月15日的投票为基础的各选区的结果大体上是可靠的，反映了竞争的条件。”EuropeanUnionElectionObservationMission,“Ethiopia2005FinalReportonLegislativeElection”,p.2.http://eeas.europa.eu/eueom/pdf/missions/finalreportethiopia2005.pdf.

2005年大选之后，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消极的转变。执政的埃革阵开始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选举结果的迟迟未得公布使许多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深。由于对选举结果的不满，团结与民主联盟在选举后号召人们举行罢工，联合抵制政府宣布的选举结果。政府则逮捕了大批煽动暴乱的联盟成员，这更加激化了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政府方面变本加厉，大部分反对派领导人、批评政府的记者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活跃分子被拘禁，亚的斯亚贝巴和其他城市的一些学生也被逮捕。

从埃革阵上台开始，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实力悬殊就非常明显。2005年的选举结果震动了埃革阵，反对派不仅在各自的民族根据地赢得了不容忽视的支持率，还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除了政党政治的发展之外，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族群民族主义武装组织仍旧保持着较大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就是奥罗莫解放阵线和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OgadenNatinalLiberationFront，ONLF）。

从1993年起，奥罗莫解放阵线一直是反对埃革阵政府最为坚决的族群民族主义武装派别。该组织的领导层经常驻扎在厄立特里亚境内，指挥对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的武装斗争，而其武装人员则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和索马里地区开展武装抵抗的活动。该组织还时常在亚的斯亚贝巴发动针对政府的袭击，所以经常被埃塞俄比亚政府冠以“恐怖主义组织”的称号。2006年3月，梅莱斯与奥罗莫解放阵线前主席列克•利塔（LenchoLetta）举行秘密会晤，商讨和平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但是迄今为止，该组织武装抵抗的根本主张仍旧没有改变。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是由欧加登地区激进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创立的，其斗争目标是争取欧加登地区的民族自决。该组织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外来的殖民者，因而不承认其在该地区统治的合法性。2007年4月24日该组织对中国石油设施的攻击及造成的人员伤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恐怖主义做法的强烈谴责。

在公民政治衰微、民族政治高涨的条件下，当代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的政治任务尤为繁重。从政府最近的多次表态看来，埃革阵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放松对反对派的打压。埃革阵仍然操纵着议会，当2005年团结与民主联盟赢得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委员会的选举后，政府利用议会限制亚的斯亚贝巴的财政开支，给亚的斯亚贝巴的市政工作制造麻烦。许多关注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人士注意到梅莱斯个人权力的膨胀将会导致埃革阵政党联盟分解，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可能葬送得之不易的国家统一。


五、结论

如何将多民族的社会整合到统一的政治体制之内，是19世纪后期以来埃塞俄比亚政治现代化的主题。结束了埃塞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后，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德格集团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社会主义改革成为重建国家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必然选择。但是激进的改革忽视了埃塞俄比亚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德格集团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低劣业绩和连年的自然灾害迫使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民族寻找新的出路。当小规模的叛变引来的是专制政府更为残暴的镇压时，无以为生的农民也就更愿意支持甚至加入有着相同民族认同的当地反抗武装，希望以此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虽然在夺取政权后，这些由反叛者转变而来的新统治阶层可能反过来背弃斗争时期的诺言，但是族群民族主义的激励却可以在短期内为民族间的权利角逐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族群民族主义的联合在推翻德格集团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有过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埃革阵掌握政权后，族群民族主义却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形成了一对悖论。奥罗莫解放阵线一直将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埃革阵看作殖民统治的工具。结束德格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之后，奥罗莫解放阵线只能掌管教育、信息和商务几个没有多少实权的政府部门，而且还被命令解散其武装力量，这对曾经在反德格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奥罗莫领导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该阵线最终退出政府的根本原因是对埃革阵主导下的埃塞俄比亚政治现状的不满。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往往是与公民社会的觉醒同时发生的。在德格集团统治的后期，居住在城市里的各行各业的政治活跃分子认识到埃塞俄比亚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问题，逐渐认识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他们对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了解得并不全面，但是却开始思考并学习西方的统治经验。由于威权主义统治的挤压，公民社会中的积极分子所提倡的政治主张在城市里很难得到发展，族群民族主义组织成了他们实现政治抱负可以依赖的力量，武装抵抗逐步取代和平的政治参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从而阻碍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将是当前埃塞“族群联邦制”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八章 从传统走向现代：坦桑尼亚政治体制的嬗变

坦桑尼亚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古人类在300万年前就活跃于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南部非洲广大地区。公元前坦桑尼亚就同阿拉伯、波斯和印度有贸易往来。7—8世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批迁入，阿拉伯人于10世纪末建立伊斯兰王国。1886年，坦桑尼亚的大陆地区——坦噶尼喀（Tanganyika）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11月，英国占领坦噶尼喀全境。1920年，坦噶尼喀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坦噶尼喀改为“托管地”，仍由英国统治。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取得内部自治，12月9日宣告独立，1962年12月9日改为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桑给巴尔（Zanzibar）于1890年沦为英国“保护地”，1963年6月24日获得自治，同年12月10日宣告独立，成为阿拉伯素丹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1964年1月12日，桑给巴尔人民推翻素丹统治，成立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10月29日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独立后，坦桑尼亚政治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1—1965年，多党民主制；第二阶段，1965—1992年，一党制；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多党民主制。

1965年起，坦桑尼亚摒弃了建国初期仿效英国建立的多党民主制，规定实行一党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坦盟）成为大陆唯一合法的政党。1977年，坦盟与坦桑尼亚岛屿部分的执政党非洲设拉子党合并成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当年通过的新宪法申明它是坦桑尼亚唯一合法的政党。

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对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增加国家的凝聚力，使全体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从事国家的建设，对于培养共同民族意识，进行民族构建和民族整合，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坦桑尼亚实行一党制的近30年间，政府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注重营造社会和谐气氛，增强民族团结，执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局长期保持稳定，民族一体化发展进程较为顺利。

另一方面，在一党制之下，国家发展战略出现较大的偏差，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坦桑尼亚被联合国划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在缺少竞争和监督的环境下，执政党活力逐渐削弱，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现象肆虐于执政党、政府机关，并蔓延到整个社会。国际大环境也不利于坦桑尼亚继续实行一党制。

尽管最初尼雷尔和坦桑尼亚执政党反对实行多党民主制，认为它不符合国情，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尼雷尔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他严厉谴责西方企图把多党制强加给非洲，并以经济援助相威胁的做法；另一方面，尼雷尔意识到一党制的弊端，并号召执政党加以剔除。他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认为多党制不适合自己的国情，就应该纠正自己的弊端并使人民对它领导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信服。”“多党制将不可避免。”1990年代初，尼雷尔表示，坦桑尼亚实行多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A.N.Kweka，“OnePartyDemocracyandtheMultiPartyState.”，inC.Legum，G.Mmari,ed.，Mwalimu：theInfluenceofNyerere，BritainTanzaniaSociety，1995,p.75.


一、坦桑尼亚民主化的进程

（一）模式的选择

1990年，作为执政党主席的尼雷尔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各界就是否在坦桑尼亚实行多党制问题发表意见。1991年2月，姆维尼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调查对未来国家政治体制的意见。同时派团出国考察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情况。11月，总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揭晓，主张继续实行一党制者，大陆占80%，桑给巴尔占45%；余者主张实行多党制。A.N.Kweka，“OnePartyDemocracyandtheMultiPartyState.”，inC.Legum，G.Mmari,ed.，Mwalimu：theInfluenceofNyerere，BritainTanzaniaSociety，1995,pp.7677.尽管如此，总统委员会仍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对国家有利。1992年2月，坦桑尼亚革命党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接受了总统委员会的政策建议，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并完成了党章和宪法的修改工作。4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坦桑尼亚是多党民主国家，坦桑尼亚开始向多党制过渡。

1995年10月举行首次多党民主选举，全国有13个政党参加，有4名候选人参加了角逐。结果，执政党候选人、原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本杰明•姆卡帕以61.8%的得票率当选为坦桑尼亚总统；在桑给巴尔，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萨勒明以微弱优势连任桑给巴尔总统。在同时进行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坦桑尼亚革命党获得232个议席中的186席，占80.2%。AfricaSouthoftheSahara，EuropaPublicationsLimited，1998，p.1037.2000年10月，坦桑尼亚举行第二次多党选举，姆卡帕再次当选总统，得票率为71.1%。在同期的桑给巴尔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又以较大优势胜出，革命党候选人卡鲁梅当选桑给巴尔总统。

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导致前政权的瓦解和政治局势的强烈震荡不同，坦桑尼亚的政治转型比较平稳。以下将分析坦桑尼亚民主化的主要特点，并从法治、政党、媒体和公民自由等方面考察其初步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现状。

自上而下的渐进民主化1992年启动的坦桑尼亚多党民主化进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因此也是有控制、有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执政党地位的民主化过程，同时也是渐进的、步履缓慢的政治变革，是“爬行的民主化”GoranHyden，“TopDownDemocratizationinTanzania”,JournalofDemocracy，1999（10）,p.143.。坦桑尼亚革命党继续保持着有效的政治权威，在既满足那些急剧增长的参政要求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又适当地遏制和平衡这种要求，使其不至于越出执政党所能承受和容许的范围。

政府和执政党倡导、设计和控制着坦桑尼亚的民主化进程。直到1992年7月正式解除党禁之前，政府的监管都是很严厉的。尼亚拉里委员会日程安排以外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非法的。反对派力量不得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支持，否则将遭到拘禁。姆蒂基拉牧师（ReverendeMtikila）因为其散发的传单上载有“民主党”的信息而被捕入狱。还有其他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如冯迪基拉（AbdullaFundikira）和马帕拉拉（JamesMapalala）。革命党领导人多次警告反对派组织的活动须收敛，要尊重国家的宪法和现行法令。比如，1991年11月，副总统兼总理马莱塞拉（Malesera）指出，“现在坦桑尼亚仍然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因此，成为一个作为反对派的政党成员是非法的。”Uhuru，November，1991.

执政党对政治转型过程的驾驭，突出地表现在对制宪问题和选举委员会组成问题的处理上。在反对党的策略中，仿效“贝宁模式”进行转型和要求改组选举委员会是两个最突出的步骤和最强烈的要求。对此，革命党寸步不让。

拒绝“贝宁模式”“贝宁模式”是指执政党或军人政府难以左右形势，在野的反对党或其他反政府势力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结果按他们的要求或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召开全国会议、实行全民公决来达成一种带有契约性质的民主过渡协议，进而建立多党民主体制、实行多党自由选举，实现政治体制转换和政权更迭。“贝宁模式”成功后，许多非洲国家竞相效尤，在1990年3月至1993年1月间，除贝宁外，另外有加蓬、刚果、多哥、马里、尼日尔、扎伊尔、马达加斯加和乍得等8个国家召开了全国制宪会议，成为“贝宁模式”的第一批试验场。其中尼日尔、马里和马达加斯加的反对派通过召开制宪会议夺权的尝试取得了成功。徐济明、谈世中，《非洲的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82页。

“贝宁模式”对坦桑尼亚的反对派而言也同样具有诱惑力。早在多党制付诸推行之前，反对派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解散坦桑尼亚联合政府，成立一个“最终导致多党制建立”的过渡政府。1992年以后，这一要求越发明确和强烈，反对党就这一问题向执政党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在1995年1月25日，联合民主党（UnitedDemocraticParty，UDP）等五个反对派政党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威胁抵制定于10月29日举行的议会和总统选举，“除非一部新的、所有政党参与制定的宪法在此之前制订出来。”EmmanuelJ.E.Makaidi，ed.，EmmasEncyclopaediaTanzanianaofNationalRecord，14971995，SunrisePublishers，1995，p.256.1995年3月26日，联合民主党再次呼吁召开制宪会议，由所有合法政党参加制宪会议，重新审查宪法。一些宗教人士也加入了要求召集制宪会议的合唱。坦桑尼亚基督教参议会的主教公开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在国民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前召开制宪会议，并要求废除所有侵犯人权的法律。

“贝宁模式”的要义在于反对派否定原执政党的合法性，试图通过与群众运动呼应的全国制宪会议夺取政权。无论最终颠覆原政权与否，这一模式势必因为对原政权的拒绝而引发信任性危机，导致国家政局的混乱。坦桑尼亚执政的革命党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使政治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以确保政局稳定，断然拒绝交出政治改革的主导权，坚决否定反对派要求召开全国制宪会议、组建过渡政府的主张。1992年4月3日，革命党总书记何雷斯•考利姆巴（HoraceKolimba）说：“没有必要按照那些尚未登记的政党的要求召集一个制宪会议。这些人的话是一派胡言，国家的宪法可以按照形势的需要，由国民议会随时予以修订。而关于举行大选的要求，这是不合宪法的，否则会摧毁政府的权力，而政府的权力是宪法所赋予的。”EmmanuelJ.E，Makaidi，ed.，EmmasEncyclopaediaTanzanianaofNationalRecord，14971995，SunrisePublishers，1995，p.209.1993年6月9日，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部长维塔（Hon.SamwelWitta）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坦桑尼亚政府的一贯立场：不能采纳召开制宪会议的主张。维塔指出反对党要求的制宪会议是不必要的，因为现行联合共和国宪法规定，保证法治和尊重人权。他指出：“制宪会议只有在非常时期，社会需要摆脱内战或社会整体失序的状况时才是必要的，坦桑尼亚目前不是这种状况。”Ibid.，p.229.1992年12月17日，革命党总书记考利姆巴发表谈话，拒绝组建“过渡政府”的建议，指出当今的革命党政府具有人民所赋予的统治权力，规劝反对派领导人克制自己“强烈的权力欲”，“耐心等待1995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Ibid.，p.209.。对一些宗教人士要求举行制宪会议等干预政治的主张，姆维尼总统发表讲话予以回应，他强烈批评坦桑尼亚基督教参议会“将宗教带入政治领域”，责令其立即停止其举措。他警告该组织的主教不要发表煽动性的“政治声明”，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避免宗教冲突和政治混乱。Ibid.，p.249.革命党进行斟酌、讨论后确定了宪法文本中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的内容，拟定了相应的修订意见，交由完全由革命党议员组成的国民议会予以表决通过，从而保持了主动。

拒绝改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反对派力量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与执政党形成强烈的言辞交锋。按照1977年宪法，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NationalElectoralCommission）的主任和成员由总统任命。对此条款，执政党不准备进行改动。反对派强烈质疑这一安排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要求改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不仅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对此提出强烈的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也提出各自的看法，表达了对选举委员会组成形式的不满。但是，革命党控制的议会最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没有包含改变全国选举委员会组成方式的内容。

1995年4月5日，全国选举委员会在达累斯萨拉姆市召集各个政党举行会议。其间，12个反对党中，有11个政党退席表示抗议。这11个党的领导人其后齐聚一堂，表达了他们对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不信任，因为该委员会是由执政党政府任命的，肯定会偏向革命党。这些反对党决定继续对全国选举委员会进行抵制，除非它改变组成结构，吸收反对派政党成员参加。EmmanuelJ.E，Makaidi，ed.，EmmasEncyclopaediaTanzanianaofNationalRecord，14971995,SunrisePublishers，1995,p.262.尽管压力很大，为了确保在多党民主制的实施过程中保持对局势的控制，保持革命党的优势地位，执政党我行我素，在选举委员会人选的组成方式问题上没有做丝毫让步。直到今日，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依然是由总统任命的。

从这两个重要事例可以看出，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执政党审慎务实地关注操作上的现实问题，尽量利用旧制度中可利用的制度资源，逐步改造现行政治体制，避免了政局的急剧起落和政治权威的真空，避免了许多非洲国家曾出现的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

形式多于内涵的民主政治李安山先生在《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非洲的民主化进程在一些国家形式多于实质”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这一评价是很到位的，对坦桑尼亚的民主化也是适用的。随着1992年反对党的合法化和1995年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坦桑尼亚开始了政治自由化进程，以总统和国民议会议员的直选为标志的民主制度再次成为政治体制的框架。然而总的来看，坦桑尼亚的宪政、法治与制度建设相当欠缺，“与1992年朝向多党体制的转变伴随而来的不过是有限的制度改革”，坦桑尼亚“在巩固民主的进程方面乏善可陈”。“在政治行为的运行规则上，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改造”。USAID/Tanzania，DemocracyandGovernanceAssessmentofTanzania：TransitionsfromtheSinglePartyState，SeanHall，2003，vii.以下从宪政与法治、媒体、政党、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自由之家报告）等几个方面，分析坦桑尼亚的民主机制及运作情况，并大体评估坦桑尼亚民主政治的水准。


（二）宪政与法治

1.修宪与立法

民主化意味着政治行为基本规则的变革。因此国家基本大法——宪法领域的变更极为重要。在修宪问题上，前文已述及革命党执政当局拒绝拟定新宪法，而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做法，在1977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改动，加入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内容。1992年《尼亚拉里报告》中提出，有近20部法律文件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要求。然而，政府只采纳了部分建议，很多有争议的法律仍被保留下来，如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反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预防性拘留法》（PreventiveDetentionAct）。根据该法，警方和检察系统有权凭主观判断认为某犯罪嫌疑人对政府在政治上或安全上构成威胁时，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经审讯或其他法律甄别程序而予以拘捕。对于坦桑尼亚宪政方面的缺陷，研究非洲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海登于1999年评论道，“坦桑尼亚宪法可能在下个世纪仍不符合自由民主的要求”GoranHyden，“TopDownDemocratizationinTanzania”，JournalofDemocracy，1999（10），p.148.。

2000年2月，执政党提出新的宪法修正案，除了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外，重要的内容还有：第一，改变总统当选的规则，将原先宪法规定的总统候选人赢得50%以上的多数方可当选，改为获得相对多数者即可当选；第二，增加总统任命议员的数量，总统指定的妇女特别议席由15%提高到25%。显然，上述宪法修正案有助于争取女性选民的支持，有利于革命党在2000年大选中顺利获胜并增强在议会中的力量。修宪建议公布后，立即引起广泛的争议，并遭到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唇枪舌剑的辩论之后，修正案付诸表决，反对党议员全部投了反对票。然而执政党在议会中的优势是无法抗拒的，宪法修正案最终得到通过。反对党联盟就此向上诉法院提起诉讼，但作为革命党成员的议长拒绝签字，使诉讼程序无法展开。

2.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

自1990年代初坦桑尼亚实行民主化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建设被提上日程，执政党和政府形式上倡导改革并予以掌控，反对党和民间力量积极推动，社会大众有更多的机会提出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问题与建议。然而，实际状况令人失望。法治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独立和对基本自由的广泛尊重。在这些方面，坦桑尼亚的政治改革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反而有所倒退。其主要表现在行政和立法机构对司法决策的干预。

司法改革的优先目标并不是提高司法服务的水准，而是在已经高度官僚化的司法系统里面再增添一些新的机构和部门。政府强调，司法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基层法院的能力和效率。然而，司法改革的经费大多来自国际捐助者，受此影响，外界希望改进的规范和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和部门得到优先考虑，因此，坦桑尼亚的司法改革侧重于建立商业性的法院，以及在高等法院内划分专司土地、劳动和妇女事务的部门。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政府已经成立了人权与良政委员会，认识到在发展、人权、良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人们怀疑政府倡导法治的诚意。1990年代以来，警察、地方法院和监狱在人权方面的记录相当糟糕。比如，警察虐待和殴打犯罪嫌疑人和囚犯，这受到当事人及家属的广泛指责和控告；警察为了索取贿赂而故意延长调查时间，导致司法裁决久拖不决。地方法院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情况同样严重，比如对一些犯有轻微罪错的嫌疑人，法官们也拒绝保释；为了索取贿赂故意拖延诉讼时间；长期羁押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尽管政府对警察和法院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指责，但司法系统的官员依然故我，表明坦桑尼亚司法体系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便已经有了一个司法机构改革纲要，高等法院只审理了30宗案件的事实表明政府要在司法领域实施真正变革的承诺仅仅是一个幌子。”USAID/Tanzania，DemocracyandGovernanceAssessmentofTanzania：TransitionsfromtheSinglePartyState，SeanHall，2003，p.23.

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间的不平衡也是非常明显的，后者受到非常严格的制度上的和财政上的限制。地方法院在公众眼里的可信度低，手中掌握的资源相当有限，而且被认为存在大规模的腐败行为。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地方法官每月的薪俸还不足100美元。Ibid.，p.25.

3.司法独立的问题

相比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更为公正和有效率，较少腐败。近年来，最高法院也尝试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审理上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最终往往屈服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权力。

比如，1994年10月，坦桑尼亚高等法院针对姆蒂基拉（Mtikila）的诉讼作出裁决，指出禁止独立候选人参与竞选是违宪的，1992年《政党法》中规定各政党举行政治集会须经当地政府首长批准并签发同意书也是违宪的。但时隔不久，议会便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只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才有权利参与竞选；并通过《政党法修正案》，规定非注册政党不得举行政治集会；合法政党若要举行政治集会，必须至少提前48小时通知警察部门。这也就意味着警察可以以“安全”为理由拒绝该政党集会。TanzaniasTomorrow，AnEasternandSouthernAfricanUniversitiesResearchProgrammePublications，TEMAPublishersCompanyLtd.，1996，pp.107108.2002年，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宣布国民议会关于“任何人怀疑选举结果并欲对此起诉必须向法院交纳5000美元保证金”的规定违宪。作为革命党骨干的国民议会议长皮阿斯•姆塞克瓦（PiusMsekwa）随即作出强烈反应，指责司法部门亵渎议会规定的神圣原则。革命党议员很快拟议了一项相关法案，并在议会获得通过，实际上否定了法院的判决。反对党议员尽管强烈反对，但毕竟寡不敌众。USAID/Tanzania，DemocracyandGovernanceAssessmentofTanzania：TransitionsfromtheSinglePartyState，SeanHall，2003,p.26.

这些贬抑法院的权限和作用、否定司法独立的举措，使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破坏，也警示公众：挑战政府的权威是徒劳和不能容忍的。这说明民主政治在法治尚付阙如、分权制衡没有效力的情况下是得不到保障的；而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议会，由于一党独大和缺乏制约，往往会以貌似合法的方式否定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甚至否定民主本身。

总体而言，坦桑尼亚处于人治、党治向法治转型的缓慢过程中，目前尚未实现司法独立，也基本上没有实现法治。


（三）党派的分化

同非洲多数国家一样，坦桑尼亚还没有出现强大、成熟和负责任的反对党。除了卡夫党、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和劳动党外，其他政党都没有全面的政治纲领。这是由于选民们更看重的是各个党派推出的候选人，而不是各党推出的竞选纲领和政治经济计划。鉴于单个的政治人物比竞选纲领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注意力和选票，反对党往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社会基础薄弱，而且偏向城市，缺少农村基础。不仅如此，由于逐权追利、经费短缺和执政党的打压与分化，反对党在竞争过程中日趋分化。

坦桑尼亚政治党派的分化组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些政党成立后迅速壮大，势头颇强，但往往持续时间不长。某些政党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较快发展，是因为政党里面总有一些颇有魅力和政治感召力的知名人物。而人们加入该党往往并不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而是因为有特定人物动员的热情所致。倘若这个人物脱离该党，会导致该党的迅速衰落。为迅速发展党员、壮大宣传鼓动的声势和力量，各党的纪律很宽松，组织也相当松散，个人无需缴纳费用便能得到党员资格。在领袖人物充满激情的号召下，众多的骨干成员可以很容易脱离一个政党而加入到另一个政党，他们可以欢呼雀跃着将原先的党证扔进篝火中，欣喜若狂地领取新政党的成员证书。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领导人姆雷马（AugustineMrema）及其追随者的情况便是如此。当姆雷马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的其他领导人所阻碍时，便转向了坦桑尼亚劳动党（TLP），一大批支持者也随他加入劳动党。原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的影响迅速缩小。姆雷马未脱党时，姆雷马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角逐1995年大选，获得27.8%的选票，该党获得16个议席；姆雷马脱党后的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在2000年未能推出候选人进行总统选举，仅获得1个议席。而原劳动党默默无闻，在1995年的选举中一无所获，姆雷马加入后，该党在2000年大选中获得7.8%的总统选举票（姆雷马为该党候选人）和5个议席。

反对党力量的削弱还与经费不足有关。在1995年的选举中，政府向各政党拨出等额的资金，以用于竞选。大选之后，政府宣布大幅度减少官方提供的各党经费，并将不再以这种形式提供资助。政府的解释是，以往的资助方法造成浪费，尤其是某些政党的领导人将资金挪做他用。实际上，的确存在着政党资金管理不善的问题，甚至引起反对党内讧，以至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说，这些津贴引起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问题要多。革命党政府指出，各政党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自食其力，而不是依赖于公共部门的资助。政府宣布，自1995年大选后，官方提供给各党的经费不再以等额方式分配，改为按照各党在议会中的比例分配。因为革命党议员占据83%的席位，因此获利最大，进一步扩大了对于反对党的优势地位。而反对党只分得政党资助的很少份额。对反对党而言，这些津贴是他们的主要经费来源。一些反对党的官员抱怨说，这些津贴并不足以支撑它们开展活动。那些在议会中没有席位的政党则得不到任何津贴而日益边缘化，而新政党则因缺乏资金而难以建立和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实力存在明显的不对称。在一党制时期，革命党因其执政地位而独占大量资源。尼亚拉里委员会曾经建议革命党放弃一些包括体育馆在内的不动产等豪华设施，使其降低到与一般运动场一致的水平，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回应。URT.ThePresidentialCommissiononSinglePartyorMultipartySysteminTanzania，ReportandRecommendationsoftheCommissionontheDemocraticSysteminTanzania，DaresSalaam:DaresSalaamUniversityPress，1992.革命党候选人在组织、场地、交通设备和其他器材提供上，都拥有来自本党的强大的支持。相比之下，反对党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国际社会除了荷兰外，坦桑尼亚的其他捐助国都不向各政党提供资助。经费拮据成为制约反对党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凭借雄厚的财政资源，革命党在竞选运动中可以倾销自己的竞选宣言和其他材料。而资金窘迫的反对党则必须精打细算，2000年大选时，卡夫党只能拿出有限的资金印制宣传材料，为节省经费，竞选纲领只印了1500册。③JonasEwald.ElectionalismorDemocracy?TheinterfacebetweeneconomicreformsanddemocratisationinTanzania，Oslo，Norway：PeaceandDevelopmentStudies/CentreforAfricaStudies，2002，p.14.

执政党还实行了进一步加剧不平衡的新的措施。1999年颁布的新法令规定，即将离职的议员可领取一笔金额为2400万先令的津贴，无论他是否竞选连任都予以支付。这样，所有任期届满的国会议员都得到了这笔钱。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每年薪俸不过1百万先令的国家，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并且支付的时间正值新一届国会议员竞选运动开始之时。③这笔钱保证了离任议员竞选连任的十分优裕的经济基础。而反对党由于占据的议席只占不到20%，在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时自然处于下风。

反对党在农村的基础十分薄弱。在乡村，民众普遍对反对党成员怀有歧视和偏见。当村里发生犯罪活动时，反对党成员往往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而税务人员往往首先要他们缴税。一位反对党领导人认为，这是民众不了解了多党民主的意义造成的，一旦他们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情势会大为改观。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加强和巩固民主，就必须到基层去”。然而，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使得反对党深入广大农村地区的计划难以实施。EvelynevanHerfkens，SupportingPoliticalParties：WellWorththeRisk，DaresSalaam，2001.总之，财力上无法同执政党匹敌，影响了反对党力量的壮大，使之无法形成对执政党有力的监督、竞争和制约。

除了经费不足之外，反对党力量的弱小与执政党的打压有关。原有的一党制立法并没有取消或作出适应多党民主制要求的修正。目前仍然有很多法律约束反对党，在行政程序上和媒体上也对反对党多有掣肘。按照规定，所有的游行示威、所有的文化团体的组建和演出，都需要行政部门的特别许可，而政府对游行示威批准的比例很小。

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一直是反对党诟病的话题。总统任命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并可以随时将其罢免。历经两次大选，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同情反对党的人选。对此人们当然会提出疑问，这些人肯定会倾向执政党，肯定会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使那些任命他们的人保持权力。AbubakarSalim，IllegalPracticesduringtheElectionProcessesintheLightoftheElectionsAct，DaresSalaam，1985，p.58.

各个政党之歧异不在于政策，而在于分享权力的机会。因此，政治人物在政权内部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在政权之外的反对党阵营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多的反对党人士乐于投奔革命党。1995年大选结束之后，总的来说，人们对反对派运动和反对党的兴趣大大下降。转党现象更为普遍，反对党骨干纷纷抛弃他们原先参与创立的政党，加入其他政党，为数不少的政治人物转入执政党阵营。2000年5月，拉姆瓦伊博士（Lamwai）背弃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而加入革命党，他是当时仅有的几个仍留在反对党中的著名人士之一。同他一样，在2000年大选前，一些有较好政治能力但没有权力的反对派领导人加入了革命党。自然而然地，他们在原来政党中的追随者也跟随他们来到新党，尤其是执政党革命党。由此，执政党通过各种手段，吸引了更多的反对党的政治精英加入了自己的阵营，同时分化了反对派阵营。

如此一来，经过12年的分化组合，坦桑尼亚形成了这样的政党格局——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执政党，和一些支离破碎的、对执政党不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小党。目前，14个登记在册的反对党中有5个在议会中有代表议席，另有两个新的政党在注册过程中。只有卡夫党和劳动党两个反对党拟定了较为完备的政策纲领和行动规划，其他十余个反对党均不成气候。执政党不存在真正有威胁、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坦桑尼亚有的学者指出，坦桑尼亚正在“向一个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的倒退”M.Mmuya，“MilestonesintheDemocratisationProcessinTanzania”，inPoliticalHandbookandNGOCalendar2002，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2，p.140.。


（四）媒体的作用

1990年代后，在公共领域、新闻出版、媒体方面，国家严格的控制逐渐放宽。以往坦桑尼亚仅有两份日报，其中英文日报《每日新闻》为政府主办，《自由报》是革命党的机关报。斯瓦希里语报纸《工人报》为周报，是坦桑尼亚工会机关报；《我们的祖国》是政府办的斯瓦希里语周刊，主要向农村发行。有一家国家通讯社、一家全国性的官方广播电台和一家主要覆盖桑给巴尔的桑给巴尔政府电台，境内没有电视台。1992年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媒体的数量剧增。截至2002年9月，坦桑尼亚登记在册的斯瓦希里语日报有9种，英文日报4种，均为全国发行，还有41种每月发行1—8次的报纸。最大的报纸《马吉拉》（Majira，斯瓦希里语，季节之意）是斯瓦希里语日报，有3万份的发行量。与之相比，《乌呼鲁》（Uhuru，斯瓦希里语，自由之意）作为实行多党制之前唯一的日报，现在发行量只有1.1万份。执政党机关报《每日新闻》和民营报纸《卫报》各有1.2万份的发行量。有12家登记在册的广播电台和7家电视广播公司。M.Mmuya，“MilestonesintheDemocratisationProcessinTanzania”，inPoliticalHandbookandNGOCalendar2002，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3，pp.110113.

媒体数量的增加和覆盖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加强了社会大众和反对党对政府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结社、游行示威的控制是相当严苛的。政府仍然对报纸等媒体实行新闻审查，而且这种干预并没有受到这些媒体的强烈抵制。这是因为，来自政府的广告收入对私营报纸而言是十分关键的进项，各报都担心失去这笔可观的收入来源，因此它们乐于接受书报审查制度，而不是采取抗拒措施去激怒政府。同理，因为担心失去有利可图的、利益丰厚的政府合同，私营企业一般不在那些被政府认为是不顺从的私营报纸上刊登广告。这极大地限制了新闻报业在监督和制约政府方面的作用。唯一传遍全国各个角落的媒体是政府控制的国有广播电台网络。至今，没有任何一家民营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获得覆盖全国的业务许可。政府一方面要求反对派政党的覆盖范围必须全国性的，而另一方面却要求电台、电视台仅具有地方性，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1999年，全国媒体委员会建立，该委员会由媒体代表和独立人士组成，他们代表和服务于记者的权利和公共利益，保护公众的利益不受违反职业规范行为的侵害。新闻界希望这一机构能有效地限制国家对媒体的干涉，但收效甚微。

实行政治转型以来，虽然坦桑尼亚政治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但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在扩大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放宽新闻管制等方面坦桑尼亚有长足的进步，违反自由和民主价值行为的频度和程度都比以前大大降低。GoranHyden，“TopDownDemocratizationinTanzania”，JournalofDemocracy，1999（10）,p.152.

在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方面，许多观察者也都指出了欠缺之处。比如，坦桑尼亚法令规定，所有的游行示威、所有的文化团体的组建和演出，都需要行政部门的特别许可。而事实上政府对政治性的示威、集会活动予以批准的比例很小。政府对新闻媒体的严格控制，妨碍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2002年，在马拉（Mara）省的塔里梅县，当地警方按照县行政专员（Commissioner，即县长）的指令拘留了7位记者，原因是他们试图就当地大麻种植者之间存有世仇这一新闻进行采访报道。该地专员还涉嫌下令骚扰和责难当地的一些卡夫党人，这些卡夫党人在当地的影响日盛，使该区有可能成为卡夫党的一个重镇。USAID/Tanzania，DemocracyandGovernanceAssessmentofTanzania：TransitionsfromtheSinglePartyState，SeanHall，2003，p.27.

针对坦桑尼亚自由和民主的情况，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作出了坦桑尼亚是一个“半自由国家”的评价，并对其进行了定量化打分。2003年，坦桑尼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分别为4分和3分。（最高7分，表明该国提供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保障最差；最低1分，为状况最好。两项平均为2.5分或以下的国家，便是完全的“自由国家”。）该组织认为，目前非洲达到“自由国家”标准的有贝宁、博茨瓦纳、佛得角、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南非等11国。自1993年以来，“自由之家”对坦桑尼亚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评价如下表。表811993—2003年坦桑尼亚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评价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6，5，PF6，5，NF6，6，NF5，5，PF5，5，PF5，5，PF5，4，PF4，4，PF4，4，PF4，4，PF4，3，PF资料来源：自由之家网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本表下一行中，每格中的前一项数字为政治权利分数，后一项为公民自由分数，PF表示部分自由（PartlyFree），NF表示不自由（NotFree）。

2004年、2005年的情况与2003年相同。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转型是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是政治变革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坦桑尼亚的政治民主化并非如此。坦桑尼亚作为长期以来非洲一党制楷模的国家，其政治领导层决定倡导和实施政治体制的变革。由于尼雷尔的威望和影响，促使执政集团内部就执政者的利益维护达成共识，使“统治层中新的价值观逐渐机制化”GoranHyden，“TopDownDemocratizationinTanzania”，JournalofDemocracy，1999（10）,p.154.，形成政治变革之势。固然，其他的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如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等。当地市民社会或政治反对派的因素是诸因素中比较弱的。相反，执政党掌控的改革一方面缓解了日益积聚的要求变革的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力量予以严格掌控，确保变革的内容和程度都置于革命党严格的约束之下，从而限制了民间力量的扩展和冲动，削弱和遏制了民间要求变革的压力。

执政党的主动改革保持了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坦桑尼亚的政治转型，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术语，具有“转化”（transformation）而非“代替”（replacement）的特点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Norman：UniversityofOkalahomaPress，1991,pp.124151.，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任领导层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与苏联东欧的情况、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坦桑尼亚的民主转型没有导致与过去的决裂、对前任政府合法性的否定、统治政权的更迭，也没有导致强烈的社会动荡。

尽管它是一场体制外的改革，但又是执政党倡导并驾驭的、没有走得过远的改革。正是由于政府的启动和控制，政府设计民主化的时间、阶段、范围，控制民主化的发展程度，使之渐进、有序，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保持政局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民主化道路。它是一种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逐步改造的渐进的民主化方式，可以使民主的转化限定在政治和相关领域，和平、稳定地进行变革，避免政治权威的真空，减少由民主化带来的社会冲击和剧烈震荡。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化方式可以优先考虑执政者的需要，因此，政治变革往往是步幅不大的。两次大选革命党均以压倒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和议会多数席位，获得了有力的授权以巩固其执政地位。在缺乏有效的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执政党以议会中的绝对多数控制着立法，自上而下的改革失去了驱动力。这显然无助于弱化革命党的垄断地位，无助于进一步改变原先一党制国家的结构和基础。更有甚者，利用在议会和行政上的强势地位，革命党修改运行规则，强化了执政党的权威，被一些非政府组织讽喻为“威权主义的重新包装”②TunduAntiphasLissu，RepackingAuthoritarianism，USAID，2001.。然而，由于革命党议员在行政系统和议会中的强势地位，并且由于司法独立地位和法治的缺失，反对党力量和市民社会均对此奈何不得。“其后果是，尽管举行了1995年和2000年两轮竞争性的正式的多党选举，尽管有近40%的选民自1995年以来持续地投票反对革命党，这一反对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机制来表达他们的声音。”②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得政治民主化过程稳定有序，同时也使得民主政治体制流于形式。


二、民主化与民族一体化

尼雷尔曾深刻地指出，“尤其对于年轻国家来说，多党制会带来不必要的分裂危险，……很容易造成分裂，导致国家软弱，使别有用心的投机者有机可乘，无视国家独立。”《尼雷尔就国内外目前形势答记者问》（冯克智，曹勤译），《非洲历史研究》，1987年第1/2期，第40页。“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政党多了可能危及我们的联合，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我们的联合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同时，也应始终警惕产生宗教和部族分歧的可能性。在任何时候，要作出一个推行多党制的计划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些危险。”李社辅：《尼雷尔谈坦桑尼亚的政治体制问题》，《西亚非洲》，1991年第3期，第65页。不幸的是，尼雷尔所担心的情况已在坦桑尼亚显露端倪。

伴随多党民主制而来的是中央权威的弱化，这对一个建国历史不长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90年代以来有过民主化经历的非洲国家大都伴随着政局动荡和国内民族冲突加剧。对于坦桑尼亚大陆而言，民主化也带来族群界限明晰化、原教旨主义活动加剧等问题。


（一）民主化带来的困境

实行多党制之前，坦桑尼亚是非洲大陆处理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国家中实施民族一体化进程方面堪称楷模的国家。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独立时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全国共有大小120多个族体。坦桑尼亚独立以来，在尼雷尔的领导下，坦桑尼亚采取了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努力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坦桑尼亚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局出发，重视对后进民族的帮助;在宗教问题上，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各教平等、政教互不干涉等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葛公尚：《初析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过程》，《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45—51页。从而使基督教教徒与穆斯林友好相处;在大陆与桑给巴尔关系问题上，桑给巴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尽管在桑给巴尔一直存在着某种离心倾向，但尼雷尔的正确领导、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和审慎、宽容的举措，使各种矛盾得到及时化解，分离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对国家前途构成威胁，大陆与桑给巴尔的团结和联合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坦桑尼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独立三十年来，社会安定，政局平稳，国家统一和民族一体化得到顺利发展。

然而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利用政治多元化带来的政治空间，以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口号以及通过重提历史积怨等方式煽动族群情绪和从事分离主义活动，使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受到严重侵害。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相当活跃，他们无论在桑给巴尔还是在大陆都有活动基地，经常散发一些煽动宗教仇恨的宣传品，并与境外的宗教极端势力来往，不时制造事端。仅在达累斯萨拉姆，就发生数起爆炸、猪肉出售点被砸等恶性事件。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借机在坦桑尼亚发展成员，其坦桑尼亚成员有一人直接参与了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爆炸案。另外，1990年代以来公共开支的减少和财政调拨的困难，使以往政府对落后民族的扶助政策难以为继，令落后民族失望，也不利于统一民族的构建。

议会和总统选举是充分释放族群政治能量和表现族群意识的重要场合。1995年、2000年的两次大选之前，各政党在竞选造势活动中，以强化族群分野为手段的事例很多。比如1995年大选，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姆雷马来自查加族（Chaga），其竞选活动得到来自全国上下的查加族选民的支持。查加族传统的聚居区——乞力马扎罗山区是重要的咖啡产区，姆雷马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允诺上台后提高咖啡价格，加大政府对咖啡种植农户的扶助。查加族的造势活动和政策诉求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满，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相邻民族与查加族的言辞和肢体上的冲突。②TheRighttoChooseaLeader，DaresSalaam，1996，p.12.查加人被称作“坦桑尼亚的犹太人”，重视教育，精于经营商业活动，他们的生意网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在达累斯萨拉姆，“达拉达拉”（daladala，小型公共汽车）的营运主要由查加族经营。1995年大选期间，所有由查加族经营的达拉达拉都动员起来，免费拉载去参加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召集的竞选活动，此时他们似乎忘却了商业利润。大量达拉达拉集中于竞选集会活动，正常的公共交通无法维持，一度造成达累斯萨拉姆市民上下班和中小学学生上学的严重困难。最终姆雷马获得了27.8%的总统选票，与本族人的强有力的支持密不可分。②

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天主教会、伊斯兰组织也介入了选举，这些组织的神职人员在召集信徒做祷告时发表倾向于某个候选人的讲演。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清真寺冲突和桑给巴尔的危机清晰地表明，在如今的坦桑尼亚的某些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紧张状态。仅在2002年春，40个清真寺选举出了新的、更为激进的宗教领导人。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族群和谐相处，以及宗教干预政治的情况，总体而言，在坦桑尼亚大陆地区，没有出现政局失控和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矛盾与冲突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二）桑给巴尔的选举与社会分化

与大陆部分相比，桑给巴尔的情况大相径庭。自民主化以来，桑给巴尔的族群矛盾有加剧的趋势，社会分裂日甚一日。1990年代以来，以桑给巴尔岛、奔巴岛桑给巴尔政府的管辖区域主要为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为基地的反对派人士公开打出了分离主义旗号，加紧进行反对联合体制的活动。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12月，桑给巴尔政府擅自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遭到联合政府的强烈反对，尽管迫于联合政府的压力桑给巴尔退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但合分之争并未平息，联合问题表面化。1995年选举时，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以仅高出对手0.4%的得票率胜出，AfricaSouthoftheSahara，EuropaPublicationsLimited，1998,p.1037.当选为桑给巴尔地方政府总统，反对党称执政党有舞弊行为，一直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五年之后的总统大选，桑给巴尔再度出现政治危机。反对党公民联合阵线指责选举委员会受执政的革命党操纵而蓄意破坏选举，拒不承认执政党候选人获胜，多次组织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要求在全部选区重新投票，并要求修改1964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桑给巴尔岛与坦噶尼喀合并的部分。桑给巴尔政局动荡持续数月，引发流血冲突，造成300余人伤亡。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以及大陆与桑给巴尔的矛盾成为影响坦桑尼亚团结和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讲，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局部逆转，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

桑给巴尔的民主化过程充满了动荡和混乱，多党民主化试验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在一党威权型政体之下的桑给巴尔民族整合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大陆与桑给巴尔的联合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不少学者认为，桑给巴尔的民主化进程出现政治僵局和政治危机，是由于民主程度不够造成的。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民主政治固有的弱点导致了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危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内容——选举使然。数年一度的选举是非洲人的盛大节日。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选举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甚至是首要的机制，是民主皇冠上最耀眼的钻石。同时我们也无奈地看到，选举也是腐蚀民主制度的关键步骤。在桑给巴尔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选举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界线清晰化，进而引发社会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看，发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很无奈的政治安排。既然人性不可靠，就要用其他力量来予以制约。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力，要用政党来制约政党，所以有多党的存在和竞争。政党之间的相互攻讦、政客不择手段地获取选票，是民主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政治人物为了当选，不惜利用社会里最敏感、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如宗教、种族、民族，以及历史宿怨。“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亨廷顿:《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载刘军宁主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25页。

在非洲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选举胜利，往往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进行族群动员，强化自我意识，导致族群矛盾激化和社会分裂，破坏民族一体化进程，损害国家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统一。在桑给巴尔，最容易获得选票的手段，莫过于挑起民族积怨，激发本族认同感。事实上，在竞选的过程中，卡夫党利用两大民族群体的对立大做文章，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竭力煽动选民对大陆非洲人和中央政府的不满，提出重新评价1964年革命和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联合，允诺上台后为桑给巴尔争取更大的自治空间，并利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造势。

在桑给巴尔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固然是重要诉求，主宰桑给巴尔政治的两个政党——革命党和卡夫党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下表所列革命党和卡夫党各自竞选纲领的具体内容来看，在经济、社会、文化、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上，两党十分接近，没有实质性的差别。Haussler，Peter，AngelaK.Ishengoma，CornelieButz，eds.，PoliticalHandbook&NGOCalendar2003，DaresSalaam，2002，pp.175177.表82桑给巴尔革命党与卡夫党政策比较

政策革命党卡夫党政治

1.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多党民主制度

•推崇良政

•自力更生•多元民主

•问责制度

•增进社会福祉2.宪法•对现行宪法进行某些方面的修改以适应普遍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主张宪法应给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人民公民选择的自由和平等权利3.政府体制•两个政府，即坦桑尼亚政府和桑给巴尔革命政府•包括坦噶尼喀、桑给巴尔和联合政府在内的三个政府

•促进人民大众的地方治理经济•促进人民的经济权利

•促进现代化•建设能造福所有公民的强大经济1.私有化•继续推进•推进符合国家利益的私有化2.合作社•对合作社进行改造和控制•将私有化了的国营单位恢复为合作社3.土地和农业•政府拥有土地

•加大科技投入，增加产量

•组织农民成立农业合作社

•引进使用畜力和拖拉机的新技术

•促进农业科学研究•关注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

•充分运用农业科学和技术

•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扶持

•降低农产品的赋税/关税

•提高农业科研水平续表政策革命党卡夫党4.旅游•促进旅游服务

•吸引游客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坦桑尼亚人参与旅游服务•将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发展、宣传和利用的同时不影响当地公民的文化和传统5.税收•制定与股东相关联的更好的税制•取消诸如发展税等课税

•有效地征收税款

•地方政府寻求其他的税源6.工业和商业•提高和发展工业基础建设

•建立发展机构，加强调研•给予商业竞争优先地位社会

1.教育•利用科学技术创造性地发展教育

•预算将偏重于加强与那些对教育有益的组织的合作，如非政府组织

•家长将继续负担教育费用•发展教育，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

•取消政府不必要的支出

•要把25%的预算用于教育，特别是中学2.卫生•推动私营和公共部门发展公共卫生设施

•加大防治艾滋病和疟疾的投入•训练更多的保健专家

•建立并维持新的医院，保健中心和医疗所

•进行防治艾滋病宣传，加大投入，注重预防措施其他问题

1.妇女•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妇女的进步，把她们从封闭状态解脱出来

•使更多的女性参与政府管理与行政系统•妇女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鼓励她们参与教育、农业、矿业、工业等2.基础设施•维持所有基础设施，如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和管理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铁路、电力、供水和电话设施3.环境保护•加强环境保护•保护环境事实上，对非洲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由于国际市场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严重依赖农矿产品出口的非洲国家难以扭转不利局面。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落后、主要靠丁香生产的桑给巴尔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上空间不大，难有很大的作为。1995年大选后，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加剧了桑给巴尔的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难以拟定真正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策，拿不出比现政权更好的、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与执政党经济社会政策上的细微差别难以争取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和认可；而通过挑起历史积怨和族群矛盾，强化族群认同以赢得选票、获得政治权力，就成为政治人物最容易、最方便的手段。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较少使用理性的、和平的、有远见的方式，而往往诉诸情感的号召，利用人性褊狭、自私的族群情感进行政治动员，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三）反对党的策略

具体而言，反对党的策略主要有以下途径。

1.翻历史旧账，激发民族宿怨，丑化革命党政府

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身份认同被用来激发和动员某些特定的人群。而唤起本族认同感的方式，除了正面强调本族的同一性外，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找出一个共同的敌人，形成“同仇敌忾”之势，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凝聚力。因此，美国学者盖伊指出，民主政治经常伴随着“仇恨政治”；英国学者曼恩则说，民主政治与穷兵黩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台湾政论家南方朔指出，“民主经常需要敌人来痛恨或仇视”，“民主的花朵其实是以仇恨为营养而灌溉出来的”。南方朔：《“台独”：语言暴力重演法西斯故伎》，《世界知识》，2004年第19期，第50页。卡夫党正是以一种莫须有的仇恨观念，通过“记忆重塑”将革命党妖魔化，藉此强化敌我之分，实现排他性的认同来博得同情，获取选票。

在对1964年革命的评价问题上，历史积怨被政客充分利用，已经愈合的历史疮疤重新被揭开。1964年“一月革命”推翻了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桑给巴尔民族党政权和阿拉伯苏丹王朝，确立了代表非洲人利益的非洲设拉子党的执政地位。近30年来，“一月革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1992年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以阿拉伯学者为主体的人士利用多党制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进行宣传鼓动，质疑“一月革命”的正当性，认为是非洲人以野蛮的暴力方式劫夺了一个合法政权。在1990年代出版的一本历史著作中，阿拉伯作者的论述充满了对“一月革命”的斥责和非议，“在非洲设拉子党和乌玛党的授权下，相当多的财产被没收或被销毁。革命的惨烈造成了无以言状的痛苦，在那些日子里，桑给巴尔到处火光冲天，充满刺耳的尖叫声。”“1964年的革命是非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变之一。”AmirA.Mohammed，AGuidetoaHistoryofZanzibar，GoodLuckPublishers，Zanzibar，2ndedition，1997，p.73.否定了这场革命，也就意味着否定非洲设拉子党及其后的革命党执政的合法性。1995年和2000年两次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以及在历次补缺选举中，卡夫党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话题，他们利用对“一月革命”非法性的渲染，煽动选民对革命党的仇恨，凝聚本族情感。

事实上，对这场革命的评价成为政治人物的首选话题。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卡夫党人对这场革命大张挞伐，有的候选人指责革命是对一个合法的政权的武装颠覆，非洲设拉子党通过非法手段篡权窃国；指责暴动者残害生灵，使大批无辜者死于非命，而非洲设拉子党执政后，没有采取和解的与人道主义的做法，没有对那些在革命中受到伤害和致残的人提供救助，使很多伤病者得不到就医的条件而病情恶化，有的失去了生命。“对于那些在革命中受到残害的人来说，执政者没有提供必要的抚恤救助，而另一方面，许多执政党的高官一旦生病，就去国外接受治疗。”GregCameron，“ZanzibarsTurbulentTransition”，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2002（92），p.320.卡夫党人激烈批评执政党在“一月革命”后实行的“继续革命”政策，指责国有化运动对工商业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剥夺，明确承诺将向在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中被剥夺土地的人给予补偿。卡夫党总统候选人哈马德还将革命党军警部门的做法与“一月革命”相比，激烈抨击革命党在大选前后“使用国家机器滥用暴力”，称“革命党一旦获胜，极权主义统治将会恢复，正如1964年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TheGuardian，October12，2000.

2.丑化和挑衅联合政府，塑造自己英雄式魅力

否定桑给巴尔“一月革命”的合法性，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联合的合法性。事实上，卡夫党一再质疑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大陆联合的合法性，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存在提出挑战。反复强调桑给巴尔的独立性，强烈反对大陆“将桑给巴尔变成另一个玛菲亚岛”玛菲亚岛（MafiaIsland）亦是坦桑尼亚东部的岛屿，距离海岸30公里，距文古贾岛160公里，人口约18万，面积为394平方公里，是坦桑尼亚仅次于文古贾岛和奔巴岛的第三大岛，在德国、英国统治时期就属于坦噶尼喀的一部分，独立后无分裂问题，现为滨海省的下辖县。的企图。哈马德呼吁解散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代之以一个合法和规范的政府。TheGuardian，October16，2000.哈马德还通过强调任桑给巴尔总理期间因坚持桑给巴尔自治而被革命党打压的境遇，倾诉悲情，以赢得公众同情。

卡夫党极力渲染大陆对桑给巴尔的剥削和侵夺，声称联合政府觊觎在桑给巴尔海域发现的石油资源革命党对此予以否认。事实上，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皇家壳牌公司、加拿大公司曾先后在桑给巴尔海峡和附近其他海域进行过海洋石油勘探，并没有获得具有油气资源的确切资料。参见汪广均《桑给巴尔投资环境与工程承包市场》，《外经导报》，2004年第5—6期，第31页。，并允诺如果卡夫党执政，将马上进行石油开采。此外，卡夫党政府还抱怨联合政府对桑给巴尔向大陆输入的商品实行港口增值税。然而，与坦噶尼喀大陆丰富的资源相比，桑给巴尔的经济资源确实是有限的，桑给巴尔的经济基础严重依赖旅游业、丁香种植和港口贸易。很多反对派支持者似乎忘记了联合给桑给巴尔带来的种种益处，比如大陆方面多年来一直免费为桑给巴尔供电。

在历次竞选过程中，卡夫党都大力鼓吹由三个政府组成的联邦框架：一个桑给巴尔政府、一个坦噶尼喀政府和一个联合政府；即桑给巴尔与大陆形成并列的政府，其上是联合政府。这其实是通向脱离联合共和国的第一个步骤。

卡夫党的激烈言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唤起强烈的族群情绪。一位卡夫党的支持者激动地说，总有一天，毁于1964年1月政变的桑给巴尔旗帜会在政府大楼上重新高高飘扬，这将象征着桑给巴尔民族主义者的胜利。GregCameron，“ZanzibarsTurbulentTransition”，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2002（92）,p.328.事实上，民主政治在桑给巴尔表现为族群政治、民族主义，卡夫党对内拿阿拉伯设拉子族群认同做文章，以群众情绪激发族群意识；对外则以桑给巴尔民族主义激情地对抗坦桑尼亚民族主义。

革命党在竞选运动中也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乏善可陈，革命党也尽力利用族群问题吸引选民的支持。他们使用非理性的言辞和举措回应卡夫党的族群政治，有的言论不乏强烈的族群政治情绪。革命党方面严辞指责卡夫党企图倒转历史车轮，希望阿曼素丹王朝复辟，指责卡夫党是1964年革命前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继承人。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的夫人赴桑给巴尔为革命党助选，在竞选集会上告诫自己的选民要提防卡夫党，卡夫党梦寐以求的是复辟“一月革命”前的政权：1964年以前，桑给巴尔的人民是自己国家的奴隶；因此我提醒大家，在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时务必谨慎，因为有的政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它在羞辱你们独立的人格和尊严。DailyNews，September30，2000.革命党继续倡导一项两个政府的政策，说卡夫党所主张的联邦制将会破坏联合政体。总统姆卡帕在另一次竞选集会的演讲中指出，卡夫党的主张“无论如何都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强调革命党引进和启动多党民主制是为了推动坦桑尼亚向前发展，而不是为了破坏国家的联合与团结，也不是为了制造混乱和使国家倒退。他还暗示，如果两个政府之间的联合遭到破坏，奔巴岛的商人及其家庭将被驱逐出坦噶尼喀。Observation，October16，2000.革命党的另一个领导人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卡里奥考（Kariokoo）的一次集会上说得更加直白：“奔巴人，你们在大陆拥有的商店比在桑给巴尔还多，因此如果你们执意破坏联合体制，遭殃的还是你们！”Nipashe，October17，2000.


（四）族群政治与社会分裂

1.从群众基础和社会组织上看族群政治

革命党和卡夫党都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毫不犹豫、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政党，表现出政治参与中非理性的一面。在桑给巴尔的政党政治中，大部分选民对各党的政策并不十分关心，他们关心和认同的是本族群或代表本族群利益的那个政党。坦桑尼亚学者马利亚姆克诺的分析表明，在桑给巴尔的两大政党中，都有一个核心成员群，相当于选民总数的40%—42%。事实上，在两大核心群体中，没有任何人会投另外一个党的候选人的票，无论本党候选人的品质、素质、能力、政策如何，他们都会毫不迟疑地投他们的票。而任何一个政党都肯定可以获得40%左右的票，无论其素质高低，无论是在议员中抑或在总统选举中都是如此。笔者在桑给巴尔的经历和采访感受也印证了这一点。笔者于2003年上半年先后两次赴桑给巴尔考察，奔巴岛、文古贾岛均去了两次，历时累计20天。在奔巴地区和文古贾岛的石城地区，阿拉伯人自不必说，他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支持反对党卡夫党；当地非洲设拉子人也多支持卡夫党。问及原因，他们多回答是执政党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以及大陆对桑给巴尔的掠夺和压制，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和百姓生活贫困，所以他们不希望革命党继续执政。深问起来，他们多对1964年1月的桑给巴尔革命持否定态度，对革命后非洲设拉子党采取了没收阿拉伯人财产、国有化等措施相当不满。而同样十分贫困的基兹姆卡兹（Kizimkazi）农村地区（——此地是哈迪木设拉子人聚居区），当地的非洲设拉子人则态度坚决地拥护革命党的领导，坚信只有革命党才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卡夫党阵营的中坚力量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清真寺则是卡夫党的重要活动基地。文古贾岛的非洲人设拉子人和两岛的基督教徒构成革命党的群众基础。在文古贾农村地区的很多人认为，卡夫党获胜将意味着在1960年代被国有化的土地会重新回到阿拉伯人的手中。革命党人在文古贾岛农村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动员，努力灌输和强化这一意识，并努力劝说居住在文古贾岛上的大陆人不要害怕被驱逐。从宗教来看，占总人口2%的基督教徒都是革命党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十分担心卡夫党上台后会以伊斯兰教义和相关法律进行治理。革命党干部一方面利用这种焦虑情绪为自己拉选票，另一方面努力平息他们的焦虑情绪，为基督教徒撑腰，让这些革命党的支持者感到革命党的强大与可靠。Nipashe，October12，200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在桑给巴尔各族的政治生活中潜伏着巨大的能量。宗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往意味着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凝聚力，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会成为挑起纠纷、引发事端的重要原因。不幸的是，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并没有弥合桑给巴尔两大族群的裂痕。基督教近年来在桑给巴尔的发展却引起阿拉伯穆斯林的强烈嫉恨。后者激烈批评政府厚此薄彼，在宗教建筑的修建和公职人员的选用上向基督教倾斜。对此卡夫党人愤怒地指出，现在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占据着国家领导职位。这在一个伊斯兰教徒占人口总数98%的地方，无论如何是不正常和不能接受的。GregCameron，“ZanzibarsTurbulentTransition”，in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2002（92）,pp.323324.

2.选区与族群政治

对立情绪使竞选活动难以正常进行。卡夫党事实上不能进入革命党支持者居多的文古贾岛农村地区进行竞选活动。桑给巴尔西南部贾姆比阿尼（Jambiani）镇是哈迪木设拉子人聚居区，这里的多数人往往说卡夫党是一个制造动乱的政党。他们说，我们“禁止”卡夫党人在这里集会。同样，在夸哈尼（Kwahani）省的恩格阿姆博（Ngambo）选区（距石城不远的郊区），卡夫党也遭到排斥，他们从未在这里成功地举行过宣传集会。革命党的积极分子大声嚷道，“我们决不会允许他们在这里搞活动，我们宁肯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也要阻止他们。”TheGuardian，October9，2000.警察不得不把坚持在这里进行竞选宣传的哈马德弄走，以免出现不测。卡鲁梅后来说道，如果哈马德硬要冒险再次进入革命党控制的夸哈尼，他将会被当地民众剥得精光。DailyNews，October21;TheGuardian，October25，2000.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难以在奔巴岛的大部分地区开展活动。严重的族群和党派对立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而1990年代桑给巴尔实行多党民主化以来，党派之争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困扰着当地社会，助长了桑给巴尔各地的种族矛盾和地区间的对立。

3.从选票取向上看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始终贯穿于立法和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过程中，也反映在选举的结果上。1995年大选，朝野两党的得票数十分相近。议会选举的结果：50.1%的选民支持卡夫党，49.3%支持革命党；总统选举的结果：49.8%支持卡夫党，50.2%支持革命党。对这一结果，人们纷纷用“震撼”、“历史重演”、“戏剧性”、“不可思议”来形容。观察者一般认为，2000年桑给巴尔大选由于选举的混乱和卡夫党对选举的抵制，其结果不太能说明问题。这一结果是惊人的历史再现，与三十多年前两大民族营垒的对立，而且是势均力敌的对立局势十分相像。

坦桑尼亚学者姆塔基分析道，“结果显示，对所有的实践意义而言，这个国家是政治上和地理上一分为二。这一分野业已导致一种复杂的政治死结，一种在过去30年从未经历过的政治死结。执政党业已‘赢得’了选举，但是没有赢得这个国家。”C.K.Mtaki，ed.，TowardsMultiPartyDemocracyinTanzania：ADocumentaryOverview，ARIESA（AssociationforRegionalIntegrationofEasternandSouthernAfrica），1997,p.5.“桑给巴尔人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两大群体中的一个，并且这两大群体是由族群界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觉上的族群界线）划定的。但凡多党选举在桑给巴尔举行，这些群体就会因为预先设定的部族界线而陷入争吵。”T.L.Maliyamkono，ed.，ThePoliticalPlightofZanzibar，DaresSalaam，TEMAPublishersCompanyLtd.，2000,pp.245247.“如果你问一个桑给巴尔人两个问题，那么其答案将给你80%的机会来正确识别其政党归属。这两个问题是：

1．你属于哪一个族体（阿拉伯族，设拉子族，非洲设拉子族，还是非洲族），居住何处（奔巴岛，还是文古贾岛）？

2．你认为1964年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吗？

那么，你正确地判断该人所属政党的可能性会达到90%。”

总的来讲，那些认同于阿拉伯人或设拉子人的人是卡夫党的成员，尤其是居住在奔巴岛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或非洲设拉子人的人则很可能是革命党的成员，如果他居住在桑给巴尔岛的话。进而言之，几乎所有的革命党支持者都认为桑给巴尔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几乎所有的卡夫党支持者都认为是可以避免的。T.L.Maliyamkono，ed.，op.cit.，pp.245247.

如今，这些群体几乎同独立前于1961年和1963年举行的三次选举时的政治态度一模一样。卡夫党成为阿拉伯人政党——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及其同盟者奔巴设拉子人党的继承者，继承了阿拉伯人政党的性质，也继承了它们的支持者，尽管今天的成员的绝大多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革命党则是非洲设拉子党的继承者。“信仰和归属问题上的裂痕一直保持下来，尽管历经30多年时间的一党制统治。”Ibid.，pp.245247.尽管时过境迁，在与最后一次多党选举时隔32年之后，当你考察时却惊奇地发现，人们生来就属于他们父母的政党，就像人们生来就信奉他们父母的宗教那样。1961—1963年和1995年的投票模式清楚地表明，两大派系的敌意业已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桑给巴尔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在1963年对立和1964年革命时还没有出生，他们还是具有和他们的父母一样的投票取向。T.L.Maliyamkono，ed.，op.cit.，p.245.

4.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看族群政治

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的角度来看，选举结果也往往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导火索。两次大选揭晓后形成的政治僵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第一次大选，在投票过程中和计票时，双方都指责对方作弊而声称将不承认大选结果。大选结果揭晓并表明革命党获胜后，革命党认为承认大选结果对自己有利，遂放弃抵制态度；而卡夫党则一再予以抵制，并呼吁国际社会对执政党实行制裁。由于双方都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争夺权力的欲望高于一切，这样，在选举中充斥着非理性、舞弊和暴力；选举结果公布后，败者不会体面地接受选举结果，理性地承认失败。

这与民主的基本原则——多数决有关。只要取得了多数选票，哪怕只多对手一票，按照桑给巴尔总统选举的规则，执政党就可以继续执政；而反对党也存在以微乎其微的优势夺得政权、扭转乾坤的机会。为此，各党在竞选过程中，不惜一切代价吸引选民，争取选票；而一俟结果公布，落败者绝不会有风度地认输，而是会迅速质疑选举结果，力图挽回败局。1995年总统大选，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分别获得165271和163706张选票，分别占有效票的50.2%和49.8%，革命党多出1565票，从比率上多出0.4%；卡夫党人不同意选举委员会的数字，他们根据本党监票人的记录结果进行统计并公布了结果，革命党与卡夫党分获157351票和166522票，卡夫党多出8171票。按照卡夫党人公布的数字，他们比革命党也不过多出3.2%的选票。MohammedAli，Bakari，TheDemocratisationProcessinZanzibar：ARetardedTransition，InstituteofAfricanAffairs，Hamburg，2001，p.321.即使卡夫党公布的数字属实，如此微小的差距实际上是很难看出真正的人心向背的，以此来定夺政权的归属，无疑是对国家命运的赌博，是不负责任的。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缺陷。

两次大选后都出现失败一方的强烈抵制，导致严重的族群冲突和政治危局，政府则以政治镇压还以颜色。此外，萨勒明政府还开除同情卡夫党的公务员作为报复。在石城，政府派出推土机将卡夫党支持者的房屋摧毁，理由是“非法建筑”。多年在桑给巴尔生活和从事研究的学者格雷格•卡梅伦（GregCameron）2000年大选前后在桑给巴尔以观察员身份目睹和考察了选举的整个过程。选举前后，他同当地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从中感到因选举而产生的严重社会分裂。一个从大陆来的妇女对他说，一旦桑给巴尔回到阿拉伯人手中，她将会离开这里。很多人则希望卡夫党获胜，从而能为他们带来一份白领工作。当地的年轻人说他们已经厌烦了终日无所事事，因为他们还要供养自己的父母。还有的年轻人则悲观地表示，如果卡夫党没有胜利，他们将离开桑给巴尔。另一位卡夫党的支持者说，卡夫党将会获胜，因为安拉不会帮助那些作恶多端的革命党领导人；并称革命党关于卡夫党上台后会剥夺非洲人的工作权利和侧重发展奔巴岛、罔顾文古贾人的利益的宣传是谎言，是对文古贾人的欺骗，革命党试图使轻信者恐惧卡夫党而倒向自己。成千上万的当地年轻人在街头载歌载舞庆祝革命党获胜，他们反复呼喊一些富有挑衅性的口号，如“让他们滚回阿拉伯去！”等等。激烈的党派之争和族群政治斗争使当地人疲惫不堪，人们怨言四起。有人感慨道，何苦采纳多党制，劳民伤财、浪费资源，还造成社会分裂。很多人都说，如果革命党不允许有一个自由公正的选举，那还不如继续维持一党制，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能力实行多党民主。人们感到民主化不过是一场无谓的闹剧，对此精疲力竭，十分失望。GregCameron，“ZanzibarsTurbulentTransition”，in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2002（92）,pp.323324.

诉诸民粹，激化对立情绪，导致桑给巴尔社会严重分裂。族群矛盾和积怨由于同党派斗争交织在一起，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暴露和宣泄出来，于是，社会重新分割为两大对立的集团。1992年以来的民主化运动不仅严重地撕裂了当地社会，也破坏和恶化了桑给巴尔与大陆的合作，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对桑给巴尔的长远发展也毫无裨益。

2005年大选，执政党将面临两难选择。若公平自由地进行选举，反对党的候选人很有可能在桑给巴尔赢得多数选票而上台执政，一旦卡夫党执政，势必重新评价1964年“一月革命”，进而否定与大陆联合的合法性；会更多地照顾阿拉伯群体的利益，加剧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并将兑现承诺，推动成立与桑给巴尔并列的坦噶尼喀政府；与大陆的关系定然会渐行渐远。执政党若要阻止反对党上台，也势必利用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为卡夫党获胜制造障碍，则会再次激怒反对党及其支持者。五年一度的大选，五年一个周期的乱局，已成为坦桑尼亚政局的一大祸患。

桑给巴尔问题似乎是一个局部问题，表面上看，坦桑尼亚大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一体化并没有因民主化受到剧烈的和全局性的影响。但是，桑给巴尔问题处理不好，会发展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卡夫党一旦上台，会进一步扩大阿拉伯人同非洲人之间的政治裂痕，受到排挤的非洲人会涌向大陆，形成难民潮，给大陆带来很大的冲击。另外，在达累斯萨拉姆、坦噶等大陆沿岸地区，集中居住着阿拉伯人后裔，他们对桑给巴尔的阿拉伯群体一直怀有同情心理，是卡夫党的坚定支持者。未来的“桑独”运动肯定会得到他们的策应，进而造成大陆地区的不稳定局面。更为严重的还是桑给巴尔从坦桑尼亚分裂出去的潜在危险，有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动乱甚至武装冲突的导火索。多党民主化大潮裹挟非洲大陆十余年，但在不成熟、不适当的条件下搞选举，给非洲带来的未必是福。


三、民主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

1.经济增长方面的成绩

在进行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坦桑尼亚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获得了资金支持的便利，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者。坦桑尼亚注意密切与西方捐助国、债权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以谋求吸引外资、减免外债、获得更多的贷款和援助。其宏观调控成果受到国际金融机构和债权国的肯定，坦桑尼亚的外债因此多次被重新安排或减免，西方的贷款和无偿援助得以持续。1999年，国际金融机构基于各种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公共支出等指标，指出坦桑尼亚是非洲宏观经济绩效最好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2001年年底确认坦桑尼亚达到了重债穷国优先权（HeavilyIndebtedPoorCountriesInitiative，HIPC）的标准，承诺在未来20年内减免坦桑尼亚外债30亿美元，占所欠外债的54%。坦桑尼亚因此成为继玻利维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之后第四个享受这一优惠的国家。“IMFandWorldBankSupportUS$3billionInDebtServiceReliefForTanzaniaUnderEnhancedHIPCInitiative”，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1/pr0148.htm.

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上看，坦桑尼亚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开始显露一些积极的效应，国民经济出现恢复和增长势头。从1990年到1998年，坦桑尼亚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低于3%的年增长率增加；1999年到2003年，平均年增长率高于5%，2003年比上一年增长6.3%。“Tanzania：SlowbutSureProgress”，inAfricanBusiness，No.287，2003：27.政府先后出台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增收节支、严格控制货币超常发行等举措取得明显效果，宏观经济形势趋于稳定。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0%以内，政府财政支出已连续三年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国有企业私有化增加了坦桑尼亚财政收入，截至2002年底，已为国库增加了1955亿先令（相当于23亿美元）的进项；财政收支从1998/1999财政年度开始出现盈余；较为成功地维持了本币自由兑换，并实现了坦桑尼亚货币的有序贬值，坦桑尼亚先令汇率从1995年底的1美元兑换595先令逐步贬为1998年底的1美元兑换665先令和2001年的1美元兑换820先令。对外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7亿美元，其中进口14.2亿美元，出口5.4亿美元。“Tanzania：SlowbutSureProgress”，inAfricanBusiness，p.28.进出口总额较20世纪90年代初增长了1倍多，有效地带动了经济作物、矿产品等出口行业的增长和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投资逐年增加。矿业吸引外资最为突出，在非洲国家中居第七位。坦桑尼亚极具潜力的资源优势可望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从实际效果来看，各项改革已经显现作用，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困难。

2.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总体看来，坦桑尼亚尚未步入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总体看来，坦桑尼亚现行国民经济发展政策，是1985年以来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困难的严峻局面，获得必要的外部资金援助而制定的，具有应急特点，过于关注短期效果而忽视长期发展目标。近20年来，坦桑尼亚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一个长远的规划和战略来谋划坦桑尼亚的发展并切实有效地施行，高屋建瓴地指导坦桑尼亚经济的运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如削减行政开支、减少财政补贴、放开物价、举借外债等等，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坦桑尼亚的改革显然缺乏长远的政策措施，如改革发展体制、整顿国营企业、改进分配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等，虽然有一些思路，但是没有拟定出系统的政策方针，不利于坦桑尼亚经济形成良性的、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发展资金短缺。多年来，坦桑尼亚经济规模有限，每年税费和国有企业收入除了应付政府经常性开支外所剩无几。国民收入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0%以上，储蓄能力严重不足。巨额外援在弥补坦桑尼亚资金缺口的同时，绝大部分又被外国企业通过工程承包或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重新流向国外。资金极度短缺仍然构成坦桑尼亚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第三，农业基础薄弱状况尚未明显改观。国际金融机构设定的政策框架偏重制度改革及各种人道主义领域，对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关注不足。坦桑尼亚政府在紧缩性政策框架下动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余地有限，导致作为支柱产业的农业长期被忽视，生产率低下，技术落后，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全国现有耕地600万公顷，其中仅约23万公顷拥有灌溉设施，即只有3.8%的农田是有灌溉设施的水浇地，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水平相同。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体水平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4.0%上升为1995—1997年的4.2%。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19.2%。②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293。1995—1997年，坦桑尼亚每千人中只有一人拥有拖拉机，与1979—1981年的情况相同。但是，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拖拉机拥有率的平均水平为2‰高出坦桑尼亚一倍，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0‰。②可见，坦桑尼亚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灌溉水平很低，多数农民仍然依靠手工耕作，甚至刀耕火种，基本上靠天吃饭。受财政投入紧缩影响，农村信用社解体，大量合作社倒闭，导致农用物资及农产品供销渠道堵塞。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亦因政府取消补贴，使用量逐年下降。国有农场除了几个仍然在外国援助下维持运营外，其余的已经处于停产状态。

第四，民族工业受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冲击，生产力普遍下降。过于严苛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坦桑尼亚发展资金奇缺，引发了高利率、高税率等金融问题。坦桑尼亚贷款利率长期以来超过20%，居高不下。增值税税率为20%，与肯尼亚、乌干达等周边国家相比普遍偏高。贸易自由化使坦桑尼亚市场门户洞开，走私猖獗，外国商品蜂拥而入，严重冲击了民族工业。目前，除了啤酒、烟草、电讯、能源等少数行业的个别企业私有化后得到较好恢复和发展外，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未摆脱困境。其中，曾作为坦桑尼亚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原有35家企业，目前仅存3家苦撑局面，市场占有率仅为10%。ThePlanningCommissionoftheUnitedRepublicofTanzania，TheEconomicSurvey，2001，p.127.腰果、皮革等加工行业关闭殆尽，多数农、林、畜产品只能以初级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制糖、造纸等传统产业因缺乏资金、设备陈旧等问题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上述情况严重制约了坦桑尼亚工业的发展，导致60%以上日用消费品仍然依赖进口。

第五，外债负担沉重。多年来，坦桑尼亚政府积极寻求国际援助支持改革与发展进程，但亦导致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1999年底，坦桑尼亚外债总额仍然达到7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年出口收入的13倍。1999年全年还本付息2.67亿美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5%。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统计，坦桑尼亚历年偿债支出高达卫生支出的九倍，教育支出的四倍。②③ThePlanningCommissionoftheUnitedRepublicofTanzania，TheEconomicSurvey，2003,p.112.上述指标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过于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严重制约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而且直接加剧了国民贫困化，阻碍了经济发展，陷入举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第六.进出口不平衡现象严重。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作用下，坦桑尼亚对外贸易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较好地带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民生活。但出口主要依赖经济作物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农产品出口创汇占出口总额的70%以上，且易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此外，坦桑尼亚对外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部分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下跌，进出口不平衡状况呈不断扩大趋势。1997—1999年贸易赤字分别为3.95亿、7.78亿和8.77亿美元。②

第七，基础设施落后。坦桑尼亚现行供水、供电、交通及通讯设施均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坦桑尼亚现有公路8.5万公里，大部分破旧不堪。在全部公路线路中，属于硬质铺设的路面仅为9000公里，约占公路总长度的12%。③即使属于硬质路面的公路，也大多由于缺乏养护而路况较差。去本国的西部地区，如穆索马、姆旺扎、基戈马、塔波拉等地，乘坐火车要三天左右的时间，且时常晚点；乘坐长途汽车，则因为大多是泥土路而颠簸严重，因此，乘客往往宁可选择乘坐长途汽车至北部邻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然后西行经肯尼亚大城市基苏木（Kisumu），再向南返回国内，到达本国的西部地区。如此所花时间反倒短一些，旅途也舒适一些。坦桑尼亚迄今无一条高速公路。达累斯萨拉姆市内的过街天桥是全市也是全国唯一的过街天桥。许多工厂、饭店和矿山企业需要自行解决水电和交通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制造业、旅游业和矿业等领域的投资，水电通信费高昂致使工业生产成本偏高。受交通运输限制，农业生产物资供应和农产品供销不能适时进行，不仅直接威胁全国粮食安全，而且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正是构成发展生产和吸引外资的重要障碍。

3.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

姆维尼和姆卡帕执政时期，坦桑尼亚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以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增强结构调整计划”进行经济调整，全面推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改革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丧失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导致各项社会事业裹足不前，部分国民生活质量恶化。经济增长也并未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长期以来，坦桑尼亚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1980—1989年为3.1%，1990—2000年为2.8%世界银行，《2003—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近年来经济低速增长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过高的人口增长率所抵消。

坦桑尼亚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经常性开支，发展开支及社会福利支出严重不足，教育、卫生、医疗、饮用水等公共事业被长期忽视，一些关系国民生活的指标逐年下降。国民生活质量指标目前位于世界末列，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甚至撒哈拉以南国家相比亦有一定差距；与本国20世纪80年代甚至六七十年代相比反而下降了。

例如，坦桑尼亚小学入学率1983年在义务教育制度下曾达到93%，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低速下降趋势，至1998年仅为46%，不仅远低于80年代的水平，而且比70年代中期还要低10%左右。世界银行：《2001—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与其他年份的比较参照《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各期。

图81坦桑尼亚小学入学率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有关各期数据绘制。城市人口安全饮用水拥有率1980年曾达到90%，1990年降为75%，1997年降为66%。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安全用水的人口在1980—1993年为52%，1994—1997年降为49%。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各期。

1992年以来，人均预期寿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2年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为43.1岁，甚至不及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倒退到60年代中期即40年前独立初期的水平。此组数字和下文图表的数字均出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各期。

图82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情况..

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望尘莫及，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65岁也相差甚远；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该指标也是相对较低的。

图83坦桑尼亚人均预期寿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比较.

中下层国民及大量失业工人因社会保障跟不上，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统计数字显示，占总人口50%以上的坦桑尼亚国民生活在每天0.65美元贫困线以下，其中36%生活在每天0.5美元以下的赤贫状态。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甚至高于建国初期水平。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Tanzania，HouseholdBudgetSurvey2001/02，DaresSalaam，2003，p.17.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批无业游民流落街头，增加了维持社会治安的压力。童工问题相当严重，进入2000年，坦桑尼亚有35万—40万童工，他们的年龄在15岁或15岁以下，从事农业、矿业和国内服务业。H.Rwegoshora，“ChildLabourinTanzania”，PoliticalHandbookandNGOCalendar2003，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2，p.127.农村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驱使大量的青少年涌向城市，而且，居住在城市的家庭，养家糊口度日是很艰难的事情，于是那些正值学龄的孩子们被迫放弃学业去打工。还有许多失去双亲又得不到其他亲人帮助的孤儿们被迫流落街头。在城市的民营单位的打工者中，15岁或15岁以下的孩童占了一半。许多父母因为支付不起学费或其他学校费用而无法送孩子入学，这部分人成为童工的主力。而已报名入学的学生则有大约45%的人经常旷课，他们往往是因为打工而旷课甚至辍学的。孩子们打工的时间不同，有的承担全天的或部分的工作，而有的同学则是在放学后、周末或假日里打工。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不去打工赚钱，家里就揭不开锅。

在小矿井工作的童工很多，有在地上作业的，更多的是在地下作业，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中有的被短期雇用做洗车、摆摊叫卖或餐厅服务等工作。童工中最悲惨的是沦为童妓的少女。在城市童妓的人数还不断攀升，大量少女从农村地区被招募而来，沦为娼妓。还有不少女童被迫从事家庭仆役，在与自己的亲友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从事超时的工作，经常受到虐待甚至是性虐待。

全国医疗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婴儿死亡率达14.9%，人均预期寿命仅为44岁（1980和1990年分别为52和56岁）。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3，WorldBankan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235259.艾滋病呈蔓延趋势，感染率为8.8%，为此坦桑尼亚每年失去大量年轻劳动力，2001年有约14万人死于艾滋病。UNAIDS，ReportontheGlobalHIV/AIDSEpidemic2002，UNAIDSJointUnitedNationsProgramonHIV/AIDS，July2002，p.190.有媒体报道，有些人认为宁肯死于艾滋病也胜过死于贫穷;而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则宣称自己更乐意传播疾病，“让大家一道去死”GoranHyden，op.cit.，p.153.。可见，贫穷和艾滋病都会导致某种社会恶果和心理病态——不平、绝望、对社会的报复。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和恶化既危害社会安定，也为反对党煽动和加剧不满情绪提供了口实。

不容否认的是，社会发展方面出现的问题显然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物价放开使国内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猛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等，削弱了政府管理的效能和社会调控的能力，用于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由此引起社会福利和教育卫生条件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坦桑尼亚处在一种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状态。民主化之后的坦桑尼亚与尼雷尔时期形成看似奇特的比照：尼雷尔总统任职时期经济虽然没有显著增长，社会发展却颇有成效，包括清洁饮用水的提供，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成人文盲率的降低等方面的成就，曾为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所称道。


（二）民主化导致依从外国

坦桑尼亚推行的民主化将自力更生的原则抛弃无遗。民主化取悦了西方，换来的是西方附加条件的援助，如此坦桑尼亚只能继续按照西方捐助国和国际金融组织既定的改革思路和方案走，推行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从而更深地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民主化满足了西方提出的条件，得以继续获取西方援助坦桑尼亚是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民主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西方捐助国都向坦桑尼亚提出直接和间接的要求，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两大阵营冷战的终结，“西方援助国越来越坚持非洲国家的政府推进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民主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GoranHyden，“AidandDevelopmentalisminSouthernAfrica”，inStephenW.Hook，ed.，ForeignAidTowardtheMillennium，Boulder，1996，pp.199200.。援助成为给予实行民主化的国家的奖励，停止援助则是对受援国拒绝多党民主化的惩罚性措施。事实上，到1992年所有坦桑尼亚的主要援助国都将民主化作为持续经济援助的附带条件。在政治转型前的1987年到1991年间，主要援助国为：瑞士（11280万美元），意大利（9560万美元），挪威（8020万美元），荷兰（7500万美元），丹麦（7480万美元），德国（6320万美元），日本（6080万美元），英国（5020万美元），芬兰（4960万美元），加拿大（3340万美元），美国（1920万美元）。“PromptingDemocraticTransitionfromAbroad：InternationalDonorsandMultipartisminTanzania”，inDemocratization，Vol.7，No.4，Winter2000，p.139.在这些国家中，加拿大是第一个正式将民主的条件包含到其援助政策中的国家。加拿大国际发展局（CIDA）援引1986年的联合国大会发展权利宣言，从1987年开始鼓励受援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宣称其“建立人权和民主发展机构的设想”的基础是，“所有发展的伙伴国的政策和方法都须反映人权、民主发展、良治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的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意大利在1989年正式将是否实行民主作为接受援助的前提。丹麦也在1989年宣布，民主和人权是其援助计划的主要目标。在1990年北欧发展合作部长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也强调了对民主的关注。在1991年末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关于人权、民主和发展的决议中，再次将其定为一种综合性的政策，并指出“民主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民主化进程中止步不前将影响援助国参与合作发展的意愿”。按照部长理事会公报的精神，芬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均从1990年开始将发展援助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继而，英国和美国也于1990年相继将民主作为援助的附带条件。“那些对于民主化的普遍要求不予回应——甚至更糟，对其进行压制——的国家将在争取援助和私人投资的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这样，坦桑尼亚的11个主要援助国无一例外地提出了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的原则。

除了主要捐助国以外，世界银行也倡导将民主化、良政与经济发展相联系。世界银行在1989年的报告中第一次直接提出，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实行政治改革，在这个报告中，世行建议非洲“不仅需要缩减政府，而且需要更有效的政府——将注意力更少地投到直接的干预，更多地投向赋予人们生产能力。……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善要求政治更新。这就意味着从最高层到基层一致打击腐败。这需要树立一个好榜样，鼓励公开辩论以加强责任感，培育自由的媒体”。这种对受援国政治的关注和建议意味着世界银行背离了其之前更多地纯粹关注经济问题的角色。随着援助国和世界银行援助政策对受援国民主化的关注，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受援国的政治体制都受到了仔细的审查。

坦桑尼亚是一个高度依赖外援的国家。它在1991年——改制的前夕——接受的外界官方发展援助额为1038亿美元，为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1%。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173.在此前一年的1990年，坦桑尼亚接受了115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8.2%。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2，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256.以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来看，坦桑尼亚是当时世界上接受援助比例排在第二位的国家，仅次于莫桑比克。

倘若失去了西方的援助，坦桑尼亚经济势必出现更严重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坦桑尼亚于1991年指定尼亚拉里委员会进行考察，并于1992年开始实行多党民主制。对于坦桑尼亚承诺和实施多党民主制，西方主要捐助国深表赞赏，继续向坦桑尼亚追加援款、免除部分债务，如美国一并免除了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表示要进行“民主化”的八个国家的4.19亿美元的债务，以示褒奖。徐济明、谈世中：《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而像其他国家，如刚果（金）、肯尼亚等，因为没有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民主化，而受到西方的制裁，致使经济走下坡路。总的来讲，世界对非洲援助逐年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的190亿美元降到现在的120亿美元，但对坦桑尼亚的援助却十分稳定，每年将近10亿美元。熊志勇：《发达国家援助非洲的方式—以坦桑尼亚为例》，《西亚非洲》，2003年第1期，第19页。外界继续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解决了坦桑尼亚的燃眉之急，经济发展有了较为充分的资金保障和驱动力。另一方面，坦桑尼亚对西方援助资金的依赖也日渐加重。

对外援依赖的加深，迫使坦桑尼亚继续实行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的政策从预算比例上看，每年坦桑尼亚得到的发展援助额相当于坦桑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0%。坦桑尼亚国家预算的1/3以上来自外援。在坦桑尼亚2001—2002年国家预算中，来自外援的比例竟高达48%，其中用于发展的预算，90%都来自外援。同上文，第22页。援助国的资助无论从款项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增强了执政党的实力和资本。其中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4月，当总统候选人内部提名开始时，瑞典和日本启动了曾被拖延的预算支持，这给现任总统在党内外竞选活动中增加了一张强劲的底牌。2000年10月选举前三周，援助国又在重债穷国援助方案的框架中作出决定，削减坦桑尼亚的债务份额。捐助国的举措某种程度上突出了执政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和外国对其执政能力的嘉许，为执政党注入了强有力的竞选支持。JonasEwald，ElectionalismorDemocracy?TheInterfacebetweenEconomicReformsandDemocratisationinTanzania，Oslo，Norway：PeaceandDevelopmentStudies/CentreforAfricaStudies，2002，p.12.这些资助表明了援助国对坦桑尼亚执政党继续进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奖赏。另一方面，援助也继续加深了坦桑尼亚对外经济和财政依赖，加重了政策制定上对外部的依从。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随着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坦桑尼亚放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坦桑尼亚在经济政策选择上已丧失了部分自主权。

依赖外国援助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力量的牵制，损害国家独立。对此，尼雷尔曾生动形象地指出：“我们怎么可能依赖外国和外国公司的赠款、贷款和投资而又不危及我们的独立呢？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谁付给笛手钞票，谁就点曲子。’我们怎么可能既依靠外国政府和公司来实现我们发展计划中的主要部分，而又不把我们的大部分自主行动的自由交给这些政府和国家呢？事实上是办不到的。”JuliusK.Nyerere，“TheArushaDeclaration”，inFreedomand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p.239.“即使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钱，这种对他人的依赖势必危害我们的独立，损害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政治方针的能力。”JuliusK.Nyerere，op.cit.，pp.240241.因此，尼雷尔力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

多党民主化之后，坦桑尼亚政府的治国思路与尼雷尔所坚持的《阿鲁沙宣言》所宣示的社会主义精神和自力更生原则渐行渐远。坦桑尼亚经济管理已经出现“外在化”现象，在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已无多少自主的空间。一位学者曾尖锐地指出非洲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以来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情况：“至今，国家对非洲人来说仍然没有国际援助机构和捐赠团体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制定发展政策，并使他们有钱花。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处方而制定时，这个国家的教育、医疗保健等政策的制定也需要同世界银行协商以便能够得到‘减贫项目’资金的援助，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开支方面比政府的影响力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民选的总统和议会对制定政策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陈万新译：《非洲民主是个骗局》，《编译参考》，2003年第10期，第29页。坦桑尼亚也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坦桑尼亚不仅要按照西方的要求搞民主，也要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行政管理和制定经济政策。各援助国除提出一些具体的援助条件，如要求坦桑尼亚提供配套资金或保证所聘工作人员的条件外，各捐助国都制定了明确的提供发展援助的原则和领域。如欧盟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发展和巩固坦桑尼亚的民主与法制；美国的指导思想是，促进民主和人权，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据此，援助国还提出其他条件，如坚持限制坦桑尼亚政府机构的规模，要求建立透明的核算制度等。另外，人权状况也是援助国的一项政治条件。1995年桑给巴尔大选引发朝野争端，欧美援助国便以不民主为由中止对桑给巴尔的援助。直到2001年10月，两党签订和解协议后，一些国家才恢复援助。②熊志勇：《发达国家援助非洲的方式——以坦桑尼亚为例》，《西亚非洲》，2003年第1期，第20页。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推行民主化之后的坦桑尼亚，出于对西方经济上的严重依赖，继续唯西方捐助者之命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所竭力鼓吹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调整方案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而这一方案的特点便是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是以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为特点的，势必造成坦桑尼亚更深地陷入“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窘境。

援助背后有大量的经济利益,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发达国家通过援助、贷款和投资，每注入非洲100美元，最终要从非洲拿走106美元。这也是坦桑尼亚状况的最好写照。这些年来，欧盟、日本和美国同坦桑尼亚的贸易都处于增长势头。这些国家都通过力促坦桑尼亚政府修改有关海关、税收和移民等方面的规定，为其投资创造条件。②


（三）民主化导致否定社会主义

自1992年实行多党民主化以来，坦桑尼亚否定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进而导致效率优先、忽视公平的政策畅行无阻。

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受到社会主义原则的制约尼雷尔执政后期，曾对乌贾马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作出调整。1985年接替尼雷尔担任坦桑尼亚总统的姆维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参与下，加快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但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传统乌贾马社会主义理论和道德经济的制约。

在一党威权型政治体制之下，长期以来，革命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将建设“乌贾马社会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坦桑尼亚革命党奉行国有化、计划经济等传统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其思想理念与原苏联、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遵循的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相近。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主旨在于强调市场化、推行自由经济、减少政府直接干预，这与以往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革命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上都进行过一些调整，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姆维尼执政后，坦桑尼亚政府于1986年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调整方案，先后实行了三个“三年经济恢复计划”。1987年革命党召开三大，通过了《1987—2002年革命党工作纲要》，对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了重要修订，确定坦桑尼亚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从落后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分为不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采取坚定措施消灭资本主义和剥削，并在经济、社会服务事业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基础”；坦桑尼亚经济含有四种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社，其中国家所有制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经济的钥匙。DeanE.McHenry，LimitedChoice：thePoliticalStruggleforSocialisminTanzania，London，1994，p.177.然而，对传统计划经济小幅度的调整，难以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精神，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难以迈开步伐。

通过搞民主否定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全面摒弃。在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非洲国家中，如果说多党民主化政治上是以否定执政党的法定领导地位为特征的话，那么这场运动在经济上就是以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公有经济主导地位、社会公平优先等社会主义原则为特征的。

1992年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化，为坦桑尼亚进行新的政策调整，以排斥社会主义、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契机。当时外部环境不利于坦桑尼亚继续奉行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先是放弃社会主义，而后瓦解。解体前的苏联还对一些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非洲国家直接做工作，要它们也实行“公开性”和“政治改革”。1989年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贾丕才明确声言，发展中国家依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已行不通。朱重贵：《非洲政治变革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西亚非洲》1992年第5期，第4页。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变化，带动了原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改旗易帜。西方更是对社会主义极尽贬抑之能事。1991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强调：“起初，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曾因社会主义时兴而遭到排斥；而今社会主义失败的试验已经走完了它的路程。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必须在非洲大陆加以应用。非洲上层政界人士重新发现政治和经济自由是进步源泉的基本真理，我们需要支持这股正在发展的现实主义思潮。”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援助组织，无不要求非洲国家放弃一党威权体制的同时，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

苏联东欧局势的变化使坦桑尼亚国内的反对党也受到鼓舞和启示。他们乘变革之风，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弊病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提出取消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同时也猛烈抨击执政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政策。不少学者认为，必须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才能保障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有的学者指出，“政治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允许市场力量自由运行等等，没有国家政治体系的自由化，经济的自由化是不可能的”ESAURP，TheRoadtoDemocracy，TemaPublishersCompanyLtd.，1998，p.80.。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尼雷尔表示，“如果东欧发生了变化，其他一党制国家难免不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也将受到影响”。他还说，他的国家将从欧洲吸取“一两个”教训。NewYorkTimes，February27，1990.但是，尼雷尔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鉴于他在国内的崇高威望和重要影响，在其在世的时候，执政党对这一政策的否定还是留有余地的。

尼雷尔的继任者姆维尼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尼雷尔，“他没有自己的政治构想，并不真正坚信社会主义，也缺少强制推行社会纪律的倾向或能力”GoranHyden，“TopdownDemocratizationinTanzania”，inJournalofDemocracy，No.3，1999，p.144.。在公开的政策阐释场合以及在竞选运动期间，姆维尼和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声言，尽管执政党目前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提法，但与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肖复荣：《非洲社会大动荡的趋向》，《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第14页。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事实上已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坦桑尼亚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文件都强调私有经济的作用：“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促进私有化，”“创造一个私人经济活动的有利环境，增强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德国《商报》1999年10月1日;“Administration”，http：//www.tanzania.go.tz/administration.html。

1995年6月首次多党民主选举在即，革命党内部出现了路线斗争，形成两大派别：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主张变革的温和派。1995年6月，在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茨姆瓦加（Chimwaga）会议上，为推选革命党总统候选人，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斗争达到了顶峰。最终，主张改革的姆卡帕击败总理姆苏亚，后者代表了党内的保守力量，主张继续走乌贾马社会主义道路。姆卡帕则代表着改革力量。T.L.Maliyamkono，TheRaceforthePresidency：TheFirstMultipartyDemocracyinTanzania，TemaPublishersCompanyLtd.，1995：27.

姆卡帕在读中学时是尼雷尔的学生，曾任尼雷尔总统的新闻秘书，与尼雷尔交往较多，关系密切。他一方面力主贯彻尼雷尔的“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治国方略，同时又主张进行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得到尼雷尔的信任和支持。他对社会主义与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进行了糅合，试图自圆其说。然而，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谋，是取悦尼雷尔、赢得其信任和支持以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手段，是权宜之计，在对社会主义抽象地予以肯定的同时，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姆卡帕对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涵事实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尼雷尔逝世后，革命党决定对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大的变更，提出了新的修宪动议。此前坦桑尼亚宪法虽然几经修改，社会主义的内容已经多次被更改，但宪法中以《阿鲁沙宣言》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上得以保留下来。革命党认为，这些内容与坦桑尼亚全国范围正在普遍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党民主体制是不相符合的。为了不为反对党所利用并取悦国外捐助者，革命党中央决定对这些条文进行相应修改，明确宣布坦桑尼亚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2000年2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再次修改宪法。宪法修正案并未对正文中坦桑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作改动，而是在1977年宪法末尾增添了“社会主义”一词的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是指平等、民主、和平与正义。”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RepublicofTanzania，1997，PrintedbytheGovernmentPrinter，DaresSalaam，2003.theEditionincorporatesandconsolidatesallamendmentsmakeintheConstitutionsince1977uptothe30thJune，2000，p.77.而《阿鲁沙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权威性界定为：人人平等；任何个人都有保持尊严和受到尊重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有权参加县、省和中央各级政府的工作；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行动、宗教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个人都有权从他付出的劳动中得到公正的报酬；全体公民受其子孙后代委托共同拥有国家的全部自然资源；为了保障经济方面的正义性，国家必须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有效的控制；国家有责任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防止人剥削人、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防止财富的积累达到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相容的程度。JuliusK.Nyerere，“TheArushaDeclaration”，inFreedomand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pp.231232.新的宪法修正案的界定无疑是釜底抽薪，意味着坦桑尼亚从根本大法上确立国家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大多数议员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次宪法修正案的另外两项内容，即实行总统简单多数当选制、增加总统任命议员的名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反对党的抗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坦桑尼亚执政党拟采取的是一项不受束缚的、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忽视公平的方式求得经济增长的政策。此时对坦桑尼亚政府来说，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意味着从理论上、指导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彻底取消了限制，为全面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铺平了道路。

对社会主义实质性的否定，为推进忽视公平的政策铺平道路对社会主义内容一步步地抽空和最终对社会主义原则实质上的全面放弃，意味着坦桑尼亚被一步步地纳入资本主义体系。

正是因为坦桑尼亚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原本定义，放弃了公平和道德经济，坦桑尼亚执政党才得以采取名义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而事实上单纯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的政策，以资本主义的手段、不惜牺牲社会大众福利保障的手段来发展经济。

社会发展的停滞势必危害经济增长。财富越来越向城市少数人手中集聚，农村依旧普遍落后，事实上陷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的“现代化”陷阱。广大农民、城市下层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社会保障等福利而衣食无着，生活拮据，形成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救助显然不能治本。这对国内需求甚至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它造成购买力低下，居民储蓄率低，严重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很有可能切断国民经济低速增长的链条，使国民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并且会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经济发展。

概括而言，民主化以来的坦桑尼亚处于一种经济低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发展恶化的情势，其原因主要是被迫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方案，紧缩财政开支，片面强调效率，忽视社会公平；而民主化导致对西方依赖加深和对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的放弃，对这一局面的出现则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民主化本身的其他方面也分别对坦桑尼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会绝对地导致经济绩效差，尽管是局部的和短期的。比如，出于选举需要的短视考量，执政党争取选票的努力往往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竞选运动中，执政党出于收买人心的短期效应，扩大公共开支，允诺增加就业和最低工资保障，造成选举一时的经济繁荣。然而，当选后，福利支票并不兑现。两次大选后，首都均出现了经常性的停电、断水现象，与选举前的虚假繁荣形成反比。在多党大选临近时，坦桑尼亚国内各种政治矛盾往往较以前突出，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处理经济问题。1994年坦桑尼亚经济的下滑与此有密切关系。高额的选举费用对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言也是重大的财政负担。两次大选，政府都支付了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经费，用以提供选举器材和选票、选举工作人员的津贴、各个政党的经费补贴等，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在桑给巴尔，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民主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民主导致动荡、执政党政令难行、外国制裁、外国投资和捐助以及游客减少，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否使人民群众因改革而得到实惠，是决定执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检验坦桑尼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取的重要标准。


四、民主化与反腐败问题

腐败是坦桑尼亚的一大社会痼疾，坦桑尼亚公众无不希望当局整饬政风，惩治腐败，形成弊绝风清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界对通过民主化的方式解决政府官员徇私舞弊问题抱有很大希望。通过民主化来治理腐败也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愿望。比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民主制度下政客对自己再次当选的渴望能够限制其贪欲；而通常伴随民主程序产生的对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则能够使政务公开和透明成为可能。相比之下，非民主国家则特别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因为其统治者所组成的政府缺乏对权力的制衡。”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5页。一位知名政治活动家这样说：“在民主制度下，腐败就得到了彻底的曝光和沉重的打击。只有在一种多元主义的、宽容的、言论自由的和人身安全的环境中，腐败才能被审查、被清除。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这样的环境。”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杰里米•波普编:《反腐策略：来自透明国际的报告》（王淼洋等译）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1页。坦桑尼亚有的学者也指出：“民主努力的结果是，政府结构和运作中的弱点得到暴露、政府的透明性增加，以及议会的警惕性（vigilance）加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遏制腐败现象。”ESAURP，eds.，TanzaniasTomorrow，AnEasternandSouthernAfricanUniversitiesResearchProgrammePublications，TEMAPublishersCompanyLtd.，1996，p.110.

包括尼雷尔在内的坦桑尼亚政治家也持这种看法。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尼雷尔明确指出，“革命党内确实存在腐败、官僚主义等许多问题，正在使党的形象受到玷污，使之丧失战斗力。这些问题仅仅靠本党廉政机制已无法加以解决，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众多政党并存机制，以使革命党在竞争和挑战中得到净化，获得新生。革命党必须主动实施变革，迎接挑战，否则将被人民所抛弃”C.LegumandG.Mmari,ed.，Mwalimu：theInfluenceofNyerere，BritainTanzaniaSociety，1995，p.75.。事实上，通过多党民主化来控制腐败，正是尼雷尔倡导改行多党制的重要动因之一。

然而事与愿违，民主化以来的实践表明，坦桑尼亚并没有有效地遏制腐败，国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的现象有增无减。民主化并没有减少腐败，反而增加了新的腐败源——充斥贿选、舞弊的竞选和选举。有的学者评论道，“尽管姆卡帕政府在反腐败运动中付出了诸多努力，坦桑尼亚的腐败现象仍然根植于该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之中”BruceHeilmanandDr.LaureanNdumbaro，“Corruption，Politics，andSocietalValuesinTanzania：AnEvaluationoftheMkapaAdministrationsAnticorruptionEfforts”，inAf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7，No.1，2002：15.。下文将在考察坦桑尼亚控制腐败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对通过民主化来克服腐败的绩效作一评估。


（一）坦桑尼亚反腐败的历史回顾

独立初期1961年，坦桑尼亚获得政治独立。对于一个刚刚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年轻国家而言，坦桑尼亚公职人员是受人敬重，并且待遇较高、衣食无虞的体面的职业。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坦桑尼亚的生活费用相对较低，公务员能获得一份像样的收入。高级公务员自己有能力购买汽车和住宅，而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也可以用自己的工资养活其家庭，不必借助于第二份工作或兼职。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赋予坦桑尼亚公职人员一种使命感，那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都珍惜自己的名节和尊严，具有一种忠于职守的责任心和为国服务的神圣意识。

民本主义是官场道德的核心，道德要求是所有政体都拥有的特征。但是显而易见，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依赖道德要求来维持廉洁。尼雷尔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坦桑尼亚大力提倡勤政和廉政，并以身作则。贪污受贿在非洲国家是普遍现象，不少领导人拥有“奔驰”汽车，在西方银行有巨额存款。但是，在坦桑尼亚，没有人会说尼雷尔总统利用权势发财致富。他为政清廉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人中，尼雷尔被称为“非洲贤人”，深受人民的爱戴，成为廉洁奉公的楷模和象征。担任总统20多年来，他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那样的高薪，没有国外存款，1981年获得“第三世界基金奖”10万美元，也全部献出来用于修建国家图书馆。他没有高级别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里。房子与普通民居没什么两样，摆设和窗帘都十分简陋。尼雷尔总统的家乡布蒂亚玛村距离马腊省首府穆索玛有40公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国会议员考虑到尼雷尔的健康，为减轻他在旅途中的颠簸，同时也为沿途村民提供方便，曾多次提出动议，把这段土路改建为柏油路面，而每次尼雷尔总统都以“国家还不富裕”为由回绝了。至今这段路仍然是土路。

尼雷尔十分重视对子女、亲属的教育，不允许他们借父亲的声望搞特殊化。1978年，尼雷尔的长子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工程系读书时，因参加了学生组织的、反对议会通过给议员和部长加薪决定的示威游行，按政府规定，凡参加示威游行者一律遣送回家乡。当时，警察把他的儿子送到总统官邸。尼雷尔当即表示，他与其他学生一样对待，遣送回家乡劳动。尼雷尔总统的第三个儿子在大学工科毕业后，曾到朝鲜和中国进行过短期学习。1983年，被尼雷尔总统动员回乡务农，在村子里推广农业新技术。尼雷尔的长子后来成为空军飞行员，曾参加过1979年反对乌干达阿明的军队入侵的战斗，后因身体不好复员回家务农，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尼雷尔总统的大哥原是酋长，自从废去酋长称号后，就一直在老家务农。同样，尼雷尔总统的弟弟约瑟夫•尼雷尔和姐姐也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与非洲大陆某些利欲熏心的领导人不同，尼雷尔没有被权力所腐蚀。

尼雷尔努力强化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给他们规定了较高的道德水准，并通过政策文件予以强化。1967年2月，尼雷尔起草了《阿鲁沙宣言》，并根据《阿鲁沙宣言》的精神制定实施了《领导人道德准则》，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谋取商业利益，确保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勤谨，促进全国的道德建设。《领导人道德准则》要求党政各级领导及其家属必须坚持革命的原则，必须廉洁奉公，为民众服务，拒绝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权力和物质诱惑。《领导人道德准则》明令禁止执政党高级官员经商或在任何企事业单位兼职或担任任何名誉职务，公务员、国家领导人以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许拥有双份或多份薪金，不得在任何公司中拥有股份，不得在私人企业中担任经理，不许出租房屋或从事其他获利活动。《领导人道德准则》公布后，共计35名议员为了保留议员资格而放弃了额外收入。尼雷尔的妻子将“用于弥补家庭开支”而经营的一家规模很小的家禽饲养场上缴政府。但也有些中高级官员，为了保留超过规定的房地产和其他高收入而宁愿弃官经商。

1975年6月，坦盟开除了希尼安加省党委主席和阿鲁沙省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四名违反《领导人道德准则》的高级官员。在尼雷尔执政时期，坦桑尼亚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道德经济”，个人私利远远没有像后来在市场经济体系里那样重要。因此，《领导人道德准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有效的实施，缩小了工资收入者的收入差距，限制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尼雷尔为代表的高级干部两袖清风，而坦桑尼亚在非洲国家中也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形象。有的学者认为，在独立后的历史上，坦桑尼亚一度完全没有出现腐败。EconomicandSocialResearchFoundation，AReportonCorruptioninTanzania，inhttp：//www.esrftz.org/anticorruption/corruption_in_tz.htm.在那一时期，高级官员中没有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低级官员间或有腐败现象发生，他们索取和收受小额的钱财，为此受到处分，但腐败的影响较轻微，尚未破坏政府机关的整体形象。

经济崩溃带来道德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坦桑尼亚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品的供应都十分紧张，商店排起了购物长队。日用生活品的极度短缺迫使政府实行商品配给制，并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放宽进出口管制，鼓励私人经营国内外贸易，以促进消费品进口、丰富商品供应。此时国家控制经济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变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行，单一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变成国营—集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并存。1978年，私营资本在社会固定资本构成中所占份额上升到五成以上。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受公共权力支配，而另一部分受市场支配，这种经济结构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开办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开具许可证，为数相当多的党政军官员利用职权向商人、企业主索取钱财。领导干部还利用职务之便和政策宽松的环境开办企业。此时，“坦桑尼亚政府部门的效率、敬业精神和廉正性开始急剧下降，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Sedigh，shahrzad&Alexmaganda，“TheFightagainstCorruption”，inTickStapenhurst&Sahr.J.Kpundeh，ed.，CurbingCorruption：TowardaModelforBuildingNationalIntegrity，Washington，D.C.：WorldBank，1999，p.153.。

总的来看，全国范围的腐败问题积重难返，逐渐成为革命党的一大痼疾。政府虽然力倡反腐，但腐败风气未能根本扭转。1983年3月，坦桑尼亚政府发动了一场“反经济破坏”运动来控制腐败，主要目标是打击那些从事黑市交易和侵吞公款的“经济破坏分子”。警方在两周内逮捕了数百名涉案人。一个月之后，议会颁布《反破坏经济法特别条例》，后代之以《有组织的经济犯罪控制法》。但这场运动未能控制腐败的蔓延。“如果说它有什么影响的话，只能说腐败作为办成一件事情必需的基本手段已被更广泛地接受。”Ibid.，p.156.

姆维尼政府时期的腐败问题和反腐败斗争姆维尼执政初期曾痛下决心惩治腐败，将反腐倡廉列为施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并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比如成立反腐败调查委员会，要求革命党高级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等。1990年3月，姆维尼宣布改组内阁，责令七名涉嫌腐败的部长限期辞职，一批违法乱纪的政府部门高级公务人员被调任、撤职或传讯。

但是总的来说，姆维尼政府的反腐败措施仅仅限于几次集中整肃，并没有形成机制性的、依法进行的监督与惩戒，平时则疏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监督和管理。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姆维尼不仅未能在廉政勤政问题上以身作则作出表率，而且对其子女和亲属疏于管教，对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谋求私利视而不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予以纵容。尤为糟糕的是，姆维尼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推出了助长腐败的政策。1990年2月，在姆维尼的授意下，革命党全国执委会在桑给巴尔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废止《阿鲁沙宣言》中关于禁止党政官员从事任何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任何经济活动的规定。会议作出决议，允许各级革命党官员兼职、受雇于公司或出租房屋，以正当收益弥补工薪之不足。这是对《阿鲁沙宣言》所规定的政治路线的首次调整。这一新的政策举措出台后，政府并未着手建立相应的监督和管理体制，更未指示政府相关部门相应修改党政军官员行为准则或制定相应的行政条例，以强化公务人员队伍廉政建设机制，导致官员腐败成风。此后坦桑尼亚政治体制进入转型时期，新旧制度碰撞，政治和经济秩序混乱，管理失序，莫衷一是，控制腐败无章可循，更为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结果是腐败盛行，大批官员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成为风气，导致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败坏了革命党的清廉传统。法律形同虚设，甚至司法部门也参与了腐败活动，“警察行使法官职权，法院从事商业活动”。鉴于姆维尼放任自流导致腐败肆虐，舆论界讥讽地称姆维尼为“绿灯先生”（Mr.Ruksa）。政府官员的招权纳贿、腐化堕落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慨，成为革命党继续执政的一大障碍。

为了在1995年举行的首次多党制大选中取得胜利，革命党又一次大张旗鼓地开展整肃行动，鼓励群众举报腐败官员，撤换了一些舆论反应较大、有腐败嫌疑的部级和司局级高官和军界要员。此举作为权宜之计收到一定的成效。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反腐败措施与绩效

姆卡帕在赢得总统选举后，履行竞选期间作出的打击腐败的承诺，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

1995年12月，新成立仅一个月的姆卡帕政府颁布了公共机构领导人道德准则，要求内阁成员和高级公务员申报私人财产，并在道德准则上签字。同时成立直属总统管辖的道德秘书处（EthicsSecretariat），其职责是处理公职人员违反道德、滥用公权的行为。所有选举上来的或未经选举的高层官员都必须填写有关财产情况的表格，交给道德秘书处。秘书处共有六名调查人员，它可以调查高级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

1996年1月17日，姆卡帕下令组建由前总理瓦里奥巴（Warioba）负责的反腐败委员会（PresidentialCommissiononCorruption），亦称瓦里奥巴委员会。该委员会对总统负责，其工作重点是：评估有关征税的法律、规则和程序以减少征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颁发公司和企业营业执照，以及负责投标、招标等事宜。该委员会还要负责评估各反腐败机构的办事能力以及向它们提供如何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议。委员会于1996年12月向社会公布了其调查报告，公布了一批涉嫌腐败的高层官员名单，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法律的有效执行问题、行政机构的无能和缺乏可信度、民众获取公共服务的困难和冗长程序以及国家机构领导能力的衰微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自1998年开始，预防腐败局（PreventionofCorruptionBureau，PCB，成立于1975年）扩大权限，有权进行立案调查并直接把腐败案件呈交法院。其预算和编制也大幅度增加，工作人员从1995年的256名增加到2000年的1461人，各领域接受过高级培训的调查人员如律师、审计师被吸收进来。预防腐败局在各主要省份都设立了办公机构，受理腐败案件也迅速增多，从1995年的168件上升到2000年的1128件。BruceHeilmanandDr.LaureanNdumbaro，“Corrubption，Politics，andSocietalValuesinTanzania：AnEvaluationoftheMkapaAdministrationsAnticorruptionEfforts”，inAf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7，No.1，2002，p.7.

2001年，政府还成立了人权与良政委员会（HumanRightsandGoodGovernanceCommission），负责接受举报和上访，并采取调查等反腐败措施。姆卡帕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运动引起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要求一些专业机构参与到反腐败运动中来，以监督公职人员的活动。在基层，政府进行了一些民意调查，以获取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有腐败行为的公务人员的信息。

根据瓦里奥巴委员会的调查和其他反腐败部门的报告以及群众举报，姆卡帕责令对涉嫌重大腐败案件的高官进行调查、审理和处罚。最终，共逮捕、审判和处分了20多名涉案人员，包括时任正副财长、自然资源部部长、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和前任劳工部部长等部级官员。

较之于姆维尼政府，姆卡帕反腐败的力度有所增强。执政党反腐败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然而又是有限的。总的来讲，推行民主化以来的坦桑尼亚，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腐败之风日甚一日。政府官员招权纳贿、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大行其道，百姓侧目而视。坦桑尼亚公众认为尽管政府作出了很多努力去控制腐败，但几乎没有改变什么，腐败活动仍然像以前一样猖獗。还有人认为姆卡帕并没有真正去努力消除腐败现象。报纸几乎每天都载文揭露最新的腐败指控，比如，一位流亡国外的坦桑尼亚人（他曾经是坦桑尼亚一座金矿的总经理）向议会透露，在2001年4月，很多政府高官来到他负责管理的金矿，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索取黄金。2003年，媒体披露了预防腐败局官员的腐败行为，令人触目惊心。TheGuardian，May6，2003.公务人员的廉洁受到严重侵害，腐败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务人员只有当接到贿赂时才肯提供服务；政府官员只有在拿到回扣时才肯履行合同。甚至因为腐败，伸张正义的法庭作出的判决也无公正可言。ESAURP，eds.，TanzaniasTomorrow，AnEasternandSouthernAfricanUniversitiesResearchProgrammePublications，TEMAPublishersCompanyLtd.，1996，p.110.批评家们指出，政府只是口头谴责腐败行径并作一些敷衍了事的变革；高层领导人并没有承诺要根本改变现存体制、给予公众权力使得他们能够监督那些滥用公权的官员。国际捐助者指出，坦桑尼亚的腐败状况，尽管尚不能同肯尼亚或其他非洲国家等量齐观，但也已达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程度。TheGuardian，December12，1997.2000年，欧盟在坦桑尼亚的前首席代表敦促坦桑尼亚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打击和清除腐败。一年后，在有关非洲发展的第三届东京国际会议上，坦桑尼亚被列为没有有效利用日本援助的国家。BruceHeilmanandDr.LaureanNdumbaro，“Corruption，Politics，andSocietalValuesinTanzania：AnEvaluationoftheMkapaAdministrationsAnticorruptionEfforts”，inAf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7，No.1，2002，p.9.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腐败已经减少的说法，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索取贿赂的官员。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公布的坦桑尼亚的清廉指数一直很低。1997年，即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五年之后，坦桑尼亚清廉指数仅为1.9，在90个国家中居倒数第四（与以贪污著称的尼日利亚相同）。1998、1999、2000年，坦桑尼亚的这一指数分别位居倒数第7、13、10位。2001和2002年，透明国际调查的范围加大、国家数目增多，坦桑尼亚仍然位居倒数第23和35位，分值仍然在2.5分上下，位于严重腐败国家之列。坦桑尼亚的腐败由此略见一斑。据透明国际网站资料，见http：//www.transparency.org。透明国际成立于1992年，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它建立了一种廉洁指标体系来对各国或地区的清廉进行衡量和比较。清廉指数以企业界、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他们据其经验和感觉对各国或地区进行打分。在此基础上，透明国际综合许多腐败问题调查报告的结果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出清廉指数。最低分为0，表示最腐败，满分为10，为最清廉。该指数覆盖的国家或地区样本数量较多，应用也比较广泛，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评价清廉或腐败较为普遍认可的指标，并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作为评价一些国家或地区清廉或腐败状况的重要依据。该组织是于1998年起公布坦桑尼亚清廉指数的，每年的报告公布的是前一年的情况，所以该组织公布的有关坦桑尼亚最早的数据是有关1997情况的。表831998—2003年坦桑尼亚廉洁指数.

年份指报告公布年份

反映前一年情况廉洁指数廉洁排序/参与

打分国家数目腐败排序19981.9第81/85第4，与尼日利亚并列19991.9第93/99第720002.5第76/90第13，与另两国并列20012.2第82/91第1020022.7第71/102第23，与另五国并列20032.5第92/133第35，与另七国并列.


（三）单纯民主的手段无法控制腐败

为遏制腐败、整饬社会风气，执政党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收效甚微。坦桑尼亚各界通过改行民主制遏制腐败的期望落空了。在1995年的选举中，腐败曾是一个中心话题，最大的反对党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在其主席姆雷马的率领下，以抨击政府腐败和承诺严惩腐败为旗帜，一举夺得27.8%的总统选票和6.9%的议席。而执政党也抓反腐败的旗帜以改善形象。人们似乎看到了通过民主化的方式控制腐败、重新回到独立初期那种弊绝风清局面的希望。然而，在2000年大选中，人们对反腐败问题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了，人们既对执政党反腐败不抱希望，也不相信反对党能有效地处理腐败问题，因为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作为大陆最重要的反对党没有解决自己的廉洁问题，该党资金管理不善，姆雷马被指控私自挪用经费牟利。为什么人们会对民主化失望呢？为什么坦桑尼亚没有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控制腐败呢？

民主在控制腐败问题上的作用有限多党民主制带来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政府管理、遏制腐败。一方面，反对党必然会把实行良政和加强反腐败作为竞选纲领以争取人心，并对执政党的腐败行为进行抨击，起到了某种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执政党为赢得选举继续执政，也需要在改进治理、反对腐败问题上有所承诺以改善形象，争取民心。但总的来说，在遏制腐败问题上，民主政治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民主在遏制腐败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制造的腐败抵消了。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普选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源泉之一。普选制造政客、选民和捐助者之间的金钱交易机制。一方面，为了接触和说服尽量多的选民，取悦选民，政客需要钱。一些有钱缺权的人愿意资助政客当选。另一方面，当选的政客既需要以公权回报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也需要兑现选举前的许诺，向利益集团送上具体的好处，以公权回报捐助者的“投资”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71、7576页。。

坦桑尼亚的选举过程受到腐败行为的严重侵蚀，候选人公开用各种礼品取悦、贿赂选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为吸引选民，竞选班子在举行集会时往往免费赠予选民肯加（khanga，坦桑尼亚服饰）、T恤衫、食物和饮料等礼物，这显然是一种贿赂方式。更有政客赤裸裸地使用现钞收买人心。在2000年7月底至8月初革命党遴选议员候选人的初期选举中，多次出现参选人手提成袋的钞票贿选的情况。在有些地方为了分配这些钱，工作人员和选民间发生争吵和哄抢。在初期选举结束的时候，姆卡帕总统宣布三个选区的结果无效，因为富有的商人用钱影响了这些选区的选民投票。姆卡帕声言，“我们不能接受革命党被一小撮人收买”HerryLyimo，“EngineerstakeupMkapaschallengeongraft”，inSundayObserver，August13，2000.。这并不足以取信于民。尽管革命党取消了这三个选区的选举结果，但仍然存在更多的腐败行为，以及那些不够资格的候选人以后又被邀请去为新的候选人负责竞选宣传。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使用贿赂手段当选后，其廉正性受到质疑，他们当选议员后能否公平地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备受质疑、大打折扣的。

尽管有姆卡帕的声明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他们要求民众拒绝贿赂或者接受钱，“凭良心投票”，大众还是希望候选人给他们钱和礼物，然后才去参加竞选集会或者参与投票。在一些贫困的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日益恶化，“人们不知道牛肉和啤酒的滋味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因此这时的宴请就格外有诱惑力。选民被请到餐厅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这些人就会盲目地投宴请者的票，无论他的品行和能力如何。AbubakarSalim，IllegalPracticesduringtheElectionProcessesintheLightoftheElectionsAct，DaresSalaam，1985，p.52.

有的学者在考察了1995年竞选活动后指出，坦桑尼亚此前的历史上从未有使用如此多的钱物和如此不现实的允诺用来贿赂选民的。ESAURPElectionsMonitoringTeam，EvaluationReportofthe1995GeneralElectionsinTanzania，TEMAPublishersCompanyLtd.，1996，p.19.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位学生对布恩达（Bunda）、泰麦克（Temeke）等九个选区进行调查后指出，腐败、舞弊行为在这些选区十分普遍，包括双重提名、胁迫、请客取悦选民，以及使用种族歧视手段。AbubakarSalim，op.cit，p.56.1995年的大选之后，各地法院先后接到134项选举方面的诉状，指控选举中的腐败和其他违法问题。Ibid.，p.55.

坦桑尼亚法治的薄弱造成腐败肆虐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制体系和法治手段，坦桑尼亚在限制官员掌握的公共权力方面成效不大。在市场经济时代，分权制衡是控制腐败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而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必然使反腐败的法规形同虚设。上文已指出，坦桑尼亚的政治体制缺乏分权制衡机制，司法和行政执法系统受到执政党的控制和影响。这极大地妨碍了反腐败措施的贯彻。在人治为特征的政体——无论是一党威权制，还是缺乏法治的民主制中，任何反腐败机构都不可能成为独立机构。在坦桑尼亚，预防腐败局的工作总是受到那些有权有势者的严重影响。“预防腐败局的工作人员经常抱怨高层官员干预他们的调查取证工作，并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怀疑这些官员打击腐败的承诺。”BruceHeilmanandDr.LaureanNdumbaro，“Corruption，Politics，andSocietalValuesinTanzania：AnEvaluationoftheMkapaAdministrationsAnticorruptionEfforts”，inAf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7，No.1，2002，p.14.

另一方面，由于司法和执法部门缺乏独立性，其公正性是令人怀疑的。人们普遍认为，把一件案子送到法院去，能得到公平审理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在警察、律师、原告、证人、法官以及审判官这一链条上贿赂横行，足以摧毁整个诉讼过程。反腐败斗争本身往往要依赖那些参与腐败活动的政府官员。这在1999年的一次事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那时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以确定在政府各部门中有哪些人存在腐败行为，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给负责反腐败的官员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恩扎加（Nzega）县，政府秘书强迫群众在本该是匿名回答的调查问卷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被调查的群众填写了调查问卷，但大多数回答是不真实的。他们感觉到该秘书是想知道究竟是谁检举他有腐败行为，然后伺机进行报复。此后再进行类似调查的时候，出于厌恶和害怕其中有诈，群众拒绝参与。凡此种种，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反腐败机构本身的廉洁性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缺乏法治导致缺少严惩腐败官员的步骤由于缺少法治，坦桑尼亚虽然制定了若干反腐败措施，但执行不力，形成了一个支持、纵容官员滥用职权的社会环境。姆卡帕政府抓了一些大的案件并进行处罚以儆效尤，但总的来说，政府对腐败官员采取的措施不够严厉。政府在反腐败运动中经常面临的一个批评是，反腐败只是抓到了一些下层官员和失去权势的人作为“替罪羊”而已。BruceHeilmanandDr.LaureanNdumbaro，op.cit.，p.15.尽管演说中、报刊文章里、社论中以及会议上都在强调反腐败的必要性，事实表明，“高层官员的行为非常清楚地表明：那些总抓住腐败问题不放的以及力图让官员向民众负责的人将自食其果。在坦桑尼亚，没有任何措施保护那些检举揭发腐败或对腐败分子采取合法行动的人”BruceHeilmanandDr.LaureanNdumbaro，op.cit.，p.14.。政府官员们处理腐败案件的方式令民众沮丧和失望。很多进行腐败活动的人都是有权势的人，那些揭发腐败行为的人比那些从事腐败活动的人更可能遭受惩罚。

1992年政治转型之后，坦桑尼亚建立的是一个有民主、缺法治的政体，是以人治为主的政体。缺乏法治的民主政治在控制腐败问题上的能力是有限的，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它带来的消极作用冲淡或抵消了。以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和严格执法为特征的法治是控制腐败最关键的手段。尽管实行了多党民主化，坦桑尼亚仍然是人治多于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反腐败的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贪污腐化并没有随着一党权威制的摒弃而一同消逝；腐败蔓延、弊风不绝与民主政体并存局面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


（四）坦桑尼亚参与全球化的得与失

在2001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发表了对全球化的看法。他指出，倘若游戏规则可行、公正和人道，坦桑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并得到益处的。他批评发达国家“奢谈全球化带来繁荣，却缺少政治意志和真诚，未能帮助非洲摆脱贫困”;指出增加对非投资、减免非洲债务，改善贸易条件应与全球化相伴而行，呼吁发达国家拿出诚意，提供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在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控制艾滋病和疟疾、肺结核等疾病以及其他方面给予非洲更多的帮助。他指出，“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跨国公司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增强能力和竞争基础，全球化才有可能惠及穷国”。姆卡帕总统的这番话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桑尼亚对参与全球化的态度。坦桑尼亚积极倡导和推动区域合作、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在国际讲坛上大声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防治艾滋病、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坦桑尼亚积极利用国际社会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各项措施，谋求国际合作，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和帮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西方挟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势，欲将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压力之下，弱小的非洲国家难以抵挡。对于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而言，问题已经不是搞不搞市场化和民主化，而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怎样审时度势，趋利避害。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非洲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国际金融组织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和多党民主化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坦桑尼亚的对策有自己的特色，也有颇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1986年和1992年是坦桑尼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坦桑尼亚先后开始了以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为内容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经济转轨和政治转型过程艰难而曲折。坦桑尼亚长期以来以社会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自1967年起实行对私营银行、工商企业的国有化，并在农村开展“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动员分散的农户迁移，集中居住和耕作。通过国有化，坦桑尼亚已经拥有一批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伴随“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国家在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普及中小学教育、开展成人扫盲教育成绩显著，农村清洁水供应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也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此外，坦桑尼亚为追求社会公平作了很大的努力，比如采取了限制各级行政官员物质特权的措施，缩小了个人收入间的差距。但是，乌贾马运动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乌贾马运动中部分地区强制农民迁移、集中，并没有激发起农民的劳动热情。国有化造成大量外资抽逃和经营人才流失，国营企业及国营农场因缺乏资金、管理不善而生产率下降，陷入困境。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市场油价上涨、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滞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东非共同体解体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坦桑尼亚经济雪上加霜。70年代后期以来，坦桑尼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对外贸易赤字激增，外汇储备告罄，市场商品匮乏，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财政入不敷出，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坦桑尼亚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如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取消乌贾马村庄的集体耕地，允许农民返回原有土地，鼓励发展小农经济，鼓励兴办私营农场，改造农业合作社体制;大力整顿国营企业;注意发挥私人工商业的作用;放宽进出口管制，鼓励私人经营国内外贸易。经济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债务负担加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枯竭引起能源危机。为缓解外汇短缺、刺激经济振兴，寻求外援、获得资金支持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是以接受其结构调整方案为前提的，遭到尼雷尔总统的强烈抵制。尼雷尔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为殖民帝国的化身”，是“一个经济帝国控制别国经济的工具”。在尼雷尔总统任职期间，坦桑尼亚一直拒绝以放弃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为条件接受国际贷款和外援，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权力以国际“金融警察”的身份行事。

1985年11月5日，姆维尼接替尼雷尔任坦桑尼亚总统，随即恢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话。1986年10月，坦桑尼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接受了该组织拟订的结构调整和财政金融稳定的措施，因此得到西方的援款和重新安排债务的允诺，缓解了外汇紧张的难题，为恢复经济增加了推动力。这样，始于80年代初期的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坦桑尼亚成为最后接受国际金融组织方案的非洲国家。

姆维尼政府和后任姆卡帕政府均执行经济结构调整、改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压缩政府财政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强化税收，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以扩大生产，增加外汇收入，平衡国际收支与财政预算，平抑通货膨胀;颁布鼓励外国投资、私人投资的法律法规，建立自由港、出口加工区和经济开发区，兴建基础设施，为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条件;加强银行的作用，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私人开设外汇兑换所，减少对外贸的控制，鼓励出口;推行私有化，着手对400多家国营企业进行改革，采取合资、售股、租赁和承包等管理方式，减少国营企业的数量，减少国家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对无法赢利的企业进行清理和关闭。同时推出减税、小额信贷等措施，扶植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上述调整措施，坦桑尼亚经济出现缓慢回升趋势。

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事实上已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坦桑尼亚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文件都强调私有经济的作用：“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私有化，”“创造一个私人经济活动的有利环境，增强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2000年2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的第十三次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主义”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明确坦桑尼亚不再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必须指出，尽管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执政党是主动地实行变革，把握着民主化进程的主导权，但事实上，执政党受形势逼迫而作出无奈选择的成分仍然是相当大的。冷战后的非洲面临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人权、政治多元化等作为向坦桑尼亚恢复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原先曾对坦桑尼亚提供援助的北欧国家甚至公开支持坦桑尼亚反对派造势。然而，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80%源于西方。为了继续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援助，坦桑尼亚政府只能面对现实，像当年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方案那样，按照西方援助国的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通过体制转型，坦桑尼亚执政党赢得了政治合法性，也赢得了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援助资金。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扭转了经济连年下滑的局面，国民经济走上复兴的轨道。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4%—5%的增长速度。出口多样化取得进展，黄金、钻石等贵重矿物的勘探、开采和出口成绩斐然，为赚取外汇作出了重要贡献。坦桑尼亚成为非洲继南非和加纳之后的第三大黄金生产国。

尽管参与全球化进程使坦桑尼亚获利颇多，但全球化带给坦桑尼亚的不仅是成功和喜悦。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随着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坦桑尼亚放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事实上，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坦桑尼亚在经济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已丧失了部分行动自由。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参与全球化问题上比其他非洲国家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坦桑尼亚注定要体验全球化的苦涩。

第一，民族一体化进程发生局部逆转，国家团结与统一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进行民族一体化建设，还是进行经济建设，一个能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劲有力的中央领导，和一个同心同德、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定的政局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化之后出现党争，联合政府的权威和施政能力受到削弱，导致政治危机，这给统一民族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局部逆转，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二，经济虽有增长，社会却无发展。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上看，坦桑尼亚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开始显露一些积极的效应。而另一方面，调整和改制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货币贬值和贸易自由化等措施引起进口产品、进口原料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升;财政紧缩造成投资下降，企业开工率不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造成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

不容否认的是，出现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显然也是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的。物价放开使国内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猛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等，削弱了政府管理的效能和社会调控能力，用于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由此引起社会福利和教育卫生条件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坦桑尼亚处于一种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境况中。经济政治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与尼雷尔时期形成看似奇特的比照：尼雷尔总统任职时期经济虽然没有显著增长，社会发展却颇有成效，包括清洁饮用水的提供，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成人文盲率的降低等方面的成就，曾为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所称道。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否使人民群众因改革而得到实惠，是决定执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检测坦桑尼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取的重要标准。


一、赞比亚酋长的传统地位与至高权力

传统社会中，赞比亚的酋长制度是一种具有等级特征的社会管理制度。各个部落、族群都由各等级的酋长来进行管理，一些酋长不过是村里的头人，而权力最高的还被称为国王，他们被认为是酋长等级中的高级统治者。古代赞比亚社会的酋长制度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君主制度，这既与赞比亚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有关，又与黑人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宗教因素有关。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说：“在早期历史上，王的前驱——酋长——往往都担负着双重职能：他是家族或氏族的家长，但也是狩猎或战争的超凡魅力领袖、巫师、求雨法师、巫医——因而就是祭司兼医师，最后，他还是一个仲裁人。凡此种种超凡魅力，往往都是有一个专门的体现者。平时的酋长（氏族头领），其权力来源于家政，他主要承担经济职能，仅次于他的则是狩猎与战争领袖。”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96页。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非洲传统社会里，酋长是祭司和巫师，是统治者和立法者，是战争的指挥者和财富的赐予者，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权于一身，他还是祖先和神灵的代表，拥有至高地位和神圣权力。但是，酋长并不是专制的君王，没有绝对的、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酋长职位给他带来了特权，也带来了责任。而与古代许多地区的封建君主不同的是，酋长的至高地位和权力并不是无边无际的，更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而是要受到本部落或族群人的监督和制约。因此酋长不是绝对的，他有可能被赶下宝座，这也是酋长制度沿袭到今天仍保留的一个特点。


（一）酋长的宗教神权

对神圣王权的信仰是以宗教的早期形式出现的。霍卡特认为，“有一种神性环绕着国王”，也许没有神圣的国王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神。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两河流域的城邦王就自称是神的后裔，人民把他们视为神遣的救星。在古埃及，国王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化身；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太阳的孩子”是靠自称拥有神圣头衔和具有玄妙的知识来确立其统治的。因此，在非洲许多地方人民对国王或酋长的敬畏带有宗教意味，就不足为奇了。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1页。非洲传统宗教信仰众多的神灵，非洲人都相信祖先的神灵是永生不灭的，他们尊敬已故的祖先，而酋长被认为是祖先的神灵在现世的代表，所以酋长被认为是具有神灵性质的人物。人们像尊敬祖先一样尊敬自己的酋长，他们对酋长的尊敬包含着与神灵之间的联系。非洲人信仰的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恰当地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三角形的顶点是象征至高神的天，世间万物皆源于他，最后还要回归于他。三角形的一边是祖先，已故国王和酋长是祖先的领袖；另一边是众神，或自然力。三角形的底边是地，有时被人格化为女神。在人类生活的地面上，酋长和国王是通天的梯级。同上文，第22页。

在班图人中，绝大多数崇拜祖先神灵，每个家庭和群体均崇拜自己的祖先，家长或头人则主持祭仪。一般情况下，在祖先崇拜方面主持献祭的人是村中最年长者或者酋长，他们作为祖先在阳世最有资格的代表。酋长是他的属民的祭司，因为他是神圣的人物，是代表部落或族群与祖先打交道的人。由于在权力等级中他仅次于祖先，因而是世人与祖先灵魂之间的天然纽带。不过，酋长可以找一个神职人员做助手，他负责在举行仪式和使用土药方面指导酋长。在一些重大的部落活动中，酋长往往代表所有的成员祈祷的祖灵。人们膜拜祖灵以保证活着的子孙们平安无事。而且，一个地位重要的酋长死亡意味着他的国家就要四分五裂。尽管有一些摄政方式，但是王位继承战争司空见惯，有时还会延续很长时间。首都会有一个法定的无首领的混乱时期：法律和命令暂停实施，这更加突出了酋长存在的必要性。酋长的葬礼要比普通人的复杂，在酋长的葬礼上可能杀人殉葬，酋长死后埋葬在王室墓地或圣林里。

非洲传统宗教实际上并不存在欧洲人通常所设想的那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明显分界线。物质和精神是交织在一起的，物质好似承载精神之车，现世与来世之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冥河”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页。。酋长并不单纯是能被其他人取代的统治者，而且他的身上还笼罩着神性。酋长可能是个坏人，并可能被合适的人取而代之，但是酋长的职位不受这种变动的影响，它一直是神秘准则的中心点。如果中央政权任命一个不合格的人担任酋长职务，人们可能会反对，他们会以隐秘的借口进行反对。他们会说：“不能叫这样的人当酋长，否则我们的土地将寸草不生，女人不再怀孕，老天不再下雨，所有的人都会断子绝孙。”对其他大陆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对非洲人来说，这是彻底搅乱秩序带来的直接后果。“反常的行为找来反常的灾难。”同上文，第28页。

在赞比亚东部省与马拉维接壤，契瓦族在这里跨国界而居，皮里是这个族群中比较普遍的姓氏，而马拉维就是契瓦语中“火焰”之意。契瓦人与火关系密切，火在契瓦人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以及在政治统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活在低地地区的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在旱季，人们多从事狩猎。为了猎获更多的动物，他们常常放火烧林。在雨季，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在旱季行将结束时，人们要烧荒以便耕种。火与人的成长、死亡也有关系。进入青春期的人和死人的茅屋及其所用之物都要烧掉；同时还要举行化装神鬼戏仪式，之后要放火烧掉面具。在契瓦人神话里，只有酋长才能守护火并使火永不熄灭。酋长只有在火庙中才具有神圣力量，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服从。他从火庙中分发的芦苇草垫是生育力的象征，女孩子在青春期仪式结束时得不到它就不能生育。酋长去世，火也就熄灭了。圣火一灭，部落便处于混乱状态，人们会随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只有当新酋长即位回到火庙后，火才重新点燃，部落和族群就会恢复正常状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火还是已死酋长的灵魂具有能力的象征。旱季结束时，人们在草地丛林放火，产生的浓烟与已死酋长的灵魂一起升天。烟云因灵魂的存在而化为雨云。人间如果需要雨，就要由酋长率领黎民百姓向已死酋长的灵魂祈求。例如，在布恩达山上的契瓦人神庙，当地酋长每年9月都要上山放火“求雨”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6—377页。在原文中，作者将契瓦人称为“菲里人”（Phiri）和马拉维人。。

总之，酋长拥有的宗教神权带有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直接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祖先是人与神的中介，而酋长则是沟通人与祖先联系的渠道。各种宗教仪式（特别是求雨和祭祀祖先的仪式）使酋长职位的神圣性更加明确。同时，人们普遍相信，酋长的健康身体和完美德行与本族群以及本王国或酋邦的繁荣昌盛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默契的关联。自然灾害往往成为人民奋起反抗或废黜酋长的充分理由。李安山：《阿散蒂王权的形成、演变及其特点》，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二）酋长的政治军事权力

酋长的地位具有神圣性，他不仅是宗教首领或大祭司，更是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酋长作为本部落、族群的领导者，在所属部落长老的协助下维护法律和习惯、惩罚犯罪、保护属民不受敌人侵犯，那些处于更重要地位的酋长还要负责繁重的行政管理事务。所有的酋长都征收贡赋，包括劳动力、猎物、粮食作物、鹿和当地的手工艺品。这通常使他们能够比其属民生活得舒适，但是他们也要善待他们的属民。酋长制度不同于欧洲和亚洲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酋长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君主，他们没有“朕即国家”的观念，他的神圣地位和至高权力要为本部落和族群服务，酋长更像是一个为本部落、族群所有属民服务的“公务员”。他们要满足外来人的需要，也迎合了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属民的需要；他们保管着储备粮以应对饥荒时的需要，一个酋长接受贡赋往往会返回某些东西作为回报：这种“互相的”交换是分配稀缺物品（如盐、铁器和外来布匹）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在赞比亚传统社会，奔巴王国之所以能保持统一是由于人民强烈信任国王的权力。所有的地方酋长都是由王族王公充任的，他们根据家系辈分相继地从一个酋长职位调到另一个酋长职位。奥德丽•艾•理查兹：《东非酋长》，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5页。

在传统社会，在部落迁徙的过程中，各部落之间的杀伐征战经常发生，这既是维持本部落生存的需要，也是酋长维护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在部落间杀伐征战的过程中，酋长是部落武装力量的统帅，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恩戈尼人是以征战闻名赞比亚的族群。1835年，1000多名恩戈尼人在酋长兹旺根丹巴的率领下，在赞比西河与卢安瓜河汇合处附近渡过赞比西河，长驱北上，横扫恩森加人和塞瓦人的地区，所到之处网罗了许多归顺者。赞比西河流域原住民陷入了混乱，从赞比西河到北部坦噶尼喀湖一带的人，在今后的20年中都对恩戈尼人的入侵望而生畏。1845年，恩戈尼人已经到达马拉维湖的北端。兹旺根丹巴死后，他的一个儿子姆佩泽尼酋长率领的恩戈尼人，袭击了湖边的通加人，与通布卡人以及恩卡曼加的居民交战，进攻马拉维各族群，甚至西去奔巴人的地区，两个同样以骠勇善战著称的族群发生了剧烈的战争。在姆佩泽尼的率领下，恩戈尼人向高原北部和东部的奔巴人边缘地区和归顺奔巴人的比萨人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进攻塞伦杰地区的拉拉族、今天铜带省的兰巴族，并沿着卡富埃河上游攻打伦吉人。然而，恩戈尼人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一些地区受阻。在姆韦鲁湖附近的塔布瓦地区，他们被高级酋长恩萨马击退。HeinrichBrode，Tippoo，Tib，London：Arnold，1907，p.30.在东南方，恩戈尼人也遭遇到了契瓦族的坚决抵抗，而奔巴族也在奇蒂姆库卢（奔巴族最高酋长的称谓）奇尔希•切佩拉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驱逐恩戈尼人。奇蒂姆库卢领导的奔巴族在高原上仍然保持了最高霸权，而姆佩泽尼领导的恩戈尼族在19世纪后半期一直是东部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直到被英国人打败和削弱。

恩戈尼人的掠夺和洗劫，破坏了原先存在的社会平衡。这样，他们实际上为欧洲人的最后征服铺平了道路。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5页。许多恩戈尼酋长各自统治的地区互相不关联，但都是由各个杂居在一起的臣服族群所组成。恩戈尼人抓到俘虏后，不是卖掉当奴隶，而是让他们种庄稼或编入军队，新的战士受到与恩戈尼人同样的对待，并有同等机会升到领导职位。恩戈尼人是通过使被征服者依附于征服者而创立起他们的政权的。被征服者往往在数量上超过征服者，因而恩戈尼人的战士只得娶臣服族群的女子为妻。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恩戈尼人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臣服的居民所并吞。至少在赞比西河下游，连恩戈尼人的儿童也说他们非恩戈尼母亲的语言，恩戈尼人的语言反而不通用了，因此族群的迁徙和融合得以加强。


（三）酋长的司法和经济权力

在赞比亚这片土地上，历史上各族群、部落以简单的农业为生，人们的生活受到神秘的传统宗教、巫术和各种行为准则的约束。除了传统宗教的约束之外，一般每个族群都有一套规定得很清楚的传统习惯法。酋长在必要时充当法官，根据部落习俗和习惯法作出判决。酋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既有立法权又有判决权，尽管地方上的首领和头人也有权断案，但是死刑的裁决却在酋长的手里。犯法者要受到酋长法庭的审判，违法行为主要有纵火、斗殴、通奸和谋杀。通奸和谋杀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处罚非常残酷，执行死刑时用矛刺死、用火烧死或者用水淹死。W.H.G.Rangeley，NyasalandJournal，No.3，p.18，inRichardSeymourHall，Zambia，London：PallMallPress，1965，p.98.对于不太严重的犯罪，则普遍采用截肢等刑罚，盗窃者可能被砍去一只手，通奸者被挖掉双眼。CullenGouldsburyandH.Sheane，TheGreatPlateauofNorthernRhodesia，London：Arnold，1911，p.126.屡犯不改者可能被驱逐出本部落，或者作为奴隶卖给阿拉伯人或奇孔达（Chikunda）人。有时原告可以把犯法者收为家奴，即使这个罪犯是他的邻居。对小偷小摸的行窃，酋长或头人可以罚他们进行赔偿，如孔珠或粮食。ClementDoke，TheLambasofNorthernRhodesia，London：Harrap，1931，pp.6667.如果有人认为本级酋长的法庭判决不合理，他有权向上级酋长提出上诉。但是，在赞比亚传统社会中，犯罪并不像那些更发达的社会那样普遍，这或许是因为族群、部落传统宗教的神圣威力和酋长所作出的残酷惩罚。酋长作为权威的领导者，管理着本地区传统社会的司法事务。

酋长是“人民之父”，人民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酋长，他根据习惯掌管着土地、牧场和鱼塘的分配权，是本部落土地的监护者，土地由他分配给每一个成员。在听取他的至亲及主要下属酋长的建议后，由他自己来对部落的福利作出决定。首先，酋长有权决定土地或耕或渔，掌握着土地的使用权，他也要关心土地的产出能力，如果雨量太少或者太迟，或者如果庄稼遭遇虫鸟之害，牲畜遭到有害动物的侵袭，酋长就必须代表其属民进行祈愿活动，组织祈祷仪式，向祖先或者其他被认为掌握这片土地权力的神灵提供祭品。有时，酋长制度的宗教功能更大，一些酋长被认为是“神圣的土王”，他们的身体被认为是整个国家状况的缩影。如果他们病了，或者不能遵守某些传统仪式，犯了禁忌（特别是有关性和火方面），这片土地及其人民就要遭殃。甚至，如果酋长的病不能康复，为了防止即将降临的灾难，酋长就会被勒死。其次，酋长有权调整住宅地和耕地的分布，掌管农耕时节的经济活动，从而取得应有的贡物。与此同时，酋长对自己的帮手们赏赐牛羊和其他物品以示酬谢，救济贫困者，在一些大型公众活动中向云集本村的所有人们提供饭食和啤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酋长必须是宽仁大方的，如果不具有这个品质，则很快会失去民心而毫无威望。葛公尚、曹枫编译：《非洲民族概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室亚非组，1980年，第176—178页。

在已出现高度集权的洛兹王国，利通加（国王）在名义上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但实际上他不能任意剥夺臣民的土地，“不能随便收回已经赐给其臣民使用的土地和鱼塘，除非为了公共事业需要征用这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必须赐予另一块土地以代替被征用的土地”康查克基选编：《非洲经济史》第1卷《前殖民时期的经济史》，伦敦，1977年，第57页。转引自彭坤元：《略论非洲的酋长制度》，《西亚非洲》1997年第1期，第26页。。酋长作为部落的最高首脑，通常以全体人民代表的身份充当公有土地的保护者、管理者和分配人的角色。每个部落成员有权从公有土地中分得一份耕地，并有权使用公共的牧场、森林、猎场和捕鱼水域。他对分得的土地只有占有权和耕种权，没有所有权，不能转让、出售和继承。古代赞比亚广泛存在的酋长制度对口传传统具有很大的影响。只有酋长才愿意保存和掌握过去事情的集体记录，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出来的。与其他统治者一样，他们需要这样的记录来为当前的掌权提供先例，也为他们主导的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所以，大部分赞比亚的口传文化传统的题材都是酋长的活动：王国的兴起，酋邦的建立，征服战争或者继承权的争夺。而且，这些传统主要在酋长的领地内或周围被保留下来，通常情况下是被官员保留下来，或者被那些已经简单地掌握了这些知识的人保留下来，作为他们在为酋长服务方面作出贡献的例证。


二、赞比亚酋长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特征

在非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它对非洲各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非洲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酋长制度是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的代表，是非洲大陆传统的政治管理制度，反映了非洲传统社会管理及其权力运作机制。酋长是非洲传统社会中的政治领袖（有的还兼任宗教领袖），他们管理着大大小小的不同部落，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权力比较集中，酋长个人掌握着他人的生杀大权，有的则较为民主，公共事务要有多数人或者多数人的代表（议事会、长老）决定，酋长一人不得独断专行。在有的部落和族群，酋长的权力受到属民和长老会议的监督，受到一定的制约，而有的地方酋长的权力很大，他可以颐指气使，甚至恣意妄为。由于各地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差异，酋长制度是极其复杂多样的，不能用一种模式来概括和解释。对于赞比亚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在班图黑人大迁徙过程中，在赞比亚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各族群、部落、王国也经历了此消彼长、兴衰交替，并且在不断的分化组合中形成了现在73个族群共处的局面。赞比亚在成为“北罗得西亚”之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地理概念，这里的酋长制度同样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然而赞比亚酋长制度同样能够反映出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包括权力基础的神圣性、权力结构的等级性、权力范围的有限性、权力机制的民主性，这些传统的政治文化特征至今仍然在赞比亚社会中有着很大影响。


（一）权力基础的神圣性

千百年来，凶险莫测的自然环境使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非洲各族人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而且，部落之间为争夺生存领地时常兵戎相见，征战讨伐连绵不绝。在这种情况下，“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在非洲人民看来，共同的祖先造就了部落共同体，是形成同一个群体的根据，这个共同的祖先就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始祖，以及那些对共同体有重大贡献的先辈，尤其是部落酋长。在非洲人的传统信仰中，酋长被视为祖先神灵的使者和化身，他沟通着氏族、部落属民与祖先的联系，并代表祖先统治本氏族、本部落。因此，传统的非洲人对酋长的敬畏是同宗教信仰、特别是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宗教与政治、神权与政权的结合使酋长手中的权力日益膨胀并最终被推向权力的顶峰，成为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神圣统治者。宗教信仰赋予权力以神圣的起源，而源于宗教的权力是一种神圣的权力，构成了酋长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作为最高祭司，酋长是本氏族、部落团结的象征，并通过祭祖等宗教活动和仪式使这种团结得到加强和巩固。

在非洲传统社会，祖先崇拜是与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祭祀仪礼来表达的。祖先崇拜使氏族、部落成员将其对祖先神灵的敬畏之情移植到酋长身上的，但其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氏族、部落的团结和强化酋长的地位。在体现祖先崇拜的祭祀活动中，并非所有氏族、部落成员都有祭祀权。根据非洲传统宇宙观中存在的力量法则，即等级观念及宗法制度中的“长子继承法”原则，只有酋长及其指定或认可的祭司拥有祭祀权。PlaciedTemples，LaPhilosophieBantoue，Paris：PrésenceAfricaine，1949，pp.4347。转引自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因为在非洲人的传统观念中，酋长是“有形世界”中生命力最强大的人，是祖先在阳世最有资格的代表，被视为祖先神灵的使者和化身，他沟通着氏族、部落属民与祖先的联系并代表祖先统治着本氏族、本部落。简而言之，“首领之所以成其为首领就在于他是祖先的后裔”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4页。。由于酋长具有深刻的宗教特性，因而其至尊地位和权力都是不容置疑的，酋长集政治和宗教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体现了政治与宗教或权力与神圣的紧密结合。人们认为，如果酋长权威遭到侵犯，不仅会引起人间混乱而且会使乾坤颠倒：地不产粮，天不下雨，女人不生孩子。

酋长既是氏族、部落的政治首领，也是宗教首领和最高祭司。人们对酋长的敬畏往往是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祖先崇拜虽然以鬼魂观念为基础，但仍然是对人的崇拜。神人关系，即祖先与氏族、部落成员及酋长的关系是血缘上的同族关系。据此，祖先无非是血亲先辈的神化。这种由氏族、部落成员对酋长的敬畏溯及祖先崇拜；又由祖先崇拜及至膜拜其在阳世的代表——酋长的轮回，遂使酋长被神化并在本氏族、本部落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权威。非洲传统宗教在非洲人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里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尽管传统宗教五花八门，但其核心价值是“万物有灵论”。非洲人相信太阳、星辰、风暴、河流、岩石和树木都有自己的生命和性格，即“精神力”或“生命力”。正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赋予非洲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以神圣的起源，而源于这种传统宗教信仰的权力则是一种神圣的权力。两者的结合遂构成了非洲传统社会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的基础。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187页。


（二）权力结构的等级性

酋长制度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逐渐瓦解，社会分化逐渐显现。酋长制度的等级特征明显，在非洲的古代王国中，国王就是王国的最高酋长，地方分别由各级大小酋长来统治。作为沟通人民和祖先的使者，酋长持有的权力带有一定的神圣性，但是在世俗层面他们的权力则是从国王或上一级酋长那里获得。在上一级酋长的授权下，下一级酋长可以裁决、收取贡品、发布法令，甚至可以发动战争，他们一般被认为是他的属民及其劳动商品和土地的“主人”，下级酋长以同样的方式从上级酋长那里获得授权，他们再进一步将权力授予村头人。如果王国较大，那么这种授权在国王之下最多三级，有的两级甚至一级可能足够，这样国王可以直接授权给村头人。凡西纳：《非洲王国之比较》（郑克军译），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历史研究》，1997年7月（总第28期），第84—85页。酋长或头人对国王或其他大酋长政治依附关系的确认，是以传统仪式进献贡品和宣誓效忠的方式进行的。国王或大酋长接受贡品，就是对于酋长或头人地位和权力的认可，而且贡品总的来说经济价值有限，而更大的意义在于其象征性。

各级酋长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权力，其中所拥有的经济权力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掌管和分配权上，土地的分配也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地产的等级制度看来像是一个基本地产管理代表团：从国王或最高酋长到地区酋长，再到专区酋长，再分到区头人，甚至村庄头人。……它的主要后果是：像公民权给予一种要求土地的权利一样，如果一个人开始使用土地，那么上层地产持有者也可以根据权利要求他效忠。”格拉克曼：《土地占有状况：集团和个人的权利》（李安山译），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总第12期），第64页。同样，在赋税征收上，上级酋长都要求下级提供贡品、劳动力和各种税目。一般来说，贡品包括食物或各类当地产品，下级酋长一旦收集起贡品，就上交上级酋长，然后沿着金字塔的结构依次而上，直至拥有最高权力的大酋长或国王。非洲国家独立后，酋长的权力结构仍然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具体到赞比亚来讲，从上到下依次为大酋长、高级酋长、地区酋长和村头人，每一个等级的酋长权威和作用仍然有较大差距，酋长制度的等级性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上，生活在赞比亚西北省姆维尼隆加（Mwinilunga）地区恩德姆布人（Ndembu）的酋长卡农格沙（Kanongesha）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他曾控制着隆达人和姆布韦拉人（Mbwela）生活的地方。恩德姆布人的政治体制也是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的权威体系，卡农格沙占据着最高位置，其下面依次是高级头人（SeniorHeadmen）和村头人（Chiefsofthevillage），高级头人的头衔包括伊克林治（Ikelenge）、姆维尼尼伊兰巴（Mwininyilamba）、恩亚科瑟亚（Nyakaseya）和姆坎噶拉（Mukangala）。有时卡农格沙也被称为大酋长，而高级头人被称为小酋长。根据传统习惯，高级头人有权从生活在其地区的头人们收取贡品，在其地区猎杀的猎物也要有一部分上交，而且其中的一半还要上交给卡农格沙。“高级头人们可以展示某种权力象征，例如短剑、带有珠子的王冠、细长的勋章、木琴和镯子。”他们也可以主持上诉法庭，开庭审理本地区上诉来的案件。他们比村头人有着更繁琐复杂的就职仪式，某些头人还给他们贡献“妃子”。他们拥有特殊的药物，在自己所在的村子里可以不受巫术的侵扰，他们掌握着许多秘密手法来惩罚那些冒犯他们的人。V.W.Turner，SchismandContinuityinanAfricanSociety：aStudyofNdembuVillageLife，OxfordandWashington，D.C.：Berg，1996，pp.323324.


（三）权力性质的相对性

非洲传统社会的酋长制度属于传统的一元集权制政治体制，远未发展到现代性质的多元分权结构。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并未明晰地分解为行政、立法、司法等各个部门，而是集中掌握在国王或酋长手中。国王或酋长一般控制着起草及发布诏令的大权、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事务的行政权力，还把握着审理案件、裁决刑罚的权力。国王或酋长权力的主体及其主要公职人员不是通过定期普选产生，而是因为血缘关系世袭，并且往往终身任职。李保平：《传统与现代：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塞内加尔前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Wade）曾说：“我认为，决不能不加反驳地任凭西方流传黑人文化没有自由观，只有长官意志的权力观念。……事实上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在权力层面，非洲并没有其他大陆那么多的专制君主。”阿卜杜拉耶•瓦德：《非洲之命运》，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对于班图人来说，酋长就是一个慷慨的首领，一个给人民带来福利的人，“当庄稼绝收，他要分发礼物给属民，还要救济挨饿的人。在一个无法长时间贮藏食物的社会里，慷慨大方就是真正最好的政策”L.H.Gann，TheBirthofaPluralSociety：TheDevelopmentofNorthernRhodesiaundertheBritishSouthAfricaCompany1894—1914，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8，p.3.。酋长的权力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通过能够确保其宗亲的忠诚和其他属民的拥护。酋长的权力也带有一定的经济因素，酋长经常从事短期的义务劳动，以保证遇到灾害之时能够储备一定的剩余粮食。此外，酋长作为一个有权力的领导者经常收取贡赋，但这最终还要以礼物的形式重新发送给自己的属民。虽然酋长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但这些权力远没有达到专制君主所拥有的绝对和无限权力的程度，其权力性质是相对的，而且权力的实施还受多方面限制，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专制君主相比。

虽然酋长的权力日益扩大，地位也日渐上升，但在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酋长的角色更像是其所在的村庄、部落或族群的“秘书长”和军事指挥官，负责召集部落会议或长老会，指挥军事行动。首先，早期酋长的权力受习惯法的约束，必须遵循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习惯和行为规范实施权力，对本地区或部落进行统治，若违反传统习惯而自行其是、独断专行，便被认为是逾越法度，人们可以通过类似长老理事会的机构对酋长进行处罚，甚至罢黜他。因此，“依法从政”是酋长权力的特点，这就限制了酋长权力的无限膨胀。其次，酋长权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与其同时并存的公民大会、贵族会议或元老院之类的权力机构以及宗教的制约。再次，酋长与其所在的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关系，虽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由于尚未完全形成上下级从属关系，因而在法理上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平等的意味。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4页。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赞比亚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酋长在经济上虽然很富有，但是没有庞大的财产，税收还没有制度化，酋长所掌管的国家机器尚不完备，军事组织也只是“全民皆兵”的状态，没有常备军，也没有一套政治管理体系及其机构。因此，酋长的地位与权力还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在的政治共同体的制约。


（四）权力机制的民主性

在非洲传统社会里，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松散的血缘共同体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这些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的共同体是非洲普遍的和基本的政治单位。在早期的传统黑人社会里，部落成员权利平等，往往没有固定首领，一切事情在全体氏族、部落成员中协调解决，年高德劭的长者起一定的调解、仲裁作用，权力运行机制带有氏族社会和部落组织的平等原则和原始民主色彩。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部落议事会或长老会成为议事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酋长的地位和作用也凸显出来，他们指挥军事行动，负责召集部落会议，为属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但酋长的权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在部落会议或长老会，酋长只是这些决议的执行者和属民利益的代言人。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西非民族主义先驱爱德华•布莱登认为，非洲传统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土地、水源等财富为村社所有，强调集体主义原则和合作互助精神，有公正民主的管理系统，不存在剥削现象，没有互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塞古•杜尔认为，“非洲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村社共同体，我们的社会联合、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共同的责任感，规定并支配村落生活的真正的民主主义传统——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几内亚民主党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行动》，《塞古•杜尔文集》第3卷，第69页，转引自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桑戈尔说，“我们非洲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一个以公社为基础的社会。其等级制度（权力）是建立在精神和民主价值之上的，是建立在长子继承制和选举之上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各种决定都要在请示祖先神灵后拿到议事会上进行讨论”桑戈尔：《非洲社会主义》，纽约：美国非洲文化研究学会，1959年，第32页。转引自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在这样的传统社会里，酋长的角色更像一个部落议事会协商决定的实施者，而不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决策者。酋长在几个可信赖的参事和各个地方的首领组成的“领导班子”协助下行使权力，酋长遇有重大事项还需与部落中广大成员“集体协商”。在部落会议上，属民们可以就共同体的大小事务展开讨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讨论没有时间限制，直到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为止。由于非洲各地天气炎热，人们喜欢在户外进行公共活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是举行部落会议的理想场所，故这种政治参与和决策方式被称作“大树下的民主”李保平：《传统与现代：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这一传统文化特色在非洲现代社会仍然被保留下来。


三、赞比亚酋长制度的适应性与现代生命力

酋长制度从传统社会延续至今，作为传统因素始终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甚至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量。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因素，却不断与现代因素水乳交融，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以酋长制度为核心因素的各族群传统仪式，既是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又在现代社会中承载着现代性的广泛内涵。赞比亚东部省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信奉了基督教，但是作为传统领导者他没有完全摒弃本土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相反，他通过原始宗教习惯来感悟基督教。这样，他给予基督教新的解读，对基督教进行本土化塑造。通过在就职仪式上祈求上帝的保佑，酋长给基督教赋予了新的功能，因而有利于基督教对人的教化、本土化和大众化。WalimaT.Kalusa，incollaborationwithMapopaMtonga，KalongaGawaUndiX：ABiographyofanAfricanChiefandNationalist，Lusaka：LembaniTrust，2010，p.27.因此，酋长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面对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影响和挑战，具有很强的制度弹性和调适能力，它没有因固守古老的历史传统而湮没在历史发展的车轮中，反而成为殖民政权和独立后的国家政权都离不开的传统社会力量，依然能够焕发出时代的活力和生命力，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量。


（一）酋长制度受到现代化潮流的侵蚀

英国殖民主义的到来，使赞比亚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族群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有些族群的变化十分巨大。殖民主义时期，酋长依然继承了祖先神灵化身的“身份”，能为庄稼带来雨水，身上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掌管着土地的分配，占有着公共财富。关于族群传统社会结构的描述，可参见MaxGluckmanandElizabethColson，SevenTribesofBritishCentralAfrica，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9。但是，殖民当局设立的公署取代酋长掌握了各地的最高权力，酋长所代表的传统统治者成为依附于殖民当局的力量而存在。恩戈尼族的传统政治结构已经被英国人的武力征服所破坏，兰巴族地区涌入了大批白人移民。殖民者不但带来了欧洲商品和枪炮，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基督教文化，赞比亚传统社会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作为传统领导者的酋长角色和形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早期殖民当局的行政长官公署“博玛”（Boma）通常设在酋长所在的村镇附近，更是对酋长的权力和作用形成了很大制约。同时，作为殖民地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酋长一定程度上成为英国维持殖民统治的一种工具。英国逐渐成为赞比亚的殖民宗主国，殖民管理体系代替了传统的政治结构，酋长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再具有行政管理权和军事统帅权，但在本部落、族群中仍然保留着代表祖先的神权，保留着一些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力。英国的政治、经济、技术、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制性地移植到赞比亚，打破了部落社会固有的社会秩序，使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上产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赞比亚传统的酋长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

首先，英国殖民主义通过文武兼施的手段，迫使赞比亚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瓦解了酋长统治的权力结构。白人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殖民政权取代了酋长王国的中央集权，成为殖民统治的国家机器。广大黑人沦为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被统治者。英国殖民政权先后颁布一系列削弱酋长权力的立法，1894年南罗得西亚殖民政府开始派驻土著专员替代酋长统治，1896年又颁布土著事务条例，所有酋长都需要经殖民政府任免何丽儿：《津巴布韦酋长访问记》，《西亚非洲》1988年第1期，第67页。，而这些做法也在赞比亚所在的北罗得西亚推广实施。英国殖民统治带来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对传统的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冲击，对于地处内陆的赞比亚来说，外来因素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是渐渐产生的。而对另外一些族群来说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如恩戈尼人的政治组织形式已经被殖民者的军事征服破坏，兰巴人的领地已经被白人定居者占据。然而在所有的部落中，殖民主义都使酋长在各自属民中的名望迅速下降。RichardHall，Zambia1890—1964：TheColonialPeriod，London：Longman，p.43.早期的殖民政府管理层在酋长的村庄附近设立“博玛”，作为殖民统治权力机构进行管理。在殖民统治下，酋长仍然继承了祖先的神灵，身上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为农作物带来雨露，他还是土地的分配者和象牙的拥有者。但是“博玛”拥有大量实权，往往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酋长。

在经济方面，私有财产观念和货币经济的传入使酋长集体财产拥有者的地位产生动摇，酋长的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各族群、部落、村社几乎完全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他们从外面取得的物品，都是通过物物交换或者战争夺取的。而且酋长统治的传统社会没有财产私有的观念，所有的财产都归集体公有，就连纳贡也是以集体的名义缴纳的，酋长接受和赠送礼物并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作为族群或部落的代表。RichardSeymourHall，Zambia，London：PallMallPress，1965，p.97.殖民主义带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观念，也使酋长首次接触到了货币经济，而且殖民当局掌握了经济规划和税收权力，使酋长的经济功能被边缘化。随着采矿业的发展，现代工业在赞比亚出现，大批青年劳工成为劳动力，客观上削弱了酋长的经济掌控能力。酋长制度的变化，还表现在酋长臣民的大量流亡，社会结构的激烈改变。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农民流入城市、工矿区和大型建筑工地的数量更大，以致使许多酋长“失业”，被迫改行，另谋生计。

20世纪初，英国南非公司殖民当局强行征收茅屋税，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税收以支付行政开销，同时也是为了迫使男人们到劳动力奇缺的南罗得西亚去做工。南非公司一边征收茅屋税，一边招募劳工。酋长不能替他的属民交茅屋税，而本部落、族群的许多青年人离开家乡去“打工”，酋长就不能再将这些青年人组织成军事力量进行战争。1914年—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波及到了英属北罗得西亚和德属坦噶尼喀的边界地带，分属协约国和同盟国的英国和德国在这里爆发了军事冲突，在历时四年的战斗中，炮火和疾病夺去了6万人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德国在北罗得西亚—坦噶尼喀边界的军事冲突，详情参见W.V.Brelsford，TheStoryoftheNorthernRhodesiaRegiment，Lusaka：GovernmentPrinter，1954;MichaelGelfand，NorthernRhodesiaintheDaysoftheCharter，Oxford：Blackwell，1961;RichardSeymourHall，Zambia，London：PallMallPress，1965，pp.101102。英国还在北罗得西亚各地强征民夫，据估计战争期间该地区成年男子有1/3为前方搬运粮食和装备，一部分妇女也应征而来。搬运工中因疾病死亡了至少数千人。“在战争时期，不久前才各罢刀兵的非洲人却被迫为了他们所不知道的理由帮助白人打白人。”RichardSeymourHall，Zambia，London：PallMallPress，1965，p.102.英德在东非的冲突以及英国强征民夫为战争服务的行为，对于酋长的传统社会职能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在本族群和部落的传统方面，酋长仍然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在司法方面，酋长在传统生活领域仍然具有仲裁权和审判权，且可以使用习惯法进行审判。除此之外，在精神层面，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正在取代信奉祖先的传统，这也给作为祖先神灵代表的酋长带来了压力EdwardClegg，RaceandPolitics：PartnershipintheFederationofRhodesiaandNyasaland，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0，p.31.，其“精神领袖”的地位正在不断被外来的基督教所侵蚀。


（二）酋长制度与现代性因素的融合

殖民主义的到来，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给长期处于传统社会的赞比亚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在物质文明层面，还是在精神文明层面，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西方先进文明都给传统的赞比亚社会面貌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殖民主义提供了一种作为交往手段的通用语和西方教育，而这也给作为传统政治制度的酋长制度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殖民化之前赞比亚基本处于无文字社会，英国随着殖民征服将欧洲的拼音文字输入其殖民地，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改变了赞比亚众多语言的无文字性，这对于提高当地文化水平和促进地区间、族群间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教会学校的建立和西式教育的传播，培养了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的“建设性使命”中所提到的“政治统一”、电报电讯系统、作为改造旧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的自由报刊、“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47—248页。等都在殖民统治下的赞比亚出现了。殖民主义给赞比亚酋长制度带来了许多新因素。基督教的传播和教会学校的建立，揭开了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序幕，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黑人知识分子。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适应现代经济的知识技术人才和黑人无产阶级，改变了酋长制度下的人口结构，而且使酋长也逐渐受到现代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殖民统治中孕育出来的一些酋长具有比一般民众更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其中有些酋长还成为反对殖民统治、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物。酋长在现代经济和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其身份和地位也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一直认为他“是基督教堂养育”出来的，他特别指出西方教育是“最不可或缺的因素”，他请他的下属和子民认真地“考虑一下”NationalArchivesofZambia，EP1/136，ParamountChiefUndisChristianMessageto（Chewa）Chiefs，28November1956.NotesfromDr.WalimaT.Kalusa.。对于这位契瓦族最高统治者来说现代教育是一把钥匙，能够为他的下属和子民开启创造潜力，找到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遇困难的解决之道。他用不够标准的英语说道，只有“教育发达的国家”，“才能够找到发展的最佳答案”。这位契瓦族大酋长还认为，只有实行现代教育，才能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制定更多的创造性计划，走上提高生活水平、文明程度和现代性的康庄大道。于是，他希望契瓦族的下属酋长们与欧洲殖民当局紧密合作，努力“把尽可能多的男孩女孩”送到学校。NationalArchivesofZambia，EP1/1/36，ParamountChiefUndisChristianMessageto（Chewa）Chiefs，28November1956;NAZEP1/1/36，ParamountChiefUnditoDistrictCommissioner，28November1956;NorthernRhodesia，AfricanAffairsAnnualReportfortheyear1956，p.52.NotesfromDr.WalimaT.Kalusa.1964年赞比亚独立后，这位契瓦族大酋长仍热心于教育，受乡村理事会的委托，在奇帕塔成功地领导了一个筹资委员会，为赞比亚大学的建校在东部省筹资2500英镑。NationalArchivesofZambia，EP1/1/62，MinutesoftheFortJamesonRuralCouncilforthemeetingheldatFenion2122June1965.NotesfromDr.WalimaT.Kalusa.

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在继任契瓦族大酋长之前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他信奉基督教可能是受到弗敏•考特曼彻主教的勉励，考特曼彻主教1946年到1971年在赞比亚东部主管奇帕塔教区。与大多数来非洲的欧洲传教士一样，他认为一旦当地传统统治者信奉基督教，非洲人就很容易皈依基督教。他预想基督教的酋长将能够成为传教士的同盟者，一起来瓦解非洲“异教徒”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位天主教的主教与这位契瓦族大酋长一生都保持着联系。WalimaT.Kalusa，incollaborationwithMapopaMtonga，KalongaGawaUndiX：ABiographyofanAfricanChiefandNationalist，Lusaka：LembaniTrust，2010，p.25.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确实深深地皈依并支持基督教。首先，在东部省，当天主教的租地契约到期后，他经常批准延续天主教的租地期限。NationalArchivesofZambia，EP1/1/19，DistrictCommissionertoActingPermanentSecretary，MinistryofNativeAffairs，29August1963.SeealsoD.C.Clouth，DistrictCommissioner，toActingProvincialCommissioner，23July1963.NotesfromDr.WalimaT.Kalusa.其次，用大酋长自己的话说，他有“强烈的渴望”去见天主教会的精神领袖教皇。最后，他请求考特曼彻主教帮助安排，1950年他首次访问英国后，在回北罗得西亚途中，这位传统统治者在梵蒂冈中途停留。这位大酋长没有能够亲自面见教皇。然而，他热情地收到了这位天主教教皇在阳台送来的祝愿。多年以来，每当酋长回忆起在罗马和梵蒂冈的经历，都有一种自豪感。

但是，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并不反对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同样，他也不能疏远在任的下级酋长。这位契瓦族大酋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新任下级酋长的就任仪式，这是一件盛大的例行公事。除了其他事务之外，他还要为去世的酋长祷告祈福，向其尸体上洒祭酒，并祈求他们保佑活着的人。与他那些没有信奉基督教的前任一样，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必须参加这些仪式。尽管如此，那些天主教传教士仍然轻蔑地把这些仪式当做“异教信仰”的堡垒。翁迪大酋长信奉基督教几十年，但是他2004年去世前两年才接受了洗礼。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早年的生活、信仰和阅历就是一个兼容了传统和现代因素的混合体。他成长在独立前赞比亚的一个母系社会，时值英国殖民霸权的鼎盛时期，他的经历深受他成长时期社会的影响，对殖民主义、西方教育和基督教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身上不仅带有体现契瓦族社会和契瓦酋长地位的本土文化价值观，而且也利用他们作为载体，认识并接受了基督教和现代性因素。殖民当局把西方教育和基督教视为消灭非洲文化的武器，与他们不同的是，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却赋予西方教育和基督教新内涵和功能，使其体现出本土文化的逻辑。这样，他把基督教和欧式教育为己所用，在不抛弃他们自己文化根基和习俗的前提下，他和他的子民利用基督教和欧式教育重塑自己的信仰、身份和权力。因此，英国殖民当局原本寻求按照西方价值观念和准则去改造非洲社会，这位大酋长使英国的殖民主义计划落空了。


（三）现代化对酋长制度的影响

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酋长制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使传统社会结构逐步解体；第二，现代社会还将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及商人等渗透到酋长队伍中去，从而使酋长的素质发生了变化。陆庭恩、彭坤元：《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8—510页。这些人不仅生活欧化，思想上也深受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不再是那种孤陋寡闻、思想闭塞的土王，而是见多识广、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有的酋长，特别是各类矿产资源丰富地区的酋长，已经步入商贸领域，在外国投资的带动下成为富商巨贾，而一些新兴的资本家又被封为酋长。在这种情况下，酋长便与资本家融为一体了。由于酋长依然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分配权，外国资本来赞比亚开办各类厂矿、企业，需要土地和劳动力，这样掌握大片土地和劳动力的酋长便成了外国资本的重要合作者，酋长也能够从外国的投资收益中获得一定的报偿。而外国投资者也需要与这些在当地有权有势的酋长搞好合作，以保证投资顺利进行和企业的良好运转，酋长还可以帮助企业处理劳资纠纷、土地占用等事务。

赞比亚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是一个“把基督教和传统遗产轻松地融于一体”的人，通过原有的宗教知识吸收基督教，对基督教给予本土化的解释、语言和应用。他在就职仪式祈求祖先的保佑，他还用同样的程序祈求天主教的上帝保佑土地丰产丰收、人民幸福安康。InterviewwithLysonChigagaPhiri，HeadmanandSeniorAdvisortoKalongaGawaUndi，MwanzaulunguVillage，Katete，6August2008，inWalimaT.Kalusa，incollaborationwithMapopaMtonga，KalongaGawaUndiX：ABiographyofanAfricanChiefandNationalist，Lusaka：LembaniTrust，2010，p.27.他敦促他的子民去接受西方教育，也鼓励他们转而信奉基督教。他在1953年继承大酋长职位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将转信基督教的酋长和议员吸收到土著权威委员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大酋长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把基督教当做那些想升任酋长职位的人的重要条件。换句话说，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用这一新的宗教信仰为条件，来授予其下属酋长合法性和新的社会身份。他也把基督教改造成为区别新旧事物的工具，最终再造本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非洲各地酋长信奉基督教的事例不胜枚举，参见PaulStuartLandau，TheRealmoftheWord：Language，GenderandChristianityinaSouthernAfricanKingdom，PortsmouthNH：Heinemann;CapeTown：DavidPhilipandLondon：JamesCurry，1995.SeealsoEmmanuelAkyeampong，“Christianity，ModernityandtheWeightofTraditionintheLifeofAsanteheneAgyemanPrempeh1，18881931”，Africa，69，2（1999），pp.279311。这位传统统治者对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宇宙观所采取的措施显示，他并没有让基督教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和契瓦族的传统宗教信仰水火不容。而那些欧洲传教士们往往把基督教视为清除一切非西方的宗教形式、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再造非洲社会的手段，与此不同的是，这位传统统治者信仰基督教而没有完全摒弃本土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相反，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通过原始宗教习惯来感悟基督教。这样，他给予基督教新的解读，用那些白人传教士既不理解也不拒绝的含义对基督教进行塑造。通过在就职仪式上祈求基督教上帝保佑，酋长给基督教赋予了新的功能，因而有利于基督教对人的教化、本土化和大众化。WalimaT.Kalusa，incollaborationwithMapopaMtonga，KalongaGawaUndiX：ABiographyofanAfricanChiefandNationalist，Lusaka：LembaniTrust，2010，p.27.那么，大酋长已经在有意或无意间参与到了全球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帝国的臣民窃用西方的信仰、习惯和技术，同时对其给予新的解释，一次来让其适应当地的文化逻辑和具体情况。结果，这位契瓦族大酋长化解了传教士们来势汹汹的传教活动。这些传教活动想方设法要征服一切非西方的文化形态，使殖民地人民更加顺从欧洲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主导地位。Ibid.，p.28.

酋长制度的变化，意味着一场历史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是因为这一改革符合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潮流。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和酋长统治下贫困落后的单一小农经济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事实上，各级酋长早已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化”。他们有的名为酋长，实则企业家。不少人已发财致富，成了富商巨贾。他们白天西装革履，斡旋于富豪大贾之间；晚间，则身着长袍，潜身于泥墙土屋之中，重温传统式生活。近年来，赞比亚酋长开始向中产阶级转化，并逐渐出现酋长与中产阶级相互交错与融合的过程。随着赞比亚经济的发展，有许多酋长及其家族拥有外资企业股份，或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土地合办厂矿，或经营工商业。而赞比亚许多新兴中产阶层也出身酋长家庭，也有一些本身就是酋长，他们一身二任。有许多政府要员、党派领袖、军队高级将领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出身于酋长家庭，而且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继承或被封授予酋长身份。而且，有不少酋长在生活上也逐渐开始中产阶级化。此外，赞比亚现在也有不少中产者仍然十分向往酋长的地位与荣誉，有些原来出身平民的官员和商人，不惜向酋长提供巨额捐献，以便获取酋长的欢心而被授予酋长的头衔。综上所述，赞比亚的酋长与中产阶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两者日益结合于一身，这是赞比亚酋长制度一种新的时代特征。

在现代赞比亚，有的酋长在继任前或继任后还去欧美留学，接受西方教育，获得欧美学历。有的酋长在担任酋长前还曾在政府机关中担任要职。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卢萨卡几家中资企业联合创办的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中，就有“酋长学员”定期到那里去学习汉语。笔者于2010年1月至6月在赞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曾多次到访位于卢萨卡市拉各斯路（LagosRoad）的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ChineseInternationalSchoolinZambia），对该校的经营与教学情况了解颇多。在现代经济文化关系的影响下，酋长的身份和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酋长们往往考虑的是如何为其辖区人民做好事，以保住酋长的地位。尽管赞比亚政府取消了酋长征收人头税的权力，但许多受过国内外高等教育，甚至担任过政府要职的人仍然愿意去当酋长。例如，雅各布•姆万萨•卡宾加曾于1997年至1999年出任赞比亚驻华大使，他后来被封为卢阿普拉省的科西巴酋长。


四、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

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为了安定局势和稳定政权，大多数国家对酋长制度采取了既限制改造又尽量利用的政策，以保证政府的方针政策能够在酋长势力强大的广大乡村地区得以贯彻执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酋长和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相互合作的新关系，古老的酋长制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赞比亚独立后，在现代化潮流的影响下，古老的酋长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原有的状态。赞比亚独立后保留了酋长制度，对酋长的权力和地位又作了种种限制，把这种传统的社会管理制度纳入现代政权的组织结构之中。同时，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酋长的身份和角色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目前，酋长依然是赞比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掌管着本地的一些公共事务和土地管理分配权。同时，酋长制度作为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酋长制度作为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整合因素发挥着影响。


（一）酋长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自赞比亚独立以来，酋长就一直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角色，是乡村事务管理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在赞比亚的对外关系中，酋长扮演着一定的外交角色，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贡献。酋长的传统政治和社会职能在现代赞比亚仍然得以发挥，成为赞比亚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第一，赞比亚酋长自从独立以来就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角色。1973年，赞比亚第一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指出，酋长、头人和其他村社领导者有责任完成乡村重建的目标，这是联合民族独立党在第二共和国初期为了提高乡村人民的生活而提出的计划。因此，对卡翁达总统来说，只有在党和政府领导、酋长的全面参与和支持下，乡村地区的发展才能够实现。从那时起，酋长就被认为是国家发展进程的参与者。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三共和国，酋长在为政府发展项目提供方便方面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回报，政府通过为酋长发放报酬和提供服务来激励他们，确保他们的荣誉感。为酋长发放津贴清楚地表明政府对酋长给予了很高的尊重。2002年，姆瓦纳瓦萨政府决定建立宪法检查委员会（CRC），高级酋长因亚姆博•耶塔被任命为委员，因此，传统权威在政治管理中的作用得以重新确认。因亚姆博•耶塔还担任宪法检查委员会副主席。这些任用凸显了酋长在赞比亚政治中所拥有的权力，政治领导层普遍认为，没有传统领导者参与国家事务，就没有国家良好的政治管理。BizeckJubePhiri，“TraditionalAuthoritiesandNationalPoliticsinIndependentZambia：AHistoricalReview”，inLarsBuur，TerezinhadaSilvaandHeleneMariaKyed，StateRecognitionofLocalAuthoritiesandPublicParticipation：Experience，ObstaclesandPossibilitiesinMozambique，Maputo：CentrodeFormaoJurídicaeJudiciriaMinistréiodaJustia，2007，p.47.

在赞比亚“新的多党政治环境”中，政党政治引发的竞争多于相互间的一致，因为多党政治下政治权力是各党派竞争的焦点，而有些党派政治家的合法性经常备受质疑。在这种多党民主制度的政治环境下，以酋长代表的传统权威的认可成为公众领导者合法性的可靠基础。2010年1月初，“爱国阵线”主席萨塔公开谴责总统班达热衷于翻修奇帕塔到姆富韦通达动物生活的野生动物园的公路，是以牺牲所有省份的均衡发展为代价的。而东部省恩戈尼族大酋长姆佩泽尼在2010年1月7日接受采访时说，萨塔的关于公路铺设的言论使自己蒙羞，会让国家的发展出现倒退。萨塔向东部省人民和班达总统的道歉非常重要，如果萨塔不道歉，他会将其传唤到自己的“王宫”。“ChiefMpezeniConsidersSummoningSata”，ZambianDailyMail，January8，2010，http：//www.lusakatimes.com/2010/01/08/chiefmpezeniconsiderssummoningsata/.

第二，赞比亚酋长是乡村事务管理及其他社会事务的参与者。酋长还是他所在地区属民的“发言人”，可以向国家表达当地的需求。当政治家们造访他们的地区时，特别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尽管酋长不再参与政党政治，但是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也希望得到酋长某种形式的支持，特别是在酋长发挥着巨大影响的乡村地区。可以明确的是，赞比亚独立后选举制度的出现并没有损害酋长在赞比亚的政治影响。酋长可以通过酋长院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管理各自所属民众的一些地方事务。酋长在赞比亚许多地区都保留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常常被候选人和政党发展成有用的盟友。其中政治家获得酋长支持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参加、有时是帮助组织和捐款给一年一度的传统仪式。酋长们都非常重视这些传统仪式，因为这是他们向当地人民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通过人们的参与和贡献，来展示他们对地区福祉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凭借参加传统仪式和资助酋长，酋长们作为回报会默默地显示他们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尽管从正式的法律来讲酋长是不能涉及政治的，但这种利益关系可以带来不言而喻的回报。当然，并不是参加和赞助传统仪式的政治人物都能够得到酋长的支持。不过基于潜在的收益，政治人物通常对这种投资乐此不疲。赞比亚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主席希普拉•卡班耶（SipulaKabanje），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现象：“这些传统仪式都是有政治气息的，这相当于他们给那些需要一个乡村座位的人一个支持。如果你想要获得政治职务这是千万不能忽视的。”DanielN.Posner，InstitutionsandEthnicPoliticsinAfric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212213.

除了在本地乡村事务管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之外，酋长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2007年12月，南方省各地的八名酋长齐聚希亚丰加（Siavonga），来参加挪威政府主办的“拯救儿童”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们共同承诺在各自的酋长领地内提高对儿童的保护，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受到虐待，例如性侵犯和各酋长领地中其他形式的虐待。他们也将采取传统的措施，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例如生殖器官的清洁。这八位酋长包括利文斯顿地区的穆库尼酋长，希纳宗韦地区的希纳宗韦（Sinazongwe）酋长，卡洛莫地区的姆姆巴（Moomba）酋长、塞库特（Sekute）酋长和恩亚瓦（Nyawa）酋长，格温贝地区的穆恩亚姆布韦（Munyumbwe）酋长，希纳宗韦地区的希曼巴（Simamba）酋长和奇皮普（Chipepo）酋长。研讨会的推动者摩根•萨卡拉告诉赞比亚新闻通讯社（ZANIS）说，这次会议也将会让酋长们重视儿童权利，并对儿童权利有全新的认识。萨卡拉在会议结束时说，酋长是非洲传统和文化的监护者，将在自己的领地内采取明确的措施来制止虐待儿童。“ChiefsinSouthernProvinceResolvetoProtectChildrenfromAllFormsofAbuse”，http：//www.lusakatimes.com/2007/10/12/chiefsinsouthernprovinceresolvetoprotectchildrenfromallformsofabuse/.

第三，在赞比亚的对外关系中，酋长也作为传统的力量活跃于外交舞台。酋长院常组织酋长代表团出国访问，或者酋长随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2009年2月，赞比亚酋长委员会访华，作为赞比亚传统的领导人和农业发展的促进者，赞比亚酋长委员会希望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要加强两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酋长委员会主席穆梅纳指出，酋长来自农村，代表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发展是酋长的兴趣所在，赞中两国可以致力于开发农业发展项目，赞比亚可以多学习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赞比亚也希望多学习中国的扶贫经验，以促进赞比亚农村的发展。赞比亚酋长委员会副主席恩扎马内指出，酋长在赞比亚农村很有影响，掌握土地等资源，能够在赞中农业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了解与促进合作之旅——赞比亚酋长委员会代表团访华侧记》，《国际交流》2009年第3期，第33页。2009年11月10日至17日，赞比亚酋长院兼制宪委员会成员、前驻华大使科西巴酋长率领由六名酋长组成的卢阿普拉省酋长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桂林和深圳，访华期间在北京出席了第二届中非友好贡献奖颁奖典礼。黄笑薇：《赞比亚酋长代表团访华盛赞中非、中赞友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网站，http：//www.cpaffc.org.cn/yszz/detail.php?subid=1374。2009年11月12日，笔者也出席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二届中非友好贡献奖颁奖典礼。2010年8月2日在利文斯顿举行的穆库尼酋长节上，来自赞比亚、津巴布韦、刚果（金）、坦桑尼亚的100多位酋长参加，这一传统节日也成为赞比亚与邻国关系的一个平台。


（二）酋长掌管着国家的土地管理和分配权

酋长依旧在赞比亚的土地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酋长把土地分配给村民使用，虽然各个地区管理土地的习惯法都不尽相同，但是土地分配权都掌握在酋长手中。酋长按照传统充当本族群的“发言人”，向政府反应本族群的意见和要求，调解民事纠纷，组织领导本地的公益劳动或募集资金兴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而且，赞比亚大部分土地仍然由酋长掌握分配和处理，对土地依然具有管理权和分配权。

1995年赞比亚出台的土地法案将全国土地置于总统的管理之下，土地部门负责人代表总统管理全部土地事务。这个法案也规定了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在获得所有权契据后可以转化为租借制。2000年7月出台的土地政策指出，赞比亚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①传统土地所有制，适用于原住民保护地和信用土地，统称为传统土地，在传统权威的管理和掌控之下；②租借制土地所有制，个人可以得到国家土地的所有权契据。ErnestMwape，“ReviewofZambiasNationalResourcePolicyDocuments”，CBNRMPolicyReview，2001，http：//www.geocities.com/conasa.zm.目前赞比亚现行土地制度仍为双重土地所有制。其中，实行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地区占赞比亚总国土面积的94％。在实行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地区，土地的管理和分配权由各级酋长掌握，部落成员可通过下列途径获得所在部落的土地：开垦新的土地、礼物馈赠、购买、货物交换、某种服务的付款或嫁妆等。个人土地所有权依靠酋长的确认来得到保证，非部落成员如果想获得某部落的土地，首先要获得酋长同意在部落的范围内定居下来才有权获得土地。解决传统土地纠纷没有正式的官方程序，一般由当地酋长在长者协助下裁决。如果这个程序失败，可提交土地法庭解决。陈君炽、孙钊：《赞比亚的土地制度及其启示》，《世界农业》2009年第3期，第52页。事实上，在传统土地制度地区，土地纠纷极少。

此外，在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下，酋长有权将土地留作特殊用途，例如墓地、公共牧场以及其他公共用途。酋长在了解村民和熟悉村民需要的头人的协助下开展工作。村民对土地的占用是永久的。一旦村民死亡，土地按照该地区习惯法进行继承。需要指出的是，在地区层面，个人申请购买土地需要由酋长决定，他们可以提出建议，或者提交地区理事会来裁决。酋长在当今的赞比亚仍然享有威望和尊严，特别是在乡村地方具有权势。酋长领地所在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农村，农业是赞比亚仅次于铜矿业的第二大产业，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的农业发展离不开酋长的贡献。同时，由于酋长掌握着本地的土地分配大权，外国资本对赞比亚进行投资，酋长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合作者，他可以在土地划拨、劳动力资源、劳动纠纷等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赞比亚的酋长至今仍然在乡村地区对传统的土地有着较大的控制权。正是因为如此，在酋长管辖的地区，赞比亚政府把酋长纳入了正在履行的发展规划之中。一个范例就是“行政管理规划”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乡村地区及其酋长在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及其相关的开发计划中起着关键作用。“行政管理规划”项目始于1987年，已经在全国34个野生动物管理区中的18个进行实施。通过当地人参与到野生动物园管理区的工作，村里的野生动物工作人员的人数达到了420人，远远超过了管理区政府公务人员的170人。在“行政管理规划”项目履行得好的地方，其好处得到当地人的赞扬，因为通过颁发狩猎许可证收入的68%返还当地，用于当地的发展项目，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包括新建和改建了26所学校、13个医疗诊所，打新水井15眼，提供了13种面粉厂，购买了7台用于地区发展的车辆。AndyLyons，StrategiesforEffectiveMonitoringinCommunityBasedNaturalResourceManagement：ACaseStudyofADMADEPrograminZambia，1999，http：//www.cnr.berkeley.edu/~lyons/zm/report/index.html.“行政管理规划”建立了相当典型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地区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狩猎远行也带来了大笔的财政收入，这也需要地方政府管理的责任和义务，例如监督管理、公共教育、法律实施，以及地区发展项目，如建设新学校和卫生机构。

由于酋长仍掌握着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外国企业到赞比亚投资设厂离不开酋长的支持，其程序中就有一条是必须获得当地酋长同意，取得酋长的同意函。酋长掌握的土地分配权，对于赞比亚的对外经济交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和赞比亚经贸关系的发展，离不开酋长的支持与协助。2010年11月，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从瑞娜金矿区酋长手中取得了矿区4平方公里土地所有权的授让同意书。该公司在面包山、瑞娜金两矿区的地质物探及钻探工作，也得到了酋长及当地各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浙江铜业赞比亚公司圣诞节前夕走访酋长及政府部门》，http：//www.fyjdys.com/news_detail.asp?ID=112，2011211。


（三）酋长制度是赞比亚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

酋长制度作为赞比亚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各族群一年一度的传统仪式，这些仪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展示酋长崇高地位和神圣权力的舞台，而是已经演变成了历史与现实交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盛典。赞比亚各族群的传统仪式起源于前殖民时期，但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这一仪式或者被取缔，或者自己消失了，因为各地的传统仪式被传教士丑化成“非洲文化堕落和懒散的顽固堡垒”WalimaT.Kalusa，incollaborationwithMapopaMtonga，KalongaGawaUndiX：ABiographyofanAfricanChiefandNationalist，Lusaka：LembaniTrust，2010，p.108.，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宗主国的利益也取缔了一些传统仪式。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传统仪式在赞比亚政府的支持下再度复兴，而且承载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广阔内涵。

恩通古（Ntongu）仪式是生活在西北省的卡温德族一个采摘第一批果实的仪式，每个村子的头人都带着一个以葫芦盛装的、用新收获的高粱酿制的啤酒献给他们所效忠的酋长。西北省姆富布韦（也称契载拉）地区的契载拉酋长说，这一仪式起源于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传统社会，由祖先创造，而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被禁止，赞比亚独立后恩通古仪式在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的支持下于1986年得以恢复，而现代的恩通古仪式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保留延续至今的卡温德族认同，而是在独立之后的赞比亚国家一种“卡温德特色”的特别展示。2010年6月12日，契载拉酋长本人及随从与笔者在卢萨卡中国饭店面谈时所言。虽然恩通古仪式借用了一些想象中的“传统”，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性的盛事，成为促进国家民族认同、促进经济发展、展示传统文化的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做卡温德人”的含义不可避免地与做赞比亚公民相互交织，而且也与追求强权和真正主导地位的卡翁达政府密切相关。卡温德酋长从来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与赞比亚乡村地区的许多酋长一样，他们仍然被视为在本地拥有至高的道德权威——一项联合民族独立党渴望得到的权威。得到这种权威的一种方式就是鼓励当地的“部落”仪式，这有助于树立“真实的”赞比亚认同，既了解历史上多种多样的地区“传统”，又能将其稳固地纳入独立后的现代国家政治之中。③KateGrehan，TheFracturedCommunity：LandscapesofPowerandGenderinRuralZambia，Berkeley，LosAngelesand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p.116.在国家政治的框架内，这些仪式所承担的角色就是把本地特有的酋长合法性融入“联合民族独立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之中。

契瓦族人的库兰巴（Kulamba）传统仪式1934年被英国殖民当局取缔，1984年在卡翁达总统的支持和翁迪大酋长的主导下，库兰巴仪式得以恢复。他对复兴传统仪式所做的贡献是一项文化爱国主义行动。通过库兰巴仪式，他希望马拉维、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契瓦族属民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不让其受到腐蚀性影响。但是，即使被认为是契瓦人的一个文化盛典，库兰巴传统仪式现在已经不单是一项族群事务。自从1984年恢复以来，库兰巴仪式具有了新的含义、新的特点和新的功能。对于经济规划者、政治人物和酋长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提高南部非洲人民经济、社会和政治福祉的必要平台。单就赞比亚来说，库兰巴仪式让来自赞比亚及邻国有关地区的契瓦人和非契瓦人每年都相聚一次，它有助于消弭族群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尽管一般认为它只是契瓦族的一项文化事务，但是今天的库兰巴仪式已经成为推进民族国家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可靠工具。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赞比亚政府将殖民统治时期被废止的各族群的传统仪式、节日等均予以恢复，并将这视为赞比亚传统文化而加以扶植，每逢重大的传统仪式、节日，国家领导人都要出席。笔者2010年1月至6月在赞比亚留学期间，见证了两个人口较多族群的传统仪式。2月28日东部省的恩戈尼族举行了“恩克瓦拉”（Ncwala）的传统仪式，由恩戈尼族大酋长姆配泽尼（Mpezeni）主持，副总统孔达（因当时总统班达正在中国进行访问而未能出席）、前总统卡翁达、奇卢巴等政要出席；4月18日，西部省的洛兹人举行了“库姆布卡”（Kuombuka）的传统仪式，由洛兹族大酋长利通加（Litonga）主持，赞比亚总统班达出席。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民也率团出席了这一仪式，与大酋长利通加会见并互赠礼物。各族群的传统仪式以显示对酋长的忠诚为中心内容，彰显了对各族群传统的纪念。据笔者的了解，恩克瓦拉仪式是恩戈尼人为了庆祝北迁之后每年收获的第一批果实，恩通古仪式也是卡温德族人采摘第一批果实的仪式。库姆布卡仪式是洛兹族为了庆祝雨季结束后，大酋长利通加率领洛兹人从低洼地区的“夏宫”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冬宫”。库兰巴仪式是契瓦族下属酋长向皮里（Phiri）家族大酋长的朝贡仪式，他们要向大酋长进贡物品，表达对大酋长的敬意和效忠。族群的传统仪式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自从电视出现以来，这种族群认同的表演能够扩及大量新的观众，它的观众是全国范围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当地。传统仪式的形式和特征通过全国的电视屏幕逐渐被塑造成一个重要的外延符号。这种方式被用于把不同的传统文化盛事传递到全国各地，这种形式不是个人的、地方的产物，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赞比亚本国。KateCrehan，TheFracturedCommunity：LandscapesofPowerandGenderinRuralZambia，Berkley，LosAngelesand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p.117.

酋长制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代赞比亚还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传统节日及仪式逐渐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为当地带来经济发展和就业契机。每年各族群举行的传统仪式、节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来领略非洲的传统文化。因此，传统的酋长制度在当代发展经济的背景下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2007年，在东部省契瓦族的库兰巴传统仪式上，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在讲话中指出，这一传统节日是赞比亚及其邻国吸引旅游者和投资者强有力的工具，能够为当地带来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契瓦族大酋长卡龙加•加瓦•翁迪十世也曾指出，传统的酋长仪式能够逐渐成为南部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媒介。WalimaT.Kalusa，incollaborationwithMapopaMtonga，KalongaGawaUndiX：ABiographyofanAfricanChiefandNationalist，Lusaka：LembaniTrust，2010，p.106.2010年8月2日，来自赞比亚、津巴布韦、刚果（金）、坦桑尼亚四个国家的100多位部落酋长，与1万多名由各国游客和当地居民组成的狂欢人群齐聚赞比亚南方省利文斯顿市的维多利亚大瀑布景区，庆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穆库尼酋长节。赞比亚总统班达参加了庆典活动，并呼吁赞比亚社会各界加强非洲部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通过传统习俗的展示吸引更多游客。穆库尼酋长莫诺卡亚•穆库尼在祈福仪式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希望通过举办这次活动，推动当地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穆冬、海明威：《赞比亚万人庆祝酋长节》，新华社利文斯顿2010年8月2日电，http://news.163.com/10/0803/13/6D5Q4M7T000146BC.html。


（四）酋长是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促进因素

酋长是赞比亚各族人民的精神领袖，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赞比亚独立后，73个族群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团结友善也离不开这些传统酋长，酋长依然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2010年6月4日上午，笔者率领其他八位中国留学生以及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四位汉语教师到卢萨卡市区东南卡布隆加（Kabulonga）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的寓所，应约与卡翁达先生进行座谈。卡翁达先生在谈到酋长在赞比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时，讲到了这些内容，由笔者记录、整理。从赞比亚独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酋长制度是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促进因素。

首先，酋长被纳入现代政权组织结构中，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赞比亚独立时也存在着二元政治结构，即现代政治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赞比亚政府对传统的酋长采取了团结、利用、限制的方针，将酋长制度纳入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框架内，利用酋长对本族群、部落居民的权威、公信力和感召力去完成某些具体任务，并负责各自辖区的一些民事案件和宗教礼仪等传统事务，还专门成立酋长院，将各省有声望的酋长吸收到酋长院中，向政府提供咨询，包括进行某些立法。在赞比亚现代政治制度框架内，酋长成了政府的助手，协助政府工作，接受政府监督。1983年洛兹族大酋长利通加和奔巴族大酋长奇蒂姆库卢被吸收到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担任执政党的中央委员，这是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把传统权威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举措。这一举措能够在“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联合民族独立党箴言）的旗帜下加强国家的团结统一，同时也是为了把传统权威从传统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这一任命后，两位大酋长为国家独立后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正是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酋长是各种不同共同体的领袖和中心人物，是共同体成员团结的象征。在非洲一些国家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他的一些传统社会组织（诸如家庭、家族、氏族、部落、酋邦）的因素确实仍在起作用，在个别地区，这些因素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在赞比亚，73个族群中包括了大大小小的酋长领地，酋长制度依然是赞比亚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按照1996年宪法修正案，赞比亚在全国9个省中共划出286个酋长领地。赞比亚现在拥有286个酋长，包括大酋长、高级酋长、地区酋长，其中大酋长（ParamountChiefs）有4个，分别是北方省奔巴族的奇蒂姆库卢、东部省契瓦族的翁迪、东部省恩戈尼族的姆佩泽尼和西部省洛兹族的利通加，他们代表的这四个族群在赞比亚全国人口较多，影响较大。政府对酋长实行的怀柔、利用、扶植的政策，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稳定政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酋长传统仪式是赞比亚各族群几百年来的传统，是各族群团结和互助的象征，但现代的酋长传统仪式均已融入了爱国的因素。例如，在隆达族和恩德姆布族的酋长就职仪式中，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弘扬赞比亚的国家统一和爱国精神。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热情地、有节奏地唱国歌。国歌的旋律是“上帝保佑非洲”（NkosiSikeleleAfrica），源自南非国歌，但是配上了赞比亚的歌词，能够用英语或当地族群语言演唱。用奇隆达语演唱时，特别动人。男女老少都会唱。WilliamD.Grant，Zambia，ThenandNow：ColonialRulersandTheirAfricanSuccessor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9，p.209.可见，传统的酋长传统仪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的舞台。

再次，酋长制度能够遏制地方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国家的整合。卡翁达总统十分重视各族群间的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政府机构的人员配置上，他努力做到维持各族群之间的平衡。2010年6月4日在卢萨卡与卡翁达先生的座谈会上，卡翁达先生在回答笔者提问时，专门指出了这一点。在赞比亚独立前夕，巴罗策兰地区的洛兹人有着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倾向，但是到了独立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寻求独立建国。ColinLegum，AfricaContemporaryRecord：AnnualSurveyandDocuments1985—1986，NewYorkandLondon：AfricanPublishingCompany，1987，p.B887.卡翁达认识到地方民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够毁掉一个新生的国家，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的口号，并将其作为联合民族独立党的箴言，镌刻到赞比亚的国徽上，凸显了赞比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性。赞比亚独立后，政府始终借助酋长的地位和权威，促进族群之间的团结，努力消除地方民族主义。“赞比亚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适度的族群认同展现是民族国家的整合因素，而不是分裂因素。”WimvanBinsbergen，“NkoyaRoyalChiefsandtheKazangaCulturalAssociationinWesternCentralZambiaToday：Resilience，Decline，orFolklorisation?”，E.AdriaanB.vanRouveroryvanNieuwaal，RijkvanDijk（eds），AfricanChieftaincyinaNewSocialPoliticalLandscape，Münster，HamburgandLondon：LitVerlag;Piscataway，N.J.：TransactionPublishers，1999，p.115.尽管赞比亚族群众多，而且历史上相互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杀伐征战，但经历过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后的发展，目前各族群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历史上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各族群之间一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相互之间的杂居、通婚更是相当普遍这也是笔者于2010年1月至6月在赞比亚留学期间通过实地考察得到的切身感受，笔者接触到的周围邻居、赞比亚大学的师生以及其他当地人中，多数家庭都是族际通婚形成的。，这为赞比亚的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根基。在各族群举行重大节日和传统仪式时，其他兄弟族群的酋长一般都互相邀请参加，赞比亚政府在维护酋长权威的同时，发挥酋长对各族群的整合作用，推进族群之间的和睦相处。这体现了酋长能够促进各族群间的和睦相处，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酋长制度是赞比亚社会一项活跃的制度因素，既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又不断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出反应。它经受住了殖民主义及其随之而来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冲击，顽强地延续下来。同样，它也经历了殖民统治结束后新国家诞生和发展中的风云激荡，与现代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存。“经历了多年社会政治体制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和不确定性，以及西方文化和外来宗教信仰、价值观和实践强烈的文化和社会冲击，酋长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仍然是独特的社会稳定力量。这是一种继续能够团结人民的制度，是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的焦点和枢纽。它是关系到人民的义务与奉献的一项制度，它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是因为新的政府机关所创立的新权力基础形式，它是一项适应性强的制度。”A.KodzoPaakuKludze，ChieftaincyinGhana，Lanham，NewYork，Oxford：Austin&Winfield，Publishers，2000，pp.529530.把酋长和酋长制度看作社会的稳定力量，对未来的展望必须包括对酋长制度的考量，在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应该以增强和促进其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作用为目标。此外，酋长在土地管理和乡村地方政府事务中的纠纷解决中具有非凡的作用，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评估和展望酋长的作用时，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五、酋长制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动与调适

传统文化对于非洲现代化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正确地审视非洲文化传统，择其优者而取之，择其劣者而弃之，趋利避害，才是正确的选择。”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排斥非洲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矛盾，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现代化要求改造旧的文化，吸收和创造新的文化，要求有新的文化与之相适应。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又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传统文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和起点，是非洲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国情的重要内容。酋长制度是非洲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把人们的眼界局限在某一地域或族群的狭小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守性和排外性。但是，酋长制度对现代化又有促进作用，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力量，构成了非洲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非洲传统文化具有的那种以集体为重、互助分享、重义轻财的道德标准，在酋长这一传统权威的领导下，强调对共同体的效忠，注重集团意识和群体归属。这些对于保持各族群的稳定，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出现的事物，现代化过程中的异质文化碰撞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悖论关系，它们是可以兼容并蓄的。赞比亚现代化进程，是在继承非洲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有选择地吸纳世界先进文化，逐渐转化为自己新文化的过程。一方面，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然而否定并不是断裂。传统文化是在旧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不可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甚至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现代化要求有新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它要改造旧的文化，吸取和创造新的文化，构筑现代的社会文化体系，要冲破习惯势力的阻碍，超越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挑战和考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又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一笔重要资源。传统文化虽然不能自动地充当现代化的动力，但只要利用得当，就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很多非洲学者、政界人士都认识到，非洲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大力开发自己传统文化的宝藏，激发出新的活力，对促进非洲社会的现代化，使非洲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是大有益处的。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5—176页。酋长制度是赞比亚以及非洲土生土长的传统制度，这种孕育于非洲本土自然、人文环境的传统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赞比亚获得独立后，酋长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酋长制度将在赞比亚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保持其独特的地位，并持久地在各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十章 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

虽然法语本身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烙印，但在部分非洲人看来：首先，当前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法国的法语1998年，在比利时（法语）鲁汶天主教大学的马里同学AbdrahamanaDEME亲口告诉我的。他现在是马里国家环境部下属的智囊机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署”（AEDD，LAgencedelEnvironnementetleDeveloppementDurable）的研究员。，换句话说，非洲人已将法语当做自己的语言。其次，非洲人因为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法语，他们自信比母语是法语的人说得更好、书写得更准确。2005年，在比利时（法语）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喀麦隆同学JeanNKENDIH对我说的。当时我用法语写的博士论文即将完稿，需要请人帮我校对法语。我的导师告诫说不能请非洲人校对，除了我的刚果（金）同学OmerKAMBALEMIREMBE。Jean为此提出了他的看法，他目前是喀麦隆生态党主席，但尚未完成博士论文。Omer在刚果（金）的格拉本天主教大学（UCGraben）任教。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LéopoldSédarSenghor，1906—2001）早年在巴黎获得法语语言和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8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就可以证实上述两个观点。

非洲法语国家（Lafrancophonieafricaine）包括撒哈拉以南17个国家，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和塞舌尔，以及东非之角的吉布提。今天西非的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尼日尔、马里、几内亚、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八国，在殖民主义时期为法属西非（AOF）；中部非洲的加蓬、刚果（布拉柴维尔）、中非和乍得四国独立前为法属赤道非洲（AEF），刚果（金莎萨）为比利时的殖民地，布隆迪和卢旺达为比利时的托管地。另外，多哥和喀麦隆原是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法委任统治，独立后为法语共同体成员。Lafrancophonie一词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欧内斯么•热克吕（OnésimeReclus，1937—1916）发明的，1886年第一次在其著作France，Algérieetcolonies（Paris：Hachette）中出现，其定义是指那些“保持或决定加入我们语言的成员”。另外，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埃塞俄比亚、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等属于法语国家联盟，但官方语言并非法语，故不在本章考虑之列。这些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为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或托管地。比属刚果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以区别于以布拉柴维尔为首都的刚果（布）。1960年刚独立时，简称刚果（利），因为当时的首都名称是利奥波德维尔，后来改称金沙萨。独立后，法语仍是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但主要用于行政和教育。另外，卢旺达的历史虽然与法语非洲长期连在一起，但因2009年11月底加入英联邦并宣布取消法语为官方语言，为尊重其主权起见，就不列在本章范围内。

作为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中的一个章节，要求对上述20个非洲法语国家（不包括卢旺达）的发展道路进行概述与分析，笔者面对的首要困难就是对“现代化”的定义。虽然因人而异，学界至今对“现代化”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为适用于本文的写作，需要加以规范。

西方以其近现代的发展经历，通常把世界分成了传统与现代二元论，进而又把现代化简化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发展的工业所吸收，城市也相应扩大，城市化进一步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所以，“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与快速的工业化”DianaKendall，SociologyinOurTimes（Belmont：WadsworthPublishing，2007），p.11.。社会学家把这一过程归结为“合理化”，经济学家提出这一转变的关键有二：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二是经济的增长，这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最后是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可以参考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费伊和拉尼斯的经济“拐点”（turningpoint），马克斯•韦伯的“理性”（Rationality）、帕森斯和希尔斯的社会功能理论。W.W.Rosto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0）；JohnC.H.FeiandGustavRanis，DevelopmentoftheLaborSurplusEconomy：TheoryandPolicy（Homewood，III，R.D.Irwin，1964）；MaxWeber，TheProtestantEthicsandtheSpiritofCapitalism（translatedbyT.Parsons.NewYork：Scribner，1930）；T.ParsonsandE.Shils，TowardaGeneralTheoryofAction（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1）。

西方的现代化论，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在实际运用中都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把本来仅仅是一种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视为其他国家通过努力也能到达的目标，西方的现代化由此成为衡量其他社会发展的标尺。

如果按此标尺探讨法语非洲国家的“现代化”，那就“无话可说”了。为此，笔者倾向于将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视为现代化的内涵，这是合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因为现代化理论只局限于解释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不等于现代化，也不存在固定的发展模式，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再者，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由此可以避免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模式。概而言之，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甚至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不一致。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的主题，可以参照笔者在马里莫普提（Mopti）市的泥土建筑中心（Centredelarchitectureenterre）拍摄的照片（见下图）：画面向我们展示的是杰内城的大清真寺及其广场的闹市，充分表明神圣的宗教信仰和充满生机的“大众经济”是马里人日常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大众经济（Léconomiepopulaire），通常被定义为非正规的经济，但这种经济始终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大城市，有5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这一经济。在发达国家同样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但不用“大众经济”一词。有人提出疑问：这是一种“前工业化”还是“后现代”经济？这说明即便是在所谓的“重债贫穷国”（HIPCHeavyIndebtedPoorCountries）2011年7月底，有40个国家被国际发展协会（IDA）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列为重债穷国，其中33国位于撒哈拉以南，包括17个非洲法语国家，马里也是其中之一。参见HeavilyIndebtedPoorCountries（HIPC）InitiativeandMultilateralDebtReliefInitiative（MDRI）—StatusofImplementationandProposalsfortheFutureoftheHIPCInitiative，preparedbytheStaffsoftheIDAandtheIMF，approvedbyOtavianoCanutoandRezaMoghadam，November8，2011，p.9。，非洲人民和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差距，因为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教堂及其广场同样如此，只是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具体精神和物质各异。因此，我们很难用“传统”或“现代”来进行区分。同样，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程度不尽相同，很难用“先进”或“落后”来加以区分。但西方学术界却经常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创造一些专门用来形容他国的术语。有鉴于此，本文力图摒弃这些基于“西方中心论”及其“现代化论”的词汇。

本章主要是围绕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来叙述非洲法语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初步归纳为边缘化、民主化、城市化和多元化，总结其已经取得的成就、经验教训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一、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和农业，孰轻孰重？

（一）非洲法语国家经济发展概况

首先要强调的是，非洲法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法国或比利时到来才发展起来的。当非洲初遇近代欧洲时，非洲并非除了奴隶别无其他商品可以交换。非洲不仅有黄金、象牙和皮革，还有相当成熟的铁器制造业。在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初始阶段，非洲人制造的铁器在技术上也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西非的冶铁技术无法克服因过于依赖木材作燃料所引起的生态危机，加上西方后来的技术革新，才导致欧洲的进口替代。CandiceL.Goucher，“IronisIron‘TilitisRust：TradeandEcologyintheDeclineofWestAfricanIronSmelting”，TheJournalofAfricanHistory，Vol.22.No，2（1981），pp.179189.

无可置疑，法国和比利时在殖民统治时期发展了部分工业、修建了铁路并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及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比属刚果的矿业发展使其成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殖民地。AliA.Mazrui，TheUNESCOGeneralHistoryofAfricaVIII，UnabridgedPaperbackEdition.Oxford：JamesCur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aris：UNESCO，1999，p.361.但经过400年的黑奴贸易及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欧洲出于避免竞争的目的摧毁了非洲本来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又因攫取非洲大量廉价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加上自己的技术而成为“发达”的工业国。

按地理位置及特点，我们可以把20个法语国家分成五大地区：一是几内亚沿海地区，包括几内亚、科特迪瓦、贝宁和多哥；二是自塞内加尔向东至乍得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包括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乍得；三是赤道非洲地区，包括喀麦隆、加蓬、刚果（布）、中非、刚果（金）和布隆迪；四是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和塞舌尔群岛；五是红海出口的吉布提。

几内亚沿岸地区的农业最发达，独立前主要是出口象牙、奴隶和黄金。1960年独立后，在原殖民主义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上，各国主要出口经济作物，如可可、咖啡、棕榈油、木材和棉花等，力图发展农产品多样化并出口多元化，譬如科特迪瓦开始种植大豆。但除了几内亚，各国仍然偏重原宗主国法国和欧洲市场。在工业发展领域，除了矿产资源之外，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譬如菠萝汁罐头。科特迪瓦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石油，视其为工业化与发展的发动机。

几内亚独立前，香蕉是主要出口作物。后因与法国断绝关系，发展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有自己的货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铝制品工业，取得了贸易收支平衡。四大农业区有各自的农作物：自西向东分别是大西洋沿岸的玉米、木薯、油棕和可乐果，中部富塔贾隆的玉米带，尼日尔河畔的水稻，东南高原地区的咖啡和香蕉及畜牧业。几内亚富有铝矾土（占世界储量的30%以上）和高品质的铁矿石，目前黄金和钻石产量增加，矿产是外汇的重要来源。

多哥有65%的农业人口，北方以小米和高粱为主食，南方主食有山药、木薯、玉米和水稻，主要经济作物是咖啡和油棕。贝宁自独立后政权不稳，1975年宣布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在首都波多诺伏（PortoNove）发展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国营企业，如炼油、农产品加工和水泥等。多哥的情况与贝宁相似，主要在首都暨重要港口洛美发展起类似的小型工业。RoyCole，H.J.DeBlij，SurveyofSubsaharanAfrica—ARegionalGeography.NewYorkan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pp.354370.

在广袤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最大因素是降水量。独立后，先后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旱灾，特别是第一次自1968至1973年连续五年非同寻常的少雨，成为考验这一地区人民承受力的最大一次挑战。大批农作物枯死，数百万的牲口和不计其数的人倒在了干裂的大地上再也没站起来，数万饥民开始逃难……1972年，马里的粮食收成减半，塞内加尔圣路易地区的小米产量从1968年的6.3万吨减至四年后的1000吨，乍得和马里北部损失90%的牲口。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Nouakchott）1971年的人口是4.5万，翌年新增12万（难民）。正是这场灾难，开始了持续不断、愈来愈多的国际粮食援助。20世纪80年代初的旱灾比70年代的更严重，但是非洲人口和牲口数量，甚至农产品数量都有所增加，粮食援助也达到了高峰。这说明非洲人从第一次旱灾种吸取了很多教训，国家和人民开始重视粮食生产并宣传防旱抗旱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改进作物品种，改善农田基础设施，甚至改善部分日常行为以增强抗旱的能力。但长期援助毕竟不解决根本问题，一方面导致粮价下跌，农民没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养成了依赖心理，农民及农业也就进一步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对援助粮食的长期分配，形成了一套腐败的机制，地方上掌握粮食资源的人会分配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特殊群体。

塞内加尔工农业发展较为全面。早在1974年就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主要是当地的农产品（花生、棉花、大米）加工业、纺织业、化工、金属制造及卡车装配等。到2000年，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30%，其中13%是高技术产品出口。2003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到18%，但仍占全国70%的劳动力。农产品主要是花生，但其产量呈总体下降的趋势，1975年是140万吨，2001年是50万吨。

毛里塔尼亚可以分为渔业发达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种植水稻的塞内加尔河流域以及主食为小米和高粱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全国有70%是阿拉伯人或阿拉伯—柏柏尔人，故1973年脱离西非货币联盟，加入马格里布经济联盟。有高品质的铁矿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出口总额的92%。毛里塔尼亚重视发展渔业加工业，但农业始终处在边缘地位。

马里在独立初期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行国有化和农业合作社，棉花和牲畜是国家的经济支柱。1932年法国殖民政府设立的尼日尔河办公室（OfficeduNiger），在沿尼日尔河畔开发了10万公顷土地，目的是为宗主国的纺织业发展提供原料。但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不合适，加上劳动力不够，耕地和棉花产量均未达到预想的目的。马里独立后，政府把它改造为水稻生产基地，计划年产约50万吨，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马里的矿产资源有限，2000年成为非洲第三大金矿出口国。

布基纳法索（1984年前国名是“上沃尔特”）以农业为主，独立后消灭了许多病虫害，如河盲和昏睡病，使一些原来无法居住的地方得以开垦和定居。很多农业人口成为流动劳工，他们在收获庄稼后，前往邻国科特迪瓦（原中文译名为“象牙海岸”）和加纳寻找工作，等到播种的季节再回国。锰矿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只在交通沿线得到了开采。布基纳法索有直通阿比让出海口的公路。

尼日尔有丰富的铀矿，产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003年占尼日尔出口总额的32%，主要出口对象国是法国和日本。另外，尼日尔还有煤，是非洲法语国家中少见的，虽然质量不高，但可以充当能源来提炼附近的铀矿石。全国由于2/3是沙漠和无人居住带，农业处于极度边缘的境地。对外经济倚重法国和南部的“出海口”尼日利亚和贝宁，主要出口作物是花生，主食是小米和高粱。

因道路状况很差，乍得是该地区最大、最难进入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在乍得勘探石油，因1979年内战而撤离。90年代中期再次勘探并开采石油，建设从多巴油田（Doba）至喀麦隆的输油管，2003年开始出口石油。之前，棉花一直是主要出口作物，2000年还占出口总额的65%。但到2004年，石油出口已占90.5%的出口收入。目前玉米和块茎作物产量增加，只要气候正常，粮食能够自给。RoyCole，H.J.DeBlij，op.cit.，pp.372402.

赤道非洲地区因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除了喀麦隆，农业没有受到重视，粮食不能自给。我们先以刚果（金）和喀麦隆为例来说明这一地区的情况。

近代殖民主义之前，古代刚果（包括今天的刚果共和国、民主刚果的西部和安哥拉北部）可能是非洲为数不多的有流通货币的国家。自葡萄牙人1483年到来之后，人力、物产和经济均被卷入大西洋贸易体系——全球化经济的先导。今天的刚果（金）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Ⅱ，1865—1909在位）统治时期的“刚果自由邦”（lEtatindépendnantduCongo，1885—1908），是由斯坦利（HenryMortonStanley，1841—1904）以“上刚果研究委员会”（ComitédétudesduHautCongo）与当地酋长签订的协议获得柏林会议承认而划定的上刚果研究委员会是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出资于1878年成立的，属于1876年设立的国际非洲协会（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africaine）的比利时分会，1882年改名国际刚果协会（AssociationinternationalduCongo），但斯坦利的第三次探险活动（1879—1884）在当地打的还是“上刚果研究委员会”的旗帜。他的这次探险活动是由利奥波德国王资助的。，主要出口作物是象牙和野生橡胶。1908年，残酷的“利奥波德制度”被英国记者凯西门揭露1904年，RogerCasement（1864—1916）Report是控诉利奥波德血腥统治和剥削刚果自由邦的罪行。英国将该报告发给了柏林会议的14个签署国，要求重新审议1885年的柏林协定。，这一制度用杀戮、残害、绑架和鞭打等手段迫使殖民地人民去采集野生橡胶、为宗主国创造财富。利奥波德由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政府接管了刚果自由邦，改称比属刚果（BelgianCongo，1908—1960）。

比属刚果时期，橡胶出口在1913年下跌了50%，而1906年成立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UMHK）开始开采并提炼出口铜、锌、铀等矿产资源关于UMHK的历史，请参照潘华琼：“刚果（金）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变迁的历史启示”，《北大史学》第13期，第416—442页。这篇论文标题中的“刚果（金）”应改为“比属刚果”，特此纠正。，主要出口由橡胶改为矿产品，殖民地经济对加丹加地区的依赖日益增加，吸引了大量投资，建起了四条通向该地区的铁路并形成卢本巴希（Lubumbashi）、利卡西（Likasi）和科罗维兹（Kolwezi）三大工业重镇。在1960年独立前夕，加丹加铜矿生产的48%经西部的马塔迪港（Matadi）、30%经东部印度洋沿岸的贝拉港（Beira，今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22%经大西洋沿岸的洛比托港（Lobito，安哥拉本格拉铁路的终点）出口。比属刚果的矿业发展使生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但这毕竟还是掠夺性的经济，依靠欧洲的资本和技术，剥削非洲的劳动力并掠夺当地的矿产资源。

1960年独立后，卢蒙巴总理（PatriceLumumba，1925—1961）试图将资源掌握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手中，让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来为其国家和人民服务。后来靠美国支持上台的蒙博托也试图控制资源，先后进行了扎伊尔化（Zairization）和激进化（Radicalization），如UMHK在1966年被国有化，改名采石与矿业总公司，简称矿总（Gécamines），1973年宣布所有经营种植园的公司和比利时矿业公司（MIBA）立即收归国有。为了减少对邻国的依赖，加丹加省的矿总开辟了5000公顷的农田种植玉米，城镇未就业者被重新安置到农业生产项目中去，力求解决粮食自给。

目前，虽然农业只占GDP的55%，但刚果（金）有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绝大多数都是小农。全国73%是森林，仅有10%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3%用来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和三大主食：木薯、玉米和水稻，7%是牧场，所以人均耕地有限。刚果（金）的矿产资源占出口总额的3/4，占GDP的25%，仅铜一项就占出口的60%。虽然有石油（1.87亿桶储量）、天然气（10亿立方米）和煤（8800万吨），但该国最大的能源还是水力资源，具世界13%的潜力，可只有7%的人用到了电。因加第一期工程（IngaⅠ，351MW）于1972年开始发电，第二期（IngaⅡ，1424MW）于1982年开工，目前总发电量1775千瓦，其中1/3供本国用，其余向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输送。正在筹措中的第三期工程（IngaⅢ，3500MW）电力输出将连接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被称作“西部能源高速公路”（theWesternEnergyHighway），但“大因加”（GrandInga，39000MW）项目更吸引投资者，被称作“北部能源高速公路”（theNorthernEnergyHighway），即向北经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和苏丹至埃及，已被非洲发展银行认定是可行的，约需40亿美元的投资。RoyCole，H.J.DeBlij，op.cit.，pp.407424.这再次让世人看到刚果（金）——非洲大陆的心脏可能迸发的能量和信心。

喀麦隆和刚果（金）因其人口规模、地理面积、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特点，被视作非洲国家的“缩影”。1914年以前，德属殖民地喀麦隆的主要出口作物是可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除了可可，还出口棉花、花生、玉米和油棕。2002年，喀麦隆的3C（cotton，cocoa，coffee）出口占69%的农产品出口。因初级产品价格低，可可加工产品出口占1/4的可可总量出口。喀麦隆的制造业产值占非洲法语国家的第三位，仅次于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但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劳动力很少，而且只有5%的工业产品出口，其中最大的出口产品是石油，占出口总额的35%。喀麦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六大产油国，早期工业有石油提炼、造纸和纸浆、水泥、化肥、制糖和铝制品工业等。2003年建成的乍得（Doba）至喀麦隆（Kribi）输油管道，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和政府的收入。

喀麦隆积极发展与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成员的联系，为其内陆邻国特别是乍得修筑便于通向海洋和工业资源产地的通道，如1974年由美国和欧盟国家资助修建的从雅温得（Yaoundé）到恩加温德雷（Ngaoudéré）的铁路，为乍得开启了往南的出口。另外，喀麦隆还实行出口多样化途径，西班牙和意大利占其出口的30%，而原宗主国法国只占13%。RoyCole，H.J.DeBlij，op.cit.，pp.445448.总之，喀麦隆矿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值得非洲其他有类似条件的国家借鉴。

马达加斯加兼有非洲和亚洲的属性，因其祖先约在1500年前来自印度尼西亚，接着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来到北部从事贸易活动，可能更多的是亚洲属性。然而，因为加入了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所以自我认同是非洲一员。更重要的是，其地理特点，如海岸线平直、少良好的天然港湾，均属非洲特性。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位于中部高地、今首都安塔那那里佛（Antananarivo）周围的梅里纳人（Merina）队伍壮大，安德里亚纳姆普安伊梅里纳（其名字的含义是梅里纳人希望的国王）于1794年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统一的梅里纳王国。1810—1828年，国王拉达玛一世（RadamaⅠ）在位期间，与英国合作终结了奴隶贸易，作为回报，拉达玛一世拥有一支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征服了整个高地。但他的妻子拉纳瓦罗娜一世（RanawalonaⅠ，1828—1861）即位后，实行孤立政策，1835年停止与欧洲的贸易并禁止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后继者拉纳瓦罗娜二世（RanawalonaⅡ，1868—1883）则欢迎欧洲人和传教士，还举行了公开的洗礼仪式。拉纳瓦罗娜三世（RanawalonaⅢ，1883—1896）组织抵抗法国军队的占领，1895年战败。翌年，梅里纳帝国被废除。马达加斯加在法国殖民地中的地位并不高，20世纪20年代掀起赞成同化并要求使马达加斯加获得法国行政区的地位，遭到法国的拒绝。独立前夕，法国残酷镇压马达加斯加民族主义运动。

独立后，茨拉纳纳（PhilibertTsirinana）总统与法国关系亲近，还与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发展经济关系。1967年他再次当选，后因政策偏向沿海地区的人及不重视梅里纳人而遭到反对。1975年，拉茨拉卡中校（DidierRatsiraka）接管政权后，与法国和西欧国家关系恶化，实行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经济，出现了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游行示威。数年之后，接受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adjustmentprogram）。

马达加斯加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出口作物主要是咖啡、丁香等。工商业主要由出生于当地的印度人、华人和科摩罗人经营。除了1970年代中期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时期，马达加斯加和许多其他法语非洲国家相似，独立后依然严重依赖法国的援助、技术支持和市场。马达加斯加农业的特点是规模小、土地分散，精耕细作。农业占用了全国3/4的劳动力，1990年农产品占出口的85%，到2000年已降到48%，而制成品出口从14%上升至50%。丁香是主要出口作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草的需求量增大，所以出口随之增加，而且价格越来越贵，于是人造香草应运而生，这使自然香草价格下跌。这两种香料主要种植在东部沿海狭窄的低地，有时会受到龙卷风的袭击，加上其他生产地区的竞争，如桑给巴尔和印度尼西亚，世界市场的价格很不稳定。但马达加斯加畜牧业发达，全岛有3/4的土地是用来放牧的，有1100万头牛和350万头猪。牛、山羊和绵羊的数量基本稳定，但近期猪的数量大涨。虽然人均拥有一头牛，但当地人主要喝奶不吃肉，只有在做仪式时才会吃牛的肉，所以人均摄入肉食量很小。马达加斯加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空间上的阻隔，最大优势是生物多样、良好的生态环境与气候。RoyCole，H.J.DeBlij，op.cit.，pp.709721.

位于红海出口、亚丁湾的吉布提，国内有2/3是索马里人，1/3是埃塞俄比亚人，因夹在两国中间，所以深受这两国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经济以转口运输为主，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农牧业体系，粮食严重依赖进口。RoyCole，H.J.DeBlij，op.cit.，pp.547548.

除了上述各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概述之外，我们再看与法语国家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国际贸易状况及其衍生的援助问题。


（二）国际贸易

1963年，非洲17个法语国家和索马里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六国签订了《雅温得协定》（LaConventiondeYaoundé）17个法语非洲国家包括本章开头提到的16个（几内亚未加入），加上马达加斯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比利时、联邦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六国。资料来源：LaconventiondeYaoundé（20juillet1963），JournalofficieldesCommunautéseuropéennes（JOCE）.11/06/1964，n°93.，为期五年，以确保非洲与欧洲的自由贸易及获得欧洲六国的资助。因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5年，洛美协定（LaConventiondeLomé）取代了《雅温得协定》，也是为期五年，有46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简称“非加太国家”（ACPcountries）参加，形成欧洲经济共同体与非加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非加太国家出口到欧洲市场的产品免税，但对那些与欧洲市场构成竞争的商品，如蔗糖和牛肉，实行配额制；二是欧洲国家提供30亿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援助和投资基金第二个洛美协定（57国）增加到55亿，第三个（66国）是85亿，第四个（70国）为期10年，援助与投资金额是120亿欧洲货币单位（ECU）。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CurrencyUnit）是在1999年欧元导入之前欧洲共同体的通用货币，1ECU相当于1欧元。，主要用于稳定出口产品（Stabex）和矿产价格（Stabmin）、解决粮食危机等。但因后来遭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美国的反对，其理由是该协定实行与自由贸易原则相违背的贸易差别政策，《科托努协定》（LaConventdeCotonou，2000）应运而生。《科托努协定》为期20年，每5年修订一次，由27个欧盟成员国和79个非加太地区的国家参加，明确提出了援助是有条件的，其主要目标是减少并消除非加太地区的贫困，将非加太成员国纳入世界经济的同时尊重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AccorddeCotonou，08/03/2011，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development/africancaribbeanpacific_states/r12101_fr.htm

从《雅温得协定》到《科托努协定》，如果法国或所有欧洲国家真是考虑非洲国家的发展的话，非洲的状况不可能进一步边缘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占国际货物贸易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5.9%减至1985年的4.2%，再减至1996年的2.3%。MikeMoore，Africaandthemultilateraltradingsystem：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23september1999，attheConferenceofAfricanTradeMinisters，Algiers.全文链接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spmm_e/spmm07_e.htm。实际上，欧洲国家是出于保持与前殖民地国家的贸易联系，虽然提出免去关税，但商品的价格最终是由它们规定的。

自20世纪70年代起，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伴随接踵而至的旱灾，导致非洲法语国家的农业产量（农作物和牲畜）的急剧下降和农产品出口停滞。接着是粮食进口（小麦和稻米）和援助迅速增加，导致这些国家对援助的依赖。TheUNESCOGeneralHistoryofAfrica，VIII，p.332.

洛美协定的稳定出口机制在70年代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即补贴那些因出口产品价格下跌所受的损失。随着8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的开始，为偿还债务并获取新的贷款，非洲国家在欧洲的压力下被迫放松外汇管制、贬低本国货币并加大出口，由此形成相互竞争之势，使商品价格不断下降，洛美协定的稳定出口机制很难奏效。譬如，1985—1986年，马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出口产量增加了28.6%，而出口总额却下降了26.2%。Afrique：Histoire，économie，politique（1998—2001）IX，Lesconditionséconomique，http：//afriquepluriel.ruwenzori.net/mali9.htm

在工业发展问题上，根据法国激进社会党、20世纪30年代两任总理的阿尔贝特•萨罗（AlbertPierreSarraut，1933年和1936年）关于“发展殖民地”的信条，工业只是私营部门的事情，国家无需插手。但1929—1933年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占主流，国家开始纷纷干预市场，发展经济。法属殖民地也不例外。1934年，法国与其海外领地首次强调国家在殖民地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向殖民地介绍了“工业动力”（IndustrialImpetus）的概念，其含义不是创造或发展与其宗主国竞争的殖民地工业，而仅仅是在比邻的生产地区，发展工业有可能使那些无法使用的原材料价值提高。10年后，布拉柴维尔会议（1944年）指出法属国家的工业化“作为一个总的原则，必须由私营部门来推行”TheUNESCOGeneralHistoryofAfrica，VIII，Op.cit.，p.359.。这一原则也是后来针对非洲的国有化进行结构调整的原则。

对绝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农村、以农牧业为主的非洲法语国家而言，没有比发展农业更重要的事情了。可是，受西方教育或思想熏陶的非洲精英们照搬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的理论，使本国的农业进一步边缘化。如恩克鲁玛早在1945年指出：“工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日常任务之一，而且是一个国家主权和真正独立的必要条件。”K.Nkrumah（1962），TowardsColonialFreedom（London：Heinemann，1stedition1945），引自TheUNESCOGeneralHistoryofAfrica，VIII.Op.cit.，p.364.就连非常重视农业的乌弗埃博瓦尼（FélixHouphoutBoigny，1905—1993）也知道“科特迪瓦不能没有工业，发展就是实现工业化”艾周昌主编：《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至于非洲法语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刚果（金）加丹加省的矿总100年的历程就是一个缩影。潘华琼：“刚果（金）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变迁的历史启示”，《北大史学》第13期，第416—442页。在整个非洲法语国家，除了刚果（金）的矿产工业发展有相当的规模，以及石油生产和输出国加蓬和刚果（布）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农牧业国，包括农产品加工业较为发达的科特迪瓦，其发展道路也是属于由农业资源（主要是可可、原木、橡胶和棉花等经济作物）驱动型的现代化。艾周昌主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研究》，第202—219页。

虽然科特迪瓦前总统乌弗埃博瓦尼认识到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但在工业化主要由私人经营的思想主导下，他自己成了大庄园主，而广大小农的利益并没有受到保护。20世纪70年代受经济危机影响，初级产品价格大跌，造成该国的四大出口产品（咖啡、可可、香蕉和原木）从1964年的91%跌至1976年61%。为此，科特迪瓦开始发展经济多样化，以农促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据1965—1980年期间的统计，传统的大宗作物在出口收入总额中又大幅度减少。GuyAntoineLafleuretAngeG.Guihede，Dépendanceetdiversificationcommerciale：LecasdelaCtedIvoir，1965—1980，tudesinternationales，vol.14，n°4，1983，pp.745779：751，http：//id.erudit.org/iderudit/701580ar


（三）国际援助

从援助方来看，国际援助非洲农业的项目大多数是根据自己的意图设计的，试图用高技术来提高作物的产量，而这些作物很多是为出口增加收入。这些援助项目均由政府与国际组织商定，从事生产的农民没有任何参与和决定的权力。其结果可想而知，农民生产的剩余被权利阶层所控制。TheUNESCOGeneralHistoryofAfrica，VIII，p.344.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靠国际银行贷款、试图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农业产量的项目，需要获得大量的土地来做试验，由此开启了囤积土地的现象。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把土地给予那些有势力的军人和政府官员及有钱的商人，而投机者本身可以通过滥用职权、官商勾结、贿赂村社头人等以达到获得土地并成功地注册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潘华琼：《论喀麦隆的土地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第4651页。这就进一步打击了处于边缘化的小农。后者被迫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流落在街头或在矿场卖命。于是，“农民”的称呼逐渐沦为“穷人”，他们由自食其力的生产者转变成了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其身份认同因此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歧视。

希维尼认为援助与发展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事实造成的：即殖民统治时期的乡村剥削、迫使农民为出口生产的结构，在独立之后并没有得到改变。ReviewAfrica：ResistancetoModernizationinAfrica，byMsiaKibonaClark，10September2007，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709100020.html；原著ResistancetoModernization：JourneyamongPeasantsandNomads，byGiordanoSivini，TranslatedbyJoanKrakoverHall，2006.有关援助的失败，最著名的是DambisaMoyo，DeadAid：WhyAidisNotWorkingandHowThereisAnotherWayforAfrica（London：PenguinBooks，2010）。

虽然那些援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地的农民利益，但非洲农民不乏自己的积极性。在农村，以莫普提的马纳科村（Manako）为例。1984年遭遇大旱时粮食颗粒不收。全村聚会讨论后，决定一半人到城里去谋生，另一半留在村里种地，每户都得到一块耕地，实行集体耕种、互助合作。农民们还决定卖掉牛，改买毛驴，后者不仅省粮省水，而且可以提供奶和肉。翌年，由于西瓜丰收，农民们把西瓜拿到莫普提市场上去出售，然后从那里买回粮食，共渡难关。Afrique：Histoire，économie，politique（1998—2001）IX，Lesconditionséconomiques.这种基于传统的分工合作，说明农民有能力战胜一定的灾害，当然也得益于政府的部分贷款。然而，粮食援助特别是紧急援助所必要的人力动员以及粮食发放过程本身，确实产生了很多问题（上文已提到的腐败现象）。

对外部市场的过份依赖及对本国农民的严重忽视，是导致非洲国家工矿业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如果不纠正这一趋势，那只能是被世界经济进一步边缘化。再以刚果（金）为例。作为一个位居非洲中心的大国，刚果（金）有着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8000万公顷的可耕地，变化多端的气候，重要的水利网，估计年产可达70.7万吨的鱼，对畜牧业至关重要的热带大草原（4000万头大型牲畜）……刚果民主共和国凭借其农业就有养活这个世界的能力，但她却被列为今天世界上最贫困和最饥饿的国家。这是一个十足的悖论。FranceVANHOOF，Changerlagriculturecongolaiseenfaveurdesfamillespaysannes，AlianceAgricogon，2011，p.9.

从20世纪80年代起，刚果（金）就开始出现争夺土地的现象，政治家、军人、商人等都以此作为权力的保障，到了90年代，基伍省的农民不再有充足的土地可以养家糊口。MafikiriTSONGO，“LaproblématiquefoncièreauKivumontagneux（Zare）”，CahiersduCIDEP，21，1994，pp.119120.然而，刚果（金）的小农在经历了殖民主义阶段之后，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的内战颠覆了后殖民政权、即1996—1997年劳昂•卡比拉（LaurentDesiréKabila，1939—2001，俗称老卡比拉）起兵推翻蒙博托政权之后，刚果（金）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走向了自治，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殖民主义者和现代国家试图将其抹杀或遗忘之后，今天却仍然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任。

在班顿杜省（Bandundu），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改善其荒芜的农场道路；在北基伍省（NordKivu），农民去寻找乌干达的咖啡种子，以取代现有的病虫害种子；在东开赛省（KasaOriental），农民用牛来耕地，以扩大种植面积；在南基伍省（SudKivu），农民开发当地的农药，战胜蹂躏其作物的病虫害；在东方省乔波地区（Tshopo），养猪的农户配备了兽医服务；在下刚果省（BasCongo），农业生产者已兴办可可产业。所有的妇女也都组织起来了，通过改良品种或把农产品出售给最好的买家而提高农业生产力。FrancVANVOOF，op.cit.，p.10.再如，位于刚果（金）的加丹加省和赞比亚铜矿带的非洲人面临工业生产的下滑，他们积极恢复当地的渔业生产，以此重新连接城市和乡村，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DavidGordon，“GrowthwithoutCapital：AresearchFisheryinZambiaandKatanga，1960sRecentTimes”，JournalofSouthernAfricanStudies，Volume31，Number3，September2005，pp.495511.由此出现了“再农业化”（Réruralisation）的现象。因此，我们不可低估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与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水利的联系非常密切，是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的经济支柱。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在经济学术语里，农民不是“穷人”，而是生产者，还可能是农产品的销售者，是非洲社会人数最多的劳动力。为此，有学者将刚果（金）的千年历史及其文明视为“当地的居民，包括农民、猎人和渔民学会控制自己的自然环境的过程”IsdoreNdaywelèNZIEM，HistoireduCongo，Desoriginesànosjours，Kinshasa：AfriqueEditions，2010.，展现了他们自创的当地生活、社会和政治调节的复杂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保障这三方面的协调，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政治发展道路：村议事会与多党选举，谁更民主？

（一）传统村社民主与当代民主困境

当今世界充满了不平等，从个人到国家，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人为的，没有什么政治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就偏爱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就偏爱专制王权。法国学者艾曼纽尔•托德以家庭结构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把世界上的家庭分成四类：即自由与平等，自由与不平等，权威与平等，权威与不平等。平等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而权威和自由是指家长和子女之间的关系。EmmanuelTodd，Ladiversitedumonde：Familleetmodernité，Paris：EditionduSeuil，1999.如果按照他的分析模式，法国的家庭是自由和平等的，但其非洲殖民地的家庭却是权威和平等的。由此推理，非洲国家的基层并不缺乏民主，但独立后非洲法语国家的政府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专制或独裁现象。

非洲人有自己的民主传统，如根植于马里的邦库马纳村（Bancoumana）的“通替规”（tontiguis，简称ton）和“通博罗姆瓦”（tombolomois）已有200多年的历史。PaoloQUAREGNA，DVDLebonélève，2006.“通替规”是一种地方自治组织，相当于村理事会，由村里的理事、有声望者和不同职业的代表参加，如“格里奥”非洲大陆的历史大都从歌曲中流传下来。“格利奥”是一种世袭的职业，通常是本民族历史的传诵者。他通常身兼巫师、乐师及诗人。（Griot）等。“通替规”负责维护村里的公共秩序，譬如调解纠纷、调查事故，等等。组织村民讨论村务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这是一种直接的民主。“通博罗姆瓦”是村里的法官，由“通替规”指定两名负责人审理村里的诉讼案件，但谋杀和重伤不在其审理的范围内。他们作出的判决代表村集体的意志，因而得到全体村民的拥护。最后的判决出来后，还可以由“格里奥”来说情，以减轻对有罪者的判罚，这时的“格里奥”相当于现代的辩护律师。这些制度沿用至今，而西方的多党选举到20世纪末才开始植入，很多非洲人还很不习惯。这充分说明：民主不是外来的，选举不等于民主。

非洲法语国家挣脱殖民主义统治、赢得独立之后，国家领导人开始致力于本国及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没有质的变化。国家通过制定发展政策过多地干预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譬如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非洲农村广大地区本来就是集体化的，虽有浓厚的家族（clan）、部族（tribe）甚至王族（如贝宁）色彩，但其集体性是显而易见的，其纽带就是一系列的宗教和庆典仪式。

到2010年，除了吉布提（1977）、布隆迪（1962）、科摩罗（1975）和塞舌尔（1976），其他非洲法语国家独立已有50年，但一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依然十分脆弱。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非洲国家领导人无能造成的，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除了气候和价格因素之外，多数非洲的粮食问题其实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粮食剩余的国家，如果联合国粮农组织是真正为解决世界上贫困人口饥饿问题而设立的，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譬如，2011年世界谷物总产量估计是23.27亿吨Recordhighcerealproductionin2011boostsworldreserves，FAOCerealSupplyandDemandBrief，09/02/2012，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wfshome/csdb/en/，同年世界总人口刚超过70亿，人均有330多公斤的粮食，已差不多够吃了。如果再加上非谷物类的粮食，如木薯、山药和大豆等根茎与豆类作物，粮食危机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世界上仍有约9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其中有2亿多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援助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计划的同时，更多时候是在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找实验场，或为那些发达国家的剩余农产品寻找出口市场。

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与美国一起高举“民主”与“人权”的旗帜，对非洲国家的政府施加变革的压力，使非洲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今天，法国也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的经济评估，后者按市场的准则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财务状况评价后给予降级，欧洲国家不得不屈从于美国、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准则，又何谓国家主权和民主？从这一趋势看，美国的霸权将颠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主和主权。


（二）多党民主选举浪潮

然而，正如16世纪开启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未真正战胜过非洲的小农一样，西方的民主与人权模式也不可能将世界每一个角落纳入受其限制的轨道。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贝宁首当其冲，开始了多党民主选举制，随后在整个非洲大陆形成民主化浪潮，造成社会的急剧动荡。克雷库（MathieuKerekou）早在1972年发动政变上台后，实行人民革命党一党执政和一系列过激的政策，导致80年代后期出现全国性的危机，仅1988年就有三次未遂政变。1989年12月，人民革命党执政的贝宁政府在“街头革命”和债权国的压力下作出让步，宣布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多党制。全国有50个政党进行了注册。1990年2月在科托努召开了社会各界、各政党组织代表共524人参加的全国会议，历时10天，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决议，认为人民革命党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合法性，应全部解散。会议决定成立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和以索格洛（NicéphoreSoglo）为总理、为时一年的过渡政府，负责筹组未来多党选举事宜。

1990年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1991年2月经普选产生64个议席的国民议会。3月贝宁开始多党选举，索格洛以67.61%的得票率胜出，克雷库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从而使贝宁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权更迭。许多非洲法语国家的政治反对派纷纷仿效，即通过召开全国性的国民代表大会来和平夺取政权。1990年3月至1993年1月，加蓬、刚果（布）、多哥、马里、尼日尔、马达加斯加、乍得等法语国家先后召开了全国会议。

非洲法语国家的民主化与法国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当贝宁的全国会议在科托努召开时，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在布基纳法索发表声明说，多党制也许并不适合非洲。但数月之后，法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密特朗在拉波勒第16届法非峰会上一再强调“民主是普遍原则”，公开宣布法国对非援助要同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挂钩，强调其提供援助的多少取决于受援国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的程度。他提出的民主模式是“代表制度，自由选举，多党制，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拒绝审查”FranoisMitterrand，Aloccasiondelaséancesolennelledouverturedela16èmeconférencedeschefsdétatdeFranceetdAfrique，LediscoursdeLaBaule（June20，1990）.http：//www.rfi.fr/actufr/articles/037/article_20103.asp。

密特朗总统的声明，不仅给参加峰会的非洲国家首脑们、而且给那些寻求政府变更的非洲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法国政府后来发表的关于未来援助政治条件的声明语气温和了不少，但是，非洲法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还是大大加速了。1991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法语国家会议上，密特朗总统特别指出非洲国家可以自由决定其民主化进程的性质和步伐，这表明法国将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使用民主标准。1992年的非洲法语国家峰会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召开，一些非洲领导人提出要同步推进民主、寻求社会经济发展并维护安全有一定困难。法国总理皮埃尔•贝雷戈瓦（PierreBérégovoy）为此提出，法国的非洲盟友应该坚守下列顺序安排：安全第一、发展其次、民主化最后。罗尔•范德•维恩：《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赵自勇、张庆海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逼迫非洲国家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1991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还作出共同规定：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减免债务必须同这些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化”相联系。面对西方强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困难、严重依赖外援的非洲国家不得不屈从。然而，非洲法语国家并非全部模仿贝宁的做法，如喀麦隆和刚果（金）。

喀麦隆政府顶住了反对派的压力，始终没有召开全国会议，采取了渐进式的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党立法选举。选举结果是执政的“喀麦隆人民民族联盟”获议会多数，但结束了一党制。大选过后，反对党开始分化瓦解，许多名存实亡。

刚果（金）的执政者蒙博托于1990年底被迫宣布实行多党制，但拒不放弃权力，结果造成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冲突，最终反对派以武力和战争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迭。1993年1月—1995年5月，曾出现两个“议会”和两个“政府”并存的混乱局面，分属支持蒙博托（SeseSecoMobutu）和以齐塞克迪（EtienneTshisekedi）为首的反对派两大阵营。1996年10月，以老卡比拉为首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反政府武装利用蒙博托出国就医的机会，发动了武装推翻金沙萨政权的斗争。1997年5月，反政府武装占领首都金沙萨并夺取了政权，改名刚果民主共和国，老卡比拉任总统。之后，国家又很快陷入内战，2001年初老卡比拉被杀，其子小卡比拉（JosephKabila）上台，2003年，政局才趋于稳定。

不过，密特朗在拉波勒的声明推动了非洲法语国家的民主运动。在1990—1993年期间，几乎所有法语国家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事实上，改革并不局限于法语非洲，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主化浪潮横扫了整个非洲大陆。尽管如此，法语非洲和非洲其他地方还是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召开了全国会议。只有塞内加尔没有类似的经历，有学者解释该国民主的表现能够令反对派组织满意。罗尔•范德•维恩：《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第66页。这也得归功于1980年桑戈尔总统的主动引退，总理迪乌夫继任，又在1983、1988和1993年连续三次当选，直至2000年被民主党候选人瓦德击败。


（三）全国会议：新的政治动员形式

非洲法语国家的全国会议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的政治传统。来自不同集团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唇枪舌剑，寻求通过宪法，决定未来的国家形式；会议发表主权宣言，使自己成为国家最高权威，给自己的决定增添了法律效力；对现有制度的严厉批评不受限制，增强抵抗运动的信心，旧政权也因此衰落。

刚果（布）的发展同贝宁的成功改革最为相似。冷战期间，以德尼•萨苏恩格索（DenisSassouNguesso）将军为首的军人政权，把刚果改造成了一个人民共和国，拥有集权政府和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破产而终止。1990年拉波勒峰会召开时，刚果总统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诺推行政治改革。1991年2月，总统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召开了全国会议，有来自各个政党和团体多达1200人的代表参加，一直持续到6月。政府在此期间一次次地遭到挫败：先是奥旺多（Owando）主教得到了会议主席职位，然后是会议宣布自己拥有最高权力并任命了一个过渡政府来起草新宪法、组织多党选举。新的自由宪法于1992年3月生效，数月后，帕斯卡尔•利苏巴（PascalLissouba）于1992年7月当选为总统。

全国会议在马里和尼日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3月，马里发生了抗议活动，反对已统治国家长达22年之久的穆萨•特拉奥雷（MoussaTraoré）独裁政权，在首都巴马科酿成了流血骚乱。在阿马杜•图马尼•杜尔（AmadouToumaniTouré，简称ATT）上校领导下，军队发动了政变，和民主运动迎面走到了一起。政变组织者很快就决定同民众抗议力量合作，双方任命了一个联合过渡政府来召集全国会议。大会持续了两周时间，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一个选举法案和一个关于政党的宪章。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4月举行的大选，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AlphaOumarKonaré）当选总统。科纳雷两任期满之后，阿马杜•图马尼•杜尔赢得了2002年选举，继任总统，2007年获得连任。2012年大选之前，他因政变被迫下台。

邻国尼日尔在尼亚美召开了持续三个多月的全国会议（1991年7月29日—11月3日），1000多名与会代表通过任命一个过渡政府组织选举，取代了原来的政府。会议通过决议：废除《国家宪章》，终止宪法，解散国民议会和执政17年之久的以军人为主体的政府，组成为期15个月的以谢富•阿马杜（CheiffouAmadou）为首的文官过渡政府。1993年2—3月，先后举行了独立以来首次多党议会和总统选举。然而，由于该国北方的图阿雷格人起义和军队的反对，新的民主政府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加蓬的奥马尔•邦戈（OmarBongo，1935—2009）总统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经历了全国会议之后还能继续掌权。他出身于该国内地的一个小部族，在加蓬独立之际，作为中立者得到了法国人的器重。1967年上台后，邦戈禁止了所有政党，然后建立了唯一的政党来领导国家。他通过向不同民族背景的精英成员提供不断扩大的国家机构中的职位，来确保潜在反对者的忠诚。与此同时，法国向邦戈政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有助于保持加蓬政治领域内的稳定。不过，他还是觉察到了变革的迹象，早就决定要组织召开全国会议。会议开始之后，反对派基本上没有意识到会议提供的机会。因此，政府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局面。尽管大会的召开制定了新宪法、引进了多党制和相对的出版自由，但全国会议满足于顾问角色，因而没有提出关于统治权的声明，也没有直接限制总统的权力。在加蓬自由的政治环境中，邦戈赢得了1993年和1998年两次大选。

尽管全国会议是通向更大程度民主的第一步，但是，在几乎每个国家（加蓬除外）的反对派成功地用民主治理体制代替威权体制的过程中，军队的作用证明是决定性的。在贝宁和刚果（金），政府军对这些变革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在马里，军队先是自己夺取了权力，但愿意把它移交给民主政府。在尼日尔，军队明显不愿合作，给文人政府制造了麻烦。与贝宁接壤的小国多哥，军队坚定地支持1967年就上台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Eyadéma）将军，使其在1991年7—8月召开的多哥全国会议之后继续掌握政权。当局命令会议辩论暂时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军队以强硬态度同分裂的国内反对派以及大会任命组织选举的过渡政府进行交涉，使埃亚德马政权一直延续到2005年。布隆迪在1993年6月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总统和立法选举，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政党（布隆迪民族阵线）终于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从而结束了图西人少数派垄断政府的局面。

一些法语国家通过召开全国会议、立宪和选举来进行政府的交替，公民自由和社会团体不断增加，如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团体及其他社团等。现在，这些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团体作为压力团体，在表达民众的诉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以贝宁为法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滥觞，背后支持者是法国，而且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即不这样做就得不到援助。这种非民主化的依赖性本身就暴露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明显的事例是2010年底至2011年初科特迪瓦出现的“一国两主”局面，最终由法国出兵协助将西方所支持的瓦拉塔（AlassaneDramaneOuattara）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同时将巴博（LaurentKoudouGbagbo）送至荷兰国际刑事法院受审。

几乎所有曾属于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的政府取得独立后，都大量地依赖法国和比利时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很多非洲总统在国内的权力都建立在其与法国政府的关系上，因此，正确地解读巴黎发出的信号，成为一个政治上生死存亡的问题。刚果（金）稍有不同，是因为除了比利时，美国也介入了。该国独立后的几次分裂危机都让刚果人民认识到要推翻西方所支持的政权极其困难。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主权国家并没有终结，人权意识越来越高涨。民主化运动是推动非洲法语国家人权意识高涨的催化剂。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发达国家其实远比发展中国家表现更加突出，但非洲国家的主权却在西方人权旗帜的招摇下遭到践踏。众所周知，驻扎在加蓬、吉布提、科特迪瓦和马里等国的法国军队，保护的不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美国也同样如此。与此相对的是基地组织和反政府武装，是造成整个地区动荡的隐患。因此，非洲国家今天面临的挑战不比独立初期遇到的更少。这就再次促使非洲一体化的加快建构与发展，非盟应致力于挖掘植根于非洲大陆的民主传统并代表全体非洲国家的利益。当然，这是另外章节的话题。


三、城市化发展轨迹及其面临的困境

（一）非洲法语国家城市的分类

城市化（urbanization）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与人的活动分不开的。城市化不仅与移民相关，也与人口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密切相关。移民是人口流动的方式之一，在这里泛指迁到城市定居或工作的人，而不论他是以什么方式来的，通常包括自发地从乡村来的本国人口、殖民统治时期的强迫移民以及自发地从其他国家或其他大陆来的移民，甚至包括因天灾人祸而逃生的难民。据报道：目前世界上有一半难民是生活在城市。陈云富：《联合国难民署活动周开幕：关注城市难民生活》，2010年6月12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6/12/c_12215627.htm。

人口流动特别是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强迫移民是非洲近现代许多城市得以形成的基础。如果再往前看，古代也有一部分城市是在班图人大迁徙中形成的，如刚果王国的姆班扎刚果（MbanzaKongo，在今天的安哥拉境内）。独立后，非洲人口的高出生率和增长率直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移民和人口的出生率均属于人口学的研究范畴，对非洲城市化的研究也经常被置于人口学范畴，其意义在于说明非洲城市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之一。

非洲的城市化是贯穿非洲整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变量，也是一个动因，期间不断注入新的因素，促成了非洲城市多样化的现状。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化与移民运动有关，但这并不等同于那里的城市均为移民城市。

根据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些国家大致有以下七类城市：

（１）一是土生土长的城市，如马里的杰内—杰诺（DjenneDjenno）及后来的杰内；

（２）穆斯林学者的名城，如马里的“沙漠港口”廷巴克图（Timbuctu，即通布图）；因为阿拉伯人把撒哈拉看成是海，萨赫勒（Sahel）便是阿拉伯语中的“海岸”之意，相当于英语的coast），廷巴克图正是位于这个海岸的港口。可以说非洲有三个海岸，即大西洋沿岸，印度洋沿岸和撒哈拉沙漠沿岸。

（３）奴隶贸易时期建立的港口、后来逐渐发展成都市，如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

（４）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行政市，如中非共和国的班吉（Bangui）；

（５）殖民统治时期新发展起来的工矿业城市，如民主刚果的卢本巴希（Lubumbashi）；

（６）非洲国家独立后建立的都城，如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由于该国独立前属于法属西非殖民地，而法属西非殖民地的首府最初设在圣路易（SaintLouis），后改为达喀尔；

（７）原来殖民地留下的城市，独立后迅速发展工业并吸引本国农村地区甚至周边国家的人口，达到高度城市化，如科特迪瓦的阿比让（Abidjan）。

上述七类城市仅限于笔者的分析。实际上，非洲每个城市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道路，但每个城市又都呈现其相似性：成为现代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位于交通枢纽，是医疗卫生教育设施相对集中、日常生活相对便利的人口聚集区。就城市的定义和功能而言，非洲法语国家的许多城市无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


（二）非洲法语国家城市的发展轨迹

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来看，非洲法语国家原生的城市起源与世界其他城市有相似之处，譬如杰内杰诺城，是与当地农牧渔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第一产业的剩余为城市人口及其生活提供了基础。伊斯兰教传入后没有破坏正在形成的城市，反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并赋予了新的宗教文化内容，从而使西苏丹地区逐渐由原来意义上的黑人区转变成了伊斯兰区，出现了集黑人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于一身的古都加奥（Gao）和廷巴克图。

廷巴克图位于今天尼日尔河的北岸，是马里廷巴克图地区的中心。因为紧靠尼日尔河，雨季有便利的水路可以通过内河三角洲到达杰内、莫普提等地。早在11—12世纪，廷巴克图逐渐成为穿越撒哈拉商旅的货栈，来自撒哈拉的图阿雷格游牧民族在此扎营和会聚，逐渐发展成商业中心。14世纪属于马里帝国（1235—1660）马里帝国的首都是尼亚尼（Niani），意为“国王的住所”，位于今天的几内亚境内，在尼日尔河左岸的支流桑卡拉尼河上（Sankarani）。，15—16世纪又属于桑海帝国（1464—1680，1433年占领该城，但首都是加奥）。在廷巴克图城，北方来的商人可以用盐和布匹等交换当地或南方来的奴隶和黄金等，所以，廷巴克图是马里和桑海帝国重要的商业中心。

马里帝国的国王康康•穆萨（KankanMoussa，1280—1337），即众所周知的曼萨•穆萨（MansaMoussa，Mansa是“众王之王”之意）在位（1312—1337）时，将廷巴克图建成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建立大清真寺（Jingareyber），请伊斯兰学者来讲解《古兰经》，推崇伊斯兰文化。桑海帝国继续保持其文化中心的地位，直至1591年被摩洛哥军队攻占。之后，摩洛哥将总督府设在该城，使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摩洛哥色彩。

这是一座典型的非洲中世纪城市，是与阿拉伯文化碰撞之后产生的，始终没有发展成现代工业化的城市。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68）和雷恩•阿弗利加努（LeoAfricanus）先后于1353年和1510—1514年到过廷巴克图，北非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尔敦（IbnKhaldun，1332—1406）也留下关于该城的著述。AnneMayor，TraditionscéramiquesdanslaboucleduNiger.Frankfurt:AfricaMagnaVerlag，2011，p.99.

到了近代，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启，从西非沿岸的塞内冈比河口直至今天安哥拉的罗安达，奴隶贩子源源不断地从非洲内陆向这些口岸输送人口，其结果是一方面使非洲人口出现了重组，另一方面是为美洲新大陆提供了劳动力。后者也影响到了美洲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结构。非洲人口的重组由三个因素促成：一是输出奴隶大多为青壮年男丁，造成某些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二是因缺少劳动力直接影响到非洲大陆城市化的进程；三是奴隶贸易港口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内陆人口逐渐向沿海地区的移动和集中。人口和经济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转移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发展趋势，而不是非洲法语国家发展的特例。达喀尔在结束奴隶贸易之后，成了殖民政府机构所在地、亚洲中产阶级商人（主要是黎巴嫩人）的生活区和非洲劳动者的居住区。非洲城市的社会重组由此在空间上得到了反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在非洲建立殖民统治之后，通过把非洲人的土地据为己有、开采矿产和强迫非洲人劳动等方法来达到用殖民地的财富维持殖民统治并获取更大的利益来反哺宗主国的目的。为了获得开发矿产、修筑铁路和公路以及在经济种植园干活的劳动力，他们采用强迫劳动、强迫种植、缴纳货币税等经济和法律手段，将非洲人从农村赶到了城市。比属刚果的伊利沙伯维尔（今天的卢本巴希）就是典型的一例。在这一新诞生的、以矿业生产为中心的城市，逐渐发展起农业、运输业、医院等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业。城市从一开始就被分割成了厂房、白人生活区和黑人生活区，中断了非洲本土的城市化道路。

非洲国家独立后，延续了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包括留下的城市空间及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观念，即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相联系。要争取民族经济独立，就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由此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以阿比让为例。阿比让是科特迪瓦原来的首都，有2119平方公里，城市面积422平方公里，有380万人（2007年底），是世界上第四大法语城市，仅次于法国的巴黎、民主刚果的金沙萨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西非，她是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她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并与工业化相伴，成为吸引西非法语国家移民劳动力的中心，如同拉各斯吸引西非英语区的移民劳动力。

阿比让是法国殖民政府在1931年建立的埠头上发展起来的，原本只是用来装卸货物的码头，1951年佛利迪运河（VridiCanal）建成后成为重要的现代海港。港口最需要搬运工。1978年，马里电影人SouleymaneCissé导演的Baara（意为“工作”）讲的就是搬运工的故事，获得1979年泛非电影节奖。因此，当时已经有很多外来的移民劳工。据统计，1955年在该城居住的科特迪瓦人占49%，而其他地区的非洲人占44.2%。独立后，阿比让成为科特迪瓦的首都和经济中心，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移民逐渐增多，1975年占居民总数的58.9%，1988年占61.5%。与此相应，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数比重略有减少，分别占37.5%和36.5%。DominiqueCouret，“TerritoiresurbainsetespacepublicAbidjan”，dansLemodéleivoirienenquestions，sousladirectiondeBernardContaminetHarrisMemekFotê.Paris：KarthalaOrstom，1997，pp.429458：431.

根据殖民地规划，阿比让的科克迪区（CocodyDistrict）原是辽阔的土著居民区，却发展成了包括总统府、法国使馆、象牙饭店和非洲最大的美国使馆（建于2006年）在内的富裕阶层的生活区。在乌弗埃博瓦尼总统的亲西方政策指导下，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阿比让享有“非洲的巴黎”之美誉，据说那里的非洲人都会说一口纯正的法国法语。

1983年博瓦尼总统将首都迁至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旨在把他出生的村庄变成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巴黎，但这个新都在交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还是不及阿比让，后者仍是许多政府机构和使馆的所在地。

博瓦尼总统去世后，公务员的待遇总体下降，政治出现内讧，高官腐败。1999年北部爆发内战后，阿比让进一步遭受政治混乱和经济风险之苦。阿比让的移民劳工区不断增大，工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2004年1月在这里发生了抗法、反白人的斗争。虽然独立后发展了工业和现代化，但自1980年以来，阿比让的基础设施总体在下滑、城市污染在不断增加。


（三）城市化的性质与特点

整个非洲社会自20个世纪80年代后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因国际市场价格的不合理，即廉价的初级产品与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贸易不利于非洲经济的发展，债台高筑，加上席卷非洲大陆的旱灾，工业化发展陷入困境，既缺乏内部农业的支撑力又失去了外部市场的竞争力。但非洲的城市化不仅没有放慢脚步，而且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大陆。如努瓦克肖特人数从1960年独立时的5000，增至70年代的12.5万，再至2003年的66万。由此可见，非洲的城市化速度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与其他国家和大陆的不同之处。

非洲近现代的城市化并没有惠及农村，以阿比让周围的农村为例，埃博里埃人村社（Ebriévillages）以割让或出售社区土地的方式参与了阿比让的城市化及其扩大化进程，但那里的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待遇。所以，“二元社会”，即工业的相对富裕的城市和农业的贫困的乡村在非洲一些国家同样存在，只是多数非洲国家的城市包容了更多的乡村。

非洲法语国家的许多城市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是殖民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城市的延续，许多国家只是由原来的白人区和黑人区变成了富人区与穷人区。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城市有的是与殖民统治机构相联系，有的与工矿业相联系，还有的是从奴隶贸易时的港口发展而来的。巴黎的建筑学教授法萨希在所著的《黑非洲建筑》一书中，对1787—1960年期间的城市一概不提“非洲城市”，因为“那是殖民地建立的城市，是为宗主国服务的，是后者的延伸”MasudiAlabiFassassi，LachitectureenAfriquenoire，Paris：LHarmattan，1997，p.122.。这些城市文化上的特点是与基督教相联系，与此前形成的西苏丹城市和斯瓦希里城市的文化不同，一方面中断了非洲城市化的自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成为社会文化重组的地理空间，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农村向城市的延伸。

当粮食、就业、住房、教育等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需求，城市化就会面临困境，诸如分配不公、犯罪率高、交通拥挤、贫民窟多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非洲法语国家大多数城市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再加上生产受控于国际市场，导致对外界的依赖胜于对本国的依赖（劳动力除外），难以维系可持续的自给自足、自我发展的模式，最终因为无法承受这一切问题而爆发“城市革命”。马里学者认为非洲城市化困境与欧洲城市化困境不同，后者是工业化社会特有的，而前者是殖民和掠夺造成的发展困境。SékouTraoré，QuestionsAfricaines，Paris：LHarmattan，1989.

城市最初的意义在于市民的自治。作为社会空间，城市应具有更新改造的功能，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同样需要进行规划与重塑，这就不得不考虑到规划意图、经济基础、文化意识和资源环境等各种因素，应重新考虑并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总之，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化不是一条从黑暗迈向光明的直线。城市化是一种不间断的社会重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受到历史时间（时代）、地理空间和生态资源的限制。城市的主人公需要知道自己来自何处、现在哪里、将来走向何方，需要加强认同感，需要实现自治；同时应当摒弃西方的理念，要认识到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也不等于现代化。只有当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和她所拥有的资源环境和空间相符时，才能走出困境。


四、多元文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一）黑人性文化运动：文化的交织与融合

什么是文化？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与会的126个成员国对文化作出以下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的有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引自阿米娜塔•埃达拉（AminataHaidara，马里文化部部长技术顾问）：《马里文化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吴曦译)，20110927，http：//www.culturalink.gov.cn/portal/pubinfo/001/20110928/351561e23aec42b08c85ff4da3ee93c8.html。

不同国家的人民都十分重视对自身文化进行保护，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即便是在今天许多物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譬如，在马里的很多城市和乡村，很多人都有记录伊斯兰教发展历史的古手抄本。廷巴克图、加奥、杰内、尼奥罗（Nioro）、加拉罗（Garalo）和曼法拉（Manfara）等地都有。还有手抄本图书馆，如：廷巴克图的阿赫迈德•巴巴中心（CEDAB）、马马•海德拉图书馆（MammaHaidara）、丰多•卡提图书馆（FondoKati）和加奥的凯比尔图书馆（ElKébir）。此外，马里还有很多岩画景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基达尔地区的阿德哈尔（lAdrardesIforas，Kidal）、卡耶地区的巴乌雷（BaouléNationalPark，Kayes）和多贡地区的邦贾加拉悬崖（BandiagaraCliffs，Dogon），阿德哈尔是马里撒哈拉地区岩画艺术的中心。这种艺术在19世纪为世人所了解，随即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可以参考克里斯蒂•杜比（ChristianDupuy）编写的基达尔地区的岩画目录，参见LartrupestredelAdrardesIforas（Mali）：chronologieetfiliationsculturelles.AnnalesdelaFondationFyssen，n°4，1989，pp.2538.

非洲文化的第一次觉醒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性（Negritude）”文化运动，是属于法语非洲的文化。第二次是马里的阿赫迈德•巴巴图书馆的阿拉伯文手稿项目。前者表明了对法国殖民主义文化的抗争，后者又反映了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伊斯兰文化的复兴。除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自己的本土文化，这些本土文化不仅延续至今，而且随着媒体和旅游业的发展，也呈复兴的兆头。正是这些不同文化的冲突、交织和融合，决定了非洲文化事业发展的多元性。

《马里宪法》在序言中就写道：“……马里人民坚定地维护民族文化及语言多样性，努力致力于生活质量的改善、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国会通过的LaConstitutionduMali：Preambule，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cafrad/unpan002746.pdf#search=ConstitutionduMali马里还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UNESCO，2001），是最早批准该公约的18个国家之一。但把文化多样性和拒绝全球化等同起来，或者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对旧文化形式的留恋，这些是错误的做法。”阿米娜塔•埃达拉：《马里文化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黑人性”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承认自己是黑人并为此感到骄傲。它是一种文化，不仅是非洲黑人，而且也是美洲黑人，甚至是亚洲和大洋洲黑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精神和道德的、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总和。张宏明：《黑人传统精神产生的历史氛围——论美洲黑人运动、思潮对黑人传统精神运动的影响》，《西亚非洲》1994年第3期，第50—57页。黑人性文化运动是一场由讲法语的黑人知识分子、作家和政治家领导的文学和意识形态运动，倡导者是来自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的艾美•塞泽尔（AiméCésaire，1913—2008）、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桑戈尔及圭亚那的莱昂•达马（LéonGontianDamas，1912—1978）。

为了使黑人学生拥有更多的机会就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桑戈尔、塞泽尔和达马在1934年9月1日创办了《黑人大学生》（Létudiantnoir）刊物。他们利用这个论坛，在理论上进一步强化了《正当防卫》（LegitimateDéfense，1932年创刊，只出了一期）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拒绝同化和维护黑人个性这两个强有力思想观点，开始描绘出黑人精神的轮廓。《正当防卫》杂志是以埃蒂安•莱罗（EtienneLéro，1910—1939）、泰鲁斯•莱罗（ThélusLéro，1909—1996）、朱利斯马尔塞勒•门内罗特（JulesMarcelMonnerot）和勒内•梅尼勒（RénéMénil，1907—2004）为首的马提尼克大学生在巴黎创办的。他们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宣言”第一次从政治、种族和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黑人问题。《正当防卫》杂志的作者们以超现实主义理论为武器抗拒白人的种族歧视、文化同化和捍卫黑人固有的个性及其尊严。他们在“宣言”中写道：“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超现实主义。”事实上，他们所创办的刊物的名称——《正当防卫》，也是袭用了超现实主义创始人、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1924年发表的著作名。布勒东本人也指出，安的列斯大学生所从事的事业是与他的运动相平行的。《正当防卫》杂志的作者所信奉的超现实主义理论对日后黑人传统精神运动的倡导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黑人性运动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理论依托之一。桑戈尔指出《正当防卫》不仅是一份杂志、一个文化组织，而且是一种文化运动。《正当防卫》杂志在法语黑人知识分子中正式揭开了“新黑人运动”的帷幕。“非洲个性”是非洲文化传统的精髓。作为新一代黑人青年，他们宣告不愿再像其长辈那样顺从地接受殖民制度的奴役和同化，他们认为那种消极、被动的态度只会助长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感和泯灭黑人固有的个性。他们所希望的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从殖民制度的精神枷锁中彻底挣脱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生活，才能证明并实现黑人的存在价值及其对人类有所贡献。

《黑人大学生》杂志一直坚持到1940年法国沦陷时才停刊。在1934年至1940年的6年间，他们写下了许多富有黑人传统精神内涵和风格的诗文，其中不乏传世的经典之作。譬如，达马在1937年出版的诗集《色素》（Pigments）被誉为是第—部带有黑人特征的法语诗集；塞泽尔在1935年第三期《黑人大学生》中创造了Negritude一词并赋予它积极的含义，该词后来出现在他的主要诗集《回乡札记》（Cahierdunretouraupaysnatal，1939）中，因此，“Negritude”这个词普遍被认为出现在1939年。桑戈尔的第—部诗集《阴影之歌》（Chantdombre）中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在30年代中后期写下的。

《黑人大学生》杂志的倡导者与《正当防卫》杂志的倡导者所从事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其特征之一是对殖民地化的回应，即对欧洲缺少人道的控诉并拒绝西方的统治及其思想。二是针对认同的危机，提出了“接受并骄傲地成为黑人”，有提升非洲历史、传统和信仰的价值的作用，并对恢复非洲人的尊严和自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用非常现实的文学风格表达非洲的传统文化。因此，Negritude又被称为“黑人文化传统”。

这一运动虽然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仍可被视为一种争取非洲人权的斗争，具有普世的意义。法语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更是用来作为称颂非洲、描绘非洲、创造非洲的工具。在非洲国家独立后，法语不仅继续创造了非洲文学的繁荣，而且造就了一批讲法语的非洲精英。非洲精英又创造性地运用了法语，不仅用它来为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大陆讴歌与呐喊，而且用它来塑造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桑戈尔就是用“黑人性”这个概念作为共和国的框架，选择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以此证明塞内加尔在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非洲个性”。

“黑人性”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塞内加尔的穆斯林阿里乌内•迪奥普（AliouneDiop，1910—1980）于1947年创办了杂志《非洲的存在》（Présenceafricaine），后来发展为出版社（EditionsPrésenceafricaine，1949），出版了非洲法语国家知名作家的作品，如喀麦隆作家蒙哥•贝蒂（MongoBeti）、几内亚作家威廉姆斯•萨希纳（WilliamsSassine）、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BiragoDiop，1906—1989）、黑非洲电影之父乌斯曼•桑贝纳（OusmaneSembène，1923—2007）、桑戈尔和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AntaDiop）等，它还是第一家用法语翻译出版非洲英语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出版了如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和渥雷•索因卡（WoleSoyinka）、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waThiongo）等人的作品。《非洲的存在》在发表非洲人的著作、宣传非洲文化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7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法语国家文化技术合作署（AGECOP，1969年成立）在贝宁的科托努（Cotonou）举办的文化部长会议上强调两点：一是有必要将法语定位为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的方法和工具；二是法语国家之间的交流可以了解对方文化、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富有成果的对话。FernandoLambert，op.cit.


（二）伊斯兰文化的觉醒

伊斯兰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是古代桑海帝国（1493—1591）的阿赫迈德•巴巴（1556—1627），他是西非中世纪的作家和学者，被视为西非地区最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他一生著书颇丰，可惜大多散失。J.O.Hunwick，“ANewSourcefortheBiographyofAhmadBbalTinbuktī（1556—1627）”，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Vol.27，No.3（1964），pp.568593.他出身于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世家，其历代祖先长期担任廷巴克图的伊斯兰教法官和桑科尔清真寺的阿訇。MahmoudZouber，AhmadBbdeTombouctou（1556—1627）：Savieetsonuvre，Paris：MaisonneuveetLarose，1977，pp.1718.他的孩提时代正是廷巴克图伊斯兰文化的兴盛时期，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在1591年摩洛哥占领廷巴克图时，他是该城最博学的穆斯林，领导全城的市民和穆斯林学者起来积极抵抗摩洛哥的侵略。1593年被摩洛哥苏丹下令连同他的家属一起共70人抓到摩洛哥当时萨迪王朝（SaadiDynasties，1509—1659）的都城马拉喀什（Marrakech），直至1607年3月返回廷巴克图。与此同时，他的1600册书也被掠走。MahmoudZouber，op.cit.，p.25.据他所说：“无疑，至少在15世纪之前，廷巴克图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大学者是来自黑人地区，很多人在非斯学习过。他们所持的巨大的伊斯兰科学及宗教热诚引起外国游客的敬重。”RendaMBow，“AhmedBabadeTombouctou，precuseurdesrelationsculturellesentreFesetleSoudan”，inFesetlAfrique—Relationseconomique，culturelleetspirituelles，2830Octobre1993：107114/108.

他到摩洛哥后，曾在贾米•舒拉法（JamialShurafa）清真寺大学讲学，主要是针对穆斯林大众的课程，包括语法、修辞、马立克派（alMalikiyyah）法学和神学。MahmoudZouber，op.cit.，p.29.与此同时，他在家开设针对少数精英层及朋友和青睐的学生的课程，《苏丹史》（TarikhalSudan，1655）的作者萨迪（AbdalSadi）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后来在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担当阿訇的马卡利（alMaqqali，1577—1632）说：“我在马拉喀什遇见他，听他的课获益匪浅。我从他那里借了很多书，也得到几部他本人的著述和收藏的圣训汇编，并被授权讲他的著作及主要的圣训汇编。”MahmoudZouber，op.cit.，p.5758.阿赫迈德•巴巴在教书期间也著书立说，在他创作的56部著作中，有29部是在摩洛哥完成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立克学者传记导言》，记载了13世纪—16世纪马立克法学派的主要学者，有近662人的传记，成为马格里布16世纪末的传记文献。他的名声也因此传遍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MahmoudZouber，op.cit.，p.31；AdamBaKonaré，LesrelationspolitiquesetculturellesentreleMarocetleMaliàtraverslesges.ChaireduPatrimoineMarocoAfricain，Série：Conférence（3），Rabat：LIEA，1991，p.2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纪念他，1970年倡议在廷巴克图建立阿赫迈德•巴巴中心（CEDABCentredeDocumentationetdeRecherchesAhmedBaba），旨在搜集、保存和编目12世纪—16世纪的（阿拉伯文）手稿。作为廷巴克图市唯一的公共图书馆，1977年巴巴中心在科威特资助下建成并开始对公众开放。2000年，马里政府颁布法令，将其改名为阿赫迈德•巴巴高等教育和伊斯兰研究院（IHERIAB，InstitutedesHautesEtudesetdelaRechercheIslamiqueAhmedBaba，下文简称巴巴研究院），隶属于国家高教部，现有近4万册手稿，计划搜集60万册。巴巴研究院的手稿不仅是非洲的和伊斯兰教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人类文化的遗产。

然而，由于收藏不妥、虫害、火灾及气候（雨水）和贫困等原因，有许多手稿正在面临被破坏和消失的威胁。保护这笔遗产由此成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第一项文化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挪威政府参加这项计划挪威起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西非尼日尔河流域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后来由政府资助、具体由奥斯陆大学参与了廷巴克图的手稿整理计划，至2010年已经结束。目前，由卢森堡政府继续资助该项目的进行。，而且成为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的“非洲复兴”（AfricanRenaissance）计划的具体内容。

2002年，南非—马里廷巴克图计划出台，由南非企业和民众出资帮助建立的巴巴研究院图书馆新址于2009年1月在桑科尔清真寺旁边落成，但至今尚未启动。姆贝基强调这一计划“是非洲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非洲复兴必须始于对过去的理解。我们的历史早于欧洲殖民主义”姆贝基2005年10月1日在茨瓦纳（Tswana）的讲话，参见ThaboMbeki，“S.A.MaliTimbuktuProject”，TheJournalofPanAfricanStudies，Vol.1，No.3，March2006，pp.6268。。他强调作为非洲文明的中心，廷巴克图是重新认识非洲历史、增强非洲认同感的一个恰当地点。他提醒人们如果不采取适当行动，廷巴克图及其周围地区有70万卷手稿几近失传。

在穆斯林占80%以上总人口的马里，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既重视公立学校（用法语教学）又重视传统的古兰经学校的教育。据巴巴研究院的默哈迈德•迪亚加耶特（MohamedDiagayete）研究员介绍，马里的儿童晨起读《古兰经》，然后吃早饭，上午9：00到公立学校上课；中午回来吃饭，接着学习传统的手工技术活，如制砖、剪裁等，到下午3：00再去学校上课；晚上放学后帮着做家务，祈祷，吃晚饭，再读《古兰经》。2011年7月9日在廷巴克图的访谈。民主化运动之后，这种学习风气再也看不到了。越来越多的儿童被父母送到马拉布（Marabout，讲授《古兰经》的老师）那里学习，后者因无法养活那么多人，越来越多的儿童被打发到街上乞讨。据作者的观察，这种“群童乞讨”现象在以马拉布著称的杰内城及其附近的莫普提市尤其严重。可见，伊斯兰文化没有被民主化运动削弱，反而有所增强。


（三）非洲本土文化的复兴

在经历了法语非洲文化和伊斯兰非洲文化的觉醒之后，非洲法语国家开始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在非洲法语国家中，或许没有比塞内加尔更法国化的，但只有5%—10%的人靠法语为生，85%的人是用沃洛夫语（Wolof），其中65%的人母语是沃洛夫语，20%用沃洛夫语来交流。由此有人惊呼：“非洲人民不再是讲法语的。”FernandoLambert，“LAfriqueNoireetlalanguefranaise”，AnthropologieetSociétés，vol.6，no.2，1982，p.3746.http：//id.erudit.org/iderudit/006080ar但非洲法语国家的精英显然是讲法语的。

目前，流行音乐、电台和电视以及越来越多的电影用非洲语言来表达，反映了非洲文化的生命力。一些非洲本土语言成长壮大，不仅开始进入课堂，而且从口语发展为书面语，如邦巴拉语（Bambara），同法语一样不仅可以用于教育，而且可以用于新闻媒体。在不少国家，多份日报并存，而且本土语的比重在加大，如马达加斯加最近将法语版的日报改成双语版的日报，即法语和马拉加什语版（Malgache）。马达加斯加目前有三份日报，即MadagascarTribune（法语，《马达加斯加论坛》），BasyVava（马拉加什语，《杂谈》）和Takoritsika（马拉加什语，《辩论会》）。第一份是双语报纸（始于2012年1月19日，之前是法语报纸），后两份都是马拉加什语。可见，非洲本土文化的兴起并不排斥已有的西方文化，而是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非洲有宣传自己的杂志，1960年首发于突尼斯的《青年非洲》（JeuneAfrique）已经遍及世界各国及各个大学和相关研究院。1972年创刊于达喀尔的《阿迷娜》（Amina），每月发行10万份，吸引着100万女性读者，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其对“非同寻常的”女性人物的报道及有关时尚与美容的精美版面，完全出自非洲人自己的审美观且符合他们自己的消费心理。

广播是非洲最主要的传媒方式：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只要1000非洲法郎（相当于1.5欧元）；许多成人不认字，交通不便使报纸的邮递困难重重，而九成的家庭没有电视。地方新闻、农业指导、辩论、通告等等，在这个文化口授的非洲，广播电台起着文字媒体的作用。法国与加蓬合办的非洲第一广播电台（AfricaNo.1，1981）以其音乐节目及年轻的风格博得了相当高的收听率。巴尼瓜拉广播电台（Banikoara，1994）仅仅是1990年以来在贝宁百花争艳的140家广播电台之一，而在15年前，这里还只能收听到用法语播送的国家广播电台。在马里可以收到多达150个广播电台，多哥60个，塞内加尔50个。由于它们仍在上升中，所以，这些数字并不确切。总之，经过民主化进程和技术的飞跃，加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非政府组织和发展署等机构的资金支持，非洲法语国家的媒体发展迅速。

电视频道也迅猛增长。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30个频道，贝宁有6个。以马里为发射基地的、非洲自主运营的“阿非利加有线”（Africable，2004）卫星频道于2001年问世。它向10个非洲法语国家免费放送，力图跨越国界，向人们提供一个全方位了解非洲的途径。法国文化中心网：http：//www.ambafrancecn.org/非洲已动，媒体先行，2006年1月16日。

非洲法语国家独立后，本土文化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在首都，各国都建立了国家文化中心和剧院等，如达喀尔的丹尼尔•索拉诺（DanielSorano），阿比让的国家艺术中心的城市剧院，在其他地区有“青年之家”。后者不仅构成一个文化交流的社会网络，而且用非洲当地语言表演（口述文学、史料、唱歌、跳舞），成功地捍卫了本土文化。一些精英，如已故的塞内加尔剧作家兼导演乌斯曼•桑贝纳，在其执导的影片中多用沃洛夫语，不仅没有减少其观众，而且使非洲本土文化昭示于天下。非洲法语文学虽然比非洲英语国家的英语文学少，而且知名度小，但也已进入亚洲和欧美国家的大学。非洲法语国家的电影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并不逊色，布基纳法索的《梯莱》（Tiliai）荣膺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另外，瓦加杜古两年一次的泛非电影节（FESPACO）为所有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的电影人提供了相互交流、提高水平、展现非洲多元化文化的舞台。

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弘扬非洲文化的途径之一。埃达拉女士强调“马里旅游的基石是文化，是那些建筑和历史遗址”。人类是历史的建筑师，未来是由今天构筑的。我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作图，从无到有，也可以对现有的建筑物进行维护或改造。譬如，杰内大清真寺举行的每年一度刷墙的活动，不仅为城市增添新辉，而且增加了市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杰内城市人民的骄傲感由此而生。另外，古城遗址的修复工程也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非洲人的文化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文化传统到今天的本土文化兴起，均有一种力求摆脱法国文化（包括法语）控制的倾向（不是排斥这种文化本身，而是反对其霸权）。我们可以塞内加尔为例说明非洲法语国家文化上的融合与多样化发展的现代性。

法国殖民主义的逻辑是通过向非洲人介绍基督教、民主和自由贸易，可以把“黑色大陆”带入现代世界，由此推进其独特的文明使命。作为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著名诗人和哲学家，桑戈尔继承了一个由殖民主义遗产和属于不同民族、宗教和语言的人组成的国家。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稳定新生国家政权，而且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将其人民团结起来。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保持真正的黑非洲文化和情感，同时借用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为此，自1960年独立后，塞内加尔一方面保留了法国殖民主义时期的行政机构、教育机制与法律框架，通过了共和国宪法，实施了基于法国模式的民法，扩大了殖民统治时期数量有限的法语学校。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具有“黑人文化传统”的新社会，桑戈尔推动了黑人艺术运动的发展。他呼吁画家、剧作家、舞蹈家和音乐家用西方认可的现代方式及非洲固有的感性来进行创作，鼓励学者重新审视殖民前的历史以及塞内加尔的民俗和文化习俗，以便向世人展示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桑戈尔没有使伊斯兰教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而是发展了使穆斯林领导人及其选民更靠近政府和政策的机制。他与苏菲派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联系密切，在他的政府中任命了穆斯林多数和天主教少数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来自少数派的天主教徒，桑戈尔依靠与穆斯林合作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天主教徒、“传统人士”和穆斯林宽容的悠久历史使宗教团体比较容易共处，让他们看到自己是这个新国家整体的一个部分。

伊斯兰文化在塞内加尔人如何定义自己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有关苏菲派兄弟会创始人的壁画在城市街道上可以见到，正如来自中东的宗教典籍和物资属于非常抢手的进口货。在塞内加尔的法国政府官员向伊斯兰文化机构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但没有干扰穆斯林的法律、教育和宗教习俗。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的影响在社会各个领域更加明显，塞内加尔逐渐成为一种合成的非洲社会。尽管法语是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沃洛夫语却是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流的主导语言。虽然牛仔裤和T恤衫司空见惯，但绝大多数塞内加尔人还是穿不同样式的传统服装，愿意吃他们喜欢的塞内加尔饭菜。桑戈尔认识到，塞内加尔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和科学，但他懂得坚持非洲认同的重要性，即“黑色性”或“塞内加尔性”的新意识不得不从若干语言、宗教和民族的重塑中获得。HilaryJones，“FromEasttoWest：LookingatResponsestoModernizationinSenegalandTurkeyfromaComparativePerspective”，MacalesterInternational，vol.15，2005，pp.201209.这正是塞内加尔实行文化兼容并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非洲的文化发展道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有自己的学术团体，1973年成立的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CODESRIA，CouncilfortheDevelopmentofSocialSciencesResearchinAfrica，总部设在达喀尔），经过300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评选，在182个国家的6545个智库的参选中，名列撒哈拉以南非洲第4、世界发展研究第29最好的智库。CODESRIA网站的报道与原报告不同，本文采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原始报告：ThinkTanksandCivilSocietiesProgram（InternationalRelationsProgram，UniversityofPennsylvania，Jan23，2012），p.43&p.49.http：//www.gotothinktank.com/wpcontent/uploads/2012/01/2011GlobalGoToThinkTanksReport.pdf。2011年当选为该理事会主席的法蒂玛•哈拉克（FatimaHarrak）教授，是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她的语言能力和学术造诣堪称世界一流，相信该学术团体将在她的领导下更上一层楼。

学术的振兴是非洲文化复兴的重要层面，鉴于国际社会对非洲文本、特别是阿拉伯语的曲解，现存的法译本和英译本存在很多错误，法蒂玛教授说他们决定自己重新翻译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本。这又将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欢欣鼓舞和期待的“文化现代化”工程。


五、余论：现代化对非洲法语国家意味着什么

本章尝试对非洲法语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道路进行梳理、叙述和分析，但由于时间和实地考察甚少，资料搜集过于仓促，阅读也大打折扣，更无力覆盖所有国家的方方面面。所以，尚有许多欠缺并有待改进。但先就目前的研究作一个简短的概括。

经过50年的努力实践，非洲法语国家的政府仍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遗留的政治经济格局，即与法国、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的联系比与周围非洲国家的联系更为密切，且长期依赖西方的支持和援助。政府对关乎民生的农业仍然重视不够，总以为只要发展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就能以出口换取外汇，再用外汇来购买粮食、兴办工业。但世界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气候的不可预测性，给这些国家蒙上了一层粮食不安全的阴影，也开始促使其转变观念和方式。他们毕竟从实践中获得不少经验教训，知道面临的发展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现代化”对非洲法语国家而言，首先是获得尊严，因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降低了非洲人的地位，只有赢得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才能恢复民族的尊严。这是所有非洲人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标。虽然桑戈尔起初担心的“巴尔干化”（即法属西非独立为若干国家，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已成事实，但接下去的任务是如何不使自己的国家再进一步巴尔干化，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还值得一提的是加蓬总统邦戈力排众议，在1974—1986年建起了横贯全国的铁路大动脉，全长560公里，从首都利伯维尔（Libreville）延伸至东南边境城市法兰西维尔（Franceville）。这是法国殖民者早在1885年计划的，却由加蓬人自己实现的，大大昂扬了民族志气。这条铁路不仅有利于本国矿业和林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沿线乡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争取经济独立。西非和中部非洲已经有了共同的货币，正在为形成共同的市场而努力。只有靠民间的努力，靠中间层的发展壮大，才能摆脱对外依赖。但摆脱对外依赖并不等于拒绝外来的援助，正如卢蒙巴总理在1960年6月30日刚果（金）独立时所说的：……我请求你们无条件地尊重你们的同胞与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如果这些外国人的行为背离了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司法部门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相反，如果他们的行为是好的，他们必定可以和平地留下来，因为他们也是在为我们的国家的繁荣而工作。……发展农业对所有的非洲法语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产油国加蓬和刚果（布），还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刚果（金）和尼日尔。农业不仅可以保障生命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还可以促进经济的振兴、工业的进步、环境的美化和国家的发展。农民是绝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的主要劳动力，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扶助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的事业和家庭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他们的幸福和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幸福和安定。

再次是非洲法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与其他大陆和地区不同，这不仅直接反映在建筑上，而且更多地反映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应该尽量避免追求西方的城市模式，将非洲因素融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计划中，要控制城市化的速度，阻止社会分化的加剧、无业游民的增多和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后是文化上的进一步融合和认同感的进一步增强。非洲的文化不单纯是由非洲人自己创造的，正如非洲的历史一样，但它又始终具有区别于其他大陆文化的非洲特征。非洲法语国家的文化现代化无非就是将西方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本土文化与其他一切外来文化进行协调统筹，减少冲突，增进和谐与融合的进程。桑戈尔的现代化理念和马里南非的阿赫迈德•巴巴计划表明，非洲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的确，自独立以来，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断地被边缘化。边缘化并不可怕。纵观世界历史进程的几大重要步骤都是发生在边缘，如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发生在欧亚大陆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工业革命的始作俑者是在远离欧陆中心的英伦三岛、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也是在世界的尽头——欧亚大陆的东端。可见，边缘化是可以再塑的。边缘只是相对中心而论的，如果中心一旦失去意义，那么边缘（marge）即可以成为“前沿”（frontier）、甚至可以另组“中心”。至少，被世界市场边缘化的非洲农民，在当地却是主要生产者。

重要的还有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饥荒之后，位于撒哈拉萨赫勒地区的国家从中获得了很多教训，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马里自2000年开始举办“半月环境”活动，每年于6月5日“世界环境日”开幕，为期15天，在此期间不仅大力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而且汇报总结每年实施的环境保护项目并提出今后的规划。这一活动是由全民参与的，上至政府部门，下至社区的老百姓，且覆盖全国各地，形式多样，每个参与者均受益匪浅。笔者有幸于2011年参加了巴马科举办该活动的全过程。再看马达加斯加，今天该岛最大的遗产是多样化的珍稀物种，其任何意义上的发展均须考虑如何保护这些物种，这是她发展的前提。

总之，非洲的现代化，首先就不可能是西化，但也不会排斥和拒绝外来因素。实际上，没有任何外来因素可以摧毁非洲本土的文化。当然，非洲本土文化也不可能不加以改造而长期持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非洲法语国家都需要根据其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集全人类之智慧、技术和发明，付出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再探索并实践适合发展自己的道路。


第十一章 尼日利亚的现代化模式：石油资源支撑的“贫困”现代化

尼日利亚系非洲人口第一大国，非洲及全球重要石油输出国，拥有成为大国乃至强国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资源，因地广人众，政治影响力大，素有“西非巨人”之称。然而，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尼日利亚起步晚、起点低、问题多，更像是一位“跛足巨人”，深陷“发展的危机”JeremiahI.Dibua,ModernizationandtheCrisisofDevelopmentinAfrica:TheNigerianExperience，Burlington:AshgatePublishingCompany,2006.。政治方面，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缓慢，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经济方面，源源不断的石油财富并未有效助推工业化的腾飞，反而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成为一个依赖出口石油的食利国家，甚至出现“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社会发展方面，高速城市化让近1.5亿人口中超过40%的居民生活在城市［意］阿尔贝托•麦克里尼：《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李福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与之相伴的“城市病”困扰着各级政府。当然，这些只是尼日利亚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取得的成绩。

客观地讲，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整合的历史很短，除一场惨烈的内战（1967—1970）外，尼日利亚保持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国家的统一，政府主导的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不断取得进步。民主化自1999年重回正轨后基本经受住了2003、2007及2011年三次大选的考验，向前迈进的趋势毋庸置疑。令人惋惜的工业化曾有一段让尼日利亚人心潮澎湃的历史，亚拉杜瓦（UmaruYarAdua）政府提出的“愿景20：2020”（Vision202020）到2020年，尼日利亚进入世界经济20强，巩固在非洲的领导地位，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发挥积极作用。值得期待。近年来，尼日利亚经济改革和多元化策略取得显著进展，非石油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强劲增长的引擎。现代化在社会生活领域引发的变革十分明显和复杂，尼日利亚人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现代与传统和谐相处。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才能破解“发展的危机”，尼日利亚尚在探索；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仅仅依靠出口石油资源来支撑国家的发展，不致力于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现代化只能是“贫困的”或低水平的现代化。


一、现代化兴起的背景

（一）本土文明与外来挑战

欧洲人到来之前，尼日利亚内地与外界的接触主要通过北方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道。正是这条重要的商道孕育了尼日利亚北方许多商业中心的兴盛。公元9世纪左右，卡努里人（Kanuri）在乍得湖盆地建立了加涅姆——博尔努王国（KanemBornu）。公元10世纪前后，在博尔努（Bornu）以西地区，豪萨族（Hausa）建立了一系列以商业和手工业著称的豪萨城邦（HausaStates）。自13世纪，豪萨商人的足迹就遍布中、西苏丹（MiddleandWesternSudan）“苏丹”的意思是“黑人之乡”。苏丹地区在非洲历史地理上指萨赫勒（Sahel）以南的热带草原地带。由于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南侵，萨赫勒和苏丹这两个地带在历史上的分界是不断变动的，人们还经常将这两个地带统称为苏丹地区。苏丹地区可细分为西苏丹、中苏丹和东苏丹。参见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4－235页；J.SpencerTrimingham,TheInfluenceofIslamuponAfrica，London:LongmanGroupLtd.,1980,p.26。，甚至远达北非和西亚。19世纪初，富拉尼人（Fulani）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danFodio）发动“圣战”，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索科托哈里发国（SokotoCaliphate），是西非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约鲁巴族（Yoruba）从10世纪前后起也建立了许多小王国，以铸铜、赤陶雕塑为代表的“伊费（Ife）文化”在12世纪达到鼎盛。在约鲁巴族以东，埃多人（Edo）建立的贝宁（Benin）王国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贝宁文化”，象牙雕刻和木刻等工艺品精美绝伦。东南部伊格博族（Igbo）等民族聚居区与外界比较隔绝，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和渔猎经济，基本尚未建立统一王国，但他们的社会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组织得井井有条。

15—16世纪，葡萄牙和英国商人先后来到尼日利亚海岸，用枪支、火药等商品换取当地的胡椒、象牙和棉布等产品。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沿海的贝宁、伊费和奥约（Oyo）等地是撒哈拉商道的南方终点。奴隶贸易兴起后，尼日利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方向，穿越撒哈拉商道的贸易逐步让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出口贸易。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Delta）上的一些小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从事奴隶贸易的小城镇，出现了拉各斯（Lagos）、博尼（Bonny）、卡拉巴尔（Calabar）等港口城市。奴隶贸易的发展不断引发掠奴战争，许多王国因此衰落。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和沿海其他地区，大量人口被贩卖海外，猎奴活动和战争引发的民族矛盾、部落冲突持续不断。奴隶贸易期间，尼日利亚文化也受到影响，欧洲语言开始渗透到从事贸易的民族当中，沿海地区出现了一种混杂了本土语和欧洲语言的混合语；在一些地区，欧洲服饰开始流行；葡萄牙人将基督教传入了贝宁和瓦里（Warri）；木薯、甘薯、玉米等新物种的引进改变了尼日利亚居民的饮食结构；非洲文化也被带到了“新世界”，时至今日，约鲁巴文化在巴西、古巴、特立尼达和海地的影响仍很明显。奴隶贸易还对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影响，最为明显的地区就是奴隶贸易重灾区尼日尔河三角洲。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伊乔人（Ijaw）参与了奴隶贸易，其世代居住的小渔村随之发生很大变化，成为奴隶贸易据点，较有名的如博尼、新卡拉巴尔、奥克里卡（Okrika）、布拉斯（Brass）等。埃菲克人（Efik）也卷入了奴隶贸易，他们在十字河（CrossRiver）河口建立了老卡拉巴尔。在奴隶贸易时期，这些民族的小村落迅速扩大，人口大幅增长。许多人因奴隶贸易暴富，社会、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已不再是年龄和家族历史，而是财富和经济地位。年长的领导者已不仅仅掌管祭祀，摇身一变成为政治领导人和富商。组成渔村的家庭也变成了经商团体，被称作“独木舟家庭”（canoefamily），其头人钱权具备，“独木舟家庭”间争夺贸易控制权和权力的较量非常激烈。ToyinFalola,TheHistoryofNigeria，Westport,CT:GreenwoodPress,1999,pp.3132.

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宣布奴隶贸易非法，但直到1854年，最后一艘奴隶船才驶离布拉斯。奴隶贸易结束后，尼日利亚和欧洲之间以原材料为主的“合法”贸易不仅将更多欧洲人吸引到尼日利亚，还引起尼日利亚社会的重新组合。欧洲公司纷纷与尼日利亚通商，在拉各斯、卡拉巴尔和博尼设立贸易代表，向尼日利亚出口枪支、火药、珠子、烟酒、纺织品，从尼日利亚进口棕榈油、棕榈仁、花生、橡胶、靛蓝、胡椒、咖啡和可可。棕榈油是19世纪上半叶尼日利亚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主产地尼日尔河三角洲及其周边因此被英国商人贴上了“油河”（OilRivers）的标签。有意思的是，该地区后来以盛产石油著称，也可称作“油河”，只不过此（石）油非彼（棕榈）油罢了。据估计，从“油河”运往英国利物浦（Liverpool）肥皂厂的棕榈油从1806年的150吨、1819年的3000多吨猛增至1839年的约13600吨。［英］艾伦•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53页。


（三）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1经济状况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殖民当局的经济目标是要将尼日利亚变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为促进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英国人在尼日利亚进行大规模的公路、铁路、航道、港口、电报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都是以运输农矿产品的需要来设计。尼日利亚经济逐步被改造成了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原料的典型依附型经济。北方的花生和棉花、西南的可可和橡胶以及东南的棕榈仁和棕榈油都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殖民当局对尼日利亚人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如薯蓣、木薯、小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漠不关心。随着尼日利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和货币化，农民被迫生产更多的出口作物换取货币，用来纳税、购买生活必需品。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p.123124.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英国殖民当局很少关心尼日利亚的技术和工业化问题，这与其殖民政策是吻合的。因此，到1940年，尼日利亚的私营工厂屈指可数，包括四家轧棉厂、一家香烟厂、一家制鼓厂、六家锯木厂、一家肥皂厂和两家棕榈油加工厂。ToyinFalolaandAnnGenova，eds.,HistoricalDictionaryofNigeria，Lanham:TheScarecrowPress,2009,p.172.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从欧洲进口制成品出现困难，殖民当局才考虑在殖民地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并适度进行工业化。1945年二战结束后，殖民当局计划在尼日利亚设立一个机构来协调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次年，商业和工业部成立，其中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进行小规模研究并促进工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受到进一步重视。1954年，殖民当局在尼日利亚引入《里特尔顿宪法》（LyttletonConstitution）。英国同意尼日利亚在英联邦内部实行自治，改名为尼日利亚联邦，将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按地区设立，各区有更多自由来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管理，工业发展也由各区政府负责。1955年之后，尼日利亚各地出现了一些以当地原料为主的新工厂。各区领导人认为工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纷纷制订激励措施吸引投资者。联邦政府也在1956年成立了联邦信贷局，并在英联邦发展金融公司的帮助下于1959年设立尼日利亚投资公司，为从事制造业、农业和矿产开发的企业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此外，联邦各级政府还直接投资工业生产，三大区政府均成立了促进制造业和农业发展的公司。西区政府还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上述政策极大刺激了尼日利亚独立前夕的工业发展。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时，全国共有389家工业企业，许多工厂规模不大，主要生产肥皂、水泥、烟草、纺织品和饮料。J.Onyemelukwe,IndustrializationinWestAfrica,Kent:GroomHelmLtd,1982,pp.175177.尼日利亚独立时人口约5000万，当时工业发展水平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消费需求，仍需大量进口制成品。DavidAworawo,“CostlyNeglect:Technology,IndustrializationandtheCrisisofDevelopmentinNigeria”,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SocialResearch,Vol.4,Issue17,Spring2011,pp.271272.因此，独立之初，尼日利亚工业化水平总体上还是很低的。

2基督教会与西方教育

在尼日利亚现代化兴起的背景中，基督教会和西方教育的影响非常显著。早在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传教士就开始在尼日利亚的贝宁和瓦里等地传播基督教，但直到18世纪，欧洲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传教努力收效甚微。19世纪上半叶，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和欧洲传教运动的复兴，非洲又成为传教士的理想之地，但他们在尼日利亚还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到了19世纪后半叶，由于传教士们采取了种种新的策略，如利用本土牧师、直接与伊斯兰教展开竞争、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通过促进农业和商业在当地培育新的基督徒阶层等，尼日利亚基督教的情况出现了转机，数以百万的尼日利亚人皈依了基督教，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的巴达格里（Badagri）、阿贝奥库塔（Abeokuta）、拉各斯、伊巴丹、奥约、尼日尔河三角洲及东南部伊格博人聚居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在尼日利亚得到迅速传播，尼日利亚本土传教士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突出，最明显的是出现了许多由尼日利亚人控制的独立教会，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均反对殖民主义、质疑对西医的依赖、反对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人所表现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此，尼日利亚本土基督教具有反抗殖民主义的一面。英国殖民统治末期，基督教已成为尼日利亚东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西部和中部地带（MiddleBelt）也是一种重要宗教。ToyinFalola,ViolenceinNigeria，Rochester,NY: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1998,pp.3233.

面对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许多尼日利亚人起初心存疑虑，认为其是殖民入侵的前哨，担心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制度受到威胁，商业利益受损。但到了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人已能体会到欧洲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教会学校基本上只教英文读写，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全面建立及殖民地出口经济的不断发展，掌握英文读写能力已成为尼日利亚人步入中产阶级的跳板。受过西方教育就能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如在当地法庭或市政厅担任书记员，在欧洲人的商贸公司任职，在教堂或学校做神职人员或老师。由于能接受欧洲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即使仅仅受过最基本教育的尼日利亚人在求职谋生方面比普通人的优势也要明显得多。1921年人口统计显示，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南方人约为3.2万人，大体占殖民地总人口的0.5％，据称还有4％的人上过西式小学，但没有完成学业。③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27.教会教育主要以培养基本读写能力的小学教育、工业培训和基督教神学教育为主，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最初并没有被考虑在内。因此，大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人充其量完成了小学教育，许多人还只是不完全的小学教育。到1926年，尼日利亚已有18所中学，但高昂的学费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中学毕业后到塞拉利昂（SierraLeone）塞拉利昂是英国为安置自由黑人和从大西洋贩奴船上截获的黑奴在西非建立的殖民地，与美国殖民协会（TheAmericanColonizationSociety）出于同样目的建立的利比里亚（Liberia）毗邻。福拉湾学院（FourahBayCollege）系英国圣公会传教协会于1827年在弗里敦（Freetown）建立的西非第一所西式大学，以神学和教育学见长，吸引了塞拉利昂和其他英帝国领地的学子来此深造。在其众多杰出校友中，不乏尼日利亚人的身影，如尼日利亚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之一、著名教育家亨利•卡尔（HenryCarr,18631945），语言学家、英国圣公会在尼日利亚的第一位非洲人主教、“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麦考莱的祖父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SamuelAjayiCrowther,18091891），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之“伊巴丹学派”创始人肯尼斯•戴克（KennethDike,19171983）等。或英国等地继续深造，学成归国后成为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神职人员等。到1921年，尼日利亚南部的这类人才仅73人。③

欧洲教育多集中在尼日利亚南部主要是由于出口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欧洲教育在南方很有用武之地；南方是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北方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传教主要在南部和中部地带，对北方核心区影响有限。此外，为顺利推行“间接统治”，殖民当局允许传教士在南方用自己的经费开设学校，但在北方却有意抑制他们的热情。截至1921年，尼日利亚南方教会学校数量超过2200所，其中90％以上未得到殖民当局的资金援助。相比之下，尼日利亚北方的教会学校则算得上凤毛麟角。例如，1913年，尼日利亚北部非古兰经（nonQuranic）小学招收的学生只及南方小学水平的2％。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28.尼日利亚南、北教育水平差距悬殊的根源由此产生，其深层次影响延续至今。

3社会精英与民族主义

教会学校和西方教育所培养的一批新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日后将主宰尼日利亚政治、商业和其他行业，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如赫伯特•麦考莱（HerbertMaculay）、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Azikiwe）、奥巴费米•阿沃勒沃（ObafemiAwolowo）、艾哈迈杜•贝洛（AhmaduBello）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除贝洛是北方穆斯林外，其余几位均为南方人，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处于南方与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以南方为中心不无关系。令笔者惊讶的是，贝洛是北方穆斯林的军事统帅（Sardauna），但并不是一位保守、拒绝西方教育的人。他在从政之前不仅接受过西方教育，还于1931—1934年间在索科托中学（SokotoHighSchool）教授英文和数学，后来还出版了自己的英文传记《我的一生》。AhmaduBello,MyLif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2.可见，欧洲教育对尼日利亚影响之大、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贝洛及北区为了自身利益在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略显保守，受到阿齐克韦等人的批评。但当时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想、理论和运动，而是带有浓厚东、西、北三区政治精英所直接宣扬或暗示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这是尼日利亚当时的“国情”使然。有学者指出，这在非洲是普遍现象。第一代执政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几乎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民族知识分子。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从社会层面看，西式教育、文化和基督教对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和宗教信仰均产生一定影响。尼日利亚同许多非洲殖民地国家一样，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开始信仰非洲基督教，反对当时还颇为流行的家内奴隶制，倾向一夫一妻而不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喜欢在教堂举行西式婚礼，热衷购买更多进口商品（包括奢侈品，如欧式服装、礼帽、书籍、收音机，甚至汽车），建造欧式住宅。这些都是其区别于普通尼日利亚人的身份标志。当今尼日利亚社会、宗教、婚姻、家庭、衣食住行中的一些现代元素就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

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特别是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虽意识到他们的这一切源自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结果，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殖民当局的抨击，甚至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正义之路。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殖民统治是建立在非洲人比欧洲人低人一等的荒谬理论之上的。欧洲雇主虽雇用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但仍会以种族理由歧视他们。在殖民机构和欧洲公司，尼日利亚人通常干最底层的工作，而且获得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卢加德甚至对受过欧洲教育的尼日利亚人非常蔑视，宣称教会学校向他们灌输“不满、不服管束和妄自尊大”，会对英国统治和传统社会观念构成威胁。在他看来，理想的尼日利亚人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对殖民体系非常有用的人，而不是思索自身智力水平是与白人一样的那些人。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29.

在此背景下，许多受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相信欧洲殖民统治的“开化使命”（civilizingmission），将自身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归功于基督教和教会教育的“开化”影响，将自己视作联系旧的传统社会与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纽带，因此积极向同胞宣传商业、基督教及废奴运动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引以为荣的“非洲特性”（Africanness）却被欧洲人污蔑为“落后、野蛮和腐化”，令受西式教育的尼日利亚人难以接受。他们不仅向同胞宣扬非洲传统社会的价值，还试图得到殖民当局的尊重和对尼日利亚人能力的认可，并力图证明“文明”并不是必须要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而模仿一种外来的生活方式。故此，崇尚西方文明的同时，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荣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身份，在服饰、起名字、语言、历史教科书上，无一不体现出非洲传统和西方现代元素的组合。例如，由非洲人领导的非洲基督教会在20世纪初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堂，尼日利亚的多元民族特色、传统文化中的歌、舞、鼓乐等元素，甚至对一夫多妻制的宽容等都与基督教融合在了一起。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详细内容可参见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p.129130;ToyinFalola,CultureandCustomsofNigeria，Westport,CT:GreenwoodPress,2001,pp.77157的相关内容。总之，基督教和教会学校对尼日利亚传统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较成功的。虽然“现代化”不够彻底，也不可能彻底，但其对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的影响几乎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平分秋色。

对于欧洲文化中歧视非洲人的“糟粕”，尼日利亚社会精英则展开了直接抗议和抨击，矛头直指殖民当局和对英国人趋炎附势的当地权贵。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尼日利亚独立报纸很快就成为知识分子开展斗争和提出诉求的工具。1880—1937年间，尼日利亚出现了50多种不同的报纸。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30.西南部的主要城市拉各斯、伊巴丹、阿贝奥库塔等，东南部的卡拉巴尔、阿巴（Aba）、奥尼查（Onitsha）、埃努古及哈科特港（PortHarcourt）等新兴城市均成为媒体云集之处。这些用英语、当地语言或双语发行的报纸在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4城市化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例如，拉各斯1931年人口估计只有12.6万人，到1951年已增至27.4万人，独立初期的1963年超过67.5万人。再如，东部地区1931年时没有人口超过2.6万的城市，但到1952年，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就有四个。Ibid,p.155.有学者准确概括了殖民时期尼日利亚城市化的几大诱因和特征：殖民政府驻地的聚合作用，如拉各斯是联邦政府所在地，埃古努、伊巴丹和卡杜纳分别是东、西和北区政府所在地；商业中心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吸引力，这在出口型经济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聚居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城市基础设施如医院、邮局、学校甚至娱乐设施得以覆盖；英语的流行。迁徙到城市的尼日利亚人深刻体会到，在城市想找口饭吃必须至少学会几个英语单词，否则甚至与同胞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讲的是自己的民族语言或方言。HughH.Smythe,“UrbanizationinNiger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Vol.33,No.3(Jul.,1960),pp.144148.作为殖民遗产之一的英语成为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官方语言，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城市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此外，石油繁荣所带来的财富刺激、经济结构失衡造成更多农民由贫穷的农村向富庶的城市迁徙、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教育普及和大发展等因素进一步推动了独立后的城市化。不仅殖民统治时期兴起的现代城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北方穆斯林聚居区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如卡诺（Kano）、卡奇纳（Katsina）、迈杜古里，南方著名传统城市，如巴达格里、奥博莫肖（Ogbomoso）、奥约等，均在保留原有城市特色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现代元素，成为传统与现代特色兼备的复合型城市。上述城市经久不衰的历史也表明，尼日利亚的城市对环境、文化及政治、经济变迁有良好的适应性。无论是现代城市，还是传统城市，它们面临的问题或称“城市病”是相同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例如，住房紧张，水电等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拥堵，环境问题，青少年犯罪，民族宗教冲突频发，宗教极端势力突出，青年人失业严重，贫富悬殊极大，等等。限于篇幅，尼日利亚的城市化问题不再展开，可参见HughH.Smythe,“UrbanizationinNiger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Vol.33,No.3(Jul.,1960);E.E.Okpara,“RuralUrbanMigrationandUrbanEmploymentOpportunitiesinNigeria”,TransactionsoftheInstituteofBritishGeographers,NewSeries,Vol.11,No.1(1986),pp.6774;ToyinFalola,CultureandCustomsofNigeria,pp.8896;PaulLubeck,IslamandUrbanLaborinNorthernNigeria:TheMakingofaMuslimWorkingClas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LaurentFourchard,“UrbanPoverty,UrbanCrime,andCrimeControl:TheLagosandIbadanCases,192945”,inStevenJ.SalmandToyinFalola,eds.,AfricanUrbanSpacesinHistoricalPerspective(Rochester,NY: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2005),pp.287314;RoyMaconachie,UrbanGrowthandLandDegradationinDevelopingCities:ChangeandChallengesinKano,Nigeria,Burlington,VT:AshgatePublishingCompany,2007;李文刚：《论卡诺古城的历史变迁》，《西亚非洲》，1999年第6期。虽如此，城市已成为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中心及现代化的象征，其发展势头依然非常强劲。


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民主化进程

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摆脱英国近百年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为现代化创造了先决条件。概况说来，尼日利亚政治现代化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化进程。二者从独立一开始就同时交织进行，特别是在多党民主制方面。这一点与许多非洲国家有所不同。非洲国家普遍经历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北非阿尔及利亚和西非贝宁开始的。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8—59页。尼日利亚的民主制虽引入较早，但其独立后半个多世纪里，军政权是政治舞台的主角；而作为民主化对立面的军政权，却在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有学者指出，尼日利亚之所以还能够保持统一，未必是其各个民族希望如此，而是使用了武力。ToyinFalola,TheHistoryofNigeria，Westport,CT:GreenwoodPress,1999,p.5.这一观点虽有失偏颇，却是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之谈，反映了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独特和艰难之处。


（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

对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国家来说，构建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出发点。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3页。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二战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广大非洲殖民地国家以不同方式纷纷独立，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但他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用英国学者威廉•托多夫（WilliamTordoff）的话来说，“它们需要将那些来自不同种类、操不同语言和处于不同社会与政治发展阶段的国民整合为一个民族”［英］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民族国家构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的，带有不少与生俱来的缺陷。尼日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尼日利亚三大主体民族豪萨富拉尼、约鲁巴和伊格博族及少数民族在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方面各具特色。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疆域大小、势力强弱、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等有很大差异。由于地理因素等条件的限制，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在相对独立或封闭的区域内发展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及随后的殖民统治完全打破了这种状况。无论是建立过自己政权的民族，还是处在社会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1914年后都被纳入一个叫“尼日利亚”的统一政治实体中。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谁是尼日利亚人”和“尼日利亚有多少人”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58;S.A.Aluko,“HowManyNigerians:AnAnalysisofNigeriasCensusProblems,1901—1963”,The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Vol.3,No.3.(Oct.,1965),pp.371—392.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让这个新生大国很是纠结。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其一，尼日利亚政治上独立了，但现代尼日利亚民族构建却是新生事物；其二，人口涉及民族、宗教及政治经济稀缺资源分配，尼日利亚虽自殖民统治时起就举行过多次人口普查，但结果难获“尼日利亚人”的认可。独立时的尼日利亚其实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尼日利亚民族构建的历史仅仅半个多世纪，要走的路还很长，应对的主要问题无外乎以下几方面：其一，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是许多问题的源头所在；其二，南、北民族、宗教纷争和社会、经济、教育、民生等领域差距明显的问题；其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如“博科圣地”）“博科圣地”（BokoHaram），字面意思为“西方教育的罪恶”，系2002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迈杜古里（Maiduguri）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近年来在尼境内制造多起自杀式恐怖袭击，被称为“尼日利亚塔利班”。“博科圣地”不仅反对西方教育，还反对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甚至禁止人们穿衬衫和长裤，并禁止穆斯林在选举中投票。2009年以来，“博科圣地”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引发广泛关注。“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方的沉渣泛起是尼日利亚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南北分野、民族/宗教问题积聚及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关注和解决北方的落后与贫穷问题、消除腐败、改善政府治理能力、提高青年人的就业以及国家坚持不懈的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以及尼日利亚基督教中激进势力的影响问题；其四，外部势力的影响，主要是周边邻国、北非乃至伊斯兰世界激进势力的影响；其五，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贫困及被边缘化的问题；其六，尼日利亚政府治理能力差以及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

尼日利亚“国家”的建立先于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要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关于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需强调以下三点。第一，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迄今最大的成绩可以说是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总体稳定，为现代化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第二，对军政权在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要做客观评判。第三，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值得深思。

1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尼日利亚本可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和强国，让民众过上体面生活，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形象，在地区及非洲大陆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事务中保有一定影响力，但这一切都随着政局的动荡而成为大国的光荣梦想。政局稳定对这个饱受战乱、政变和冲突之苦的国家来说弥足珍贵。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均保持了尼日利亚统一，堪称民族国家构建的最大成绩。这一看似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对于尼日利亚这个颇有特色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易，值得格外珍惜。试想一下，如果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持续动荡颠覆了尼日利亚靠石油出口的经济基础，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将尼日利亚引入一场民族宗教战争，那么尼日利亚就会陷入“国将不国”的灭顶之灾，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整个世界或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凡是有利于尼日利亚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的，均对现代化有利，都应该值得肯定。

2军政权在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由于尼日利亚特殊的历史，军政权占据了该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军政权对现代化的影响如何，以往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主要原因可能是受民主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军政权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排斥心理，认为其是“武力”、“暴力”的化身，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在梳理尼日利亚现代化进程时，如果不涉及军政权，就会割裂历史，甚至会出现大段空白，因为尼日利亚恰恰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概言之，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军政权的贡献或有益尝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戈翁（YakubuGowon）军政府在比夫拉（Biafra）战争中获胜，维护了联邦的统一，显示了军方对“一个尼日利亚”的坚定信念，成为尼日利亚迄今仍能保持统一的一大“法宝”。戈翁在战后倡导的民族和解努力虽难以在短期内抚平战争创伤，但至少能使尼日利亚很快进入战后重建的轨道，在石油繁荣的刺激下，尼日利亚甚至一度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将教育视作民族整合重要力量的普及初等教育（UniversalPrimaryEducation,UPE）。穆塔拉•穆罕默德（MurtalaMohammed）/奥巴桑乔军政府出台的“联邦特征”原则（federalcharacterprinciple）参见李文刚：《联邦特征原则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戈翁、穆罕默德、巴班吉达（IbrahimBabangida）、阿巴查（SaniAbacha）军政权的创设新州（statescreation）；奥巴桑乔、阿布巴卡尔（AbdulsalamiAbubakar）军政权的主动还政于民等措施大大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构建。戈翁军政权为“国家的未来”量身打造的以培育国族意识的“全国青年服务队”（NationalYouthServiceCorps,NYSC），号召大学生到非原籍州就业以了解国情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从穆罕默德时期开始，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迁都，首都从拉各斯迁至国家地理中心区、象征国家团结的阿布贾（Abuja）。此外，建立联邦统一高等院校、各种形式的国家收入分配方案、增加地方政府的数量、建立联合政府（权力分享或曰南北轮流坐庄）、无数次的宪法会议、倡导国家统一和民族宗教宽容的各种机制，都离不开军政府的倡导、参与和推动。关于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可参见葛公尚《尼日利亚“三足鼎立”族际关系探析》，葛公尚主编：《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9－162页；李文刚：《尼日利亚民族问题与民主化进程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7年5月。

当然，上述措施往往是有两面性的，或者说出发点很好，操作起来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旨在消除地区势力对联邦政府的威胁、保护少数民族免受主体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建州计划，虽基本达到了上述目的，却使得尼日利亚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数目在1967—1996年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北、西、东、中西（1963年从西区划出）四个区（Region）扩至目前除阿布贾联邦首都区（FederalCapitalTerritory,FCT）之外的36个州（States）和774个地方政府（LocalGovernmentAreas,LGAs），而一些民族和地区要求增设新州和地方政府的呼声似乎尚未平息。有学者认为，建州计划并不利于尼日利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和当地自治，民族一体化的前途应取决于尼日利亚要有一个目标明确、具有全民族意识的领导层，并对联邦进行适当重组，使其更能代表全民族的形象。HenryE.Alapiki,“StateCreationinNigeria:FailedApproachestoNationalIntegrationandLocalAutonomy”,AfricanStudiesReview,Vol.48,No.3(Dec.2005),pp.4965.又如，“联邦特征”原则作为一种“民族平衡安排”，实际上是一种“配额制”，以消除地区间和民族间的巨大差距，保障各民族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在政府公共部门中任职的机会，促进各民族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平等分享国家的各种资源。InternationalCrisisGroup,“NigeriasFalteringFederalExperiment”,AfricaReport,No.119(Oct.,2006),p.11.受这一原则的影响，尼日利亚主要工业项目布局时原则上要照顾到联邦每一个地区，这就造成违反客观经济规律、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现象层出不穷。这一点下面再作详述。

3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该部分内容根据笔者已发表的论文《浅析尼日利亚少数民族问题——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为中心》（《西亚非洲》，2007年第7期）和《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缘起与演化》（《西亚非洲》，2009年第9期）改写而成。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就成为一个离不开石油的国家，联邦政府要靠石油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持各级政府的运转。每年国家预算的基础就是要估计石油产量和每桶油的基准价格，然后就将命运很大程度上交给国际原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操控。此外，还要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安全形势如何，因为这与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直接相关。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油区少数民族问题。这是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中的一个颇为棘手的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在石油大背景下的新版本。

在石油出口成为尼日利亚经济支柱和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之前，少数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以谋求独立的州或地方政府辖区、摆脱主体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控制为目标的地方民族主义运动。随着尼日利亚经济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转向以石油出口为基础，石油资源便成为引发新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产油区少数民族”（oilminorities）的地方民族主义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对尼日利亚来说，石油是宝贵的资源，还是诸多问题之源？许多人的回答或许更倾向于后一个选项，即“资源诅咒”（resourcecurse），因为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作为非洲数一数二产油国的尼日利亚常常同战乱、动荡、腐败、绑架、有组织犯罪、暴力冲突、少数民族边缘化、环境污染、油荒、电荒、贫富悬殊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尼日尔河三角洲是尼日利亚绝大部分石油的生产区，同时也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缩影，故此处重点关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


（二）“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的表现形式与实质

尼日尔河三角洲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跨国石油公司以及少数民族之间或内部的对抗和冲突，许多尼日利亚学者称之为“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20世纪70、80年代尼日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带的民族宗教冲突。

政治意义上的尼日尔河三角洲指尼日利亚所有出产石油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几乎已成为“石油生产”的代名词T.T.Isoun,“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NigerDelta”,inPeterI.OzoEsonandUkohaUkiwo,eds.,ChallengesoftheNigerDelta，PortHarcourt:CentreforAdvancedSocialScience,2001,pp.78.，包括以下九州：阿比亚州（AbiaState）、阿夸伊博姆州（AkwaIbomState）、巴耶尔萨州（BayelsaState）、十字河流州（CrossRiversState）、三角州（DeltaState）、埃多州（EdoState）、伊莫州（ImoState）、翁多州（OndoState）及河流州（RiversState）。BedfordA.Fubara,“ThePoliticsoftheNigerDelta”,inPeterI.OzoEsonandUkohaUkiwo,eds.,TheNigerDeltaDevelopmentCommission:TowardsaDevelopmentBlueprint，PortHarcourt:CentreforAdvancedSocialScience,2002,p.28.自石油成为尼日利亚经济支柱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就成为尼日利亚经济的核心动力之源。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尼日尔河三角洲丰富的油气资源，目前的尼日利亚就无法生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外汇收入的95%、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80%、国内生产总值的35%来源于石油行业。EIU,CountryProfile2006Nigeria,p.36.概括说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中许多与要求得到更多石油收益、改善本民族生存状况和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有关。三种类型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1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冲突.

产油区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的冲突可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被划分为北、西、东三个区后，各区内都有各自的少数民族。由于各区事务完全由三大主体民族及代表其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政党主宰，少数民族问题表现得不太突出。随着尼日利亚独立的日益临近和联邦结构的最终确定，少数民族要求建立新州及设立保护自己的法律条文的呼声此起彼伏。尼日利亚独立初期少数民族的自决运动实际上是对自己命运的忧虑和关注，而不是要从尼日利亚这个新生国家中分离出去。一旦他们的要求得到一定满足，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少数民族不再谋求自身的独立，而是凭借熟悉的地形和高超的船技（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帮助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军队赢得比夫拉内战的胜利，为维护尼日利亚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GodwinG.Darah,“The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ChallengesoftheNigerDelta”,inPeterI.OzoEsonandUkohaUkiwo,eds.,ChallengesoftheNigerDelta,pp.2829.

随着石油的发现和开采，尼日尔河三角洲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显著增加。但总体上说，少数民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忽略，主要原因就是在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稀缺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主体民族往往占有优势，他们及时修改了国家收入分配方案，控制了石油资源。如1953年，按照“出处原则”（DerivationPrinciple）的收入分配比例为100％，当时尼日利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三大区的农产品出口，因此这一原则完全符合三大主体民族的利益。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时，这一比例为50％。石油经济逐步兴起后，该比例由1970年的30％、1977年的25％骤降至1981年的5％、1984年的1.5%和1992—1999年的1％。也就是说，尼日利亚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的收入。数据来源：BedfordA.Fubara,“ThePoliticsoftheNigerDelta”,inPeterI.OzoEsonandUkohaUkiwo,eds.,TheNigerDeltaDevelopmentCommission:TowardsaDevelopmentBlueprint,p.25。因此，20世纪60、70年代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的纷争主要是围绕要求修改收入分配方案展开的。1978年，尼日利亚政府发布《土地使用法令》（TheLandUseDecree），将尼日尔河三角洲发现的石油矿藏收归联邦政府。此后，双方的较量就围绕着《土地使用法令》的适当性、相关的石油法令和收入分配方案展开。CentreforAdvancedSocialScience,“EnhancingtheCapacityofWomenLeadersofCommunityOrganizationstowardPeaceBuildingintheNigerDeltaRegion,Nigeria”,PortHarcourt,2005,p.16.

为缓和同产油区少数民族的矛盾，尼日利亚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提高当地石油收入分配比例（如1999年这一比例由以往的1％提高到了13％）、同当地社会名流合作、设立产油区开发机构、设立新州。尼日利亚政府曾设立过多个开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专门机构，但因政府不愿提供保障其运作的充足资金、国内其他利益集团的掣肘及少数民族间对发展项目的争夺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机构在改善当地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方面成效不大。这些机构主要包括1961年设立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开发局（NigerDeltaDevelopmentBoard,NDDB）、1976年设立的尼日尔河流域开发局（NigerDeltaBasinDevelopmentAuthority,NDBDA）、1992年巴班吉达军政权设立的产油区开发委员会（OilMineralProducingAreasDevelopmentCommission,OMPADEC）以及1999年奥巴桑乔政府设立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开发委员会（NigerDeltaDevelopmentCommission,NDDC）。CentreforAdvancedSocialScience,“EnhancingtheCapacityofWomenLeadersofCommunityOrganizationstowardPeaceBuildingintheNigerDeltaRegion,Nigeria”,pp.3640。少数民族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抗议、游说国会、破坏石油生产设施等。少数民族同尼日利亚政府的冲突不仅仅针对跨国石油公司，政府派往出事地点维持秩序的军警也会成为他们的袭击目标。EghosaE.Osaghae,“TheOgoniUprising:OilPolitics,MinorityAgitationsandtheFutureoftheNigerianState”,AfricanAffairs,Vol.94,No.376(1995),p.332.

2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跨国石油公司的冲突.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同跨国石油公司冲突的形式主要是关闭输油管道、破坏石油设施、盗油（常引发火灾并造成人员伤亡）、绑架石油工人等。冲突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该地区少数民族认为，跨国石油公司是尼日利亚政府的代理人，政府没能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就业机会，攻击石油公司就成为他们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办法亲赴阿布贾诉说其合理要求。CentreforAdvancedSocialScience,“EnhancingtheCapacityofWomenLeadersofCommunityOrganizationstowardPeaceBuildingintheNigerDeltaRegion,Nigeria”,pp.2123.其二，石油开采对少数民族不仅没有带来实惠，反而导致环境污染。少数民族控诉的主要问题是石油污染、环境恶化、建立石油设施前没有环境评估、石油公司对当地发展兴趣不大、遭污染的土地和水源的理赔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不雇用少数民族的子女或招聘工人时搞民族歧视。其三，跨国石油公司在冲突发生时往往要求尼日利亚政府派军警平息事态，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3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近年来呈上升趋势。这类争端的起因主要涉及探明油矿所处土地或水域的归属问题。虽然绝大多数石油收入归联邦政府所有，但发现石油的地区还是会得到一定收入。对油田属地的争夺往往让昔日的好邻居反目为仇。聚居区没有油田的少数民族却受到邻族聚居区内石油开采活动的污染。他们常常阻挠石油公司经由他们的土地到达发现石油的地区，引起邻族不满。一些少数民族抱怨石油公司在公共设施的分配和赔偿问题上时厚此薄彼，对当地人“分而治之”。CentreforAdvancedSocialScience,“EnhancingtheCapacityofWomenLeadersofCommunityOrganizationstowardPeaceBuildingintheNigerDeltaRegion,Nigeria”,pp.2425.

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内部也常常发生冲突。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年人常常挑战本族长者的权威，指责他们垄断石油收益并直接同石油公司交易以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在好斗青年人的威逼下，尼日尔河三角洲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长者或老一辈人已被迫沉默不语，无奈地将族内事务的管理权交给青年人。少数民族中男子和妇女发生直接冲突的事例虽不多，但多数少数民族的妇女认为男子和青年人已背叛了她们，因此倾向于建立自己的组织，直接同石油公司打交道。族内不同派别间的冲突比以上两类冲突要激烈一些，主要围绕谁该享有石油收益、社区发展项目的选址、就业机会和赔偿金的分配等问题展开。Ibid.,pp.2527.

4“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的实质.

长期关注石油与少数民族问题的尼日利亚学者西里尔•奥比（CyrilObi）指出，20世纪70年代尼日利亚内战结束时，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少数民族就失望地发现，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在中央，表明谁在联邦一级掌权，谁就有能力控制和转移财富。CyrilObi,“OilandMinorityQuestion”,inAbubakarMomoh&SaidAdejumobi,eds.,TheNationalQuestioninNigeria:ComparativePerspectives，Burlington:AshgatePublishingCompany,2002,pp.100101.他们还发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在此大背景下，尼日尔河三角洲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组织。几十年来，它们以总体上和平的方式向尼日利亚政府施压，要求产油区应当对石油资源享有更多控制权，石油公司应当对它们污染的水、空气和土地进行赔偿，但均遭到政府忽视或无情镇压，最典型例子就是1995年阿巴查军政权处决奥贡尼人民权运动领袖肯•萨罗维瓦（KenSaroWiwa）等九人事件。

从20世纪90年代起，河流州奥贡尼人对抗尼日利亚军政府和壳牌石油公司的运动开始受到尼日利亚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90年，“奥贡尼人生存运动”（MovementForTheSurvivalOfTheOgoniPeople,MOSOP）领导人及奥贡尼各部落首领向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递交了一份《奥贡尼人权利法案》（OgoniBillofRights），核心内容是要求控制石油资源和奥贡尼文化认同。UNDP,NigerDeltaHumanDevelopmentReport(Abuja,2006),p.119.不难看出，奥贡尼人的这两类核心诉求直击尼日利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因为石油已成为整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尼日利亚民族（国族）认同而不是各个民族的认同是维系整个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从组织形式、纲领、规模及借助国际力量的斗争策略来看，奥贡尼人生存运动成为尼日尔河三角洲产油区少数民族反对边缘化、要求得到石油收入更大份额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EghosaE.Osaghae,“TheOgoniUprising:OilPolitics,MinorityAgitationsandtheFutureoftheNigerianState”,AfricanAffairs,Vol.94,No.376(1995),pp.325344它还将尼日利亚少数民族问题从地区性问题变为全国性问题，乃至国际性问题。如《奥贡尼人权利法案》还被提交给联合国保护和防止歧视少数民族人权次委员会（UnitedNationsSubcommitteeofHumanRightsonthePreventionofDiscriminationAgainstandProtectionofMinorities）、非洲人权委员会（AfricanHumanRightsCommission）以及欧洲一些国际组织（包括环保组织）。总部设在伦敦的雨林行动小组（RainForestActionGroup）和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Organization）还给壳牌国际公司（ShellInternational）写信，要求他们关注当地环境恶化问题。1992年，奥贡尼人问题还被提交到日内瓦原住人口工作组（WorkingGrouponIndigenousPopulations）第十次会议。1993年，该问题被提交到在海牙举行的“无代表国和人民组织”（UnrepresentedNationsandPeoplesOrganizations）的大会上讨论。它所涉及的尼日利亚国家收入分配问题、国家的实质和尼日利亚联邦制等问题都是尼日利亚民族整合面临的诸多难题和问题的根源。在壳牌公司拥有可观股份的尼日利亚军政府认为，奥贡尼人生存运动及其领导人肯•萨罗维瓦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其他少数民族起了“颠覆性榜样”的作用，因此残酷镇压了奥贡尼人运动及其领导人和一些颇有声望的奥贡尼酋长，甚至对奥贡尼人聚居地实行了“焦土政策”，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关于奥贡尼人生存运动的详细情况可参见ClaudeE.WelchJr.,“TheOgoniandSelfDetermination:IncreasingViolenceinNiger”,The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33,4(1995),pp.635649;EghosaE.Osaghae,“TheOgoniUprising:OilPolitics,MinorityAgitationsandtheFutureoftheNigerianState”,AfricanAffairs,Vol.94,No.376(1995),pp.325344;SarahTravisCobb,“SeekingaCommonGround: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nKenSaroWiwasCountry”,DialecticalAnthropology22(1997),pp.389398;MarionCampbell,“WitnessingDeath:KenSaroWiwaandtheOgoniCrisis”,PostcolonialStudies,Vol.5,No.1(2002),pp.2939。奥贡尼人生存运动与后来出现的众多地方民族组织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它基本上采取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来要求自己的权利。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些超越社团和族体界限的妇女组织，如“尼日尔河三角洲妇女争取正义”组织（NigerDeltaWomenforJustice）、奥巴基里妇女和平论坛（OgbakiriWomensPeaceForum）等也都采取了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示威、集会和谈判，已引起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EthnicMinorityRightsOrganizationofAfrica,EMIROAF）是从奥贡尼人生存运动中产生的一个组织，名称之所以用“非洲”而不用“尼日利亚”，用意可能有二个：一是表明少数民族问题超越了尼日利亚国界；二是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一个大国，该组织希望能为非洲遭受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框架。E.IkeUdogu,“TheAllurementofEthnonationalisminNigerianPolitics:TheContemporaryDebate”,JournalofAsianandAfricanStudies,XXIX,34(1994),p.164.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提出了重组尼日利亚建议，即按照民族界限创建新国家来解决尼日利亚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按照该组织的设想，尼日利亚以下11个民族应当建立独立国家：伊乔、约鲁巴、伊格博、豪萨富拉尼、伊比比奥（Ibibio）、卡努里、埃多、努佩（Nupe）、乌罗博（Urhobo）、蒂夫（Tiv）和格巴里族（Gbagyi）；尼日利亚应当是上述各国组成的一个松散联邦，以便实行真正的联邦制，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让其拥有政治自决权及对资源和环境的控制权。Ibid.,p.165.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所设想的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东西反映出了对民族国家的一些认识，其实是建立在尼日利亚的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基础之上的，根源在于国家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因为石油开采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产油区的利益。

在尼日利亚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尼日尔河三角洲安全形势并未得到显著改善。2006年以来，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与尼日利亚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的对抗给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造成很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就是“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MovementfortheEmancipationoftheNigerDelta,MEND）。该组织成立的目标就是武装对抗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作业的石油公司，要求其必须撤出三角洲。由于人们对“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尚不十分清楚，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尼日尔河三角洲一个松散的武装组织。“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的诉求与大多数三角洲地区少数民族组织的诉求大同小异，但其绑架外国工人、勒索赎金、炸毁输油管道、通过电子邮件与西方媒体联络的做法与“奥贡尼人生存运动”等少数民族运动组织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以“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是尼日利亚政府处理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之，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当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其实质是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欠发展问题以及被边缘化问题。如前所述，虽然尼日利亚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成效并不大，难点在于该问题“政治化”程度很深，“国际化”特征亦很明显。在武力解决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尼日利亚政府目前主要是通过政治对话的途径来应对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三）民主化进程

本部分系笔者根据已发表的《尼日利亚民主化：特点及问题》（《西亚非洲》，2006年第5期）、《公民社会对尼日利亚民主化的影响》（《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等文章增补修订而成。

民主制度是伴随着第一共和国（1960—1966年）严格说来，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始于1963年10月。但根据习惯，1960年10月至1966年这段时期在尼日利亚历史上仍被称作“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建立而被引入尼日利亚的。当时的民主框架主要是由英国殖民当局设计并搭建起来的，很大程度上成为北、西、东三区政治精英争夺国家政权的工具。纵观尼日利亚民主化的历程详细可参见LarryDiamond,“Nigeria:Pluralism,Statism,andtheStruggleforDemocracy”,inLarryDiamond,JuanJ.Linz,SeymourMartinLipset,eds.,PoliticsinDevelopingCountries，Boulder&London: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0,pp.351409。国内学者对尼日利亚民主化具体进程的研究，可参见刘鸿武等著：《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就会发现，尼日利亚民主化并不顺利，曾多次中断。从1960年独立到1999年的近40年时间里，尼日利亚先后发生6次军事政变，建立8个军政权，军人执政长达近30年，政权更迭不下10次。其间主要包括：1960—1966年1月，第一共和国时期，由巴勒瓦担任联邦政府总理；1966年7月—1975年7月，戈翁军政府时期；1975—1976年，穆罕默德军政府时期；1976—1979年，奥巴桑乔军政府时期；1979—1983年，第二共和国时期，由沙加里文官政府执政；1983—1985年，布哈里军政府时期；1985—1993年8月，巴班吉达军政府时期；1993年8月26日—11月17日，肖内坎（ErnestShonekan）文官政府时期；1993年11月—1998年6月，阿巴查军政府时期；1998年6月—1999年5月，阿布巴卡尔军政府时期；1999年5月至今，第四共和国时期，包括奥巴桑乔、亚拉杜瓦和乔纳森三位总统。尼日利亚独立后，本已尖锐的民族和地区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966年1月、7月两次军事政变均带有浓厚民族冲突的色彩。政变后上台的戈翁军政权虽在石油繁荣的背景下让尼日利亚迈入了非洲富裕国家行列，保持了政局稳定，但其违背恢复民主政治的承诺，引起民众和其他政治派别不满，最终难逃被另一场政变推翻的命运。1979年奥巴桑乔将军成功实施了还政于民，民主化进程在1979年伴随着沙加里文官政府的建立得以推进，尼日利亚进入了第二共和国时期。从1984年开始，尼日利亚的民主化进程又一次被中断，再次进入军人连续执政时期。为期仅82天的欧内斯特•肖内坎文官过渡政府时期是个短暂的例外。1993年8月，约鲁巴人欧内斯特•肖内坎接替巴班吉达军政府上台执政，但肖内坎过渡政府受军方支配。同年11月，时任国防部长的阿巴查迫使肖内坎辞职下台，并很快建立了以自己为国家元首的军人独裁统治。。

1993年6月12日的总统选举可以说是尼日利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是第一次由一个南方的候选人通过民主程序赢得国家最高行政职位的选举；而且，在选举中胜出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约鲁巴族穆斯林商人莫舒德•阿比奥拉（MoshoodK.Abiola）在尼日利亚北部也获得了广泛支持。因此，6•12大选被认为是尼日利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选举之一。但巴班吉达却以选举存在舞弊为由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亲手终止了其精心设计、多次拖延的“还政于民”计划。有学者指出，巴班吉达取消选举结果有多方面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不愿意放弃权力，让南方人掌权。参见BolaA.Akinterinwa,“The1993PresidentialElectionImbroglio”,inLarryDiamond,AnthonyKirkGreene,andOyeleyeOyediran,eds.,TransitionwithoutEnd:NigerianPoliticsandCivilSocietyunderBabangida，Boulder,CO:LynneRienner,1997,pp.271276。巴班吉达的支持者们还曾成立“美好尼日利亚协会”（AssociationforBetterNigeria）为巴班吉达军政权继续执政和取消大选大造舆论。大选结果被取消后，大多数尼日利亚人和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反对，在约鲁巴人占主导地位的州，抗议活动持续时间最长。1995年11月，阿巴查军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将九名争取奥贡尼民族权利的少数民族活动家处以绞刑，舆论一片哗然。上述事件不仅对尼日利亚民主化本身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尼日利亚民众的心理也造成很大伤害。1998年阿巴查猝死为尼日利亚民主化的恢复提供了一个机遇。接替阿巴查的阿布巴卡尔将军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政于民”计划得以顺利执行。1999年尼日利亚举行了军人执政长达近15年来的首次总统大选，结果奥巴桑乔获得胜利，尼日利亚进入第四共和国时期一般认为，第三共和国本应在1993年6月总统大选后建立，但因巴班吉达军政府宣布选举结果无效而中途夭折，因此把1999年建立的文官政府称为第四共和国。，重新回到民主化进程的轨道上来，并经受住了2003、2007、2011年三次大选的考验，特别是2011年大选的考验，实属不易。

尼日利亚独立后，北方穆斯林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加之北方在历史上建立过强大的索科托哈里发国，伊斯兰教曾是国教，这似乎使北方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国家最高领导人应当由北方穆斯林担任；北方伊斯兰激进分子甚至认为，北方人注定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UkiwoUkoha,“Politics,EthnoReligiousConflictsandDemocraticConsolidationinNigeria”,The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41,1(2003),p.135.经过多次政变、动荡、战乱、反思、政治协商与妥协之后，执政的人民民主党（PDP）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君子协定”，总统在北方穆斯林和南方基督徒之间“轮流坐庄”。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自1999年还政于民以来，尼日利亚政局总体稳定。但是，2011年大选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选举，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

2010年5月，2007年大选上台的北方穆斯林亚拉杜瓦总统在任期内病逝，一度在尼日利亚形成权力真空，引发激烈政治斗争。在尼日利亚议会的介入下，当时的副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Jonathan）继任总统，任期到2011年大选前。北方穆斯林认为，亚拉杜瓦一届任期未满就病故，尼日利亚下一任总统还应当由北方人担任。乔纳森继任总统后，利用执政带来的政治优势和便利，最终获得2011年总统大选的胜利，引发尼日利亚北方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一些州还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同年5月29日乔纳森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当日，“博科圣地”在包括首都阿布贾在内的多地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很显然，这些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虽然尼日利亚为数不多的几次总统大选之前、大选期间及大选后在一些地区都会发生暴力事件，外界亦有非洲国家“逢选必乱”、“逢选易乱”的评论，但“博科圣地”的恐怖活动着实让2011年大选的暴力色彩更浓。有观点认为，“博科圣地”往往乘大选等重大政治活动或重要节日举行活动之际，制造事端，扩大影响，旨在增加日后同政府谈判的筹码。乔纳森的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博科圣地”或许是由北方穆斯林精英阶层资助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让乔纳森这个南方基督徒无法统治。此外，“博科圣地”在人民民主党的北方领导层中似乎也不乏同情者，这些人认为伊斯兰武装分子可以削弱乔纳森。EIU,CountryReportNigeria,February2012,p.4.乔纳森虽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如何弥合人民民主党内部南北之间的裂痕是这位“好运总统”乔纳森的仕途颇为顺利。2005年，时任巴耶尔萨州副州长的乔纳森因该州州长涉嫌腐败遭弹劾而接任州长一职。2007年起担任尼日利亚副总统。2010年5月因总统亚拉杜瓦病故而担任临时总统，后继任副总统。2011年5月当选总统。因其名古德勒克（Goodluck）英文字面意思为“好运”，乔纳森便有了“好运总统”的称号。面临的一大挑战。

对尼日利亚来说，民主化虽面临许多挑战，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总的趋势是向更巩固、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其中的许多挑战，如民族分离主义、宗教问题、腐败问题、军人执政及其遗产问题等等，反映出尼日利亚民主化还有许多需要重点应对和解决的难题。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全面和彻底的解决，尼日利亚政府才算得上真正民主的政府。或许正是有了这些挑战，尼日利亚民主的内涵才不断得到丰富，民主观念才越来越深入人心，民主的基础才得到进一步巩固。例如，少数民族权利运动推动了尼日利亚政府在保护人权等方面的工作。EghosaE.Osaghae,“HumanRightsandEthnicConflictManagement:TheCaseofNigeria”,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33,No.2(May,1996),pp.171188.

尼日利亚军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上台后都提出了一个“还政于民”的计划，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掩人耳目，也无论其最终是按照公布的时间表执行，还是成了“没有尽头的过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忧虑和对民主制度的敬畏，而成功实现了“还政于民”计划的军政权领导人，如奥巴桑乔、阿布巴卡尔，则受到尼日利亚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赞誉。1999当选总统的奥巴桑乔在连任两届（1999—2007年）后，一度试图通过修改法律谋求第三届总统任期，但被裁定为违宪。奥巴桑乔接受这一裁定表明尼日利亚民主化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也说明，“在社会和政治经济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发展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素质、信念、政治技巧和决心”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2011年大选的成功举行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这个国家“逢选易乱”的担忧，政权在文官政府间平稳过渡增加了人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期待。只要新上台的乔纳森能妥善处理好困扰尼日利亚多年的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政局稳定，倡导民族宗教和解，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大力推进民族一体化政策，尼日利亚民主化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总之，关于尼日利亚目前的民主化进程，似可作出如下判断：人民民主党作为尼日利亚全国性的第一大党，基础较为扎实，执政地位较为稳固；尼日利亚的其他政党单枪匹马挑战人民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不大可能成功，但如果人民民主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政党的分化组合就会比较复杂；人民民主党内部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南北轮换的君子协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仍会起作用，总统、副总统等重要职位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轮流坐庄”的格局也不大容易被打破，这也是符合“联邦特征”原则的。这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不成熟，却能有效地维护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成为尼日利亚民主化的一大特色。


三、工业化历程

工业化是现代化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表现。有观点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是欠发达或开发不足的国家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性措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13页。尼日利亚独立后，为保证和巩固政治独立，历届政府对工业化投入不菲，制订了积极的工业发展政策和四个国家发展计划（1962—1985），工业化已成为政府头等大事。石油繁荣时期（1973—1981），尼日利亚工业化曾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业占GDP比重达11%。但在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仅5%左右，低于1960年独立时的水平，位居世界工业化水平最低20国之列。制造业出口仅占总出口的0.4%，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GDP的15%，超过进口总额的60%。独立时，农产品出口占GDP的80%多，但到2000年，这一比重已不足4%。石油出口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占GDP的比重约为95%。N.I.Ikpeze,C.C.SoludoandN.N.Elekwa,“Nigeria:ThePoliticalEconomyofthePolicyProcess,PolicyChoiceandImplementation”,inCharlesSoludo,OsitaOgbu&HaJoonChang,eds.,ThePoliticsofTradeandIndustrialPolicyinAfrica:ForcedConsensus?Trenton,NJ:AfricaWorldPress,Inc.,2003,p.341.故此，学者们担心日利亚正在出现快速的“去工业化”，传统农产品出口市场也已不复存在，而对进口商品（特别是食品）的依赖度与日俱增。尼日利亚工业化历程可谓是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经典案例。

尼日利亚独立至今的工业化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期”；70年代石油繁荣期；80年代结构调整期；90年代以来改革发展期。划分标准是每10年期内经济发展或工业化的几个关键词，分别是：进口替代、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本土化政策（Indigenization）、石油繁荣（OilBoom）、政府大规模投资、核心工业选址之争；结构调整（StructuralAdjustmentProgram,SAP）；私有化、经济多元化战略、非石油产业快速发展。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也不可能将各阶段的起始时间严格限定在10年内，各阶段的关键词也往往不是一个时期所独有，它或许在前一阶段就已酝酿，或在后几个阶段都还在起作用。例如，60年代的“石油”在70年代成为“石油繁荣”，70年代的本土化政策是在60年代末出台的，国家发展计划则由60年代延续到80年代，共有四个。此外，对尼日利亚工业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社会因素或轻或重贯穿各个阶段始终。厘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尼日利亚工业化的真实历史大有裨益。


（一）“黄金时期”（1960—1970）

为尽快改变殖民统治造成的落后工业化局面，实现经济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尼日利亚独立后很自然地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策略（ImportSubstitutingIndustrialization,ISI），促进民族工业发展。这也是当时许多新生国家的普遍做法。尼日利亚的东、西、北及中西区（1964年设立）四区政府甚至在还没有制订任何正式的工业化政策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发展。独立后前三年，尼日利亚工业附加值以年均11.4%的速度在增长，到1965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独立时的5%增长至6%。N.I.Ikpeze,C.C.SoludoandN.N.Elekwa,“Nigeria:ThePoliticalEconomyofthePolicyProcess,PolicyChoiceandImplementation”,inCharlesSoludo,OsitaOgbu&HaJoonChang,eds.,ThePoliticsofTradeandIndustrialPolicyinAfrica,p.349.1962年，尼日利亚政府出台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FirstNationalDevelopmentPlan,1962—1968），加大对农业、工业和教育的投资力度，尤其强调了制造业和工业发展。在制造业方面，烟草、食品加工以及饮料行业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始于1958的石油开采很快就成为尼日利亚最大和利润最丰厚的工业，原油日开采量由1961年的4.6万桶飙升至1967年的60万桶。③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63.随着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和其他发展政策的实施，1960—1966年期间，尼日利亚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多样性显著增强。农业由独立时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63.4%下降到1966年时的55.6%，制造业由1960年的3.6%增至6.2%，采矿业由0.9%增至4.8%，商品流通由9.1%增至14%。③各种数据让许多人认为，尼日利亚经济独立指日可待，工业化前景看好。然而，1966年的两次军事政变及1967—1970年1月的内战，让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戛然而止，工业化进程不得不放缓脚步。

从总体上看，尼日利亚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在促进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1964年，尼日利亚有制造企业687家，1965年增至776家，内战期间的1968年虽降至625家，但内战结束的1970年即增至703家，两年后迅速增加到1054家。A.Arikawe,“TheRiseofIndustrialismintheLagosArea”inA.Adefuyeetal,eds,HistoryofthePeoplesofLagosState,Lagos:LanternBooks,1987,p.112.CitedinDavidAworawo,“CostlyNeglect:Technology,IndustrializationandtheCrisisofDevelopmentinNigeria”,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SocialResearch,Vol.4,Issue17(Spring2011),p.273.另据学者统计，1964—1972年间，尼日利亚企业数量和工人数量年均增幅均达12%，而工资、工业总产值、工业附加值的年均增幅均在17%—19%左右。M.Berger,IndustrialisationPoliciesinNigeria(Munich:WeltforumVerlag,1975).CitedinCharlesSoludo,OsitaOgbu&HaJoonChang,eds.,ThePoliticsofTradeandIndustrialPolicyinAfrica,p.349.因此，尽管有内战的影响，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头10年仍被一些人视作工业化进程的“黄金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也遭遇了不少挫折，给国家未来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例如，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同时，农业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对人口众多的尼日利亚来说并不是好事。由于农村发展缺乏资金，农村人口纷纷流向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64.也有学者指出，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实际上是各区规划的合集，计划出台的过程充满斗争，各区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争夺得非常激烈。例如，早在1958年，尼日利亚就提出了建立钢铁厂的计划，但因各区相互争夺，弱小的联邦政府无力解决钢铁厂的选址问题，项目被迫搁浅。各区政府间的竞争和腐败还往往导致惊人的浪费。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Boulder:WestviewPress,1995,p.37.由此可见，独立初期，尼日利亚不同民族、地域、党派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就已打响并逐步升级，成为包括工业化在内的众多领域的潜台词。事实证明，这对尼日利亚工业化的悲剧色彩负有很大责任。


（二）石油繁荣期（1973—1981）

20世纪70年代，是尼日利亚现代化历程中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政治上，尼日利亚经历了内战后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的10年，政局较为稳定；经济上，尼日利亚迎来第一次石油繁荣。石油收入让尼日利亚在世界富有国家中名列第十三位，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拥有成功的中产阶级和越来越多百万富翁的自信国家。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0页。联邦军政府依靠出口石油得到的巨额财富可以实施任何发展计划。围绕着“石油”，尼日利亚的工业化经历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历险。

1石油繁荣及其影响.

1956年，壳牌－英国石油公司（ShellBP）首次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地区打出第一口油井，两年后商业开采正式开始。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石油很快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因石油探明储量的2/3位于谋求脱离联邦的比夫拉一方，内战一度阻碍了石油业的快速发展。内战后，亚库布•戈翁军政府（1966—1975）很快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石油业。1958年，尼日利亚原油日开采量仅5100桶，1966年内战前夕超过日41.7万桶。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尼日利亚石油迎来了飞速发展。1970年，尼日利亚共生产原油3.96亿桶，1972年增至6.43亿桶，1974年更是增至8.23亿桶。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p.134.随着石油生产的增长，尼日利亚政府从石油中的收入也在飞速增加。1958年石油商业开采的第一年，尼日利亚政府石油收入仅20万奈拉，到1970年已增至1.66亿奈拉。1971年，尼日利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后，其石油产业的前景就与欧佩克的政策、国际油价的波动及国际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1973年，为反对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欧佩克决定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在当时石油紧缺的年代，国际油价从1973年10月的每桶3.8美元暴涨至1974年1月的每桶14.7美元，并且在整个7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高位水平。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82.受益于此，尼日利亚政府的石油收入在1974年达到37亿奈拉，1976年增至53亿奈拉。③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p.134.随着石油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由1970年的26%、1972年的54%快速增至1974年的82%。③尼日利亚政府越来越依赖石油实现财政收入，整个经济亦开始极度依赖于这种单一出口商品了。然而，石油也给尼日利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和问题。

其一，在国际油价波动面前，尼日利亚经济变得非常脆弱，潜在风险容易被忽视。戈翁军政府的发展规划和收入分配计划都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时的水平制订的，丰厚的石油收入能够支持政府庞大的支出计划。戈翁军政府扩大了公职人员的规模，为政府雇员大幅增加薪酬，此即著名的“乌杜季奖”（UdojiAward）1972年，戈翁军政府设立以杰若梅•奥普塔•乌杜季（JeromeOputaUdoji）为主席的乌杜季委员会（UdojiCommission），调研公务员薪酬问题。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建议政府大幅增加公务员薪酬，并设计出了一套分级绩效报偿计划。联邦军政府最后接受了乌杜季委员会的大部分建议。；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恢复毁于内战的农场、道路和机场；建设新学校；投巨资筹办“黑人艺术和文化节”（FestivalofBlackArtsandCulture,FESTAC）；新建军营并扩充兵力。毋庸置疑，军政府每一项大手笔开支都有充分理由来支撑，特别是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密不可分：内战后的尼日利亚面临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军政权要通过扩大政府的投资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亦需要扩军并提高军人待遇来换取军队的忠诚。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p.182183.然而，当国际原油市场出现波动而尼日利亚政府错误估计石油收入时，这个短期暴富的国家就会陷入外汇短缺、入不敷出的困境。例如，1974年尼日利亚外汇储备足够支付两年进口，但1977年后因过度进口奢侈品和引进技术，加上国际原油需求量减少，尼日利亚外汇储备逐渐减少，到1978年已借了10亿美元的外债，由此开始了成为一个债务国的历程。1979年，石油繁荣走向尾声，尼日利亚政府不得不计划放弃许多项目，缩小工程规模。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1页。

其二，尼日利亚经济完全依赖石油后，其他产业受到严重忽视，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出现畸形。早在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时期，农业就出现颓势，这种状况在石油繁荣时期进一步恶化，尼日利亚不得不依靠进口食品，就连昔日的主要出口商品棕榈油和花生也需要进口。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9.4%降至1973/1974年的7.0%。③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83.石油繁荣不仅没有助推生产性行业的增长，反而导致进口大增。城市消费的高速增长又引发通货膨胀，1973—1981年间，食品价格增长273%。③为抑制物价过快增长，政府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进口以保证市场供应，但收效不大，而廉价进口商品又阻碍了本国农业和制造业的进一步增长，出现恶性循环。

其三，石油繁荣导致在征收和分配石油收入的官员中出现大范围腐败现象，尼日利亚蜕化成一个“食利国家”。此时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国内纳税人的钱，而是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Shell)、英国石油(BP)、菲那（Fina）、阿吉普（Agip）等以租金和石油矿区使用费（royalties）支付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盛行就不难理解。政府只要控制资源并保证得到“租金”，就可坐享其成，对国民的批评监督就可充耳不闻。戈翁时期，由于对如何支出石油财富几乎没有什么监管，数以百万计的奈拉不翼而飞，大多都流入联邦或州政府官员和商人的私人腰包。Ibid.,pp.183185.

其四，石油繁荣还让“不差钱”的尼日利亚出现严重的管理混乱和铺张浪费现象。例如，著名的水泥船堵港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75年初，戈翁军政府的国防部宣布购买1600万吨水泥用于建造兵营和其他工程。当200多艘满载水泥的船只涌入拉各斯港后，发生了严重的拥堵事件，一些船只甚至被迫等待一年时间才能卸货。事后调查发现，许多抵达拉各斯港的水泥船装的本身就是劣质水泥，它们之所以趋之若鹜地在拉各斯港排队，仅仅是为了得到滞留补偿费（demurragefees）。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87.此外，为尽可能从联邦政府那里榨取更多利润，尼日利亚有权有势的中间商故意夸大投标数目，导致尼日利亚政府对水泥的需求量估计过高，这也是导致惊人浪费的一个主要原因。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pp.5758.可以说，石油繁荣成就了戈翁时期尼日利亚的辉煌，与之相伴的贪污腐败、管理混乱、铺张浪费以及专制独裁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1975年7月，戈翁在乌干达参加非统会议期间尼日利亚国内发生未流血的军事政变，穆塔拉•穆罕默德随后上台，戈翁流亡英国。

其五，石油繁荣还引发收入分配危机。石油收入分配危机的焦点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财富。产油区各州热衷“出处原则”，即按照各州产油的比例分享石油收入。这一原则遭到非产油州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分配基础应当是各州的人口数。1970年，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石油总收入的45%按照“出处原则”划拨产油州，55%归联邦政府。55%中的一半归联邦国库，另一半流入分配资金池账户（DistributablePoolAccount）；资金池账户金额再进一步分配：一半资金在各州平均分配，另一半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p.185186.后来，按“出处原则”分配的比例不断降低，联邦政府基本上完全控制了石油收入。由此也拉开了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诸多少数民族与跨国石油公司、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持续不断冲突的序幕。冲突的核心就是要求分享更多石油财富，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和被边缘化的局面。无数源自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不时让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陷入困境，而政府的武力清剿不仅于事无补，还加大了它们与现代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离心力。关于这一点，在石油与现代民族建设部分已作了较深入探讨。

其六，对工业化而言，石油繁荣亦带来许多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从经济角度看，石油繁荣引起尼日利亚的一些非理性反应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早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初期，尼日利亚就出现了一些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自1973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出口。对于许多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往往还包括政界和军界人士）来说，创造财富的生产性经济活动已不再具吸引力，若能进入或操纵政府石油财富支出体系就能快捷地实现财富梦想。随着石油收入的不断涌入，要想抑制政治家、官僚和民众分享新财富的冲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就基本上由政府来主导了，许多私营公司的活动仅仅围绕着追逐政府的项目、合同来谋取暴利。因此，到石油繁荣的末期，私营工业部门仍很弱小，对整个工业或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无足轻重。

2核心工业选址之争.

尽管尖锐的民族、地区矛盾在内战后依然存在，但随着石油繁荣的出现，尼日利亚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上述矛盾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石油为尼日利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仅仅依靠石油出口，尼日利亚就成为20世纪70年代非洲最富裕的国家。石油繁荣时期，尼日利亚政府主导的工业投资主要集中于被称为“核心工业项目”（CoreIndustrialProjects,CIP）的钢铁、造纸、化肥、石化、炼油、机械、液化天然气和炼铝等。政府希望通过建立核心工业体系节约外汇，出口制成品，创造外汇，提升整个国家的声望和综合实力，实现自力更生。在石油收入的支撑下，一些项目很快启动，而另一些则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遭遇严重外汇短缺，但政府还是坚持了建立核心工业体系的策略。然而，核心工业项目的选址和经营管理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工业项目的选址问题属于经济学范畴，应重点考虑原料供应、土地、劳工、基础设施、市场等因素。但尼日利亚政府在进行核心工业项目选址时，经济因素大多让位于政治因素。政府虽清楚核心工业项目可为加快工业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坚实基础，对国家安全亦具有战略意义，但受民族、地域、联邦特征及权力结构的影响，核心工业项目在地域布局上被“均分”了，表面上体现着整个国家的联邦特色，但事实证明，其对尼日利亚工业化的负面影响颇大。

既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因石油繁荣而起，我们就先举一个炼油和石化工业的例子。位于南方产油区的瓦里和哈科特港的炼油厂选址并无不妥，但在北方的卡杜纳建立炼油厂则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目的是缓和尼日利亚北部表现出的分离情绪。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选择非常不理性，因为卡杜纳远离产油区，原油供应要通过一条长达3001公里的输油管道，成本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在东南部哈科特港建立的石化工厂也因同样的理由在西南部的瓦里和北部的卡杜纳被复制，重复建设和浪费问题十分突出。再举一个钢铁工业的例子。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业之一，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元素，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意义重大，经济学家通常把钢产量或人均钢产量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对尼日利亚领导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早在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中，尼日利亚就提出要在奥尼查和洛克贾（Lokoja）地区建立钢铁厂。这一设想受到了1955年世界银行尼日利亚工业化潜力调研组报告的影响，从原料供应、运输设施和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可行性较大。但在第三个国家发展计划（1975—1980）中，苏联援建的钢铁厂设在了阿乔库塔（Ajaokuta），最初考虑是可利用附近伊塔克普（Itakpe）低品位铁矿和拉菲亚（Lafia）的煤。但因运输成本巨大，连接伊塔克普的铁路被废弃，后来发现拉菲亚的煤也不适宜开采。无奈之下，阿乔库塔钢厂的铁矿石和原料都需进口，并由卡车运输。由于阿乔库塔钢厂进展缓慢，国内钢材市场需求的乐观前景让尼日利亚政府很快在1977年与德国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决定在南部瓦里附近的阿拉迪亚（Aladia）建立第二座钢铁冶炼厂。与阿乔库塔钢厂一样，1982年投产的阿拉迪亚钢厂也完全依靠国外铁矿石和技术专家。很显然，对国内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和市场需求前期调研不充分，让盲目上马的两座钢厂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另外，虽然阿乔库塔和阿拉迪亚钢厂均设计有轧钢厂，但在远离钢铁公司的卡奇纳、乔斯（Jos）和奥索博（Oshogbo），又冒出三家由德国和日本援建的轧钢厂。在第四个国家发展计划（1981—1985）中，位于卡奇纳的轧钢厂要升级成一个微型钢铁联合体，用废钢生产平板钢，理由是从瓦里向卡奇纳长距离运输钢坯的成本让卡奇纳轧钢厂无法生存。这也印证了卡奇纳钢厂选址一开始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常不理性的。到1987年，尼日利亚在钢铁项目上的花费超过50亿奈拉，许多项目尚待执行。上述三个分布在内陆的轧钢厂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增加了尼日利亚钢铁的成本。由于进口成本高，尼日利亚钢铁单位成本比国际钢铁价格的两倍还要高。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p.151.此外，沉重的金融负担、市场需求的萎缩让人们对尼日利亚钢铁工业的前景忧心忡忡，世界银行甚至建议尼日利亚关闭钢铁厂。由于尼日利亚国内力挺钢铁项目的势力较强，加之有国外资本的注入，钢铁项目才得以幸存。

由此可见，核心工业项目的选址基本上受到在各地区要均衡分布这一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仅有少数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事实上，所谓的“均衡发展”也仅仅是一个指导原则，核心工业项目最终花落谁家是由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决定的。尼日利亚自1960年独立以来，政权多由北方势力执掌，一些核心工业如钢铁、炼油的选址均难逃这一因素的制约，而不属于“权力圈”的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联邦工业很少或几乎没有。此外，大多数核心工业项目管理不善、缺乏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3本土化政策.

尼日利亚独立之前，英殖民当局曾出台措施鼓励外资在尼日利亚的发展，并保证不实行国有化。尼日利亚独立后，大型工业所有制结构呈现外资所有为主、政府所有为辅的格局。例如，1963年尼日利亚制造业所有权结构中，尼日利亚私人资本占10%，外资占68%，区政府占19%，联邦政府仅占3%。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p.37.到1967年，英资占尼日利亚外部直接投资（FDIs）存量的一半以上，分布在制造业、贸易、银行业和石油等领域。美国资本在石油业中的比例也较大。到1970年，外国人仍控制着制造业，拥有63％的股份，尼日利亚政府只拥有约27％的股份，尼日利亚民众所占股份约为10％。③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2页。外资独大的格局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

为降低失业率，限制外国人对尼日利亚经济的控制，促进尼日利亚社会的统一，培育国族意识，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戈翁军政府就开始了本土化政策。简言之，本土化政策就是用尼日利亚本土工人代替外籍雇员，将工厂的外国人所有权移交到本土尼日利亚人所有。1972年，戈翁政府发布《尼日利亚企业促进令》，明确列出实现本土化的时间表和指导原则；将工业中的一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服务业和制造业）限定为尼日利亚人经营；设立尼日利亚企业促进局，对本土化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管。戈翁之后的历届政府直到80年代中期都在贯彻这一思想。1977年，该法令进行修订后试图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本土化、经济多元化和管理尼日利亚化。随着本土化政策的不断推进，尼日利亚人在许多部门中的股份达到了100％，在一些大型工商企业，份额则达到60％，但这并不意味着尼日利亚人获得了控制权及当地人对企业的管理会更好。③事实上，普通尼日利亚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本地化政策得到改善，只有那些有足够资本、有能力投资商业的尼日利亚人成为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与外国投资者、尼日利亚政客构成了利益相关方。ToyinFalolaandMatthewM.Heaton,AHistoryofNigeria,p.185.本土化政策实际上在尼日利亚造就了一个富商阶层。有学者指出，本土化政策对尼日利亚本土企业增长、投资模式、本地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影响很难评估。从总体上说，本地化法令并不具有重大意义，它只不过强化和加速了尼日利亚本已出现的一些趋势，如当地资本在商业领域的壮大，尼日利亚人在管理方面的进步；而一些大趋势，如商业向工业的转变、涉足技术更先进的制造业领域、大型企业的出现等等，实际与本土化法令关系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尼日利亚工业发展中私人投资的显著增长与本土化法令也没有直接关系。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p.157.

本土化政策也并未改变尼日利亚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石油工业中的被动局面。尼日利亚政府并未实行左派力量主张的国有化政策，而是通过向石油公司征税来增加政府在石油租金中的份额。1971年，尼日利亚政府规定，在所有新的石油特许权（concessions）中，政府拥有100％的股份，私人公司获石油开采量的一定份额。同年4月，尼日利亚政府成立了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NigerianNationalOilCorporation,NNOC），以参股形式获得石油开采公司已有石油特许权35％的股份，这一比例后来扩大到了60％。Ibid.,p.150.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还被赋予了管理和监督石油开采、向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在当地的子公司提供指导意见的职责。1976年，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与石油部合并，组成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igerianNationalPetroleumCorporation,NNPC），存续至今。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很多权力，涉及石油生产销售、国内石油冶炼、石化工业和输油管网等。石油部的一名前高官曾表示，国家石油公司的重组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石油定价以及激励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此外，石油工业属资本、技术密集型，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运行，与其他部门联系不多，技术依靠进口，同本地工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虽在技术消化上做了一些有限的努力，但技术进口的高额成本对整个国家的收支平衡产生了消极影响，尼日利亚并没有在短期内培养出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未能参与到石油的勘探和开采。Ibid.,pp.150151.

此外，石油工业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尼日利亚国内就业的影响无足轻重。跨国石油公司采取了让当权者满意的策略后，就在未关注当地环境污染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开采“黑金”。遗憾的是，尼日利亚政府并未对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的环境恶化现象采取措施，到了80年代，石油泄漏等污染事件让尼日利亚的环境比其他石油开采国要更为恶劣。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3－134页。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报道发人深省：由于壳牌等公司的污染，尼日尔河三角洲已被环保主义者称作“全球石油污染之都”CarolineDuffield,“Nigeria:Worldoilpollutioncapital”,BBCNews,NigerDelta,15June2010,http://www.bbc.co.uk/news/10313107,May27,2012.。环境污染问题遂成为引发当地民众持续至今的反对跨国石油公司和尼日利亚政府不作为的一个核心议题。


（三）结构调整期（1983—1994）

1982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原油市场风云突变，油价下跌。尼日利亚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靠石油繁荣支撑起来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外汇短缺非常严重。由于石油收入大幅减少，各部门的具体投资都遭遇搁浅。石油收入的减少还迫使进口被大幅削减，造成制造工业因缺乏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开工不足，生产下降，整个制造业陷入衰退。

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1986年，尼日利亚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开始实施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即结构调整计划，旨在调整国内生产和消费结构，减轻对进口的依赖，加强非石油产业，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具体目标包括：对经济生产部门进行重组，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国家对石油部门和进口的依赖；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增强私营部门增长潜能的同时，减少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无效投资，提高效率；经济增长的基础要使通货膨胀最小化；减少政府对经济部门的高压管制，具体包括实行实际汇率政策、刺激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出口措施、调整关税以保护本土工业、促进贸易自由化及发挥市场的作用。ToyinFalola,TheHistoryofNigeria,p.184.

结构调整计划是尼日利亚自独立以来经济改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尝试，但却给尼日利亚经济带来了一场大灾难。该计划导致一向处于强势的奈拉贬值，尼日利亚民众衣食住行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奈拉贬值后，所有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即使中产阶级也负担不起汽车、机器配件、机械和其他物品。大量尼日利亚人才外流，造成政府重要部门人才短缺。因外汇短缺，本地工业无法进口所需原料，出现倒闭潮和失业潮。反对结构调整计划的运动还引发社会动荡和骚乱，高等教育机构因此被长期关闭。实施结构调整计划两年来，尼日利亚外债由150亿美元飞涨至234.5亿美元，政府每年至少要拿出23亿美元偿债。同时，到1988年，政府每年偿还的国债也高达70亿美元。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73－175页。为了偿债，巴班吉达政府不得不大幅消减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公共支出。私有化政策则使有权有钱的尼日利亚人能够买到国有企业，资本在有钱人手中积累，贫富悬殊被进一步拉大。

结构调整计划还制订了工业发展相关政策，主要目标是：鼓励开发和使用本地原材料，本地技术；最大限度促进制造业附加值的增长；促进出口导向工业发展；通过鼓励私人中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消除阻碍工业发展的瓶颈和不利因素，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管理方面的不足；放宽官方控制，为本地和外国投资提供便利。N.I.Ikpeze,C.C.SoludoandN.N.Elekwa,“Nigeria:ThePoliticalEconomyofthePolicyProcess,PolicyChoiceandImplementation”,inCharlesSoludo,OsitaOgbu&HaJoonChang，eds.,ThePoliticsofTradeandIndustrialPolicyinAfrica,p.355356.从中短期看，结构调整计划对工业化的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尼日利亚工业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变革，如奈拉贬值、取消进口许可证、大幅减少禁止进口的商品种类、解除出厂（exfactory）价格管控以及有效需求萎缩；另一方面，一些工业，如纺织业，由于有稳定的需求和对进口依赖程度较小发展得最好，得到了许多新的投资。依靠本地原材料的工业，如棕榈仁、棉籽、玉米加工业，橡胶和植物油加工业，皮革制造业，高粱加工等都获得了新投资。依靠进口部件进行组装的工厂，如车辆组装和电子组装厂，被迫关闭或削减产量。②TomForrest,Polit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Nigeria,pp.219220.

结构调整计划前，尼日利亚工业就出现了逐步转向使用本地原材料的趋势，结构调整计划的实行使得进口成本增加，加之政府的施压，工业中使用本地原材料的比例由1985年的38％增长到1988年的50％。②可以说，政府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88年，尼日利亚政府发布大麦进口禁令，使得国内高粱加工作坊的建设应运而生。啤酒、面粉、纺织、饮料厂纷纷建立与农业对接的工厂，以保证国内原料的供应。此外，到1989年年初，尼日利亚经济非石油出口方面已出现了一些缓慢多元化的迹象，非石油商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86年的6％上升到1988年的12％。Ibid.,p.220.可可、皮革制品、橡胶等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量均在增长。薯蓣、水果、蔬菜也加入了出口商品的行列。纺织品、啤酒、塑料制品、地毯、木材制品、香水、自行车车架和轮胎也有少量出口。尼日利亚制造业出口商品已打入非洲市场，尤其是西非次区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尼日利亚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地位。

尼日利亚制造业虽然在结构调整计划中得到了一些发展，原材料本地化程度也在提高，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但制造业自身的许多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多集中在轻工业和初级工业领域、本地附加值低、对进口依赖程度高、当地企业之间联系很少、技术含量低、创造就业的效果有限、过度集中在三大轴心（西南部的拉各斯—伊巴丹，北部的乔斯—卡诺—卡杜纳，东南部的奥尼查—尼维（Nnewi）—阿巴）及政府的不当干预在重工业领域依然突出。

1993年，巴班吉达因取消尼日利亚历史上最为公平的一次选举而将这个国家推上了政治危机的顶峰。由于已无法维持统治，巴班吉达任命欧内斯特•肖内坎组建临时政府后即辞职。临时政府只是昙花一现，萨尼•阿巴查很快攫取政权，其独裁专制统治让尼日利亚进入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1994年，阿巴查军政府放弃了结构调整计划，采取一些临时管理措施，导致经济逐步瓦解。政府的政策就是控制外汇、财政和贸易。由于其他经济部门的衰败，尼日利亚对石油的依赖度与日俱增，石油出口占到出口收入的90％以上。壳牌石油公司依然在尼日利亚石油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尼日利亚政局不稳，但由于与军政权关系良好，跨国石油公司继续扩大在尼日利亚石油部门的投资。经济持续衰退和政府的高压统治让尼日利亚民众对军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大为不满。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民众因石油公司的污染使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和渔业无法进行而奋起反抗。壳牌等公司为尼日利亚警察购买武器，双方合谋共同镇压当地民众，引起国际社会强烈谴责。1998年6月，阿巴查的猝死让尼日利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一年后，阿布巴卡尔将军将政权交给民选总统奥巴桑乔，尼日利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四）改革发展期（1999—）

1999年奥巴桑乔政府上台后，尼日利亚加大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力度。2003年以来，尼日利亚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就偏重于促进工业化，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为增强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这一时期对制造业的关注增强，建立了许多工业发展中心，包括在东南部卡拉巴尔设立的出口加工区（EPZ）。2003年5月奥巴桑乔总统获得连任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进一步强调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取消政府对燃油价格补贴，加快了出售国有企业的步伐，扩大对非油气产业的投资和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着力改善投资环境，经济总体保持低速增长。2004年5月，尼日利亚政府出台《国家经济振兴与发展战略：2004—2007年》（NationalEconomicEmpowermentandDevelopmentStrategy,NEEDS），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减贫的一些政策建议，试图通过私有化、自由化、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水、电、交通）来降低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该发展战略还出台了发展农业、制造业、固体矿业和旅游业的具体措施，重点是发展中小企业，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奥巴桑乔政府也非常注重吸引外部直接投资，但尼日利亚所吸引的外资绝大多数流入了石油天然气和电信业，而不是对尼日利亚民众能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尼日利亚经济过度依赖石油产生的诸多问题，如进口依赖、资本外流以及缺乏创新的动力等依然比较突出。因此，发展非石油行业对尼日利亚经济至关重要，这也是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的一个中心，如将工业、制造业、采矿业（非石油）以及出口制造业列为优先领域。但是，制造业的表现并不如人意。虽如此，政府仍在努力发展制造业，不仅禁止一些商品的进口，还成立了一些监管工业生产的机构，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NAFDAC）和尼日利亚标准化组织（SON）等。

2007年上台的亚拉杜瓦政府基本上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进程，采取稳健的执政方略，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并提出了“七点方针”（sevenpointagenda）和“愿景20：2020”。七点方针阐述了尼日利亚现代化所面临的七方面的制约因素和政府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内容是：采取和推进基础性改革措施，保障充足的电力供应，确保尼日利亚发展现代经济的能力，计划在2015年实现工业化；推进农业改革，在农业领域研究和生产中采取现代技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向农民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实现农业生产5—10倍的大规模增产；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尼日利亚难以实现工业化。应大力推进农业和固体矿产业的改革和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多元化，让财富之源顺畅；尼日利亚现有交通网络不能满足人员和货物的运输需要。为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交通领域的发展势在必行；政府拥有的房地产尚未实现市场化运作，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潜在损失。计划大力推进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商业化农场项目和其他大规模私营投资项目提供土地，提高和促进生产发展和财富创造；安全不仅是宪法的要求，更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保障措施，良好的安全形势才能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联邦政府将会特别关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除加强警察巡逻和军事保护，更要通过诚恳友善和有效的对话机制，着力推进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保教育领域的预算资金，加大投入，推进联邦和州两个层次的教育改革，确保国民教育水平达到国际标准，鼓励科学技术专业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愿景20:2020”作为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将大力推进私有经济的发展，支持财富创造，提供工作机会，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切实执行《国家经济振兴与发展战略（第二阶段）》，加强依法治国和选举制度的改革，把经济建设引入一条平稳快速的发展道路，在两年内彻底扭转经济发展受困的状况，力争实现人均GDP大幅增长，以每年13%的经济增长率，到2020年把尼日利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前20强之一。

近年来，尼日利亚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但经济结构单一、农业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仍将长期制约尼日利亚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非石油部门的增速明显，但尼日尔河三角洲不时出现的动荡阻碍着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增长。而且，由于尼日利亚基础设施落后（特别是电力供应紧张）、人均收入低下、劳动力市场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和高级管理人才，实际的增长率将会比乐观估计的要低，特别是在制造业部门。2011年12月，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NBS）发布了2010年经济报告。作为年度经济回顾，该报告却不同寻常地涵盖了2006—2010年五年的时间。从报告内容看，尼日利亚经济在2006—2010年间发展势头良好，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仅2008年降至6％以下，为5.98％。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TheReviewofNigerianEconomy2010,December2011,p.8.这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原油需求下降所致。金融危机还导致外部直接投资减少。

2012年3月，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显示，2010年实际GDP增速由一季度的7％左右稳步上升，三季度已达8％，四季度再攀新高至8.6％。2011年各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64％、772％、74％和7.68％，2011年全年GDP增速估计为7.69％，比2010年的7.87％略低一些。2011年四季度，因石油业出现临时性停产，GDP增速同比下降近1个百分点。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GrossDomesticProductforNigeria,March2012,p.4.2012年4月，尼日利亚财政部国务部长恩格玛（YerimaNgama）表示，2011年四季度尼日利亚GDP达到10万亿奈拉（约合645亿美元），GDP增长率达到7.68%，经济增速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蒙古（14.9%）和中国（8.4%）。尼日利亚人均年收入从1200美元提高至1400美元，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中等较低收入水平。恩格玛认为，如果尼日利亚经济能够保持目前较快增速，尼日利亚有望实现其在2020年进入世界经济20强的宏伟目标。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报道，http://nigeria.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204/20120408071459.html，2012/4/20。

石油工业作为尼日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地位依然稳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外汇收入的95%、国内生产总值的35%，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80%来源于石油行业。2003年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局势动荡，但石油产量仍在上升，2005年10月达到日产246万桶。EIU,CountryProfile2009:Nigeria,pp.3640.2005年末，尼日尔河三角洲出现新一轮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袭击石油设施事件，迫使石油公司减产，在冲突的间隙又增加生产。因此，自2005年以来，尼日利亚石油年产量均出现下滑。2007年，亚拉杜瓦总统上台后表示，新政府将着手解决尼日尔河三角洲问题，该地区局势一度趋于稳定。但2008年，武装组织对产油区石油设施的破坏卷土重来，尼日利亚日产原油降至200万桶以下，也就是说1/3左右的产能未能实现。Ibid.,p.22.

2010—2011年，受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安全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尼日利亚原油产量波动较大。2011年四季度，石油产量日均240万桶，而2010年同期日均产量为260万桶。2011年，尼日利亚石油业遭遇史无前例的设备关停事件。日产20万桶、几乎占尼日利亚原油日产量10％的邦加（Bonga）油田，在2011年就遭遇关闭。2011年四季度，壳牌尼日利亚开发公司将石油管道遭破坏导致的渗漏事件宣布为“不可抗力”。尼日利亚原油产量2011年虽出现下降，但石油业面临的环境却较为有利。一是奈拉对美元的汇率自2010年以来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约150奈拉兑换1美元的水平；二是国际油价一路走高。2010年前三季度，国际油价基本保持在80美元/桶左右，从三季度中期开始，一路飙升，到2011年二季度，已达120美元/桶，此后油价虽有回调，但仍维持在110美元/桶的高位。由于有这两大利好，出现减产的石油业带给尼日利亚的收益仍相当可观。2010年，石油天然气对GDP的贡献率为15.88％，2011年略有下降，为14.71％。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GrossDomesticProductforNigeria,p.15.

2012年3月，尼日利亚的《石油工业法案》（PetroleumIndustryBill）仍僵持在议会中，尚未出台。《石油工业法案》早在2008年就提交议会审议，主要内容是对国有的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进行改组，使其成为一个富有竞争力的盈利公司；提高石油业的透明度；重新定义尼日利亚国家与外国石油公司的关系。在跨国石油公司、产油区社团等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下，该法案的原始文本已历经数次修改。同年4月，尼日利亚当地媒体称，政府正在考虑重新将修改后的《石油工业法案》提交议会审议。由于政治斗争尖锐、行政效率低下及官僚作风严重，该法案在议会三年多时间未能通过，跨国石油公司不得不抑制其进一步投资尼日利亚油气产业的计划。EIU,CountryReport:Nigeria,April2012,pp.1415.

尼日利亚因本国缺乏勘探开发能力，石油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与跨国石油公司的合作。因此，尼日利亚石油工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西方石油公司尤其是跨国石油公司的控制之下，大约90%以上的石油产量和超过80%的工程及服务由跨国石油公司或外国公司承担。目前在尼日利亚比较活跃的西方公司有壳牌、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雪夫龙德士古（ChevronTexaco）、道达尔（Total）、阿吉普和阿达克斯等公司。这些石油公司的石油日产量占尼日利亚整个石油产量的90%以上，仅壳牌一家公司的日产量就占尼日利亚石油日产量的一半左右，其次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雪夫龙德士古公司、阿吉普公司、道达尔公司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CNPC）、中海油（CNOOC）和中石化（Sinopec）都已加入尼日利亚的石油产业链条。

近年来，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目前已不足5%。除在跨国公司外，很少有新的投资，从业人员也在下降。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担心尼日利亚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电力供应不稳定、基础设施落后、多重征税及政策缺乏连续性等已成为阻碍尼日利亚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水泥和炼油是尼日利亚最主要的制造业部门。2006—2010年间，制造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增速由2007年的9.57％下滑到2010年的7.64％，2011年与上一年持平。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TheReviewofNigerianEconomy2010,p.14.各年对GDP的贡献率变化不大，2010、2011年均为4.16%。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GrossDomesticProductforNigeria,March2012,p.15.2012年2月，位于奥贡州一座总价值1500亿奈拉（约合10亿美元）的水泥厂正式投产，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水泥厂，尼日利亚有望彻底结束进口水泥的历史。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报道，http://nigeria.mofcom.gov.cn/aarticle/e/r/201202/20120207963468.html，2012年4月15日。

虽然尼日利亚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将增加工业产量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目标，但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计划已基本上不复存在。如今，本土化政策已被束之高阁，私有化政策成为主导。20世纪8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就开始了私有化政策，将国有公司出售给私营投资者，但私有化的进程非常缓慢。迄今为止，尼日利亚航空公司和尼日利亚通信公司（NITEL）已经实现私有化。尼日利亚政府还计划将四家炼油厂和国有的尼日利亚石油公司出售。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尼日利亚的经济活力。以电信业为例。尼日利亚通讯公司私有化后，国内移动电话用户和销量猛增。2006年以来，得益于大量资金的投入，电信业发展迅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迫使主要运营商（MTN,GLO,ZAIN,ETISALAT）不断扩容，并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活动争夺客户。2006—2010年，电信业年均增速均超过33％，对GDP的贡献率也在稳定增长，由2006年的1.83％升至2010年的4.56％③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TheReviewofNigerianEconomy2010,p.14.和2011年5.71％。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GrossDomesticProductforNigeria,p.15.尼日利亚手机用户数量由2006年的3200多万增至2010年的8700多万。③同时，电信业已成为雇佣劳动者数量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截止2010年，电信业创造直接就业岗位5000个，间接就业岗位超过40万个。然而，电信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信号差、掉线、互联互通不足、覆盖人口范围小等，仅1/3的尼日利亚人能享受电信服务。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TheReviewofNigerianEconomy2010,p.46.

总之，尽管2012年年初尼日利亚国内经历了取消燃油补贴带来的大罢工和社会动荡，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北部地区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但尼日利亚巨大的消费市场仍会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零售业、电信行业和建筑业将会有强劲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社会民生领域问题突出，尼日利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很难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尼日利亚却陷入“发展的危机”，贫困问题突出，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称，截至2010年底，尼日利亚有1.1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及以下，相对1.63亿人口，贫困率高达69%。2004年，尼日利亚的贫困率为54.4%，近年来贫困人口不断增加，2011年达到71.5%。从地域看，西北部和东北部贫困率较高，分别为77.7%和76.3%，西南部较低，为59.1%。36州中，贫困率最高的是索科托州（86.4%），最低为尼日尔州（43.6%）。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NigeriaPovertyProfile2010.引自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报道http://nigeria.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202/20120207967073.html，2012年4月6日。尼日利亚经济发展预期良好，但贫困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主要是贫富悬殊程度会进一步被拉大。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EIU）估计，尼日利亚中产阶级人数估计有5050万，与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南非的人口总数大致相当，该群体构成了非洲大陆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EIU,CountryReportNigeria,March2012,p.18.

尼日利亚经济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虽可能高速增长，但不容易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来满足民众的需求。从2007年到2011年5年间，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80万。主要原因是，尼日利亚自2006年以来新建15所大学，9所工学院，9所教育学院。大量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结婚年龄比以前要晚，加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寻求经济独立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如农业和工厂的工作，而偏爱白领工作，导致许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失业率为21.1％，2011年增至23.9％，其中农村地区为25.6％，高于城市的17.1％。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2011AnnualSocioEconomicReport,pp.710.

尼日利亚独立后，石油繁荣并未有效助推这个国家朝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顺利发展，反而导致大范围腐败现象，基础设施领域和为民众创造就业领域投入很少。几十年来，尼日利亚原油日均产量约200万桶。尼日利亚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七位，但其国内电荒问题非常突出。1亿多人口中的一半多没有电力供应，而其他人也不得不依靠昂贵的柴油发动机应对电荒。2012年1月，联邦政府宣布削减对进口燃料的补贴后，数以万计的尼日利亚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一周时间。生活困苦的尼日利亚民众很快将对燃料价格的不满转化成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怒。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乔纳森总统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对付贪污腐败问题，尤其是在石油领域。乔纳森设立了几个委员会，对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尼日利亚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恐怕不会因此被遏制。

尼日利亚的现代化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经历了许多风雨。在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现代民族整合取得许多成绩。受民族、宗教、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外界因素的影响，尼日利亚人的国族认同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生活贫困的少数民族对“尼日利亚民族”的向心力并不强，与政府的对抗时有发生。但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政府能关注其恶劣的生存状况，改善被边缘化的境况，而不是谋求从联邦中分裂出去，这与民族分离运动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在尼日利亚可以说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民主程序化方面的内容已在逐步完善，选举过程虽存在不少违规和不尽如人意之处，选举之后亦有落选者对选举不公的指控和申诉，甚至局部地区会爆发暴力事件，但21世纪的几次大选均较为顺利，局势总体平稳，得到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认可。经济方面，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历程让人感触颇多。对于一个希望成为大国，在非洲乃至全球政治经济领域发挥积极影响力的国家来说，工业化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尼日利亚历届领导人都在梦想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尼日利亚一度确实离这个目标不太遥远，而且具备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工业化在尼日利亚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其中夹杂了许多政治因素。在石油出口工业成为尼日利亚的经济支柱之后，国家虽然有钱去投资大型工业，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但如何建、如何管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没有处理好。石油出口业的特殊性表明，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种地缘政治性很强的商品上面并非总是那么心中有底。尼日利亚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亦坚定地执行经济多样化策略，最近几年非石油产业的良好发展是一个好的迹象。然而，快速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在尼日利亚，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为了尼日利亚民众的福祉和利益，因为在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甚至是赤贫之中。故此，尼日利亚政府应认真对待改革发展中民生领域的问题。唯有此，尼日利亚人才会增加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及政府的认同，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尼日利亚现代化才不至于是石油资源支撑的“贫困”现代化。第十二章军人政权与现代化：加纳罗林斯军政权的政策与实践


第十二章 军人政权与现代化：加纳罗林斯军政权的政策与实践

本章将通过对罗林斯时期加纳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把军政权的加纳梦与民众需求的契合作为主要考察角度，分别从公平正义、经济发展、人民民主和维护稳定这些方面来探讨军政权的追求是如何与民众的迫切需要相契合的，又是怎样解决或部分解决了加纳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最终获得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复兴的成功。本章主要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利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如1982—1992年的《西非》（WestAfrica）新闻周刊WestAfrica是一份创刊于1925年的新闻报刊，在英国伦敦出版，在英国和西非各国销售，2005年转为电子版。该周刊创建之初主要报道英属西非殖民地的新闻事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后来其报道范围扩大到整个西非地区，并且对非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有所介绍。每期的WestAfrica都会有关于西非各个国家的专题报道，同时还会有类似大事记的每周新闻事件记录，如实地反应各国一周以来的重要情况，是研究西非地区不可多得的重要一手资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数据和加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资料等。第一部分为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将主要关注加纳社会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罗林斯军政权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努力、以公共法庭为核心的新的司法体系的功效等方面。第三部分关注加纳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罗林斯军政权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以及人民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得到了怎样的满足。第四部分探讨罗林斯军政权独特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其观念和实践与多数民众之间的契合、以及这种实践如何满足了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求。军政权对于稳定的维护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军政权对稳定的追求将贯穿在各个部分之中进行叙述。


一、历史背景

（一）殖民主义统治遗产

加纳（旧称“黄金海岸”）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一直到1957年独立之前都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启了加纳现代化的进程，其留下的殖民遗产对此后加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英国的殖民统治塑造了加纳以可可为中心的单一经济，使加纳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可可在1879年首次被引进到加纳，1891年加纳生产的可可第一次出口到国外，当时的出口量是80磅W.E.F.Ward,AHistoryofGhana，London:GeorgeAllenandUnwinLtd,1958,pp.396397.，价值4英镑。从20世纪初开始，在殖民政府的大力推广下，加纳可可产量快速上升，很快成为加纳最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和支柱产业。从下面表格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21年一直到独立前的1956年，除了1941年因为二战可可所占比例下降之外，其余各个年份可可产量至少都占到出口总值的60%。表1211900—1956年黄金海岸可可出口情况.

年份可可出口量（万吨）可可出口值（万英镑）占出口总值的比例19010.14.38.7%19114.03161.348.3%192113.32476.475%193124.41549.372.8%续表年份可可出口量（万吨）可可出口值（万英镑）占出口总值的比例194121.89400.731.3%195122.95603168.4%195623.345106.260.9%数据来源：GeoffreyKey,ed.,ThePoliticalEconomyofColonialisminGhana:ACollectionofDocumentsandStatistics,19001960(Hampshire:GreggRevivals,1992),334337.加纳以可可为中心的单一经济十分脆弱，甚至英国殖民当局1952年的报告中都用“脆弱”“如果我们不得不用一个词来概括黄金海岸的经济，那就是‘脆弱’……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于一种商品——可可的出口。”ReportonthefinancialandphysicalofdevelopmentinGoldCoast,OfficeoftheGovernmentStatistician,Accra,1952.CitedfromGeoffreyKey,ed.,ThePoliticalEconomyofColonialisminGhana:ACollectionofDocumentsandStatistics,19001960，Hampshire:GreggRevivals,1992,pp.8081。一词来概括当时黄金海岸殖民地的经济情况。这种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可的国际市场价格受到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可可本身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量主要取决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西方人口味的变化。例如，加纳1941年的可可出口量和1951、1956两个年份的出口量相差很少，但是出口价值却少了至少十倍。这是因为二战期间世界市场对于可可这种奢侈品的需求减少，导致可可的价格大幅下降。因此，可可市场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加纳的外汇收入和国家财政，而且影响到以可可生产、运输和销售为生的加纳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可可种植的大面积推广给加纳的粮食作物生产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由于殖民政府的大力推广和可可种植本身较高的收益率，许多加纳农民放弃原先的粮食作物生产，转向可可种植。这使得黄金海岸成为了外国食品的进口国，尤其是大米、肉和鱼。W.E.F.Ward,AHistoryofGhana,p.397.加纳对于包括糖、大米、牛奶、面粉、木薯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有着严重的进口依赖。一旦可可价格下跌导致外汇收入下降，加纳很难再有足够的外汇购买这些必需品，进而导致国内必需品的短缺、价格飞涨和民怨沸腾。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种畸形的单一经济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刘金源：《单一经济及其依附性后果——以加纳为例》，《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笔者十分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殖民统治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是加纳独立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之一。

其次，英国在殖民统治期间实现了黄金海岸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大力推动包括铁路、公路、电话、电报和港口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启了加纳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也为独立后加纳的发展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例如，殖民政府修建了从塞康第（Sekondi）到库玛西、阿克拉到库玛西和中部省分别到阿克拉和库玛西的铁路线，使得加纳的农产品能够从内陆运输到沿海出口；加纳境内的铁路里程从1902的39英里增长到了1957年的750英里。又如，加纳本身没有天然良港，戈登•格吉斯伯格（GordonGuggisberg）爵士就任黄金海岸总督时期（1919—1927）力排众议，建设了塔科拉迪（Takoradi）深水港，成为对加纳经济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港口。加纳历史学家博阿亨评价道：“如果没有塔科拉迪港，加纳想进行贸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建设这个港口）是格吉斯伯格总督极富远见的决定，加纳应该感谢他。”AduBoahen,Ghana:EvolutionandChangeintheNineteenthandTwentiethCenturies，London:LongmanGroupLtd,1975,p.111.

再者，英国的殖民遗产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文教、行政、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在文化教育方面，英国在加纳建立了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一整套教育系统。加纳的小学入学人数1902年为1.5万，1924年增长到5万，1935年为6.3万，1945年30.1万，1957年独立时为45.6万W.E.F.Ward,AHistoryofGhana,p.409.；加纳的中学入学人数也从1902年的65人增长到1955年的7711人，并且拥有31所由殖民政府资助的中学Ibid.,p.410.；格吉斯伯格总督在任期间建立了著名的阿奇莫塔学院，此后黄金海岸大学学院在英国资金的支持下建立，成为西非地区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行政方面，英国逐渐推进殖民地政府机构文职官员的非洲化，培训非洲人在殖民政府的机构中担任先前只有欧洲人能够担任的高级职位。1909年，政府高级职务中只有3名非洲人，1927年有38名，1948年有98名AduBoahen,Ghana:EvolutionandChangeintheNineteenthandTwentiethCenturies,p.115.，1949年上升到171名，1954年为916名，1957年独立时为3000名。Ibid.,p.178.加纳还继承了英式的司法制度和多党民主体制。

总的来说，尽管单一依附经济不利于加纳的长远发展，英式司法体制和多党民主制度是否适合加纳也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英国殖民统治为加纳留下了一份相对不错的遗产。1957年独立时，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外汇储备高达2亿英镑，而外债只有2000万英镑④Ibid.,pp.191192.，而且教育系统良好，又继承了英国人留下的比较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一个已经拥有数年自治经验的政府。加纳人在独立时自信地向往着一个经济繁荣、就业率高、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崭新时代。④英国学者瓦德也对独立时的加纳充满了希望，认为“加纳有着巨大的优势……如果加纳能够继续把过去的传统和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它将向我们展示一种迄今世界上尚未见过的崭新文明。”W.E.F.Ward,AHistoryofGhana,p.413.


（三）论点：问题与解答

为什么加纳能够走出军事政变的循环进而在1983—1992年实现10年稳定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加纳能够在非洲大陆整体低迷的80年代一枝独秀？罗林斯军政权对于加纳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罗林斯军政权为什么能够在一片失败的土壤中取得一定的成功？加纳的成功又能给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

本章对罗林斯军政权统治下加纳的成功提出以下几个观点。首先，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爱国心的军人团体，罗林斯军政权以加纳的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怀有一个全面振兴国家的“加纳梦”——这个加纳梦包括了公平、民主、繁荣和稳定等基本要素，其中还不乏一些制度创新。因此，尽管军政权统治下的加纳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10年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是军政权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仅有经济一项，其他社会因素也会极大地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实现，我们在研究中也不应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第二，罗林斯军政权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其所怀有的“加纳梦”和相关的各项政策，很大程度上和加纳多数民众的要求相契合。这种契合是罗林斯军政权取得成功的关键，来源于罗林斯等人对于加纳社会各种问题的体验和认识。军政权的“加纳梦”体现在其政策上，包括建立公共法庭维护公平严惩腐败、推行草根式民主、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维护政局稳定。这些方面的举措满足了加纳大部分民众对公平、民主、稳定和经济的要求，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也解决了加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第三，罗林斯军政权的加纳梦拥有一个坚硬固定的内核，民族复兴是其终极目标，国家利益至上是其根本原则；同时，军政权在实现复兴的手段上又非常灵活，正如罗林斯自己所言，其“政治哲学没有一个明确的名称，不在任何一本意识形态教科书中”“Ghana:threeyearsofadjustment”,WestAfrica,December24/31,1984,p.2639.，这使其不受任何其他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学说的束缚。


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

今天我们发动了一场圣战（Todayweinitiatedaholywar）……在这个社会中，正义已经不复存在，而只要没有正义，也就不会有和平。"Notacoup...arevolution",WestAfrica,January11,1982,70。英文原文："Todayweinitiatedaholywar...Thereisnojusticeinthissocietyandsolongasthereisnojustice,Iwouldjustsaythereshallbenopeace."

——罗林斯1981年12月31日政变后的讲话罗林斯政变后表示要发动一场反对贪污腐败、重建公平正义的“圣战”。那么，为什么罗林斯要发动这样一场“圣战”？加纳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民众又是否需要一场“圣战”来重建公平正义呢？


（一）加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在独立后的20余年中，加纳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贪污腐败是其中破坏性最强、招致民怨最大的践踏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无论是恩克鲁玛、布西亚和利曼的三届共和国政府还是阿弗利法、阿昌庞和阿库福的三届军政权，都未能逃脱贪腐问题的困扰，更不用说解决这一问题。罗林斯第一次政变后的军政府通过惩罚贪腐的“打扫房间”运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赞誉，但是其只执政了短短三个月时间就还政于民选政府，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下文将对这段历史进行详细叙述。政府职员、国企高管、大小军官、警察、海关人员，几乎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军政人员都难逃腐败问题。因此，有学者把加纳称为“盗贼统治的国家”，即军政官员通过侵占公有财产或其他腐败行为来获得大量额外收入。DeborahPellowandNaomiChazan,Ghana:CopingwithUncertaint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6,p.164.比如，恩克鲁玛1966年被推翻时拥有230万英镑的资产，同时在埃及和摩洛哥各拥有一处房产；人民大会党的21名高级官员也都有着巨额的不法收入。陈仲丹：《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此后的几届政府也没能改善贪腐的状况。到了70年代阿昌庞军政权统治时期，随着加纳经济的瓦解，腐败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罗杰•戈京，《加纳史》（李晓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阿昌庞和阿库福等军政权高层军官通过出卖“进口许可证”给自己的情人、亲属或其他行贿人员获得大量金钱，使后者得以获得重要的稀缺物品DeborahPellowandNaomiChazan,Ghana:CopingwithUncertainty,p.165.，之后再到黑市上进行交易牟利。70年代末加纳报纸这样描述加纳的贪腐：总统府成了交易所，缅甸营（国防部所在地）是贸易公司，军队是商业部，警察是走私大队。陈仲丹：《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第222—223页。不夸张地说，贪腐已经侵入到了加纳社会的每一寸肌肤，并成为加纳20年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贪污腐败和其他各种经济犯罪是困扰公平正义的主要问题，而加纳英式司法系统的无力更是纵容并且助长了这些行径。作为贪污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主角，有权者和有钱人往往可以借助权力或财富，利用司法程序的拖沓和法律的技术原则逃脱法律的惩罚。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英式律师，1983年来加纳考察的英国女王法律顾问吉福德勋爵（LordGifford）说道：“加纳继承了英国的司法系统，英国司法系统中的许多缺点在加纳被放大。律师们倾向于帮富人打官司，这样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我认为，在达到公平正义方面，普通法庭没有获得人民的信任。他们被看作是有权有势者的工具。”“PublicTribunals—2”,WestAfrica,October10,1983,p.2341.吉福德勋爵这里所说的普通法庭就是加纳从英国继承的英式法庭。普通民众的行动也印证了这种不公正：罗林斯军政权新司法系统成立之前，人民自发成立的保卫委员会承担起了部分司法职能；他们独立于普通法庭之外，而且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和弱势群体一边，试图纠正普通法庭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被看作是唯富人和有影响者的马首是瞻。罗杰•戈京：《加纳史》，第207页。可以看出，民众对于贪污腐败的怒火没有可供发泄的合法渠道，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也没有可供实现的路径。这样，对公平正义的希望、失望和愤怒情绪交织在一起并且不断发酵，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和足以摧毁当权者的活火山。这种情绪的每一次大爆发都导致了加纳一届政府的垮台以及局势的剧烈动荡。因此，打击贪污腐败、维护公平正义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加纳最为迫切的社会需求之一。


（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和公共法庭系统

重建并维护公平正义是罗林斯军政权“加纳梦”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罗林斯等中下层军官和普通民众一样，都对政府高官和军队上层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对于重建加纳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完全能够体会加纳多数人的需求，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楚的认识。

罗林斯军政权在1979年第一次执政时就开始着手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主要措施是发动旨在惩处军队和政府内部腐败的“打扫房间”运动（housecleaning）。尽管这次尝试只持续了三个月就不得不中断，但却为此后的系统尝试奠定了基础。1979年6月4日，罗林斯第一次政变上台后建立“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ArmedForcesRevolutionaryCouncil,AFRC，以下简称“武革会”），开始反贪腐运动。“武革会”逮捕了大批贪污腐败的前政府官员，建立革命法庭进行审判。155名官员被判处6—95年监禁DonaldI.Ray,Ghana:Politics,EconomicsandSociety,p.102.，8名前军政高官被处决，其中包括3名前加纳国家元首阿弗利法（1969）、阿昌庞（1972—1978）和阿库福（1978—1979）以及时任边防军司令的乌图卡。处决是在人民群众热情的欢呼声中进行的，观看的群众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喊：“打，打，把他们统统干掉！”陈仲丹：《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第223页。由此可见民众对于官员贪腐的深恶痛绝和对于正义的迫切渴望。利曼政府上台后随即终止了“打扫房间”运动，释放大批前政府官员，导致腐败情况再度恶化，令渴望正义的民众怀念罗林斯的作为。罗林斯的“打扫房间”运动获得了空前的群众支持，树立了罗林斯公平正义守护者的形象，为此后罗林斯推行有关措施奠定了民意基础；而这一时期建立的革命法庭，也可以被看作是80年代公共法庭的前身。

第二次军事政变上台后，罗林斯军政权开始了更加系统的重建公平正义的尝试，主要是建立一套以公共法庭为核心的新的司法系统。需要说明的是，军政权建立公共法庭系统的同时并没有废除英式的普通法庭系统，而是两套体制并行。1982年1月5日，罗林斯在广播讲话中宣布将寻求建立一个“人民的法庭”，“法庭的审判程序将不受到技术原则的约束，这些技术原则在过去阻挠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使罪犯逃之夭夭”。“RawlingsannouncesPNDCmembers”,WestAfrica,January18,1982,p.197.军政权意识到过去的英式司法系统无法有效地保证公平正义，试图在普通法庭的系统之外建立一套可以快速实现公平正义并且保证多数普通民众从中受益的系统。1982年7月，军政权通过两项法律，建立公共法庭和特别军事法庭，详细规定了其人员组成、司法裁量权、行为准则，并专门强调确保技术因素不阻碍公平的实现。许多没有受到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人进入公共法庭，例如北部地区的一个法庭就是由消防员、木匠、教师、会计、工程师、银行职员和一个法律顾问共同组成审判庭。“PublicTribunals—2”,WestAfrica,October10,1983,p.2341.1982年9月，第一个公共法庭在首都阿克拉建立；随后，各个地方的公共法庭也纷纷成立，开始形成系统化的司法体系。1984年，公共法庭的等级系统和上诉系统进一步完善，由社区、地区、大区和国家四级组成，人们可以向大区和国家级公共法庭提起上诉。公共法庭所审理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第一大类是反对军政权的政变企图；第二大类是贪污腐败和相关的经济犯罪（如黑市买卖、银行欺诈、走私等）；第三大类则是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特别军事法庭则主要针对军队成员攻击、骚扰和非法拘禁平民的行为。公共法庭实际上承载了重建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两项重要使命，既是维稳的利器，又是正义的守护者。

除了公共法庭这一新的司法体系，罗林斯军政权还建立了多个调查委员会辅助公共法庭，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正义。国家调查委员会（NationalInvestigationsCommission,NIC）主要负责调查官员的贪腐情况，被授权调查一切个人银行账户存款超过5万塞地的加纳人，以发现可能存在的腐败。公民审查委员会（CitizensVettingCommittee,CVC），1984年被重新命名为“收入专员办公室”（OfficeoftheRevenueCommissioner），由11—15人组成，主要调查生活水平和花销与其应得收入不符的人员，实际上是针对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和有机会进行经济犯罪的官员和商人。此外，军政权还建立了特别检举人办公室（OfficeofSpecialProsecutor）。为了更好地协调并监督以上各个调查机构和公共法庭的工作，军政权还建立了专门的协调监督机构theCoordinatorofVetting,InvestigationsandTribunals（COVIT）。


（三）公共法庭系统的具体判例

加纳以公共法庭为核心的新的司法系统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中，更体现在一个个判例中。首先，对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行为，公共法庭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前人民国家党主要领导成员克罗波•艾杜塞（KroboEdusei），克瓦西•阿尔马（KwesiArmah）和纳纳•奥库特维•贝科（NanaOkutwerBekoe），通过给意大利商人基亚维利（Chiavelli）提供外交护照，为人民国家党非法获取了100万美元的贷款，并从其中分别收受了7万美元、3万美元和5万美元好处费；公共法庭对这三人分别判处了11年、9年和11年的监禁。“Chiavellicase:31yearssentence”,WestAfrica,November1,1982,p.2857.前人民国家党的主席纳纳•奥库特维•贝科三世，因为试图将4600美元和600英镑的赃款藏匿在袜子内化名穿越边界潜逃至邻国多哥，而被公共法庭判处7年监禁和50万塞地的罚款。“Bekoejailedforsevenyears”,WestAfrica,October18,1982,p.2742.菲利普•阿库瓦（PhilipAcquah）是加纳阿布瓦夸地区可可销售局（CocoaMarketingBoard）的采购官员，他利用自身职权策划盗取价值40.5万塞地的可可而被公共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协同作案的三名仓库管理员被判处终身监禁，涉嫌的警察被判处15年监禁，所有涉案人员的财产都被充公。“Verdictsoncocoadeal”,WestAfrica,September19,1983,p.2205.两名警察从一名商人处收取5万塞地的贿赂，把与该商人有关的案例撤销，公共法庭判处两名警察6年监禁。“Policemanjailed”,WestAfrica,December19/26,1983,p.2977.

其次，公共法庭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系统内成员的犯罪行为一视同仁，无论是核心领导者，中下级军官，乃至罗林斯的亲人和密友，都能做到以公平正义为准绳。1982年6月30日，三名法官和一名退伍军官在阿克拉被人从家中劫持后杀害，这一残忍行径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恐惧和不满。罗林斯强烈谴责了这一行径并责成内政部长成立特别调查组调查该案。阿马尔特•克韦（AmarteyKwei），时任罗林斯军政权的七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和涉嫌的两名士兵在1983年经过公共法庭审判后被枪决。军政府信息中心的指挥官邦尼上尉（CaptainBonney）和手下的两名士兵，因为抢劫商人130万塞地而被判处15年监禁。“Soldierssentencedto15years”,WestAfrica,November22,1982,p.3054;“Capt.Bonneyjailed15years”,WestAfrica,January3,1983,p.56.1983年10月28日，罗林斯的好友空军上尉罗伯特•科乔•李涉嫌谋杀，于1984年10月1日被公共法庭判处死刑；李曾经向国家公共法庭上诉并向罗林斯求情，但是遭到了拒绝。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41985.NewYork:AfricanaPublishingCompany,1986,B458.另外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就是士兵尼伊•阿莫爱迪（NiiAmooAddy）的谋杀案，被告人是罗林斯的近亲。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51986.NewYork:AfricanaPublishingCompany,1987,B39.这名士兵被指控杀害了一名电工学徒，该学徒当时以超出市价五倍的价格卖出一加仑汽油。或许是考虑到该士兵和罗林斯之间的亲属关系，地区公共法庭以该士兵不熟悉枪械原理而造成误伤为理由宣告被告无罪释放。然而，罗林斯不容许承载自身公平正义梦想的公共法庭受到影响，听到这个判决之后立刻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谴责这个判决，宣称其无比荒谬，是对群众智商的侮辱；他认为该决定代表着一些公共法庭正逐渐在某些方面蜕变成为那些传统法庭，威胁到了整个系统的声誉，摧毁民众对正义的信心。“Acquittedmanrearrested”,WestAfrica,August27,1984,p.1755.罗林斯命令立即重新逮捕该士兵，随后国家上诉法庭重审该案，判处其有罪并处决。“DeathsentenceforNiiAmoAddy”,WestAfrica,September24,1984,p.1769.

此外，公共法庭和其辅助委员会对于欺诈、偷窃、走私和偷漏税等经济犯罪也都严厉打击。比如，1983年11月，有两人因为从阿散蒂地区农场偷盗大米而被缺席判处死刑；加纳商业银行的雇员因为监守自盗而被判处死刑；1983年10月，有人因为走私而被判处死刑。DonaldI.Ray,Ghana:Politics,EconomicsandSociety,p.103.一名商人谢弗•汉克（ShepherdHeenke）被公共法庭判处60年监禁，罪名是伪造官方文件，在外汇交易中欺诈百万塞地。“60yearsforbusinessman”,WestAfrica,October25,1982,p.2808.国家调查委员会建立不到一年时间里，仅在阿克拉一地，就从其调查中追回了款项446.1万塞地。“NICcollectsC4,461,162”,WestAfrica,February7,1983,p.371.公民调查委员会对偷漏税行为的调查更是硕果累累，1982年追回偷逃税款4880万塞地，1983年追回2500万塞地。“Wideningthetaxnet”,WestAfrica,November18,1985,p.2414.例如，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阿散蒂地区一个56岁的仓库保管员奥乌苏•安萨（OwusuAnsah），月收入不超过450塞地，但是却拥有六处房产，其中一处价值180万塞地；五辆轿车，总共价值47.2万塞地。但是安萨每年仅仅纳税420塞地。因此，委员会对其处以650万塞地罚款，并将其财产充公。“LessonsfromtheCVC”,WestAfrica,March28,1983,p.774.


（四）公共法庭与民众需求的契合

公共法庭系统以其高效率、低成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公平精神赢得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支持，也使得拖沓低效、费用高昂又对人民怀有偏见的普通英式法庭相形见绌。例如，1984年英式巡回法庭总共接受了8548起诉讼，结果最终只处理了其中的463起，只有5%的案件得到了处理；1985年，11468起案件中有10365起没有结果④“ChiefJusticedeploresadjournmentofcases”,GhanaianTimes,October1988.citedfromRogerGocking,“GhanasPublicTribunals:AnExperimentinRevolutionaryJustice”,AfricanAffairs,Vol.95,No.379(Apr.,1996),p.212.，1103起得到处理，也只占到了总数的9.6%。而公共法庭处理案件的效率非常高。例如，1987年，公共法庭处理了1374起案件中的1270起，判决率高达92%；1988年，公共法庭处理了1563起中的1390起，判决率也有89%；之前几年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罗杰尔•考金（RogerGocking）认为，之前几年公共法庭系统中的上诉制度还不完善，因而判决比例可能要比这两年更高。

民众对于公共法庭的信任和支持体现在各方的观察报道中。例如，许多民众请求自己的案例在公共法庭处理，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公共法庭管辖范围之外的民事案例——如土地纠纷；那些已经在普通高等法庭上受审的人员希望能够转到公共法庭。“Administrationofjustice”,WestAfrica,February27,1984,p.433.英式法庭系统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之前对公共法庭有所抱怨，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公共法庭在实现更快捷的公平正义上的重要作用。“Administrationofjustice”,WestAfrica,February27,1984,p.433.对于律师协会的抵制，许多观察者认为，律师们生活在象牙塔之中，完全不了解外界的情况，因为公共法庭所处理的大量案件已经表明绝大多数加纳人对这一机构的接受。“Barkeepstheboycott”,WestAfrica,November11,1985,p.2362.1988年《西非》（WestAfrica）周刊的一篇文章指责公共法庭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但是该文作者也承认此时的公共法庭受到了更多民众的信任。“Tribunals‘confessions’”,WestAfrica,February8,1988,p.210.来加纳考察的英国律师、女王法律顾问吉福德勋爵评价道：“公共法庭有了很好的开始，在违法乱纪和腐败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PublicTribunals—2”,WestAfrica,October10,1983,p.2341.对于辅助的调查委员会，有学者认为国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行动总体上被加纳人所接受，民众认定其极为细致、准确和公平。RichardJeffries,“GhanasPNDCRegime:AProvisionalAssessment”,Africa:JournaloftheInternationalAfricanInstitute,Vol.66,No.2(1996),p.293.而一个严厉批评公共法庭的作者本•艾弗森（BenEphson）对公民调查委员会却颇有好感，认为它使得加纳社会更加健全，更加具有责任，是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机构，可以一直延续到民选政府期间。“LessonsfromtheCVC”,WestAfrica,March28,1983,p.777.

除了与民众的需求相契合，罗林斯军政权的强权色彩也使其能够在推行公平正义措施时抵挡住内部外部或左或右的压力。一方面，罗林斯军政权的公共法庭系统契合了多数普通民众的要求，但是仍有少数人站在反对一方，其中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加纳律师协会。1982年初，罗林斯刚刚宣布要建立公共法庭，加纳律师协会就发表声明反对，认为现行的法律系统完全能够处理加纳的犯罪活动。“BarAssociationopposestribunals”,WestAfrica,January25,1982,p.274.外部的反对力量包括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TheInternationalCommissionofJurists,ICJ），大赦国际和其他一些人权组织。比如，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对公共法庭的建立进行了谴责，认为这是对人民的罪行。“ICJcondemnstribunals”,WestAfrica,January18,1982,p.197.大赦国际对于公共法庭判罚的严厉程度尤其是其中大量的死刑判决表示不满。另一方面，罗林斯军政权顶住了来自下层人民的过激要求，并没有废除英式的传统法庭，而是实行了一套双轨司法制度。这个举动既避免了因为过分伤害律师集团的利益而招致激烈反扑，又为公共法庭提供了比较的对象，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定。1982年曾有超过1000名工人保卫委员会的成员包围一家地方法庭，认为该法庭的法官没有能够公平地对待他们提交的案例，后来法官在警察的保护下和群众的嘘声中离开了法庭。“Workersbesiegecourt”,WestAfrica,October4,1982,p.2605.而当工人委员会成员试图关闭阿克拉的最高法庭，让公共法庭完全接管司法系统时，军政权没有支持这一过激行动。罗林斯在一个庆典上发表讲话，请加纳人仔细观察公共法庭和普通法庭，并决定哪一个机构最符合他们的利益。“Tribunalsorcourts?”,WestAfrica,October25,1982,p.2808.

学者们对于公共法庭的看法各不相同。麦克•奥夸耶（MikeOquaye）认为公共法庭和国家调查委员会是罗林斯军政权推行革命恐怖的工具，用来清除和压制政治反对派RichardJeffries,“GhanasPNDCRegime:AProvisionalAssessment”,p.293.；类似的观点认为公共法庭是为了军政权的政治目的而服务，其合法性受到了损害。BaffourAgyemanDuah,“Ghana,19821986:ThePoliticsofthePNDC”,The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Vol.25,No.4(Dec.1987),p.629.理查德•杰弗里斯则认为麦克•奥夸耶的观点严重偏颇，强调公共法庭即使在建立初期也很少被用来推行恐怖，公共法庭所作出的大量判决的公正性很少受到质疑，公共法庭在迅速、廉价而公平地提供正义方面交出了一份相对不错的答卷。RichardJeffries,“GhanasPNDCRegime:AProvisionalAssessment”,p.293.罗杰尔•考金强调公共法庭在防止加纳陷入暴力和无政府状态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ogerGocking,“GhanasPublicTribunals:AnExperimentinRevolutionaryJustice”,p.222.

公共法庭的建立直接契合了加纳多数普通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需求，从民众的反应和法庭的判例上看，公共法庭很好地满足了民众的这种需求。由于人员经费和其他客观因素的限制，公共法庭所处理的案件只是加纳全国案件的一部分，不能满足所有人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也不可能将这一问题全部解决。但是，它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司法机构，使民众对于加纳的社会正义恢复了信心。因此，除了通过惩处政变分子和刑事罪犯来维护稳定之外，公共法庭还通过维护社会正义的方式间接地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加纳梦”中的公平正义和稳定两个方面的追求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其次，公共法庭不是简单地为了特定审判或者政治目的建立起来的，而是一整套新的调查和司法体系，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制度创新。尽管公共法庭是否是“非洲大陆最重要和最具创新性的法律创制”KennethA.Attafuah,“Criminaljusticepolicy,publictribunalsandtheadministrationofjusticeinRawlingsGhana(19821992):Astudyinthepoliticaleconomy”,unpub.PhDthesis,SimonFraserUniversity,1993,17。转引自RogerGocking,“GhanasPublicTribunals:AnExperimentinRevolutionaryJustice”,p.199。还值得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公共法庭系统包含了制度创新的因素。恩克鲁玛在1959年就曾说：“目前加纳的司法系统是适应帝国主义者和殖民者的要求而建立的，完全不适合（加纳）这个自由的民族。”恩克鲁玛1959年的演讲，转引自RogerGocking,“GhanasPublicTribunals:AnExperimentinRevolutionaryJustice”,p.201。但是包括恩克鲁玛在内的历届政权都没有对其进行改革，罗林斯军政权则作出了可贵的尝试，通过公共法庭来解决殖民遗留下的司法制度的弊端。

第三，公共法庭系统前后持续了11年，尽管其在1993年第四共和国成立后被并入由最高法院控制的传统英式司法系统之中，没能在制度探索上更进一步，但是它在特定时期契合了加纳多数民众的需求，相对较好地完成了自己被赋予的主要使命——重建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公共法庭诞生于加纳社会正义崩溃的年代，因而“乱世用重典”，刑罚程度比较严厉，死刑判决也较多。公共法庭在这点上饱受国内律师协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指责，但是军政权以其一贯的强权作风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坚持“选择加纳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罪犯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理会其他国家给公共法庭系统贴上的一切负面标签”“Tribunalsystemdefended”,WestAfrica,June1925,1989,p.1029.。


三、艰难的经济复兴

实现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是罗林斯军政权加纳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纳民众在经济方面的要求简单明了，无非是满足人民对于经济增长的渴望和对于生活改善的要求。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加纳政府却寥寥无几，相反地，由于没能解决好经济问题而下台的政府比比皆是。

契合人民的需求在于解决加纳经济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认清加纳经济的现实——严重缺乏外汇收入、出口依赖和进口依赖。从殖民时期开始，加纳就是一个农业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可可出口占到其外汇出口收入的60%—70%。KwasiAnyemedu,“ExportDiversificationUnderEconomicRecoveryProgram”,DonaldRothchild,ed.,Ghana:ThePoliticalEconomyofRecovery,p.210.它一方面依赖可可的出口为国家提供外汇收入，用于进口基本商品，并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但是可可却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不得不依赖进口的各种商品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而能否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彼此相联系的出口依赖和进口依赖是加纳经济的最大现实，联系两种依赖的外汇收入是关系到加纳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


（一）加纳经济存在的问题

加纳历届政府无视经济现实或者试图改变经济现实的努力给加纳带来了两大严重的经济问题——农业衰落和汇率扭曲。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政府为了改变自身以可可出口为支柱的单一依附经济并摆脱出口依赖和进口依赖，全力推进工业化，使得加纳可以通过工业产品出口获得外汇收入，同时通过工业产品的自我生产来满足国内需求。但是，资金的短缺成为了加纳工业化的命门。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约2亿英镑外汇储备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管理不善或者周期较长而没有能够带来收入或者生产出商品，反而要求更多的资金投入。这样，加纳政府就把目光投向了农业，通过对农民的剥削来获得工业化的巨额资金。政府一方面压低可可的收购价格，减少农民的收益，使得国家获得可可出口利润中的大部分用于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原本应该帮助可可农应对世界市场可可价格波动的可可销售局（CocoaMarketingBoard）几乎不作为，很少把资金重新投入到可可产业之中。重工轻农的政策导致了加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可可产量逐渐回落；同时可可走私活动大量增加，农民更愿意把可可走私到科特迪瓦等邻国进行销售，因为那里的收购价格比较高。加纳的可可产量在1964年达到创纪录的55万吨之后就开始不断下滑，起初还能保持在40万吨左右，但是到了1973—1982年间，可可产量几乎呈直线下降趋势，1982年和1983年分别只有17.9万吨和15.8万吨，创下了加纳历史上的新低。

同时，加纳政府由于可可产业的衰退和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导致财政赤字超出预算规模，被迫额外发行货币弥补亏空，导致了塞地的实际贬值；按照常理，政府应该通过正式的贬值使货币的纸面价值符合流通中的实际价值，也可以刺激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但是，除了布西亚政府之外，其余各届政府都固执地拒绝进行货币贬值，使得塞地的价值被严重高估。1973年阿昌庞政府执政后，汇率从1973—1977年都保持在1.149塞地兑换1美元不变，但是通货膨胀率在1977年就高达121.2%；阿库福政府和利曼政府执政的1978—1981年，塞地汇率一直保持在2.75塞地兑换1美元的水平不变，但是通货膨胀率在1981年达到了116.5%。ErnestAryeeteyandAugustinKwasiFosu,“EconomicGrowthinGhana,19602000”inBennoJ.Nduluetal,eds.,ThePoliticalEconomyofEconomicGrowthinAfrica,19602000,Vol.2,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300.官方汇率与货币实际价值的严重脱钩首先导致了黑市的猖獗，商店仅仅把一小部分商品以官方汇率标价出手，剩余的商品通通运往黑市，黑市的价格大约是官方价格的25—30倍。其次，政府付给可可农的收购价格仍然按照官方汇率计算，这使得农民蒙受了巨额损失，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的萎缩。

加纳经济的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恶果集中体现在宏观的经济数据上，1957年独立时加纳人均收入约170美元，外汇储备约4.7亿美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到了1982年，加纳已经滑落到整个非洲的第24位JeffreyHerbst,ThePoliticsofReforminGhana1982—1991,p.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1982年年均下降1.3%。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1984,p.218.1970—1982年加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5%，农业年均下降0.2%，工业年均下降2.4%，服务业年均下降7.4%。Ibid.,p.220.在具体的产品数据上，除了上文提到的可可产量的下滑，黄金生产从1962年的90万盎司下降到1982年的33.31万盎司；钻石产量从60年代的每年300万克拉下降到1982年的不足100万；铝土产量从60年代的30余万吨下降到1982年的17.3万吨；木材出口从1973年的1.3亿美元下降到1981年的2160万美元。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1—1982.NewYork:AfricanaPublishingCompany,1981,B425.

除了经济数据的糟糕表现，普通民众也直接感受到了经济的严重衰退。食品药物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商店中几乎买不到这些必要的必需品；道路年久失修，交通状况糟糕；农业尤其是可可产业凋零，大量加纳人背井离乡到邻国科特迪瓦或者尼日利亚去谋生，使得加纳农村缺乏劳动力，呈现一片衰落景象。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大量民众失业，持续的衰退也使工资得不到增长，或者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

那么，面对加纳宏观经济的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罗林斯军政权是怎样扭转颓势实现经济增长的？又是如何解决加纳经济存在的两大问题的？它是否使加纳摆脱了进口依赖和出口依赖的现实？何种程度上契合了民众的需求？


（二）农业的复兴

回顾历史，我们必须承认，整个国家亏欠农民太多……是农民们疲惫的肩膀支撑起了整个民族……然而国家却为农民的基本需求提供了很少，因此，我们必须消除过去的（对农民的）不公。“FiveyearsofRawlings”,WestAfrica,January12,1987,p.61.

——罗林斯从殖民时期一直到罗林斯军政权执政的80年代初，农业一直都是加纳经济的支柱。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农业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劳动力、资本、市场和外汇这几个方面。张培刚、张建华主编：《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8—361页。在加纳，农业为全国人口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产品；雇用了加纳约70%的劳动力，并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加纳2／3以上的外汇收入来自于农产品的出口；因此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加纳经济的稳定。农业的衰落给加纳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有学者认为加纳1960—1983年的经济衰退是因为政府未能制定合适的政策刺激农业发展尤其是可可部门的发展。JonathanH.FrimpongAnsah,TheVampireStateinAfrica:ThePoliticalEconomyofDeclineinGhana，London:JamesCurrey,1991.因此，解决农业问题是罗林斯军政权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

正视加纳经济的现实、改变重工轻农的政策是解决农业衰落问题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最高领导人的认识层面，正如上面引用的罗林斯的一段话所反映的，罗林斯军政权一改以往政权重工轻农的态度，清楚地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国家生存的大部分根本解决方案都在农村地区”“Rawlingsspeechonsecondanniversary”,WestAfrica,January9,1984,p.91.。

政府对于农业问题的正确认识只是解决农业衰落问题的一个前提，真正实现农业复兴还需要军政权真正把重振农业的豪言壮语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中去，同时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的一系列问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低落、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农村银行系统的崩溃、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扭曲的汇率等都是困扰加纳农业的主要问题。本部分将重点探讨罗林斯军政权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动员农村劳动力、重建农村金融系统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举措，以及罗林斯政府农业复兴所取得的成就。汇率问题将在下面的部分进行详述。

1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和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十分低下，无论是可可产业还是粮食作物都呈现出低迷的生产情况。面对这种情况，罗林斯军政权加大了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实施了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惠农措施。首先，政府在1982—1991年期间不断提高可可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从可可出口中的受益比例，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同时可以避免农民将可可走私到国外出售。可可收购价格十年间提高了约20倍，具体数据和变化趋势可以从下面的表格中直观地看出。必须要指出的是，加纳可可收购价格是在同期国际市场可可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逆势上扬的：1983—1985年期间世界可可价格在1500—2000英镑之间，而到1988年10月则下跌到了800英镑每吨“Battleofthebean”,WestAfrica,January29February4,1990,p.128.，下跌了近一倍。政府提高可可价格的同时还考虑到了通货膨胀的因素；比如，一位官员在解释1990年收购价比上年增长了约28%的原因时表示，这其中考虑到了每年约20%左右的通胀率对农民收入的侵蚀。表1231982—1991年加纳可可收购价格数据.

年份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价格1.22.03.05.68.514.016.517.422.425.12数据来源：WestAfrica,1986,1991,1992;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61990.图1211982—1991年加纳可可收购价格变化图.

其次，可可管委会（CocoaBoard）通过向农民发放各种农业和生活物资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比如，1984年3月，可可管委会向布朗阿哈弗大区的11个边界城镇的农民发放了28558匹印花布，20万个灯罩，18万盏照明灯，6万把短刀和1万箱肥皂。“Buildingasolidfoundation”,WestAfrica,September3,1984,p.1773.可可管委会还向西部省19个地区的5.2万名农民每人发放特别补助，包括一匹布、五块肥皂、食用油、一把短刀、两公升杀虫剂，总共价值2316塞地，并且每个社区发放五台喷雾器。“Specialpackagedealforfarmers”,WestAfrica,September17,1984,p.1915.这种包括农业和生活物资在内的农业特别礼包是政府帮助农民的一种方式。再者，鉴于可可树的疾病和虫害是造成农业损失的一个重大原因（加纳70年代因为可可疾病虫害每年损失13万吨的产量），除了在特别惠农礼包中发给农民的杀虫剂之外，政府还大力补贴农用化肥和杀虫剂，使农民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得，补贴比率高达90%。CordJacobeit,“RevivingCocoa:PoliciesandPerspectivesonStructuralAdjustmentinGhanasKeyAgriculturalSector”,DonaldRothchild,ed.,Ghana:ThePoliticalEconomyofRecovery,p.225.

2动员农村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短缺是加纳农业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农业的长期衰落、农村土地大量荒芜和重工轻农的政策，难以生存的加纳农民纷纷涌向城市或者出逃到邻国尼日利亚、多哥和科特迪瓦，导致了加纳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不足。面对这一难题，罗林斯军政权除了通过上面提到的惠农措施刺激农民回归土地恢复生产外，还鼓励农民通过参与当地的合作组织（Nhoboa）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进行互帮互助。实际上，以前几届政府都企图通过农村互助组织来减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罗林斯军政权是第一个给予这些互助组织以实际具体帮助的政府，比如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农用工具。GwendolynMikell,CocoaandChaosinGhana，WashingtonD.C.:HowardUniversityPress,1992,p.217.

此外，罗林斯军政权还成立国家动员委员会（NationalMobilizationCommittee），推行国家动员计划（NationalMobilizationProgram），为农业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事实上，国家动员计划的实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83年，尼日利亚政府宣布驱逐100万在尼日利亚打工的加纳人，大批返乡的难民给加纳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罗林斯军政权成立特遣队（taskforce）为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和交通工具，所有政府公车都被用来运输难民。政府的这一行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效率和人道主义关怀不仅获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好评，还激发了加纳人的爱国热情。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21983.NewYork:AfricanaPublishingCompany,1984,B453.更重要的是，军政权还化挑战为机遇，让回国的100万难民返回自己的村庄和农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许多村庄的人口一夜之间就翻了一倍。GwendolynMikell,CocoaandChaosinGhana,p.218.除了安置归乡的难民之外，国家动员计划还在可可的生产、运输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上动员志愿人员为农民提供人力支持，志愿人员可以得到大米和衣物作为酬劳。一位国家动员委员会的官员说，“罗林斯主席要求我们动员4万人帮助可可服务局和农民重建农场，我们动员了12万人”“Mobilizationforfarmers”,WestAfrica,February23,1987,p.364.。

3.重建农村金融系统

罗林斯军政权还重建了农村的银行系统，使农民更加放心地向政府出售农产品，并向农民提供小额的信贷资金。1982—1983年，政府在农村推行阿夸福支票系统，取代以前弊端从生的现金交易系统。原先的现金支付系统充斥着欺诈、资金滥用、赖账和假欠条等行为，信用已经破产。CordJacobeit,“RevivingCocoa:PoliciesandPerspectivesonStructuralAdjustmentinGhanasKeyAgriculturalSector”,DonaldRothchild,ed.,Ghana:ThePoliticalEconomyofRecovery,p.225.新的系统减少了原先农民在接受现金或者欠条时可能受到的欺骗。为解决银行和可可种植地区的交通问题，150辆尼桑货车被分配给商业银行，作为移动银行来方便支付阿夸福支票。“Buildingasolidfoundation”,WestAfrica,September3,1984,p.1773.这表明了政府改善农村银行系统的决心，因为在1983年前后，加纳两大国有运输公司总共只有152辆汽车可供使用，因此150辆货车无疑是政府对农村银行系统的一笔很大的投入。农村银行系统被证明对农民有着很大的帮助：在那些银行运作的地区，家庭手工业兴起和发展，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减小，农业活动增强；农村银行系统同时鼓励农民养成储蓄的习惯。Ibid.,p.1772.

4.改善交通运输设施

交通运输是困扰农业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大多数道路年久失修无法通行，汽车等交通工具也由于轮胎和零配件的进口量不足无法上路，加纳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产品无法从产区运出。针对这一情况，政府积极利用外国援助和投资改善交通运输。1985年，非洲发展银行同意资助邦萨（Bonsa）轮胎公司，使其轮胎产量达到每年42万个，以满足加纳交通运输业的需要。“Roadtransportcrisis”,WestAfrica,October17,1983,p.2404.加纳政府还与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第四公路工程”（thefourthHighwayProject）。该项目总共要修复11座桥梁，新建3座桥梁，兴建新的支线公路，修复库马西—阿克拉公路，并提供技术援助。项目总投资1.272亿美元，世行提供5000万美元，非洲发展银行提供300万美元，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810万美元，政府支付4200万美元，并设立“道路基金”“Roadworksahead”,WestAfrica,October28,1985,pp.22642265.。西德政府1986年在加纳的可可和木材产区修建完成了六座钢架桥，帮助农产品的运输。“Roaddevelopmentmakesprogress”,WestAfrica,September15,1986,p.1949.政府在第二期经济恢复计划中投资511.31亿塞地（按照1989年汇率折算约合1.9亿美元）修建15条新的干道公路和桥梁，使加纳30%的干道交通网恢复到可供使用的标准水平。除了公路交通，军政权还大力修建铁路和港口设施以方便各种出口产品的外运。加纳铁路公司花费4200万美元修复连接阿散蒂省首府库马西到西部港口塔库拉迪的西线铁路，项目十分成功；此后又投资4600万美元修复连接阿散蒂和首都阿克拉并延伸到港口特马的东线铁路，以及连接阿克拉和西部省的中线铁路。这样，随着这些铁路的修复，加纳境内的1200多公里就能够全部投入运营。陈才林：《加纳经济调整和改革初见成效》，《西亚非洲》，1991年第5期。同时，政府还投资6000万美元修复特马和塔库拉迪这两个重要的用于出口的深水港。陈宗德：《加纳实施经济复兴计划以来的变化和经验》，《西亚非洲》，1989年第1期。公路、铁路和港口设施的修复修建和汽车的逐渐增多，极大地方便了农产品的出口，同时也使黄金、木材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大为便利，此外老百姓的生活也因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受益。

5.农业复兴的成就

伴随着罗林斯军政权复兴农业的各项措施，加纳农业逐渐走出谷底，从1983年起到90年代初连续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Ghanaagriculturalearningsincrease”,WestAfrica,January1319,1992,p.74.在具体的农业数据上，主要经济作物可可的产量逐年稳步回升，主要粮食作物玉米的产量1991年比1983年增长了近6倍，其他包括大米、棕榈油和家畜饲养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详见下表。表124加纳农业复兴一览表（部分农牧产品）.

年份.

种类1981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1可可15.817.5202123.363030玉米1254.86070大米3.68.1棕榈油2.35.1牛90.3724113山羊118169绵羊143270猪26.842.3注：可可、玉米、大米和棕榈油的单位为万吨，牛、羊、猪的单位为万头。

资料来源：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51986,B43;MarionE.Doro,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81989.NewYork:AfricanaPublishingCompany,1992,B5;“WithJerrytoJuapong”,WestAfrica,December23(1991)January5(1992),1992,2141;“Ourvisionmustfashionthetoolstobreak”,WestAfrica,January1986,127;“Thefoodhorizon”,WestAfrica,January915,1989,2021;“Morepotentialyet”,WestAfrica,September28,1987,1892.加纳通过十年的农业发展实现了食品的基本自给，“从一个依靠食品援助的饥饿的国家，变成了空前的高达77%的食品自给的国家”“WithJerrytoJuapong”,WestAfrica,December23(1991)January5(1992),1992,p.2141.，包括玉米、大米、木薯、洋芋、小米和高粱在内的多种粮食作物都出现了剩余。更为可喜的是，加纳在粮食自给的基础上，开始向邻国进行援助或者出口创汇。1989年，加纳向安哥拉起运1.71万吨的玉米援助，同时向几内亚出口1000吨，计划向尼日尔出口5000吨。“MaizeforAngola”,WestAfrica,March1218,1990,p.428.可以说，罗林斯军政权基本解决了加纳农业衰落的问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农业复兴，为今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纳农业的发展不仅仅通过出口为国家提供了可贵的外汇收入，粮食自给的基本实现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进口粮食的外汇，还降低了加纳的物价，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加充盈。


（三）多样化的努力

我们计划完成两件事情：首先，把主要资源分配给出口部门，停止出口部门的衰退；同时，为调整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性质的经济准备基础。最终由出口依赖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变成更加独立自主的经济。“NoservilitytotheIMF”,WestAfrica,January13,1986,p.69.

——鲍奇韦博士鲍奇韦博士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罗林斯军政权解决加纳出口依赖的路线图：首先是承认出口依赖的现实，通过投资出口部门增加外汇收入，改善宏观经济；然后在外汇充足的基础之上，逐渐改变出口依赖的情况和殖民时期就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

在经济结构单一的现实下，出口结构单一是更加直接和严峻的问题。加纳过于依赖可可提供外汇收入，可可出口占到加纳外汇收入的60%—70%。例如，1983年加纳出口商品总值为4.391亿美元，其中可可出口为2.686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61.1%。IMF,Ghana:AdjustmentandGrowth,198391,p.8.一旦国际市场的可可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加纳的外汇收入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在短短的10年中，军政权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出口结构单一的问题上，通过增加其他产品的出口来降低可可出口在出口总收入中的比例，实现出口的多样化。需要指明的是，军政权出口多样化的各项举措是在可可产量增加农业整体复兴的背景下展开的，并不是通过打压可可出口来实现的。

首先，加纳政府通过立法措施、政策优惠和吸引外资等手段鼓励采矿业的发展。一位军政权高官表示，“采矿业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不仅能减少我们对可可的依赖，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③“Mineralsofhope”,WestAfrica,June25July1,1990,p.1071.。1986年，军政权推出矿产资源法，把采矿业者的税率从55%降低到45%；1989年又允许加纳公民对矿产资源进行小规模的开采，从事相关买卖活动，而且开矿人还可以享受免除所得税的待遇，并在三年内免收资源使用费。KwasiAnyemedu,“ExportDiversificationUnderEconomicRecoveryProgram”,DonaldRothchild,ed.,Ghana:ThePoliticalEconomyofRecovery,p.212,p.214.采矿业在经济恢复计划中得到了大量的外部资金注入。比如，国家金矿公司和加纳—加拿大矿业集团签署了3000万美元的投资协议，恢复塔库瓦（Tarkwa）和普雷斯特阿（Prestea）的金矿；阿散蒂金矿公司（AshantiGoldfieldsCorporation）从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得到了4500万美元的贷款。③加纳的采矿业在1982—1991年间全面复苏，黄金产量从1984年的28.23万盎司增长到1990年的54.29万盎司“Ghanaeconomyappraisal”,WestAfrica,January52026,1992,p.112.，到1992年更是突破百万盎司大关，达到了100.4万盎司任泉、顾章义编著：《加纳》，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1页。；锰矿石的产量从1983年的172641吨增长到1989年的364864吨；铝土产量从1983年的70235吨增长到1989年的371576吨“Mineralsofhope”,WestAfrica,June25July1,1990,p.1071.；钻石产量从1983年的约27.9万克拉增长到1990年的约48.5万克拉。“Ghanaeconomyappraisal”,WestAfrica,January52026,1992,112;“Mineralsofhope”,WestAfrica,June25July1,1990,p.1071.

其次，加纳的木材产业也从低谷中走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塞地汇率的扭曲，木材生产者入不敷出，出口价格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30%，大大遏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恢复计划实施后，伴随着塞地的贬值和价格调整，出口价格达到了成本的200%“Outofthewoods”,WestAfrica,January13,1986,p.80.，木材产业又一次变得有利可图。在1984—1986年的三年经济恢复计划中，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发展协会为加纳木材产业提供了1.57亿美元的资金，其中2500万美元在1984年快速拨付到位。“Outofthewoods”,WestAfrica,January13,1986,p.80.加纳木材出口快速复兴，出口收入从1982年的1200万美元逐渐攀升，1983年为1400万美元，1984年为2080万美元，1985年为3000万美元，1987年为8276万美元，1990年达到创纪录的1.246亿美元“Gifex–export1991”,WestAfrica,September2329,1991,1606;“Outofthewoods”,WestAfrica,January13,1986,p.80.，世界银行评价为“生动而戏剧性的恢复”“ChoppingtheWood”,WestAfrica,January11,1988,p.33.。

第三，加纳的非传统产品（指可可、木材和矿产品之外的其他工农业产品）出口也在经济恢复计划之下开始增长。政府振兴非传统出口的措施之一是重组加纳出口促进委员会（GhanaExportPromotionCouncil），使其在新的领导之下充满活力；该委员会积极让加纳商业界和公众增加对非传统产品出口重要性的认识，组织研修班和贸易博览会，并作为中介引进国际技术援助。KwasiAnyemedu,“ExportDiversificationUnderEconomicRecoveryProgram”,DonaldRothchild,ed.,Ghana:ThePoliticalEconomyofRecovery,p.212.虽然在总出口的比例中所占份额仍然不大，但是非传统产品出口仍然有巨大的飞跃：1984年出口额仅为200万美元“RiseinGhanaexportearnings”,WestAfrica,September2329,1991,p.1601.，1986年增长到2400万美元，1988年进一步增长到4200万美元“Diversificationbenefits”,WestAfrica,April1521,1991,p.564.，到1991年提高到了6390万美元。⑧ErnestAryeeteyandAugustinKwasiFosu,“EconomicGrowthinGhana,19602000”,p.302.军政权统治时期非传统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约31倍。

在加纳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出口结构多样化的努力收到了很好的回报，单一依靠可可的出口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86年，可可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7%，矿石出口占16.6%，木材出口占5.9%，非传统产品仅为3.2%；到了1991年，采矿业的出口收入占出口总收入的35.3%，可可出口约占34.7%，木材出口约占12.4%，非传统产品出口约占5.8%。⑧10年来矿石出口第一次超过可可成为第一大出口部门。整个出口结构从原先可可的一枝独秀变成了采矿、可可和木材三驾马车共同驱动，而非传统产品的出口比例也逐渐上升，为今后出口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加纳出口部门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大大加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统计，加纳的“基尼赫希曼出口集中度系数”从1983年的67下降到了1990年的55。IMF,Ghana:AdjustmentandGrowth,198391,WashingtonDC,September1991,p.27.“基尼赫希曼出口集中度系数”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出口的多样化程度，系数越高，出口结构越单一。

值得一提的是，加纳的旅游业在军政权统治时期蓬勃发展，成为新的创汇产业。1981年加纳接待游客数量仅3.96万人次，旅游收入700万美元“Ghanaeconomyappraisal”,WestAfrica,January52026,1992,p.112.；而到了1992年，加纳接待游客高达20万人次，旅游收入1.69亿美元“Ghanatourismfetches$169”,WestAfrica,March17,1993,p.337.，旅游业成为加纳除了三大出口产品之外的第四大外汇收入来源。罗林斯军政权奠定了今后加纳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到1997年，加纳接待游客总计32.6万人才，旅游业收入2.97亿美元。丁丽莉：《加纳深化经济改革成效显著》，《亚非纵横》，1999年第2期。

总的来说，罗林斯军政权经济多样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加纳的出口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趋势。农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3年的53.4%下降到1990年的44.7%；工业生产所占比例从1983年的11.6%增长到1990年的14.3%；服务业比例从37.9%增加到43.5%。IMF,Ghana:AdjustmentandGrowth,198391,p.12.1992年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达到了18.3%任泉、顾章义编著：《加纳》，第101页。，这种势头在罗林斯军政权之后得到了延续，1994年工业所占比例达到21.1%；2011年，农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下降到25.6%，工业超过农业达到25.9%，服务业占到48.5%。GhanaStatisticalService,revisedGrossDomesticProduct2011,April2012,5.http://www.statsghana.gov.gh/docfiles/GDP/revised_gdp_2011_april2012.pdf有的学者在评价罗林斯军政权10年经济成就时认为其“经济结构不合理，未能彻底改变经济结构”钟伟云：《加纳经济调整与政治改革浅析》，《西亚非洲》，1992年第5期。。笔者认为，这一评价符合20世纪90年代初加纳的经济境况，指明了加纳经济仍然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政权在10年之内就彻底改变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经济结构，罗林斯能够在改善出口结构上有所作为，并为将来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打下了基础，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四）汇率改革

贬值就像一场战争。对加纳银行官员的采访，引自JeffreyHerbst,ThePoliticsofReforminGhana19821991,p.38。

——加纳银行官员在加纳，汇率改革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汇率改革和军事政变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进行汇率贬值基本等同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1971年底，布西亚政府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进行汇率改革，将塞地大规模贬值。贬值引发了广泛的不满，随后1972年初阿昌庞等人就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布西亚政府。阿昌庞军政府上台立刻把汇率恢复到贬值以前的水平，并在1973—1977年执政期间保持了1.149塞地兑换1美元的汇率没有贬值，1978—1981年相继执政的阿库福政府和利曼政府也都没有变更汇率。尽管民选的利曼政府曾试图通过贬值来解决塞地高估和政府赤字的问题，但考虑到政治影响而作罢。在经济方面，长期被高估的塞地币值严重影响了包括可可、矿石和木材在内的加纳出口产业，使得加纳的外汇收入得不到提高，成为套在出口部门脖子上的枷锁；而且，出口疲软加剧了财政赤字，赤字反过来又导致纸币的过量发行、塞地实际价值的贬值和更加扭曲的汇率。可以说，要想实现加纳经济的健康发展，汇率问题是罗林斯军政权绕不过去的一个难题。

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罗林斯军政权表现出了面对经济变革的政治勇气和魄力，表示“不会再把过去的经济问题像政治皮球一样从一个政权踢给下一个政权”“FiveyearsofRawlings”,WestAfrica,January12,1987,p.59.。1982年，罗林斯军政权内部在如何解决加纳经济衰落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6月4日运动”（JuneFourthMovement,JFM）代表的激进派和“新民主运动”（NewDemocraticMovement,NDM）代表的务实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前者强调通过全面国有化等方式快速实现社会主义，自力更生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后者则主张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进行经济改革。罗林斯经过权衡决定支持务实派，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并在1983年的新预算案中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同时把塞地汇率从2.75∶1贬值到30∶1。

罗林斯的选择导致了军政权内左派激进势力的强烈不满，他们把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甚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触都视为对革命的背叛和卖国行为。这些不满最终导致了1982年下半年两次严重的未遂政变。1982年10月29日，“6月4日运动”宣布其领导人阿卡塔坡雷中士（SergeantAkataPore）取代罗林斯成为军政府最高领导人，不过军政权内部稍后达成了妥协；11月23日，激进派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发动军事政变，一度短暂控制首都阿克拉，随后被忠于罗林斯的军队击溃；军政权的七人最高领导集团中阿卡塔坡雷中士和克里斯•阿廷姆（ChrisAtim）是政变的主谋，前者被逮捕，后者流亡海外。随后，罗林斯开始对军政权内部的反对者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通过监禁、流放或者处死等方式肃清一切威胁到自身权力和经济改革的反对者。可以说，罗林斯推动汇率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一旦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不仅会被推上断头台身首异处，而且会被贴上“卖国者”的标签身败名裂。在汇率改革的酝酿阶段和实行初期，也就是1982—1983年，加纳国内总共发生了七次旨在推翻罗林斯的未遂政变，其中和左派激进势力相关的有三次。罗林斯凭借着自己对于军队的强力控制抵挡住了一次次的冲击，艰难地迈出了汇率改革的步伐，而这往往是民选政府难以做到的或是根本不敢去做的。

闯过了改革初期的政变险滩之后，罗林斯军政权继续全面推行经济改革。首先，塞地继续贬值，1984年降低到50塞地兑换1美元,1986年为90∶1，1990年到304∶1,1992年底为520∶1；军政权还设立外汇交易所允许外汇自由买卖。其次，军政权实行财政紧缩措施，大规模裁减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到了1990年有将近10万人被从公共部门解雇或重新安排就业，其中光是可可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就有5万人；如果算上私有部门的裁员数量，那么从1983起总共有80万人失业，大约占到工会工人数量的12.5%。②“Caringandsharing”,WestAfrica,July2329,1990,p.2152.其他紧缩措施还包括取消对大部分商品的财政补贴，减少对公共部门如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然而，最低日工资的增长速度却没有跟上贬值速度和物价上涨速度，导致了城市劳动者实际生活水平的降低。例如，1983年，一瓶啤酒从10塞地涨到20塞地，农用刀具从16塞地涨到50塞地，肉类从每公斤20塞地涨到83塞地，而同期日最低工资却只从12塞地涨到21塞地。根据有关统计，1986—1990年间，加纳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0%。

如此一来，罗林斯军政权就不得不面对以加纳工联大会（TradeUnionCongress,TUC）为代表的工会工人力量和以加纳国家学生联合会为代表的学生力量的反对。工会力量是最有威胁的反对者，工会组织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活动在之前都曾引发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并最终导致政权更迭。面对加纳工联大会增长工资的诉求和有关的抗议活动，罗林斯军政权除了给予一定的工资增长之外，一方面保证工联大会由温和派领导人掌权，另一方面对可能的激进行为采取强硬手段。奥古斯都•扬基（AugustusYankey）是工联大会内部的温和派，1982—1992年期间连选连任，一直担任工联大会的领导人；他虽然也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主张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提出诉求，尽量不诉诸暴力。因此，罗林斯军政权在换届选举时多次向工联大会施加压力，并对可能威胁到奥古斯都•扬基职位的激进派候选人进行打压。例如，1988年工联大会召开会议选举新一届领导人，之前的民调显示激进派的领导人K.奥克罗（K.Ocloo）处于领先；但是罗林斯军政权二号人物安全部门主管科卓•齐卡塔（KojoTsikata）上尉在开幕上致辞，警告工会成员选举一个激进派工会领袖的后果。他说，“工会运动就像一艘缓慢驶向目的地的船……那些幼稚的左派激进分子可能会被扔进大海里自求多福”。结果，工联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选举了温和派的奥古斯都•扬基连任。“Caringandsharing”,WestAfrica,July2329,1990,p.2152.奥古斯都•扬基当选后随即发表讲话，宣布工联大会支持政府的经济计划，向罗林斯保证工会将会教育工人们理解政府的全部政策。Ibid.,p.2153.对于工会的激进行为，军政权使用强硬手段保证社会稳定。激进派领导人K.奥克罗被军政权逮捕并流放；当工联大会对可可管委会的裁员进行抗议时，军政权对其一些领导人进行威胁或逮捕，甚至直接派遣装甲车包围工联大会的总部大厦和可可管委会的工作地点。“Payingtheprice2”,WestAfrica,January13,1986,p.78.对于学生的抗议活动，军政权则多次直接关闭大学。1983年大规模的汇率改革开始后，加纳并没有经历由工人引发的重大社会动荡；相反地，军政权时期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远远没有70年代那么高，还比加纳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少得多。JeffreyHerbst,ThePoliticsofReforminGhana19821991,p.64.

在经济方面，以货币贬值为核心，包括财政紧缩、贸易自由化在内的一整套经济改革方案对于加纳经济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首先，大规模贬值使得原先被高估的塞地币值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因为汇率扭曲而出现的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倒挂的情况得到扭转，出口部门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可可、矿产品、木材和非传统产品等出口部门都在汇率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了蓬勃增长的态势；同时黑市活动也逐渐减少。第二，政府通过裁减公共部门员工、削减大部分商品的补贴和减少其他公共支出等财政紧缩措施，保证了中央财政平衡，从1983—1991年加纳财政连年没有赤字。任泉、顾章义编著：《加纳》，第97页。第三，政府在深化货币改革的同时推动贸易自由化，进一步促进了出口部门的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充足。1986年，军政权实行每周外汇拍卖制度，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决定汇率；1988年正式建立外汇交易所，实施自由外汇交易。1987年罗林斯军政权宣布废除出口许可证制度，1989年又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加纳之前为了控制进口商品数量，保证外汇不过分外流，采用了进口许可证的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成为了滋生官员腐败的温床，一方面阻碍了加纳贸易的发展。，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出口商人可以留存的外汇从过去的20%上升到了45%。

更为重要的是，以塞地贬值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为加纳获取外部援助、获得经济恢复发展所急需的外汇资金开启了大门。正如鲍奇韦博士（罗林斯军政权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所言，“汇率的修正恢复了我们在国际社会的信誉，使我们可以更容易获得外国的财政援助。这些援助是我们此时此刻为了经济的恢复而急需的”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31984，NewYork:AfricanaPublishingCompany,1985,B440.。在1983年11月的巴黎国际援助会议上，加纳获得了超过1.56亿美元的援助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41985,B465466.，达到并多于加纳军政权的预期目标。在此后的历届巴黎国际援助会议上，加纳都获得了包括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其他各方的青睐9个援助国分别是：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西德、意大利、荷兰、丹麦和瑞士。11个国际机构分别是：非洲开发银行、欧共体、欧洲投资银行（EIB）、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InternationalFundforAgricultureDevelopmen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科威特基金（KuwaitFund）、沙特基金（SaudiFund）、联合国开发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FoodProgramme）。，每次会议上都能超过筹款目标满载而归，并且援助数额也在不断增加。1984年加纳获得了4.5亿美元，1985年5.17亿美元，1987年8.186亿美元，1989年9亿美元，1991年获得9.7亿美元。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41985,B465466;“Showersofdollars”,WestAfrica,May18,1987,958;“ERPpledges”,WestAfrica,March1319,1989,409;“$970mforSAP”,WestAfrica,May27–June2,1991,p.874.下图有着比较直观的展示。大量外部资金的注入给加纳的农业、木材、矿产和非传统部门的恢复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同时大量国际援助投向了交通、电力和通讯都基础设施领域，对于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图1221983—1991年国际援助变化图.


（五）契合的力量

他们已经为我们努力了。“Cocoabreak”,WestAfrica,July1622,1990,p.2102.

——加纳可可农民.

我们多年以来第一次可以向我们更加不幸的邻居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出口玉米。“Mobilizationforfarmers”,WestAfrica,February23,1987,p.364.

——加纳农业官员.

Massa，你听罗林斯的演讲了么？他的眼圈都红了。“Rawlingseyered”,WestAfrica,January1521,1990,p.48.

——加纳城市下层民众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经济复兴的努力，学者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国内学者们一致认可加纳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功，并着力分析其成功的原因。陈仲丹：《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孙声：《加纳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前景》，《西亚非洲》，1989年第5期；刘樊德：“加纳的经济调整改革及其意义”，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年；钟伟云：《加纳经济调整与政治改革浅析》，《西亚非洲》，1992年第5期；陈宗德：《加纳实施经济复兴计划以来的变化和经验》，《西亚非洲》，1989年第1期；丁丽莉：《加纳深化经济改革成效显著》，《亚非纵横》，1999年第2期。国外学者则对于罗林斯军政权所取得的成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一部分学者虽然承认罗林斯军政权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宏观层面的经济成功，但更倾向于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这种增长极为有限，没有能够惠及广大民众，反而降低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DonaldRothchild,ed.,Ghana:ThePoliticalEconomyofRecovery,Boulder&London: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KwameBoafoArthur,“Ghana:StructuralAdjustment,Democratization,andthePoliticsofContinuity”,AfricanStudiesReview,Vol.42,No.2(Sep.,1999),4172;ErnestAryeeteyandAugustinKwasiFosu,“EconomicGrowthinGhana,19602000”,ThePoliticalEconomyofEconomicGrowthinAfrica,19602000,Vol.2,BennoJ.Ndulu,eds.;JonKraus,“TheStruggleoverStructuralAdjustmentinGhana”,AfricaToday,Vol.38,No.4,Ghana:TheProcessofPoliticalandEconomicChange19911992(4thQtr.,1991),pp.1937.另一些学者则在承认改革分配不均问题的前提下认可罗林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功JeffreyHerbst,ThePoliticsofReforminGhana19821991，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RichardJeffries,“GhanasPNDCRegime:AProvisionalAssessment”,Africa:JournaloftheInternationalAfricanInstitute,Vol.66,No.2(1996),pp.288299.，其中更有学者认为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改革的代表，是非洲最成功的改革者。JeffreyHerbst,ThePoliticsofReforminGhana19821991(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笔者倾向于认可罗林斯军政权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是赞同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Herbst）对于非洲国家面临的最大现实困境的看法：非洲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悬崖边缘，如果它们不马上开始增长，那么他们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是整个国家的解体。Ibid.,p.147.过分强调减贫和分配问题，对于加纳等非洲国家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是不利的。

在1983—1992这10年时间里，罗林斯军政权首先敢于正视加纳作为一个农业国的现实，重点解决农业衰落的问题，扭转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政策，把国家资源重新向农村倾斜，实现了农业的复兴。其次，军政权为了赢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也为了扫除出口部门增长的一大障碍，大胆地实施了包括塞地贬值在内的经济改革，抵抗住了激进派军事政变的冲击和工会的抗议。改革使原先被高估扭曲的塞地汇率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外汇买卖逐渐自由，进出口贸易也实现了自由化，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军政权大力扶植出口部门，改善出口结构，实现了出口收入的大幅增加和结构的多样化。军政权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外汇收入的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进口依赖的问题；出口结构的多样化也降低了出口依赖的风险程度；农业衰落和汇率扭曲这两大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虽然国内的制造业还是相对薄弱，对于进口商品和出口创汇的依赖依然存在，但是加纳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改善的趋势，军政权为加纳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罗林斯军政权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契合了加纳多数人的需求。首先，政府主要倾向农村，着力复兴遍布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产品、木材和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并大力改善农村的道路、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这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契合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要求。可可农占加纳农民的比例最大，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位可可农在听到政府提高可可收购价格的消息时，点头表示满意并且评论道，“他们已经为我们努力了”“Cocoabreak”,WestAfrica,July1622,1990,p.2102.。农民们整体上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的努力是认可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城市居民发出的声音远远超过了生活水平提高的农民们所发出的声音，因此人们往往会认为军政权通过牺牲人民为代价拯救了国家。事实上，加纳是以牺牲城市居民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拯救了经济，并有利于农民——国家的多数群体。

即使在城市中，尽管工人和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了下滑，但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这些改革中“牺牲者”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军政权和经济恢复计划的。理查德•杰弗里斯1990—1991年分别在阿克拉等加纳三座主要城市选取城市低收入者为对象进行实地调研，这些人大多在过去几年中生活水平下降；结果显示，78%的受访者都表示支持经济恢复计划，认为军政权干得不错，“政府以人民为代价拯救了经济”（Thegovernmenthassavedtheeconomyattheexpenseofthepeople），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只有22%的受访者反对经济恢复计划。RichardJeffries,“UrbanPopularAttitudestowardstheEconomicRecoveryProgrammeandthePNDCGovernmentinGhana”,AfricanAffairs,Vol.91,No.363(Apr.,1992),pp.214216.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经济恢复计划）更好的方法了，对政府的付出和努力表示理解；同时下层民众也没有激烈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是认为“他们在试图帮助我们”RichardJeffries,“UrbanPopularAttitudestowardstheEconomicRecoveryProgrammeandthePNDCGovernmentinGhana”,pp.214216.。这一情况很值得我们研究。军政权的强力措施可以压制人民的反抗，却绝无可能赢得人民的支持，而且之前的加纳军政府也都有强硬手段，却无不被民众的反抗所吞噬。那么，罗林斯军政权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契合了加纳民众（这里不仅适用于城市民众，也适用于农村）的经济需求，满足了民众的渴望呢？

首先，罗林斯军政权在宏观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加纳人的民族自豪感，并且使民众在与邻国的对比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一位加纳农业官员的话表明了加纳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就感，“1984年我们还不得不向国际社会请求25.7万吨的粮食援助以满足粮食缺口，1985年我们多年以来第一次可以向我们更加不幸的邻居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出口玉米”“Mobilizationforfarmers”,WestAfrica,February23,1987,p.364.。罗林斯在90年代初总结经济成果的时候对比了加纳和非洲的邻国，“我们维持了有吸引力的可可收购价格，而我们的邻国降低了他们的收购价格；我们能够周期性地提高工资，最起码可以中和通胀的影响，而别的国家却削减工资；我们能够确保公务员正常的工资收入，而别国的工人却常常数月没有工资”“Rawlingseyered”,WestAfrica,January1521,1990,p.48.。包括多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这些邻国在内的其他非洲国家的糟糕经济表现，成为了加纳民众相对满足感的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加纳外汇收入的增长使得其又能进口更多的商品，在1984—1990年期间，加纳进口总量增长了100%，而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却基本上限于停滞。IMF,Ghana:AdjustmentandGrowth,198391,p.27.

第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呈现在了民众眼前，民众在生活中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经济所取得的进步，这使民众对于自己的牺牲心甘情愿，对于未来生活的改善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交通基础设施大规模改善，交通工具众多，原来车辆稀少的城市道路上竟然出现了交通拥挤的问题“Accrastrafficproblems”,WestAfrica,December39,1990,p.2943.；北部内陆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也用上了电。农业复兴带来了市场上食品的充足和价格的下降，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可以得到保障，即便是城市低收入群体也不例外。商店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进口商品，尽管商品的价格远远超过多数民众的购买能力，但是人们仍然从货物在那里这个事实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Thelostrevolution”,WestAfrica,February25,1985,p.347.在一个独立后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经历衰落和萧条的贫穷国度里，民众许久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经济繁荣离自己如此之近；虽然那些诱人的工业制成品暂时还难以购买，但是民众相信他们的牺牲可以换来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改善仿佛是触手可及的。

第三，在经历了多届糟糕无比的政府之后，人民仅仅希望能有一个在经济上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罗林斯军政权对经济状况的诚实坦率，与民众的同甘共苦，关怀弱势群体的“缓解经济调整的社会代价”计划以及罗林斯巨大的个人魅力，共同塑造了军政权负责任的政府的形象。罗林斯军政权并不回避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坦率地承认部分民众受到了负面影响，罗林斯在演讲中更是多次动情落泪。军政权的部长们到1992年仍然自己开车，没有配备司机“Wearestillapoorcountry”,WestAfrica,December23(1991)–January5(1992),1992,p.2143.；公共法庭的法官们每月仅有4.6万塞地的收入，而律师一宗谋杀案的辩护费用就可以达到400万塞地。RogerGocking,“GhanasPublicTribunals:AnExperimentinRevolutionaryJustice”,p.216.军政权关注并补偿弱势群体在经济改革中的损失的计划是政府向人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政府理解人民被迫作出的牺牲，政府努力消除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JeffreyHerbst,ThePoliticsofReforminGhana19821991,p.53.

综上可见，罗林斯军政权经济方面的作为不仅解决了经济方面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农业衰落和汇率扭曲两大问题，同时改善了进口依赖和出口依赖的情况，使外汇收入比较充足，还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加纳大多数民众对于经济的期待和要求。


四、加纳式民主的理念与实践

（一）军政权的民主观念

民主不仅仅意味着法律条文上所保证的抽象的自由。它首先要保证人们拥有食品、衣物和住所这些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同时）包括农民、警察、军人和工人在内的人民大众，都应该成为国家决策过程的一部分。“Constitutionandpoliticssuspended”,WestAfrica,January11,1982.70;“Notacoup...arevolution”,WestAfrica,January11,1982,pp.6970.

——罗林斯1982年政变后的广播讲话民主是罗林斯军政权加纳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1979年罗林斯发动第一次政变后，仍然对多党民主怀有信心，坚持举行大选并把权力交给了利曼的民选政府。但是，民选政府的糟糕表现和脱离民众的决策过程彻底使罗林斯和其伙伴彻底失去了对西方民主的信心，认为加纳之前仿照威斯敏斯特体制的试验不仅没有奏效，反而成了民主的讽刺。②“Ghana:threeyearsofadjustment”,WestAfrica,December24/31,1984,p.2637.因此，在1982—1992年期间，罗林斯军政权决心追求一种基于自身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加纳式民主，“没有任何外国的标签，不模仿任何外国的蓝图”②。那么，罗林斯军政权所追求的民主是怎样一种民主呢？

如本部分开头所引用的罗林斯的讲话，军政权眼中的民主包括普通民众对于决策过程的参与和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两大基本要素。独立后的加纳政府大多被民众认为是特权阶级的代表，对于普通民众参与决策的要求有着深深的怀疑和敌意。ZayaYeebo,“Ghana:DefenceCommitteesandtheClassStruggle”,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No.32(Apr.,1985),p.65.罗林斯军政权试图改变精英对于政治的把持，允许大多数普通民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让包括城市底层民众和广大农民在内的普通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无论他是否受过教育，无论他距离城市中心多么遥远。这种参与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一步进入最高决策圈，而是让普通民众首先可以在与自身命运紧密相关的社区层次的事务中拥有决策权，然后把这种决策的范围逐渐扩大，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实现民众对更高级别乃至国家事务的决策。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或者说满足民众对于平等的发展权的渴望，是民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这在罗林斯军政权治下具体表现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向农村倾斜的政策。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民主的理解，尤其是普通民众参与决策的主张，来自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受到了加纳传统政治体制中阿萨夫团队阿萨夫团队是民众的传统军事组织。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一书对阿萨夫团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并对殖民时期阿萨夫团队所代表的平民反抗进行了比较细致深入的研究；另外，OwusuMaxwell的“Rebellion,Revolution,andTradition:ReinterpretingCoupsinGhana”一文也对阿萨夫团队有所介绍，并且谈到了阿萨夫团队和加纳独立后军事政变的关系。参见李安山：《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OwusuMaxwell,“Rebellion,Revolution,andTradition:ReinterpretingCoupsinGhana”,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andHitory,Vol.31,No.2(Apr.,1989),pp.372397。（Asafo）的影响。阿萨夫团队是平民或者“年轻人”（指没有权势的普通民众，区别于酋长和长者）的组织，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是加纳传统政治体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先，阿萨夫团队在选举和废黜酋长的问题上有着重要的发言权，没有他们的同意，一个候选人是不可能成为酋长的。李安山：《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第116页。其次，在关系到邦国命运的大事上，阿萨夫团队可以发表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阿萨夫团队是疏导民众不满和传达民众意见的主要途径，普通民众可以通过阿萨夫团队首领把自己的意见向酋长表达。此外，阿萨夫团队还承担着建设地方社区的社会功能，包括修路和救灾等。无论是在前殖民时期还是在殖民统治期间，阿萨夫团队作为普通民众的代表都发挥了制衡酋长权力的作用，是加纳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奥乌苏•麦克斯韦（OwusuMaxwell）认为，“尽管罗林斯所创立的一些草根民主组织如人民保卫委员会（PeoplesDefenseCommittees,PDCs，以下简称人保会）受到了外来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军政权的民众主义在整体上保持了加纳和非洲的特色；这些草根民主组织是阿萨夫精神传统的复兴”OwusuMaxwell,“Rebellion,Revolution,andTradition:ReinterpretingCoupsinGhana”,pp.376,383.。罗林斯个人也谈到，“人民保卫委员会的思想源自阿萨夫团队的传统，人保会和阿萨夫团队的功能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ThePDCconcepthaditsrootsinthetraditionofAsafocompaniesandthattheirfunctionswereinmanywaysverysimilar.”“Rawlingsasksfordisciplineandhonesty”,WestAfrica,September17,1984,p.1915.。由此看来，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思想和实践与加纳的历史和传统确实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罗林斯军政权是怎样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理解付诸实践的呢？军政权在探寻加纳自身民主体制的道路上是否成功？民众对于这种独特的民主概念和民主实践又有着怎样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哪些民众对于民主的要求？


（二）罗林斯的民主实践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民主的不同理解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讲话的层次，而是有着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一方面，军政权先后创立了保卫委员会和地区议会这两套政治系统，把广大普通民众纳入到决策过程中来；另一方面，军政权保证充足的必需品供应，推动包括交通、电力、通讯和饮水等在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前受到忽略的多数民众享有平等的发展权，满足他们的部分基本生活需求。

1制度探索.

1982年初，罗林斯在讲话中号召民众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建立保卫委员会。随后，人民保卫委员会和工人保卫委员会（WorkersDefenseCommittees,WDCs，以下简称工保会）相继在全国各地成立，成为加纳的基层政治单位，并且形成了由社区、县市、省和国家等各个层级构成的一整套保卫委员会系统。DonaldI.Ray,Ghana:Politics,EconomicsandSociety，London:FrancesPinter［Publishers］,1986,pp.6667.保卫委员会成为了基层民众，尤其是大量无钱无势的普通加纳人参与政治决策的窗口。在加纳之前富人拿权的政党政治和老人拿权的酋长政治中，只有拥有足够财富资助政党选举的富人们和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或年长）的酋长们可以参与决策，一般民众无论在选举系统还是在酋长系统中都难以拥有话语权。而保卫委员会的创立则给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学生、低级公务员、教师、工人和农民都有机会参与。除了维护治安、分配物资和宣传教育这些职能，推动地区发展实际上是保卫委员会的最重要任务。

罗林斯军政权最初想把保卫委员会作为加纳新政治体制的基石，成为一个类似地方政府的政治实体。但是，1983年前后军政权内部因为经济改革的议题出现分歧，激进派多次发动旨在推翻罗林斯的军事政变，由激进派势力把控的保卫委员会也就变成了对罗林斯的巨大威胁。因此，罗林斯为首的务实派不得不对保卫委员会进行限制、削弱和改组，1984年底把工保会和人保会合并为“革命保卫委员会”（CommitteefortheDefenseofRevolution,CDR,以下简称“革保会”）。合并后的革保会不再被视为加纳新政治体制的基础，只具有支持地方发展和反映民意的功能。

军政权并没有因为保卫委员会的挫折而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继续进行政治体制的探索。国家民主委员会（NationalCommissionofDemocracy,NCD）主席D.F.安南在1985年表示，军政权所追求的是以地方政府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和“草根决策”。ColinLegum,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51986,B33.随后，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广泛征集意见，国家民主委员会在1987年开始进行新的政治试验——地区议会（DistrictAssembly）选举。1987年7月，军政权颁布了政治改革的蓝皮书——《地方政权和地区选举法》，作为加纳未来政治体制的框架。钟伟云：《加纳经济调整与政治改革浅析》，《西亚非洲》，1992年第5期。国家民主委员会把加纳的地区由65个增加到110个，并规定2／3的议员由选举产生，1／3的议员由军政权任命。1987年底到1988年4月，选民登记工作完成，最终有89.21%的选民登记注册，全部十个省份的登记率都超过了80%。“Registrationfiguresreleased”,WestAfrica,April25,1988,p.755.1988年底到1989年初，地区议会选举分成三阶段相继完成，投票率高达58.9%。新产生的地区议会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行政和协商的职能，负责当地的财政预算、维护公共安全和实现地区发展；地区议会便于吸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可避免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任泉、顾章义编著：《加纳》，第98页。尽管地区议会的权力仍然受到军政权高层的限制，但是在具体的地方事务上，地区议会具有广泛的地方自治权。新的地区议会实际上取代了过去的保卫委员会，成为人民在地方上参与决策的新机构，也是草根民主的载体。

按照其最初设想，罗林斯军政权计划在地区议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国议会，形成一整套加纳式的政治体制。然而，就在地区议会开始逐步发挥职能之时，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多党民主的风潮席卷非洲大陆。罗林斯军政权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内外日益巨大的压力。首先，欧美等主要援助国要求罗林斯进行民主化改革，表示要把政治改革跟援助挂钩。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赤尔曼•科恩（HermanCohen）在1990年谈到，“罗林斯和他的亲密伙伴们对多党民主的极度厌恶是一个错误……有时未来的民主化会成为给予援助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②“Rawlingsondemocracy”,WestAfrica,June25July1,1990,p.1087.。同时，国内的反对派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活跃起来。“自由与正义运动”（MovementforFreedomandJustice,MFJ）、“恩克鲁玛革命卫士”（KwameNkrumahRevolutionaryGuards,KNRG）、工会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基督教团体和律师协会等纷纷加强对军政权的批评火力，要求军政权辞职，成立过渡政府，恢复多党制并举行大选。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罗林斯并不情愿放弃自身的政治体制探索，不信任西方民主制，他在接受英国电视四台采访时说：“西方应该把那些从非洲转移走的财富归还给非洲，而不是要求空洞的民主改革。我们可以在48小时以内通过组织全国大选或引进多党制来选举出政府和国家元首，但是那样从不能带来民主或者自由和正义。”

但是，从加纳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也为了自身权力的巩固，军政权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民主探索，开始向多党民主制回归，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强势掌握主导权。军政权1991年初出台报告，称多数民众不反对把政党作为其自由表达和结社的理想工具，5月承诺回归多党民主制并组建宪法专家委员会，6月允许政治流亡者返回加纳，8月由258名各界人士组成宪法咨询会议。1992年3月底公布宪法草案，4月份宪法在全民公决中通过，5月军政权宣布解除党禁允许政党活动。6月份军政权组建全国民主大会党，全力辅选罗林斯，最终罗林斯在年底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以58.4%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第四共和国总统。国内反对派力量从1990年开始就举行各种研讨班和集会要求解除党禁、军政权下台、组建过渡政府或是批评军政权的宪法草案、给出自己的时间表。但是，军政权的强力色彩再次体现出来，不仅坚持自己的民主过渡时间表不动摇，而且多次阻挠或者中止反对派的集会，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完完全全把握了过渡时期的主导权，实现了罗林斯的继续执政和平稳过渡。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加纳自身民主体制的探索经历了废除多党民主制、建立保卫委员会、地区议会选举几个阶段，最终又回到了多党民主的轨道，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从这一点上来说，其追求自身政治体制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这种民主实践并不因为其失败而失去价值，在稍后的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这种民主实践是怎样与加纳多数民众的需求相契合而满足人民对于政治参与和发展的渴望的。同时，回归多党民主虽然是政治体制探索的失败，但是却保证了加纳政局的稳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援助和经济政策的延续性。

2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罗林斯军政权在这一点上除了为民众提供了比较充足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外，主要是满足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要求，体现在其农业复兴的各项举措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基础设施的落后一直困扰着加纳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始终得不到提高。比如说，许多农民的收入经常在可可丰收的年份也得不到提高，就是因为从农村的产区到沿海的城市港口之间没有道路连通，大量的产品都不得不烂在当地，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又如，北部广大内陆地区没有连入国家电网，日常的发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电力非常不稳定，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当地企业的发展。政府对公路、铁路和港口的投入以及农产品的充盈已经在农业复兴部分叙述过，这里主要探讨军政权在电力方面的措施。

罗林斯军政权对于满足北部民众的电力需求方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认为“电气化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PowerfornorthernGhana”,WestAfrica,June1218,1989,p.987.。尽管加纳在1966年就修建完成了阿科松博水利工程，但是加纳到80年代仍然只有大约15%集中于南部城市区的人口可以使用电力，另外85%的人无法享受。城里人把电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农村人却对电力无比渴望。军政权为了满足多数加纳人的生活需求和发展渴望，投入巨资到“北部电气化和系统增强工程”中，总投资额高达1.3亿美元。北部电气化工程首先向布朗阿哈弗、北部、上东和上西四个北部省份的主要城镇输送电力，并在各个省份的首府建设161千伏的配电站，使北方城镇享受到电力。“Powergoesnorth”,WestAfrica,March612,1989,p.349.其次，在这一基础上，军政权把国家电网进一步向广大的农村地区延伸，初步把330个村庄连入国家电网，使农民享受到便宜的水电。北部电气化工程在军政权、电力公司和国际援助组织的共同努力之下进展迅速，1992年前后，北方各个省份的城镇和乡村陆续通电。世界银行的考察小组对于加纳电力公司在世行资金资助下的电网恢复重建工作表示了高度赞赏，小组成员说，加纳的消费电价是整个非洲西海岸和北部非洲最低的，其他地区大约是35—60塞地每千瓦时，而加纳消费者只需要付出14塞地每千瓦时。“Cheapelectricity”,WestAfrica,March28,1988,p.574.


（三）民众的反应

我所知道的地区议会就是：我们现在不必等着政府来修理道路或者给我们水了，我们可以自己发起这样的项目。“Readytogo”,WestAfrica,January30February5,1989,p.143.

——47岁的普通加纳妇女罗林斯军政权眼中的民主是民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那么，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实践，加纳大多数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有着怎样的反应呢？罗林斯的民主理解是否真正为加纳多数人所认同？本部分将主要围绕民众对地区议会的参与来探讨民众眼中的民主观念。

首先，民众对于地区议会选举表现出了极高的投票热情。1988—1989年地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高达58.9%，上东、上西、北方、阿散蒂和东部等省份的投票率更是超过了60%。来自各个选区的报道显示，每一个投票站在投票开始前都排起了长队，商店和酒吧关门歇业；在西部省的塔科拉迪，糟糕的天气丝毫没有降低民众的投票热情，投票率甚至超出了预期的水平。“Goodturnoutforelections”,WestAfrica,December1925,1988,p.2402.相比之下，1978年阿库福军政权组织的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只有可怜的18.4%MarionE.Doro,ed.,AfricaContemporaryRecord,19891990,B40.；1979年多党民主制下的总统大选只有36%的选民投票。罗杰•S.戈京：《加纳史》，第187页。1991年的宪法草案公决虽然赞成的比率高达92%，但是投票率也仅为43.7%“Lowturnoutforreferendum”,WestAfrica,May1117,1992,p.809.；1992年总统大选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即使如此，投票率也只有48%。无论是阿库福军政权、第三共和国还是第四共和国的选举，投票率都远远低于地区议会选举。选民的这种高参与度表明了其对罗林斯军政权参与式民主观念和体制实践的一种认可。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的投票率相对较低，在阿克拉的两个选区投票率只有36.89%和34.4%，库马西也只有45%，城市工人和精英阶层相对比较冷漠；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拉高了整体的投票率。“Mixedresults”,WestAfrica,March27April2,1989,p.511.

其次，民众对于地区议会的政治参与还体现在其他环节之上。第一，候选人的数量比以前大为增多，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进来。和之前的选举不同，候选人无需资产保证，政府为每一位候选人提供一定的资金，这使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进来Ibid.,p.510.，富人不会因为财富而获得优势地位；而且民众对于成为议员，推动地区发展提高社区生活水平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例如，在奥图夸卓（Otukwadjo）选区，一场激烈的竞争在两位农民和一位教师之间展开，三位候选人所提出的竞选主张都是直指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议题，如水的供应、道路的修建、学校、医疗设施。“Theelectoralraceison”,WestAfrica,December511,1988,p.2281.许多农民最终当选为地区议员。第二，民众成为候选人最严厉的资格审查者，无论候选人如何有钱有势，民众的检举几乎都可以一票否决。例如，东部省邦索托佩塞（BunsoTopease）选区一位名叫金斯利•布兰克森（KingsleyBlankson）的候选人，因为被一位农民指控曾经在担任公职时收受贿赂、以权谋私而失去了候选人资格。加纳当代历史上第一次，民众可以毫不畏惧地拒绝那些不合适的候选人。“Thepeoplevetthecandidates”,WestAfrica,December511,1988,p.2308.

再次，地区议会在开始运行后也主要承担起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促进地区发展的任务。例如，艾祖拉•塞基雷杜马斯（EjuraSekyereDumase）的地区议会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修复和装修现有的小学和初中；何（Ho）地区议会计划用360万塞地修复34个选区内的学校，并且花费300万塞地为9个选区内的学校购置用品。“DistrictAssemblies”,WestAfrica,September410,1989,p.1488.阿旦西西部地区议会所筹集的资金从1988年的3900万塞地提升到1990年的1.19亿塞地，另外有一笔阿散蒂金矿公司资助的2.5亿塞地资金用于阿布瓦西镇改造计划，提升包括水供给、路灯、卫生系统、交通、学校、市场和体育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Districtsroundup”,WestAfrica,February25March3,1991,p.274.这种职能在先前的选举中就已经体现，政治参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这两大军政权的民主要素在地区议会中融合为一，得到了民众的热情呼应。实际上，农村民众早前对于保卫委员会的热情响应也是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发展的渴望结合在一起的表现。1982年6月，仅在阿散蒂一省就有超过1000个人保会组织成立；这些组织成立后立刻开始组织社区发展项目、社区农场、水产和家禽养殖、可可和粮食作物的运输等活动。“Ashantihas1000PDCs”,WestAfrica,June21,1982,p.1674.

加纳农民的声音可以影响军政权高层的农业决策，尤其是对农产品价格的确定上。例如，可可的收购价格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而决定，而这个委员会中就有农民的参与“Forwardever”,WestAfrica,February9,1987,p.259.，因此农民可以参与到关系自身命运的事务中来。1987年6月，加纳棉花生产者协会代表加纳棉农向军政权反映生产成本上涨的问题，要求提高籽棉的收购价格。随后在当年10月，军政权农业部经过和棉花生产者协会、棉花公司、农产品价格委员会的商议，决定立即把籽棉价格从28塞地每公斤提升到32塞地，保证农民可以获得35%的利润，鼓励农民继续生产棉花以使加纳可以自给自足。“Callforincreasedcottonprice”,WestAfrica,June29,1987,1268;“Cottonpriceincrease”,WestAfrica,October19,1987,p.2093.

除了对于地区议会的高度参与，加纳多数民众对于军政权10年来修建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也表示认可，这种认可体现在1992年大选的进程和结果中。1991年，阿夸平传统地区的最高酋长OtobourNanaGyanKwesiII呼吁全体加纳人再给罗林斯军政权一次机会。他说，“军政权统治的10年里，国家的许多部门都有显著的发展，军政权为加纳人提供了基础设施，服务设备，修复的铁路和矿井……辛苦的工作是罗林斯军政权的标志，一段新的时间将会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Adontehenescallcriticized”,WestAfrica,November25–December1,1991,p.1977.这位酋长并不在乎罗林斯是否侵犯了个人自由或是随意动用警力拘捕反对派，而是在乎其对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在和主要的反对党新爱国党的较量中，罗林斯以58.4%的压倒优势击败了代表城市精英的阿杜•博阿亨教授，后者得票率仅为31%。正如戈京所言，罗林斯在农村享有很高的声誉，农村地区对于罗林斯的支持已经超越了种族的界限；在新爱国党认为本应同阿散蒂人站在一起的布朗阿哈福地区都投票支持罗林斯而不是设想中的埃维人；给农民较高的可可价格和农村电气化明显要比攻击军政权的人权纪录得到的分数更多。罗杰•S.戈京：《加纳史》，第217页。

值得一提的是，加纳的城市精英阶层和农民地区的广大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差异。上面提到的这位酋长对罗林斯的支持言论遭到了前布西亚政府财政部长曼萨（Mensah）的批评，而布西亚政府是右派城市精英阶层的代表。曼萨说，“在罗林斯治下，我们已经错过了1983、1987和1991这三次本该举行的大选，这违反了民主原则；这位酋长的呼吁是想否定1500万加纳人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Adontehenescallcriticized”,WestAfrica,November25–December1,1991,p.1977.。在这位部长看来，多党制下的大选是民主原则的最佳体现，颇带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但是，农民们对于大选或者说选举的理解却与之大相径庭。让我们来看两个有趣的小例子。1991年底，西部省卓姆罗地区的五个村庄联合要求修建一条道路把他们的村庄和国家的其他地方连接起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抵制1992年举行的大选，而此前这几个村子就曾威胁抵制选民登记活动。在这些村民眼中，修路致富发展经济要远比大选重要得多，曼萨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在农民眼中不过是获取平等发展权利的一个砝码而已。第二个例子更加直接。罗林斯军政权推行地区议会选举时规定2／3的议员由选举产生，1／3的议员由军政权任命。反对派大多认为军政权对于三分之一议员的任命是不民主的。然而，当一位记者深入到奥图夸卓选区采访当地村民时，村民们经常向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政府为什么不和酋长协商后直接任命全部的议员呢？这样就可以把那些花在选举上的钱用来给农村地区提供便利（基础）设施了。”“‘Staywiththepeople’”,WestAfrica,December1925,1988,p.2375.

加纳农村地区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和城市精英的西式民主差距巨大，更加接近于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观念。对于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实践，无论是保卫委员会、地区议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们都有着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认可度。正如本部分开头所引用的一位加纳妇女的话，民众更多地把政治参与和地区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到那些和自己命运密切相关的事务决策中，自己组织工程满足生活需求，实现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首先，罗林斯军政权民主概念中民众参与决策和满足人民的发展要求这两大要素十分贴近加纳多数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这种观念上的契合促使多数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认可了军政权所创立的保卫委员会和地区议会。农村地区民众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迸发出了极大的经济建设热情，其对于民主的渴望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无论在民主观念还是民主实践上，军政权都契合了多数民众的要求，这种契合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民众支持和发展动力是加纳10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军政权的民主观念和实践并没有和全部加纳人都契合。城市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更加倾向于西方民主的观念，和罗林斯的民主观念迥然不同；城市工人和学生在1982—1983年大力支持保卫委员会，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展和城市工人利益的受损，许多工人学生逐渐走向军政权的反面。大城市的民众对于地区议会选举的反应冷淡，投票率很低，实际上是对军政权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否定。

第三，军政权的强力色彩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再次在体制探索的道路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军政权最初雄心勃勃地打算在保卫委员会系统和之后的地区议会系统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一套加纳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最终在内外压力下选择放弃。在个人的民主追求和国家民族的未来之间，罗林斯最终决定牺牲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和苦心孤诣创立的地区议会体制，选择自己极度厌恶的多党民主制，既是为了保证自己继续执掌政权，也是为了保住10年的经济成果和加纳的长期稳定。在民主过渡中，军政权强有力地主导了整个进程，不给反对派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最终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和继续执政。


（四）罗林斯军政权的成功经验

罗林斯军政权在1982—1992年期间为加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决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带领加纳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首先，它不仅扭转了加纳经济20年的衰落趋势，实现了年均5%的稳定的经济增长，还解决了加纳经济中存在已久的部分顽疾，为加纳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军政权把加纳经济引入了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此后反对党的库福尔政府2000年上台实行的基本是罗林斯执政时的政策任泉、顾章义编著：《加纳》，第102页。，加纳也一直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其次，军政权在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满足了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加纳正义缺失的社会问题。再者，军政权通过对自身独特民主观念的实践，满足了多数民众的民主需求，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第四，在制度层面，军政权创立了公共法庭为核心的司法体系、保卫委员会以及地区议会，试图追求基于加纳自身历史文化的政治体制；尽管这些制度没能长期存在下去，但是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使命。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评价的，80年代对加纳不是“失去的10年”，而是“得到的10年”。钱伟云：《加纳经济调整与政治改革浅析》，《西亚非洲》，1992年第5期。笔者十分同意这种观点。在加纳这块独立后仿佛为失败而生的土壤之中，在80年代非洲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罗林斯军政权破土而出绽放盛开的成功之花显得格外耀眼和可贵。

这一时期加纳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于罗林斯军政权所怀有的“加纳梦”——其各项政策和实践与加纳大多数民众的需求相契合。这种契合带来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民众的牺牲和忍耐以及社会的稳定，成为军政权取得各个方面成功的关键。在公平正义方面，军政权严厉打击腐败并建立了高效的司法机构，满足了多数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需求，恢复了人们对于加纳社会正义的信心，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民主观念和实践方面，军政权的民主理念契合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朴素的民主观念，保卫委员会、地区议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契合了民众对于民主的需求，激发了政治参与和经济建设的热情。在经济方面，在经历了许多年糟糕的经济表现和许多届糟糕的政府之后，民众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希望能够看到经济的增长、未来生活改善的希望和一个在经济上负责任的政府。军政权实现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商品的充裕，让民众看到了未来生活改善的希望；同时，政府自身诚实节俭的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计划以及罗林斯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共同塑造了一个心系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然而，军政权的加纳梦并不是与全部加纳人的需求都契合，其经济改革计划、公共法庭系统和民主实践承受着反对派的批评和压力。因此，罗林斯军政权的强力手段和铁腕色彩就成了加纳的成功和稳定。面对内部激进派的军事政变，罗林斯军政权顶住了冲击，对于昔日战友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拥有一般民选政府不具备的抗打击能力；面对城市工会和学联的抱怨和抗议活动，军政权强硬手段和政治技巧并用，很好地保证了社会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面对律师协会、宗教团体、民主派和人权组织对公共法庭和侵犯自由的指责，军政权不仅毫不理会，有时还反戈一击。在90年代初民主转型时期，面对反对派的猛烈批评，军政权在适宜范围内压制反对派，强有力地主导了回归多党民主的进程，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除了强力压制反对势力之外，即便对于自己所持有的观念和创立的制度，罗林斯军政权有时也不惜作出必要的牺牲。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无论是罗林斯本人还是经济部门负责人鲍奇韦博士，最初都更希望加纳可以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后者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一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批评态度。但是，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的资金支持，也认识到自力更生对于此时的加纳是消受不起的奢侈品，军政权迅速从“左”向“右”转，不拘泥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投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怀抱。这种转变冒了极大的风险，不仅被坚定的左派战友说成是卖国贼和叛徒，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被政变推翻。在回归多党制的问题上，罗林斯是极为不情愿的，他认为“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给我们带来了负面影响而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东西”“CarryingtheBurden”,WestAfrica,December23(1991)January5(1992),1992,p.2141.，但是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和进一步的发展，罗林斯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和疑虑，听从同事们的集体决定”“Limitsofelectoralprocess”,WestAfrica,June1723,1991,p.1006.。即便地区议会承载了罗林斯军政权的民主观念和政治体制追求，也不得不让位于多党制下的大选，成为更大的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但是这一牺牲是有价值的，保证了加纳的稳定、政策的延续和外部的资金支持。总的来说，为了保证民族复兴的顺利进行，军政权既对可能威胁到复兴的反对派采取强硬手段，也愿意牺牲或者改变自身的理念、政策与制度。这种比较注重民族整体利益的做法是其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罗林斯军政权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军政权的铁腕色彩和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城市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工人保持了沉默。然而，仅仅依靠强力而一味维稳是没有出路的，之前的加纳军政府也都使用了强力手段，却无一不被推翻。罗林斯军政权对稳定的维护建立在对加纳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满足多数人民需求的基础之上。宏观经济的增长使得民众对于未来生活的改善充满了希望，基本商品的充裕也让民众不会因为饥饿揭竿而起。严惩贪污腐败和重建公平正义的努力得到大多数民众认可，因此即使经济成果的分配不公平，但是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渴望却在公共法庭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们的政治参与渴望也从保卫委员会和地区议会中得到了满足，多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决策过程中的一份子，不会对于自己的决策制造事端。可见，罗林斯军政权之所以能够保证加纳的长期稳定，在于其解决或部分解决了加纳社会存在的包括公平正义、经济和民主在内的各种问题，而不仅仅依靠强力手段。


第十三章 南非现代化历程：从片面工业化到包容性现代化

南非是非洲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南非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南端，在南纬22度至35度、东经17度至33度之间，面积为122万平方公里。东南西三面为印度洋和大西洋所环绕，两大洋交汇于好望角附近的海域，海岸线长约3000公里。陆地边界从西北到东南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接壤；另一邻国莱索托被南非领土所围绕。非洲南端是全球矿藏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在这片土地上，蕴藏着世界上多种重要矿藏，其中铂族金属、锰矿、铬矿、黄金、铝硅酸盐的储量居世界首位；蛭石和钒的储量居世界第二。

南非现今的疆界是在欧洲列强殖民争夺中形成的，与非洲大多数国家版图的确定过程相类似。所不同的是，非洲南端宜人的气候和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定居此地，使南非成为欧洲列强在殖民争夺当中，形成白人移民群体最大的非洲国家。随着白人殖民者的侵入，南非出现了混血种人，并输入亚洲劳工，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是这里的原住居民——非洲人。1910年英属南非联邦建立时，总人口为592.5万。其中非洲黑人占68%，白人占22%，有色人（混血种人）占8%；印度人占3%。LeonardThompson,AHistoryofSouthAfrica,YaleUniversityPress1990,p.153.到21世纪初，根据2001年官方人口统计，南非总人口为4480万人。其中非洲黑人占79%，白人占9.6%，有色人（混血人）占8.9%，亚洲裔人（主要是印度人）占2.5%。PolicyandLawOnlineNews09July2003,http://www.polity.org.za.2011年总人口为5059万。

南非独特的种族、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变化，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自欧洲殖民者17世纪中期侵入非洲南端以来，这里的原住非洲各族人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南非的发展进程完全控制在白人统治集团手里。南非三个多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是以排斥和剥夺原住民族及其他“非白人”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特征的，通过种族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来维护欧洲移民后裔和白人资本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南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是白人资本和白人利益所驱动，南非的发展带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印迹。

南非的现代化发端于19世纪中叶矿业的兴起。当时，南非还没有统一的疆界，也没有统一的政体，而是处在英国殖民势力与荷兰语白人殖民群体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之中，同时各族非洲人仍在拼死保卫自己的土地、反抗欧洲人的殖民征服。钻石矿的偶然发现，拉开工业化序幕，也加速了南非的统一。这个进程很快被英国殖民当局和英国资本控制，使南非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矿产资源供应地。19世纪中期的南非还不具备工业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南非的工业化不是内生性，而是外力和外需驱动。

但是，19世纪后半期矿业的开发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南非结束了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迈上工业化进程，为南非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当中指出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页。欧洲殖民者和移民团体在南非的发展中，也扮演了破坏和建设的角色。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矿业开发和工业化进程，南非建成世界领先的矿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业，现代化的农业，以及先进的能源工业和军火工业，拥有相当完备的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具有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优势。南非成为西方经济的一部分，按照欧洲的产业和产品标准，建立了一整套市场经济的法律与规则。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治变革之前，南非的经济总量已经占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的1/4，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0%，占南部非洲的80%。南非生产的电力占非洲的50%以上，钢铁产量占非洲的83%，煤产量占非洲的97%，铁路货运总量占非洲的69%，汽车拥有量超过非洲其他国家的总和，铺面公路占非洲的45%，电话拥有量500万门，占非洲大陆的38%。SA9697SouthAfricaataGlance,EditorsInc(SouthAfrica)1997,p.72.但是，南非的现代化历程始终充满种族冲突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白人族群主导了南非的发展，“非白人”族群被边缘化，是一个排他的片面的现代化。

南非现代化分期南非15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争夺、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建立种族平等的民主制度这样三个时期。由于价值取向、制度安排、社会构建的不同，三个时期的现代化路径和结果，也截然不同。白人资本与黑人劳工的矛盾、种族隔离与冲突，成为南非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种族主义制度不是南非独特的产物，在其他欧洲移民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歧视、压迫土著居民和“非欧洲人”的政策。但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目的。其背景是南非的土著居民始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欧洲移民的目的是剥夺这个绝大多数的南非国籍，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外国人，因而丧失对南非的政治、经济权利。这个政策违背南非的社会发展趋势，无视非洲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一种唯意志的、靠强力推行的构想和政策，因此它的反社会性和反人道是绝无仅有的。实行彻底的种族隔离，是南非荷兰语阿非里卡人（Afrikaner）种族主义势力的梦想；也是阿非里卡人谋求在南非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统治地位的手段。

在种族主义制度之下，南非分为白人的4个行政省和10个“黑人家园”。4个省是开普省、纳塔尔省、德兰士瓦省和奥兰治自由邦。10个“黑人家园”为博普塔茨瓦纳、西斯凯、加赞库鲁、夸恩德贝莱、坎瓜内、夸祖鲁、莱伯瓦、夸夸、特兰斯凯和文达。“白人南非”占南非土地的87%，而“黑人家园”只有南非领土的13%。南非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种族间经济社会地位极其悬殊。南非工业化与现代化所形成的是发达的白人社会和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黑人社会并存，以种族为界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割裂，造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南非社会带有明显的白人殖民争夺的印记，到处可见白人殖民者掠夺分割的后果，也能见到非洲人殊死抵抗留下的遗产。种族对立压倒了白人之间的争执，决定着南非社会的发展轨迹。

南非黑人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丧失了合法的政治权利和生存发展的条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解放他们的祖国，赢得自由、持久和平与幸福的历史使命”NelsonMandela,TheStruggleIsMyLife,InternationalDefence&AidFundforSouthrnAfrica,London,1978,p.124.。历史证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长期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南非白人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通过排斥和剥夺占人口绝大多数黑人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以维护白人的政治经济特权，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背离。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黑人反抗运动的壮大，使得种族隔离制度难以再维持，白人政权陷入政治、经济困境，最终走向失败。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被种族平等的新制度取代。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开始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成为南非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南非真正开始统一多元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全面的现代化进程。

种族主义制度下南非的现代化，是制度性的种族排斥，只有占人口少数的白人受益，因此是片面的的现代化。新南非的现代化，是制度性的种族、文化包容，全社会受益，因此是全面的现代化。


一、前工业化时期南非社会的演变

在17世纪中叶白人殖民者侵入南非之前，这里的非洲人社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和演变。欧洲人登陆开普半岛之前，南非西部沙漠地带和西南部的冬季降雨地区依然是科伊桑人（Khoisan）的游牧区，东部地区是半农半牧的班图（Bantu）各族的聚居地。白人的土地扩张破坏了科伊桑人的社会和生存环境。在白人殖民者侵入并在开普半岛定居的最初阶段，南非东部的班图各族非洲人社会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生存形态。

在19世纪中叶矿业开发之前，南非处在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状态。矿业的开发，掀起南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的序幕。


（一）非洲原住民的社会经济形态

今天南非疆界内的非洲人，自远古以来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据在南非各地的考古发现，南非次大陆在250万年以前，甚至更早，就有人类存在。现代人在10万年前就已经在南部非洲生存。SouthAfricaYearbook2004/05,Chapter1TheLandandItsPeople,http://www.gcis.gov.za/content/resource_centre/sainfo/yearbook/200405.公元初年，人类社会已经在南部非洲广大地区繁衍生息数千年。他们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到15世纪末期欧洲人“发现”这片土地时，非洲原住居民早已是这里的主人。南非的原住民族群主要有桑人（San，亦被欧洲殖民者称为布须曼人）、科伊人（Khoikhoi,亦被称为霍屯督人）和班图人（Bantu,亦被称为尼格罗人）。

1桑人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

桑人是南部非洲最早的居民。在公元前1.5万年左右，桑人已经广泛分布于南部非洲地区。

桑人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数个家庭结成小规模、松散的群体，人数大约在20—80人不等，随季节和食物来源的多寡而变化。桑人的群体不是封闭固定的，桑人家庭可以另外选择其他的组合，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适合于狩猎和采集的游动生活方式。桑人居住在洞穴或以便于拆卸和移动的材料搭建的营地。他们逐水草和狩猎场而居，不断迁移，因此没有占有多余物品的必要和可能。桑人家庭中有男女分工。妇女在距离宿营地比较近的地方采集可食用的植物，同时照看孩子。男人主要从事狩猎等活动。桑人善于以木头和石头为材料制作工具，并在弓箭顶端涂上蛇、昆虫和植物的毒汁。他们以兽皮制作衣服。从考古发现分析，桑人当年的生活方式有闲暇进行获取衣食之外的活动。桑人用木头、羊肠线和鸵鸟羽毛制作乐器；在山崖石洞内用赭石绘画。LeonardThompson,AHistoryofSouthAfrica,YaleUniversityPress,NewHavanandLondon,1990,p.79.

桑人是山崖壁画艺术的创造者。南部非洲各地发现的桑人岩壁绘画中，最古老的有2.8万年。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89/1990,GovernmentPrinter,Pretoria,p.21.从这些山崖壁画中可以看到当年桑人生活的踪影。

在18—19世纪，桑人被白人殖民者杀戮几近灭绝，幸存的小股桑人躲避到沙漠深处和偏远地区，继续保持桑人的生活方式。

2科伊人的半游牧生活方式.

科伊人与桑人同族。大约公元前2200年，博茨瓦纳北部的桑人开始有家畜，并向南部移动。由于人口增多的压力，科伊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牧场，不断南迁。到公元5世纪，科伊人已经分布在开普半岛的东部、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奥兰治河流域和纳米比亚的大片地区。这一带靠近沿海的大片草原，降雨较充足。

科伊人以半游牧生活方式为主，夏季和冬季选择不同的草场，最初驯养的畜种是羊，后来牛也成为家畜。由于科伊人家庭拥有了家畜，他们的私人财产中除了少量可以携带的兽皮衣物和必要的武器之外，又增加了羊和牛。由于食物来源更加可靠，科伊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体形比前人更高大、健壮。

科伊人的社会结构比较松散，由家庭血亲关系和受庇护者组成氏族；氏族在酋长松散的管理下形成氏族集团，但是经常发生分裂。氏族集团之间因为争夺牲畜、牧场和水源而经常相互袭击。由于私人财产的出现，科伊人逐渐发生贫富分化。

科伊人与狩猎采集的桑人的关系既共存又争斗。科伊人用牛奶换桑人的野生动物肉。桑人有时偷袭科伊人的牲畜，但是也有些桑人依附于科伊人，并逐渐被同化。桑人和科伊人也被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统称为科伊桑人（Khoisan）。

在公元15世纪，当欧洲人的船队在开普半岛沿岸停泊时，他们最先遇到的非洲人是科伊人。17世纪60年代荷兰人在开普半岛建立定居点之后，科伊人的土地和牧场受到威胁，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科伊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据估计，奥兰治河以南的科伊人在17世纪中期大约有20万人，到18世纪末，减少到2万人。科伊人与南非其他原住民族一样，与欧洲殖民者进行过殊死的抗争。ChristopherSaundersandNicholasSouthey,ADictionaryofSouthAfricaHistory,DavidPhilip,CapeTownandJonannesburg,1998,p.9899.

3班图人的半农半牧生活方式.

南非东半部地区分布着从事半农半牧的班图人。这一带雨水充沛，适合农耕。据考古证明，来自非洲中部的班图人在公元3世纪之前就已跨过林波波河，进入德拉肯斯山脉东麓和东部沿海平原，后来逐渐向内陆高草原地带迁移。

班图人的生产方式被历史学家认定为混合农业，包括农业、牧业和金属冶炼业。班图人的农业采取轮歇方式，一块土地经过一年或数年的耕种，停歇一段时间，使土地恢复肥力。农业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每个已婚的妇女都要种植至少一片土地。主要的农作物是高粱，也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米、南瓜、西瓜和葫芦，还有一种烟草。有些地区也种植豆类和薯类作物。妇女的农业种植和收获实行协作方式。一个村落或几个村社的妇女一块干活，轮流耕作各自的土地。有重活时，男子也参加农业劳动。男人负责牛的饲养，并拥有家庭的财产权。狩猎在班图社会中长期存在，为他们提供肉食和做衣服的兽皮，同时也是班图男人的一项重要的运动，特别是在猎杀大型动物的过程中，需要众多男子共同参与。LeonardThompson,AHistoryofSouthAfrica,1990,p.19.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酋长制度逐渐兴起，权威建立的根据是拥有牛的数量。依此，班图人社会形成相应的等级制度和保护制度。

在班图人中，已出现某种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工。班图人通过开矿和加工铁、铜、锡和黄金制品，掌握了冶炼技术，也推动了区域性的贸易和专门手艺的推广。在今天南非的东北部发现过公元三四世纪班图人的炼铁遗址。炼铁已经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班图人的铁制用品包括梭镖、短斧、双刃刀、锄头、钻、铲等用具。铁器是班图人的主要交换物品。

班图人的社会组织在15世纪就已形成权力集中的酋长领地。随着人口的繁衍和氏族的增多，酋长领地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酋长领地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相互之间的纽带是亲族关系。以部落和酋长领地为社会组织的班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往来，在酋长和部落会议的民主统治之下生活。土地属部落共有，酋长有分配权力。

班图人社会已经形成富裕和贫穷的不同阶层。但是根据班图人的传统习惯，富人要借牲畜给贫困的人，使穷人得到牛奶和食物，而不至于饥饿而死，同时也形成一种依附关系。这是班图人等级社会的基础。世袭的酋长制是班图人的政治单位。

班图人经过长期融合、演化，形成九大族群：祖鲁人（Zulu）、科萨人（Xhosa）、恩德贝莱人（Ndebele）、斯威士人（Swazi）、南索托人（SouthernSotho）、北索托人(NorthernSotho)、茨瓦纳人(Tswana)、聪加人(Tsonga)和文达人（Venda）。其中祖鲁人、科萨人、恩德贝莱人和斯威士人属于恩古尼语系，索托人和茨瓦纳人属索托语系。现今，班图人各部族被称为非洲黑人，占南非总人口的3／4以上。


（二）欧洲人的入侵和荷属开普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

1652年4月，荷兰人范吕贝克奉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命，率领80名公司雇员组成的远征船队到达开普半岛南端的海湾。公司雇员们在这里种地养畜，为来往的荷兰船队提供肉类、蔬菜和水果，自称布尔人（Boer），荷兰语“农夫”之意。这些脱离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欧洲移民，是荷兰语“布尔人”的祖先。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陆续把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招收的雇员和难民运到开普。法、德移民与荷兰移民逐渐融为一体，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东印度公司有意推行同化政策，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规定荷兰归正教为唯一宗教。至1707年，荷兰语白人的人数达2000左右，并开始用“阿非里卡人”的称谓。起初泛指非洲出生的白人，以及欧洲人与非洲人、马来人的混血后代。后来仅指白人，混血人被称为“有色人”。

白人殖民者到开普不久，就与当地非洲人发生了冲突。居住在开普半岛南部的科伊人的牧场，不断被白人侵占，牲畜被掠夺。科伊人则以攻击白人的牲畜和财产相报复。白人殖民者对狩猎的桑人的征杀，发生在18世纪70—90年代。脱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白人移民中，一部分成为游牧民。他们不断向北扩张，霸占桑人和科伊人的狩猎地，遇到土著人的抵抗。在18世纪后期，科伊桑人对欧洲殖民者的侵扰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在1786—1795年间，共有2400多科伊桑人被杀。科伊桑人近乎灭绝。ChristopherSaundersandNicholasSouthey,ADictionaryofSouthAfricaHistory,DavidPhilip,CapeTownandJonannesburg,1998,p.9899.

经过白人殖民者一个半世纪的征杀和掠夺，南非西半部的土著人社会基本被毁灭。荷属开普殖民地，成为一个由外来种族杂合而成的社会。荷、德、法移民后裔融合成一个白人群体“阿非里卡人”（旧称布尔人），他们是开普殖民地的统治民族。T.R.H.Davenport,SouthAfrica:AModernHistory,SouthernBookPublishers,SecondImpression,1989,p.23.但是，开普殖民地吸引的欧洲移民为数很少。17世纪涌向北美的欧洲移民和难民，多达25万黄绍湘:《美国史纲》，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58页。；而18世纪初，开普殖民地的白人（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仅约2000人。LeonardThompson,AHistoryofSouthAfrica,1990,p.35.

荷属开普殖民地建立伊始，就依赖奴隶劳动。随着过往船队需求的增长，劳动力呈现不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58—1659年运进两船奴隶，一船来自达荷美，另一船来自安哥拉。此后，不断有奴隶被运到开普殖民地。他们中除少数来自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之外，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现今斯里兰卡）。到1711年，荷属开普殖民地的奴隶人数，已超过白人“自由民”数量。Ibid.,p.36.白人与奴隶或与科伊人妇女的混血后代，成为后来被称为“有色人”（theColoured）的社会集团，他们充当白人的劳工。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


（三）英国的入侵和开普殖民地社会

1795年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以此地为对抗法国的战略基地，控制欧洲通往东方的航线。英国对开普殖民地的所有权，在1814年的维也纳和会上得到确认。英国为了在开普殖民地确立统治地位，实行鼓励英人向开普移民的政策。不少英国商人来到开普敦。为了解决英国国内的失业和社会动荡，英政府在1820年把5000名英国人安置到开普东部的阿尔戈阿湾的定居点，这里后来被称为伊丽莎白港。这批移民中的一部分，迁至伊丽莎白港东北100多公里处的格雷姆斯敦，建立了一个英裔人的定居点。英国移民当中有无地的农民、买卖人或手艺人，还有少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与早期法、德移民不同，他们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宗教、社会传统，没有同化于布尔人社会。之后，英国政府继续支持英人移居开普殖民地。但是，英裔白人始终未能超过布尔人的数量。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89/1990,p.42.

英国殖民当局在行政管理、司法制度方面逐渐英国化。开普殖民地也随之开始英国化的改造。英国的殖民统治使英人在南非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满足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英人引进美丽奴种羊，使开普畜牧业大发展。羊毛成为开普的主要出口项目，外贸的绝大部分被英国所控制。同时，邮政、通讯、金融机构也发展起来。南非的第一条铁路建成，从开普敦至惠灵顿，全长92公里。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82，GovernmentPrinter,Pretoria,p.392.荷兰人的开普殖民地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封闭和严格管制的经济制度受到巨大冲击，被纳入工业化的英国统治的国际贸易体系。

英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引起布尔人的反感。同时，废除奴隶制也是引起开普殖民地社会变化，导致英、布分歧的另一重要因素。英国议会1833年通过解放所有英国殖民地奴隶的法令，使长期依赖奴隶劳动的布尔人感到不满，引起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大举北迁。大批布尔人离开英属开普殖民地，虽然出于对英国殖民当局统治的不满，却不具有反殖民主义的性质，因为其意图和手段，是确立布尔人对非洲人单独的殖民统治，其实质乃是殖民争夺。

英国的殖民统治与布尔人的殖民利益不断发生冲突，引起19世纪中期这两股白人殖民势力向北部的扩张。英国人沿海岸线北进，布尔人则推向中、北部高地。在此期间，英、布殖民者之间的争夺越发激烈，白人殖民者与非洲人之间的战争也更加残酷。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开普地区的欧洲殖民者开始侵入距离开普敦700公里的班图人居住地区，引起班图人的抵抗。班图人酋长国相对紧密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使得欧洲人难以在短期内征服和破坏班图人社会。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后期欧洲殖民势力才控制了南非东部地区。南非现今疆域，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70多年的血战之中。南非政治版图的变迁更多的是白人殖民利益的需要，而不是非洲人的意志和选择。中北部内陆地区，被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控制，沿海地区被英属开普殖民地和英属纳塔尔殖民地占据。非洲人的“土著人保留地”被挤压、分割到边远地区。

19世纪后期的南非，仍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与同期的北美相比，商业和工业很少，交通和通讯也很落后。白人殖民扩张的目标，主要是掠夺非洲人的农田和牧场。非洲人虽失去了很多土地，但是其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和家庭结构还维持着以往的秩序。对南非社会根本性的冲击是矿业兴起所带来的工业化进程。


二、矿业引发的工业化与南非的统一

19世纪60年代，南非的地位与英国的其他非洲殖民地差别不大。英国在这里的经济利益有限，投资和贸易都很少。两个英国殖民地和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岁收只约75万英镑，其中3/4是开普殖民地的岁收。当时南非白人仅有25万，相当于同期美国白人的1%；南非铁路总长仅有112公里，当时美国铁路已达6.1万公里。LeonardThompson,AHistoryofSouthAfrica,YaleUniversityPress,1990,pp.107108.


（一）矿业带动的南非工业革命

南非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可谓得天独厚。除了石油和矾土两种战略矿产目前发现的储量较少之外，南非拥有几乎所有重要的战略矿藏，并且储量占世界领先地位。

非洲人在南部非洲各地挖掘露天的铜矿、铁矿和金矿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中期，白人也在开普殖民地西北部挖掘铜矿，在德兰士瓦东部挖掘金矿，但是都没有形成现代的矿业。

1钻石矿业——南非工业化的开端.

南非现代矿业的开发，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并由此带动了南非的工业革命。

1867年，在瓦尔河与哈特斯河交汇处附近，发现了钻石，引起轰动。两三年间，几千人蜂拥而至，有白人，也有黑人，挥锹抡镐，寻找钻石。1869年在金伯利(Kimberly)附近，又发现更大规模的钻石矿带。钻石开采业的兴起吸引了成千上万采掘者。到1872年，这一带聚集了大约2万白人和3万黑人挖掘钻石。欧洲投机家、投资者涌向金伯利，钻石矿业迅速兴起。

19世纪后期南非矿业的快速发展，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输出成为趋势的时期发生的。这使南非矿业的兴起，只经过很短的自由竞争时期。钻石矿业在不到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个体操作、小公司竞争到大公司垄断的过程。金伯利在1871年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钻石生产矿区；到1890年，钻石收入已占开普殖民地岁收的1/2多。

钻石城金伯利成为非洲第一个工业中心。1871年，英国宣布钻石矿区所在的格里夸兰地区归英国所有，并于1880年将其并入英属开普殖民地。为了达到矿区土地的集中和垄断的目的，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得斯(CecilRhodes)控制的德比尔斯公司（DeBeers）利用在钻石矿经营的收入，并购其他小的钻石矿，于1888年组建“德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成为南非所有钻石矿的所有者。罗得斯利用其权力和财富取得开普殖民地总理的职位（1890—1896）。1902年库利南钻石矿（CullinanDiamondMine）与德比尔斯成为竞争对手，拒绝并入德比尔斯，而是向两个独立的钻石经营商（伯纳德和奥本海默）出售钻石，很快，其钻石产量超过德比尔斯。欧内斯特•奥本海默（ErnestOppenheimer）被任命为伦敦辛迪加驻金伯利的代理人，并担任金伯利市长长达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库里南钻石公司最终并入德比尔斯公司。1902年罗德斯去世时，德比尔斯公司已经控制了世界90%的钻石生产。1927年奥本海默接任德比尔斯公司主席。德比尔斯在整个20世纪，垄断了全球的钻石行业。2011年11月，奥本海默家族把在德比尔斯公司40%的股份出售给英美公司（以51亿美元），使得英美公司在德比尔斯公司的股份达到85%。结束了奥本海默家族对德比尔斯帝国80年的所有权。

2黄金矿业的兴起.

大约在钻石矿业兴起的20年后，1886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发现巨大的黄金矿带。黄金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随之兴起。南非的矿业发展急剧增长。南非90%的黄金生产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地区，即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蕴藏的矿脉。欧内斯特•奥本海默1917年创建的“南非英美公司”（AngloAmericanCompanyAAC）是南非矿业中最大的垄断公司。过去一个世纪当中，世界黄金产量的47%左右出自南非。

南非另一种重要的战略矿产铂和铂族金属蕴藏在约翰内斯堡以北的鲁斯腾伯格地区，这里是铂族矿业的中心。南非还有各种适合于制作首饰的矿产材料，比如黄金、铂金、钻石、虎眼石和其他多种宝石。

金矿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资本、劳工大量聚集到这里。金矿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超过钻石业。由于钻石巨头们在20年间积累的雄厚资本大量转移到金矿开发，因此金矿业从一开始就被垄断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所控制，仅次于英国的是德国资本。南非的黄金产量在1898年超过美国和澳大利亚，成为世界最大产金国，占世界黄金年产的27.5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矿业巨头奥本海默家族转向美国资本市场。老奥本海默与美国银行家摩根1917年共同建立的金矿公司——英美公司（AAC），原始资本100万英镑，其中1/2来自美国的大财团。1926年AAC成为德比尔斯公司的大股东，成为南非矿业中最大的跨国公司。代表南非矿业公司利益的南非矿业商会（TheChamberofMinesofSouthAfrica）自1889年建立以来，一直是南非最有影响的矿业行会，其成员包括独立的矿业金融公司和矿业公司，占南非矿业产出的85%。SouthAfricaYearbook2005/06,Chapter16MineralsandEnergy,http://www.gcis.gov.za/content/resourcecentre/sainfo/yearbook/200506.

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南非的工业革命。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南非的相关工业，如能源工业（煤矿）、建筑业、炸药生产、铁路建设的发展，金融业、通讯业也随之兴旺。

南非铁路的兴建开始于英国开普殖民地时期的1859年，从开普敦到惠灵顿的92公里铁路1863年完工。另一条1860年完工的3.2公里铁路线在东海岸，从德班市到德班港入海口的海角。南非钻石和金矿的开发推动了19世纪后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以及连接当时葡属殖民地莫桑比克和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的铁路线。为了矿产品出口的需要，英国殖民当局在南非大规模修建从矿区通往出海口的铁路网。1870—1910年间，南非共建设铁路1.1万公里，相当于今天铁路里程的1／3。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82,p.392.


（二）矿业开发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与城市化的加速

矿业的兴起，催生了南非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引起南非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形成资本和劳动的集中和对垒，也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1对非洲传统社会的破坏.

南非工业化的初期，虽有现成的国际资本，却没有现成的无产阶级。矿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除来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技术工人之外，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要靠当地人承担。但是，19世纪60年代，布尔人社会和非洲人社会都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农业社会。布尔人侵占了大量非洲人的土地，并占有大量黑人作为农工。这是英国资本发展的一个障碍。同时，布尔人的土地扩张与英国殖民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双方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导致一系列的战争。掠夺土地的殖民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非洲人的武装反抗才被镇压下去。非洲人的土地大部分被白人占据，只剩零零星星的“土著人保留地”。传统农业遭到破坏，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严重，大批非洲男子离开土地，到矿区出卖劳动力。

廉价黑人劳工是矿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为了迫使非洲人离开土地而出卖劳动力，英国殖民当局对非洲人进行强制无产阶级化，除了武力剥夺非洲人的土地之外，殖民当局征收苛捐杂税，使非洲人在农村难以为生。英国殖民当局制定法律，强制非洲人到矿上做工。1894年通过的《格伦格雷法》规定：每一成年非洲男子，除非在上年的12个月内在自己的聚居地之外曾劳动满3个月，否则必须缴纳10先令劳动税。《格伦格雷法》最初只适用于凯河以西的格伦格雷地区，但不久就被推广到整个德兰士瓦地区。这一法令成为非洲人身上的枷锁。他们与矿主订立合同，从事一定时期的劳动，期满后即回原籍。这就形成了南非的流动劳工制度。来到矿山的非洲劳工被集中居住在工棚内，矿主又以防盗为名在工棚周围栏上铁丝网，派人看守，形同监狱。葛佶：“种族主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见杨立华等编著《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00页。

这种剥夺和压迫给非洲人带来巨大的苦难，遭到非洲人的强烈反抗，1878年和1879年先后暴发了格里夸起义和佩迪起义。英国殖民当局动用重兵，耗费大量财力，并联合布尔人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佩迪人的大部分土地，被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占去，而不得不到矿上出卖劳动力。

在1871—1875年间曾有30万非洲人男子到钻石矿干活，平均保持在1万人。金矿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1890年非洲人矿工共1.5万人，1893年达到2.9万人。葛佶：“种族主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见杨立华等编著《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p.5051.但是，劳动力短缺状况仍不断加剧。原因一是金矿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二是南非金矿石的含金量很低，因此需要大量的、而且是廉价的劳动力。由于英国1816年确定了金本位制，之后各国相继效仿。因此，南非金矿的利润主要不是来自供求关系所引起的价格变化，而是靠压低成本。而成本当中，主要是压低非洲人矿工的工资。

非洲人矿工基本上是非技术性的、一年为期的合同工；同时，非洲人没有和土地割断联系，生活来源的一部分仍靠农村的耕种和放牧，不断有大批非洲人离开矿区，因此非洲人劳动力对矿业的供应不稳定，矿业的大规模发展受到劳动力短缺的限制。为了解决劳工短缺问题，钻石矿使用大量犯人采矿。1873—1887年间，金伯利矿曾使用近7万犯人。同上文，p.32.对犯人劳工的管理手段，很多沿用对非洲人矿工的控制。但是非洲人有相对的人身自由，离矿而去的事情经常发生。于是，控制劳工供应的流动劳工制度，就成为南非矿业的主要用工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非洲人矿工住在兵营式的单身宿舍区，不能携带家属；非洲人矿工必须携带通行证（1895年制定通行证法）；合同期满前不得离去，否则为非法（1872年钻石矿的主仆法）；非洲人不能组织工会。这样，矿业资本家就可以压低非洲人矿工的工资，降低开采成本，靠大量廉价非洲劳工的血汗，牟取暴利。

白人资本和黑人劳工的矛盾，是南非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非洲人的“保留地”虽仍有传统农业，但其主要功能是为白人资本生产廉价劳动力，非洲人本身的发展完全被压抑。流动劳工制度使大量青壮年男子长期离家外出做工，农业多由妇女承担，也造成很多家庭破裂。非洲人社会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条件，完全服务于白人资本的需求。

钻石矿和金矿的技术工人，大多来自欧洲，主要是英国。他们有组织工会的传统，到南非后很早就组织白人工会，如1892年成立的威特沃特斯兰德矿雇员和技工工会。因此，矿主不敢任意压低白人矿工的工资。白人矿工的工资相当于黑人矿工所得的11倍。而且，矿主为白人矿工提供住房补贴。LeonardThompson,op.cit.,p.150.因此，从南非工业化的开始，工人阶级就被分裂为两部分，矿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最甚。

2.矿业对布尔人社会的冲击

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打破了业已形成的种族地域分布。自我封闭的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受到金矿资本的冲击，大量外部白人带着资本和技术涌入布尔人的领地，英语成为矿业的用语，英国文化在约翰内斯堡处于统治地位。和非洲人一样，布尔人也是被动地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技术，更无资本，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收入很低。因此，他们仍留恋农村生活，觉得在那里离上帝更近。由于此时土地扩张已近极限，布尔人中的无地者不得不进入城市谋生。布尔人既受到英国资本和英国文化的冲击，又遇到非洲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这对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布尔人，其自信心无疑遭到打击。布尔人的领袖们则担心城市生活会使布尔人抵挡不住英国文化的影响，失去民族特征。

布尔人所要求的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摆脱英国的控制和英国文化的影响。按照白人至上的信条，在布尔人共和国，任何非洲人都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对“非白人”的统治不能有丝毫松动。同时，布尔人共和国与矿业资本的利益冲突不断发生。因为当时以英国人为主的“外来人”男子，已相当于当地布尔人男子数。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8990,p.29;LeonardThompson,op.cit.,p.136.为了防止英国人在政治上扩大影响，德兰士瓦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来人”的选举权，规定在该共和国居住14年以上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

3.矿业发展与城市化

矿业推动了工业城市的兴起和城市人口的增长。

金伯利钻石城是南非第一个工业城市。在此以前，南非的城市大致为两类。一类是港口城市，如开普敦、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德班，由欧洲殖民者的定居点发展而成，是殖民行政当局所在地、商业中心和面向海外的窗口。另一类是由于布尔人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建立的城市，如布隆方丹和比勒托利亚。人口超过1000的城镇不到20个。人口聚集点大多为村镇。

钻石业的开发，使人口集中加快，到1874年，金伯利人口已达5万，仅次于殖民老城开普敦。WilsonandThompson,OxfordHistoryofSouthAfrica,Vol.Ⅱ,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172.金矿业的发展，很快形成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工业地区。到19世纪末，约翰内斯堡白人为7.5万（白人矿工为1.2万），金矿的非洲人矿工达10万人。LeonardThompson,op.cit.,p.120;ShulaMarksandRichardRathbone，ed.,IndustrialisationandSocialChangeinSouthAfrica,Longman1982,p.12.

矿业的发展也改变了开普殖民地的人口结构。非洲人到矿区务工并移居城市，使布尔人农场对非洲劳工的需求造成影响。非洲人大量进入开普殖民地北部的钻石矿区，改变了西开普地区的种族人口比例。兰德金矿地带和金融与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成为各种族聚集的场所，使布尔人在德兰士瓦人口中的比例大大下降，也形成了对布尔人的文化和心理冲击。布尔人担心，与非洲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会破坏种族界限。

19世纪后期南非矿业的开发，使非洲南端迅速进入西方工业化体系。但是，南非的工业化并不彻底，与之相伴随的始终有一个非洲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存在着一个处于控制地位，服务于白人资本的现代化经济，同时保留着一个为白人资本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态。因此，南非的经济结构具有殖民地的特征。


三、种族主义制度下白人利益主导的片面工业化

英国在南非的殖民统治，使英语白人在政治文化上逐渐占据优势，在经济上也居主导地位。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随着英国在南非政治上的影响日渐减少，英语白人在南非的政治势力也逐渐减弱。英语白人与宗主国的联系与认同，虽加强了其经济实力，但却妨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自主发展。但至今，英语白人在南非的经济和文化领域仍占有优势。由于阿非里卡人在白人中占多数，使得1910年以来的历届白人政府，都是阿非里卡人的政党执政。阿非里卡人依靠国家政权力量，逐渐在金融、工矿业得到发展，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英裔白人和阿非里卡人虽然存在文化差异和利益的冲突，但是在维护白人统治和利益，压制黑人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发展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主张。

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是以排斥和剥夺原住民族及其他“非白人”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特征，用来维护欧洲移民后裔和白人资本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控制。


（一）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20世纪初期，在英布战争结束后，英人与布尔人准备携手统治南非。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白人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保证了白人对南非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87%的土地归白人统治的南非，占人口3/4的非洲人被划归占国土13%的“黑人家园”。种族主义的劳工制度，以《土著劳工管理法》、《土著人法》（即《通行证法》）对黑人劳工的控制和剥削，禁止黑人组织工会。通过《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实行居住区域的种族隔离。同时，南非当局通过《非法组织法》、《紧急状态法规》和一系列安全法令，对黑人的反抗进行大规模镇压。

1.白人对政治权力的独占

1910年建立的南非联邦，仍然在英国殖民管辖之下。根据1909年的《南非法》，英王对南非联邦的立法和行政拥有最高权力，这些权力将延续到他的继承人（爱德华七世于1910年5月6日去世，乔治五世继位）。南非联邦仍是英帝国所属的一个自治领，其地位类似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的政府制度依照“英国宪法的原则”，英国总督是最高行政长官，立法的批准权在英国议会，英国政府对南非的行政也有干预的权力。这种状态直到1961年南非脱离英联邦，才完全结束。

《南非法》是一部种族主义的宪法，奠定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的基础，也开始了排斥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参与南非政治的历史。白人联邦的建立，遭到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反对。1912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建立，标志着非洲人争取政治平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形成全国性的阵线。

南非联邦建立后，白人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保证了白人对南非的政治统治、对南非土地和资源的占有，以及对黑人劳工的控制和剥削。

2.白人对土地资源占有的制度保证

到20世纪初统一的南非联邦建立之前，南非的土地及其丰富资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白人的资产。非洲人所剩的土地，即所谓的“非洲人保留地”总共约900万公顷，仅占南非领土的7.35%，而且是100多片互不相连的地块。南非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使白人对南非资源的占有得到制度的保证。除了1909年的《南非法》外，在土地占有方面最主要的立法是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和1936年的《土著人托管和土地法》。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土著人保留地”之外占有或购买土地。但是，非洲人农业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过度使用而退化严重，收获不足以糊口，更交不起各种苛捐杂税。大批非洲人被迫到保留地之外谋生。白人当局计划最终使“保留地”占到南非领土的12.7%左右，以此作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最终的土地划分。但是到1939年，非洲人保留地的面积仅达到南非土地的11.7%。因此，白人占有南非近90%的土地，而占人口3/4的黑人只拥有不到南非领土12%的土著人保留地。

在剥夺非洲人土地的同时，白人政府也通过立法，限制印度人占有土地和财产。开普省的“有色人”保留地，约有166.9万公顷（根据1909年《教会土地和公共保留地法》）。MurielHorrell,LegislationandRaceRelations,SouthAfricanInstituteofRaceRelations,Johannesburg1971,p.84.

3.种族主义的劳工制度——对黑人劳工的控制和剥削

人力资源的占有，是南非白人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条件之一。种族主义制度保证了白人资本在工矿业和农业经营过程中，可以廉价地获得黑人的劳动，使资本增殖的成本降到最低。

南非联邦之前，四个殖民地早已有各自的种族主义劳工法，如《主仆法》和《通行证法》等等。在此基础上，联邦政府于1911年制定了两个针对非洲人的劳工法——《土著劳工管理法》和《矿山和工厂法》。前者规定，中断雇用合同为非法行为，防止非洲工人特别是矿工的流失，保证了雇主的利益。《矿山和工厂法》是南非第一个照顾白人的职业保留法。该法规定，只允许白人从事技术性工作，尤其限制德兰士瓦省和奥兰治自由邦的“非白人”获得竞争技术性职业的证书。最初由矿业开始的照顾白人的职业保留政策，后来扩大到南非经济的各行各业。

南非矿业资本压低黑人矿工工资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引进邻国的非洲人劳工。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南非金矿公司的矿工当中70%左右是来自邻国的流动劳工。这是长期以来矿业公司压低矿工工资的条件之一。从1911—1971年，金矿业黑人矿工与白人矿工的工资之比平均为1∶14.6。到1974年莫桑比克独立之后，廉价劳动力供应受到威胁，同时南非国内黑人工人运动逐渐高涨，矿主不得不提高黑人矿工的工资。1975年金矿业黑人与白人工人工资之比降到1∶8.4。AlanHirsch，SeasonofhopeEconomicReformunderMandelaandMbeki,UniversityofKwaZuluNatalPress,2005,pp.1415.

同时，由于白人掌握了国家的政治行政资源，因此财政资源也完全被白人垄断。南非经济所带来收益的分配权力掌握在白人资本和白人政府手里。南非政府的财政主要用于白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黑人获得的社会分配仅仅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为了维护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占有，白人政府除了立法之外，还动用国家机器，保护白人的经济特权，镇压非洲人要求合法权利的抗争。


（二）英属南非联邦时期外需驱动的现代化

1.矿业继续引领南非经济发展

19世纪中期以前，南非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只有少量的商业。19世纪60年代钻石开采的兴起，以及随后金矿业的发展，改变了南非的经济社会形态，从一个农业社会迅速跨入工业化进程。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作为南非经济支柱的矿业，一直被几家私人公司垄断，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比尔斯钻石公司和金矿业的南非英美公司。钻石和黄金产业为白人积聚了巨额财富，南非矿业资本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矿业带动了南非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制造业的发展。到20世纪中期，南非在矿业加工，特别是冶炼和选矿技术方面增加投入，取得重要发展。最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南非矿产品出口的品种更为多样，成为除贵金属之外，战略矿产的最大出口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形成了更密切的联系，也增强了在西方世界的战略地位。

南非矿业的勘探和开采，经百余年的发展已形成完备的采、选、冶、炼和加工等全套现代矿业体系。南非具有世界规模的初级产品加工设备和能力，除黄金和铂产业之外，还包括碳钢、不锈钢和铝业。同时，矿业的下游加工业也有很大发展空间，提高当地铁、碳钢、不锈钢、铝、铂族金属和黄金产品的附加值。南非矿业的实力还体现在它高水平的矿业技术和专业化的生产经验，以及全面的矿业研究和开发活动。

南非的采矿机械、选矿技术设备、矿井通讯和安全保障技术、矿产品冶炼和加工技术等均名列世界前茅。其深井开采技术输出到南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南非矿业公司也已打入欧洲、拉美和非洲各国市场。

南非经济的支撑主要靠矿业，特别是占南非出口总值1/3的黄金产业。南非的黄金产量占整个西方世界的75%，一直是南非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南非矿业随着本地和国际需求以及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扩展和变化。矿业虽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相对降低，但是在南非经济中继续发挥重要基础作用，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提供就业的重要部门。利用矿产品出口换取的外汇，进口制成品，因此，缺乏发展国内制造业的激励，这是殖民地经济的特征。同时由于英联邦内部的优惠关税安排，使得南非的贸易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英联邦成员国内部。

南非矿业的开发，带动了农产品加工和相关工业的发展，但是直到19世纪末，南非的经济仍以农业和矿业为支柱。到20世纪初，南非的制造业主要是酿酒、制革、油烛制造等农产品加工业，满足国内市场需求。1910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89/90,p.423.直至20世纪20年代，南非制造业产品仍很大程度依靠进口，比如矿山机械、纺织服装等。

2.两次世界大战对南非工业发展的推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的制造业第一次取得大的发展。兰德矿区的制造企业增加一倍多，从862家发展到1763家，非矿业工人增加50%，达到9万人。ShulaMarksandRichardRathbone,IndustrialisationandSocialChangeinSouthAfrica,Longman,1982,p.3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参加盟军作战，并成为盟军弹药、食品、服装和战略矿产品的重要供应国。开普海上航线，成为盟军船队通往北非和亚洲战场的关键通道，由此南非的港口也得以繁荣。

20世纪40年代，南非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制造业产出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二战期间，由于外部供应的中断，而盟国的需求增加，南非当局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非的经济已经具备了加速发展的条件。交通基础设施、电力供应、钢铁工业，还有金融体系，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后，南非在铁路建设、大规模的电力和供水工程、制造业、矿产品加工和冶金行业、能源工业，都有大的投入和发展。

1930年，矿业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第一大部门；1945年，制造业第一次超过矿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50年代以后，超过GDP的20%。（详见下表）表1311920—1960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部门结构比例.

年份

行业192019251930193519401946—501951—551956—60农林渔21.720.214.013.712.115.816.513.3矿业19.416.017.219.520.611.612.013.3制造业7.17.79.210.711.618.020.120.3商业/金融业15.314.914.813.513.825.022.923.6其他36.541.244.842.641.929.628.529.5资料来源：南非官方年鉴1982，第342页。1948年以后，南非制造业的发展更快。在1950年代初期，南非制造业生产达到年均增长13%左右。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非的重工业得到巨大发展，特别为满足国内制造业发展的钢铁业行业成为增长的重点。南非制造业在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发展成为资本集中的产业。


（四）种族主义制度下的黑人经济社会状态

19世纪后期南非矿业的开发，使非洲南端迅速进入西方工业化体系。但是，南非的现代化并不彻底，与之相伴随的始终有一个被剥夺自主发展能力、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之外的非洲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存在着一个处于控制地位，服务于白人资本的现代化经济，同时保留着一个为白人资本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态。因此，南非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1.被剥夺了经商兴业权利的黑人

在南非矿业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黑人经济的发展受到种族主义政府制度化的压制和打击。在19世纪中叶南非矿业开发和相关工业兴起时期，非洲人面临新的商品经济的挑战，采取的是起而应对的姿态。非洲人抓住机会开办商店、经营矿业，并且进入商品农业领域。但是很快，非洲企业的发展势头遭到打压。白人殖民当局制定法律和规章，强行剥夺非洲人的商业所有权。当年开普殖民地总理塞西尔•罗得斯推动立法，破坏了东开普地区非洲人的商品化农业。其目的是在经济上削弱非洲人，从而迫使非洲人到白人的钻石和金矿出卖劳动力，以解决矿业劳动力短缺问题。

南非联邦1913年的《土地法》，禁止非洲人在土著人保留地之外拥有土地。而在保留地之内的土地为非洲传统村社所有，很难发展商品农业。非洲农民很多被迫到白人农场租种土地或出卖劳动力，但是后来也被排挤出白人农业。白人矿业公司如愿得到所需要的非洲人流动劳工，而白人农场主则得以垄断商品农业。

黑人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在1923年之前也受到白人地方政府的限制。1923年的《城市地区土著人法》则全面限制城镇定居的非洲人的迁移，规定他们必须居住在“土著人住区”，非洲人商贩只能在非洲人住区经商。在奥兰治自由邦，非洲人的商业活动完全被禁止，以保护白人商人的利益。AlanHirsch,SeasonofHopeEconomicReformunderMandelaandMbeki—ABriefHistoryofBlackPeopleinBusinessinSouthAfrica，2005,p.154.

同时，为了限制非洲人获得技能，当局还规定限制非洲人进入科学技术学校或科技工程大学。同时，在班图教育制度下，非洲人儿童享受不到义务教育，而且非洲人得不到技术培训。由此，把非洲人排斥在技术性工作之外，只从事低水平、低收入的下等工作，也没有就业保障，只能充当可以被任意解雇的流动劳工和往返劳工。南非工矿业100多年的发展，依靠的就是对黑人劳工的超经济剥削，这是今天南非财富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占南非人口3/4的黑人却与南非的财富无缘，与白人的经济地位有天壤之别。

2.不具备经济自立条件的黑人家园

面对非洲人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个改变不了的事实，国民党政府为了排除黑人的威胁，决定把“白人区”内的非洲人控制到白人经济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为了排除黑人的威胁，南非当局制定一系列控制城镇地区非洲人的法令，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通行证法》。1952年的《土著人法》，名为“取消通行证和调整证件法”，实则是更严格的通行证法。所有16岁以上的非洲人都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以备盘查，非洲人妇女第一次被强加这种限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非洲人，由于违反该法的种种规定而被关押。

尽管国民党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压迫黑人的种族隔离法令，但是它仍然不能排除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的恐惧。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抛出一个剥夺非洲人南非国籍的计划，即“班图斯坦”（后改称黑人家园）政策。1951年《班图权力法》和1959年《促进班图自治政府法》，是“班图斯坦”计划的两项基本法令。国民党政府的“班图斯坦”政策，否认南非是一个统一体，要把它分成白人的南非和若干个“黑人民族国家”。国民党政府既不承认非洲人在南非的公民权，也不承认非洲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它武断地把占南非人口75%的非洲人划归10个黑人家园。按照南非当局的计划，黑人家园要由自治到独立，成立各自的“民族国家”。某个黑人家园一旦宣布独立，划归该家园的非洲人即丧失了南非国籍，他们在白人区就成了外籍人，无权提出任何政治要求。南非50%以上的非洲人被驱赶到边远、贫瘠的“黑人家园”，土地不足、农业凋敝，黑人家园只能养活其人口的1/4。Star，Johannesburg,SouthAfrica，24Jan.,1976.根据南非政府班图事务和发展部的统计数字，1975—1976年度“黑人家园”财政收入的79%来自白人当局的拨款。“黑人家园”地方政府靠南非当局财政拨款度日，到80年代末“黑人家园”内收入仅为年岁入的1/3。RaceRelationsSurvey19888ApartheidTheFacts,InternationalDefenceandAidFundforSouthernAfrica,London1993,p.44.

限制黑人家园的工业发展，阻碍黑人企业的成长，是白人当局的既定政策。黑人家园收入主要靠流动劳工汇回的工资。黑人家园的人口过度拥挤和就业压力，造成大批成年男子流入白人区寻找工作。1970年，南非当局加紧推行黑人家园政策，从白人区驱逐黑人到10个黑人家园，同时大量黑人流入白人区寻找就业机会。

国民党政府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广大非洲人的反对，特别是城镇非洲人，反对归属于任何黑人家园，反对剥夺他们的南非国籍和他们在南非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同时，大多数黑人家园领导人都拒绝独立，在土地问题和南非国籍问题上不让步。

3.制造业的发展与非洲人城市化的加快

（1）南非工业化对非洲人劳工的依赖.

黑人家园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阻碍黑人的城市化进程，解除城镇黑人运动的威胁。几十年间，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控制黑人进入白人区。但是，南非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对黑人劳工的依赖却不断增长。制造业与矿业不同，它对劳工队伍的稳定和技术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因此，随着南非制造业的发展，对技术劳工的需求迅速增长。这一方面为阿非里卡人就业特别是技术性劳工的就业，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同时，非洲人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成为制造业工人，并成为永久性的城镇居民。随之，非洲人的城市化程度加速。

二战期间，由军需带动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使得劳动力需求激增。但是，战争期间大量白人应征参战，劳动力不足，熟练工人更加短缺，很多半技术性工作不得不向黑人开放。于是，非洲人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工厂，涌入城镇。到1946年，制造业工人中，非洲人占51%，非洲人城市人口已达230万，占非洲人总数的1/4，超过了当时南非白人的总和。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78,p.27;LeonardThompson,Op.cit.,p.178.

白人区内的非洲人1960年仅占南非非洲人的38%，到1970年占53%，增长到820万。Ibid.,p.465、p.466、p.417.白人区内每天还有100多万来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往返劳工”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78,p.28.。据1970年南非官方人口调查数字，在811万就业人员中，非洲人为570万，占70.3%，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占就业总数的81.4%。同年，在制造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254万工人中，非洲人占68.9%，达到175万，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共占84.5%。Star，Johannesburg,SouthAfrica,25September,198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非经济的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白人技术工人已供不应求，因此原先为白人保留的工种不得不向黑人开放。技术工人队伍中，黑人工人的比例迅速增长。

总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非政治变革之前，南非黑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被残酷地践踏了几个世纪。

（2）黑人工会运动的发展.

南非经济对黑人劳工的依赖虽然日益明显，但是黑人劳工被剥夺了平等待遇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分布在白人城镇外围的黑人城镇，成为黑人劳工的工棚，缺乏基本的交通、卫生、电力等基础设施，商业发展也受到限制。而且，由于黑人城镇是解放运动的主要支持基础，因此被南非军警严密管制。1924年的《工业调解法》规定了白人工会的权利，但是不承认非洲人工人的“雇员”资格，不准非洲人组织工会或举行罢工。二战期间，史末资（JanSmuts）政府出于国内稳定的需要，并受到国际社会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的舆论影响和压力，曾一度放松对非洲人的控制，放宽了就业和培训的“肤色壁垒”，提高了制造业非洲工人的工资。但是，黑人力量的增长引起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恐慌。战后，大批白人退伍军人加入劳工市场，使就业竞争更为激烈，排斥和限制黑人的主张在白人中甚为强烈。黑人工人的工资又降低到战前水平。JackandRaySimons,ClassandColourinSouthAfrica18501950,InternationalDefenceandAidFundforSouthernAfrica1983,p.555.

黑人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南非的繁荣，但是南非的发展并没有给黑人带来应有的好处，仍然是贫困和压迫。战后，食品短缺，生活费用上涨，再加上警察的欺压和繁重的税收，黑人工人的处境更遭。20世纪40年代，独立的非洲人工会纷纷成立，到1945年，非洲人工会成员已有15.8万，相当于当时工商业中非洲人工人的40%。非洲人工会掀起反对种族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从1939—1945年间，共发生罢工304次，参加罢工的黑人达5.8万人。KenLuckhardtandBrendaWall,TheHistoryofTheSouthAfricaCongressofTradeUnions,LawrenceandWishartLondon,1980,pp.61、63.南非黑人工会运动加入以非国大为主体、包括南非共产党的三方政治联盟，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70—80年代南非国内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最突出的是黑人工人运动的壮大。由于南非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技术工人短缺状况严重，资方呼吁南非政府取消阻碍经济发展的对黑人歧视、限制的法令；同时，黑人工人的罢工斗争对南非经济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南非当局不得不修改种族主义的劳工法。为了保持劳工队伍的稳定，把黑人工人运动纳入官方允许的轨道，南非当局于1979年5月通过了《工业调解修正法案》，承认非洲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取消原劳工法中有关黑人就业限制的规定，原先为白人保留的工种不得不向黑人开放。技术工人队伍中，黑人工人的比例迅速增长。到80年代中期，黑人工会组成两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南非工会大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共有会员近百万，成为黑人群众运动中最有组织、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掘墓人。

在黑人工会发展的同时，黑人学生、妇女、宗教界和黑人市民组织纷纷出现，在反对“三院制议会”的斗争中于1983年形成两个全国性的统一阵线。随着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非国大等解放组织在80年代后期注重加强与国内群众运动的联系，推动和指导群众斗争，开展对国内各阶层的工作。1985年，以黑人城镇为中心的群众斗争风暴掀起更大高潮。南非当局在1985年7月21日宣布对36个黑人城镇施行紧急状态法，但是局势仍不能控制。1986年6月12日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开进黑人城镇，在斗争最激烈的黑人城镇周围架起一人高的铁丝网进行封锁。1988年，南非当局取缔了近80个群众组织，包括白人青年反征兵组织。南非当局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形成前所未有的制裁南非的浪潮。西欧、北美各国公众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向本国政府和与南非有关系的公司、银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断绝与南非的经济关系。经济制裁使南非的对外贸易受到限制，争取外资和技术遇到困难。南非经济在80年代长期低增长，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黑人失业状况越来越严重，白人中的失业人数也在增加。同时，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浩大开支和武装侵略邻国的沉重负担，使南非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并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

南非当局的镇压不但没能阻止反对种族隔离群众运动的发展，而且随着种族矛盾的日渐激化，南非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南非经济越来越陷入困境，白人当中离心和思变倾向明显增加。对前途的思考和选择，20世纪80年代南非白人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白人民主运动，有明显的发展。1989年7月，一个庞大的115名白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与非国大的90人高级代表团会谈，就南非白人在南非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南非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已超出白人当局的控制，种族主义统治大势已去。在1979年修改种族主义的劳工法后，80年代中期白人当局在种族矛盾加剧的压力下，又取消了一些使用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法。1985年废除了禁止不同种族通婚和禁止不同种族间性关系的法律，1986年取消了《通行证法》。对广大黑人来说，这些让步已经太少太晚。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被压迫的黑人多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黑人多数的变化。广大黑人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白人政权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种族隔离制度已走到终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一）非国大对变革的思想和政策准备

20世纪80年代，在白人当局陷入内政外交困境的时候，非国大和黑人群众民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局势发展的主动权，采取了促进政治解决的方针。非国大在1988年拟订了“制宪纲领”，在国内的黑人组织和白人民主团体中讨论，为政治解决做准备。南非群众民主运动在1989年掀起大规模的蔑视种族隔离运动，号召黑人、白人一起冲击种族隔离制度。

1990年是南非政治发展的转折点。2月2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FWdeKlerk）在议会开幕时宣布，取消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等组织的禁令；释放由于参加这些组织而被关押的人；部分地解除紧急状态；撤销对33个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限制，并宣布将无条件释放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南非政治进入对话和谈判阶段。

南非由种族隔离制度向种族平等的民主制度转变，是一个深刻的、内容广泛的、长期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政治权力的转变，随之，将有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变化。

对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黑人的期望很高，白人的担心很重，关键是如何找到共同接受的权利分配原则和解决办法。正如曼德拉1989年在狱中写给当时的白人总统博塔的信里所指出的，“政府和非国大将面对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协调这两种立场。只有双方都愿意做出让步，才能取得一致”“TheMandeladocument:adocumentpresentedbyNelsonMandelatoP.W.BothainJuly1989”.PrintedbytheANC,Jan.1990.。

非国大在结束流亡回到国内之后，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政策，统一解放运动内部的思想，同时向南非大众表明该组织对未来南非国家的构想。从1992年初到1994年初的多党谈判过程中，非国大公布的政策文件包括，有关谈判的战略立场；准备治理国家；非国大对民主南非的指导方针；新南非的公民权利法案；恢复土地权利政策；非国大的区域政策草案；国家文化政策草案；妇女有效平等宪章。对新南非的建设构想，非国大制定了《重建与发展规划》（The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me,RDP）。


（二）多党谈判确定统一、民主和平等原则

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向种族平等的民主制度的多党制宪谈判于1991年底开始。南非在政治解决进程中，虽然暴力流血事件不止，但是冲突基本是局部的，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动荡，也没有发生武装力量之间的对抗。参加多党制宪谈判会议的21个政党和组织，经过三年艰难的讨价还价，最终对南非的未来发展形成共识——建立不分种族、无性别歧视、民主、平等的制度，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1993年11月通过《过渡宪法法案》。1993年12月22日，南非议会通过这部临时宪法——《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1993年）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Act200of1993.，标志着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的废除。

1993年《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是过渡阶段的临时宪法，未来南非新宪法的最后文本，由大选后产生的制宪议会制定和通过。临时宪法为南非的稳定过渡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主要目标是在政治上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使各种族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权利。

临时宪法所包含的制宪原则，对制订新宪法具有约束力。这些原则主要包括：（1）所有南非人拥有统一的国籍；（2）建立一个民主制宪的主权国家；（3）男女平等，各种族平等；（4）规定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法案；（5）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6）建立全国团结政府；（7）全国划分为九个省，各省具有一定的立宪和行政权力；（８）制宪议会负责起草和通过最终的宪法；（9）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包括一个宪法法庭。该法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对土地实行有偿收买政策。临时宪法体现了南非的多种族、多部族和多样文化、多种利益要求的特点，如官方语言即有11种，都有平等的使用和发展的权利。

行政区划的调整和统一。按照1993年临时宪法的规定，南非改变了原来的四个省、10个黑人家园的行政区划，重新划分为九个省：东开普省、北开普省、西开普省、西北省、奥兰治自由邦（现改为自由邦）、夸祖鲁纳塔尔省、比勒陀利亚—威特沃特斯兰德—韦里尼京省（现改为豪腾省）、东德兰士瓦省（现改为姆普马兰加省）和北德兰士瓦省（后改为北方省，现名为林波波省）。

依据新的行政区划，组织全国大选。临时宪法规定，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组成。国民议会的400名议员，200名出自各党全国候选人名单，其余200名由各党的地区候选人中产生，两部分均按大选中各党所得选票比例组成。参议院由每个省／地区各出10名议员，通过按比例代表制组成的省／地区立宪机构选举产生。多党谈判会议在1993年7月初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大选日期。

1994年南非如期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赢得63%的选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国民党居第二位，得票率为20%，因卡塔自由党赢得10.7%的选票。根据选举结果，按照临时宪法规定的比例代表制和分享权力的原则，组成议会和全国团结政府。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新南非第一任总统。


（三）政治现代化的起点：平等民主的宪政体制

南非旧制度下，国家统计数据从1970年代后期，不包括黑人家园，因此统计数据是片面的不完整的。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建立民族平等的新制度以来，先后在1996年、2001年和2010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为纠正南非旧制度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种族分割，在资源和发展机会方面的种族歧视，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提供了依据。新南非要构建的是涵盖全体人民的国家，包容和共享是区别于旧制度的最鲜明特征，而保障包容和共享的是它的宪法和依据宪法建立的新体制。

1994年以非国大为主导的全国团结政府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两年内制定新宪法，以取代1993年的临时宪法，为新体制的巩固奠定法律基础。从历时两年的制宪进程来看，谋求和解与稳定是南非政治发展的主流。1996年5月制宪议会就《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达成一致。5月8日南非议会以421票赞成、2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了《南非共和国宪法》（1996年第108号法令）。南非新的宪政体制的确立，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种族歧视和排斥，开始建设统一、民主、多元的国家。这是南非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起点。

1.坚持国家统一原则

南非真正意义的国家统一始于1994年。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虽然有疆界的统一，但没有政治的统一。1948年后则进一步实行地域的分割，即黑人家园政策。1994年才实现政治统一的历史任务。经过近两年制宪谈判而制定的1996年南非新宪法，标志着政治统一的确立。新宪法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Act108of1996,asadoptedon8May1996andamendedon11October1996bytheConstitutionalAssembly.第一章第1条对南非共和国国体的界定指明：南非共和国是统一的、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

宪法序言所申明的宪法宗旨是：（1）治愈过去的分裂，建立一个基于民主价值、社会公正和基本人权的社会；（2）改善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解放每一个人的潜力；（3）为民主和开放的社会奠定基础，在这个社会中，政府根据人民的意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4）建设一个统一民主的南非，使其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主权国家的应有地位。

建立国家所遵循的价值包括，（1）人的尊严，实现平等和促进人权和自由；（2）没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3）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实行法制；（4）成年人普遍选举权，全国统一的选民名册，定期选举，多党制民主政府，确保负责、应答和公开。

对于公民资格，宪法第3条规定，实行统一的公民权；所有公民平等享受公民资格赋予的权利和利益，并平等地承担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南非实行全国统一的政府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各级立法、执法、司法权力机构相互独立。南非宪法第3章对各级政府的运作原则规定，各级政府和国家机构必须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维护共和国的不可分割性；必须保障全国人民的幸福。

2.保障基本人权

南非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基本人权，共33条。宪法法院保护这些权利，并判定政府的行为是否与相关的宪法条款相符。基本人权条款的修订须经国民议会2/3多数和省务院九省中至少六省通过。

基本人权一章明确规定保障公民权利、人格尊严、平等和自由的民主价值，适用于一切法律并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该章详细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人格尊严权、生命权、自由与人身安全权、不受奴役与强制劳动权、隐私权、宗教信仰与观念自由权、言论自由权、集会示威请愿权、结社权、政治权利、公民权、行动及居住自由权、择业自主权、劳动权、享受无害环境权、财产权南非1996年宪法对公民财产权利的规定见第1章第25条：除非依据普遍适用的法律，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并给予赔偿之外，任何人的财产不可被剥夺，任何法律不可强制剥夺财产。、住房权、享受医疗食物水及社会保障权、儿童权益、受教育权、语言与文化自择权、社区受保护权、获取信息权、公正管理与被管理行为权、诉讼权、被诉被拘者权等一系列权利。

其中平等权作为首要基本权利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采取立法等措施保证并促进公民充分均等地享有一切权利与自由，保护公民在种族、性别、孕育、婚姻、民族与社会血统、肤色、性倾向、年龄、残疾、宗教、意识、信仰、文化、语言和出身等方面不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政治权利指公民的政治选择自由，包括组建政党、参加或受雇于政党、从事竞选活动，参与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等。人权法案对上述各项权利的限制行为作了严格规定，特别单列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规定，以防人权因此受到侵害。任何法律不得与该法案相抵触。

3.承认多样性，照顾少数的利益

承认多样性，主要指民族文化的多元和政治的多元。对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南非新宪法有专门条款保障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的自由，包括生活方式、政治取向、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

宪法第一章第6款关于语言的规定，明确11种语言为官方语言。考虑到历史上对原住民族的语言很少使用而造成的现状，国家要采取实际的积极措施以提高这些语言的地位并推进其使用。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必须使用至少两种官方语言。为了推动南非各族语言的发展，宪法第一章第5条第5款规定，全国立法机构成立“泛南非语言董事会”。其目的是为11种官方语言，以及科伊、纳马和桑人的传统语言和手语的发展创造条件，并尊重所有南非人口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

宪法第二章基本人权第15条规定保证宗教、信仰和主张的自由，但是同时规定宗教活动必须遵循自由和自愿原则，必须符合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宪法第十四章第235款对自治问题有专门的规定：南非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治权利，已在宪法中明确，但是并不排除在这个权利的框架内，承认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治权利的概念，这个群体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自治可以在南非共和国领土范围内，或者由国家立法机构确定的其他方式。

南非政治过渡时期国家统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白人（阿非里卡人）保守势力要求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因卡塔自由党代表的祖鲁族传统势力要求实行联邦制。1993年临时宪法第11A章对传统领导人问题和阿非里卡人“民族国家”诉求规定了法律上的安排。二者最终没有抵制1994年大选，放弃了对单一制统一国家的挑战。

新政府建立后，制定了《民族国家理事会法》（Act30of1994），使按照临时宪法成立的阿非里卡人“民族国家理事会”(VolkstaatCouncil)成为正式的法定机构，其职责是向政府提供有关“阿非里卡人家园”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尽管该理事会在1996年初也并没有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HendrikW.vanderMerweandThomasJ.Johnson,“Resitutioninsouthafricaandtheaccomodationofanafrianerethnicminority”,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PeaceStudies,July1997,http://www.gmu.edu/acdemic/ijps/vol22/merwe.htm.，1996年南非新宪法仍然保留了有关阿非里卡人对“民族国家”问题继续探求的条款。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no.108of1996,Schedule6TransitionalArrangements20(5a).http://www.info.gov.za/documents/constitution/1996/a10896.pdf.

4.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南非宪政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其多党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与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执政联盟内部，特别是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政府政策的监督和批评；二是来自反对党在议会的监督和压力；三是公众（包括媒体）的监督。

为了保证执政的透明、公正、尽责，根据宪法第十章对行政管理基本价值和原则的规定，政府必须向公众提供及时、易于理解和准确的信息。为此，南非制定有《促进获得信息法》(Act2of2000)、《促进行政公正法》(Act3of2000)。根据宪法成立的“公共事务委员会”具有独立的不受行政干扰的地位，负责在政府部门推动宪法的价值和原则，调查、监督和评估公共管理部门和公务人员的行为。

南非议会的“道德和议员利益联合委员会”颁布了议员《行为准则》和议员工资外收入来源的公布制度。公布的内容包括：股票和其他金融收益，议会外有偿兼职，咨询和律师聘用费，赞助，旅行，土地和财产，礼品和款待，津贴和补助等。

公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受到政府的鼓励。主要措施有：改进检举错误行为的途径，保护揭发内幕的人员和证据，设立举报热线。2001年生效的《保护揭发法》（Act26of2000）以立法的手段保护揭发者，并规定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雇员举报其雇主或其他雇员的非法或不规范行为的程序。

新闻媒体的监督很突出。根据1996年南非宪法的权利法案，人人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新闻和其他媒体有接收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南非新闻媒体是揭发和跟踪腐败事件的重要非官方来源，政府对媒体揭露各级官员的腐败没有限制。但是根据南非宪法第二章的规定，自由表达不包括：宣传战争、暴力、鼓吹种族、性别、宗教仇恨等危害性煽动。

南非宪法以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和保障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为特征，与种族歧视的旧宪法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之一，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当然，南非的种族隔阂、利益冲突依然存在。


五、新南非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与包容性现代化

（一）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

南非的政治变革，是对立双方谈判与妥协的产物。因此，南非的经济变革不是所有制性质的革命，而是资源分配的调整。除了通过立法废除一切种族歧视性质的法规之外，新政府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财政政策和扶助黑人的相关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纠正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经济不平等。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南非在成功实现政治变革的同时，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对旧制度造成的种族之间资源占有和经济收入的巨大悬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建设公正的社会，改善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

1.经济稳定过渡、平衡发展

公民合法财产权利得到宪法保障。南非新制度下，各族群享受平等的权利。在平等的政治权利之外，还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中包括宪法规定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利，经商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组织和加入工会和商会的权利，享受无害环境的权利，受教育权，使用语言和选择文化生活的权利，财产权利等等。

有关财产权利，南非宪法第二章的相关规定包括：除非符合一般适用的法律条款，任何人的财产不可被剥夺，任何法律都不准许强制剥夺财产。只有依据一般适用的法律条款，财产才可能被征用，包括：为了公共目的和利益，符合赔偿规定，即相关的赔偿金额、时间和赔付方式得到相关方的同意或得到法院的裁决或批准。因此南非公民的合法财产得到宪法的保护。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1994年非国大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后，面临如何处理种族间经济地位悬殊、满足广大黑人基本生活需求，与创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以加快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新政府在稳定经济过渡的同时，实行扶持黑人经济发展和改善黑人社会经济条件的政策，即《重建和发展计划》(RDP)RDP—“WhitePaperOn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SouthAfricanGovernmentStrategyFor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September1994.。但是面对超过30%的失业率，南非迫切需要吸引投资，增加就业。非国大政府很快调整了经济政策，1996年制定《增长、就业和再分配——宏观经济战略》(GEAR)“Gear—Growth,EmploymentandRedistributionAMACROECONOMICSTRATEGY”,PublishedbytheDepartmentofFinance,RepublicofSouthAfrica,1996,www.treasury.gov.za/publications/other/gear/chapters.pdf.，强调增长优先、创造就业优先的发展规划，制定了更为现实的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

为了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南非新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在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百业待兴，信贷需求旺盛的形势下，坚持财政紧缩和货币从紧政策，以保持金融秩序的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南非政府自1994年以来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使南非经济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稳固的税收基础，并使公共债务保持在低水平。南非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行“三年中期开支框架”，即三年滚动预算，以保证公共财政的良好运行，削减政府开支，改进国内储蓄，降低通货膨胀。

为了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南非政府在2006年初提出《加速和共享增长计划》SharedGrowthInitiativeforSouthAfrica(ASGISA)1996.，计划在2005—2010年间实现4.5%的经济增长率，在2010—2014年间，经济增长达到6%。为此政府提出了投资3700亿兰特（约合600亿美元，2006年1月汇率1美元=6.08兰特）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电力、交通、水利工程等。

南非经济在近几年呈现良好发展，2008年全行业营业总额同比增长19.9%，达到49409亿兰特P0021AnnualFinancialstatesticsAFS2008,StatsOnlinewww.statssa.gov.za.，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8年达到5685美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见http://en.wikipedia.org/list_of_countries_by_gdp/。，减贫也取得很大进展。根据南非2009年发展指数报告，南非经济在近几年的持续增长，带动了就业的上升，2003年3月到2009年3月，创造就业机会230万个，总失业率也从31.2%下降到23.5%。http://www.info.gov.za/speeches/2009/09092512551001.ht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南非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南非政府在稳定经济方面取得可观的进展，并奠定了经济取得更高增长的基础。公共财政得到有效的加强，通货膨胀得到坚决的控制，实际利率降低，负债状况得到改善。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使南非经济更具有竞争力。IMF，“SouthAfricaStaffReportforthe2004”，ArticleIVConsultation2004/08/12.

2.扶助黑人经济发展

南非的经济变革，除了通过立法废除一切种族歧视性质的法规之外，主要手段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扶助黑人的相关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纠正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南非政府历年财政预算中用于贫困群体的公共服务开支不断增加。

为了纠正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在生产资料与发展机会（就业、教育）方面的剥夺，新南非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就业平等行动》(AffirmativeAction)和《基础广泛的增强黑人经济法》（BroadBasedBlackEconomicEmpowermentAct(BEE),No.53,2003）等法规，以推动并帮助黑人增加就业，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目的不仅是改善黑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而且要“使所有权和管理结构的种族构成实现实质性的变化”。南非政府的立场是，南非经济长期未能达到其发展的潜力，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收入和创造收入的水平太低；人口的多数能否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关系到南非整个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支持黑人兴业。根据《基础广泛的增强黑人经济法》等鼓励黑人兴办企业的法规，南非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以下目标的实现：（1）促进经济改革，以使黑人能够有实质意义地参与经济活动。（2）使所有权和管理结构的种族构成实现实质性的变化。（3）扩大社区、工人、合作社和其他集体企业拥有和管理现有和新办企业的程度，增加其获得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的机会。（4）扩大黑人妇女拥有和管理现有和新办企业的程度，以及获得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的机会。（5）推动投资项目以使黑人参与基础广泛和有意义的经济活动，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普遍的繁荣。（6）通过获得经济活动能力、土地、基础设施、所有权和技术，来帮助农村和基层社区。（7）为支持黑人经济发展争取资金。

黑人中产阶级的成长，是1994年以来南非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根据南非贸易和工业部的数字，2004年黑人在企业主中已经占到10%，在技术人员中已经占到15%。黑人中最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30%。“SouthAfricasmiddleclassyoung,blackanddrivingaBMW”，RoryCarrollinJohannesburgTuesdayApril13,2004，TheGuardian.南非百万美元富翁数量2004年达到3.7万人。根据2005年世界财富报告，南非占非洲7.5万个百万美元富翁的一半以上。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6%为黑人拥有。BusinessDay(Johannesburg)March29,2007.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黑人企业的兴起，投资收入占南非人口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90年为7%，2003年上升为35%。在消费人群的种族构成方面，黑人在南非450万高收入者当中，约占40%（2004年）。BusinessDay(Johannesburg)，Nov.11,2004.

扩大黑人就业。种族隔离时期，政府对白人实行就业保留政策（即为白人保留工资收入高的就业机会），限制黑人从事技术性工作。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政策，黑人在教育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就业困难，失业比例高，与白人工人的工资差距很大。解决高失业率问题，特别是黑人群体的结构性失业，是南非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挑战。

新南非政府在探讨一系列干预政策，以提高就业的增长，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依照南非相关的平等就业法规，单位（主要是公共部门）雇员比例要逐渐反映南非的种族构成。同时，宪法对旧政府的白人公务员的权益有保护条款，不能随便辞退。根据南非官方统计，黑人在公共服务部门管理人员中的比例有明显增长。根据南非官方统计，黑人在公共服务部门管理人员中的比例有明显增长：1994年为6%（不包括前黑人家园）SouthAfricaOfficialYearBook1998,2000/2001.；到2003年，非洲人在各级公共部门雇员的比例占到72%。BusinessDay(SouthAfrcia)29May,2005.

除公共部门外，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私人部门创造。扩大就业是南非经济面临的最紧迫挑战，特别是帮助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劳动力知识技术素质的提高，是改变南非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措施。南非在教育和培训领域有大量的财政投入，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8%，政府多年对教育的投入，使得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达到89%（2008年）。南非政府2005—2010年的技术开发战略，拨款共219亿兰特。为了实现平等就业的目标，该战略要求技术培训的受益者当中84%为黑人，54%为妇女，4%为残疾人。政府的目标是通过技术培训，到2014年使南非的失业率降低一半。南非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技术、管理人员短缺问题，除了继续加强专业技术的教育投入之外，政府也要求企业承担技术培训的任务。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监控和劳动力数据库建设。2010年，南非政府提出三年内拨款520亿兰特，用于创造就业。18February2010BusinessDay,http://allafrica.com/stories/printable/201002180503.html.

近年来，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包括会计、律师、信息技术、医药业），合格的黑人专业人员比例有大幅度增长。目前南非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南非的跨国公司，虽然都安排了有政治和专业背景的黑人进入高级管理层，但是白人在私人企业和科教机构的高层管理和专业人员中仍占控制地位。白人虽然占人口比例不到10%，但是占高级官员和经理人员的55.7%；而占人口3/4的非洲黑人，只占27%。黑人就业人员中大多从事初级的工作，占黑人就业人员总数的34%，占南非全国初等就业人员的82%。（2001年南非人口调查数据）而且黑人的失业率（30.7%）高于全国失业率（25.6%），白人失业率为4.7%。200603LabourForceSurveyStatisticsSouthAfricaP0210xviFigure8.

南非旧制度造成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更为加剧。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南非在2011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只有小幅下降，由25.7%降至25%。祖马总统承认，创造就业的目标没有达到。http://www.fin24.com/Economy/Zumaadmitsjobstargetwontbemet20111110.表1322001年南非人口调查各种族就业情况.

种族

职业非洲黑人有色人印度裔/亚裔白人总计国会议员/高官/经理1395094220246591287087515389专业人员2415784759948192331094668463技术员/助理专业人员48673110180048762282481919774办事员479146158679836143262601047699服务员/售货员63199910363748453193497977587农业和渔业技术工人19172030207154544638268110手艺人及相关行业工人809756157292407321571931164973工厂/机器操作装配人员674066977253307339369844233初等职业208126838553621078520602539942不确定3800568271624891149931637593总计6115829120739339693118636109583762资料来源：StatisticsSouthAfrica,Census2001,CensusinBrief,Table2.32,p.59.表133南非失业率及各种族比例.

种族

职业2001/032002/032003/032004/032005/032006/03非洲黑人31.135.237.334.231.630.7有色人21.224.122.418.019.818.9印度人/亚洲人16.720.122.416.518.011.2白人6.96.56.54.95.14.7平均失业率26.429.731.227.926.525.6资料来源：SALabourForceSurvey,March2006,StatisticsSouthAfricaP0210xviFigure8.3覆盖全民的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政策

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致包括两部分内容，即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是政府通过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在财政预算安排中对贫困和弱势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救助金，目的在于减缓贫困，是为实现社会公平目的而实行的强制性手段。社会保险是包括承保人个人贡献部分的社会保险制度，基本由商业性保险公司运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国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商业性社会保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社会救助所占的相关比例。“SocialAssistanceSchemeAcrosstheWorldEligibilityConditionsandBenefits”,p.3,WorldBank2009.

南非是非洲最强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以白人群体为主的社会保险业比较发达，而广大黑人群体，由于就业率低、收入水平低，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很低，同时社会救助制度具有种族歧视性质。

1994年南非实现种族平等的民主变革，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应改革。新制度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一是以宪法和相关立法为依据，二是不分种族和区域的全民覆盖，三是社会救助在国民收入和财政预算中比例比较高。南非政府社会救助金占政府预算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甚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根据《南非社会保障机构法》（2004）的规定，2006年建立了南非社会保障局，作为法人，统一管理全国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是全国唯一的负责社会救助金管理和发放的政府代理机构。各省、市都设立相应的管理和执行部门和机构，负责社会救助工作。

南非选择的社会福利是“普救式”与“选择式”并存的模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取向。这与执政的非国大的社会发展理念与目标有关。1994年以来，南非政府财政预算当中，社会服务部门支出始终高于总预算的50%。社会救助拨款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也有上升。2004年南非社会救助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约为4.5%。SouthAfricaDepartmentofSocialDevelopment,SocialSecurityExpenditureinSouthAfrica:“SocialBudget”,20041205.到2007/2008年度，社会救助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7.39%，约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5%。Budget2007ataglance，http://www.treasury.gov.za/。表134南非社会救助类别和每月补助金额.

时间

补助项目2005/04/012006/04/012009/04/01老年补助780兰特820兰特1010兰特残疾人补助780兰特820兰特1010兰特助学金170兰特758兰特240兰特解放战争老战士补助758兰特590兰特1030兰特寄养儿童补助560兰特820兰特680兰特赡养子女的贫困家庭补助780兰特190兰特1010兰特儿童抚养补贴180兰特170兰特240兰特资料来源：SouthAfricaDepartmentofSocialDevelopment.根据南非官方年鉴2005/06，2006/07社会发展章节数据编制。2009年数据来自南非政府社会发展部网站http://www.sassa.gov.za/ABOUTSOCIALGRANTS/GRANTAMOUNT652.aspx南非的社会救济占个人可支配收入1990年为5%，2003年增加到7%。BusinessDay(SouthAfrica),17November2004.社会补助款项占南非20%最贫困家庭收入的1/2以上，2001—2006年间增长一倍。SouthAfricaYearbook2006/07.2009年全国家庭户数1101.3万个。GeneralHouseholdSurvey2009,conductedbyStatisticsSouthAfricap.0318.其中有工资收入的家庭占63.5%，得到至少一项政府社会救助的家庭占43.7%；2010年1月，南非接受政府社会救助金的人口达到1302.6万人SouthAfricaYearbook2010/11,SocialDevelopment，p.446.；占全国人口的28.3%。其中非洲人占31.6%，有色人占21.8%，印度裔人占14.6%，白人占9.8%。《2009年家庭经济情况普查》数据。

对贫困人口的救助制度，是非国大政府根据历史形成的广大黑人缺乏基本的生存手段而确定的政策。1994年以来历年财政预算中用于贫困群体的公共服务开支不断增加，教育、公共卫生、福利和社会服务项目占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成为缓解贫困，特别是广大黑人的贫困状况的主要措施。

南非社会救助制度与世界水平相比，在救助金占GDP比例和受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甚至可与发达国家媲美。然而，南非财政收入支持大范围社会救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引起舆论和学界的讨论。祖马总统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南非“正在建设发展型的国家而不是福利型国家，因此社会救助要与经济活动和社区发展相联系，长期的目标是能够使受益者逐渐自力更生”http://www.info.gov.za/events/2011/sona/sona_in_numbers.htm.。


（二）经济改革与全面现代化

南非的变革，实现了政治稳定与民族和解，给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随着南非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的空前开拓，带来南非制造业和科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随之发展变化。当前，矿业仍然是南非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但是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经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增大。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种族隔离制度下受歧视的族群，是新政府发展经济规划的目标。

当前世界经济的衰退对南非经济的影响，增加了南非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紧迫性。政府投资政策导向以提高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提高南非产品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通过长期努力加强工业化进程，并向知识型经济转变。但是，这不仅需要财政的支持和投入，更有赖于私人部门扩大投资。南非政府将继续保持谨慎的宏观政策，通过保持较低和稳定的物价和利率，有竞争力的实际汇率，支持金融稳定的措施和政策，推动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增加就业。

1.提升工业化水平和竞争力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走势渐强南非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增长开始于2002年，在2004年呈现突破性水平。南非投资的三大来源是国内私人部门、政府财政投资、外国投资，近年来都有增长。投资环境虽然仍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国际因素，但经济分析家认为，南非具备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其中包括利率较低、通货膨胀率低、消费需求旺盛，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新投资的需求。南非的经济增长出现国内需求驱动的新动向。BusinessDay(Johannesburg),20041215.

近年来，南非的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同时，以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带动的大型投资项目还会带动更多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并带动就业增长。与1994—2003年间投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自动化程度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不同，当前的投资热也着眼于本国消费需求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国内公司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显示了对南非投资环境持续看好的信心，这也会对潜在的外国投资者产生积极影响。

公共部门的国有企业也有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比如南非电力公司（Eskom）和南非交通公司（Transnet）准备投资1650亿兰特，用于改善南非的基础设施。南非政府在2006年初提出《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计划在2005—2010年间实现4.5%的经济增长率。为此政府提出了投资3700亿兰特（约合600亿美元）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电力、交通、水利工程等。南非为承办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从2006年开始投入150多亿兰特用于改善体育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2005—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均超过5%。增长主要由国内需求驱动，其中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突出。SouthAfricaTreasury2009BudgetReview,p.21;2010BudgetReview,p.19.总固定资产形成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6%，2008年上升到23.2%。http://www.info.gov.za/speeches/2009/09092512551001.htm.

南非政府为应对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台一系列稳定经济，保护就业的措施。政府财政的应对之策是增加开支，并大幅度降低利率。政府的长期发展战略是着眼于解决经济持续的增长和提高就业。政策调整主要是实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鼓励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根据南非2009/10年度指南，南非国家财政部的财政政策和预算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维护，使更多人参与经济活动，改进社会服务的质量，支持政府的“促进和分享增长计划”。

矿业的改革1994年新南非政府成立后，矿业的发展目标是使矿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继续成为南非有活力的生产和金融基地，在国际矿业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南非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南非矿业开始结构改革和公司结构合理化的进程。改革的重点是确定赋予黑人经济权利的政策和计划，保障国民参与矿业开发的平等权利，使矿业造福整个社会；其次是关注矿业的可持续发展，规范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南非政府规范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利管理的法律，是2002年制订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开发法》（Act28of2002）。该法于2004年5月公布，2005年5月生效。这项法律承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主权和管理权，规定对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主要是黑人）得到平等利用矿产资源的机会，得到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经济福利，以及土地使用权的保障。根据该项法律，建立了全国矿业促进体系。这个在线服务体系为矿业能源部改进矿业注册管理、促进投资、开采权注册提供了便利。SouthAfricaYearbook2005/06Chapter16Minerals,energyandgeology.

矿业国有化问题是南非的热门和敏感议题。虽然政府一再申明矿业不会实行全盘国有化，也有主张政府应该在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矿产种类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持有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以及对矿业的高额利润征税。2012年底非洲国民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对相关经济政策将会有激烈的辩论，并提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战略。

随着南非矿业公司向国际领域的开拓与并购，近年来南非的矿业跨国公司向着更加集中化、大型化和国际化转变。目前，南非的巨型矿业公司主要有盎格鲁铂金公司（AngloPlatinum）、盎格鲁黄金公司（AngloGold）、德比尔斯公司（DeBeers）、康姆巴资源公司（KumbaResources）、戈德费尔德公司（GoldField）、伊姆帕拉铂金公司（ImpalaPlatinum）、米塔尔钢铁公司（MittalSteelSouthAfrica,前伊思科钢铁公司Iscor）等。SouthAfricaYearbook2003/04,Chapter16MineralsandEnergy;SouthAfricaChamberofMines;参见中国驻南非使馆网站。

南非的矿产资源得天独厚，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会逐渐减少以致枯竭。以黄金为例：南非黄金产量截止1985年一直占世界产量的40%以上，2006年仍居世界首位，但是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比例降到10.8%。2009年南非黄金产量降到第5位，占7.7%。南非黄金产量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上升，其中包括矿井深度加大，矿石含金量减少。2011年祖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南非的矿藏资源仍可以开采一个多世纪，并提出国家要看管好这些财富。http://www.info.gov.za/events/2011/sona/sona_in_numbers.htm.但是与其他资源富国一样，南非也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课题。

农业的改革南非农业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双重结构，分为主要由白人经营的发达的商品农业和非洲人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两部分。前“黑人家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落后，长期得不到发展，而且人口密度大，土地因过度耕作而退化。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新政府开始实施扶助小农场发展计划，旨在为刚刚进入商品农业领域的黑人提供服务。1995年，已有7万多个小农场发展起来。SouthAfricaYearbook1998,Chapter5Agriculture,p.77.第二个问题是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仍然严重，特别是干旱的威胁经常发生。

农业发展战略政府的农业政策与《重建和发展计划》的目标一致。1995年6月，南非政府公布《农业白皮书》，有关农业政策包括以下原则：

（1）为以前被排斥在农业资源之外的人提供更广阔的渠道；

（2）为刚开始从事农业的农户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使他们最终能成为独立经营的农场主；

（3）保持和发展现有商品农业部门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4）促进国家和家庭的食品安全；

（5）发展和支持市场体制，以形成国内的自由竞争，同时有助于南非农场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6）农业生产要以可持续利用农业和水利自然资源；

（7）发挥妇女和农业工人在农业中的作用；

（8）制定农业灾害管理政策，在制定生产和营销计划时要考虑到干旱这个自然灾害。

土地改革种族隔离制度下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特别是旧政府强制剥夺非洲人的土地，是新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1994年以来，南非实行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共180万公顷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137478户人家。到2002年政府规定的土地追索要求的最后期限为止，共接受6.9万份申诉，其中72%来自城市地区，28%来自农村地区。到2004年3月为止，共48825份申诉得到解决，810292公顷土地转给受益人。城市地区被强制搬迁的受害者的赔偿，主要是资金赔偿，共支付赔偿金12亿兰特。农村地区的赔偿主要形式是归还被侵占的土地。

2001年制定的《南非农业战略计划》，主要包括三项目标：平等进入和参与；国际竞争力和收益；可持续的资源管理。SouthAfricaYearbook2005/06,Chapter4Agriculture,p.74.南非农业和土地事务部的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意图是，为黑人商业农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农业发展战略和计划旨在帮助正在兴起的黑人农场，使它们有能力进入主流农业经济。在这个发展战略受益的人当中，除了新生的黑人商业农场主之外，还有很多是农业工人和佃户。

非国大政府把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列为五大优先发展项目之一，把促进非洲人聚居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列为农业开发的重点。

制造业的改革新制度下，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空前开拓，1994/95年度，南非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出现急剧增长，煤炭加工、有色金属、家具、制鞋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超过90%。但是南非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高，特别是长期经济制裁造成的设备落后，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http://www.photius.com/countries/south_africa/economy/south_africa_economy_manufacturing.html制造业面临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和竞争压力，使得缺乏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业出现收缩，而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如汽车业得到发展空间，制造业当中增长最强劲的是汽车和零部件生产。近年来，矿山机械、交通机器设备、汽车和电子机械等部门有明显的增长。Manufacturing,EIUcountryprofile2006SouthAfrica,pp.5253.南非制造业自2001年的增长趋势，在2003年受到兰特升值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影响，造成短暂的下滑。但是受到国内需求旺盛的拉动，制造业在2004年出现4.3%的增长，2005年小幅下降到3.4%，2006年上半年达到4.1%，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南非制造业生产在2009年创纪录下降12.9%之后，2010年逐渐恢复增长，2010年与2009年相比增长4.9%。SouthAfricaStatisticsP3041.2Manufacturing:ProductionandSalesDecember2010.

南非政府的产业政策调整的思路，是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发展和提高工业化程度，以提高南非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南非贸工部2010/11—2012/13产业政策行动计划2，旨在推动制造业投资向提高生产率和就业率方向发展。其中汽车生产和发展计划，以推动国内制造业和开发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产业部门为目标，将取代以前的汽车业发展计划，计划到2020年汽车年产量计划达到120万辆。http://www.info.gov.za/speech/DynamicAction?pageid=461&sid=21942&tid=44421/29Sep2011

南非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1990年增加到25.5%。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所下降，2005年为19.1%。AfricaEconomicOutlook,SouthAfrica,Figure3,AfDB/OECD2004;SA200607SouthAfricaataGlance,EditorsInc.近年来，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1/5左右。制造业产品出口仅占南非生产总值的10.7%，其中1/4左右销往非洲各国。近10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南非制造业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例增加。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例1999年为8.2%，2002年为5.1%。SouthAfricaDataProfile,TheWorldBankGroup,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database,August2004,file://M:\\1Ddocuments/1sa\\Economy\\GDPnationalAccounts\\Worldbank.

制造业是创造就业的重要部门，因此在政府发展战略中占重要位置。南非政府一方面推动制造业大型资本集中项目的发展，同时鼓励劳动密集型工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雇用人员占就业总数的18%，约140万人。SouthAricanFoundation,〈SouthAfrica1995〉,EditorsInc,p.78；SouthAfricaYearbook1994,p.194.到200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到173.7万，但是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下降到16.2%。从中可以看出南非总就业的增长。SouthAfricaLabourForceSurvey,September2006,TablesDandN.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南非政府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发展目标是改善黑人住区基础设施，提升全国运输能力，建设与周边邻国连接并贯通非洲的交通网络。

1994年新制度建立后，政府在改善黑人住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全国交通运输效率方面，制定了相关发展计划，并启动一系列大型建设项目。南非政府规范交通政策框架的法律主要是1999年的《南非运行战略》（MovingSouthAfricaStrategy1999）和2000年的《全国陆地交通过渡法》（NationalLandTransportTransitionAct2000）。南非政府交通方面的政策，主要是改进和扩大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对公共交通给予补贴，减少公共交通的成本。SouthAfricaYearbook2005/06Chapter22Transport.

南非政府在2004年10月提出投资1650亿兰特，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能源和交通。交通网络有限公司（Transnet）计划在五年内投入420亿兰特，以改变南非与国际相比运输成本偏高的状况，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投入，有助于增强南非经济发展的后劲。南非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安排包括：2010—2012三年预计对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8450亿兰特；拨给国家电力公司750亿兰特用于新发电厂建设和旧发电厂改造的投资。2011年投入26亿兰特，用于供水建设。优先地区包括林波波省、夸祖鲁纳塔尔省和东开普省。这些省份是以前的黑人家园比较集中的地区，饮水供给设施不足，整体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水库、风车以及灌溉系统进行修缮，对农田、牲畜和草场修建围栏加以保护。这些工程的实施，将提高粮食安全程度，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特别对农村地区的妇女就业提供帮助。同时，实施农村发展全面计划。

2新兴产业成为增长点

研究与开发（R&D）投入1994年以来，南非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空前开阔，带动南非制造业和科技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南非政府重视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1996年，南非政府建立创新基金。2002年，政府批准“全国研究与开发（R&D）战略”，目的之一就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特别是黑人科技人员的培养。SouthAfricaYearbook2003/04Chapter18ScienceandTechnology.近年来，南非的研发经费投入逐年增加。2001/02年度的研发投入为75亿兰特（约1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0.76%。2001—2005年间，南非企业研发投入年增长达到18.9%，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3.3%的研发投入年增长。到2008年，南非全国研发投入占当年GDP的0.92%，接近南非计划将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1%的目标。2008年南非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是，私人企业占58.6%，高等院校占19.9%，研究理事会占15.5%，政府约占6.2%。研发投入最高的前五个领域依次为：工程学、自然科学、医学、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文社会学。SourcefromHSRC(SA),SouthAfricasR&DProfile，SaccessInformationDay,Stockholm,17Mai,2011，ZoraidaMartinezRaciniInstitutdeRecherchepourleDéveloppement–IRD.全国共有全职研发人员3.1万人，其中39.7%为女性。南非研发活动经费的10.6%来自国外。http://www.southafrica.info/about/science/rnd180908.htm15Aug2012

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电信业是南非增长最快的产业。政府重视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关政策对该产业的革命化进展起到关键作用。

信息通信技术在企业的广泛应用不亚于美国和欧洲，政府和企业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投入居世界前列。SAITSpendRising,ITWeb(Johannesburg)2004/11/22.南非的几家大银行为了扩大在农村地区的业务，正在加大对卫星和移动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BusinessDay(Johannesburg)January27,2005.为了应对主办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挑战，南非大规模提升其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ITWeb(Johannesburg)October20,2004.南非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争取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矿业和开采业。

南非的电信技术市场在非洲最为发达。南非国家电信公司（Telkom，1991年建立）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是非洲最大的综合性一体化的电信公司。该公司在2003年实行部分私有化，寻求战略投资者，但是按照政府规定，股份的10%要出售给黑人。Telkom在2009年集团机构更新，分为国内部、国际部和信息数据部。2010年开始建立移动通信网络。目前，南非通信信息网络已经99.9%数字化。SouthAfricaYearbook2010/2011,Chapt.5,p.103.南非通信信息网络与东部非洲海底电缆连接，并参加《非洲增长新伙伴计划》（NEPAD）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南非电信业的其他公司包括沃达公司（Vodacom）、移动电话网公司（MTN）和无线电信公司（CellC）。南非信息通信业支出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⑤WorldBank•ICTataGlance，SouthAfric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forDevelopment2009,p.282.

南非移动通讯的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南非移动电话用户在总人口中占比2000年为19%，2005年增至65.4%，2007年上升到88.4%。⑤南非是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用户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2010年年中，共有360万移动电话用户使用手机上网。SouthAfricaYearbook2010/2011,Chapt.5,p.104.Vodacom公司是南非最大的移动电话供应商，占有58%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移动电话网公司MTN集团占32%；无线电信公司CellC占10%。

南非的互联网用户居非洲首位。截止2001年底，达到289万（15人当中有1人），2002年增到310万，2010年互联网用户达到500万，占总人口的10%。Ibid.,p.103.

南非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世界同步。据联合国的估计，非洲电子商务的营业额从2002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9亿美元，其中南非占88%，为61亿美元。网上采购和供应链的管理，有益于减少交易成本，改善与客户的关系，因此很多企业乐于采用电子交易。同时，南非多数大型金融机构、矿业公司、化工企业和制造业公司在全球开展业务，与国际经商方式接轨程度比较高。因此，南非已经建立一系列的市场网站，为各类公司服务。网上银行的使用，在南非很普遍，仅次于电子邮件的使用。南非几家最大的银行提供综合性的商务和个人网上服务业务，包括账目审查、汇兑、单据呈递和支付，以及各种现金和证券管理业务。

1998年的《国家信息技术代理法》（Act88of1998）在2002年通过修正案，准许代理机构建立电子服务辅助机构，并使该机构成为唯一向中央和省级政府提供信息技术产品和采购服务的代理。电子政务的建设也在进行。国家和地方政府网站的内容保持更新和全面，并不断推出新的服务项目，比如网上纳税、电子档案、南非税务局在线税收申报和缴纳等。南非13个大都市地区已经实行在线缴纳交通罚款。

清洁能源的开发是南非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南非政府2002年批准了可《再生能源白皮书》“PromotionofRenewableEnergyandCleanEnergyDevelopmentWhitePaper”:PartOne:PromotionofRenewableEnergy,23August2002.，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其中包括：生物燃料、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潮汛发电、太阳能发电开发等项目。南非矿业能源部与其他部门正在推广家庭太阳能利用、炉灶改造以充分利用能源等计划。

南非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份额不大，但是按照人均标准，南非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南非的电力供应系统被认为是世界最先进的，电费也属世界最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的发电量约为1670亿千瓦时，占整个非洲的1/2。高架输电线路长度为23.8万公里，地下电缆约6000公里。SouthAfricaataGlance,SA9697,pp.7273.21世纪初，南非电力消费达到1894亿千瓦时。SouthAfricaataGlance,SA200607,p.137.南非历史上形成电力生产过剩和过度消耗。南非政府在2005年批准《能源有效利用战略》，目标是到2015年能源利用率提高12%。能源有效利用战略包括国家电力公司Eskom对需求的管理，以及各大城市制定和实施的能源有效利用战略。南非32个大公司与矿业能源部和国家电力公司签订了能源效率准则，承诺实现该战略规定的目标。SouthAfricaYearbook2005/06Energyefficiency,p.464.

科技开发与国际合作南非的传统科技优势领域在矿业和农业。南非拥有从地质普查勘探到采、选、冶、炼和加工的完善矿业体系。采矿机械、选矿设备、矿井通信技术、矿产品冶炼和加工技术，以及矿井安全和生命保障系统，都居世界先进行列；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广泛；医学研究和应用也有优势。同时，南非在能源领域包括核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独特技术。

1994年以前，南非与国际科学界的接触十分有限。1994年成立民主政府后，南非大力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科技合作，把国际科技合作视为国家创新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6月，原艺文科技部就制定颁布了“双边国际科技合作政策”，明确规定了国际科技合作的目标和优先领域等。截至2006年，南非已同中、俄、美、英、法、印度等3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国科技部与南非科技部在2003年3月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双方愿意在交通、信息、航天、农业、矿业、医疗等领域开展交流及合作。参见杨立华主编列国志《南非》卷第六章，第455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

近年来，南非在空间科技领域有新的建树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南部非洲最大的天文望远镜SALT于2005年11月在南非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望远镜有64个蝶形探测装置，是南半球最大的可见光/红外天文望远镜，用于观测研究行星和银河系。南非承担SALT一半费用。南非还与美国合作在非洲大陆建立第一个卫星激光测距地面站（SLRS），设备费用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南非政府负责项目运营费用。此后，根据国家空间计划，南非建造了第二颗微型低地观测卫星。参见杨立华主编：《南非》列国志第六章，第454页。

南非参与的最引人瞩目的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是申请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SKA）在南非和非洲落地。该项目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南非、荷兰、英国和中国等共同参与，预计投资20亿美元，将于2016年开工建设，2024年正式建设完成。SKA项目将由3000个蝶状探测装置组成，探测装置总面积达1平方千米。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是世界上现有最好望远镜的50倍，扫描宇宙的速度比现有最好望远镜快1万倍。该项目负责人米歇尔•万•霍莱姆说：“这将对我们洞悉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宇宙发展历史和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日报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28/c_122894526.htm2003年南非与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等九个非洲国家提出申请，希望将SKA项目建在非洲，申请得到了非洲联盟的支持。为准备SKA项目，南非科学家在北开普省建成了世界级的望远镜，目前是南半球最大、最灵敏的望远镜。澳大利亚也为获得该项目做了充分准备，与新西兰联手申请SKA落地大洋洲。经过九年的论证和审查，2012年5月25日，总部设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组织宣布，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将由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共同建设，其中项目主体将落户南非等非洲国家。SKA项目南非负责人伯尼•法纳洛夫说，非洲将第一次参与建设这一世界最大的科研项目，说明全世界对非洲建设并运行这个复杂项目有信心，同时也说明非洲认可科技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http://www.ska.ac.za/releases/20120525.php；《人民日报》2012年5月28日21版。

4对外经济关系

南非新制度建立以来，结束了被孤立和制裁的地位，真正获得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首先获益的是南非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不仅传统的欧美市场结束了制裁重新向南非开放，而且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成为南非企业开拓的新天地。国际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为南非带来发展的机会。南非新的经济环境为私人部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其处于独特的有利地位，尤其在非洲经济的成长中得到好处。南非不仅继续保持与发达世界的联系，而且以南南合作为发展的新依托。

南非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比较高。对外贸易在南非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贸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90年代初期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2005年南非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4.9%，2008—2010年间该比例为61.1%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ZA_e.htmApril2007.。2010年南非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为176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出口达到8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0.7%，排世界第26位；货物进口为94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0.8%，世界排名第22位。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2011,table1.9,table1.11,http://www.wto.org/statistics.表135南非进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

年份

项目19851995200420052010国内生产总值671.001511.002147.002402.003637.4贸易总额311.39678.001142.991293.301760.0出口总额182.40344.13566.19631.63820.0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31.422.826.626.622.5进口总额128.97333.87576.80661.67940.0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19.222.0926.8727.5525.8贸易平衡53.4310.26-10.61-30.04-120.0经常项目平衡占GDP3.91.7-3.2-3.7-2.8资料来源：TheWorldBankGroup,SouthAfricaataGlance,2006/08/13;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s/ZA_e.htm,April2012.南非经济以矿业和相关加工业和冶炼工业为基础，同时发展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现代化农业也具有比较高的水平。南非虽然是非洲的经济大国，但是它的出口产品长期是以矿产品和农产品为主。在20世纪90年代初，初级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67%左右（1990年），其中矿产品约占60%，黄金占矿产品出口值的1/2。制造业产品占出口的35%，其中仍以冶金产品为主，其次是纸张纸浆、化工产品和食品。SouthAfrica1995bySouthAfricaFoundation,EditorsInc,p.29、46.近10年来，南非的出口结构出现新变化，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逐年增加，2003年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超过60%。2010年由于新兴国家对南非矿产品需求的增加，制造业出口比例又下降到40%。但是，当年南非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9%；进口总额同比增长23.5%，反映了南非经济的活跃程度。SouthAfrica1995bySouthAfricaFoundation,EditorsInc。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ZA_e.htmApril2007.

对外贸易的一个新现象是服务贸易的发展。近年来，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南非对外服务贸易也有较快增长。2010年，南非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达到3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40亿美元，占世界的0.5%，世界排名第26位；进口为180亿美元，占世界的0.7%，世界排名第25位。SouthAfrica1995bySouthAfricaFoundation,EditorsInc。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2011,table1.9,table1.11,http://www.wto.org/statistics.

1994年，南非政治变革带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使南非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资本项目的结构性变化。1984—1993年间，由于短期资本大量外逃，南非一度成为资本净流出国。1994年以后，南非的金融账户一直保持资本净流入。但是，大部分流入资本是证券投资，具有短期和不稳定性。因此，南非政府和储备银行以吸引更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目标。南非新政府成立以来的经济政策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有利条件。同时，南非经济的基本面一直保持良好，透明度高，高层管理质量比较高，而且资产基础比较具有吸引力。南非一直致力于鼓励外国公民与企业在南非投资，国民待遇适用于所有在南非投资的外商和外资企业，这使得外国投资者能在完税后直接将利润调回本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5年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到63亿美元，主要来自金矿的并购和巴克莱银行对南非联合银行的收购（占55亿美元）。2008年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创纪录的90.06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约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中国对南非的非金融类外国直接投资2008年末存量为30.49亿美元，在中国对非洲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8.04亿美元中，占39%。中国商务部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34页，表15。

但是，南非的劳资关系经常被认为是吸引外资的不利条件。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集团经济情报部（EIU）2006年国别报告分析，南非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制约除了比较严格的劳工雇佣规则之外，还有高额的起始成本和投入成本，技术人员的缺乏，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政府未能尽快建立外国直接投资的单一窗口并提供相应便利。

南非近年来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其外汇和黄金储备稳定增长。由于资本净流入强劲，同时出口收入增加，南非储备银行的外汇储备稳步上升，2006年4月达到200亿美元。2007年3月31日达到265.18亿美元。黄金和外汇总储备从2008年底的34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1月底的395亿美元。2010年10月黄金和外汇净储备提高到431.12亿美元。BusinessDay20101105，http://www.businessday.co.za/articles/Content.aspx?id=125982。


（三）政府财政政策和管理能力

1财政政策

南非新政府成立后，面临巨大就业压力，在百业待兴、信贷需求旺盛的形势下，坚持财政紧缩和货币从紧政策，以保持金融秩序的稳定，抑制通货膨胀。1996年6月，南非政府出台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增长、就业和再分配——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简称GEAR），以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为目标。措施包括：加速金融制度的改革，限制短期信贷的发放，以控制通货膨胀；逐步削减政府财政赤字，每年递减0.5%，同时改革税收制度；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逐步放宽外汇管制；进一步降低关税，三年内把保护性进口关税降低30%；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逐步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工业和地区发展。

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之初，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为了不影响外资信心，新政府承诺继续偿还种族隔离时期的债务，包括10个“黑人家园”政府的债务。南非政府所采取可持续的财政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健全透明的债务管理制度，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使南非发行的以兰特为货币单位的国内债务和外债吸引着各类投资者。按票面交易衡量，南非国内的政府债券市场的流动性近年来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8年4月指定政府债券的初级交易商之后，增幅提高明显。在积极管理债务组合当中，财政部负责识别、控制和管理政府面临的风险。财政部下属的综合风险管理机构要对风险作出定量分析，以确定风险的类型，进行监督和管理。SouthAfricaYearbook2005/06，Chapter10Finance.

2财政收入

随着南非经济的发展，其税收制度也有相应的改革。2001年，南非改变了以前按照收入来源征税的制度，代之为根据居住地征税。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南非居民（某些有条件的除外）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无论在哪里获得的收入都要纳税。国外税收归入南非应纳税款。国外收入和纳税转换为南非货币单位兰特。

资本增值税从2001年10月1日起开征，作为收入所得税体系的一部分，包括资产处置带来的资产增值的应税收入。销售增值税的征收额度以14%为标准，包括所有货物和服务的销售。按照1991年《增值税法》（VATAct,1991）规定的被豁免、排除、扣除和调整的税项除外。南非中央政府征收的税种还包括转让税、遗产税、印花税、有价证券税、关税和国内税。

南非与外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旨在鼓励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

从南非经济的发展来看，南非政府的宏观经济战略和财政政策取得了预期的目标。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南非经济基本保持健康。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居民个人收入的提高，南非的财政收入随之上升。

政府将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和扩大税基，以使公共服务开支的成本更平等地分担。同时，南非的税收政策照顾到低收入者的利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65岁以下个人免征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9年3月起提高到年收入54200兰特，65岁以上个人免征税起点提高到年收入84200兰特。尽管提高了个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在南非总税收中比例呈上升走势。与1988/89财政年度税收中个税占29.4%相比，2009/10年度个税占税收比例有大幅度提高，反映了南非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中产阶层的扩大。

图1312009/10年度岁入来源

资料来源：SouthAfrica2010BudgetataGlance.2009/10年度南非岁入来源的前三项是个人所得税（34.7%）、附加值税（25.3%）、企业所得税（20.6%）；其余项目包括燃油税（5.3%）、消费税（3.7%）、关税（3.2%），其他类（7.1%）。（SouthAfrica2010BudgetataGlance）.

3财政支出

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之后，新政府财政开支的侧重点是广大黑人受益的社会服务项目，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福利。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强了政府财政投资的能力，特别是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近年来有大幅度提高。随着南非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南非政府的财政状况逐年改善，财政赤字缩小到宏观经济战略预定的指标，政府财政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投入明显增长。

2009/10年度政府财政预算开支当中，用于民生项目的开支占到54%，分别是教育18%、社会保障15%、卫生11%、住房和社区环境10%。由于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经济扶持项目的投入，经济事务类财政开支占到预算的17%。公共秩序和安全开支占预算的10%，军费占4%。根据2008年预算指数，南非在全球向国民提供全面预算信息的国家中排在前五位。SADevelopmentIndicators2009，25September2009.http://www.info.gov.za/speeches/2009/0909251255100.htm.

图1322009/10年度政府开支一览

资料来源：PocketGuidetoSouthAfrica2009/01,p.59.根据南非2010财政预算回顾（2010BudgetReview）的分析，南非健康的公共财政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刺激作用，财政政策支持了国内经济的复苏。在2004—2008年期间实现的低水平的公共债务，使得国有公司有可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支持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四）社会结构的变化

由于三个多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南非种族间经济社会地位有巨大差别。“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存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南非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和长期的挑战。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建立多元一体的民主国家已经18年。总体上，南非新体制在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坚持平等、包容、共享原则。南非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有助于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遗留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但是消除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弊病，特别是高失业率的解决，是南非将长期面临的挑战。

1人口结构和城乡结构

人口结构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国家。根据2001年官方人口统计，在全国4480万人口中，非洲黑人占79%，白人占9.6%，有色人（混血人）占8.9%，亚洲裔人（主要是印度人）占2.5%。PolicyandLawOnlineNews09July2003,http://www.polity.org.za.2010年7月（年中数字）全国总人口4999万人。http://www.statssa.gov.za/Publications/P0302/P0302_2010_press_statement.pdf根据2001年人口统计，南非人口的年龄结构为：14岁以下人口占32.05%；15—64岁(经济活跃人口)占63%；65岁以上占4.94%。年轻人口比例大，形成长期的就业压力。

城市化水平南非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主要体现在白人和非洲黑人城市化比例的变化，有色人和印度人群体由于基本上是外来劳工的后裔，因此绝大部分在城镇地区谋生。20世纪初，南非人口城市化比例约为24%，其中白人约为52%，非洲黑人约为10%。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非洲黑人城市化比例大幅度提高，到1991上升到约40%，全国人口城市化比例约为52%，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亚洲裔）城市化比例均超过80%。MigrationandUrbanisationinSouthAfrcia,StatisticsSA2006,ReportNo.030402,p.22.90年代取消限制黑人迁移的种族隔离法律之后，非洲黑人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南非总体城市化水平也稳步上升。

根据2001年南非人口统计的数字，南非的城市化总水平为56.26%。各族群中城市化比例最高的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裔人，达到97.49%，其次是白人，为89.87%，有色人当中城市化比例为86.78%,非洲人（黑人）的城市化比例最低，为47.47%。MigrationandUrbanisationinSouthAfrica,StatisticsSouthAfrica2006.ISBN0621365092.但是十年间非洲黑人城市化水平提高近10%。南非的城市化程度2010年上升到62%，20年间增长10%，约450万人。AccordingtothefindingsreleasedbytheSAInstituteofRaceRelations(SAIRR).Jan242011，news24.com.表1362001年南非人口城市化一览表

族群总人口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城市化比例黑人35433492168202341861325847.47%有色人3987419346037652704386.78%印度/亚洲裔人111318310852792790497.49%白人4285683385168143400289.87%总计44819777252175711960220656.26%资料来源：MigrationandUrbanisationinSouthAfrica,StatisticsSouthAfrica2006Reportno.030402(2006).Table4:Adjusted2001urbanisationlevel.2收入结构和种族间贫富差距

南非的人均国民收入2005年超过5000美元，但是贫富悬殊，基尼系数高达57—59。

家庭收入南非绝大多数家庭依靠工资收入为生。以工资收入为生的家庭占58.1%，得到社会救助的家庭达到52.7%。西开普省和豪廷省是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家庭比例最高的省份，分别占75.3%和72.3%，说明这两省的就业家庭比较多。而东开普省和林波波省依靠政府的社会救助为主要收入的家庭，分别占37.6%和33.1%。

1995年10月，南非全国家庭平均年收入为3.7万兰特，包括工资收入和其他收入。2000年的家庭平均实际年收入为4.5万兰特，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应该为5.1万兰特。家庭平均年支出情况与收入大致相同。根据南非统计局的数据，1995年南非28%的家庭和4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计算的根据是开支情况，没有包括获得服务和财产情况。1999年南非全国1140万家庭中，有370万处于贫苦线以下，约占33%。根据南非官方的解释，与1995年相比贫困家庭比例有明显增加的部分原因是贫困人口的传统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贫苦家庭的收入，平均低于贫困线12%，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SouthAfricaYearbook2004/05,Chapter18Socialdevelopment.

个人收入白人仍占有南非个人财富的绝大部分。高收入人群白人占80%以上。但是，黑人贫富分层加快：黑人中产阶级成长，是17年来南非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

1995年南非人均年收入为8786兰特，2000年为11755兰特。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收入比1995年有下降。1995年中等年收入为4812兰特，低于平均收入，显示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2000年人均实际年收入为5507兰特，低于考虑通货膨胀应达到的6646兰特。StatisticsSouthAfrica2002,SelectedfindingsandcomparisonsfromtheincomeandexpendituresurveysofOctober1995andOctober2000EarningandspendinginSouthAfrica.

近年来南非经济出现持续增长，内需的拉动是重要因素，包括人口的各个阶层收入的上升和黑人中产阶级的增长，扩大了内需。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工资都有提升。高收入者是指月收入在4500兰特以上（2004年12月1美元约合5.65兰特，月收入相当于6500人民币），而低收入者指月收入在4500兰特以下。低收入者除受益于工资提升之外，还得益于社会救济和低廉的食品价格。

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黑人企业的兴起，投资收入占南非人口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90年为7%，2003年上升为35%。BusinessDay(SouthAfrica)，2004/11/17.

不同种族的收入依然悬殊1995年和2000年南非家庭收入和支出在种族、性别、城乡和各省之间，有很大的差距。非洲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支出最低，其次是有色人，印度人和亚洲人略高，白人最高。非洲人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收入，低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收入。白人男人为户主的家庭收入最高。城市家庭收入高于农村。各省的收入差别来自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西开普省和豪廷省在最低收入家庭中占比例很小。

1995年和2000年，最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只占全国家庭总支出的3%，其中至少50%用于食品。最高收入家庭的支出占1995年总支出的63%，占2000年的64%，用于食品的支出占其总支出少于1/7。最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开支1995年为2800兰特，2000年下降到2400兰特；而高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1995年为15100兰特，2000年上升到16200兰特。因此，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贫富家庭生活质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收入支出情况看来，种族隔离政策的后遗症依然存在，非洲人家庭，特别是非洲人妇女为户主的农村家庭，继续处在最贫困的境地。在基础设施和服务等社会支出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些社会支出如何转化为贫困家庭和人口的收入变化，还需要时间。表1372010年南非月工资收入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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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单位：万人单位：兰特工薪收入

者总数1295.15008001400690013000189002812雇员1105.85708451500650012000170001800雇主68.6650120030001600035000583337000自营工作者120.7217400867433310000170001820非洲黑人762.9500700120045009000125672167有色人141.185010831560550010000140002652印度裔/亚裔40.51500200033001100016500250006000白人161.32000300050001500025000340009500平均5708451500650012000170002800资料来源：SouthAfricaStatisticsP0211.2MonthlyEarningsofSouthAfricans,2010，pp.12.从上表看出，种族间收入差距仍然很明显。2010年工资收入者共有1295万人，其中雇员平均月工资1800兰特，雇主7000兰特，相差3.89倍；非洲黑人平均月工资为2167兰特，白人为9500兰特，相差4.38倍；有色人平均月工资为2652兰特，与白人相差3.58倍；印度人/亚裔月平均工资为6000兰特，与白人相差1.58倍。

3黑人社会阶层的分化

1994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以来，一个日渐增长的黑人中产阶层正在出现。根据南非贸易和工业部的数字，黑人在企业主中已经占到10%，在技术人员中已经占到15%。黑人中最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30%。“SouthAfricasmiddleclassyoung,blackanddrivingaBMW”，RoryCarrollinJohannesburgTuesdayApril13,2004，TheGuardian.南非百万美元富翁数量2004年达到3.7万人。根据2005年世界财富报告，南非占非洲7.5万个百万美元富翁的一半以上。一年之内新增百万美元富翁数量可以和南非相比的只有新加坡、香港和澳大利亚。有分析家认为，南非兰特与美元汇率的升值，也是南非百万富翁大增的原因。南非原来的矿业大亨（比如奥本海默家族和鲁珀尔斯家族），现在与一批新生巨富共同分享超级富豪的地位。SundayTimes(Johannesburg)，July17,2005.

在消费人群的种族构成方面，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估计，黑人在南非450万高收入者占180万，约占40%（2004年），2000年以来共有27万黑人的收入水平已经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中产阶级”。在2000—2003年期间，南非39万人上升到中产阶级行列，其中70%为黑人。在消费结构方面，低收入者主要购买非耐用消费品，如食品，消费总额为137亿兰特；而高收入阶层购买的主要是服务商品和耐用消费品，比如汽车和家具，消费额为1040亿兰特。BusinessDay(SouthAfrica)，November17,2004.

南非政府的黑人经济扶持计划在造成一批黑人中产阶级崛起的同时，在广大黑人经济地位的改善方面被认为进展缓慢，受到多方面的指责。2007年3月公布的商业路线图基金会（BusinessMapFoundation）调查报告显示，黑人当中的激进观点认为政府的扶持黑人经济计划对消除贫困作用很小。很多受访者表示，从该计划中受益的多数是非国大当中的显要成员或者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调查指出，2006年的317项扶持项目共涉及金额750亿兰特，比2005年的550亿兰特大幅度增加，大部分投入资源开发部门。报告引用独立分析人士的数据，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当中6%为黑人拥有。BusinessDay(SouthAfrcia)，March29,2007.

4种族关系

新南非种族关系根本性的变化是：黑人当家作主，白人失去特权，人人权利平等。扶植多数，照顾少数，共存共享。白人保持了合法权利，黑人获得发展机会，种族矛盾、分歧，基本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表达和解决。

但社会领域的融合仍有物质（住区）和文化障碍。在社会生活方面，由于旧制度下不同种族住区的隔离，城市郊区仍是白人的聚居区，基础设施完备，环境优雅。而黑人城镇大多远离中心城市，黑人上班也要长途跋涉。正在成长的黑人中产阶级已经进入上层生活圈子，正在打破住区和文化生活的隔离。参见SampieTerreblanche,AHistoryofInequalityinSouthAfrica16522002,UniversityofNatalPress,Pietermaritzburg,2002,pp.132133。但是由于住区的隔离，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仍保持原来的格局。

新的种族和解社会仍然具有脆弱性，但是南非爆发种族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妥善处理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和社会纠纷很有必要。在纠正旧制度造成的对黑人发展权利侵害的同时，正视白人青年一代拒绝为种族隔离制度承担历史责任，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以及解决黑人中贫富差距加大引起的社会不安等现象。南非的公众监督机制比较健全，各利益集团的要求在体制内有伸张管道，民意和民怨有比较畅通的表达和释放途径，有利于避免民主体制的倒退或政治动荡。对现有体制的认同度，对国家的自豪感，在国民中占主流。

经过近20年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与调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下，南非的现代化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为包容性，即发展规划覆盖全体国民，不分种族，不分性别；其二是时代性，即抓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契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向世界开放，使南非的现代化发展与世界同步。南非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的国家。2006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549.92亿美元，世界排名第27位，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生产总值（7095亿美元）的35.94%。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database,WorldBank,1July2007;SA20078SouthAfricaataGlance,p.227,EditorInc.,ISBN9780620380065.近年来，随着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产油国收入的提升，南非在非洲经济中所占的相关比例有所下降。2009年南非人均国民收入576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为2854亿美元，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southafrica;http://data.worldbank.org/region/subsaharanafrica.南非的发展势头仍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39亿美元，人均6090美元。SouthAfricaataGlance,20120329,WorldBank.然而，长期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二元社会经济机构，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仍是南非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对南非经济造成影响，增加了南非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紧迫性。南非政府的经济战略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投资政策导向以提高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提高南非产品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通过长期努力加强工业化进程，并向知识型经济转变。2010/11—2012/13年度产业政策行动计划(IPAP2)，进一步提出长期工业化和产业多样化的目标，改变当前主要依靠传统大宗矿产品和非贸易型服务，而是把绿色就业作为新重点，投资重点是能够提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政策支持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生产和服务部门。PocketGuidetoSouthAfrica2009/10，http://www.info.gov.za/aboutsa/business.htm.2009年9月，南非政府总统事务部公布了国家计划部起草的“国家战略计划绿皮书”，在长达三年征求公众建议的基础上，于2012年8月推出未来18年的《国家发展计划2030》NationalDevelopmentPlan2030OurFuturemakeitworkISBN:9780621411805,http://www.npconline.co.za/MediaLib/Downloads/Downloads/Executive%20SummaryNDP%202030%20%20Our%20future%20%20make%20it%20work.pdf.。该计划以消除贫困、降低不平等为目标，扩大就业，提高低收入群体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制订全国和各地区总体发展框架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以改造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性破坏，使南非经济社会更平衡地发展。南非的现代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第十四章从因资源“被诅咒”到以资源求繁荣:新世纪增速最快国家安哥拉发展研究第十四章从因资源“被诅咒”到以资源求繁荣:新世纪增速最快国家安哥拉发展研究本文承蒙长期工作在安哥拉的乔熠先生在资料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对乔先生表示由衷谢意！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出现了消弭战争、使和平发展逐渐成为主流的倾向。安哥拉这个从1961年开始反殖民斗争、到1975年终于取得独立国家身份、却又陷入长达27年内战的国家，以交战一方的枭雄领袖2002年殒命疆场为契机，折磨人民40年之久的战争也终于尘埃落定。此后至今的10年，安哥拉取得了令世界侧目的发展成就，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事实就是在2002年以来的1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排行榜上拨得头筹的好成绩，即年均11.1%。2004—2008年，其年均增速为17%，其间的2007年甚至达到22%的高位。参见：“Angola,Boomboom—Theoilmoneymaystarttotrickledown”,TheEconomist,June30th2012;“Amorehopefulcontinent,TheLionKings?”TheEconomist,8January,2011。这样惹眼的发展业绩招来观察家们新一轮的热评，而且一般的评论都是简而单之地将如此迅速的发展成就归于其丰厚的资源禀赋，或者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所言，“几乎全部归功于石油”“Angola，Boomboom—Theoilmoneymaystarttotrickledown”，TheEconomist，Jun30th2012.。

这种观点其实是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资源诅咒”的翻转版本，或者可以说都是某种资源“决定论”——很多研究安哥拉的学者确实发表过很多作品表达这一观点：长期内战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恰恰是双方割据一方、各自掌握了一种重要出口矿产资源来开动战争机器——至少在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霸主在非洲战场上较量的因素消失以后，双方仍然长期僵持不下的动因就是为了争夺资源，而用来继续开动战争机器的也正是每年几百万美元的石油收入和钻石外汇。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TonyHodges,AngolafromAfroStalinismtoPetroDiamondCaptiablism,IndianaUniversityPress,2001；P.LeBillon,ALandCursedbyitsWealth?AngolasWarEconomy,19751999,WorkinProgress,no23,WorldInstituteforDevelopmentEconomicsResearch,Helsinki,1999;LAPereiradaSilva&ASolimano,“TheTransitionandthePoliticalEconomyofAfricanSocialistCountriesatWar(AngolaandMozambique)”,inJ.APaulsoned.,AfricanEconomiesinTransition,vol2,1999,pp967S；McCormick,“TheAngolaneconomy:prospectsforgrowthinapostwarenvironment”,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WashingtonDC,1994;BMunslow,“Angola:thePoliticsofUnsustainableDevelopment”,ThirdWorldQuarterly,vol20,no3,1999,pp551–68,etc。循着这种思路，资源收入不能正常投入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源诅咒”一旦被解除，那么日产量高达169万桶这是2011年平均值。2010年安哥拉日均石油产量达190万桶。但在2011年，由于多个区块出现问题，日均石油产量仅为165万至170万桶。2012年，安哥拉的石油日产量有望恢复到185万桶，随着新油田陆续投产，安哥拉在未来几年内有望保持石油增产趋势。到2014年，安哥拉石油日产量有望达到200万桶。参见EIU历年CountryReport：Angola。、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之中的石油收入，自然就应该推动安哥拉GDP迅速增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观察家担忧这仅仅是一轮“资源繁荣”而已，因为石油收入一直是其主要出口创汇来源（90%以上）“资源繁荣”是国际观察家们对于资源依赖国GDP迅速增长的一种解释，即认为这种短暂的繁荣泡沫会随着价格回落而归于破灭。，更何况安哥拉2007年高达22%的增速恰恰是世界油价陡然攀升的一年，动荡的世界油价甚至有可能是未来10年间引发安哥拉爆发动乱的原因。AlexVines&MarkusWeimer,“Angola,assessingriskstostability”,AreportoftheCSIS(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AfricaProgram,June2011,p.18.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安哥拉GDP连续几年扶摇直上的形势陡转，加之当时安哥拉的石油储量被宣布只有20年的开采期，两相呼应，竟致一些多年在安哥拉经营的国际石油大鳄急慌慌抽身而退，很多西方国家（单位：千桶/天）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EIA)，Angola,http://www.eia.gov/countries/countrydata.cfm?fips=AO#pet.

图141安哥拉30年石油产量变化曲线也纷纷削减、关闭使馆（诸如瑞典）。瑞典关闭了使馆，荷兰、英国等都大大缩减了使馆的规模。2009年初访问安哥拉时，笔者哑然发现，一个曾在北京访问过我的、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荷兰姑娘，进入荷兰使馆工作几个月，被委以政治处秘书职衔，但所辖事务却相当于政务参赞，原因正是使馆大大缩编。令这些决策者赧然的是，2010年安哥拉已经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2011年安哥拉GDP增速回升至3.4%并有望在2012年重新获得12.5%这样两位数的好成绩《经济学人》(EIU)认为，安哥拉经济在2012年“大幅增长”、增长率可能为两位数，主要推动力是以雪佛龙和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为首的财团共同投资90亿美元的天然气生产项目于2011年12月的启动。，通货膨胀率也从多年来高居不下的两位数下降为一位数，官方明确宣布这个经济体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CountryReportNo.11/346，Angola—FifthReviewUndertheStandByArrangement,RequestforWaiverofApplicabilityofPerformanceCriteria,andRequestforModificationofPerformanceCriteria—StaffReport;Supplement;PressReleaseontheExecutiveBoardDiscussion;andStatementbytheExecutiveDirectorforAngola,December2011.；加之不断发现的新矿井和2012年已经投产并投入国际市场的天然气，原来预期20年的石油开采期被修改为50年。英国石油公司行政总裁BopDudley表示，他相信本格拉盆地和宽扎盆地盐下层石油储量将使安哥拉石油业寿命从20年延长至50年。EIU断言，“从长远来看，如果盐下层石油储量可以达到与巴西相当的规模，安哥拉的石油产量将长时间超过尼日利亚，成为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参见EIU2012年各月份CountryReport：Angola。闭馆的西方国家赧然地宣布重新开馆，带领自己的企业家急切回返，并百计千方地拓展合作领域，纷纷在勃兴的安哥拉市场上分一杯羹。

作者无意批评这种资源决定论，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与这个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显然都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是，人们经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简单化的思维逻辑还经常导致简单化的政策选择。实际证明，资源要素或者具体地说石油，往往是很多国家对安哥拉发展前景进行预判、并制定政策的唯一依据。

自1979年当政至今的多斯桑托斯，也许很难像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那样潇洒地吟哦“治大国，如烹小鲜”，但历经了多年内战、又在内战尘埃落定后带领国家取得世界公认的建设成就，这其中有很多作为领导人个人的识见和决策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桑托斯及其领导的安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的简称）对面，是曾经与之斗争27年、最终选择放下武器转向合法反对党、但同时仍然保有很大规模群众基础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的76个合法政党以及安哥拉不计其数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乃至最普通的普罗大众，在安哥拉发展的过程中又都各自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有什么诉求？总之，所有这些人的因素，在简单的“资源决定论”里面是看不到的，而这恐怕是比石油更重要的理解安哥拉过往的被“诅咒”和当前繁荣的要素。

本章的写作，正是针对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对安哥拉当前发展过于物质主义的简单化理解。为了避免现实与理论相去太远的矛盾，笔者刻意避开有关现代化理论的种种通行标准、概念框架，拟以微观视角和实证的方法，来展现安哥拉的发展全景，梳理、也试图剖析在给定的结构性前提之下属于人的努力的部分，不管是来自于堪称有英明历史识见的大人物，还是在每一个社会横断面上正在努力的小人物。

“现代化”理论上世纪40年代出现、50年代影响盛极一时，很多本身就是以非洲国家为主要观察对象或者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的。例如亨廷顿1968年出版的名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国内有很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尽管安哥拉迄今大半处于战争状态的发展进程很难放在“现代化理论”的单一透镜下去解读，但对这个资源禀赋极好国家的发展现状的理解，不妨放在本书的大框架下，特别是通过与同样受制于全球化经济格局的非洲别国经验进行对比，解读这个战后重建的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发展命题和解题方式。毕竟，现代化没有一套不言自明的普适性标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对于饱受折磨的非洲人民而言，不管对各个时段里以“西方中心”经验建立的主流“发展理论”顶礼膜拜、亦步亦趋，还是试图摆脱、逃离、抑或选择时下已经说得滥俗的“向东看”的姿态，能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驾驭自己的生活。


第十四章 从因资源“被诅咒”到以资源求繁荣：新世纪增速最快国家安哥拉发展研究720



一、出奇制胜：驾驭矿产资源之道

安总统多斯桑托斯2012年10月18日在议会所作的施政报告中，历数了石油天然气、地质与矿业、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供水供电、农业工业、城市化与住房、旅馆与旅游、卫生与教育、文化与体育等国家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0月19日新闻。这样的排序并非偶然，与一般理解的现代化不同，西方经验下的工业化显然不是（至少现在不是）安哥拉领导人最引为自豪的发展指标，石油、钻石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业才是最重要的GDP来源；这也证明，像其他资源国家一样，能否驾驭这种丰富、摆脱“资源诅咒”和相连带产生的“荷兰病”荷兰病(Dutchdisease)一词，来源于荷兰的非石油部门发展受到开发北海油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现在泛指世界产油国的其他部门因为石油生产反而不景气的症候，通常认为有四个指标:单一经济、高通货膨胀率、收入差距极为悬殊以及货币不断增值。，使之真正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优势动力源泉，才是真正考验这位领导人的智慧、检验其施政是否成功的最关键指标。


（一）勘探与开采同步进行

2012年年初安哥拉政府刚刚宣布这一年度国家预算，立即引来安哥拉自己学者不无忧虑的评论：如果没有石油部门的收入，总预算将会出现巨额赤字，因为在安预算收入的4万亿宽扎中，68.1%为石油税收，26.7%为非石油税收，1.9%为社会税收，3.3%为其他收入。2012年2月5日安经济学家CarlosdeCarvalho在题为“预算与经济”的会议上提交的研究报告，转引自安哥拉通讯社新闻。确实，因为多年来石油收入几乎是GDP唯一的来源，安哥拉国内国外的观察家都习惯于以石油生产为唯一的风向标，来观测其发展的动态起伏。

根据总统施政报告，2008—2011年间，地质矿业部门年均增长11.8%，钻石业年均增长2.5%，石英和沙、石的产量也在增长。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0月19日新闻。国际市场价格是一个因素，同样重要的因素安哥拉政府一直采取勘探和开采同时进行的策略，特别是在2002年以来，为了保证矿产资源开发的收入能持续不断地用于战后恢复和生产建设，也为了外国投资家对安哥拉市场保持信心，石油资源方面的勘探尤其突出。根据安哥拉石油部生产局长提供的数据，安哥拉14年来在8个石油开发区块共发现约100处油田，石油钻探的成功率达60%以上。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1月23日新闻。最近成功的石油勘探案例是，2012年1月，在卡宾达进行沿海陆地石油勘探的阿根廷布鲁斯石油（Pluspetroleo）公司宣称，已确认在安哥拉发现首个陆地油田。“安石油部长BotelhodeVasconcelos称安生产石油占世界石油产量2%—3%之间”，安哥拉日报，2012年1月14日新闻。石油开采方面采用新技术的案例也有很多，如2011年11月22日，安哥拉石油部长德瓦斯康塞洛斯（BotelhodeVasconcelos）宣布，道达尔（TotalAngola）石油公司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船（FPSO）率先采用水下石油天然气分离法，为世界石油业带来了一种创新性石油生产方法，堪称安哥拉石油业发展史上的壮举。TotalAngola勘探和生产有限公司是第17号石油开发区块的运营商，拥有该项目40%的股份，合作伙伴有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持股23.33%）、埃索安哥拉公司(持股20%）、英国石油安哥拉公司（持股16.67%），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1月24日新闻。

战争期间，安哥拉的地矿勘探有所停止，比如宽扎是安哥拉1955年首次发现石油的地区，70年代停止了勘探。90年代创建开始，安哥拉地质矿产部(MinistryofGeologyandMines)全面在全国实施勘测。在地矿部下面，安哥拉地质研究所(InstitutoGeológicodeAngola)负责勘探研究全国的地质，国家采矿许可登记指导中心（NationalDirectorateofMiningLicenceandRegistration）负责颁发特许经营权，国家矿业指挥部（NationalDirectorateofMines）负责控制全国的矿业。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全面控制所有与石油相关的活动；同样，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控制与钻石有关的一切活动。OrlandoPinheiro,“MineralResourcesofAngola,itsimportanceforthesocioeconomic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country”,PreparedforInternationalWorkshoponUnitedNationsFrameworkClassificationforFossilEnergyandMineralReservesandResources2009(UNFC2009),2122June2010，Warsaw,Poland.具体而言，安哥拉地矿部已经勘测的矿产，除了石油天然气和钻石两大出口产品钻石早在20世纪初就成为当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的主要出口产品，直至50年代被咖啡超过；咖啡产量最好的时候达到世界第四大咖啡出口国的水平。70年代以后，安哥拉的石油取代咖啡成为最大宗出口产品。，还有黄金、铂金、铁矿、磷酸盐、稀土、铀矿等等。具体还包括磁铁、铜、锌矿、铅矿、钴矿、镍矿、铬矿、碳酸盐岩、铌、烧绿石、钽、氟石、重晶石、锡矿、钨矿、煤矿、褐煤、块石、石英、高岭土、矿砂、云母、盐、碳酸钾、石膏、硫磺等等。参见安哥拉地质矿产部网站。目前，随着矿业的迅速发展，安哥拉政府感到已有的地质数据已经不够用，特别是因为政府希望尽快实现200万桶的石油日产量目标，需要重启宽扎等老区的石油勘探，2009年总统批准了新的《国家地质规划令（TheNationalPlanningofGeology，PLANAGEO)》，提出要在全国详细进行1∶250000比例的地质测绘。OrlandoPinheiro,“MineralResourcesofAngola,itsimportanceforthesocioeconomic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country”.


（二）大力吸引外资以公私合营模式勘探开发

宽多库邦戈省希望开采省府梅农盖市郊一处面积约达22平方公里的铜矿，虽然项目的所有方面与细节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安哥拉地矿（Geomineira）公司已经开展了探矿工作，确认这里蕴藏大量铜矿，但迟迟没有进展，主要就是因为本省缺少矿业高级技术人员。宽多库邦戈省工业与地矿局长披露，《安哥拉日报》，2011年9月14日。在勘探和开发的环节，因为囿于资金和技术的局限，地矿部往往采取公私合营的模式，很多时候这里的私营部门往往是在资金和技术方面都占优势的外国公司。2011年1月中旬启动的北宽扎省的基萨拉—基通戈（KissalaKitungo）铁矿和锰矿探矿项目，就属于安哥拉国家钢铁公司与安哥拉资源勘探开采公司(AEMR)之间的公私合作项目安哥拉总统2011年在议会做的施政报告，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0月19日。；深谙深水钻探技术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就是从原来的主要产区卡宾达到现在的宽扎盆地深水区块的主力探测者。

这种对于私营部门的利用，特别是大力吸引外国投资的战略和政策，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安哥拉改革时期，而这也是当时促动多斯桑托斯和安人运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改制的动力。参见刘海方：《安哥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2—196页。有评论家认为，安哥拉的经济依然留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色彩，包括矿业在内都还是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制。AlexVines&MarkusWeimer,“Angola,assessingriskstostability”.这当然是一种解读方式，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也是安哥拉政府在试图用自己的整体开发计划来把握外国势力介入较多的矿业，最近两年各省的矿业开发计划更体现出这种将配套服务业、加工业综合起来的倾向，而不只是简单孤立地授予勘探开发权了事。威拉省政府勘探、开发然巴市附近铁矿和金矿的项目（距离威拉省省府卢邦戈315公里）就是如此：为了同时创造就业和促进旅游业，负责开发的Aemr公司和Somepa公司同时需要在当地建200套宅院和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并负责修复公路和桥梁，这样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实际上包括了安哥拉、南非和俄罗斯的公司，共同参与勘探、开发和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培训工作。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月17日新闻。


（三）国有矿业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

与大多数富含资源的非洲国家最为明显的不同在于，安哥拉领军的几种大宗矿产资源都有自己野心勃勃的矿业公司。在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矿业大鳄打交道的时候，安哥拉政府不仅仅通过政策、条约、协定等各个方面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安哥拉的几大矿业公司往往都是直接合作者，使得国家矿业水平在世界同行业中提升的同时，也保证公司自身成为最大的赢家。以钻石矿为例，安哥拉目前在世界钻石出口国的排名中位居第五，还希望提升其在世界钻石出口国排名中的名次，即2012年达到世界前三。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全体职员应当努力工作，力争实现这一目标”地矿和工业部长JoaquimDavid在安哥拉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成立31周年举行的科技日活动上所言，安哥拉日报，2012年1月17日。。

为了宣传安哥拉的矿业发展潜力，发布新产品，推介技术解决方案（特别是能够提高矿业国际竞争力的技术方案），另外也是为了促进矿业相关各方和主要经济中介之间的信息交流，并向全社会介绍矿业战略发展规划参见安哥拉地矿部网站关于国际矿业博览会(FIMA)的目标介绍，MinisteriodaGeologiaeMinaseIndustria,http://www.mingmi.gov.ao/。，安哥拉地矿与工业部携手罗安达国际博览会公司，定期举办国际矿业博览会(FIMA)，目前已经举办了三次，第三次时间为2011年9月22－25日，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曾经停办三年。最近一次博览会约80家公司参展，涉及矿业管理和开发公司、能源特许权管理公司、工程与信息技术公司等各行各业。参考安哥拉通讯社期间所作的相关报道。

为了提高安哥拉矿业的声望，各大公司也会借助于国际上其他的博览会、展览等平台，如2012年2月在南非开普敦市举办的国际矿业展览上，国家钻石公司（简称“安国钻”）和安哥拉铁矿公司（Ferrangol）等安哥拉矿业公司都非常活跃。安国钻来推介了22项矿业计划，以期吸引勘探和开发沉积岩和金伯利岩钻石矿的大额投资。安钻石董事保罗•维嘉（PauloVicka）则直接在展会上表示，安哥拉虽然身为金伯利岩冲积层钻石手工采矿工作组主席，但既无能力、也无适用的设备；正在建立手工钻石销售体系的安国钻急需寻找合作伙伴、为钻石手工矿工提供物流支持和装备，以应对把黄金和钻石领域大量存在的非正规手工矿工引入正规行业、使他们成为手工工人的急迫任务。参考安哥拉通讯社期间所作的相关报道。地矿和工业部长则在展会上表示，作为正在矿业方面迈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安哥拉，政府希望在互利基础上共同开发多种矿业资源。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有意在安哥拉经营矿业开发，安哥拉私人投资促进局(NationalPrivateInvestmentAgency,ANIP)总裁因此每天至少要处理六宗投资建议。“Angola,Doyourecognizethisnation?”，MayJune2009,http://www.peninsulapress.com/.

针对这种有合作意向公司较多的国家，安哥拉政府也积极搭建双边平台，比如祖马上台之后积极与安哥拉修好、弥补姆贝基时代冷淡的双边关系以来，安哥拉—南非企业家论坛就变得异常活跃，以南非标准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大亨进入的同时，安哥拉也在热切期待拥有成熟技术和资金的南非矿业企业能更多地合作。

像安石油一样，其他有实力的国家矿业公司也往往面向世界，瞄准海外市场，尤其是非洲大陆范围的地区市场。正在安哥拉数省进行铝土矿和铝矿勘探工作的安铝土投资公司（BauxiteAngola），同时还在几内亚比绍和几内亚采取行动——葡萄牙和俄罗斯人在上世纪70、80和90年代的勘探已证实这两国拥有铝土矿。该公司正在进行开发的可行性调研，2014年左右将进行正式开发，届时还将同时在东道国修建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安铝土投资公司管委会主任BernardoCampos在罗安达证实，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9月24日。国际化的视野和经验，显然促进了这些安哥拉公司迅速成长的步伐。


（四）采掘业向下游转化、多面向提升整体产业优势

不管是为了解决国内青年人口膨胀带来的普遍就业压力，还是从产业升级、提升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作考量，非洲资源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真正起飞，恐怕都依赖于将单纯的资源采掘转化为原料在本国加工生产、从而改变原油为代表的各种原材料出口、同时最基本的生活制成品和燃油却依赖进口的不合理局面;同时，更要摆脱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产品价格的任何风吹草动立即引发国内经济动荡的脆弱性。详细论述参见拙文《非洲兴起的内生动力及中非国际合作新思路》，《中国战略年刊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71—183页。安哥拉正在向世界主要矿业国家迈进的同时，从简单的资源采掘转向开发相关产品的加工业已经开始。以钻石业为例，业界的口号是“采得少，赚得多”——也即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为目标。2005年安哥拉钻石加工公司成立，月钻石加工产值达2000万美元，其产品通过安哥拉国家钻石公司(Endiama)控股99%的钻石销售公司(Sodiam)出口到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区，大大增加了钻石收入（2011年收入11.6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7%）。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1月1日新闻。总统2011年的施政报告显示，威拉省初步投资4亿美元、逐步会增至20亿美元的冶金业已经增加3000人就业，北部正在开发的磷酸盐和钾矿，有望很快建成在当地生产、面向国内农业的肥料厂，金矿和铜矿的加工业也已经开始，本土生产的大理石和其他民用建筑材料业日益增产，大大转变了几年前完全依赖外来建材的局面。总统认为，这都“为经济多元化和增加就业做出贡献”安哥拉总统2011年在议会做的施政报告，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0月19日。。

安哥拉石油业最能显示出安哥拉矿业从采掘向加工制造发展的战略。早在20世纪50年代，安哥拉就建立了罗安达炼油厂，但由于设备老化，技术能力只能提炼原油成分的60%。2011年上半年末，该厂炼油量已由3.75万桶增至4.1万桶，达到设计能力的60%，可满足国内消费的40%（全国燃油消费量目前为9万桶），其余油品还是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罗安达炼油厂44个储油罐可储存40万立方米各类油，其中6个储油罐可储存17万立方米原油。安政府颁布《石油法》，详细规定了活动于安哥拉石油业的各种身份各异、大大小小公司的权限、责任等等。2005年，安哥拉开始委托一家中国公司在洛比托建设新的炼油厂，预计2014年投入使用。ABarrelFull（asiteforOil&GasProfessionals），AngolaOilandGasProfile，http://abarrelfull.wikidot.com/angolaoilandgasprofile.2007年，安哥拉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2009年成为非洲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原来安哥拉石油生产过程中伴生的天然气都采取燃烧的方式，现在已经掌握液化天然气技术，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等国际石油大公司投资40亿美元的天然气开采已经于2012年初开始生产。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EIA)，Angola,http://www.eia.gov/countries/countrydata.cfm?fips=AO#pet.

安哥拉不但一直在试图通过建设和完善上（开采）、中（天然气）、下游（炼油）来巩固石油业的发展，同时还积极向非洲大陆内外寻找其他更多的石油储备（如在几内亚湾多个国家、津巴布韦等国），同时也通过向海外多种行业的投资来进行扩张（有报道显示中国海南省的房地产业就有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参见刘海方《安哥拉战后重建与中安合作反思》，《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38—50页。在国内，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简称安石油）属下建有工业投资公司，安工业投资协会（Siind）是安石油的工业协调和管理机构。仅在国家正在大力推动的维亚纳经济特区，该工业投资公司已经修建6家工厂，总预算为4000万美元，行业涉及金属片厂、弹簧床垫厂、电子管厂、电铸厂、铁器厂、供水设备厂。工业投资公司总经理BravoDaRosa谈维亚纳特区，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10月13日。

尽管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一向被国际观察家目为多斯桑托斯本人及其家族秘密运作石油收入的机器2002年内战结束后，安政府为了使重建工作中各项资金运作能够迅速到位，形成了安国家石油公司直接向国家报销支出（不通过财政部）的做法，这正是这种关于安石油是总统及其亲信窃取国际财富说法的根源。安财政部长CarlosLopes2012年1月19日宣布，安政府已经决定，Sonangol此种特权成为历史，所有收入必须统一由国家财政管理，仅石油补贴与偿还债务（以资源换贷款）账目例外。（见安传媒网）（甚至一家以中国冠名的公司也被牵涉其中LeeLevkowitz,MartaMcLellanRoss&J.R.Warner,“The88QueenswayGroup:ACaseStudyinChineseInvestorsOperationsinAngolaandBeyond”,U.S.ChinaEconomic&SecurityReviewCommission,July10,2009.），近些年来其在国际上折冲樽俎、合纵连横、迅速崛起为巨大跨国公司的气势，不输老牌跨国公司，令很多资深观察家折服。英国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House）的安哥拉研究项目组，集多位学者倾力研究三年，2009年终于以中、英、葡三种文字发表了有关报告，充分介绍了安哥拉发展石油业、乃至于整个经济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与没有战略、没有章法、准备不足的尼日利亚相比，安哥拉显然充分利用了亚洲各国石油公司纷纷进入非洲市场所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安哥拉没有因为资金、技术、国力处于相对劣势而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相反，相对自己的亚洲国家合作伙伴，安哥拉总是获益更多一些。AlexVines,LillianWong,MarkusWeimerandIndiraCampos，ThirstforAfricanOil：AsianNationalOilCompaniesinNigeriaandAngola，2009，downloadablefromhttp://www.chathamhouse.org.uk.

安哥拉政府的愿望是，每一个省份都有一到多处矿场区，可以以此保证整个省份的建设和发展用资金的来源。“安哥拉地质矿产部国务部长马肯达•安布鲁瓦兹访谈”，安哥拉通讯社，2010年11月17日。在战后重建已经在部分大中城市部分完成、矿业正在呈现突飞猛进发展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新现实下，2011年9月9日总统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批准颁布了矿业法法令。新法令最主要的规定是，在安哥拉开采出来的所有矿产品，只有是在安哥拉加工的，而非原矿石，才可以出口。这无疑是鼓励本国和外国从事矿业开采的生产商，同时必须对安哥拉矿产品加工业进行投资，特别是非石油部门的私人投资。根据地矿和工业部矿业局长提供的信息，现在正在布局或正在进行由矿业资源开采转向矿业加工的项目有卡宾达省的磷酸盐加工厂（因为其磷酸盐矿的藏量高达2.4亿吨，2015年将与摩洛哥和塞内加尔的磷酸盐产量相媲美）、拥有3亿吨铜矿储量的扎伊尔省运输港项目、东部的莫西科省和宽多库邦戈省筹建铜矿冶炼项目、在拥有铁矿的威拉省和北宽扎省筹建炼铁厂、万博省的铁矿开发和冶炼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威拉省金矿开发和加工项目在进行之中、同时南宽扎省和威热省勘探铝土矿开采和加工也在研究之中。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9月28日。正是因为矿业发展令人振奋的新图景，安哥拉工业国务秘书2011年9月向媒体发表看法说，安哥拉矿业不仅已经摆脱国际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影响，走上复苏之路，而且将对国家经济增长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因为矿业法的通过，加上地质计划的实施和钻石价格的回涨，矿业开采和加工业的好日子业已到来。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9月27日。


（五）资源换基础设施：“安哥拉模式”笔者曾专门讨论“安哥拉模式”，

请参见刘海方《安哥拉战后重建与中安合作反思》，《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38—50页。

安哥拉近年来发展过程中最饱受争议的也许是所谓“安哥拉模式”,即以资源产品换取基础设施的一种国际合作模式。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有关评价，请参见刘海方《安哥拉战后重建与中安合作反思》。之所以如此，与协议所涉及的经费数额有一定关系，毕竟在中国与安哥拉签订第一笔一揽子协议的2004年，20亿美元是足以令国际观察家们跌破眼镜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是协议执行的效率，因为在签订第二个25亿美元协议的2007年，第一笔协议下面的各种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很多，这也是习惯了看到国际援助项目下的基础设施都要多年完成的观察家们难以想象的。有意思的是，与国际上的“热议”、“聚焦”相反，安哥拉舆论界、学界只是很自然地对两个一揽子协定具体项目的实施情况（而不是合作方式）进行观察、监督，中国学者对于世界银行热炒的“安哥拉模式”的反应也很寥寥。参见刘海方《安哥拉战后重建与中安合作反思》，第47—49页。

回溯至战争硝烟甫落的2002年，安哥拉不愿意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种苛刻条件，但还是冀望为重建募集资金而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巴黎援助者俱乐部参加的“捐助者会议”——期待最后没有成为现实，中国几乎是安哥拉当时能够在国际上找到的唯一资金来源，否则就要像当时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按照“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设计的“药方”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调整。与国际各方共舞的过程中，安哥拉政府一直保持桀骜不驯的外交风格、强调多元外交政策；与2002年相比，战后重建已经初获成功的安哥拉，显然获得了更有他信力的国际空间——世界各国近两年急于与之合作的情势不必赘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明显日益积极，甚至在金融危机影响较重的2009年也是如此——它充满信心地与安哥拉签订了14亿美元的信贷协议，分六期支付，前每次对于安哥拉宏观经济形势的评估也都比较积极；以前一直批评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账目流失的立场，在报告中也转为了更积极合作的态度——特别向公众解释一些未经过国库的账目，是直接用于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恢复和建设了。安传媒网消息，2011年12月14日。随着金融危机的阴影俨然已经渐行渐远，今日的安哥拉，桀骜也许依旧，同时更加洋溢着快速发展进步的豪情与自信——如安哥拉经济部长戈尔热尔（AbraoGourgel）所言，目前安政府希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已不是贷款，而是在实施宏观改革方面的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安哥拉政府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宏观改革提供的支持，将为安哥拉提供参加国际信用机构评级时所需的信誉。安传媒网援引路透社消息，2012年1月27日。

从急需资金、到需要技术、到累积自己的国际信誉、参加国际评级，10年的时间里，安哥拉在国际合作的舞台上几乎是跳跃式行进的。当评论家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安哥拉模式”，安哥拉政府也并不使用这一词汇来总结当年为了对抗西方主导的发展逻辑而与中国达成的合作协议例如财政部长洛波（CarlosLopes）2011年12月8日在议会通过2012年国家总预算时介绍，“安哥拉与中国签署四项信贷协议，总额达到90亿美元。安方已偿还34亿美元，目前对中国的欠债为56亿美元。安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先后签署了提供三笔信贷的三项协议：第一笔25亿美元，偿还期为15年；第二笔20亿美元，偿还期为18年；第三笔20亿美元，偿还期15年。安与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提供15亿美元信贷的协议，偿还期为9年。所有这些信贷的利率均为1.25%。”（安通社2011年12月9日消息）这种简单化的叙述方式，已经将双方谈判家千辛万苦达成“大单合作”这样的历史事件平常化，很难建立对当时历史情境的完整想象。，也许只有历史学家们还会兴味盎然地追问：这样可谓大手笔、有魄力的大数额合作模式，到底是从何处学来？

无论如何，多斯桑托斯及其幕僚、以及安哥拉未来的政府和人民，都应该客观、公正而且充分地认识这一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没有“安哥拉模式”下一揽子协议大致完成的基础设施恢复和重建工作，安哥拉就不可能在此后获得国际投资家们的信心，没有外来投资促动的矿业勃兴所带来的金融危机前奇迹般的高速发展，就不可能有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并使矿业开发整体上向矿业加工升级的现状，下面要谈及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其他一系列发展和进步也就不会发生。当然，不管是不是出于历史学家追根溯源式的考究，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在以往并没有太多大规模合作、甚至存在因为中国曾经支持安盟而迟迟未能建交的过节，中安双方的决策者和具体的商谈人士，能够打破坚冰、建立互信，达成涉及如此大额度贷款协议,使安方得以推进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重建工作，而且绕开波动的美元这一国际结算手段，创造性地达成“资源换项目”协议，是安哥拉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值得称道的、展现人的魄力、勇气和智慧的创举。


（一）农业发展史

安哥拉拯救农业的种种尝试，自建国之日就开始了。在苏联式僵化“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安人运政府对农业采取“国营农场化”措施；因为效果不佳，国民粮食需求转而依赖进口和援助；全面公有化的方向在80年代中期以后得以扭转，农产品价格放开，农民也重新获得经营自主权。内战结束已经10年，但战争遗产犹存，有很多地区尚不能恢复农业生产，但10年间农业整体的发展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40年的历史时程里看粮食作物生产变化指数，能非常直观地看出战争对于农业生产的直接影响——一旦战争结束，活力立即恢复，而且增长如此迅速。

2003年安哥拉政府制定《减贫战略》（2005年修改），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是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另外扫雷、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健康和治图1421970—2006年间粮食作物生产指数根据FAO、WorldFoodProgram数据编制，转引自EspíritorSantoResearch，“TheAugriculturalSectorResearch”。

Source:FAO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StatisticsDivision).理也是战略文件中确认为安哥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这些优先领域的选择，与安哥拉战后开始较为关注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国家的地区整合、共同发展也有关系，减贫正是SADC的共同首要目标。下面这个安哥拉接受粮食援助的曲线图，其实完全可以读作安哥拉自2002年内战结束以来粮食获得自给自足过程的曲线图。图143安哥拉获得粮食援助变化趋势图转引自EspíritorSantoResearch，“TheAgriculturalSectorResearch”，AngolaEconomicandSectorialResearch,3rdQuarter2008,http://www.bes.pt。同期农业整体的恢复发展情况，如下图表所示。图144农业逐年对安哥拉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转引自EspíritorSantoResearch，“TheAugriculturalSectorResearch”。战后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是显而易见的，2001—2007年间的平均增速为38%。200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宣称，安哥拉将从一个大量依赖粮食援助的国家很快成为粮食自给国；粮农组织驻安哥拉的首席代表也携手安哥拉农村发展部部长共同宣布：安哥拉不仅能够很快自给，还会成为供应南部非洲地区其他国家市场的粮食基地。JonasVanDenBergandLaurensRademakers（BiopactteamofFAO）,“Biofuels‘superpower’Angolasoontobeselfsufficientinfoodproduction”，January31,2007,http://news.mongabay.com/bioenergy/2007/01/biofuelssuperpowerangolasoontobe.html.

显然，在安哥拉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正成为一个活跃的发展动力，创造更多财富和就业。这一段重建期内基础设施的迅速恢复，更给农业以迅速勃兴的希望，政府2007—2008年发展大纲里，预计农业将会带来2.8万个就业岗位。AngolanGovernment,GeneralGovernmentProgram20072008.相比于被作为焦点关注的石油业，农业才是安哥拉真正主要吸纳劳动力的部门，而且因为行业的快速发展能迅速增加劳动力需求。图1452007—2008年各行业创造就业目标根据GeneralGovernmentProgram20072008数据编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1996—2008年间，安哥拉政府在国际扫雷专家的协助下，共清除了12万颗伤人地雷，《2007—2008发展大纲》的农业部分，首先是在这些区域实施。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安哥拉经济以石油为主要财政收入的脆弱性暴露出来，政府痛感经济多元化战略的必要，农业作为首要目标和经济多元化手段的地位被强化，新一轮的系列优惠政策和刺激机制还在出台之中。2009年，安哥拉政府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15亿美元贷款协议，主要是投入到农业发展的。2011年，安哥拉粮食产量达到139.6万吨，较2010年高出19个百分点，与前五年平均产量相比更是高出54%，蔬菜产量增长至1600万吨，肉类产量2012年同比增29.2%，咖啡产量同比增长15.2%，渔品产量也有明显增长，农业整体对GDP贡献率终于达到两位数水平，即10.1%。另外，农业、渔业、农村发展等部门近年来的工作岗位也有大幅增加。安哥拉通讯社，2012年2月9日。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罕见的旱灾再次凸现出基本处于维生农业状态的脆弱性，这也就对安哥拉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人口的增速加快、加之非食品性消耗谷物需要的增长，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计算，安哥拉2012年还有进口86.8万吨谷物的需求，相对于预计226.4万吨的总需求而言，需要进口的比率还高达38.9%。FAO，“CerealSupply/DemandBalancesforSubSaharanAfrica”，June,2012,http://www.fao.org/giews/english/ewi/cerealbs/3.htm#21.


（二）政策层面：整体规划，全面发展

在系统制定农业发展计划之前，安哥拉政府认真研究了导致农业颓败的几个原因：

（1）多年战争；

（2）人口变迁：一是人口的增加。根据联合国的估计，与197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安哥拉总人口应该是至少增加了3倍；一是战争引起的国内人口大规模自发迁徙，尤其是从乡村到城市，特别是在比耶省、莫希科省、宽多—库邦戈省等中东部地区。

（3）由于战争和疏于管理，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破坏；

（4）宏观政策条件不够有效，难以推动从维生农业向市场化的转变；

（5）教育、医疗健康和保障体系的不足；

（6）缺乏必需的人力资源。EspíritorSantoResearch，“TheAugriculturalSectorResearch”,pp.1314.

如果说（1）条和（2）条作为农业发展既成事实的给定条件需要长时段才能改变，（3）、（5）、（6）条同时是安哥拉其他行业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整体重建战略来解决；第（4）条建立有效的宏观农业政策，恐怕是最具挑战性、最不容易实现的。

将2006年安哥拉各种作物和非洲地区平均水平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安哥拉大部分作物的产量尚不足整个地区的一半。Ibid.,p.15.确实，在大部分农民还处于维生农业的状态，即习惯于家庭耕作方式、生产主要是为自家的消费，而且用自己家上一年的耕种所得作为下一年的种子，很少优化耕种的观念；使维生农业商业化，即使农民转向商业化生产并不容易，安哥拉政府需要做到：

在生产环节：提供技术支持来控制病灾虫灾、土壤保护、灌溉和水土治理，同时使农民接受新技术和新工具；

在加工环节：提高农民收获以后的分类、打包、储存和运输技术。

在资金投入方面：金融服务设施要配套，帮助银行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建立商业联系；

在市场环节：帮助农民寻找市场机会、提高市场战略、促进农民加入协会、会利用信息系统、建立合资企业等等。

根据以上各项解决问题的思路，主持农业发展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一直在全国各省实施减少粮食赤字的计划。具体而言，有委托农业研究所实施的玉米良种计划，有农业农村部自己实施的肥料生产项目、为农民供应设备和工具的项目、促进产品销售和分配项目、土壤改良和仓储设备恢复项目等等。农业农村部一直在推动的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人力资源培训计划，这也被认为是所有项目中间最重要的。

在《2007—2008年政府发展大纲》中，有一项名为《促进内部生产纲要——农业和渔业分部》，其具体内容为：创造加速实施《农村发展及拓展计划》的条件，该计划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民的产量、改善农村商贸条件并且增加大宗作物生产和商贸流通的路线；支持建立紧急情况和农村商业中心；继续以粮食安全为重点；继续恢复和改善灌溉系统等。AngolanGovernment,GeneralGovernmentProgram20072008.

值得注意的是资金投入问题。在安哥拉政府2007—2008年总的财政预算中，投入到农业中的只占2.6%（渔业为4.4%）,相比于当年33%的公共工程投入，政府虽然不断强调农业发展是重中之重，但投入却相对较少。表1412007—2008年安哥拉行业获得投资情况根据GeneralGovernmentProgram20072008编制。

年份

行业部门20072008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农业1．631.610.862.73渔业420———石油0131.440157.73钻石及其他采掘业0.032640.03238制造业0.223160.05409能源和水电715—275—公共工程与建筑25.014611066386市场服务467173734176其他服务业22.27—797—总额65.18145.2029.65172.54210.38202.19另一方面，石油业的公共投入虽然为零，但获得了私有部门（包括外来的）几乎占到了安哥拉当年所有投入（公共投入加上私人投入）的70%，而农业部门2007年所获得来自于私有部门的投入，数额几乎与来自于政府的投入完全等同。参照安哥拉基础设施领域和石油业大量依赖私人投入、实现所谓公私合作，激发安哥拉私有部门的投资兴趣还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鼓励行业投资，安哥拉政府设计了很多激励机制。目前安哥拉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鼓励私人部门进入农业地区的机制是“首要发展区机制”，即根据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等给定条件，安哥拉被分成A、B、C三区，C区（主要包括万博、比耶、莫希科、宽多库邦戈省、库内内省、纳米布、马兰热和扎伊尔省等农业大省）被给予免除关税和财政税的期限分别为6年和15年；相比较，B区（A区和C区以外地区）被免除4年和12年，而A区（罗安达省、洛比托、卢邦戈、卡宾达和本格拉4大城市）只享受3年和8年的免税待遇。


（三）粮食安全战略和资金投入

根据官方数据，安哥拉农业部门每年需要收获400万吨粮食，才能满足国内人口、牲畜和工业的粮食需求。④安哥拉国家粮食局局长BenjaminCastello在罗安达向安媒体的发言，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9月21日。安哥拉政府2007年不再大规模接收粮食援助以来，尽管每年粮食产量都在提高，但实际上绝对数值增加并不特别大，比如2007年农业生产总值对GDP贡献率仅为8%。随着人口在增加（联合国估计截止2012年6月人口已经达到1900万FAO，“CerealSupply/DemandBalancesforSubSaharanAfrica”，June,2012.），工业用粮也在增长，所以还是需要有一定量的外汇用于购买一部分粮食；由于国际市场粮价提升，为减少粮食进口，安每年至少需要生产200万吨粮食。农业农村发展部为粮食增产推行的肥料和优质土壤计划很难立竿见影，所以维护粮食安全的压力很大。如上所述，2012年需要进口的粮食高达总需求的38.9%。

更具体的维持粮食安全的举措有，间接（通过农会等组织）或直接地与农民一起提供粮食产量；2008年9月，为了增加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政府为农民购买优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拖拉机而拨出专项经费，发放方式是通过农民组织和小业者FAO，Angola,“MainFoodrelatedPolicyMeasures(From1Jan2008to11Oct2011)”.；再如，2011年，安哥拉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研究和制订促进玉米增产计划，目标是保证玉米产量达到100万吨。④

2003年的《减贫战略》中，粮食安全被确定为重要目标之一，相关的投入，首先指向农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新的相关教育机构正在迅速建设之中，如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大学农学院。2012年，近6000名安哥拉农业中等学校的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大学深造。“安农业部副部长AndreModa宣布6000农校学生获得上国内外大学的奖学金”，安哥拉通讯社，2012年2月24日。这些奖学金获得者，一般是从一些农业中等学校中挑选的，优先考虑数学、化学、生物学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一定实践经验。具体而言，粮食安全除了关注谷物种植业，渔业、林业、牧业也纳入战略考虑，因为“对安哥拉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粮食与营养安全以及大幅减贫方面”③“安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长PedroCanga宣布建立林业专业培训学校”，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9月28日。。在本各拉洋流的作用下，安哥拉成为非洲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农业部建成渔业学院，开始培养渔业高级技术人员。“安农业部副部长AndreModa宣布6000农校学生获得上国内外大学的奖学金”，安哥拉通讯社，2012年2月24日。安哥拉的林业资源也非常丰富，全国林业面积约占安土地面积的43.3%，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约有15%以上的安哥拉农村人口从事木材生产、运输、销售或生产木炭等工作，开发森林资源收入已由以往占GDP的0.1%增至2010年的4%。近年来，因为乱砍滥伐威胁可持续发展，安哥拉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力度的学校教育和相关科研工作，改善资源利用的状况，达到可持续开发和发展的格局。除了大力推进林业专业培训学校和林业工程课程的建设，还在林业资源丰富的省份，相应增加林业方面的奖学金名额。③

2009年，安哥拉政府更把粮食安全上升到一级国家战略的高度。11月，安哥拉《国家粮食安全战略》（TheNationalStrategyonFoodSecurity）正式批准生效。在这项新战略中，规划了土地占有权、环境、水资源、种子和小额贷款项目等与粮食生产休戚相关问题的解决。FAO，Angola,“MainFoodrelatedPolicyMeasures”(From1Jan2008to11Oct2011).

具体到生产内容方面，负责农村公共工程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哥拉国家农业机械公司根据所掌握的国内各地区气候条件，确定了一些大规模生产农产品的区域，例如，大米产区为威热、马兰热、南隆达、北隆达、莫希科省，玉米产区为万博、马兰热、威拉、南宽扎省，牛奶产区在南宽扎省和威拉省。分门别类确定了不同的重点作物（和家畜）后，公司分别为这些产区配备相应的机械以振兴其生产，除了器具支持，安政府还有相应的后续技术支持和维修。以渔业为例：2006年开始向渔民提供首批船，2007年达到高峰，当时总共分派了400艘独木舟，连同300副外置引擎、300副内置引擎和100艘船，还有数吨捕鱼器材。2012年，在国家渔业基金支持下，渔业研究院开始对罗安达和本戈省沿岸的渔船开始翻新。新的农（包括林、渔、牧业）机具的来源也不再完全依赖进口，国家农机公司已经安装一条拖拉机生产线，年产1000台拖拉机，预计2012年能够在安哥拉全境实现10万公顷耕地的农业机械化。安哥拉通讯社，2012年1月12日新闻。

上面谈到2007年度安哥拉公共资金投入只占总预算的2.6%，像几乎所有非洲国家一样，这是因为首先要考虑将有限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此外，安哥拉政府的考虑就是部门之间优先发展次序的问题。如前面所说，经济多元化、大力推动农业为首的非石油部门，一直是安哥拉政府坚定的政策。为此，安哥拉发展银行（BancodeDesenvolvimentodeAngola）2006年建立起来，主要使命是运作国家发展基金，即从国家总的财政预算中，拿出石油收入的5%和钻石收入的2%共同组成发展基金，专门推动非石油部门尤其是农业的发展。2011年，安哥拉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为3.4%，其中非石油部门同期增长的水平为9%，远高于石油部门的5%。安计划部长AnaLoureno谈话，《安哥拉日报》，2012年1月27日。非石油业整体对GDP的贡献终于由几年前的1位数水平提升到约44%的水平。2011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CountryReportNo.11/346，Angola，December2011.这么显著的发展成就，与政府的政策和资金导向还是有关系的。

除此之外在粮食安全上升为国家一级战略目标以来，农业投入不断增加，资金以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方式陆续进入。2010年5月，以贷款支持中小农业方式投入到粮食耕种中的金额达到3.5亿美元。FAO，Angola,“MainFoodrelatedPolicyMeasures(From1Jan2008to11Oct2011)”，http:\\\\www.Angola\\CountryPolicyMonitoring.htm.为了资金投入的可持续性，2011年安哥拉政府展开了大规模农业贷款运动，即政府补贴利率的农季贷款，用于帮助信贷受益者运送和销售农产品，总额为1.5亿美元（其中包含有留作专用的3000万美元）。这一年农业季节，18个省中17个省的75个乡镇的3.5万名农民从中受益（北隆达省是唯一一个尚未获得农季贷款支持的省份，因为向农民传递信息不畅等原因，负责贷款业务的银行没有收到该省农业合作社的贷款申请）。安哥拉储蓄和贷款银行、索尔银行、商业投资银行和非洲投资银行负责提供的农季贷款总额为1.2亿美元，其中，安哥拉储蓄和信贷银行贷款最多，共提供了4420万美元贷款。2011/2012农季，农户有望获得更多这种政府提供的贷款，因为负责提供农季贷款的银行手中有钱，而且首批贷款受益者已经开始还贷。“安哥拉农业贷款运动协调委员会技术委员协调人JoseBento发言”，安传媒网，2012年1月5日。


（四）积极促进农村商业化发展

安哥拉农业大部分处于维生农业的状态，商业化水平非常低。安哥拉政府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方向之一就是农村商业化相关基础设施的建立，积极促进本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安哥拉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积极予以协助农村市场网络的建立。

横向比较大部分非洲国家，安哥拉农业的发展潜力是极高的，特别是在大量未使用的可耕地资源方面，加之可耕地土壤肥沃，实现农作物高产的潜力极大。国土面积和国内可耕地面积都极为有限、80%所需粮食依赖进口的佛得角，已经到安哥拉进行农业投资，种植佛得角消费较多的谷类作物，这对安哥拉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也是一种推动。安政府给佛得角划拨出位于安哥拉南宽扎省基巴拉市（Quibala）附近约7500公顷土地供其开发。《安哥拉日报》，2012年3月27日。正因如此，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安哥拉政府大力进行农业投入、改善农产品销售状况、建立农村商业体系，这些是非常有长远目光的战略方向。实际上，早在1981年，安哥拉政府就设计了农村商业化发展纲要，当时的口号是，“你必须有所卖，才能够有所买”。政府还专门建立了国家农产品统购统销公司来推进这项计划。因多年的战争，农民背井离乡躲避战乱，计划不得不搁置。图146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已耕种的可耕地比较（单位：%）根据FAO，StatisticsDivision2008数据编制。有官方信息显示，截止到2011年9月，安哥拉政府用于建立农村零售网的开支已经相当于40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安哥拉贸易部副部长ArcherManguieira宣布，安哥拉通讯社，2011年9月16日新闻。具体到各个省内的农业和乡村发展计划，就更为细致、多元。2011年10月7日，万博省省长费尔南多•穆特卡（FernandoMuteka）宣布了在万博省促进农村贸易的计划——旨在振兴偏远地区的农村贸易，加快建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贸易渠道。该计划确定，银行向批发商提供短期信贷，向零售商提供中期信贷，首阶段将在该省4个城市所辖的12个村镇实施这项措施。

农业开发和在农村实现农产品市场化计划，目前已经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或直接投资或与安哥拉企业合资进入该领域。例如一家冠名卢卡斯•思茅家庭的安哥拉公司，与阿根廷企业家的合作，在比耶省省府奎托北部七公里处的村庄修建农产品加工厂，分别确定了短、中、长期计划，制造大豆、玉米植物油以及豆角和菠萝罐头。该公司选择了村里适宜玉米、豆角、大豆和菠萝生长的14公顷土地。首选工程是菠萝罐头厂，目标是生产阿根廷不生产但人民爱吃的菠萝。安哥拉通讯社，2012年4月17日新闻。

为支持本国农产品增加产量、并且以优质产品的形象打入国际市场，安哥拉政府大力协助大规模出产某种农产品的省份、地区举行展销会。2012年2月，由安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与本戈省政府联合，在本戈省卡西托市举行首届安哥拉香蕉展。在开幕式上，安哥拉农业部长佩德罗•坎加（PadroCanga）宣布，安哥拉目前国内销售的香蕉全部为国内自产，政府的目标是继续支持香蕉生产，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技术投资，创造国家以优质香蕉打入国际市场的条件。安哥拉通讯社，2012年2月24日。

安哥拉部长会议2012年2月29日通过了《发展农村贸易整体纲要》，作为促进农村贸易网络的指导性文件。除了上述一些方面，仓储也是重要的当务之急。根据此“纲要”，在罗安达、比耶、马兰热和威拉省各建一个大型食品储藏库，同时国内18个省建18个储藏量在500吨—1000吨的中型食品储藏库，并在165个城市各建一个100—300吨的食品储藏库。具体而言，省市级的食品储藏库将由私人机构修建和管理，其业务面向农村市场。“安总统社会事务秘书兼全国消除饥饿和贫困委员会协调人RosaPacavira1日在罗安达宣布”，安哥拉通讯社，2012年3月2日。作为配套的支持措施，在全国各省和各市建立省物流中心和市物流中心，主要面向大型市场和超市。这样，就方便了各省、市农民储存和向市场供应农产品的一整套销售渠道服务链条。《安哥拉日报》，2012年3月18日。


（五）借助外部合作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

2001年1月成立的国有企业国家农业机械公司（Mecanegro），主要任务就是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服务（尤其是提供土地平整、铺设三级公路、提供农村工程服务等任务）。该公司设计的农业现代化计划是：在各省组建农村工程队（深入农村开展人员培训）、购置技术设备（如重型拖拉机、传送带、平地机、旋耕刀和卡车）等。鉴于资金的压力，该公司目前优先在农业发达省份组建农村工程队，比如马兰热、万博、威拉和南宽扎省。与此同时，安哥拉国家农业机械公司也积极利用外部力量，比如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4000万美元贷款推动现代化改造工作。“董事长CarlosPinto在农业机械化公司（Mecanegro）成立11周年上的讲话”，安传媒网，2012年1月5日。

最大的农业国际合作项目是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执行的50万公顷农业开发计划。2010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安哥拉时，参加了安农业部与中国国家开发行签字协议的合作项目，涉及信贷额度达到15亿美元，由中信集团携手掌握适宜安哥拉土壤条件滴灌技术的新疆建设兵团合作实施。项目开发的重点，是建设高规格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为各省农业科技实验、耕作及农机操作维修技术推广、农业科技培训、人员参观交流的基地和平台。项目同时采用“国外进修+专业实践+课题研究”三级培训体系，帮助安哥拉政府建立专业化农业管理和科研队伍。2011年，在马兰热省和威热省已经各有1万公顷农业示范项目试种成功。对中信集团经理助理方江生先生的电子邮件采访，2012年3月22—23日。

安哥拉和日本也有类似的合作，主要是希望获得安哥拉自己尚不具备的农业技术。2012年2月6日，安哥拉与日本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在罗安达签署议定书，日方投资6.52亿美元在库内内省的乡村修建一个糖厂和一个乙醇厂。

联合国系统下面的粮农组织等机构，也是一直支持安哥拉农业发展、特别是现代化技术改造的合作伙伴。例如，针对2012年5—6月间罕见的旱灾，安哥拉政府携手粮农组织，共同评估旱灾对2011—2012耕种季的影响。除了启动第一项应急机制、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总额为4300万美元的款项用于水和食物以外，安哥拉政府的中央紧急情况反应基金（CentralEmergencyResponseFund，CERF)调拨500万美元给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粮农组织，利用这些机构的专业知识和团队，为受灾最严重的比耶、万博和南宽扎省提供专业的营养救援。FAO，GIEWSCountryBriefs,Angola,“Agriculturalproductiondeclinesin2012followingaprolongeddryspell”,July20th2012,http:\\\\www.Angola\\FAOGIEWSCountryBriefonAngola.htm.


三、工商业多样化发展:建筑业为引擎

安哥拉工商业的发展，与中国的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葡萄牙统治时期，因为大量的白人移民进入，消费的需求使得殖民当局鼓励工业投资，发展比较快的主要为轻工业，食品加工业尤其发达，1973年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16%。上世纪70年代建国的时候政府宣布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向公众灌输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是可耻的，人们不应该过多积累个人财富。政府对于私人工商业采取的也是限制和打击的政策。直到80年代中期，政府才意识到了集中化经济机制的繁冗和无效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86年制造业仅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3%，1999年更下降为3.5%。多种经营方式和私有公司开始被允许存在，大量国营体制的国有公司开始向私有化方式转变，国营商业体系在1985—1995年完成转向，1996年安哥拉甚至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曾经没有、或者杜绝商业化活动的社会环境被放开后，私人资本的成长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因此国有公司私有化改造的道路也非常漫长；内战结束以来大量外资的进入和近10年来飞跃式经济增长速度，安哥拉的私人资本才开始日益壮大，活跃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安哥拉政府自2005年也开始依照一家葡萄牙咨询公司的分析结果，加速有战略选择的私有化进程，私营公司无法经营的领域如公共工程和服务、基础设施等都保留下来。参见刘海方：《安哥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1—266页。自上世纪90年代，安哥拉通过企业调整办公室开始国企私有化进程，但迄今成效很小——原因是缺乏私人资本，接受国企的企业不能或很少向国家支付资金。国企私有化是安政府进行经济调整的一项政策，涉及农业、渔业、工业、商业、交通、地矿、石油、民用建筑等部门。

对安哥拉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首先听说的就是石油，因为石油业确实一直是安哥拉经济的龙头。然而，从下图近年来安哥拉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曲线和非石油部门的增长曲线可以看出，非石油部门基本上高于石油业的增长速度，个别年份（是石油价格达到高点的年份）情况才有所变动。整个非石油部门中增速最快的，除了农业之外，就是工业和商业；而工商业近年来的恢复发展，又以建筑业为引擎，这多少是积极致力于战后重建的安哥拉政府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成为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中非常不同的特点。

图147安哥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和非石油部门的增长情况EspíritorSantoResearch，“AngolaEconomicOutlook”，AngolaEconomicandSectorialResearch,3rd&4thQuarter2010,http://www.bes.pt.


（一）减贫先修路

战争即将结束的2000—2001年间，安哥拉政府进行的“家庭财政收支调查”结果显示，当时68%的安哥拉人处于贫困线下（即平均每月消费在1.7美元以下），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为28%（即平均每月消费在0.7美元以下）。这正是2003年《减贫战略》（EstrategiadeCombateaPobrezaECP）出台的背景。《减贫战略》确定了2015年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为34%的目标，并且确定了10项优先发展领域。除了前面提到的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作为优先目标之外，流动人口重新安置、基本基础设施恢复和职业培训、宏观经济环境是其中几项与生产相关的领域。《减贫战略》文本也包含了2006—2015年的一系列具体发展目标，特别规划了这段时间里要修复和维护国家公路网，铁路的修复也列为优先项目，以促进人员流动性。

安哥拉国家公路网总长度为1.55万公里，各省市的二级道路有6万公里。战争使得所有的公路修缮保护工作都停顿下来。所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80%以上的道路都面临重修任务；铁路的情况近似，从安哥拉三大海港本格拉、罗安达和纳米贝延伸向内地的三大铁路，都只有小段通行，战争期间维护修缮工作的缺失加剧了铁路的破损情况。所有基础设施，受影响最小的是港口，2002年以前四个港口都在运营，只不过运营能力都比较有限，远不能达到设计水平。

2002年战争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状况也同样不好。自来水系统只能覆盖到33%的居民，原来依照40万人的规模设计的罗安达城，人口估计已经近700万，自来水和废水处理系统都严重超载2002年数值应该比此更高，因为政府战后发动了“返乡运动”，将很多外省因战火涌入的流民送回家乡。2012年，联合国估计数据为650万。；拥挤在城郊贫民窟、占人口总数70%的居民，日常用水只能依赖没有质量保证的水罐，而这种不规律的供应并不是免费的公共福利，而是要付出高于市政供水十几倍的市场价格。AllanCain,“LuandaUrbanPovertyProgramme”，DevelopmentWorkshop,November,2011.电力生产和输送设施更少，而且仅有的能源首先供应首都消费（占80%），据政府的“家庭财政收支调查”，仅有不足1%的安哥拉家庭以电力为做饭能源。因为战争造成大批国内难民涌入城市住进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屋，大部分安哥拉人都还没有体面的住房条件。

总之，以上种种基础设施都亟待重建，建筑业因而骤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这与很多经历战争（或冲突）基础设施被忽略、被破坏甚至损毁的国家的情况一样，都有类似的重建重任，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主要依赖各国际组织和援助国俱乐部的援助基金来进行基础设施恢复或者建设工作；安哥拉的鲜明不同之处，乃是其格外突出的对重建的持续大规模金融投入，而且这种基础设施重建的资金大多数都来自于政府的投入，中国几乎是其唯一的外资来源。NataliyaPushakandVivienFoster，“AngolasInfrastructure:AContinentalPerspective”，http://www.worldbank.org，MARCH2011.

图148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支出满足需求的情况对照表NataliyaPushakandVivienFoster，“AngolasInfrastructure:AContinentalPerspective”.安哥拉政府希望加快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因而投入一再加大。2005—2009年，每年支出的费用为28亿美元。由以上图8可见，相比于保证长期使用的基本维护所需要的费用(4.23亿美元)，安哥拉政府的实际花费四倍于此，反映了政府希望加速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愿望。

图149安哥拉恢复公路长度AngolanGovernment,GeneralGovernmentProgram20072008.安哥拉战争结束刚好赶上世界油价节节走高之时，不得不将石油收入用于大规模重建。另外，在急需其他外资投入的情况下，与中国签订的两笔资源换项目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到45亿美元，实际上是安哥拉政府将未来若干年的石油收入一次性地投入到了眼下正在进行的重建事业。数据显示，这些费用中70%投入到交通基础设施上，也就是说，与居民用水、城市下水、电力输送等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相比，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扩容等基建得到了更优先的重视和发展，这倒是应验了中国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经验，尽管有些国际观察家毋宁认为，这些方面是更容易看见的成果，而“看得见”的施政业绩是多斯桑托斯领导的安人运及其政府为了迎接战后第一次举行的全国大选（2008年）、增加其统治合法性的特别政策选择。IndiraCamposandAlexVines，“Angola&China：APragmaticPartnership”，WorkingPaperPresentedataCSISConference,“ProspectsforImprovingU.S.ChinaAfricaCooperation,”March2008．

在这种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之下，建筑业的增长是不难想象的：图1410安哥拉建筑业增长情况根据安哥拉财政部数据绘制。1999—2007年间，建筑业逐年递增的比例为40%，2007年，建筑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8%，相应的金额数为35亿美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政府大力恢复和建设基础设施的总战略之下，安哥拉国内正在成长之中的私人部门也追随政府的主导方向，将资本投入到建筑业中。以2006年为例，在当年所有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资中，表1422006年私人投资在各部门的分配情况根据安哥拉私人投资促进局（ANIP）数据编制。

行业类别金额（万美元）占百分比行业类别金额（万美元）占百分比农业22002.8%饭店宾馆644081%渔业86011%房屋419053%矿业8570108%教育2500.3%制造业1730021.8%卫生健康5800.7%建筑业2380030.0%其他162020%商业354045%总数79400100%交通1000012.6%建筑业占到了30%。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安哥拉受到油价暴跌的影响，投入到重建中的资金也相应减少。尽管如此，建筑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接近8%，体现出仍然刚性的行业需求。

图14112009年各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根据安哥拉财政部数据编制。到逐渐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2010年，市场资金流入制造业的规模同比增加了87%。兴盛的建筑业近年来大大改善安哥拉的基础设施，世界银行的专家测算，其对安哥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达到1个百分点。NataliyaPushakandVivienFoster，“AngolasInfrastructure:AContinentalPerspective”，www.worldbank.org，MARCH2011.（作为参照，非洲国家中的发展领头羊毛里求斯，基础设施的恢复带来的实际贡献率达到2.9%）基础设施的恢复，为其他所有工商业提供了基本条件，因而，建筑业作为引擎，与其他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图1412安哥拉总信贷量根据安哥拉国家银行的数据编制。从贷款流向的变迁上，可以反映出行业的动态，包括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2010年安哥拉总信贷量增加到了1074亿宽扎，同比增加了43%；其中建筑业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7%，达到总信用额度的8.5%，制造业增加了40%，达到总信贷量的4%，进入批发和零售业的额度达到21%，同比增加了121%。EspíritorSantoResearch，“AngolaEconomicOutlook”，AngolaEconomicandSectorialResearch,3rd&4thQuarter2010.（作为参照，2009年总信贷量增加到9720亿宽扎，同比增加了60%；建筑业增加了79%，达到总信用额度的7.4%；制造业增加34%，占总量的4%，批发和零售业占比为16%，同比增加了46%。EspíritorSantoResearch，“Creatingtheconditionsforrecovery”，AngolaEconomicandSectorialResearch,2ndQuarter2009,http://www.bes.pt.）建筑业引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趋势很明显。

2008年大选时候，总统宣布了到2025年兴建100万套社会住房的计划。此后社会住房一直是迄今为止安哥拉几乎每天都出现的标题新闻，舆论一直在跟进报道计划在全国各省市的实施情况。为了落实这一计划的资金，2009年安哥拉住房发展基金建立，目前已经能够运作。可以预料，社会住房计划将带动新的一轮建筑业热潮；相应的，金融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都会受到连带的刺激影响。


（三）益贫式商业系统——以人为本

将数量占人口总数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作为发展计划的核心，即实现益贫式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乎社会安定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迫切问题，当然也是最具挑战性、最不容易做到的方向。

1977年安哥拉分别成立了内贸部和外贸部，分别署理所有对内对外商业活动，甚至安哥拉发展较好的食品加工业，所涉及食品出口与进口交换活动，也都由一个属于外贸部下的统一机构来负责。90年代中期，原来完全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商业活动完全放开，统一的商务部取代了原来的内贸外贸两部，人们的活力被释放出来，很快在全国各地一个非正式的地下市场（即在不太恰当的地方、没有卫生健康的考虑，而且是避税）形成了，战后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批发、零售、街头市场等11种商业活动形式为基础的商业体系的完整框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存在的理据。

2006年颁布的一项新举措，表明政府在发展理念上一次大的转变，即“人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物流体系重组实施纲要”。此前，政府指导或者管理的安哥拉商业市场并不针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民，或者说这些每个月消费不足1.7美元的人口并不被认为是商业活动的对象，他们被看作城市的寄生虫，没有什么消费潜力，应该任其自生自灭。这正是安哥拉非正式市场极为普遍的原因。“物流体系重组纲要”的目标，就是政府正视这个人群的基本需求，并提供规范、卫生的食品生产和销售场所，即把这些非正式的市场引入正式市场的体系当中来。在城市，这个纲要主要是为城市周边的贫民窟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商业活动的物质场所，并进一步通过规划实施将其纳入到整个减贫纲要当中来；更高一层的服务则是为这些地区的商人和经济代理人提供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整体商业活动的品质。在乡村地区，该“纲要”的内容也部分地与农村商业化计划重合。EspíritorSantoResearch，“ThetradeSectorinAngola”，AngolaEconomicandSectorialResearch,2ndHalf,2010,pp.1012.图14132007—2009年商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根据安哥拉财政部数据编制。安哥拉的益贫式商业计划，除了明显地促进了商业的活跃程度，也明显有一些社会成果，比如将正式市场和非正式市场价差缩小了27%，消费者满意度提高，同时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并培训了人力。EspíritorSantoResearch，“ThetradeSectorinAngola”.


（四）安哥拉化——不仅仅是劳动力

葡萄牙殖民者留给所有殖民地的一个共同遗产就是远低于其他殖民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因此独立伊始，这些殖民地都有90%的人口是文盲。结果，白人一旦大举离开，农场、工厂都面临着找不到技术工人的难题。安哥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从苏联、东欧国家、葡萄牙、古巴、法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延揽了大批技术人员，每年支付给这些外国人的工资就高达1.8亿美元（1984年）。为了解决这个财政负担，安哥拉政府通过1982年的《安哥拉化法》，提出高级劳动力至少要有50%“安哥拉化”的目标，并且从1985年开始大规模人力资源培训。外国技术人员被请来，不再是进入工作岗位，而是被请进安哥拉大学和职业培训学校。到1986年时，46%的工业劳动力已经实现安哥拉化；当年颁布的《外籍工人法》，更严格规定了外国工人首先要完成对安哥拉人的培训工作才能在安哥拉工作，而且还要与安哥拉人一样依法纳税。参见刘海方：《安哥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6—209页。

战后重建时期，随着各国商业利益的大规模进入，“安哥拉化”口号又被提出，而且这次是从社会公众到官方都普遍关注。安哥拉政府希望基础设施恢复的工作越快越好，因而在与外国建筑公司签订合同时，经常在劳动力来源上面开绿灯，《私人投资法》中外国公司雇用的人员中安哥拉人不得少于70%的规定经常不能遵照执行。笔者对安哥拉私人投资促进局（ANIP）亚洲事务主管的采访，2009年3月9日，罗安达。中国与安哥拉达成的两笔“资源换项目”协议下的每一个具体项目，在与安哥拉重建办公室（作为安方业主）的合同书上，往往先行标明，为了工程进度的考量，对于30∶70的劳工比例规定可以不予考虑。笔者对中信集团——中信建设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朱卫兵女士的采访，2009年3月6日，罗安达。随着第一笔协议下100个建设项目的展开，进入安哥拉的中国工人在日益增多（安哥拉使馆曾经报告说每天发放多达200个以上签证）。在安哥拉人本身就业存在巨大压力（安盟原来的10万军队转化为普通劳动力，加上大量不断因为地雷影响而继续涌入城市、被遣返回乡、但又再次回到首都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在建筑工地上从事技术和半技术工作的中国劳工自然成为安哥拉舆论关注、甚至攻击的对象。在巨大压力之下，2008年安哥拉政府对公众作出的解释是，国家为了尽快完成基础设施的工作，不得不依赖很多中国劳工，但是重建任务完成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再留在安哥拉，而是必须返回中国。安哥拉战略研究所：“中安关系研讨会”，2008年1月31日，罗安达。与此同时，安哥拉政府加强了对外籍劳工的管理工作。此后的所有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一行最关键的语句就是“项目使用安哥拉劳工数量为××人”。

很自然，像80年代那一轮的“安哥拉化”运动一样，对安哥拉个人的保护也体现在从招商引资开始的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当中。2011年公布的《新私人投资法》中规定，投资者提交的投资项目方案必须包括人力资源培训的承诺，而且要求是向员工提供技术和科技培训，并提交用安本国员工逐步替代外国员工的计划。

更有意思的是，“安哥拉化”不仅体现在对本国劳工实行保护和为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成长等方面。安哥拉议会2011年11月29日通过一项立法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安哥拉运营的石油公司必须使用安哥拉银行系统来完成其金融交易。这显然与更多使用本币的要求一样，正是安哥拉政府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要求更多财政和经济自主权的表现。安哥拉政府发言人的解释是，由于安哥拉自己的金融系统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原来关于特许石油公司使用外国金融机构的规定已经没有意义。随着各方面经济活动能力的提升，日益自信的安哥拉不必再低姿态地“请求”外国投资者来投资了，而是被他们追着要求合作，“安哥拉化”自然就成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的代名词，包括劳动者、也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许还有更多。


（五）行业多元、地区平衡的投资新方向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新报告，经济危机以后，安哥拉依然是吸引外国和私人投资最多的四个非洲国家之一（另外三个达到3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埃及）。近几年来，安私人投资开始偏重于非石油部门，如加工业。2010年安加工业吸引的私人投资占非石油部门投资的32.15%。与此同时，安哥拉政府开始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各省吸引私人投资的比例不平衡。罗安达省的私人投资2010年占全国私人投资的67.29%，本格拉省占7.13%，南宽扎省占6.56%，威热省占4.73%，本戈省占2.59%。因此，安哥拉政府提出的新目标就是，投资地区的多元化。2011年安哥拉出台的新私人投资法案，已提出促进投资地区多样化措施，并强调农业、牧业和加工业为三大投资重点。《安哥拉日报》，2011年10月11日新闻。

2011年，安哥拉公布了《新私人投资法》，把重点放在能够对安哥拉全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除罗安达外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有更大促进作用的投资项目上。新投资法的目标是吸引合格的投资，即能够帮助安哥拉缩小贸易差额、提高本地生产力、促进安哥拉人力资源培训的投资项目。《新私人投资法》作出的修改，显然是“对在安哥拉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投资者更加挑剔”了。葡萄牙法律专家保罗•库斯都德（PauloCostaudi）新税法的评价，转引自澳门传媒网。比如项目评估方式，此后将根据每个项目的积极作用来确定优惠政策的力度，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先给予优惠。安哥拉税务专家玛丽•多丽丝（MariaAntoniaTorres）对此作出的评价是，新法的要求更高，原来的激励措施“几乎是自动性的，但现在却是契约性的，这样双方都有了更大的保障”⑤转引自澳门传媒网。。

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不再被自动赋予减免税的待遇，而是必须根据每个具体投资项目进行谈判。“新的法案总是引起投资者的期望、焦虑和不安，这项新法律的审批花了很长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总共出现了14份草案。”安国家私人投资局局长雅伊梅的话，转引自安哥拉Exame杂志。新法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不再区别对待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最低投资额从10万美元（外国人）和5万美元（安哥拉人）一起提升到100万美元（按投资者，而非按项目）。这些变化的背后思考是，“在大规模投资阶段结束之后，政府希望把重点放在对国家经济有更积极影响的结构性投资上。过度开放的激励制度可能有利于投资者，但对国家没有益处。”雅伊梅的话，转引自澳门传媒网。安哥拉律师特丽萨•博诺认为，这样的新投资法，显著特点就是“保护本国企业家，把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留给外国人”⑤。

新的投资法对该国投资程序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私人投资局(ANIP)，为了实现上面新法提出的这些目标，私人投资局首先通过建立一个投资网络技术平台，以实现投资项目审批手续的便利化，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者。技术平台可以帮助投资者实现便捷、实时的沟通，而不必亲自来到安哥拉，只需在投资审批进程结束时来一次。该技术平台还可以完成私人投资项目批准程序，并在项目获得批准后跟踪项目的执行情况。雅伊梅：《安哥拉国家私人投资局重组与如何满足21世纪促进必要投资需求》，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投资研讨会”上的讲话。


结论：非洲怎么了

2008年，同事张晓明教授从欧洲访学回来，告知一位荷兰外交官有关非洲的著作正在翻译成中文，准备出版，这位外交官希望我能写几句话。几天后，我收到了维恩（RoelvanderVeen）先生寄来的英文著作《非洲怎么了》（WhatWentWrongwithAfrica?AContemporaryHistory）。我读完这部著作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作为一位长期在非洲工作的外交官，作者对非洲有着无穷牵挂和深厚感情；然而，一种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跃然纸上，对殖民主义的消极遗产毫无认识。他有两个观点：第一，非洲失败了；第二，非洲失败的原因是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出奇的僵化”，这种僵化以及相应的特征构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他明确表示：“非洲的前途并不太乐观。”维恩：《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第324—31，339，342页。中文本的小标题是意译。究竟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使他用现代化理论去解释非洲的现象，还是由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使得他得出这种结论，不得而知。

我比较含蓄地写了如下的评论：维恩先生力图用现代化的理论对非洲独立后50年历史进行总结，其结论可用一个词概括“失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非洲的历史进程置于世界发展之中。虽然维恩认为非洲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但书中的冷战、民主化、结构调整计划、外部强加的改革等内容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外部世界或世界体系对非洲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可否认，维恩对非洲有一种牵挂、情感和责任感，这是十分难得的。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非洲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陆吧。维恩：《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扉页。我们可以指出非洲的各种不足之处，也可以批评非洲传统的某些缺陷，但我们对非洲文化培育的独特之果不能视而不见。略举两例。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领导的却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位天主教徒统治着90%以上的国民是穆斯林的国家长达20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有一定发展（虽然深受法国的控制），这不是偶然的。另一个例证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近代以来，曼德拉先生是唯一一位既得到西方人的尊重，又受东方人敬仰的世界领袖。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非洲，都具有某种普世性的特征。

非洲文化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不是维恩先生可以挥之即去的。

由于殖民主义的推进，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本土居民几乎被剿灭殆尽，本土文化已难于辨识。非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非洲在独立后50年所取得区域一体化、尊重人权、边界稳定和民族建构等方面的成就不可否认。中国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在包容性、对自然的尊重、处理边界的技巧、对女性公务员比例的法律规定等方面并不如非洲。欧美虽已成为发达地区，但由于过于追逐“利”和“力”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不可忽视。

我与维恩所持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他认为非洲失败了，似乎也永远无望。我认为，非洲能够挺过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摧残，承受住当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力而存在下来并取得一定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足以显示非洲文化的坚韧性和持续生命力。

近10年来，在与非洲官员交流的研讨班上，他们多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我总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发展经验，但非洲不要模仿中国，也不要模仿美国、英国和法国。只要认真学习他人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自身的实际之中，非洲一定会成功。

他们往往会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非洲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会成功呢？

我认为，非洲发展和进步的首先要条件是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世界著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0年发布了题为《狮子在移动：非洲经济的进步与潜力》的报告，对非洲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给予肯定，并对非洲未来的发展作了乐观的预测。TheMcKenseyGlobalInstitute,“LionsontheMove:TheProgressandPotentialofAfricanEconomies”,June2010.确实，这些年来，非洲经济发展令人鼓舞，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目前，除与欧洲国家联系密切的国家（如南非）受到危机影响外，相当多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二、三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安哥拉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估计分别为6.7%和10%。从整个地区而言，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国家还有十余个，如尼日利亚、加纳、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有些国家一直保持稳定发展，如博茨瓦纳、毛里求斯、摩洛哥等。2012年发表的《非洲进步报告》认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有7个在非洲，7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那些过去10年来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国家。“AfricaProgressReport2012Jobs,JusticeandEquity:Seizingopportunitiesintimesofglobalchange”,http://www.africaprogresspanel.org/en/pressroom/presskits/annualreport2012/.

非洲经济呈现出一种持续进取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自主自强的思想和政治稳定的环境为非洲发展提供保障

长期以来，非洲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受着欧美的主导。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剧烈动荡，力量对比在西方与新兴国家之间发生巨大改变。不少非洲领袖和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西方人长期宣扬的发展模式不灵；非洲的发展道路应由自己来确定。尼日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拉夫认为,中国崛起为非洲提供了经验:只要具备充满信心、有决心和眼光的人民,万事皆有可能;“西方人并非天生高人一等”,丢掉“没有西方我们注定灭亡”的心态,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我们可以借鉴的另一条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本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FemiAkomolafe,“NoOneIsLaughingattheAsiansAnymore,”NewAfrican,No.452,June2006,pp.4850.这种自我觉醒和自我认识正在改变非洲，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和本土创制在非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PaulKagame,“LecturebyPresidentPaulKagametotheOxfordCambridgeClubofNigeria”,TheNewTimes,November12,2012.http://www.newtimes.co.rw/news/index.php?a=60581&i=15174.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纳米比亚、南非等国先后提出“向东看”。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必须从本国的思想和实践中找到发展的办法。关于非洲本土知识的研究，参见张永宏：《非洲发展视域中的本土知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这种本土创制或内源性发展论正在成为共识，同时也表现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一些非洲国家互相依托，形成新型伙伴关系。例如，内陆国家博茨瓦纳蕴藏着大量的煤矿资源，目前正与莫桑比克协商通过其港口向急需资源的亚洲出口煤炭。南非正在计划与尼日利亚合作，从上游产业到下游产业共同开发尼日利亚的油气资源。尼日利亚的主要海底电缆公司（MAINONE）正以加纳为中介向西非法语国家出口海底电缆。新海缆的通讯系统将覆盖整个大洋洲南部和北部地区，有助于尼日利亚通讯行业和西非一体化的发展。尼日利亚决定投资20亿美元建造非洲最大的化肥厂，不仅将解决1万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将化肥出口至非洲其他国家。尼日利亚还决定将其外汇储备的10%购买人民币，并决定在拉各斯的所有公共学校进行中文教学。MasashuduAnkiiluKunateh,“Ghana:MainOneExpandstoFrancophoneWestAfricanCountries”,allAfrica,September20,2012.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9200538.html;“DangotebuildsbiggestfertilizerplantinAfrica”,EconomicConfidential,December12,2012.http://economicconfidential.net/new/business/714dangotebuildsbiggestfertilizerplantinafrica；“AfricaFutures:NigeriaTakestheLeadinForesight”,TheAfricanExecutive,November2128,2012.http://www.africanexecutive.com/modules/magazine/articles.php?article=6952&magazine=414这些都是一种建立在对世界发展大势判断基础上作出的颇具自主意识的战略性决策。

尽管非洲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非洲大陆的选举局势趋于稳定。以2012年为例，共有25个国家有议会或总统选举。除个别国家外（如几内亚比绍），绝大部分国家进展顺利。有的政党正是由于保持了经济发展，从而得到国民的认同，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获得72%的选票，多斯桑托斯总统获得连任。政治权力的平稳过渡无疑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还有一些国家是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选举，如埃及和索马里均属这种情况。今年非洲大陆政治稳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三位重量级人物（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加纳总统米尔斯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因病去世后，国家权力平稳地完成继承，从而保证了经济持续发展。政局相对稳定的第三个表现是非盟选出了自己的新主席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


二、非洲区域一体化推进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

非洲区域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是非洲局势的另一个特点。区域一体化推进比较迅速的是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东非共同体包括五个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些国家近年来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迅速。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迅猛，从2005年以来属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年经济增长率近8%。肯尼亚在一次有关非洲国家投资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问卷调查中排名第二。FemiAdewunmi,“AreinvestorperceptionsaboutAfricanmarketsintunewithreality?”January26,2012.http://www.howwemadeitinafrica.com/areinvestorperceptionsaboutafricanmarketsintunewithreality/14598/.东非金融一体化也在推进，将在2015年建立共同证券交易市场，以便从各方汇集资金，摆脱东非国家发展依赖外援的困境。为了推进一体化进程，坦桑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签署一项耗资约47亿美元的铁路网络建设协议。一体化进程也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东非地区的贸易额2005年至2010年间从175亿美元增加到37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从2005年的6.8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7亿美元。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共有15个国家，包括西非的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国家。为了应付粮食安全问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2012年初正式启动农业领域信息系统，从而使这一地区组织可以在共同农业政策框架内进行有效协调。跨地区的交通网络正在形成，包括正在规划的连接西非法语国家的铁路和长达9000公里的西非高速公路网。2011年，西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6.2%，高于整个非洲的发展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产油国加纳和尼日利亚。两国合作扩展到西非地区无疑将对经济发展带来正能量。金融机构的整合也在进行。科特迪瓦证券交易所为西非国家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当然，西非一体化也面临各种困境。虽然存在着人员自由流动的政策，但各成员国仍设立众多的边防哨卡且手续繁杂。由于讲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在交流上存在困难及各国文化历史与殖民遗产的不同，西非整合还存在障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关税计划方面也未能达成统一。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涵盖15个国家，人口达2亿，有资源大国刚果金和地区火车头南非。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经济实力雄厚、资源基础深厚、合作根基扎实、发展潜力巨大而得到世界投资者的关注。该共同体自由贸易区早在2008年即正式启动，从而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非洲联盟确定2017年为非洲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期限，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表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率先开始经济一体化的新尝试，为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组织起到示范作用。南非的货币兰特在多个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斯威士兰和纳米比亚）为流通货币，一旦津巴布韦加入，必将推动南部非洲金融一体化进程。目前，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正在规划地区一体化交通蓝图，包括经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连接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铁路，还将推出连接南非、斯威士兰、莫桑比克的铁路建设计划，并将恢复南非—刚果（金）的铁路。非洲南北经济走廊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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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为什么重要》［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刘北成刘小鸥译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美］A.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M.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英］约翰•凯里著吴庆宏译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

《社会行动的结构》［美］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

《文化的解释》［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美］埃里克•沃格林著霍伟岸叶颖译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美］埃里克•沃格林著陈周旺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美］理查德•塔克著罗炯等译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英］基思•托马斯著宋丽丽译

《男性气概》［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

《黑格尔》［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张国清朱进东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美］罗伯特•K.默顿著唐少杰齐心等译

《个体的社会》［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实践感》［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利奥•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褚松燕译

《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

《卢梭问题》［德］恩斯特•卡西勒著王春华译

《自足语义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挪威］赫尔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著周允程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陆月宏译

《权威的概念》［法］亚历山大•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英］王斯福著赵旭东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德］瓦格纳著杨立华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

《中国与达尔文》［美］詹姆斯•里夫著钟永强译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美］韩书瑞著陈仲丹译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黄卫总著张蕴爽译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美］王晓山著文韬译

《六朝精神史研究》［日］吉川忠夫著王启发译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日］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日］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

《为权力祈祷》［加拿大］卜正民著张华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译

《儒教与道教》［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美］D.布朗等著朱勇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

《中国美学问题》［美］苏源熙著卞东坡译张强强朱霞欢校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胡缨著龙瑜宬彭珊珊译

《〈诗经〉原意研究》［日］家井真著陆越译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美］韩森著鲁西奇译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荷］安国风著纪志刚郑诚郑方磊译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美］李丹著张天虹张胜波译

《18世纪的中国社会》［美］韩书瑞罗有枝著陈仲丹译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美］韩森著梁侃邹劲风译

《中国人的幸福观》［德］鲍吾刚著严蓓雯韩雪临伍德祖译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日］中岛乐章著郭万平高飞译

《朱熹的思维世界》［美］田浩著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杨美慧著赵旭东孙珉译张跃宏校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著姜智芹译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日］松浦章著董科译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日］顾琳著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日］松浦章著郑洁西译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科大卫著卜永坚译

《中国善书研究》［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何莺莺孙雪梅译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日］城山智子著孟凡礼尚国敏译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美］马立博著王玉茹译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美］卢苇菁著秦立彦译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

《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美］易明著姜智芹译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

《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美］戴维•艾伦•佩兹著姜智芹译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日］增田涉著周启乾译

《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美］艾志端著曹曦译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

《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德］狄德满著崔华杰译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美］季家珍著杨可译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林满红著詹庆华林满红译

《寻求中国民主》［澳］冯兆基著刘悦斌徐硙著


七、历史研究系列

《中国近代通史》（10卷）张海鹏主编

《极端的年代》［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马凡等译

《漫长的20世纪》［意］杰奥瓦尼•阿瑞基著姚乃强译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陈晓律著

《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钱乘旦主编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斯克著李锋译

《莎士比亚的政治》［美］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著潘望译

《邪恶》［英］玛丽•米奇利著陆月宏译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英］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

《流动的恐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杨超等译

《流动的生活》［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徐朝友译

《生活的艺术》［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仇子明等译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武媛媛译

《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李平武审校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英］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

《萨义德》［英］瓦莱丽•肯尼迪著李自修译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美］理查德•沃林著吴勇立张亮译

《未来的形而上学》［美］爱莲心著余日昌译

《文化理论关键词》［英］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英］安德鲁•甘布尔著王晓冬朱之江译

《异端人物》［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刘超译

《当代文化理论》［澳大利亚］安德鲁•米尔纳著刘超译

《感受与形式》［美］苏珊•朗格著高艳萍译

《公共领域的伦理学》［英］约瑟夫•拉兹著葛四友译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美］梅雷迪斯•D.高尔等著许庆豫等译

《教育基础》［美］阿伦•奥恩斯坦著杨树兵等译

《教育伦理学》［台］贾馥茗著

《认知心理学》［美］罗伯特•L.索尔索著何华等译

《现代心理学史》［美］杜安•P.舒尔茨著叶浩生等译

《学校法学》［美］米歇尔•W.拉莫特著许庆豫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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